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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政治发展理论是比较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启始于本世纪50— 
60年代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殖民体系彻底瓦解，並非 
拉地区相继出现一大批新兴的独立国家。这些新兴国家获得独立 
以后，面临着如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 
社会科学界开始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这 
些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现代化问题成了热门的研究课题。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都来参加这方面的研究，美国 
官方和各大基金会也慷慨解襄，大力资助。这样到60年代在美国 
E 形成了一股跨学科、多面向的现代化理论思潮，其中包括发展 
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政治发展理论等。可见，政治发展理论是 
美国现代化理论思潮的一个文流。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它与发 
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孥并称，叫做发展政治学。 

1954年，在矣国著名政治学家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 (Gabriel 
Almond ) 的主持下，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 
该会把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当作重点研究课题，并于1959 
年召开了一次关于政治现代化问題的讨论会。此后，在福特基金 
会的资助下，比较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合作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 
关“政治发展”问题的专著。到6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种具有独 
立体系的政治发展理论。但70年代以后产随着现代化理论思潮的 
衰敗，玫治发展理论的影响也日益减小。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政 
治发展”这一概念巳经过时，应该用新的术语取而代之。尽管如 
此，政治发展理论作为当代政治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仍具有 
萤贵的学术价値，特别是它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提供的基本 
楞念和理论框架，仍然是人们研究社会政治变革问题的具有参考 
价位的思路《 



本书作者塞缪尔 • p • 亨廷顿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发 
展理论中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曾任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现任 
哈佛大学政治系主任。此人研究兴趣广泛，才思敏捷，著述甚 
丰。在政治发展理论方面，亨廷顿撰写过三本专著* «变革社会 
中的政治秩序》、<现代社会中的专制玫治> (Authori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 以及* 困难的决择 （ 发展 
中国家的政治参与 》(No Easy Choice : Political Partici ¬ 
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 《 变革社会中的政 
治秩序：*是亨廷頓政治发展理论方面的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于 
1968年问世，立即在美国政治学界引起极大 R 响。亨廷顿因此而 
名声大噪，成为研究发展中地区政治发展问题的权威性人物。 

从理论观点上看，亨廷顿是保守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之 
— »与其他美国政治学者不同，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特别强调 
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意义。他认为，在政洽发展中，蹿治民主 
与政治稳定具有同等的价值，缺少政治稳定和秩序的“政治发 
展”，只会导致政洽衰败》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中， 
亨廷顿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问題不是自由，而是建 
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 
有自由。”1975年，亨廷顿又发表<民主制的危机 》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 一书，他通过分折美国民主制的发展趋势，说 
明民主制度本身包含着潜在的危机。亨廷顿在该书中指出*第一、 
呙主只是形成权威的一种方法，而并非是普遍适用的唯一方法， 
专业知识、资深制、经验及特殊才能有时应优先于民主原则 ，第 
二、民主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行逋常需要个人和集团在某种程度上 
保持冷漠和不介入，如果政治要求超过了政治制度的功能，将会 
有损于权威的建立 a 亨廷顿由此得出结论说，“一项通常被视为 
善良的价值，被运用到最大限度时，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倩况》” 
通过以上叙述不难看出，浓厚的保守主又色彩是亨廷顿政治发琛 
理论的重要特征。 



从研究方法上看，美国研究政治发展理论的学者大体可分为 
三类，<1>结构功能研究:法。这些学者深受美国箸名社会学家 
帕森斯的的结构功能理论的影响。他们借用了一整套新的 概念， 
诸如政治系统、输出、输入、环境、反馈等，用以描述和说明政 
治体系的运行。以阿尔蒙德为主席的比较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基本 
上都在这种理论框架内，研究不发达地区的政治发展问题。 （2) 
“社会过程”研究法。此研究方法着眼于社会的变迁过程，如工 
业化、都市化、识字的普遍 化等。 釆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认 
为， 这些过程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并分别对政治变革产生重大 
影响* 这种研究方法重视人们的行为经验以及社会变迁与政治变 
革的相关性，其代表入物有丹 尼尔* 勒纳 （Daniel Lerner ), 
卡尔 * 多伊奇 （Karl Deutsch ) 等。 C 3) 比较历史研究法。 
这是亨廷顿通常所运用的方法》此方法着重于两个以上社会历史 
变迁过程的比较。采用这种研究女法的孪者常常倾向于通过比 
较，将? S 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成若千阶段 i 或根据不闻的领导方式 
划分出不同的政治发展类埜。在美国，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法的学 
者，除¥廷顿外，还有西里尔 . E • 布莱克 (Cyril E . Black ), 
巴林被•摩尔 （Barrington Moore ) 等人。 前两种研究方法 
可以说是在行先主 X 政治学的影响下形成的新的研究方法 - 相比 
之下， ； 比较历史磁究:法吏古老一些《 60年代正是行为主义 政治李 
风靡美国之时，然而亨廷頓并未去追求时髦，而是扬己之丧，蝕 
辟蹊径，■自成一家 a 亨廷顿不強调理论的完善，吏 相蓓实 钲的力 
量。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中,他只用很少的笔 墨阐述 
«玫治发展”的一般理论，在其余大部分篇幅中都姻熟地运用比 
较历史的方法，力图在各国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把握“玫治发展” 
的规特别是他善于用 大量数 据和个案分析来阐述问题，颇具 
初服力。亨廷顿虽然把比较历史法当作主要的研究方法，但他并 
不完全排斥结构功能法和“社会过程”法，而是将它们融会于自 
& 的比较历史扭究中。 



豉治发展理论兴起后，“政治发展”一词不陉而走，成为政 
治学界极为流行的术语。但学者们对“政治发展”的定义，却始 
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63年，卢西安 •派伊 (Lucian Pye ) 
接替阿尔蒙德出任比较政治委员会主席后，曾列举出十多种关于 
政治发展的定义。许多学者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具有特定 
目标的发展过程，这些目标包括政治结构的分化、民主政治的建 
立等，并且在他们看来“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是同一概 
念。但亨廷顿对此却持不苘看法。首先，亨廷顿认为，“政治发 
展6和《政治现代一样，有时并不是指具有特定目标的发展 
过程，而仅仪体现政治变革的实际状況，它既包含着正面的积极 
发展，也包含着政治衰败。因此，他把“政治发展”定义为“现 
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能是积极的，俾可能是消极 
的。他 指出， “政治现代化可以被定 义为从 传統政体肉现代政体 
的运动过程，也可以被定义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政治内 
脊和政治后果。这两种定义之间的基本差别是经常被忽鞞的，前 
萆指出了政治变革在理论上的运 动方砖 U 后者描连了现代化中国 
家政渰变革的实际状况。”此外，亨廷顿认为，既使“政治发 
展'和《政治现代化”都用于描述积极的政治变革时，两者也是 
有区别的》“政治发展”主要意味着政治体系制度化程度 ; 的提 
髙》而“政治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 o 0此，一 
个制度化程度较高的传统政治体系虽然其政治参与的范围很狭 
小，也可以具有较高的“政治发展”水平。然而，它绝不是“政 
治现代化”的敏治体系。 

正如在前面巳指出的,亨廷顿极端重视政治发展中的稳定和 
秩序^ «变革社幸中的政治 秩序* —书的 主旨+ 就是探讨年 
代发展中国家普 8 遍发生政治动乱的原亨廷琿认为这 k 国家 
之所以动荡不安，不是由于它们贫穷落后，而是由于它们力图实 
现现代化。髙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是十分安定 
的，恰恰是那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社会最容曷发生动乱 。据 



此，#廷顿提出一个命题：《现代性产生稳盍，而现代他却会 W 
起不稳定。”实陪上，现代化与政治不稳定之间并不真有直接的 
因果关系，两者是通过某些中介因素所构成的因果链条而发生联 
系的。为了说明此问题，亨廷顿给出了以下三个公式, 


⑴ 社会动员 _ 
u 歸发展 - 
社会挫折感 
w 社会流动机会 
政治参与 = 


社会挫折感_ 
=政治参与 
政治不稳定 


首先，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都是现代化过程所造成的必然结 
果，但两者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社会动员往往会提高人们的期 
望*而经济发展则会提高社会满足人们期望的能力，但是一般来 
说，社会动员往往比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这样，“需求的形 
成”与“需求的满足 w 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差距，这种差距便会使 
人们产生“社会挫折感”《其次，如果社会存在着纵向和横向流 
动的机会和可能，这种“社会挫折感”也许会得到缓解。否则， 
它就会促使人们通过政治参与向政治体系施加压力 9 最后，如果 
在这种政治参与迅速扩大的同时，该社会政治制度化的水平未相 
应的提髙，就会造成政治动乱 D 在上述几种关系中，政治参与与 
政治制度化比例是产生政治不稳定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同时 
也是亨廷顿在此书中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亨廷顿认为， 50-60 
年代， 发展中国家所以出现普遍的玫治动乱，恰恰是因为在这些 
国家中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张过快，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却未相 
应提高《结果，政治体系不具有组织和疏导曰益扩大的政治参与 
的机制和能力。这种“比例失调”是造成政治动乱的根本原因。 

目前，我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在社会变革中保持 
政洽稳定，是我国现代化事业是否成功的关键 B 当然，元论亨廷 
顿的政治发展理论，还是50_60年代不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经 
睑，都不完全适用于我国，更不可能为我国的政治变革提供现成 



的 答案。 但这些理讼和经验对我国毕竟甚有儈鉴惫义油， K 要我 
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研究，一定会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 
示。我们翻译此书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 

尽管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时间仓促，我 
们的历史和理论知识又有 m , 译文中一定有一些讹误》敬请专家 
学者和读者不吝赐教》 



序 盲 


本书书名中所用的“政治秩序”一词，只是一种目标而不是 
现实，因此，本书通篇描述的都是暴力、不稳定和无袂序。就此 
而言，本书同那些名为论述“经济发展”，实则研究经济衰退和 
潇条的 著作，有相似之处。 撰 写有关经济发展着作的经济学家也 
许会偏爱这种撰写方式，而本考的作者则对政治稳定也怀有同等 
的兴趣 e 我试图在本书中，探奉经历迅速而彻底的社会变革和经 
济变革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力实现这一有标（即政治秩序 )_ 
具备的条件 9 经济发展的指标， 如人均 国民生产总偉 * 是人们所 
熟悉，并为人们所接受的 B 政治秩序的标志，以及在暴力、政 
变、暴乱和其他不稳定的形式中丧失政治秩序，也晕很清楚的， 
甚至是可以计量的。就经济学家而言，分析和讨论促进经济发展 
的条件和政策是可能的。同样，对于政治学家来说,（不论他们 
对“改台秩序”这 一3 标的合法性和理想性存有何种认识上葯差 
距），以学术形式分析和讨论促进政治秩序的違径和手段，也应 
该是可能的 D 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而政治秩序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是否能眵动 
员新的社会力 fi 参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至少这是我在本书中用以 
论述这个问题的植架《 

我的研究工作和写作都是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进行的， 
我撰写此书得益于该中心的大量资料，而且福特基金会拨给哈佛 
大学用于国际事务研究的基金，以及卡内基公司给该中心用于 
«政治制度化与社会变革”课题研究的专款，都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1966年，罗伯特 * 达尔教授和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委 M 会邀请 
我去作亨利 • L • 斯蒂姆森的讲座，这促使我萌生了详尽阐述此 
节中_本观 A 的念失，筚一，二，三苹的内容曾发表在 <世界政 


， U * 



诒学 》 (World Politics ) 积 < 代达罗斯> ( Daedalus ) 杂志 
上，经过这两个杂志出版者的允许，赛将它们并入了这本著作之 
中，克里斯托弗*米切尔、琼，纳尔 3 t 、 埃里克_诺德林格以及 
斯蒂文 ■里 维金全部或部分地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 
有价值的意兕。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于政治秩序和社会变革这个 
问題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 
事们在有关政治发®讨论会上提出见解时所表现出的才智。在这 
段时间中，许多学生还帮助我集和分析了有关现代化中的崮家 
的 数据。 理查德，阿尔珀特、:热格丽特 • 贝茨1理査德 * 贝茨、. 
罗栢特 • 希鲁斯、阿伦 * 古德曼、罗伯特 . ，哈特、克里斯托弗_ 
米切尔以及威廉 * 施奈德等人曾为我这部书的何世作出了直接 
的、大量的贡献。雷莉 • 约翰森 • 莱文是我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极 
其难得的研究助手 ，他本 人既是编辑、较对、打字员，又是统一 
组织其他助手进行工作的“参谋长”。对所有绐我提供支持、帮 
助和意见的机构和个人，我谨表示深深的谢意。尽管有这么多帮 
助，但由于我本人的缘故，书中的错误和疏漏仍在所难免。 


塞缪尔 • P * 亨廷《 
马萨诸_州餌桥 
198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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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 

第一节政治差距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 ㈣ ，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 
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有些国家的政治拥有一致性、 
—体性、合法性、组织性、髙效和稳定的特点，而另外一些国家 
的政治则缺少这些特点。这两神政治之间的差舁，要比民主制和 
独裁制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 a 共产极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一般 
都属于有效能的政洽体系，而非软弱无能的政治体系.美国、英 
国和苏联的政府统治形式各不相同，但它们政府的统治却是行之 
有效的 B 它们都是政治共同体，其人民对其政治制虔的合法性也 
都具有普遍的一致性 认识。 其公民和领袖对社会公益和政治共同 
体所赖以建立的传统和原則都持有共同的认识。这三个国家都具 
有适庳性强和凝聚力高的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有效能的科 层制* 
组织良好的政党> 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參与 * 文职官员控制军 
人的有效机制》政府对经济的广泛干预，以及调节权力继承和控 
制政治冲突的合理有效鲐程序 a 这样的政府博得了其公民的效 
忠，因而能征集税收、征召>(力，并具有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能 
力。 一旦最高决策机构 〈内 阁或总统）作出决策，基本上都可以 
通过政府机器得到忠实的贯彻《 

美国1英国及苏联的政治体系，正是由于具备上述特性而与 
许多 （: 如睪说不是大多數）亚非拉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体系有着 



很大的差异。这®国家存在着许多缺陷 I 粮食不足，文化教育落后， 
财富贫乏，收入低微，卫生健康状况不良，生产力不发达。但以 
上这些缺陷中的绝大部分巳为现代化中的国家所认识，他们己采 
取措施力图改善这种状况。然而，事实上它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缺 
陷，即它们缺少政洽共苘体和有效能1有权威及合法的统治方 
式。著名的政治评玲家沃尔特 • 李普曼曽评讼说 I “我确信，对 
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乂来说，他们最需要€就是被统治。如果有可 
能，他们便会自我治理！如果他们走运，他们则会得到组织良好 
的统治，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受到统治》①李普曼先生的这番 
话，是在他对美国的前途怀有绝望情绪时写下的，其实它更适闬 

非拉现代化中的国家 • 因为在那里，政治共同体四分五裂， 
彼此_相残杀 t 政 治机构软弱无蚨少威 产和弹力_(1政府通常 
赛徒有虚名 a . 

20世纪50年代中期， 冈纳， 迈尔达尔呼吁全世界的人民都来 
关注这样一个明显事实，即世界上富裕国家会越来越富有，它们 
的增长逮度，无论绝对地还是相对地说，都蟬过了较贫穷的国 
家/他 说 （ “从整体上看，近几+年来，发远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之间在经济上的不平等， 一直 在扩大。”世昂银行总裁在 W 66 年 
也同样指出,按目前的发琛速度，类国的人均国 a 收入与讪个不 
发远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之 间的奉 距，到2叫0年还会扩大 
很显然,国际经济与发展经济中最椟心的问题桌存在着 这軔经 
济_距袪无情扩大的 趋势。 在政治上，也存在一个类似的， 同棒 
紧 ii 的问题 。 在政'洽方面，发达体系与不发达政治体系之间 
柯文明政体与腐败政体之间的差距，也同样 C 大了 • 政治差矩与 
经济差距很相似，两考互有秀联，[但并不完‘ 相同* 经济落后的 

心、①庆尔持•李普曼 I «纽约先 SS 论坛报》 i »3 牟12月10曰，第24$。 

②网納.迈尔达尔 (Gnnnar Myrdal ), 《萬裕国 与贫穷 0》: { Riel 1 Lands and 
Poor ) , 纽约和埃文斯顿，哈洎一罗出版公苛，1957牟版，第6贯;乔治 * D . 伍兹 
，…《在平衡中发运的士年 UThe D 抑 lopfflMt P«ade in 
the ，《外国事务》第 44 明 （1966 年: i 月）， 亭 2 fl 7 心 



国家可能拥有髙度发达的政洽体系 i 而经济福利水平很高的 国家， 
矣政治状况却可能混乱不堪然而，萑20世纪的今天，政治不发 
达同经济落后二样，都是亚非拉现代化中国家所应主要关注的间 
翹 . 


徐众所周知的几个少数国家外，这些现代化中的国家在第二 
次世界太战以后的政治演变状况具有下述基本特征：种族冲突与 
阶级冲突日益加剧,暴力事件迭起，军人政变頻繁，反复无常的領 
專人物掌权并常常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改革和钍会政策，内阁大臣 
与文职人员普遍而公开站贪污营私，任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 
由，行政效率和效能日渐低下，都市政治集团的疏离感极为普惠 r 
立法机构和法院皆丧失了自己的权威，社会基础庞杂的各政党发 
生分裂甚或完全解体 B 第二次世界大珙后的邛年间，拉丁美頌 2 0 
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发生过成功的军事政变 C 只 有墨西 ^刹 
和乌拉圭保持了 宪法程 序〉。 北砟和中东的6个国家 C 阿尔及利 
亚，诶及、叙利亚、苏丹、伊拉克、土耳其〉，西非和中非巧6 
个&家 （加 纳、尼曰利亚、达荷美 * 上沃尔特、中非共和国、刚 
果），还有各种类型的亚洲国家（巴基斯坦、泰国、老玆、..越 
南' 缅甸、印尼、南朝鲜>，也都发生过军事政变 =■ 拉丁美洲的 
古巴、玻利维亚、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並、危地马拉、多来 
尼加共和国阿尔及利亚、中东的也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泰 
国、越南、中国、菲律宾、马来亚、老挝，均受到革命暴力、叛 
乱、游击战争的破坏。种族间、部落间或教派间的暴力行为教紧张 
局势造成了圭亚那、摩洛哥、伊拉克 v 尼曰利亚、乌干达、刚果、 
布隆迪、苏丹、卢旺达、塞浦路斯、印度、斯里兰卡、缅甸、老 
挝、南越等国的社会动乱。在拉丁美洲，旧式的寡头独裁在海 
地 、巴 拉圭、尼加拉瓜维持着脆弱的餐察统治。伊朗、利比亚、 
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泰国这些东半球国家的传统政权，因顔于 
革命的颠覆，正力 图进行 改草。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众多的政治暴力和涓乱事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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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中有了明显的增加。据统计， 1 S 58 年，全世界 
约有 28个地区在迸行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发生了4次军寧暴动，以 
及2次常规性战争 c 7年之后，即1965年，发展为42个长期性的游 
击战，10次军人政变，以及5次常规性暴力冲突，在50年代和60 
年代，政治不稳定的局面也有明显发展 B 195 S 年至1962年间所发 
生的蘗力事件及其他不利于政治安定的事件，与 1 W 8 年至1954年 
期间相比，其^率增加了5倍之多。此间在全世界84个国家中 ，有 
64个国家呈现出政治更加不稳定的趋向 8 ①政治秩序衰退，政府 
权威、效能及其合法性遭受硖坏等现象遍及亚非拉三神。这里梦 
少公民道德与公共精神，缺少可以确定公共利益含义与方向的政 
治制度 e 我们面前呈现的景象不是政治发展，.而是玫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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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蜃力和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本书的中心命题认 
为，它主要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桩迅速动员瘅来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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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庳却冀展缓楫的结果。择克维尔曾指 
出，在治理人类社会的谙法规中，似乎有一条法则最为准确无误、 
明确易见，即倘若人类要保持文明或要变得文明，就要在法舍地位 
平等鸯展的同时，使其相互眹系的艺术也以同等的比例得到改进 
和发展 ” a ® 亚非拉地区出现的政治不稳定,恰恰是因为未能薄足 
这个条件，玫治参与的平等状况远比“相互联系的艺术”发展得 
迅速 a _ 社会和绿济的变革，其由包括都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 
的提高、工业化、大众传 撖媒僉 的扩大等，提高了人们的政治意 
识,增加丁人们的政诗需枣,扩大了政.治 參与。 这砦变 fl ; 动摇了 
传统政治权威和制度的根基 # ，担俾人们为政治赛系奠定掰的基瞰 
以及创立既合法又有效能的新的玫治制库的 任务， 变得更加轚•杂 
了。 简言 之，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张的速度偏高，政治组织化 
和制度化的速度谲低，其结杲只能是政治不稳定和无秩序。这些 
国家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落后于社会 
和经济的变革。 

战后20年间，美国外交政策未能设法蚜付这一问題。经济差 
距 是长期关注的 対象， 是分析和实践的目标，而政治差距却一直 
被忽视 a 各种援外计划、贷款计划、世羿輋行、地区银行、联食 
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国际财团和垄断绝织' 规划家和政检 
家，都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又有谁来 
关心政治差拒河題呢？美国的政府官员承认》他们对在现代化中_ 
国家建立可行的政权很感兴趣，但是美国政府在影响那些国家的 
—切活劫时，却几乎没有直接关注促进政治稳定和减少政治差距 
的问题。对这种 令人奇 怪的现象该作何种解释呢？ 

这种现象似乎根植于美国历史经验的两个特殊方面。 首先 * 
美国与现代化中国家不同，它曾得益于幸运的历史条件》在其发 


«3£ 历克西斯 - 德 -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j 《美 H 的民主》 (Demowacj-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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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过程中，美囯得夫独厚地拥有丰厚的经济资源，社会安宁和政 
治稳定。种种好运尽如 人溆埯 结合在一起，致使美国人相信“善 
的—致性”即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总是形影相隨的，他们相信， 
实现一个有价值的社会目标将有助宁其他目标的实现。在_壞对 
现代化中国家的政策中*这种历史经验就表现为他们相信 f 政治 
稳定首先是硿济发展、其次是社会变革的自然而然的结杲 # 整个 
50 年代，美国政府政雉的塞本假设是 ■ 经济发庚(包括消灭贫穷、 
#和文肓）是政治发展与政治綠走的必要条件。美国人思维中 
存着这样种国杲关系* 经济 援助促进经疥发展，兹济发族促进 
政治塘定。这—教条在 美国的 立法 | 中被奉为稂本原则，_过質重 
要的是，它 B 深深扎根于美国各瘥外机构首员的脑海之中 -" 

如果说在 19 S 6 年，亚非拉地区_家的政治衰欧 1 和政治不稳定 
要比15年前更为严重的话 v 这至少在■定程虔上应归咎于美国时 
对外政策遵循了上逑错误的教条 * 其实 * 经济发展与政治 稳定， 
是两个独立的目标，一个方面的进步未必就同另一方面的进步有 
关。在某些情况卞，经济发展针划可能会'促进玫治稳定》然而， 
在其它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则可能产重地破坏这种稳定。 茼样， 
某些形式的政治稳定也许能促进经济发展》而另〜些形式的政治 
稳定則可能阻碍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印度曾是世界上最贫 
穷的国家之一，经济增长率也很有根。然而，在茵大党的统.治 
T , 印度却保持了髙度的政治稳定》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人均国 
民收入可能是印度的 W 倍，而且委肉瑞拉的经济增长率也相当可 
观。但是政龄稳定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目标 0 - 

随着 19 S 1 年《拳取进步联盟 * 的 成立，美国人开始把社会改 
革（即对物质与非物质资源作更为公平的分配> 同经济发展结合 
起来，作为美国对现代化中国家政策的自觉而明确的目标。这种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財古 E 革命怍出的反应，它体现了政策制 
定者的一种设想，即土地和税收改革 1 住宅规划及福利措旖可以 


缓解社会紧张局势，消除菲尔德主义的爆发因素。政治稳定再次 
减为伴随实现另一个有价值的社会目标而来的副产品《>事实上》 
社会改革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发展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 
系是相似的在某种情形下，社会改革可能会缓和紧张局势，促 
进和平的而非暴力时变革 （ 但在其他情形下，改革也可能加剧紧 
张局势促使暴力事件萸早发生，它可能成为革命的催化荆，但 
不可能成力革命的替代品。 

' 美国人对政治发展漠不关心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历史 
发展适程本身并无建立一种政治秩序的必要^托克维尔说，美国 
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因此不必为建立平等而操心》他们享受民主 
革命的果实,而充须力其承担痛苦。另外，美国生来就拥有一个 
政府，拥有从17世纪的英国引进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因此美 
国 X 根本无须为缔造一个政府而煞费苦心> 这种历史发展经历的 
差别，使美国人对现代化中国家确立有效权威的问題视而不见■■当 
—个美国人考虑建立政府的问题时，他的目标趋向不是树立权威 
和集中权力，而是限制权威和分割权力。如果叫一个美国人去设计 
一个政府，他会隨身带来一份成文宪法、权利法案、政权分割法 
m ； 以及制衡办法、联邦主义、定期选举制、竞争性政党制等等， 
而这些都是限制政府行为的良策。採受洛克思想影响的美国人的 
基本倾向是反政府的，因此他们把对政府的限制看作是政府本身 
所固有的性质。如果需要他设计一个使权力和权威可以在最大限 
度上得到加强的政治体系，他便拿不出现成的答案。美国人的一 
般公式是，政府的产生应该以自由公平的选举为基础。 

在许多现代化中国家，这种公式是不适用的，因为有意义的 
选举要 以一 定水准的政治组织为前提。关键不在于举行选举，而 
在于建立政治 M 织。在许多现代化中国家，选举只佘有助于增加 
捣乱分子和反动势力的力量，并 且会毁 坏公共权威的结构。麦迪 
逊在《联邦党人 文集》 第 SL 篇中告诫说 * “在构筑一个由统治人的 
入择作的政府时，最大的难題是 :你必 须首先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 




者，.其次还需迫使政府能自我控制。”许多现代化中国家的政府 
还无力体现其第一项功能，又何谈履行第二项功能呢？首要的问 
題不是自由，而是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很显然，人类可以 
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 
才能对它加以暇制^在^5些现代化中国家，政府面对心怀离异的 
知识分子、粗暴蛮横的军人和放纵不拘的学生，深感束手无策， 
无力驾驭局势，其原因正是由于缺少权威 B 
. 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类型的运动恰恰具 有克嚴 这种缺陷的能 
力。历史充分表明，在减绂饥荒' 改费: E 生健康水平、扩大本国 
产品销路、兴办 工业、 增加福利等方面，共产政莳不佘比自由政 
府吏优越。但共产政府能眵完成一项住务，那就是控制》共产政 
府确实提供了有效的权威 t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合法性的 
基础，，们的政党组织为.动员民众支持和实旌政策提供了制度机 
制》在许多现代化中爾家，推翻政府往径是极为简单的寧情 I 一 
支部队，两辆坦克、数名军官就足够了 P 但现代〖匕中国家的共产 
政府却没有被军事政变所推頸的。共产党人向现代化中国家提出 
的真正挑战并.不在于他们善于颠蕖政府 （做 到这—点很容易） * 而 
在于他们善于创建敏府 （做到 这—点就很难了）。俥们可能没有提 
供自由 I 但的麻提供了权威 t 他们的确创建了有控制力的 政府^ 
在美国入尽心竭力地縮小经济差距的同时，共产宪人却力现代化 
中国家提供了一神经过检验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逾雜政治差距 
的方法 a 面对困扰着现代化中国家的社会冲突和暴力，其产党人 
能够为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某种措施 • 


第二节 政治制 度,.共同体与政洽秩序 

社会势力与政治制度 

―■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闻体的水平，反映了构成该社佘的 


各种社会势力与政诒制度之间的关系。一种社会 势力， 是 一种种 
族的、宗教的、地区性的、经济的或反映身份地位的群体^现代 
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了社会势力的增长和多样化。在血缘 ，种 
族 、宗教集团的基础上又 出现了 职业、阶级和技术集团。 另一 方 
面，一种政治组织或政治程序乃是为维持秩序 、排解 纷争、选择 
权威性领导人，从而促使在两种或多种社会势力之间建立共同体 
所做的一种安排 a —个简单的政治共茼体，可能有一个纯粹的种 
族基础、宗教基砘或职业性基轴，它几乎不 需要髙 度发达 的政治 
制度 a 这种政治共同体 具有社 克海姆 （ Durfcfceim 〉 所 提出的 
那种机械的连带的统一性。相反，社会越复杂，异质 性越强 ，玫 
洽共同体的建立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用。 

实际上，政.治制度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怪渭分明 
的。许多群体可能都具备这二者的主要特征。不过政治制度与 
社会势力在理论上的区别却是明确的。所有参与政治活动的人, 
都可假定为各紳不同社会集团的成员& 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政治活动分子从属和认同于各种政 
治制度的程度。显而易见，各种社会势力的力 S 和影响极为不 
同》假如注一个社 会中， 其成员都属于同一社会势力，那么冲突 
就可以通过社会势力的组织结构而得到限制和解决。这样，躭无 
霈另建特殊的政治制度了 • 如果一个社会只拥有几种社会势力 • 
其中一个群体（不论军人、祭司、某一特定家族或种族 集团） 可 
以控制其他群体，并能有效地促使它们默认其婉洽，那么这样的 
社会可以在几乎不存在僉根本没有共同体的情况下生存，.而在一 
个复杂性 和异赓 性都较高的社会中，如果不建立独立于使其产生 
的社会势力的政治制度，任何一种社会势力就都不能单独进行统 
治，更无法建立一个共同体。卢梭有一句常被引述的名言，“— 
个最强有力的人，除非他把其强力转化为 权荆， .把服从转化为义 
务，否则他就绝不会有足够的力量永远成为主宰者《 ”在一个复 
杂的社会中，各种社会群体的力景相对来说是不蘄变化 的=但如 


果该社会要成为一个共同体，那么每个群体就应通过政治制度来 
行使自己的权力，这种玫治制度可以调节、限制、疏导这种权 
力，以便使一种社会势力的统治与许多其他社会势力的共同体和 
谐共存 

; 如果完全没有社会冲突，政治制度便没有必婪存在 I 如果完 
全没有社会和谐,政治制度也无从建立。在两个彼此视为死敌的 
群体之何，只有当双方都改变这种看法时，它们才能构成一个共 
同体的基础 a 在组成一个社会的备群体间，必定存在一些可兼容 
S 存的利益。此外，一个复杂的社会还痛要在基本原則或道德义 
务方面划出某种界限，它一方面可以把备群体集合起来，另一方 
面又能把该共茼体与其他共同体区分开来。在一个简单的社会 

共同体表现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发生的直接关系 * 轚如夫妻 
间，兄弟间、邻居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义务关系和团体关 
系是很直接的,没有任何外力的 干涉。 然而，在较为复杂的社会 
中，共同体則包含着个人或群体与其他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关系。 
而义务关系則是对个人和群体共同信奉的某种原則、传统、神话、 
目标、及行为栽范而言的*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躭构成了西塞 
罗对国家 CGpmtnoitwealth ) 的定义，即 4 相当数量的人基于 
对法律和权利的共同认识,基于彼此分车共闻利益的愿望，而结 
合在一起•”对法律的共同认识和一致利益的观念,是构成一个 
政治共同体的两个要索，然而，政治共同体还有第三个要素。思 
想态度必然会反映在行为上，所以 r 共同体并非指任意的“结 
合”， 而是指有规則的、稳定的和长期性的结合 o 简言之，这种 
绾合必须是制度化的。 因此， 庫立一种包含和体现道徳一致性和 
共同利益的政治制度,是在复杂社会中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第 
三个要素。反过来，这些制度又賦予共同目标以新的意义，并创 
造出一种联结个人与群体的特殊利益的新纽带。 

大体上说，一个复杂社会中一致性的程度髙低，取决于其玫 
治制度的强弱及其控制范围的 大小。 政治制度乃舞 道搏— 致性与 


共同利益往行力上的表瑰 * _个孤立的家庭1民族、部落或# 
落，相对来讲，用不着有意识的努力就能成为一个共同体。它们 
在一定意义上是自然的共同体。但随着社会成员的逐渐增多，结 
构日趋复杂，活动日益多样化，建立和维持髙水平的共同体也就 
越加依赖于政治制度。然而，人们却总也放弃不了那种对无政治活 
动的社会和谐画面所具有的留恋 I 这也曾是卢梭的梦想。今天》 
这依然是许多政治家和军人的梦想，他们幻想可以不通过政治涟 
动，就能在其社会中建立共同体。这齿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未来目 
标，他们试图在历史的尽头重新建立一个没有政治的、完美的共 
同体，寧实上，除非让历史倒转，把文明废弃，使人类组织再萎 
绾到家庭和小村落，这种返祖式的观点才能实现 6 在 til 单的社会 
中，没有政治或至少是没有高度分化的政治制度，共同体油 i 可以 
存在。但是在复杂的社会中，共同体是由政治活动促成的，并且 
只有依錄政治制度才能得以维持的》 • 

.从历史的角度看，政治制度产生于各种社会势力伺的分歧和 
相苴作用 t 它是解决各种社会 势力间 分歧的程序，也是组织手段 ; 
逐步发展的结果。某种成份单一的统治阶级的解体，社会势力的 
分化， 以及这 些社会势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加强，都是形成政治组 
织和程序、最终建立政治制度的先决条件。“当民族组织衰弱， 
贫富之间的竞争成为政治上的重要因素时，地中海各国才开始有 
意识地考虑制订宪法的 问题- ①当雅典的政体由于“社会分 
化，党派林立”，以及“贫富不均巳达到顶点” © 而受到廉临 # f 
体的威胁时 • 雅典人才请求梭论立法。随着雅典社会的日益复杂 
化，也就需要有更高度发展的政治制度来维持雅典政治共同体。 


①弗朗西斯 .D . 沃玛斯 （Francis D . Wormuth) r 《现代立宪软体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纽约，哈珀出版公司， 1949 年脫第 4 

洱。 ⑨普拉塔奇 (PUtaich) j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贵族生活 》 Lir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f 约箱 * 德赖登菊译 * 紐约，现代 图丰出 坂公司，第 

104^0 


• U • 


当时社会经济的变化对共同体原有的基础构成了威胁，于是棱伦 
和克里斯梯 E 迸行改革，作为对这种威胁的反应。社会势力愈趋 
于多元化，玫治制度就必须愈复杂、愈具权威性。然而，在20世 
纪，许多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制度恰恰汶有随着社会经济变革而 
相应地发展6其结果是：社会势力强大，政治制度虚弱 * 立法机 
构 t 司法机构^玫府当局和政党的力量脆弱，组织混乱1玫体的 
发;展远远落后于社会的演进。 

二，政洽制度化的准则 

如上所述，一个复杂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取决于该社会政治 
组织和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置又取决于该组织和程序得到支持 
㊉ 范围大亭化亨亨字。所请范围，指的是政治组织相程序 
釦桌只》—个较小的上层社会群体隶属于 
政治组织,.并按其程序活动，那么这个范围便是很狭小的 e 相 
反，如果大多数民众在政治上得到了组织，并按照这种攻治程序 
活动，那么这种范围便是广 大的。厕谓 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 
尊重的和不新重现的行为模式。每个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程度各 
不相同 i 例如 ，哈 佛大学与新开办的校区髙中虽然都是组织，伹 
前者比后者更具有餅度性。美国国会的资历制度和约翰逊总统的 
小型记者招待会都是程序，但前者比巵者要制度化得多。 

制度化是组织 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怯的过程 a ①任何政治 

①关于制度和制度化的#关定义和讨论见省尔卡特 ■ 珀森班的学理论文 
集聚 （Eass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伊利诺斯州，自由出版社 19S4 年版，第 
143洱、 mS9lKf 査理斯 . P - 卢米斯 （Charles P . Loomis) : 《社会变革和社会 
体系》 （Social Change ftnd Social Systems) F 栽愛德华， A * 蒂利阿堪编《社会 
学瑾论、价值和社会文化究迁》 (SociolpgicBl Tteory, Values and Sociocultti^ 
CUnge) ，纽约，自 S 出版社 1953 牟 fe, 氣 LS5 页以后 & 关于制度化这一概念与现代化 
相连时的类似却又不同的甩法，见 S ■ N ■ 埃森施塔特 （S . N * Ei 让 nsudt) 的著作， 
持别是《政洽现代化最初妁制度携式》 （Initial InBtitutitmal Patterns o| Pclitical 
Modernizali 印） * 栽《文明》第 12 期 C1962 年），第 461— 4?2豇以及第13期 (1963 
年〕第 15—26 苽；《制度化与变迁》 （InsUtutionalizatiori and Change ) 载《美国 
社会学评论》第24期 （1964 年4月〕，第235—247贾；《社会变迁、分化和迸化> 
(Soci&l Cba 坪 e ， Differentiation dad Evolution) » 同上 * 第 24 期 （1964 年6月〕《 




体系制度化的程度，可用其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 
性和凝聚性来限定。同时，任何特定组织或程序的制度化程度， 
也可通过以上4个方面來衡量。如果这些标准可以被识别和衡量， 
我们就能够对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加以比较。此外，在同 
—个政治体系之内，我们也能测定某些特定组织和程序在制度化 
方面的消长变化。 

适应性一一僵硬性。一个组织或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 
化的程度就越高 （ 反之，适应力越差、越僵化，其制度化的层次 
就越低。适应性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组织特性 <■ 笼统地讲，适应性 
是环境挑战与时间考验的一个函数。一个组织承受环境的挑战越 
多，经历时间的考验越 A , 则越具有适应性 I 年轻组织比古老组 
织更具有僵梗性的特征。不过，若古老的组织和锃序一直处于静 
态环境中，它也来必就具有适应性。再考，若一个组织在一段时 
间内已形成了一套有效地处理某类问题的反映模式，那么它一旦 
面临一种需要用不同的方式予以处理的完全不同类型的问题时， 
它便无法适应新的挑战，很可能还会成为其昔日成就的牺牲品。 
不过一般来说，首次的障碍 最难克 服，成功地适应了一次环境的 
挑战，就可以为成功地迎接后来的挑战奠定基础 P 比如，成功地 
适应第一次挑战的或然率为 SO %, 那么成功地适应第二次挑战的 
或然率便可能增至75%,第三次增至8 ? ,..5 %，第四次达到 
93.75%；…… 0 而且，钚境的某些变化，比如人员的变动，尉所有 
组织来说，都是不能避免的。环境中的另外一些变化，大概是由 
组织自身所引起的，比如一个原本力完成某项任务而薙立的组织， 
目前巳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 • 总之，只要承认环境会绐组织带 
来各种备样的挑战，我们就能从一个组织的年龄，大略衡量出它 
的适戽性。①而组织的年龄又可以用下述 3 种方式来计算。 

' ①比 ㈤ 威兔 ' H * 斯斯巴克 (WiJJiam H • Starbudc) : 《组织的既艮与发展》 
Gm w th and Developmejtt )， 载詹姆斯 ’ <5 . 马奇 G » Mar 
c£) 編《前织手 fU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芝加哥，兰德一麦克纳利出版 
公司196~5年饭， 笫 453 页。 “ 适应性的基本 M 性茲这 样的 , 即一个绝织存在得越长久， 
它键续生存下去的准苗訧越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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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龄 （Chronological age) 是最简单的计量方法。一个 
组织或程序存在的时间越长，其制度化的层次便越高。一个组织 
的历史越悠久，在未来任何特定的时间内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 
就越大。我们值设，一个巳有百年历史的组织与一个伩有〜年历 
史的组织相比较，前者继续存在一年的可能性，可能比后者大一 
百倍 8 可见，政洽制_并：1肖一夜间就能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政治发展是绫慢的，^其与表面看起来快速发展的经济相比，则 
更是 如此。 有时候，特殊的经历可能会代替时间的磨砺，例如激 
烈的冲突或其它严重的挑战，会促使组织以超常的速度实现制度 
化。不过，这种强化性的经历并不多见，即使会发生，时间仍然 
是一个需要的因素。阿肖卡 • 梅塔在评论共产主义在印度毫无市 
场的原因时指出：“一个大党不是一夭所能建立起来的。在中 
国，是革命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党。在其他国家，革命或许也可以 
或者巳经诞生了一些伟大的党。但是在印度，若想通过正常的途 
径形成一个大党，把分散于50万个村落中的数百万人鼓动起来，那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 

代龄 （Generational age) 是衡量适应性的第二个 方法。 
只要一个组织还是由其创史人领导，一种程序还是由其最初的执 
行人操作，那么它们的适应性就会令人怀疑》—个组织如果能经 
常地和平解决领导权继承问題，用一批规导人物取代另一批领导 
人物，那么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髙》当然，代蛉在很大程度上是时 
龄的一 •个函 数。但是政党与政府也可能在一代人的领导下存在几 
十年。无论是 政党、 政府或商业公司，它们的创建者通常都很年 
轻。因此，在一个组织的发展初期，代龄与时龄之间的差距可能 
会较大，而以后将会缩小《这个羞钜造成了组织的第一代领袖与 
继其之后而接任的下一代领导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 | 因为后者可 


①网肖卡•梅塔 （Ashofca Mehta) ,引自雷 S ‘网隆 (Raymond Aron ) 编: 
《世 界技术 与人类命运》 (World Technology and Human Destiny), 安阿伯 i 
密 . 技安大学 出較社 1963 年版，第 133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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餚要在前者的影子下猿过一生。例知，6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尭已 
有45年的历史，而它的领导者大部分仍是创建时期的第一代人 
物。当然，一个组织也可以在同一代人中更换领导人。各代人的 
成长经历不同简单地更换领导人，固然在克服继承危机这一点 
上说，对增进制度的适应性有一定的意义，.但这种领袖更替方式 
不如隔代的领袖更替意义重大 e 因为后者意味着两种具有不同组 
织经历的人物之间的更替。从列宁到斯大林，属于词代人的承继 J 
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则属于代间的承继。 

第三，组织的适应性还可以用组织功能来衡量。当然，人们 
可以用无数种不同的方法来界定一个组织的功能，（这是从功能 
角度硏.究组织问題的主要优越性，同时又是它的局限所在_ ) 通 
常来讲，每个组织部是为行使某种特定的功能而创立的 • 当不再 
需要这种功能时，具有这种功能的组织便会面临严重 危杻* 它要 
么找到一种新的功能，要么就只能苟延残啱、坐以待毙。一个替 
于适应环境的变化、几经主要功能的变更而继续生存的组织，其 
制度化的程度是较高的，反之其制度化的程度就是较低的《衡 fi 
—个髙度发展的组织的真正准绳> 不是功能专门化的程度，而是 
其对功能的适应性。制度 ft ： 使组织不仅只作为达到某些特定目标 
的工具，①还使它的领导人和其成员最终会不仅珍视组织的功 
能，而且珍视组织自身的生存 e 因为除了在特定的时刻履行其特 
殊的功能之外，它还孕育出 自己的 生命。这样，组织本身便超越 


了它的功能。 

在积累适应变革的能力方面，组织和个人是很不相同的 。个 
人在孩提和青少年时代，不会过多地承担高度专门的功能 • 接近 
成年时，个人开始遂步承担特定的功能。当一个人越来越多地对 
抆行某些功能承担 X 务时，他会发现要改变那些功能，抛掉巳经 


①对此问题的有益讨论，见菲利普 V 寒尔茲启克 (Philip SeUnict ) 的 S 著《行 
政组织中的敛导》 （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 ,纽约，哈泊 一 罗出版公司 
1957年版，第5页以下 V 


-15 * 


'句冉的对环境变化的反座横式也就越来越困难了。他的人格巳经 
形成,他巳具备自 己的“ 心理定势”。相反，组织通常是为执行极 
为特殊的功能而创立的。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该组织若想生存下 
去，就必须逐步弱化对原有功寵的义务感 T 组织越成熟，越要具 
有自己的“灵活性”。① 

实际上，各个组织功能的适应性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例如， 
基督教青年会创立于 19 世纪中叶，它在当时是一个福音派的新教 
组织，其功能是使在工业化初期涌向城市的大批单身青年改信新 
教。后来此项功能的需要遂渐下降，该组织便成功地进行调整， 
开始执柠许多其它与法定目标大体相关的“一般礼拜”的功能。同 
时，该会扩大会员基础，对非福音派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 
男女老少，一概来者不拒。 © 这样，虽然基督教青年会原有的功 
能巳销_匿迹，但该组织本身却仍然繁荣昌盛。而另一些组织， 
象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和道森运动，却不能自如地适应变化了的 
钚境。 妇女禁酒联盟组织的衰退，' “是因为与制度化理论的期 S 
相反，这^运动没有采用抛弃过时教义的方式来保存组织的价 
值。 © 而道森运动，則是由于组织内部希望忠实于原有组织功 
齙的人和更重视组织黉任的人之间的分歧，而导致了分裂。如果 
后一种人成功的话，《其组织领袖和成员的主要趋向就不再是推 


d 比钕斯塔巴克：《钼织的成丧与发展彡第 473—47S, 他说明，同较年轻 的组安 
相比，较老的组织不太容易抵制 S 标的变化，但却更容易抵制社会结构和任务结构旳 
变化。 

② 觅迈耶 .N ■ 脉徳和帕特里夏 * 登顿 （Ma 户 r N * and Palricl* Den- 
ton)：《M 福音派的传教茜动到一舶礼_动:基 ® 教靑年会的转 _ ( From E Ta »- 
gelism to General Service ；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MCA ), 《行政科学 
季刊》 ‘8 期 （19 抑年 9月>，第颂：后： 

③ 约 瑟夫 . R - 格斯弗尔徳 ( I«eph R * Gusfield ) ,《并会结构和道德改革： 
关于 S 督教妇女禁猶朕盥的砝究 》 (Social Structure and Moral Reform ； A Study 
of the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 《美国社会杂志》第 61 ■期 C 1955 
年 il 月），第公2页；格斯弗尔德，《一个钽钥结构中各代人的问題 》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 《社会势力> 第 35 期 （195? 年 
3月，第32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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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领袖、成员和公众所认为的）组织所应代表的价值观，而是 
去维护组织结构本身，甚至不惜以牺牲组织的中心使命为代 
价兑 ” ® 试图征服小儿麻擦症对小儿麻痹症国家基金会也会构成 
类似的严重危机。因为这个组织的原有目标是非常专门体的，但 
当这些目标已经实现后，这个组织是否需要解散呢\绝大多数成 
员认为，该组织应继续存在下去 s — 位乡镇主席说 r “如果我们 
把人们组织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同小儿麻痹症进行斗争-如果 
我们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那么同样，我们也能同任何东西作斗 
争0 ” 另有一人这样提问说，“痺脤了小儿麻搏症，然后去克服 
别的困难，征服了别的困难，再去哀服下一个，这难道不是十分 
惊彩的迎绩吗？这是一种挑战，一种事业 ® 

不同的政治组织对功能的适应性问题并无太大差异。一个政 
党的功能年龄的增长，不仅表现为它能从代表一种选民轉而代表 
另一种选民 * 也表现为它可以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 a —个輯代 
表各种选民，并能上台执政的党，与没有这种能力的党相比，具 
有更髙的制度性。一个民族主又政党的主要功能，是推翻殖民统 
治，争取民族独立 8 —旦该政党的，目标实现，它就会面临严重的 
危机，而且不得不去适应治理国家这种不同的功能。它会发现* 
这种功能转变是相当困难的，以致该政党痒国家独立后，依然会 
将主要精力用于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这种政鸡与印度的国太党 
相比，其制度化的程度要低一些 8 后者在印鸾独立后，抛亭了反 
殖民主义的任务，而且即刻使箄的功能转到治理国窣这一方面来 
T - 工 it 化曾是苏联丼产党的首要功能》苏共在其工业化的主要 


① 谢尔登 . L . 梅辛杰 ^teldpn L • Measin ^ er ), « 缉织的变态； 没落社会运功 
的彳案研究 》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 A Case Stud/ of a Declining 
Social MoTementj , 《美国社会评第 20 期 <1_ 朽碎 2 月），第 10 页*原文为 

② 大; E ■ L - 西尔斯 {David L - Sills). , 《志 愿者》 （Tho Volunteers) ,伊 
利诺斯自由出版社 19S7 年販，第266页_。该书的第9 荜精 .彩地讨论了教肯年教舍， 

、基督教妇女禁 S 联盟、道森 运功、:莫 卞字会#及甚它嵌 (纽麥 1 目标的取代 问題* 


旨#实现之后，所面临的最夫考验，就是能否成功地发现其它 ff 
的功能《 —个政府机构若能成功地适应功能的转变，象18、19世 
纪的荚国王室，就是制度化程度较髙的表现，而18、19世纪的法 
国君主政体，则不具备这种调整功能的能力，这表明它的制度化 
程度较低。 

复杂性——简单性。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 
髙》所谓复杂性，既包括在等级上和功能上组织的下级单位增多， 
也包括各类下级组织单位自身的结构分化 a 组织的下级单位越繁 
多复杂，越能获得并维持其成员对组织的忠诚》此外，具有许多 
目标的鱼织，在失去一项目标之后，仍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而 
仅有一项目标的组由，其自我调节的能力就较差。经营多现产品 
的公司 ， a 然 比只经营一种 产品、 占有一种市场的 公司， 有更强 
的承受力。一个组织内部的下级单位的结构分化，有的是根据功 
能，有的则不是。如果这种分化在拄质上是’根据功能的，那么其制 
度化的程度 M 较低 I 而作为整体一部分的下级单位，其制度化程 
度就较高> 然而，整个组织功能上的变化，很容易 表现力其下级 
单位的权力和作用的变化。如杲其下级单位是多功能的，那么它 
们在制度土就具有较强的力量。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们可齙 
对整个组织的灵活性助益甚少。因此，西格蒙德*诺伊曼认为， 
具有“社会整合性”政党的政治体岽与具有 * 个别代表性々政党 
的政治体系相比较，前者在制度上的灵褚性不如后者。 ®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较为原始和简单的传统政治体系，往往 
—下子就会被推翻，裱消灭掉。相形之下，较为复杂的传统政治 
体系在适庳新时代需求方面则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訾如日本，由 
于具有相对复杂的传统政治制度，因而它能够适应现代世界的需 
要。在1868 年以前 的两个半诅纪丰，无皇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实 


①西格蒙德 . 诺伊曼 (SipnuDd Neumann) 《关宁族觉的比较研究 V fTo- 
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戟诺饫受编 r « 现代政党》 <14&* 
d«n Political Patties) ( 艺加哥大学出販社 1946 年版，第403—405页 0 


• 1S • 



权则握于德川幕府的手中 。 然而， g 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并不只 
依賴于幕府制度的稳定6当幕府的权威衰政以后，另一个传统的 
制度（即天皇），又成为现代化武士阶级的工具。幕府的崩潢， 
并不意味着玫治秩序的瓦解，而是天皇的“复位 ”。 U 

最简单的政治体系，是那种完全依赖某个个人的体系，这种 
政权最不稳定》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实际上所有的暴君政权都是 
“短命的”、①另一方面，一个包栝几种不同玫治制度的政治体 
系，则更易于适应变«^ —套制度可能会满足某一时代的需果， 
而另一套制度则可能满足一个新时代的霈要，这种政治体系本身 
就具有自我更新与调整的机制。以美国的政体为例，总统、参议 
院、众议院、最高法院、州政府等，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 
过不同的角色。当新问题出现时，不是这一机构就是那一机构会 
主动地去加以解决。相反，法竺西第三和第四共和国，却把权力 
全部集中在国民议会和中央行政官僚手中。如果国民议会总是因 
派系太多而不能积极采取行动，而行政官僚又没有权力采取行动， 
那么整个政治体系不仅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也无力处理好新的 
政策问题 8 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常有发生。 2 0世纪 so 年代，面对法 
兰西帝国的解体，国民议会束手无策，也无其它机构（诸如一个 
独立的行政部门）能担此重任。结果，一种超越宪法的势力 
一 军人，介入了政治 《 后来，一个能应付这个问題的新制度创 
立了，这就是戴髙乐式的总 统制。 伯克曾针对法国大革命所产生 
的危机指出 I “一个国家缺乏变革措施，便失去了自我保存的手 
段。”® 

特别关心政治安定问题的古典政治理论家，也曾得出近似的 
结论》形式简单的政府容易蛻化 I “混合型国家”则可能较为稳 
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 I 最实除 可行的政体，是民主制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牛津_克拉伦软出阪社1946年扳，第 2 S 4 K 。 

② E * 伯克 CBurte) ,《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 （Reflections oo. thfl ReToltt- 
t ioa in France }, 芝加哥，雷内里出版公司 19 SS 年版 , 箄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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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寡头制二者的结合。亚里士多德指出* “完全地、绝对堆依靠 
寡头原则或民主的平等原则而建立的政体，是不牢靠的，事实足 
以证明，这种政体总是寿命不长。” “由多种成份构成的政体， 
才是较好的政体。①这种政体更容易阻止暴动和 革命。 波里比和 
西塞罗》对这个观点作过更精辟地阐述*各种“完备”而简单的 
政府 <君主制 i 贵族制、民 主制〉 都很容易蜕变为暴君制、寡头 
制和暴 民制。 只有把各种有效政府形式的要素结合为复合性的政 
体，才能眵避免不稳定和規化 B 复杂性可以产生稳定性 # 伯克于 
两千年后也这样指出 t 无可非议，简单的玫府，在本质上就是 
有块陷的。” © 

自立性 一附属性。制度化的第三个衡量标准，是政治组织和 
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集团以及其他行为方式的程度。那么政治领 
域与其它领域之间分化得如何呢？政治组织在一个髙度发达的政 
治体系中较之在一个发展程度较低的政治体系中吏具完整性。在 
—定程度上，发达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组织可以不受非政治性群体 
和程序的影晌。相反，在发展程虔较低的政治体系中，政治组织 
瑚常处于外界势力的肆意影响之下。 

-具体地讲，自立性包含各种社会势力与政治租织之间的相互 
关系。就自立性的意义而言，政治制度化意味着发展适当的政治 
组织和程序，使之不仅仅只表达某些待定社会群体的特殊稠益 • 
若一个政治组织沦为 某个社 会群体（指家族、宗派、阶级等）的 
工具, 它便不 具有自 立性, 也没有制度化。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克 
思主义者的看法， 国 家真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那么它 
就算不上是制度了。司法独立是指明确无误地遵守法律规 
范，以及司法观点和行为不.受其它政治组织和社会群体的观点与 
行为的 影响， 间司法系统一样，政诒制度的自立性，也是根据政 
治制度的独立利益和价値有别于其它制度和社会势力的莉益和价 

①亚 M 士多徳，《政治孛》，第60页、第咖页。 

©E ■ 伯克，《萌法囯太革命的 I 考》 * 箄 92 页《 、 




值的程度来衡量的。同时，政治制度的自立性，也是社会势力相 
互竞争的结杲。例如，一个仅能表达社会中某个群体（如劳工、 
商人、寂场主）利益的政党，与能表明和聚合各种社会势力利益 
的政党相比，其自立性要差得多。并且，后一种玫党拥有界限分 
明的生存范围，而不与其它社会势力相混淆。 立法、 行政、文官 
等机构也是如此。 

与政治组织一样， 各种 政治程序也具有不同程度的 自立性。 
凡是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都具有把暴力的作用降至最低限度的 
程序，用确定的渠道限制以财势影响政治体系的程序-如若政府 
能被几名士兵所推翻，政府官员能祓一定的金钱所收买，那么这 
正是组织和程序缺少自立性的表现。而缺少自立性的玫治组织和 
程序一般被认为是腐化的。 

易受社会内部非政治性势力左右的政治组织和程序，通常也 
容易受到社会外部势力的影响。来自其他政治体系的间谍、 团体 
和观念，极易渗違到这种政治组织和程序中去。因此，一个国家 
发生政变，会很容易在其他政治系统不发达的国家引起类似的輯 
变。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通过潜入几个间谍和输送少量武器， 
就能颠覆一个政权。有时，一个外国大使与当地一些心怀 不满的 
军官进行几句言谈，交付几千美金，便能够推翻一个政权 。据 
说，苏联和美国政府都试图以巨款贿胳那些政治自立性较差的政 
权中的高级官员1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就是把它们用 于影响 
美苏两国的高级官员，他们也不会认为这是在浪费。 

每个受社会变革影响的社会，都会出现许多参与政治的新群 
体。如果政治体系缺乏自立性，这些群体就会在未对业已确定的 
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认同的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这种政治组织 
和程序便会经受不住新社会势力的冲击相反，在一个发达的政 


①见 塞镠尔 .P ■ 亨廷顿的《但界政洽中的暴力 棋式 》 （Patterns of Violence in 
World Politico 载亨廷 顿编 : 《军 事玟治的变化梃式 》 CChan£iQ£ Fatiern^ of 
Military , 江约，肉由出版社 1962 年仏染 44 一 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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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系中，种种可以调节与缓和新群体冲击的机制，可以使该体 
系的自立性得到保护。这些机制或是减缓新群体介入政治的速 
度 J 或是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促使新群体中最积极的政治活 
动分子在观念和行为上发生变化。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系 
中，如要得到最重要的领导职位，人们逋常必须先在较为次要的 
职位上进行一定的磨炼。政治体系的复杂性有益于它的自立，因 
为它为那些有志于获得最高职位的入准备了接受锻炼的各种各样 
的姐织和职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最髙领导职位乃是政治体系的 
核心，而次要的职位 C 边缘性的组织及其它半政治性组织）则是 
过滤器，凡想进入核心的人都必须经过过滤。这样，政治体系在 
吸收新的社会势力和新的成员时，就不会牺牲其自身在制度上的 
完整性了。但在一个映乏这种防护措施的政治体系中，新人、新 
观念、新的社会群体则会在体系的核心内，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发 


生交互更替。 

凝聚性——离散性。一个组织越统一、越具凝聚力，其制度化 
的程度便越高 I 反之，离散性越强，其制度化的程度也就越低。 
当然，一定程度的共识 （ Consensus ) ，是任何社会群体存在的 
先决条件。一个有效的组织，通常要求其成员对其组织功能的范 
围和解决从这种范围中产生的纷争的程序，至少应有相当的一致 
性认识。一种政治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必须具有这种认识一致性。 
非参与者、非经常性或非梭心性参与者则不必具有这种认识一致 
性，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具有与真正的参与者同等程度的认 
识，① 

从理论上讲，一个组织的凝聚性与自立性并不是互为前提 
的。但实际上，这两者往往是密切相关的。自立性是实现凝聚性 

①见赫伯恃，爱克洛 ■ 斯基 (Herbert McCloskey ) fr 《美国政治中的共识与意识形 
态》 （ Consensu; and Ideology in Amtrican Politics), 《美 国政治学形论》，第 
18 期 （ 1964 年 6 月），第 361 页 PJ 下；塞麥尔 . 斯托夫 （Samuel Stouffer ) ，《共 产 
主又、 一致住与公民自适 》 (Communism , Conformity and CitU Liberties ) ， 
纽约，罗日出阪公司 19SS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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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它可以便一个担织发展自己活动所特有的精神和风格。 
自立性虽不能防范内部势力的破坏，却能抵御外来破坏性力量的 
侵入。组织成员的激增、体系参与者的扩大，往往会削弱组织的 
凝聚性。以奥斯曼统治协会为例，起初，接牧新成员受到严格限 
制，新成员“要接受严格的教育，经过层层筛选，以及专门化的 
训练，”才能被录用。这样，该组织才保持了活力和凝聚性 9 当 
“每个成员都争相分享特权，……成员增多，纪律松驰，效能下 
降” © 的时候，该组织便枯蒌、消亡了。 

政府和军队一样，都须有团结、精神，道德和纪律 B 战争需 
要有人员、武器和战略，而良好的凝聚性和纪律正可以弥补以上 
某个方面的不足。政治亦是如此。建立具有凝聚性的政治组织比 
建立具有凝聚力的军队要难得多，但:两者基本上大同小异《 
戴维 • 拉波波特曾解释说，“维系军人和备种政治集团的观念因 
素基本是相同的，即大部分人自愿为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而约束 
个人的私利。作为同志，每个人都必须相信对方具有抵御破坏组 
织团结的种种诱惑的能力。否则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想自 
保的欲望就会泛滥成灾。” ® 

协调合作和服从纪律的能力，財战争和玫治来说都是至关重 
要的》历史表明，善战的社会必然也植长于政治。一位人类学家 
说过， “无论文明的程度如何，有效的社会组织从事和平事业的 
技巧，与迸行集团冲突的技巧，几乎完全一致。战争的胜利，有 
赖于部队的合作与一致，而这二者又离不开指挥与纪律。此外， 
指挥与纪律最终只是某些比它们自身更深刻、更有现实意义的东 
西的象征。” @象斯巴达、罗马、不列颠这样的社会，其法律的 

' ~ ①阿 诺尔德•汤 因比: «历史研究》节本，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 M 7 年 R , 
第 176_177页1> 

©戴雏 • C . 拉 te 波特 （David Rapopoft ) ,《玫治和军事类型的比较理论》 
(A Comparative Theory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ypes ), 载 亨廷 ® 编： 《军 
亊政治的变化槙式》,第79页。 

® 哈里. 雪尔伯特.特尼一海伊 (Harry Hoi belt Turney — High ), 《原 始故 
争》 （Primitiye War ) ,南卡罗利纳大学出版社 1949 年版，第253 — 236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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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与公正性曾得到同时代人的赞誉 》 其军 P 人的凝聚力与纪律 
也为世人所称道。因此，纪律和发展是齐头并进的， 

三、政治制度与公共利兹 

政治制度有结构方面的內容，也有伦理方面的内容。一个政 
治制度衰弱的社会，无力约束个人和集团欲望的泛滥，其政治状 
态必然象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充满着社会势力之间的无情竞争 


(钽括人与人、家族与家族、氏族部落与氏族部落、地区与地 
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争斗），这神竞争不是以更具综合性的政 
治组织为媒介的。班菲尔德落后社会的“非道德家庭主义”是与 
非道德氏族主义、非道德集团主义、非道德阶级主义相对应的。 
树立道德需要信任》信任必須具备可預测性 I 而可预测性又要求 
有规律的、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就 
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因此，创造政治制度的能力，也 
就是创造舍共利益的 能力。 

过去对公共利益的研究有三种不同的方法 D ® 首先，公共利 
益被等同于某座抽象的、重要的、理想化的价值和规范，如自然 
法、正义和正当理性等；其次，公共利益被看作是某个特定的个 
人、群体、阶级（马克思主义）或多数人的利益 I 第三，它被认 
为是个人之间（古典自由主义> 或群体之间竞争的结果。所有上 
述研究中都存在一个问題，即试图使公共利益的定义具钵而不含 


糊,具有普邀性而不是特殊性。不无遗憾的是，在多数情况下， 
具体的东西往往不具有普遍性，而普遍性的东西又往往映少具体 
性。我们只能用偏袒一方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即根据管理制 

0) 对公共利益的一般研究，见格伦登 . 舒伯待 CGlandon Schubert) 的《公兵利 
益 》 (The Fiiblk Interest) , 伊利诺斯，自由出版社阵版 I 卡尔 ， J ■弗里德 
里希，载诺莫斯 ， V 编： 《公共利益 》 CTbe Public Interest)) , 绍约，美国政治和 
法哲学舍， 19(52 年販；道格拉斯 * 普赖斯 (Douglas Price) ； 《公共 利益的理论》 
CTheories of the Public Interest ), 载林登 * K . 加尔德维尔 (Lyndon IC * G 在 id- 
ve[l) 编：《政冶和公典事务 》 ^Polilies and Public Affairs ), 印地安那大学出 
販社 1962 年版，第 : Ui—16[i 页；理査徳 • E ■ 弗拉思貴 (Richard E * FIathmau> # 
« 公共 利益 》 （The FubUc , 组约，咸利出版公司 1966 年版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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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具体利益来界定公共利益 D —个拥存高度制度化的 t 理组织 
和程序的社会，更能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正如弗里德里克所 
指出的，“有机的（即制度化的）政治共 N 体，比那些非有机化 
的政治共同体，在决策和提出政策方面-更學字 ff。 ”① 
在此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并非那种存在丰 HA ® 又志中的 
先验的东西I也不单单是政治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果》确切地说， 
任何可用于强化政府制度的东西，都可被称为公共利益。公共利 
益就是公共制度的利益。它是由于政府组织的制度化而创造和产 
生出 来的。 在一个复杂的政洽体系中，许多政府组织和程序都代 
表了公共利益的不同方面。在复杂的社会中，公共利益也是一个 
复杂的问题。 

民主人士往往认为政府制度具有代表的功能，即它要表达某 
些其他集团的利益。因而，他们容易忽略政府制度也有其自身利 
益的问题。这种利益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具体。诸如，何为总统 
的利益？何为参议院的利益？何为众议院的利益？何为最高法院 
的利益？”等问题虽不易_答，但并非完全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的答案，综合起来就相当接近于美国的“公共利益” 了。同样， 
英国的公共利益，也与皇室、内阁、议会等呉体制度的利益十分 
相近。而苏联的公共利益，則包栝主席团、书记处、苏共中央委 
员会等特定制度的利益》 

制度的利益与该制度中个人的利益是不尽相同的，“从长远 
观点看，我们都要死亡”，凯恩斯这种一针见血的断言只适用于 
个人，而不适用于制度。个人利益必然是短期性的，但制度的利 
益却是经久不衰的。因此，某一制度的支持者在考虑其制度的利 
益时，必须着眼于无限的未来。这种考虑常常意味着直接目标的 
局 限性。茈里 士多徳曾说：“对民主制和寡头制来说，上策并不 
是尽可能多地保持哪一个制度的价值，而是要竭力延渎二者共同 

0 ) 卡尔弗里德里克 （ Friedrich) , 《人 类及其 玟府 》 (Man and His 
s 克劳一希尔出 k 公 mi963 年阪，第 isd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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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时间 /① 如果一个官员目光短浅，试图把权力和其他短期 
利益扩大到极限，这通常会破坏其制度的长远荆益。美国最髙法 
院的大法官们，若仅凭个人的即期意愿，当然希望宣布国会通过 
的某一法案违宪。不过在判断这样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时，他们 
会自问：这样做能否符合最高法院的长远利益。象审理“马伯里 
诉麦迪逊”案的 约翰* 马歇尔这样的司法界政治家们会把最高法 
院的权力扩夫到不可能受到总统和国会的权力威胁的程度 。结 
果，与他们的愿望相反，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们，因急于扩大自己的直接影响力，而损害了最髙法院这一制度 


的长远利益。 

«凡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这句话，包含 
了部分真理。然而，“凡对总统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这句话 
则包含了更多的真理。倘若随意要求一群有知识 t 讲道理的美国 
人，举出最好和最坏的总统各5 个， 苒让其举出最强有力和最软 
弱的总统各5个，其中认为强有力的便是好的，以及认为坎弱的便 
是坏的，那么，其吻合率如果不是100%的话,至少也要达到80匕 
如态斐逊、林肯、.老罗斯福和小罗斯福、威尔逊等总统，一方面 
扩大了总统的职权，同时还被称赞为公共福利和国家利益的普良 
促进者0而布坎南、格兰特、哈定等,他们由于未能面对其他社 
会集团的影响而捍卫总统权力，因此被视为对国家贡献甚少的总 
统。所以说制度的利益与公共的利益是—致的> 总统的权力与国 
家的利益是一 致的。 

苏联的公共利益与共产党最高机关的制度利益浪接近 • “凡 
对主席团有利的，对苏联就有利 B K 据此，斯太林主义可以被定 
义在统洽者的个人利益超越于党的制度利益的一种状况》从20世 
纪30年代末开始，斯大怵不断地削弱党的力量，因此，在19抑 
一 1952年间，没有举行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①亚里士多德，《政洽学》，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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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央委员会儿乎名存实亡。党的书 ia 
处和党的等级制度由于竞争性机构的建立而受到削弱。这一过程 
本来可以造成两套不同的领导机构的更替。一些美国专家和苏联 
领导人也确曾认力，政府组织将会取代党的组织而成为苏联社会 
的领导机构。然而，斯大林行动的意图并不是为实现此目的，所 
以实际上也没有产生这种效果。斯大林只是扩大了个人的权力， 
并没有 r ■大政府的 权力。 随着他的逝坻，这种个人的权力也就消 
失了。在填补权力真空的斗争中，赫鲁哓夫取得了胜利，马林科 
夫却遭到了失败。因为赫魯晓夫把个人的利益等同于党组织的利 
益，而马林科夫却将自身利益等同于政府组织的利益。因此，赫 
鲁晓夫权力的巩固，标志着党的主要机构获得了新生。如同格兰 
特創弱了总统的权力一样，斯大林削弱了党的权力。当然，二者 
的行为方式和动机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强有力的总统符合美国的 
公共利益，而一个强大的党则符合苏联的公共利益。 

根据自 然法的理论，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与 
«公共哲学”①相一致。按照民主的理论，政府行为只有代表人 
民的意志，才具有合法性。从程序的概念出发，若各利益集团都 
参与了决策过程，弁通过冲突和妥协形成了一种结果》若政府决 
策反映了这种结果，它的行为便是合法的。然而，在另一种意义 
上，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则取决于它反映政府制度利益的程度。按 
照这种观点，政府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不取决于它代表人民的 
利益或某些其他社会集团利益的程度*而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超越 
其它一切集团的特殊利益》这种观点与代议制政府的理论是不同 
的。政治家们常说，他们就任前后的情况看起来总是不尽相_ 
的。这种差别，恰恰是衡量制度自身要求的一种尺度。正是由于 
上任前后看问题的允度不同，而使得在任者可以合法地向公民提 


①见瓦尔特.李 普曼的《公共哲学》 〔The Public Philosophy) t 波士頓 ，小 
布朗 出版公 ^1955 年版，笫 42 贝，他将 * 当人们请楚地观察 * 合理趣 思考，公 IE 地、 
慈哲地采取 行动时 所龙择的一切 ，定义为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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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i 许多要 求。 例如，总统的利益，有时可能暂时地，部分地符合 
某个集团的利益；有时则符合另一个集团的利益，但正象诺伊施 
塔特所强调的,总统这个职位的利益，不与任何其他人的利益相 
—致，①总统拥有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代表阶级、集团、地区或公 
众的利益，而恰恰是因为他不代表任何人的利益。总统的观点是 
由总统职位的独特利益所决定的。由此缘故，总统的职位堪称为 
独立而又强大的职位，它的权威就根源于它的独立性。 

政治上发达的社会与政治不发达的社会，其区别就在于它是 
茧具有能够陚予公共利益以实质内容的政治制度（如总统或中央 
委员会> D 道德社会与非道德社会之间的差別也在于此。制度化 
水平很低的政府，不仅是个软弱的政府，也是不道德的政府。政 
府的职能就是洽理国家。一个软弱并缺少权威的政府无法履行其 
职能，这个政府就如同受贿的法官、懦怯的士兵、愚昧的教师一 
样，也是不道德的。因此，政治制度的道德基础，是根植于复杂 
社会中人们的各种需要之中的。 

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辨证的关系。德 * 朱 
维内尔说过，共同体意味着“信任制度化”，而且“公共当局的 
基本功能”，就是“增进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互信感。” @ 相 
反，若社会文化中缺少信任感，那么公共制度的建立必将遇到难 
以克脹的阻碍 6 缺少安定与有效政府的社会，其公民之间一定缺 
乏苴信感，抉少对国家和公共事业的忠忧，也不具备组织技巧与 
能力。这种社会的政治文化，充满了怀疑、妒忌和对其他家庭、 
村落和部落成员的敌意《许多社会的文化中都具有这些特征 * 而 
在阿拉伯和拉了美洲的国家则表现得最为显著。正如—位敏锐的 
观察家所评论的 I 


① 见理查徳 * 兄 * 伊诺施塔特 (Richard E - N^ustadt) 《总统的杈力》 

sidential Pow^O ,纽约，约翰.威利出扳公司 I960 年版，特別是第33_3 7 页、第 
150—„ 

② 伯特兰-德.朱 维内尔 （ Jouvtael) t 《主权》 (Sovereignty) r 苯加哥太学 
出版社 1%3 年胶，第 i2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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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的互不信任感，在他们还处于孩提时期，就开始浸 
蚀到其价值体系中去了，……而组织、团结和内聚力却一直没 
有。他们的公德心未得到发掘，社会意识异常脆弱，对国家的忠 
诚不稳定，对领袖的认同惑极其淡薄。更主要的是，他们対统治 
者普遍缺少信任感和信心。 ® 

在拉丁美洲，也普遍存在着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 
以及与其他各群体之间互不信任和互为仇视的传统。委内瑞拉的 
开国英雄玻莉瓦尔曾感叹说，“在美洲，国与国1人与人之间， 
不讲宄信守诺言 D 条约如同度纸，宪法形同书册，选举就是战 
争，自由亦是混乱，生活意味着痛苦。美洲人唯一的出路，就是 
背井离乡，移民他国。”一百年后，厄瓜多尔某拫纸就此发表了 
同样的评论，“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和长久的互不信 任互为 因果， 
致使我们不能不给民族的灵魂留下创伤 * 这种政治浪费了我们的 
铺力，使我们变得虚弱不堪。” © 

阿拉伯和伊比利亚文化以外的一些其他国家也表现出了相类 
似的特点。如在诶塞俄比亚，“由于对人的团结和携同一致的能 
力不很重视，所以这个围家的政治气候充满了一种互不信任和互 
不合作的气氛 …… 。 有人曾认为，人们能够通过互相信任而克服 
占支配地位的焦虑和猜疑情绪。但这种看法形成很慢，甚 S 很少 
有这种观点。 B 伊朗 政治曾 被视为“无信任的政洽”。据说，伊朗 
人认为“彼此信任或一群人长时间的合作是极端困难的”。在緬 
甸，儿齑 A 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 “只有在家人中间才能有安全 

感》所有外界人，尤其是陌生人，都具有危险性，应小心相处， 

、 

④萨尼亚 * 哈马蒂 (Saaia HaraaJyJ ■ 《阿拉伯人的气质和 柱松》 （Tempera^ 
and Character of th& Arabs ) J 组约 ，特 氏音出 肢公司 I960 年版* 第 1G1 页' 
第126贝、 第 230页。 

②西象.玻利瓦尔，引自卡尔曼.西尔弗特 (Kalman H - Si 〖 T t rt > 编：《期 
待着的人们 》） Expectant Peoples ) ,纽约，杂色出版公司1963年第34 7 页；埃 
尔 ♦ 迪亚 （El Dia ) ； <基多》.194饰 U 月27日，弓自布 校斯- 伍德 (Bryce 
od ) J 《睦邻政窀的形成 s ( T !]& Making of tht Good Meighlor Policy ), 迅约， 
哥伦 It 並大学出版社 1961 年氓 r 第 31 S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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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放弃戒备之心 。 w 结果，緬甸人“很难想象自己会闻那种真 
实的、有规则的人际交往方式有任何联系”。甚至“西化”程度 
和经济发达程度与意大利一样的国家，也会具有一种“并未消除 
玫治疏远感，社会孤立性和互不信任感” ® 的政治文化。 

在缺乏信任的社会中，人们忠诚的对象只限于与自己亲近、 
熟悉的群体。人们只对自己的氏族或部落怀有忠诚感，而不可能 
对一般政治制度怀有忠诚感。但在政治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对这 
些 较为直接的社会集团的忠诚是从属于和容纳在对国家的忠诚之 
中的。 正如伯克所说的，“对整捧的爱，决不会因对局部的爱而 
消失。……对社会小细胞的依恋，对我们所属的小团体的爱，正 
是爱国家、爱社会的起点。 h 然而在不具有政治共同体的社会 
中，人们对较原始的社会和经济群体 〈例如 家庭、氏族、村庄， 
部落、宗教或社会阶级）的感情，经常与对更为一般的公共权威 
的忠 诚发生 对抗，而且前 者往往 会取代后者。在今夫的非洲，人 
们对部落的忠诚远远超过了对民族、对国家的 忠诚。 卡尔曼•西 
尔弗特在描述拉丁美洲的政治情况时说，“人民生来就对国家不 
信任，加之政府总是直接代表某些经济和职业集团的利益，致使 
政党的力量遭到瓦解，社会的多元化受到破坏，广义上的开明政 
治行为所可能产生的政府的庄严感也被否定了。”®另一位学者 
指出， （( 在阿拉伯地区，国家通常是一种脆弱的制度，与其他社 


© 唐纳德 .N ■莱文 (DonaH N - Levine )； 《埃塞俄 比亚： 认同、权威和现实 
主义》 ( Ethiopia * Identity Att 疔 ority and Realism ) ，引自卢西悤 ， W * 派伊 
和悉尼.维巴 （Ucian W • Fye and Sidney Verba ) 编：《政治文化与政治 发展》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epmeiit ), 普林斯坂大学出版社 年 
皈，第 277— 278贝；安德鲁 ， F * 韦斯特伍德 ( And« w F ^ Westwood ) :《伊 加的 
不信▲的政治 》 (Politics of Distrust in Iran ) ，《编年史》，第 3 S 8 页 U 96 S 年3 
月）第123—136页 f 派伊： 《政治、个性和国家迷设》 （ Politics、Personality and 
Nation — building ) ，耶鲁大学出版社 1%2 年版，第 20 S 页、第 292—293 页 ；阿尔滅 
德和维 B : 《公民文化 》 (Civic Culture ) ，波士顿小布朗出販公司1965年版，第 
3O80n 

②西尔弗特 (SilvcrO ,《期望春的人们》，第353—359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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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如家庭、宗教团体或统 治集团 相比，它显得更软弱无 
力。在那里，私人利益完全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吉布乜曾用 
同样的语调评论说，#阿拉伯国家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即自从 
阿拉伯旧的社会组织解体后，并没有产生一种社会制度，以疏 
导、表现、界定和动员公共意志。总之，那里还不存在社会民主 
的功能机构”①此外> 意大利也是如此，“其它民族通常奉献给 
国家公利的道徳思想，意大利只实践于家庭内部》意大利人的真 
正爱国感是对家族的忠诚……，他们敌视所有的政府和司法权 
威，除非这些权威被证明是友善的或无害的。”©由此可见，在 
—个缺乏政治一致性意识的落后社会，每个领袖、每个人、每个 
集团，都只在追求（或准备追求）个人短期的物质目标，而毫不 
考虑更广泛的公众利益。 . 

互不信任感和狭隘的忠诚感意味着社会缺少组织化。就可见 
的行为而言，发达玫治社会与不发达政治社会的主要区别表现为 
其组织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以及效能的高低=> 如果社会经 
济变革破坏了人们传统结合方式的基础，那么要达到高水平的政 
治发展，就必须侬赖于人们发现新的结合方式的 能力- 用托克维 
尔的话说，在现代国家，“结合的学问，是众学问之母，人类的 
其他一切进步都取决千它的进步。”如果拿大小相同的一个意大 
利乡村和一个美国村镇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间最显著、最突 
出的差别是 f 后者“社团活动频繁，并且这些活动至少部分地以 
增加公共福利为目标”。 © 相形之下，意大利乡村却只有一种结 


① P • J . E 提寇第斯 (P * I ■ Vatikiotis) : « 埃及政洽中的；®队》 (The Egyp¬ 
tian Army in politics), 印第安那大学出扳社 1961 年版，第 213-214 页； 吉布 

<Gibb),« 社会 改革： 未知 SS》(SociM Reform ； Factor X P), 栽瓦尔特 ■ Z . 
拉奎尔 （Walter Z • Laqueur) 编：《转变中的中东 》(The Middle East in Tran¬ 
sition), ffl 约，普酋格出版公司 19S8 年版，第 

② 托克 维尔： 《美国的 K ■ 主》 第 2 卷， Suam ； s 您华 .c ■班菲 尔徳：《落目 
社会的道德基拙 》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 伊利诺斯州 ，& 
由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5 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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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形式，而且不从事任何公益活动，结合方式的缺乏，亦即组 
轵发展水平低下，是政治秩序混乱不堪的社会的一般特征，正象乔 
治•洛奇 (George Lodge〉 所指出的，拉丁美洲的最大问题是“相 
对地缺少我们在美国所熟悉的那种社会组织” D 结果，产生了一种 
“组织动机的真空”，这使得民主制很难建立，并导致经济发展缓 
慢。传统社会的政治体系是否能顺利地造应现代化的需要，几乎 
直接依赖于人们的组织技巧和能力。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民族 
才拥有这种天病^(例如日本）。这些民族，相对来说，能眵较平稳地 
过渡到发迖的经济国家和现代政体。卢西安 * 派伊 (Lucian.Pye) 
说，“发展与现代化的问题，根植于人们对建立更有效的、 E 具 
适应性的、更复杂的和更理性化组织的需要。发展的最终标准， 
是人民是否具有建立和维持大规模的，复杂的、富有弹性的组织 
形式的能力。”®然而，建立送样一种制度的能力，在当今世界 
上是很少有的。共产党人向现代化中 S 象提供的恰恰是这种能够 
满足人们的道德需要、创造合法公共秩序的能力。 


第三节政治 参与： 现代化与政治腐败 

现代化与政治意识 

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 
—切领域。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指出，它是“一个具有某种独 
特性质的过程；因此，按照现代化规则生活的人们，认为它是一 
个连贯一致的整体。 W 现代化的主要方面 t “都市化、工业化、 
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传播媒介的参与等等，并不是零乱 


①乔洽‘ C - 洛奇 （George C . Lodge：'； 拉丁美洲的革命》 (Res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外国事务》第44期 （1966 年1月），第177页；派伊：《政?§、 
个性和国家速设》，第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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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偶然发生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因素如此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使人难以相信它们是完全独立的因素。它们经常有规则 
地一起出现，从历史上看，也许是因力它们必须并肩同行。”① 
就心理层次而言，现代化涉及到价值观、态度和期望的根本 
转变。传统的人期望自然和社会具有某种连续一致性，不相信人 
类具有改变和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能力，与此相反，现代人则承认 
人类有变革自然与社会的可能性，并相信变革是符合需耍的^用 
勒纳的话说，现代人具有一种“可变的人格”，可以适应坏境的 
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要求人们把其忠诚和认同感从具体的、直 
接的群体 （诸 如，家庭、氏族及村落）扩展到更 大的、 更少个人 
情感的集团（诸如，阶级和民族〉。同时，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它还日益要求人们依赖于普遍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依赖于具体的价 
值观念，并在判断个人时不再根据个人天陚，而是根据个人所取 


得的成就。 

就知识层次而言，现代化渉及到人类对其环境认识水平的大 
幅度提高；并且通过识字率的提高，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 
展，迅速地将这种知识传播到全社会的每一个 角落- 在人口素质 
方面，现代化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卫生健康水平的提高，平 
均寿命的延长，职业性的，纵向的和地区间流动的增加 * 另外， 
与我村人口相比，都市人口得到极力迅速的增长。从社会上来 
看，现代化将在家庭和其他具有复合角色的初级组织基础上，有 
意识地组织起具有更专门化功能的中级组织。传统社会的地位4 
类只采用单一的二分法，它的特征是 “ 积累性不平等” > 现代化 
将以具有“分散性不平等” © 的多元化结构取而代之。在经济方 
面，随着一些简单职业被许多复杂的职业所取代，职业活动的种 


O 丹厄尔，勒纳 (Daniel Lerner) ；《传统社会的消失 》 (The P 娘 inpf 
TradiMonAl Society) , 利讯斯州，自由出販年政 • 第 4 货页， 

⑤罗佰特 「 A ■ 达尔 (Robert A - Da ： il> * 《谁进行统治》 Govn-nO. 
职岱大学出 ^ 社 1961 年版 * 第 SS —86 灵》 





类得到了增加 I 职业技术的水平得到了提髙》资本对劳动的比率 
有了增长1自给自足的农业让位于市场型农业；与商业、工业和 
其它非农业活动相比，农业自身的重要性有所降低，随着民族市 
场、民族资本来源和全国性经济机构的出现，经济活动的地理范 


围日趋扩大，而且经济活动也日益受控于国家的领导。到丁一定 
的时候，经济福利水平会得到提高，而经济上的不平等也会缩 
小》 

在现代化的各个方面中，与政治最为密切的相关内容，基本 
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第 一 ，是社会动员 e 多伊奇 （ D eu t S eh > 把 
它表述为“人们腐蚀和摧毁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上的主要信 
仰，开始接受新的社会化和行为模式”①的过程。这意味着人们 
与传统社会有关的态度、价值观念和期望转变为现代社会所共有 
的态度、价值观念和期望。这种变化乃是文化教育的提高、交流 
的增加、大众传播媒介的公开化，以及都市化的发展的一个结 
果。 第二，是经济发展，即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产量的增 
长。它可以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平，国民福利水平来 
衡置 B 国民福利水平又可用平均寿命、卡路里摄取量以及医疗水 
平这些指标予以 测定。 社会动员包含着社会、集团和个人期望的 
改变》经济发展则意味着人们能力的提高。现代化要求二者并行 
发展。 

现代化对政治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尽管有众多的学者对玫 
治现代化进行了界定，但是他们用以界定的方法简有是五花八 
门，甚可比他们的人数还多。大多数定义都把重点放在入们假定 
的传统政体特征与现代政体特征之间的差別上。于是，现代化自 
然便被看作是一种从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运动过程。从这种观点出 


①卡尔 ■ w ■ 多伊寄， 《社 会动员与政治发展 》 （social Mobilisatioii and 
Political DeTelopment ), 《美国 政治学评论》第55期 （1961 年9月）_第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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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代化最为基本的要素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 一■» 政治 
砘代化包含着权威的理性化，即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 
政治权威，取代各神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种族的政治权 
威。这种变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类的造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造 
物 J 它还意味着一个秧序井然的社会，必须在人世中寻找权威的 
最终渊源，必须使服从人类权威制定的实在法高于其它一切义 
备。 政每 现代化包含着对外坚持民族国家的主权，以抵制外国的 
影响 f 内坚持中央政府的主权，以控制地方性和 M 域性权力。 
政治现代化还意味着国家的整合，意味着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国 


家立法机构手中。 

第二，政治现代化包含着新的政治功能的分化， 和发展履行 
这些功能的专门化结构^各种专 门职能 部门， 如法律、 军事 1 行 
政、科学等，都要与政治领域相分离，这搜部门的任务应由自立 
的、专门化 的下属机关去执行。 科 层组织 变得更精密、 更复杂、 
更有纪 律性。职位和权力的分配越来越以个人成就为标准，很少 
凭天賦标准。 

第三，政治现代化包含着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正 
如在极权国家中一样，它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力》或如在 
一些民主国家中那样，它可以增加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力。但是， 
在所有现代国家中，公民巳直接置身于各神政府事务中 * 并直接 
受其影响。因此，理性化的权威、分化的结构以及大众参与，是 
区分现代政体与传銃政体的标志》 

但是，如果认为现代化在实际中也意味着权威的理性化、结构 
的分化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政治现 代化可 
以被定义为从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运动过程，也可以被定义为 
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政治内容和政洽结果。这两种定义之间 
存在着一种基本差别，而且常常受到忽视。前者指出了政治变革 
在理论上的运动方向1后者则描述了现代化中国家政治变革的实 
际状况。它们之间的差距往往是很大的。实践中的现代化往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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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一个传统政洽体系的变化和解体，并不一定意味着向现代政 
治体系大踏步地近进。但是人们一直这样假定，若广泛的社会现 
代化成为现实，政治变革也会成为现实，在亚洲、非洲、拉丁美 
洲， 社会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 I 都市化、识字串、工亚 
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众传潘媒介，都在或快或慢地发展 
着》相反、学者为政治现代化提出的许多目标，如民主、安定、 
结构分化、成就模式、国家整合，在那些国家中却尚未实现 。 即 
使如此，还有人认为，由于社会现代化巳经开始，所以政治现代 
化也必定接踵而来 O 因此，许多寓有同情心的西方学者在关于 50 
年代不发达地区的著述中，充满着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情调 〈西 
方有关苏联 20— 30 年代的大部分著述也具有这一待点），弥漫着 
被 称俘为“韦伯主义”的理想，即把被假定为政治发展最终目标 
的特征强加给政治体系，而不是用其实际进程和功能的特性来说 
明政治体系。 

其实，“政治现代化”概念中的种种趋势，只有一部分是 
«现代化”中地区所实际上具备的特征。有些地区没有发展竞争 
和民主，却出现了“腐蚀民主”、军人专制和一党专政的状况 i ① 
出现了頻繁的政变和叛乱，却没有发展政治稳定 * 统一民族主义 
思想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均未实现，却不断发生种族冲突和内 
战 j 制度的理性化和分化没有完成，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 
机构却出现腐化，在独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政治组织也受到削弱 
和破坏。只有当政治现代化的概念仅仅表现为动员和参与时，这 
个概念才大体上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状况相反，理性化、 
—体化、结构分化，与现实似乎只有一种豚胧的关系。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 


①关于•民主 的腐蚀 ，与政治不稳定，见 魯珀持•诶默森 （Rupm Emersan) *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From Empire to Nation) ， 呤佛大学出版社 1%0 年版 T 第 
S 章；迈克尔-布雷阋 (Michael Brccher) : 《亚商的刹国家》 (The Ne w States 
of Asia) , 牛津太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 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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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 a 5 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参与 
在村落这个层次上可能是相当醬遍的，但起过这个层次，政治参 
与便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了。有些庞大的传统社会可能会达到较高 
水平的权威理性化和结构分化，而政治参与却仍局限于少数贵族 
和官僚精英的范围。因此，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要素是，整个社 
会的各卞集团在趙于村镇层次之上参与政治，以及创立能够组织 
这种参4的新的政治制度（如政党 ） a 

社会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对玫治和政治制度所造成的破坏性 


影响，具有多种形式。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必然会引起谇多传统 
的社会、政治组织的解体，并动摇人们对传铣权威的忠诚。世俗 
或宗教的村落领袖受到了文官和软师中的新精英人物的挑战，他 
们代表着中央政莳的权威，并拥有技术、资源和泡负。在这些方 
面，传统的村落首领或部落领袖是无法与其匹敌的。在许多传统 
社会中，大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这种大家庭本身逋常就构 
成一个小市民社会，并履行着政治、经济、治安、宗教和其他各 
种社会功能。然而，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这神大家庭开始解体， 
并为梭心小家庭所取代。梭心小家庭规模小，孤单无力，因而无 
法履行上迷社会功能。 这样， 一个较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便让位于 
一个规模较小的社会组织，强化了互不信任和相互敌视的倾向 
(一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班菲尔徳在意大利南部发现的那 
种 “非 道德的家庭主 X ”并不是传统社会的恃征，而是一个落后 
社会在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冲击下、传统大家庭制遭到破坏以后所 
出现的特有现象。①这样，由于新旧价值观的冲突，现代化容易 
造成疏远感、颓废惑和反常现象。在用以创立新组织的新技术、 
新动机和新资源出现以前，新的价值观巳动摇了旧组织和旧权威 
的基础。 

传统制度的崩溃，可能导致入们心理上的混乱，然而对新的 


卿菲尔徳:《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第85页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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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感和新的忠诚感的需求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 这种新认同惑和 
新忠诚感，可以表现为对传统社会巳有的或潜在的社会集团进行 
再认同，也可以表现为对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新事物或新集 
团进行认同。马克思指出，工业化首先使资产阶级，然后使无产 
阶级产生了阶级意识。马克思只集中说明了一个总现象的极为次 
要的方面。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而现代化不只是产生 
阶级意识，还带来了各种新的群体意识^如部落、地区、氏族、 
宗教、等级、阶级、职业、社团。现代化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 
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 f 意 
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南要求。的确，现代化最显 
著的特往之一就是在传銃社会许多自觉的认同程度和组织程度都 
很低下的社会势力中产生群体意识、内聚性和组织性。现代化的 
早期，通常会出现一些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运动，比如埃及的穆斯 
林兄弟会，斯里兰卡 、缅甸 和越南的佛教运动 • 这些宗教运动把现 
代的组织方法，传统宗教的价值观和强大的公众感召力融为一体。 

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部落意识在传统的农业生活中也几乎 
不为人所知。部落主义是现代化和西方国家对一个传统社会冲击 
后所产生的铕果。比如，尼日利亚南部的约鲁巴族意识，是19世 
纪才出现的，而且“约鲁巴”这个用语是英国传敎士首先使用 
的。霍奇金 指出， “大家都承认，‘尼日利亚人 * 是个新概念，似 
乎‘约鲁巴 ，这个 概念也早不了多少。”同样，就是在本世纪50年 
代， 一* 个伊博族领袖 B .O .N . 尹鲁瓦还在到处游说，力图使同 
族人都相倍他们都是伊博族人。但是他后來说，村民们“简直不 
能想象什么是伊博族人《 ”然而，在尹鲁瓦和其他首领的努力 
下，伊博族意识终于成功地逋生了。对部落的忠诚感“在很大程 
度上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反映，是殖民统治在非洲造就的社会变革 
势力的产物。”① 

①托马斯.霍奇金 （Thomw Hodgkin ) :《给比奥巴 W 博士的信》 ，载* Od 砂第 
4期第42页。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诅《西非洲的种族集团与周家整合》 ( Eth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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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社会可能会拥有许多建立认同感和社团组织的潜在 
因素。其中一些可能被现代化进程所摧毁，而另一些则由于能够满 
足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个人认冏、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的许多 
需要(如非洲城市和部落组织、印度的种性组织），而获得了一种 
新的意识，进而转变为新组织的基础。因而这种群体意识的发 
M , 对社会体系既会产孕整合性的 P 响，也会产生破坏性的影 
响。如果村民能将自己对一个村落的认同转变为对包含许多村落 
的部落的认同；如果种植场的工人不再仅认同于一个场内的工 
人，而是认同¥所有种植工人及其组织*如果僧倍把其效忠对象 
从地方寺院扩展至全国性的佛教运岛，那'■么所有这些发展都意昧 
着认同和忠诚对象的扩大，这在一定意义上会財玫治现代化有所 
稗益。 

然而，同样的群体意识也可能会给建立有效能的、包容众多 
社会势力的政治制度造成重大偉碍。伴随着群体意识而来的是群 
体偏见。这种偏见是“随着不同群体之间接触的增多而发展起来 
的》这种群体间的接触，乃是伴随着朝更为集权化的玫治和社会 
组织的方向发展的运动而日益增多的。”①同时，群体偏见的出 
现必将造成群体间的冲突。在传统社会中曾经毗邻友好的种族或 
-宗教群体，却由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所造成的它们之间的，相亙影 
响、紧张局势和不平等状况，而终被卷入了暴力冲突。可见，现 
代化增加了传统群体内部，传统群体与现代群体之间,以及现代 
群体内部的矛盾冲突。受过西方现代教育咋新精英与其权威依赖 
于世袭地位的传统精英发生了冲突》在新精英中，政治官员与行 


icity Natiocal Integration in West Africa) ， 第夺期 （ I960 年 ID 月 > * 戴雄 ■ 
阿怕内西 (David AbemethjO ，《发展中地区的教育与 1 政治 》 (Edocatiott and 
Politics in a DeTtJoping Society) r 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哈 佛大学 1965 年》第 307 
页 o 

①罗伯特 ， A • 莱文和唐绝德 -T ■ 坎贝尔 （Robert A ‘ Levitie and Dotiald T 
.Campbell) 提交的《关于种族优越感跨文化研究初步结果的揋告 》 (Report on 
Preliminary Results of Cross — Culture Study of EtLnOcentrism), 纽约，卡内基 
协会的季刊， 1966 年 1 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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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官员、知识分子与士兵、劳工领袖与老梹也都 处于对 抗之中 a 
许多这种冲突在一定条件下都会演变为暴力。 


二，现代化与暴力 


贫穷与'现代化论点。现代化与暴力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较现 
代化的社会^ •舷比 不太现代化的社会更稳定，更少蒙受国内暴力 
幺苦。一顼病究表明，政治稳定与由8项社会经济变置界定的现 
代性综合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325 (n =62> c 社会动呙和经 
济发展的水平都是直接与政治稳定相连的。识字率和稳定之间的 
关系尤其密切0革命发生的頻率和社会的教育水平成反比。因国 
内暴力冲突而死亡的人数与儿童初小入学率也成反比。同样，经 
济福利水平与政治秩序关联密切，在74个国家中，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和因国内暴力冲突死亡者人数的相关系数为-.«。另一 
项研究表明， 1955— 1960年间，在 7 0个国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和革命发生次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5 6。在105 8 _196 5 年间， 
发生东贫穷国家中的暴力冲突比在富有国家多出4倍》贫穷国家 
中有87%发生过重大暴力事件，而这神情形在富有国家中只有 
37 %, ® 

显然，一个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的国家，政治上 
一定是较为稳定和安宁的。现代性与稳定性紧密相连。从这一事 
实出发，容易产生一种“贫穷论点”，认为经济和社会落后是产 
生不稳定的原因，而现代化則是实现稳定的途径。正象麦克纳马 


①费尔 * 阿本德 (Feier^end), 《放肆行为》 (Aggressi^ Beh&viots) , 笫253— 
262M? 布餐斯 :拉西特 （Bruce M, Russett) 等编： 《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手 
册》 { World Haiulboof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ndJcators ), 耶魯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笫 273Ki 皙蒎德 * 坦特葙 马努斯 .米徳 拉斯基 （Raymond Tauter and 
Manus MidlarskyJ , 《一种革命的理论 》(A Theory of Revolution ), 《冲突 
解析 杂志》 第二期 <m?m g 月），第271—2 7 2贯；雷蒙德 ■ 坦特，《固家内部冲突 
行为的 尺度： 骚动与 内战分 (Ditnettsiom of Confiict Behavior VTithfa Nations， 
Turmoil and Internal War), 载《和平研究仕团论文》第3期 （196S 

年）， 


班 1一2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暴力冲突（1353—1965〉 


经济情况 

国家的 
数目 

S^S 

占所有 1 集团冲突 
国家％ |数 目 

与全部冲 
突数目的 
比 率 

很穷 

(100 美元以下） 

! 38 

32 

87% 

72 

1_9 

穷 

(100— 249美兀） 

32 1 

22 


41 

1.3 

中等呔入 
<250— 749美元） 

37 

13 

48% j 

40 

1.1 

富 

(750 美元以上） 

： 27 

10 

27 % 

11 | 0,4 

合 计 i 

134 

1 82 1 

61 % } 164 j 

1.2 


拉所说 * «毫无疑问，暴力和经济落后之间的联系是无可辩驳 

的 ，另一 位理论分析家也指出 * “普遍的贫穷破坏了任何形式的 
政府的根基，使民主政洽几乎无法实现，而且是产生不稳定的持 
久性的原因 ® 如果人们承认这种关系，那么显然促进教育、 
识字率，大众传播、工业化、经济发展以及都市化，就会产生 
更大的政治稳定。然而，这种由现代性和稳定性之间相关性所得 
出的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现代性产 
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 . 

贫穷落后与动乱暴力之间表面上的联系是不真实的。政洽动 
乱的产生，不是由于缺少现代性，而是由于试图获取现代性。如 
果贫穷国家不稳定，那并菲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力图致 
富。一个纯粹传统的社会可能会愚眛贫穷，但却是稳定的。时至 
20世纪中叶，所有传统社会都巳成为转变中或现代化中的社会》 
恰恰是因为现代化已在全球蔓延，才使整个世界充满了暴力和动 
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M 年间，美国辩现代化中国家的政策 
主要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似乎可以导致政治稳 

①罗伯特 .S ■ 麦 : 马拉在 ™ 恃利尔和恝北克的 yws ， 1966 年 S 月 189 ,组约 
时报， 19 的年 S 月 I 9 曰，第 U 页；宿 ® 彻， 《亚 洲的新 H 家》，第 62 ~ 6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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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但是，这种政策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物质福利水平的不断 
提高 I 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国内暴力冲突的增加。人类在向其 
古老的敌人，贫穷、疾病、愚味”开战的同时，也在向自己开 
战，后者隨前者的发展而愈演愈烈。 

到了 60年代，世界上每一个落后国家都巳成为现代化中国 
家《然而，有证据丧明，这些国家暴力动乱的原因不在于落后， 
而在于现代 fcP — 般来说较富裕的国家比那些不太富裕的国家吏 


安定，但最贫穷的国家，即居于世界经济阶梯最低层的国家，比 
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略高一等的国家，更不 容易发 生动乱。就是麦 
克纳马拉本人所作的统计数据也为这种论断提供了部分论据。世 
界银行把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中的6个归为“贫穷”国家（即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低于250美 元)。 1966年2月，这20个国家中又有6个 
正饱尝 ; 着長期动乱之苦。而其中既厲于“贫穷国家”，又发生长 
期内乱的只有玻利维亚 一国。 那些不“贫穷”的拉丁美洲国家发 
生内乱的或然率比“贫穷”国家高两倍。同样，在50个非洲国家 
和地区中有48个被看作是贫穷的国家和地区，而其中只有11个遭 
受着国内动乱的揉额。可在两个并不 B 贫穷 s 的非洲国家——利比 
亚和南非，其发生动乱的或然率都与其余37个贫穷国家一样高。 
此外，在发生动乱的11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的动乱产生于延续 
下来的殖 民统治 （如安哥拉、 莫桑比 克），其它7 个国家的动乱 
则产生于明 M 的部落与种族间的分歧（如 尼日利亚、 苏丹） ■» 
殖民主义 和种族分歧似 乎比贫 穷更能 引起暴乱。在中东和亚洲(不 
包括澳 大利亚和新西 兰）， 1966年 2 月， 22个 被归为“贫穷”的国 
家中， 有 10个国家发生 动乱。 而在4个并不 贫穷”的 国家中 (伊 
拉克、马来西亚、塞浦 路斯、日本），有 3 个也同样经历着动乱 。 
事实再次表明， 较富裕 的国家发生动乱的或 然率比较贪穷 国家高 
近两倍》并且，种族分歧比贫穷更容易成为动乱的 导因。 

其它证据也表明，动乱与贫穷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不紧密。尽 
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因国内暴力冲突事件而死亡的人数的相关 

M2 * 




系数为 一.43 < n =74) ,但发生暴力事件最多的国家并非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低于100美元的最贫穷国家，而是介于100_200美元 


之间的稍微富裕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00美元的国家， 
发生暴乱的数量明显下降。上述数据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低 
度发展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必然面临高度的国内动乱 I 在未来的 
几十年中，贫穷国家的国内暴乱可能会増加，而不会减少。” ® 
埃克斯坦也发现，在 1946 — 1959 年向国内极少发生内战的 27 个国 
家可以分成 两类。 其中 9 个国家是高度现代化的国家 （如 澳大利 
亚、丹麦、瑞典），而另外18个国家“属于相对低度发展的国 
家，这些国家的精英人物仍然被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结构紧紧 
地束缚着”。这些国家包括某些落后的欧洲殖民地，如象埃塞俄 
比亚、厄立特里亚、利比利亚 1 沙特阿拉伯等一类的传统国 家。© 
同样，若按照识字率的水平对不同国家加以分类，那么我们也 
会看到，识字率与不稳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宝塔形的模式。 
在识字率介于25%—60%之间的国家中，有 9 G % 不稳定，而识字 
率低于10%的国家中，仅有50%不安定，识字率高于的国家 
中，只有22%不安定。另一个分析报告计算了不稳定的平均数， 
结果24个现代国家的平均数为 268 , 37个转变中国家的平均数为 
472, 23 个传统国家的平均数为 d ©现代国家与转变中国家之 
间的显著差别有力地证实了这个论点，即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 
代化意味着不稳定。传统社会与转变中社会之间的微小差别说明， 

①老海沃徳 .R . 阿尔克和布鲁斯 .M . 拉 西待： 《模式与趋向的分析 》 CTbe 
Aafelysis of Trends and PaUems) ， 载拉西特 等编： & 世界 政治与社会指标手册 》 ，第 
306—307 页 6 还见 特德 . 格尔 〔Ted Gun ：〕 与査 理斯 . 鲁勝伯格 RuttenbergJ : 
« 围内慕力的条伶：原因模型的初次检验 》 CTHe Conditions of CWil Violet ； 
First Tests of a Caudal Model) ， 普林斯顿太学国际研究中心，未题研究论文第 28 
期， 1967 年 ，第 66-67 页。 

③ 哈里. 換克斯坦 (Harry Eckstein) : « 内战：期 g 问题》 （ ]ntcrca 〖 ^Var : 

The Problem of Anticipation} r 戟尹锡尔 - 徳 . 紫拉 * 普尔等人编：《社卞，学 
研究与囯家安全 》〉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 t 华盛钡 * 
史密斯索尼安协会， 1963 年版，第 11613 页。 

® 费尔，阿本德，《放肆行为》 » 第 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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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间的界线纯粹是人为的，划出这条界线的目的，在于确 
定一个与现代国家相对称的纯粹“传统的”国家。因此，所有被 
称作“传统的”社会实际上都处于转变社会的初期。然而，上面 
的数据表明，飴若存在纯粹的传统社会，那它会在政治上比那些 
处于转变阶段的国家更稳定。 


*1-3 

识宇 

率与稳定 


1 

识字率水平 ； 

国家数目 

1 

不安定国家的数目 | 不安定的比率 

10%以下 

! e 

3 

1 50% 

10% — 25% 

12 

10 

1 83.3% 

25%—60% | 

23 

22 1 

1 95.6% 

60%—90% 

15 ! 

12 

| & 0 % 

髙于90% 

23 

5 

| 21.7% 


资料来 源 : 伊沃. K(Ivo K . 费尔•阿本德以及佩蒂 • A •内斯 
沃徳 （Petty A . NesvoId),« 政治稳定的相关因素》 (Correlates 
of Polical stabimy )1963 年9月提交给美国政治学年会的论文， 
第 19 一 21页< 1 


因此，这种现代化论点阐明了在本世纪下半叶贫穷论点力什 
么会在表面上看起来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同时还说明了为什么在 
特定的国家中现代性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在表面上是颠_倒的。例 
如，在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几个国家，都处于现代化的中期《所 
以毫不奇怪，它们自然比拉丁美洲那些较落后的国家更不安定 
正如我们所见，1兆 6 年，最贫穷的6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只有一个 
发生动乱，而14个较富裕的国家中却有5个国家动荡不定。古巴、 
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部属于拉丁美洲肋个共和国中最富裕的 
国家之列，共中3个国家的识字率在拉丁奥洲也是最高的 e 在这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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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它种族运动一直影响报 大0 拉丁美洲革 
命发生的频率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直接相关。就拉丁美洲整体而言， 
人均国民收入与革命发生次数间的相关系数是 _50 (n =18 h 仅就 
拉丁美洲的非民主国家而言，上述两者的相关系数要高得多，达到 
了 *85 <n = 14) 0 ①因此，这些说明现代性与不稳定之间存在 
着正比关系的数据，实际上也证实了现代化与不稳定密切相关 9 
这种关系也适用于同一国家中不同地区的差别^在现代化中 
的国家，暴力、动乱和极端主义行为在较富裕的地区比在较贫穷 
的地区发生的频率更高。崔分析印度的形势时，霍斯利茨和韦纳 
发现，政洽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很低，甚至呈负性。”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政治暴力在 “ 经济最高度发达的省份”非 
常普遍 * 独立以后，印度的工业和部市中心仍然比“较落后和不 
发达地区”更容易发生暴乱。©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主要城市 
的生活水平比农村高3〜4倍。这些域市常常是不安定和暴乱的中 
心，而玫村却保持着安宁和稳定。政洽极端主义势力，在较富浴 
的地区比在较贫穷的地区也更强大。在15个西方国家中，共产党 
的选票主要来自于都市化程度最差的国家中最都市化的区域。 ® 
意大利共产党力量的中心是经济繁荣的北方，而不是贫困不堪的 
南方。印度共产党影响最太的地区》是识字率最高的克拉拉和工 
业发达的加尔各答，而不是经济较落后的炖区 * 在斯里兰卡， 


①马努斯：米徳拉斯基和 m 蒙德. 坦持： 《关子拉丁美洲政治不稳定的 一种理 
论 》 (Toward * Theory Political rastabitit ^ in Latin America ) t 《和平 
研究杂志》第 4 期 （1967 年） * 第215页。另外 f 罗伯特 * D ■ 柏特南 (Robert D • 
Putman ) 发现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但不是社会动员）和军人干涉之间存在着正比关 
系，见《探索军人干涉拉丁美洲政洽原因的尝偿》 ( T^ard Explain ! 城 Military 
Intervention Latin Ameriean Politics ) * 《世界政洽》第 20 期 （1967 年 10月 ） j 
第 9 i _ g 7 页 e 

⑦伯特 * F • 霍斯利茨 （Hoselitu) 和迈 ft • 毕纳 (Weiner) 《印度经济发展与 
政治稳定》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India), 《争 
遐》 CDissent ) 第 8 期 （ W61 年春），第173页。 

® 威顶，科恩 茨痒： 《太众社会的政治》 CTlie Politics o£ Mas$ 弘 ciety), 伊 
利诺斯州，自由出钣社 19 S 9 年版 • S 143-1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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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分子势力很强的地区，基础上是西化程度最高的地 
区”，以及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 ® 总之，这些国家 
中的暴乱和极端主义活动恰恰集中于那些现代化中的地区，而不 
是仍处于传统状态的地区。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不仅造成政治不安定，且二者的发展程度 
也密切相关 a 西方国家历史中有极力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 
点 3 霍恩豪泽指出 t «数量众多的民众急遽地浦入新兴的都市化 
地区，必然引起群众运动。”同样，欧洲，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 
的历史发展表明，《何处工业化发生迅速，何处就会形成前工业 
化和后工业化两种不同状况的鲜明分野，在这种地方，更容昜出 
现激进的工人阶级运动。” ©在 1935—1962 年间的67个国家中， 
现代化8项指标 〈初、 高等教育、卡路里消耗量、生活消费水平1 
广播事业、幼儿死亡率、都市化、识字率和国民收入）中的6项 
指标的综合变化速度，与这些国家在 1955—1961 年间的政洽不稳 
定吠况的相关系数为.647。“无论用静态方法，还是用动态方 
法来衡量，走向现代性的变革速度越高，政治不稳定的程度也越 
高。”一个 不稳定国家的全貌是》 

它处于现代性的影响下，巳冲琥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正面 
对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压力，遵受着新的、“更好的”经济 
生产方式和经济保障方式的冲击，由于现代化的变革进程，特射 
是由于政府无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期望，而受到挫折。 ©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本世纪之所以普遍动荡不安，主要 
是因为这些地区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比较早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 

— © 威廉 * 番华德 ' 里金斯 CWUliam Howard Wriggins) ； 《银 兰： 一个新兴国 
家的困堍》 (Coylon ； Dilemmas of a New Nation) t 普祐斯 ® 大学出版社 : Wfifl 年 
版 _ 第 134—135 页、第 135—140 页， 

②葎恩豪泽 (Horti^auser) , 《大众社会的政洽》第 14S 页；西麼•马丁 •李臂 
塞恃 (Seymour Martin Lipset) , 《政洽人 》 （Political Man) , 纽约,花园城 
双曰出版公 31960 年版，第 63 页 * 

® 康罗 (Conroe) , 《跨国家的 分折 》 C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第 65 
*73 页，第沉一 871 费尔阿本徳！《放肆 行为》 I 第邛 3—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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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快得 多。 在欧洲和北美，现代化进程巳持续了几个世纪，在一 
个时期内一般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村一项危机，然而，在非西方 
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 
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渚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 
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早期现代化国家对晚期现代化国家的《示 
范作用”先是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尔后又加剧了+们的挫折感。 
按照西里尔•布莱克的公式，各国为巩固现代化领导集团的权力 
所需时间的长短，可以反映出这种变革速度上的差别。对第一个 
现代化国家——英国来说，这个时期横跨了 183年 （1649 — 1 B 32 
年），美国是第二个现代化国家,它为此花费了89年 （1776—1865 
年〉。 对拿破仑统治时期 （1789—1815 年）开始走向现代化的13 
个国家来说，这个阶段的平均时间为73年。但是，本世纪最初30 
年内开始走向现代化，60年代形成现代化领导权威的26个国家 
中,有21个国家在此阶段的平均时间仅为29 年。 ①卡尔 • 多伊奇 
也循着同样的思路认为，19世纪现代化中国家社会动员的主要指 
标大约以每年0,1%的比率发生变化，而20世纪现代化中国家社 
会动员的主要指标却以太约每年1%的比率发生 变化。 显而易见， 
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是很高的。更力显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构成亚非拉国家基本特征的政治不安定和动乱，是与这些国家穷 
力追求社会、经济变革和发展直接相关的。 

社会动员和不安定。社会动员和政治不安定似乎也直接相 
关。都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髙、传播媒介为大众所利 
用，都提高了人们的追求与期望，如果它们得不到满足，那么这 
些追求和期望就会刺激个人和群体参与到政治中去。在缺少具有 
适应力强和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參与的犷大就意味着不 
安定和暴乱。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造成不安定，这神相矛盾 
的现象在这里也会以非常显著的形式表现 出来。例如， 在 eo 个国 

① 西里尔 .E . 布菜克 (Cyfil Black) F 《现代化的动力》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 纽约， 哈泊一罗出 版公司 1966 年版， 第 90—9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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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小学入学率与革命发生的频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一_84。 
相反，在个国家中，小学入学率的变化速度与政治不安定之间 
的相关系数为 _61 s ①大众启蒙的速度越快，政府被推翻的次数 
越多。 

在一些国家中，教育的迅速发展对政治安定的影响是很明显 
的，例如，1948—1956年间的斯里兰卡，教育系统得到了迅速发 
展。“学习本地语言的学生数量增加，虽使一些人的抱负得以实 
现，但却在受过语言方面教育的中等阶层中造成了新的社会压 
力，”很明显，政府在1956年的选举中倒台及以后的6年中其政 
局的日益不稳定，与此直接相关。 © 同样，本世纪50年代的南朝 
鲜汉城，曾是“世界最大的教育中心之一”。据估计，1960年朝 
鲜法律院校的毕业生人数约为全国法律人才需求《的18倍。在初 
级教宵方面，其发展则更令人惊沱，1如5年识字率不到 2 0%,到 
了60年代初猛增为60%以上。 © 人们意识能力的这种发展，可能 
要对60年代初期南朝鲜的政治动乱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这种动 
乱的主要原因是学生闹事 * 的确在60年代，南朝鲜的民族主义军 
人政权、缅甸的社会主义军人政权以及泰国的传统军人玫权，都 
曾为高校学生和无业大学毕业生的问题大伤脑筋。由于许多现代 
化中国家无计划地发展髙等教育，使有技本的大学生的数量与国 
家的需求不相一致，结果造成了一种普遍的、荒.谬的状况 i “在 
—个国家中，熟练工人奇缺，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过剩 © 

一般来说，失业者以及么怀离异和不满情绪的人所受教育的 


①坦持和米德!拉斯基，《关于拉丁美洲政治稳定的一种理论》，第 272 K ， 引.自 
拉梅尔 ( Rummel ) ,索耶 ( Sawyer ) , S 特、格茨科 （ GuetzfcOw ) 的《民族国家的 
尺度》 （Dimensions of Nations ) ;康罗： 《 fW 国家的分析》，第66贝 * 

©里金斯： 《锡兰 t 一个新兴国家的困境》，第11?氕1笫 MS 页。根据费年阿本 
德、内斯氏德以康罗的标准，锡兰的不稳定性是 从 1 舛 3—1954年的3 : 0.12 上升夫 i9SS 
一 1%2年的4 : 0.89- f 见康罗 《跨 国家的分析》表一 a 

③ 格雷戈里 * 亨德森 {Gregery Henderson) ，《朝鲜：旋风式的政治》 （Korea; 
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A) r 哈憐大学出版社， 1968 年版， 第 170 页。 

④ m 斯利芡和韦 纳* 《印度经济发 m 与政洽说定》，笫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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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度越高，他们的破坏性行为就会越激烈。心怀离异情绪的大学 
毕业生会等划革命 i 技校或中专毕业生则会预谋政变；而小学毕 
业生只从事一些更频繁却无关紧要的政治骚动。例如，在西非， 
“虽然这些小学毕业生心怀不满，但他们并不是重大政治事件中 
的核心人物，而只是追随者。他们所挑起的政治骚动并不表现为 
革命 f 而只表现为纵火、殴斗、恐吓等直接针对政治对手的活 
动。”① - 

初等教育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題，曾促使一些国家的政府 
重新制定它们的教育政策。1958年，在尼曰里亚东区举行的一次 
关于教育问题的辩论中，阿茨奇维 < A Z ikiwe ) 指出，初等.教 
育会成为“徒劳无益的社会公共事业”。一位内阁成员还蓍告 
说，英国曾遵循的是“首先发展工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然后才 
实行免费教育的模式。绝不能先实行免费教育，因为必须拥有可 
供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只有工业、商业和贸易才能提 
供大量的职业。 • 我们必须考虑再三，不要在将来形成失业的 
政治问题 3 ” © 文化人和半文化人会给导致不安定形势的极端主 
义运动提供后备军。60年代，缅甸和埃塞俄比亚的人均国民收入 
周样低下，但后者却 fc 前者安定，这大概正因为埃塞戢比亚人的 
识字率不到5%,而缅甸人的识字率达到45%的缘故 a © 再如，共 
产党人在古巴得势时，古巴的识字率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居第四 
位。在印度的各邦中，克拉拉的识字率占第一位，然而恰恰在那 
里选举出一个共产党人的政府。显然，共产主义通常对有文化的 
人更具有感召力。人们曾为应付由于使大批文盲获得普选权所引 
起的种种问题而花费了很大精力》有人认力，若大部分选民没有 
文化，民主便不能很好地 实行。 但是，文盲的政治参与可能比有 

① 戴維， 阿伯内西与恃宫弗，库姆 （DaTLJ Abernethy and Trevor Coomhe) t 
《发质 $ 国家的教胄与政治 》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n Developi he Coumries)» 
《哈佛教宵评论》第 35 期 U 965 牢夏） * 第292页 0 

② 同上第 501K 

③ 多伊奇，《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第 496 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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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政治参与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危险性更小。后者通常怀宥 
较高的期望，并向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此外，文盲的政治参与 
容易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有文化人的政治参与更容易象滚雪 
球似地扩大， M 政治安定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影响。 

经济 | 展和不安定。社会动员提萵人们的期望，经济发展也 
许会提高 i 个社会满足这些期望的能力，因此，经济发展应该有 
助于减少社会的挫折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不安定。另外，也许 
经^的迅速增长会创造出许多创办企业和就业的机会。这些机会 
能使人们把政变的野心和才能用到賺钱方面。然而，我们也能从 
—个相反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即经济发展本身也是一个产生不 
安定的过程；为满足期望所需要的社会变革，实际上恰恰会提高 
人们的期望。有人曾指出，迅速的经济增长会 

<1>瓦解传统的社会群体（家 族、 阶级、 种性〉 ，而增加 
“落魄者及境使其容易参加革命抗议活动的人的数量” @ 

(2) 产生一些不完全适应和同化千既存秩序的暴发户，他 
们要求与新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权力和社会 地位* 

(3) 增加人口在地理上的流动性，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狃带， 
特别是刺激人们从农村向城市移居，这会带来离异情绪和政治极 
瘸主义》 

C 4) 使更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从而扩大了贫富间的差 
别 I 

(5) 增加一些人收入的绝对数量，却不能相对地保证他们 
收入增长幅度的一致，因此增加了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不满 I 

(6) 要求对消费进行一般性的暇制，以促进投资，结果引 
起公众不满1 

<7> 提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增加了传播媒介搿民众的影 


①旻库尔，奧尔森 CMancur Olson) ，作为不稳定性因素的 © 速增长 》 （Rapid 
Growth as a De&tabiibing Force) ，《经济史杂志》第 23 期 （ 1963 年 12 月）第 S32 
洱。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这一系列的不稳定性后果主要引自奥尔森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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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一切使人们期望的增长超过了满足这些期望的能力, 

C 8) 加剧地区间和种族间在投资的分配以及消费问題上的 


冲突； 

C 9) 增加群体组织的能 M , 以及群体强迫政府满足 其要求 


的力量，而政府却不#、•有满足其要求的能力。 

如果上述关系是有道理的，那么经济增长不仗会用某一种速 
度改箐着人们的物质福利，同时还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 
社会挫折感。 

迅速的经济发展与政洽不稳定之间的联系，在托克维尔对法 
国大革命的论述中得到了经典性的说明。他指出，在法国大革命 
前，“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国家经济繁荣。” 

“这种不断增长的繁荣，来能安定民心 * 却到姓激起了人们的不 
安情绪，”并且，《恰恰是在法国经济状況改善最明显的地方， 
民众的不满达至顶峰。”有人曾指出，在宗教改革、英11革合、 
美国革命前都曾 m 现类似的经济繁荣， is 世纪末 a 世纪初英囯的 
鞞遍不满与骚动也是在经济繁荣之后发生的。同样，墨西哥在经 
历了20年惊人的经济发展后，爆发了革命。 1 Q 55 至19叨年间，亚 
洲和中东发生暴动的激烈程度与暴动发生前 7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的增长速度有着密切关系，尽管拉丁美洲的情形并不完全― 
样。30年代到50年代，印度的历史发展经验也表明， “经 济发展 
不能促进政治安定，却容易造成政洽动乱①所有这些事实同 
美国军队中的某一现象很一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各军兵 
科中空军的晋升最频繁、最迅速，但对晋升的不满情绪在空军里 


克维尔， 《旧 政休与 法闰革 命 & (The OM Regime and the Frenct R ⑽- 
I tit Jon ) 纽約，花园城双日出版社 19SS 年版 * 第173页、第 175 页； 克兰.布林顿 
〔Crane Brinton) , 《对 革命的 剖析》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纽约， 
文塔洽出版公司 19S8 年版第奥尔存 * 《作力不稔定怜因素的迈逮增丧》，第 
S 44-547 K ? 坦特和米德拉斯甚> 《芜于拉丁美洲政治稳定^种理论》 % m - 2 U 
撢斯利芪和韦纳，《印 度的经 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第1打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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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最普遍 u ① 

有大置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迅速的经济发展与政治不安定之 
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但从更宏观的角度來看，两者间的联系又 
是很模糊的 e 50年代在53个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与国内集团暴 
力之间的相关系数略呈负性，为-.43。联邦德国1日本1罗马 
尼亜、南斯拉夫、奥地利、苏联、意大利和捷克在经济增长速度 
芳面都很髙，却几乎没有发生国内暴乱玻利维亚、阿根廷、洪 
都拉斯、 印度® 西亚诸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极其缓慢，甚至出现倒 
然而却有很多人死于国内暴乱《同样，在70个国家中，1935 
—1962 年间的国民收入变化与 1948— 1962年间的政治不安定状况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34, 而同期国民收入变化与玫治安定状況 

表1 一 4 经济迅逋增长与政治不安定 


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年增率 

m 

■ 

o 

O 


很高（60%以上） 

B 

■ 

m 

B 


髙(4%—5.9%) 

画 

m 




中等（2%— 3.950 

■ 

■ 

■ 

D 


低（1%—1.9%) 

■ 

9 

■ 


■ 

很低（1%以下） 

■ 

■ 

B 

B 



■ 

■ 

■ 

m 

■H 


资料 来源/ 拉西特等编， <世界政洽和社会指标手册 s 。 


①见塞桀尔 * A ■ 斯拓夫 (Samuel A . Stouffer) 等， 《美国 的军人》 (The 
American Soldier) 耷林斯顿大学出肢社 1949 年版，第一卷，第 2 51—2S8S、 第 27S 
■ —276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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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笑系数为- .45。 尼徳勒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发现，在拉 
丁美洲那些政治参与程度很高的国家中，经济增长是其制度上安 
定的先决条件。① 

这种相互矛盾的证据说明，经济增长与政治木安定之间的关 
系肯定是很复杂的。或许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上会有不同的表现。一方而，必须先有某种程度的经济增长，才 
可能出现不安定。由于真正贫困的人由于太穷而无心过问政洽， 
无力进行示威抗议，所以那种简单的贫困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而 
且他们处世冷漠，对政治漠不关心，传播媒介和其它提高人们期 
望、促使人们参与政洽的外界刺也对他们影响甚徹。埃里克 
* 霍弗 （Eric Hoffer ) 指出： “赤贫的人对周围的世界怀有畏 
惧之心，不易接受社会变革 e ……因此，存在着一种与特权阶级 
的保守主义一样深刻的贫民保守主义，并且后者同前者一样，都 
是力图使既存社会秩序永久化的一个因素。”©在这里，贫穷本 
身成了防止产生不安定的屏障。常力喂饱肚子而操心的人，不太 
愿意考虑社会变革的大问题。他们只关心微小的但却是必要的改 
良，却不关心现存秩序的根本改善，因而成了 社会边缘人” 
( marginalistV 和渐进主义者 6 社会动员是产生不安定的必要 
条件，同样，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也是为产生不安定提供手段的 
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中，经济增长的 
高速度与政治稳定是一致的。上面谈到的经济增长与不安定的反 


® 康罗： 《垮国的分祈》第《 _69 页；马丁 . C . 尼德簕 (MartinC * Needier )； 
《拉丁美掛 : 的政洽发展：不稳 fe 、 暴力与进化性变革 》 (Political DeTdopmeat in 
Latin America: Tnstabilitj - , Violence and Evolutionary » 纽约，拾贝 

出版社如将出 “ ，第 S 章。 

@ 诶里克 * 翟弗，《真正的信 仰者 》 （The True BelieTer 〉 ， 邊 约，新美洲文 
库， WS1 年版 * 第 17 贝；丹尼尔，戈德里克 CD&niel Goldrich ) ,《计算拉丁美洲 
社会革命可能性的尝式：一些方向性的概念与个案研宄 》 (Toward an Estim^e of 
the Probability CJf Social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 Some Orienting Con¬ 
cepts and ^ Case Study) t 《百年评论》第 6 期 （ 1962 年复 ） ，第 394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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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从同一种角度分析高度发达国家和低 
度发展国家的结果。经济发达国家与经济欠发 达国窣 相比，具有 
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且较为稳定。与其它社会指标不同，经济 
增长率更容易与社会发展水平保持同向变化，而不是逆向变化。 
从一定的角度看，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不与政治动乱相 
联系， 在43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500美元的国家中，经济增长 
率与因国内集团暴力冲突而死亡的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力一 .07。 
因此，经济增长率与政治不安定之间的关系是随经济发展水平的 
不同而变化的 t 倘若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那么二者间存在着正比 
关系,倘若是处在中等经济发展的水平，二者则近乎无关 联性* 
倘若经济发展_水平很高，二者间便存在着反比关系。 

差距假设。社会动员比经济发展更具有不安定作用》社会动 
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使现代化对政治安定产生了一定的冲 
.击。都市化、识字率、教育和传播媒介的发展，使传统人受到新 
的生活方式和享受标准的影响，受到满足人们需要的新的可能性 
的诱惑。速种经验摧毁了传统文化在人们认识和观念上设置的屏 
障，提高了人们期望和需求的水平。但是，期望本身的增长比转 
变中的社会在满足这些期望方面的能力的提高要快得多6因此， 
在人 fH 的期望与现实可能之间，需求的形成与需求的满足之间， 
以及期望的功能与生活水平的功能之间 f 形成了一个差距。©这 
种差距引起了社会挫折感和不满足感。实际上，这种差距的程度 
最测定政治.不安定程度的一个恰当标准。 

社会挫折感与政治不安定之间关系产生的原因，并不象表面 


①这些术诏是多伊奇宠用的，見《社会动员与经济发展》，第 493KCI 磨姆 斯 ’ 
C . 戴维斯 （ James ， C ， Davies) : 《探対革命浬论的 尝试 》 (Toward a Theory 
of ReToJutton), 《美画 社会学评论》第 27 期 Cl%2 年 2 月） ，第 5 页； S 尔 •阿本 
德： 《放肆行为》第 256— 262页 i 査理斯 ■ 沃尔夫 （Charles Wolf) : 《外国援助： 
南亚的理论与实线 》 （Foreign Aid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outhern Asia ) ，普 
林斯爾大学出版社，第 296 页； 坦特和米谭拉斯基 s 《关于拉丁美洲玫治不稳定的一 
神理论》第 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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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起来那样简单。在很大程度上，这神关系的产生，乃是由于 
缺少下面两个中介 变量： 社会和经济流动的机会，以及具有适应 
性的政治制度。虽然清教徒主义者、经济上的革新家以及具冇献 
身粮神的革命者的目标，在性质上是有差异的，但他们炻有的期 
望却都是很高的，并且他们的目标和期望都是高度社会动员的产 
物。①因此，由于社会挫折感所产生的政治参与的裎度主要取决 
于传统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性质，不难想象，如果传统社会 
«开放”得足以提供那种社会和经济流动的机会，那么这种社会 
挫折感就可以被消除从一定程度上说，大多数现代化中国家的 
农村相对稳定，这恰恰得益于都市化从外部为农村提供了横向流 
动 〈都 市化）的机会。与此相反，城市中几乎不存在纵向流动 
(即职业和收入的变动）的机会，这对城市的稳定局势产生了不 
良影响 - 然而,除去都市化以外，大多数现代化中国家的社会和 
经济流动的机会很少。只有极个别的几个国家，其传统的社会结 
构可以促进经济活动，而非政治活动。在传统社会中，土地和其 
它财富力少数人所把持，成为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所控制。传统社 
会的价值观与商业活动往往是敌对的，因此，只有一国中的少数 
民族才专门从事商业活动（诸如，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和亚美尼 
亚人；东南亚的中国人；非洲的黎巴嫩人）。另外，从西方引进 
的某些现代价值和观念通常强调玫府的首要作用 c 如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这样，就使活跃人物也不愿从事商业活动。 

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参与便成了社会活跃分子进取的道路。 
社会挫折感促使人们向政府提出秭种要求，并导致了政治参与的 
犷大以满足这些要求，由于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很低，对政府提 
出的要求很难或不可能逋过合法渠道予以表达，也很难在政治体 
系内部得到减缓与聚合。 因此， 、.政治参与的急剧增长会引起政治 


①兴于崁就与吳产主 X 之间的关系，见黢维 ■ c . 麦克莱兰 (David C * Me Clell- 
end) 的《进取中的社会》 (The Achieving Society^ 普林斯说，范班斯恃兰想出 
肢公司 1961 年版，第 412— 4JL3 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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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安定。 现代化的影响包舎下商几种关系, 


(1) 

社会动员 
经济发展 _ 

社会挫折感 

(2) 

社会挫折感 
流动机会 

=政治参与 

(3> 

政治参与 
致治制度化 

=政治不稳定 


由于大多数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下，且缺少流 


动机会，所以社会挫折感与政治不安定便发生直接的关联。有一 
项研究分析了两类不同的国家，第一类有26个国家，其盡求的形 
成与需求的满足之间的差跑较小，《整体挫折感”也 较低， 在这 
些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 〈阿 根廷，比利时、法国，黎巴嫩、摩洛 
哥和南非联邦）的政局极不安定 } 第二类是36个具有髙度“整体 
挫折感”的国象，它们需求的形成与需求的满足之何的差距较 
大， 其由负有两个菌秦（菲律宾和突尼斯）的政局很安定。挫折 
感与不安定的总体相关系数为.50。在印度各邦，共产党对选民 
的影响力很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各邦的社会动员与经 
济福利间不同的比例关系决定的。同样，在拉丁美洲，宪政的稳 
定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函数。政治参与的显著发展如不相应 
地伴随着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引起不安定， ® 

这样，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不安定，主要取决于斯童与现实 
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这种差矩是由于期望的逐步升级引起的。这 
种现象特别容易发生在现代化的初期。但有时这种差距也可能不 
是由期望的升级，而是由满足期望的可能性降低而引 起的。 在— 
段持续的经济增长之后，紧跟着出现的显著的经济衰退，通常会 
引起革命 8 178 S —89 年的法国、1687—找年的英国， 1-774—1775 
年以及1842年道尔 ( Dorr ) 叛乱以前的美国， 1915— 1953年间 

①费尔. 阿本 德 ,* 放肆行为》第 259K; 沃尔夫 t 《外国 援助： 南 亚的理 论与实 
洩》第 9 章：尼德勒，《拉丁美洲的政治发不稳定、暴力与 进化怯 变革》第 S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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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受謓一次世界大战影响）的俄国 ，1952 年的诶及，以及 1952—1 SS 3 
年（当卡斯特罗第一次向巴蒂斯塔发动进攻时）的古巴，都出现 
过这种经济衰退。在拉丁美洲，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时期，较少 
发生军事政变,而经济恶化年代，军事政变則发生得极为頻 
繁。 ® 

不平等与不稳定。 亚里士 多德在评论希腊的政治变迁时说, 
“在所有情况 T , 我们总是能够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 
按照政治不平等的定义，政治不平等几乎是政治不安定的一个 
内在原因^那么，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安定的关系如何呢？由于 
缺少有关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数据，因此很难考察经济不平等 
与政洽不安定之间的联系程度如何。在18个国家中，税前收入的 
不平等指数与政治暴力死亡人数的相关系数为 .34 i 在另外12个 
国家中，税后收入不平等与政治暴力间的相关系数 为36。 @此 
外，还有更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土地占有上的不平等与政治不安 
定之间存在着联系。拉西特通过研究47个国家的情况，发现，土 
地占有方面的不平等指数与国内集团暴力冲突之间时相关系数为 
. M e 这说明，土地占有上的不平等与暴力事件发生的頻率之间 
的相关性较低 e 然而，若把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考思在内 
的话，土地集中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就相当密切了往—个农业 
比重很高的国家中，假定农业人口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较小》那 
么土地占有的不平等就会更直接地引起暴力。事实的确如此 • 在 
农业国家，土池占有的不平等与暴力的相关系数大约是 ® 

① 戴维斯，《探讨革命理论的尝试》第5页 t 坦恃和米德拉斯基，《关于拉丁美 
洲政治不稳定的—种理论》马丁 ‘ C • 尼徳勒，《拉丁美洲的政洽发展，军人干預》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atia A . tntrica ) t 《美国 
政治学评论》第 60 期 （1966 年9月），第— 61 S 页。 

② 亚里士多徳， C 玫治学》，第 20 S 页。 

③ 拉西特等编 t 《世界政洽与社会桕标手 册》， 第272洱* 

④ 布鲁斯 • M . 拉西特 ( Russett ) , 《不平等与不稳定：土地占有与政洽的关 
系》 (Inequality &nd Instability ； The Relation of Und Tenure to Politics 〕 。 

^世界 政淦》 第 1& 期 U 964 年4月），第442—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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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通过两种方式引起经济不平等，进而引起政治不稳 
定《第一，贫穷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通常比经济发达国家 
更不平均。 ® 在传统社会，这种不平等被默认为是自然生活方 
式的1部分=然而，社会动员会提高人们对不平等的章识，并会 
对此产生怨恨。新观念的大量涌现会使人们对旧分配方式的合法 
性产生怀疑，并启发人们思考较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可行性和合理 
性。显然，实现分配制度的变革要通过政府。但那些控制着收入 
的人，通常也控制着政府》这样，社会动员会把传统社会的经济 
不平等转化为造反的摧 

第二，从长逸看，经济发展当然会创造出出传统社会更为平 
等的收入分配方式 # 但是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往往是 
扩大妆 A ' 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成果常常被少数集团所垄 
断，而由此产生的弊害却会由多数人去分担。结果，穷人的数量 
实际上是在增加。经济的迅速増长常常会带来通货膨胀，而通货 
膨胀会使物价上涨高于工资的上涨，由此产生财富分配更加不平 
等的趋势。在西方法律制度的冲击下 v 非西方社会的公有土地所 
有制形式常常被私人所有制形式所取代，这可能造成土地占有的 
吏加不平等。此外，在不太发达的社会中，较现代化的非农业部 
门的收入分配一般比农业部门更不平等。例如1 95 0年，在印度的 
攻村 ，5 %的大户占有全部收入的 28,9 %,但在印度的都市 ， 5 % 
的大户却获取了全部收入的 61*5 % e ©从总体上看，农业欠发达 
国家的收入分配比饺迆比重较大的不发达国家更平等。因此，拿 
这两种国家的非农业部门作比狡，前者的 收入分 、配也必定比后者 


① 见西漀 * 库茨内茨 （Simon Kuzfiets) f 《国家经济增长 的鱼的表现： 以规模 
为依据的八级枚 A 分布 》 fOualiUtiTe Aspects of tlie Economic Growth of N&- 
tjoRS. Vlll h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y Size), 载《经济发展与文化 j 变革》第 11 
肌 k6my 联合国社会委 员会： 《关子世界社会拷况的报呰》，纽约 > 19 兑年版， 
第 132— 133 炱；冈纳，麦尔达尔 I (Guimar Myrda]) 《国际经济 > (An Interna^ 
tional Economy) 纽约，哈珀 b 版公司 1 朽 6 年版，第 133 页。 

② 库茨内茨：《国家经济增長的置的表现:^ • ■第 46—SS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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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平等。 

在某些现代化中国家，经济增苌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桕当明 
显。墨西哥革命前20年，经济不平等的发展极其迅速，在土地占 
有方面表现得允为严重。在 5 CI 年代，墨西哥和整个拉丁美洲的贫 
富差别 f 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同时期，菲律宾也出现了同样的趋 
势。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 t 巴基斯坦的经济迅連增长，引起了 
“收入状况的极端悬殊”，并越来越造成了 “社会金字塔中最低 
阶层的经济状况相对恶化”。①在非洲，独立给一小撮掌权者带 
来了大规模聚敛财富的好机会，而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毫无改 
善，甚至有所下降。在一个殖民地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独立实现 
得越早，它强加于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的不平等就越大 D 

经济发展扩大着经济的不平等，同时社会动员却降低了不平 
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造成了政治不安 
定。 


三、现代化与腐化 

腐化，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显 
然，腐化总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在不同的社会中，腐化的 
程度有高低之分》在同一社会中腐化现象在进化时期比在其它时 
期更力常见 。 有证据表明，腐化的程度可能与迅速的社会经济现 
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18世纪和20世纪，美国的政治生活似 
乎不象19世纪那样腐化> 而英国的政治腐化则在18世纪至19世纪 
前叶最猖獗 ，英国 和美国政治生活腐化的高峰期，与工业革命 

@古斯塔夫 • F ‘帕链内克 (Gustav F - Papahefc ) ,《巴基斯坦的 发展： 社会 
目标与私人韵机》 ( Pakistan's Development Social Goals and Privat lotentives ), 
哈佛太学出版社 1%7 年 Mr 第 20 7 页、第 72 页、第 176— 173页 & 另见巴尔巴拉，沃捻 
(Barbara Ward ) 对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1965年3月11日讨论会的评论 0 还见 
戴维■沃戕尔 (David Wurfel ) «菲律饵的 选举： 对 K 主制的 支持 》 （The Philippine 
Election : Support for Democracy ), C 亚抝 视察》 筇 2 期 （1962 年5月），第25 页； 
约鞠 * J . 约 翰逊： 《拉丁美洲的军人与社会 》 (Tk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Uti n 
America ) # 斯坦塥 大学出版社 19&4 年歧,箄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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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新的财富和权力源泉的形成以及向政府提出新要求的新 
兴阶级的出现是同时发生的，这难道仅仅是一神巧合吗？在这个 
过程中，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制度负重极高，并出现了一定的腐 
败。当然，腐化是衡量政体是否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个尺 
度。 一 旦政府 官员缺 乏自立性和凝聚力，他就会利用自己在制度 
中的角色，去满足外部势力的要求。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腐化 
现象的普遍程度也会不同》但在大多数文化区域中，腐化在现代 
化最剧烈的阶 段更为 盛行。欧美现代的政治发达国家的腐化与亚 
非拉国家的腐化，在程度上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基本上反映了 
它们在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方面的差异》当军政府头目和革命 
运动的领袖在遣责社会的“腐化”时，他们实际上是在遣责本国 
的落后。 

现代化为什么会产生腐化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 — ， 
现代化包括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变化。具体地说，它意昧着社会各 
群体逐步接受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以成就为根据的准则，意味着 
个人和群体对民族国家忠诚感和认同感的形成、以及公民对国家 
拥有同等的权利并负有同等义务的观念被普遍承认*这些准则通 
常首先为学生、军官及其他在海外受过熏陶的人所接受，然后他 
们开始用这痤新的外来准則，评价自己的社会。按照传统的准则 
是合法的，可接受的行为》在现代人的眼中却成了腐化的和不可 
接受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现代化中社会的腐化与其说是行为 
背离了公认的 准则， 不如说是准则背离了既定的行为模式。新的 
是非标准至少会把某些传统行为裁定为腐化行为。—位学者在谈 
到尼日利亚北部的情况时说 I “英国人视力腐化、蒙萨人视为暴 
虐的行为，富拉尼人却认为是传统的和天经地义的①另外， 
对某些旧准则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容易摧毁所有旧准則的合法 


① M . G . 史 密斯， 《豪萨入玫治腐化的历史和文化条件》 （Historical Culm - 
r 典 I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A^oag the Hausa) t 《社会与历史的比 
较研究:》第 6 期 （1964 年1 月） * 第 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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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现代准则与传统准则的冲突给那些企图从屮钻空子的人提供 
了机会。 

谈到腐化，首先要求对公共角色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差别作出 
某种承认。如果某个社会的文化对国王的私人角色和公共角色根 
本不加区分，那就无法指控国王挪用公款以肥私。在西欧，国王 
的私人开重与公务支出之间的区分，是近代初期才逐渐形成的 # 
只有在槪念上确定两者的区别，人们才能判定国王的行为是食法 
的，还是腐化的，同样，按照许多国家的传统规范，一个官员有 
责任和义务任用其亲属，并给予俸禄。官员对国家的义务与对家 
庭的义务，是完全混为一体的。只有当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承 
认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才可能把这种行为确定为裙带关系和腐 
化。此外，成就标准的应用会剌激大家族的认同感，使他们更惑 
到有必要保护家族的利益，以抗拒外来威胁。因此，公私利益的 
区分是伴随着现代&而产生的，而腐化则是这种区分产生的结 
果。 

其次 ，现代化由于开创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而容晷产生腐 
化，因为占统洽地位的传统规范并没有对它 fn 与政治的关系加以 
界定，而界定这种关系的现代规范又未被主要社会集团所认可。 
从这一意义上说，具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兴起，以及他们在政 、治 
领域中力图产生影响的尝试，造成了腐化的产生。当政治体系不 
能及时地适应需要，提供公认的、合法的渠道，把新兴集团纳入 
政治体系时，腐化可以成为达到此目的的非正常手段。在非洲， 
腐化“在政权大揽者和财富控制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可以 
使两个在民族主义玫府初建时期明显分离的阶级彼此结合滲 
透。”①新的百万富翁通过贿买参议院或上议院的席位，而成为 
该政治体系的参与者)一旦这种腐化政治体系的路被阻断，他们 
很可能会成为异己的反紂者。同样，刚得到选举权的民众与新来 

① M . 麦克马伦 （M . Mtmullsn ) , 《关于 腐化的理论 》 f A Theory of Cnr - 
ruptioiO , 载《社会学评论第 9 期01961年7月; I ，第1%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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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会利用其选举权从地方政客手中购买就业机会和其它好 
处。因此，有富人的腐化，也有穷人的腐 彳匕， 后者用政治权利换 
取金钱，前者则用金钱贿买政治权力。无论在琊神情况下，都是 
在用出售共益（选票、公职和决策）的办法谋取 私利。 

第三，现代化通过扩大政治系统输出功能促迸了腐化的产 
生， 特别是在后期的现代化中国家，现代化意味着政府权威的扩 
张和受政府管理的活动的 增多。 在尼日利亚北部，“豪萨人中的 
压抑和腐化随政治集权化和政府职能的增多而与日俱增。”正如 
麦克马伦所指 出的： 法律会使某个 集团处 于不利地位，这样该集 
团就会成为制造腐化的潜在根源 a 所以，法律增多的同时，腐 
化的可_性也会增加。这种可能性是否会成为现实，主要取决于 
法律受公众普遍支持的程度、违法行为不易被察觉的程度以及违 
法行为的莸利大小。有关贸易、海关、税收的法律，以及控制赌 
博、卖淫、醚酒等普遍的谋利活动的法规，成了腐化的主要摧化 
剂。因此，在腐化泛滥的社会中，制定旨在消除腐化的严格法 
律，只会使腐化更为猖獗。 

在转变中的社会，人们在开始信奉现代价值观念时，往往会 
采取极端的立场 ：正直 诚实的观念、世界主义理想、功绩原则变 
得如此至高无尙*乃致人们把较现代化的社会中公认为正常合法 
的行为，也_斥为腐化行为。当人们在开始接触 a 代化思想肘容 
易象清敎徒那样，用不合情理的清教主义标准去衡量事物。价值 
标准的不断提高会使人们完全否定和拒绝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交易和妥协，从而把政治也视为腐化。对一个现代思想的狂热崇 
拜者来说，一个竞选人许诺当选后为村民修建一条灌溉渠，这就 
同他在选举前用金钱蹐买选票一样，是腐化行为。一些现代也 
精英是国家主 X 者， 他们强调社会整体福利具有至高无尚的地 
位。例如在巴西这样的国家，“私人影响公共政策的企图都被视 

①史密斯：《:豪萨人政治腐化的历史与文化条件》，第194页 i 麦克马伦，前引 
书，第 19 U — 191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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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固有的腐化’（卢梭语)。由于同样的原因，若政府行为顺应 
了扯会上某些特定的要求和压力，则被视为‘蛊惑人心’」在巴西 
这样的社会中，现代化分子认为，用大使职位作为酬报朋友、安 
抚政敌的工具，用政府某项投资计划报答甚些利益集团的支持， 
都是腐化行为。这种反腐化思想一旦走向极端，就会以狂热的清 
教徒主义形式出现，这是大多数革命政权和军人政权初期所共有 
的 特征。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狂热的反腐化情结与腐化本身 
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向政治的自立性提出挑战，一方是用私 
人 目标取代公共目标，另一方是用技术性价值取代政治性价值。 
在现代化中社会，价值标准的提高以及随之产生的对政治的郞 
弃，意味着现代性价值观高于社会需要。 

通常来讲，要减少腐—方面需耍把适用于官员行为的规 
范标准降低到恰当程度,另一方面需要使官员的行为有所改善， 
以适应这些规范。结果，普遍行为与普遍规范之间的和谐，将会 
取代二者之间的矛盾。某些行为会逐步被公认为政治过程的正当 
的组成部分，即“正直的”而非“不正直的受蹐” * 另一些行力 
则会逐步受到普遍遣责，并基本上被消除。英国和美国都经历过 
送一过程：在某个阶段，英国可公开出卖贵族爵位，但不能出卖 
大使职位；而美国能出卖大使职位，却不能出卖法官职位。一位 
评论家指出：“美国的状况是个大杂烩 T 政治恩赐制的范围巳被 
大大缩小，贿略高级官吏的现象也基本上被杜绝》但另一方面， 
公共生活的很多领域却仍然无从改革*在某领域被视为腐化的活 
动，在另一个领域中却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 一个社会区分 
腐化和非腐化能力的提高，便是现代化进程逐步接近现代性的标 


①纳撒尼尔 - 莱夫 (Nathanjsl Leff) , « 以 行致腐 化为手段的轻济发屐》 (Eco¬ 
nomic Development Tkrougli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美国行为科学家》 
第 S 期 （1%4 年11月〕，第132苡。 

@ 科林 . 利斯 C Col in Leys), 《腐化的难 0 是外么 ？》 (What k (he Problem 
About Corruption ?), 《现代非洲研艽杂志》萆 3 期 U 96 5 年）， 第 UO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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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的起因和功能与暴力的起因和功能颇为相似,二者皆是 
受现代化的刺激所致 I 二者都是政治制度软弱的象征；二者都是 
“执政官式”社会（我们拟在下文中讨论这种社会）的特点 * 二 
者都是个人和群体用背离政治体系的规则方式，联系和参与政治 
体系的手段。因此，拥有髙度腐化能力的社会，也是一个暴力肆 
意横行的社会 B 在某些情况下，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可以代替另一 
种手段来达到目的，但社会势力通常总是同时兼用这两种手段。 
不过，暴力盛行比腐化盛行，对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具有更大的 
威胁。在没有共同的公共自标的情 况下， 腐 化会取 代私人目标的 
一致通过，而暴力则会取代表现在公共目标或私人目标上的冲 
突。腐化和暴力都是向政治体系提出要求的非法手段，但腐化同 
时也是使这种要求得到满足的非法手段，而暴力却不以满足要求 
为目的，它是一种以示抗议的姿态，是一种更极端的离异情绪的 
象征。一个贿赂替官的人比一个用暴力攻击瞀察局的人更容易认 
同于该政治体系。 

同一般小集团政治活动或庇护主义政治活动一样，腐化给某 
些集团以直接的1特定的、具体的利益。如果杜绝腐化 * 这些集 
团完全可能背离该政治体系。因此，腐化与改良一样真有维持政 
治体系的功能。腐化是改良的替代物，腐化和改良又同是革命的 
替代物。腐化有助于减少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正如改良可 
以减少阶级要求改变结构的压力一样*例如在巴西，政府用贷 
款，使同亚工会的领导放弃了同业工会的广泛要求 o 这些背叛者 
_在戚少阶级和同业工会对政府的压力方面，是个不可忽视的因 
素。”① 

现代化进程给一个社会带来的腐化，其程度同传统社会的性 
质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性质很相关。如果传统社会本身存在着几种 
彼此对抗的价值体系或文化，那么该社会就容易滋长腐化。在一 

①莱夫，《以行政腐化为手段的经济发展》 * 箪 13 7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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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相对单一性文化的传统社会中，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的 
腐化的程度似乎与传统社会层级化的程度成反比。产密的阶级结 
构或种性制度就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规范体系，它可以调整具有不 
间地位的个人的行为。这些规范是通过个人成为某一社会群体的 
成员的社会化过程而得到实施的。其它社会群体的期望和潜在的 
制约力对这瘦规范的实旆也会产生影响。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若 
人们不能遵守有关群体间关系的规范，社会成员的群体归属就会 
产生极大混乱，并导致个人的不快。 

因此，现代化进程引起的腐化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比 
在封建制国家更广泛。例如，中国与日本相比，伊斯兰文化与印 
度文化相比，前者的腐化程度也许更为严重，有材料说明，事实 
正是如此。就西方国家而言，一项比较研究表明，与美国和加拿 
大相比，澳大利亚和英国具有“较高水平的等级选举制〃，然而 
政治腐化在美国和加拿大似乎更为严重，特别是加拿大的魁此克 
更是4个国家中腐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囷此，“阶级划分越鲜明 
的国家，政治腐化现象也越少” ® 同样在拉丁美洲，同印地安 
' 人围家（墨西哥、厄瓜多尔、危地马拉 * 秘鲁、玻利维亚），以 
及同白人与印地安人混血国家（智利、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洪 
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相比，黑人与白人混血国家（巴拿 
马、古巴、委内瑞拉、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似乎具 
有更高度的社会平等，社会结抅也不太僵化 s ”不过相对来说， 
“缺少一个地位确定的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没有一 个具有 贵族责 
任感的统治种族，”因此“毫无疑问，正是在这种社会种族类型 
的国家中，政治腐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委内瑞拉的佩雷 
斯•希门尼斯、古巴的巴斯蒂塔、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杜鲁吉罗， 
都出身平民，但在位 期间， 他 们都成 了百万富翁。冏样，“巴西 
和巴拿马贯以较‘民主的*，即较为普遍的贿赂 行为而 声名狼 

CD 罗伯持 .R . 奥尔福德 (Robert R ^ Alford} ， 《玫党与社会》 (Party and 
Society) P : 加哥，兰德，麦克;纳利出睬公司 年版， 第的 3 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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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非洲国家腐化的盛行，可能都与普遍缺乏严格的阶层划 
分有关6 —位评论家在谈到非洲时指出 （ “从贫到富的迅速流动 
以及职业间的迅速流动，阻碍了阶级现象的发展，即世袭地位或阶 
级意识的发展这种流动同样地增加了产生腐化的机会，并提 
高 了腐化的诱惑力^菲律宾和泰国均厲流动栓很高昀开放型社会， 
因此，人们对这两个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腐化现象也常有所闻。 

腐化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由于不同社会中 
用一者換取另一者的难度不等，所以腐化的具体形式也各有待 
色。 在一个积累财富机会较多、获得政治权力机会较少的社会 
中，腐化的主要形式是用前者换取后者 e 如在美国，财富往往是 
获取政治釤响力的途径，而利用职权发财者则较为少见-禁止利 
用公职谋取经济利益的规定较为严格，并普遍受到遵守》而禁止 
利用私人财富谋取公职的规定却相形见拙。各部部苌或总统助理 
感到必须辞去公职，以改善家庭生活状况的明显事实，在美国政 
治中 E 是司空见惯，但这在许多其他国家中却是令人吃惊和难以 
置信的。很多现代化中国家的状况往往与美国相反。由于传统规 
范的约束，由于少数种族垄断了经济角色 I 以及外国公司和投资 
家掌握着经济命脉，致使这些国家通过个人经营活动而致富的机 
会极为有限。因此在这种社会中，政治是获取财富的唯一途径。如 
果事业上的进取心和才能在经济领域中无法施展，那么在政治中 
却可以找到用武之地。在许多现代化中国家，一个雄心勃勃、與 
有能力的青年要通过仕途获取內阁部长职位，比通过经济活动成 
为百万富翁更容易些，所以与美国的情况相反，现代化中国家把 
普遍用公职谋取财富的做法视为正常现象，而把利用财富谋取公 


①尼德勒，《拉丁美洲的政洽发展》，第6章，第15—161% 

© 波得 .C ‘ 劳埃德 (Peter C • Llojd) , 《西尼曰利亚的政党发展 fThe De- 
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lies in Western Nigeria), 《美 S 政洽学评玲 》 M A9 
期 （195 S 年 9 月），第 695 HU 


职却看得甚为严重。同暴力一样，当社会缺少非政治的流动机 
会，再加之政治制度的软弱无力、缺少弹性，致使人们把精力用 
于从事与政治相背离的行为时，腐化便会产生。 - 

如果在一个国家中，外国人的商业性活动很普遍，就特别容 
易加剧腐化的程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外国人在用腐化手段破坏当 
地的行为规范时，顾忌甚少> -另一方面外国垄断了致富的主要途 
径，迫使当 : 地想当企业家的人去通过政治手段发家。泰勒对菲律 
宾的描述^疑普遍适用于现代化中国家，“对菲律宾人来说，政 
治是一个主要行並，是一条生活道路。政治是获取权力的主要途 
径，而权力又是致富的捷径，凭借政治影响力的帮助，是在较短 
的时间内发财的最有效的办法^ ” _3'把政治职位当作致富的工 
具，意味着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服从于经济价值和制度。政治的 
主要目标巳不是在实现公共目标，而是在促进私利的实现》 

无论哪一种社会，腐化的—（即腐化交易中私人财物与公 
共益处的平均值> 都是随着 一+ 又在科层等级或政治阶梯上地位 
的升高而增加的*然而，在政治结构或科层结构的某一层次上， 
腐化的頻率 （即持 定的人 D 群体从事腐化行为的 频率） 在不同社 
会也是4：禾相同的。在大多数政制体系中，居于政治权力和行政 
权力的下层，腐化行为的频率较高《但在某些社会中，腐化頻率 
似乎是稳定的，或随着一个人的政治权力等级的升高'，腐化的颊 
率才会 升高。 若把腐化的頻率和规模都考虑在内的话 * 中央立法 
机关的议员比地方官员更腐化》高级行政官比低级行政官更腐 
化 I 内阁部长的窝化程 度皆在上述人员之上 》 而总统或其他最高 
领导人可称得上是腐化的“冠军”-在这社会中，最高领导 
人， 如蒽克 鲁玛、萨里特、圣•马丁、佩雷斯 •希门 尼斯、 
社鲁吉罗，都利用职位获取了没有亿万也有千万的钱财。在此种 


® 乔治 -E ，泰勒 （George E • Taylor) , 《菲律窝与美国：砍伴关系的问题》 
(The Philippines a^d ttie United States: Problesus Partnership), 纽约， 
普雪格出版公司 1964 笮版，第13?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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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腐化极易加剧既存的不平等状况。能够取得最高政治权 
力的人，同时在获取最多的财富方面也拥有更多的机会。由于自 
立性本应最强的最高政治机构实际上恰恰最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 
影响，因此这种头重脚轻的腐化模式说明，该社会的政治制度化 
水平非常低下。但是只要通过政洽或科层阶梯向上爬的道路是畅 
通的，这种腐化模式就可能与政治稳定并存。不过 * 如杲年青一 
代的政治家发现自己想分享老一辈政治家既得利益的路子巳被无 


限期地堵死；如杲军队中的校官感到自己不能象将官那样升迁有 
望，前程似锦，那么读政治体系就容易铍暴力所颠覆 e 在这种社 
会中，政治腐化和政治安定的并存完全依赖于社会的纵向流 
动。 


在其它类型的社会中，腐化的情形恰恰与此相反 a 在那里， 
—个人的政治或科层等级越低，腐化行为发生的頻率就越高。低 
级行政官员比高级行政官员更容易腐化 * 州和地方官员比中央官 
员更容易腐化 I 最高领导层和内阁成员相对泡说可以完全不受腐 
化的.影响，但乡镇议会议员和地方公职人员却深陷于霧化的泥 
坑。腐化规模和腐化频率完全倒了过来。这种模式在高度现代化 
社会中是事实（如美国），但某些现代化中的国家（如 印度） 也 
是如此 o 它还很可能是共产党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模式 s 在这神 
社会中，关健是存在着一个相当强有力的中央政治制度，.它可以 
通过政治社会化使有升迁希望的政治领袖人物，接受^■套强调政 
治领导公共责任的价值规范。此外，中央政治制度的自立性和分 
化程度较高，而低层次和地方的官员和政治组织却极易与其它社 
会势力和集团纠缠在一起。这种腐化模式可以直接促进政治体系 
的稳定。社会最高领导层忠于社会政治文化所确定的行为规范， 
他们把政治权力和道德原则作为经济利益的替代物接受了下来 • 

而低级官员则映少政治她位，但却有较多从事腐化行为的机会。 
结果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样，通过腐化所得的小利会、 
使他们对领袖手中权力的嫉妒心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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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政治参与的扩大所造成的腐化，会有助于将新社会群体 
引入政治体系一样，政府管理的增多所造成的腐化也可能会刺激 
经济发展。因为腐化可以成为打破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法律或行 
政法規 的一种 手段。美国 19 世纪 70— 80 年代，铁路公司、公共事 
业公司和工业企业公司腐化州、市镇立法机关的行力，无疑加速 
了美国经济的发展。韦纳 （ Weiner ) 在评迨印度的情况时指出， 
“如果不是小费给复杂，優硬的行政体制带来一点弹性的话，许 
多经济活动都会 雍痪。 ”® 同样，在巴西的库比茨切克时代，高 
墀的经济发展和高度的议会腐化明显联系在一起，以实现工业化 
力目标的企业家柱往通过金钱从保守的农村立法者那儿尋求 保护. 
和帮肋 a 甚至有人曾指出< 请如在埃及那样的社会中，政府戎少 
腐化现象的尝试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给经济发展设置了新的屏 
障，就经济发展而言，如罘政府是偃化和过于集权的，那么廉洁 
一点儿还不如腐化一点儿力好^对于一个相对没有腐化的社会 
(如一个传统规范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社会）来说，一定程度的 
腐化会成为一种受人欢迎的润滑剂，可减少现代化道珞上的 E 
力。一定的腐化可以使一个发达的传统社会有所改善 I .伹一个腐 
化巳很普遍的社会，却不会由于腐化的发展而得到改善》 

腐化很自然会便政府行政体 系受到 削弱，或使行政体系的软 
弱无能长期得不到改菁。就 ltt 而言，它是与政治发展背道而驰 
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一定的腐 fc 有助于政党的社大，从而 
对政治发展有推劫作用《哈林顿指出》个政府的腐败将意昧 
另一个政府的读生” * ②同样，一个政府部 (7 的腐化会有助于另 


® 麦伦 * 韦貌，《短缺政 治学》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 • 芝邡哥大学出 
版 1962 年版 • 第2531又觅约瑟央 * S •奈 (Josepli S - Nye) ,《腐 tfc 与政治发巧 
代价与利益的分析》 (Comiptioii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 p 《美国政治学评论》第 61 期 （1967 年6月 ） I第 417— 427页。 

②贫姆新 * 哈林顿 (Harrington.) r 引自萨拜因 （Sabine) 的《政治思想史》 

(A History of Politiciii Thought), 纽约，亨利■踅尔恃出飯公苛 193G 年版 ，第 
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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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玫府部门的刨度化。在大多数现代化中的国家，行政部门与 
负责利益聚合和政治体系输入功能的机构相比，往往过于发达 s 
如果政府行政部门的腐化有利于政党的成长，那么政治发展不会 
因此受到阻碍，而恰恰会从中获利。如果非要把“政党分肥制” 
称作腐化，那么它只是一种轻度的腐化。 i 个官员为接受畴赂而 
把官职授予某人，这显然是使私人利益超越公共利益的行为。但 
若一个官员因某人为政党工作或捐款而把官职授予他，这只是使 
—种公共利 益服从 另一种更为需要的公共利益而已。 

从历史上看，强有力的政党组织的建立不是由于自下而上的 
革命，就是由于自上而下的恩赐. 1 S 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在利用公 
共基金和公职建立政党组织方面的经验，对人们烦有敉益 9 今 
天，在许多现代化中国隶，这一过程重新出现，并対建立最有效 
的政党组织和最稳定的政治体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较晚进行 
现代化的国家中，私人财富板其有限，因而对政党建立的贡献不 
大。与英美两国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相比，这些国家的政 
府不得不在本国的经济发展中充当更重要的角色，在政治发展中 
也同样如此 a 在20年代和30年代，阿塔图尔克用土耳其政府的财 
力物力， 促进了 共和人民党的发展。墨西哥革命党在1929年仓 Wk 
后，也从政府的腐化现象和政府资助中受益非浅。抑年代初期， 
朝鲜的民主共和党是在政府人力物力的直接帮 助下建 立的。以色 
列.的劳工联盟党和印度国大党的力量源泉也主荽是政府的资助。 
在西非，腐化的部分原因是为满足政党发展的需要。当然，在这 
方面最突出的还是共产党，他们一硿上台，就直接使政府行玫部 
门和资源为实现该党的目标服务 a 

:为发展政党而腐化行政部门的理论的出现，并 不是仅 仅由于 
偏爱一种组织两排斥另一种 组织。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 
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尤其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发展的产物。 
因此，从远观点看，_要减少腐化就需要使这神参与钽织化和程 
序化。政党是现代政治中可以履行这项功能的主要 制度。 缺少组 

70 - 



织性，玦少公认的权威模式以及让会集团间缺少稳定的关系，会 
造戍腐化泛滥。某种政治组织可以行使有效的权威，可以造成一 
种超越于个人和社会集团荆益之上的组织化的集团利益（“机 
构”、“组织”、“政党”），发展这种政治组织便可以减少腐 
化的机会。腐化与政治组织的变动方向相反，所以腐化在促进政 
党建立的同时，也在破坏其自身存在的条件 6 

在没有有效的政党组织的政体中，在个人、家族、小集团、 
或氏族的利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腐化最为猖撅。一个处于现 
代化过程中的政体，其政党组织越软弱，越不为人所公认，腐化 
的可能性就越大^如在泰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中，政党充其量只 
拥有半合法性，因此以实现个人和家族利益为目的的腐化行为极 
其盛行 B 菲律宾的政党组织极为虚弱，结果腐化行为也同样到处 
可见 a 在巴西，一种以腐化为基本要素的保护人” （ clientelistic ) 
政治模式，也反映了政党组织的不发达。 ® 相反， 在那些政府资 
源被“腐化”以促进政党建设的国家中，似乎从总体上看腐化頻 
率要比那些政党组织很不发达的围家小 得多。 西方国家的历史经 
验也反映了这种模式。政党起初是靠腐 ft 行政体系起家，但最终 
它又成为使其免受私人派系和家族更严重破坏的卫 道士。 正象亨 
利•琼斯 • 福特所指出的，党派观念和腐化“的确是两种对立的 
原则。党派观念有助于在光明磊落的公共义务的基础上建立一种 
联系，而腐化只考虑那神不能公诸于世、逃避任何责任的个人利 
益。政党组织的软弱为腐化提供了机会 e ” ® 

四、嫌乡 m 距； 都市突破与 “ 缲色的 晒起” 

现代化带来的一个严重政治后果是，它造成了乡村与城市间 


①莱夫，《以行政腐化为手段的经济发展》 f 第 10 — 12 页。 

⑤亨利. 琼斯 . 福特 tHenry Tones Ford) , 《美国政浍的 兴起和 成长 》 (Tlje 
Rise and Growth of American Politics), 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 tS58 年肢，第 
^22 — 3Z3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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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 d 这种差距的确是正经历着飞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的国家 
所具有的一个很突出的政治特征它是这些社会政治不安定的主 
要原因，是®家整合的主要障碍之上（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障碍 
的 话）。 在很大锃度上，现代化的发展是以城市的发展来衡量 
的《新的经济活动、新的社会阶级以及新型的文化和教育都事中 
在城市，这使得城市从根本上不同于更受传统束缚的农村。‘此 
同时， 现代化还可能会将一些新的要求强加给农村，从而加深农 
村对城市的敌意。城市居民对落后农民持有知识上的优越感和轻 
蔑，而农民却对城布居民持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妒忌 f 两者计锋 
相对。 城市与农村成了两 个不同 国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 
式。 

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民从乡村茅舍向城市贫民窟移居是一种 
决定性的、不可抗拒的变革》不过，在较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中， 
现代化过程本身减少了这种移居的决定性意义，并缩小了城乡之 
间的差距》收音机把城市的语言和希望带到农村 I 公共汽车把农 
村的语言和信仰带到城市。住在城市和住在农村的亲戚之间交往 
更频繁。因此，现代化带来的现代基础结构缩小了城乡间的差距， 
但并来能消灭这种差距。差异还是主要的。城市的生活水平往往 
是农村的 4— 5倍。在域市中的大多数人都识字，而农村的绝大多 
数人却是文盲。城市经济的活动和机会比农村要丰富得多。城市 
文化是开放的、现代的、世俗的》而农村文化却是封闭的、传统 
的、宗教的。城乡间的差别体现了社会最现代化的地区与最传统 
的地区之间的 差别。 现代化中社会基本的政治问題之一，就是开 
拓出克服这种差距的途径，并通过政治手段重建巳被现代化所破 
坏的社会一体性。 

城乡关系的变化，以及城乡政治安定和不安定的模式的变化， 
体现了政治参与的犷张。在典型的传统时期，不论在政治领域还 
是在社会领域，农村都支配着城市，同时农村中少数地主贵族集 
团又支配着广大淌极的农民大众》在村落这个层次以外，躁治# 

* ' 


与的水平是低下的，它仅瑕于贵族、地主、大 官僚、僧倍和髙级 
军官。这®人都属于少数统治精英集团。 各 种角色 和功能之间的 
划分相对来说还很原始^除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帝 国外，城市在 
大多数传统社会中都只充当一种次要的角色。城市可能是 玫府所 
在地，但政府本身不需要多少职业官吏，支配它的是以所古有的 
土地为财富和以权力为基拙的乡衬精英 s 在 这种社会中，农村占 
有突出的地位，并且城市和农杖都是稳定的。 

现代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改变了城乡间的平衡》在城市中 i 
经济活动得到了増加，弁导致了新社会集团的出现，也使传统社 
会集团产生了新的社会意识。从外国传来的新思想和新技术出现 
于城市。在许多情形中，传统社会中首先受到现代 化熏陶 的人通 
常是文武行政宫员，在传统的官僚体制相当发 达的条 件下，尤其 
如此 e 到-定 阶段，便会浦现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医生， 
银行家、手艺人 1 企並家、教师、律师和工程师这样一些社会群 
体。 这些群体逐渐生产出政治效能感，并要求通过某种形式参与 
政治体系》简言之，都市中等阶级登上政洽舞台，使城帘成了产 
生不安定和反抗活动的根源，这种反抗活动的矛头是指向仍然受 
农材支配的政治和社会体系。 

最终，都市集团是不可抗 拒的， 而且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农 
村精英，从而造成了传统政治体系的终结 a 这神“都市的突破” 
(urban breakthrough ) ,通常都伴随着暴力。因此，在此阶 
段的社会政治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①虽然就社会整体而言城市 
还是个很弱小的新生事物，但城市集团却能够利用其优越的技 
术、地理拉置和集中性去支配全国范围的政治。在没有有效的玫 
治制度的情况下，政治会成为正在兴起的都市中等阶级各集团相 
互角逐的一种 游戏* 城乡基本差距的出现，使社会共同体发生断 
裂 j 社会还是农业性的，但政治却巳都市化了。都布正在成为玫 


①对都市突破铨政变以友激进的执政官政治的更详细的分折见 本书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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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力的主要渊源；都市中等阶级先是反对被他们眍逐的农村犄 
英，接着他们便开始彼此争斗。在现代化中社会，不安定一般不 
产生于最贫穷或最落后的地区，而几乎总是发源于社会最发达的 
地 K 。 随 着政治日趋都市化，政治也越来越不安定> 

此时要重建政治稳定，就需要在某些都市集团与广大农村民 
众之间建立一神联盟。在现代化中社会，政治参与扩大的一个主 
要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开始介入国家政治。这种农村的动员或“绿 
色的 崛起” 对较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比对大多数早期现代化国家 
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早期现代化国家，农村民众被卷入政 
治动员以前，都市化和工亚化往往巳达到很高水平。当农村民众 
参 与政治程度较高时，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却降低了。只有美国 
是个例外。在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平等和民主的准则，相 
当髙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以及土地所有权的普遍分配 （南 方除 
夕 h ) ，这 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早在城市兴起之前，就造成了广泛 
的农民软治参与 8 同样，在较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各个 
要索的齐头并进，很容易在都市和工业化水平相对很低的条件下， 
使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的可能法在农村得以蔓延 a 因此在这些国 
家中，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能否动员农村■民众在承认现存政 
治体系而并非反对它的条件下参与 玫治。 

“绿色 崛起”的时机、方法和领导方式对后来的社会政治发 
展，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崛起”的发生可能迅速，也可能缓 
慢，并经历若干发展阶段，它通常会采取以下四种形式中的— 
种。在殖艮地社会， “ 绿色的崛起”可能是由民族主义知识分子 
领导的 《如 印度和突尼 斯）， 这些知识分子动员农民群体在民族 
主义运动的框架内卷入政治 * 以便在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得到 
农民的支持。然而独立实现以后，对民族运动的领导人来说，关 
键是知何组织和保持农民的参与和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民 
族主义政党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些与该党相对立的或与现存政治 
体系相对立的其它都市集团的领袖，就会行动起来去争取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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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其次，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绿色的崛起》可能会■采取' 
这种形式，即一部分都帘精英去呼吁农民，或与农村主要选民结 
成联盟，动员他们参与政治，以便在选举中击畋那些群 众基础 K 
局限于都市的政党。杰斐逊和杰克逊党人就是这样战胜亚当斯党 
人的，20世纪的土耳其、斯里兰卡、缅甸、塞内加尔、苏丹以及 
其他现代化中国家，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形。苒次，“绿 色的囉 
起”有时也可能是（至少部分是）由军人领导的，■如在南朝鲜和 
娱及，以农村为重点的军政府上台后，力图在农村建立广泛的权 
力基础，以战胜和控制自己的都市敌手。最后，如果政治体系内 
没有哪个集团主动去动员农民参与政治，某些都亩知识分子就会 
动员和组织他们反对现存政治体系，其结果必然是革命 s 
' 上述“绿色囁起”的各种形式都包括动员农民从事政治斗 
争。如果没有斗争，也就不会有动员。不同形式的“崛起”之间的 
主要区别表现为晒起所指向的目标和进行崛起的框架不同^在民 
族主义的情况下，其 g 标是针対帝国主义的，并且动员是在民族 
主义运动的框架内进行的，其目的是取代帝国统治在政治体系中 
作为合法性源泉的地位。在第二种情况下，其目标是针对执政党 
的，而且动员在整个政治体系的框架内进行的，而不是在执政党 
的框架内进行的。在第三种情况下，其目标通常是指向传统的寡 
:失集团，而且动员本身是军人领袖试图建立新的政治框架的尝试 
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 第四种情况下，其目标是指向现存政治体系及 
其领导人 物的， 而且动员是在一个致力于取代现存政治体系的反 
对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城市的不安定——政变、暴动和示威—在一定程度上是现 
代化不可 避免的 特征。出现不安定的程度取决于一个社会政治制 
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状况。都市不安定无关紧要，_普遍存 


_党 统治的新制度框架，以逾越城乡间的差距。如果认同于现存 


政治体系的都市精英有能力使农民参与政治並站在他们的一边， 
那么他扪便可以控制住城市的不安定。在农村力盘的支持下，现 
政权可以在现代初期出现的都市敌对状态下生存下来。然而， 
取得农民的支持要付出代价，现政权为此必须修改或放弃许多西 
方的或现代的价值观念和作法=所以,“绿色的崛起”对政治体 
系的影响是自相矛盾的，这种影响不是高度传统化的，就是高度 
革命化的。 

如果革命被避免了，到一定时期都市中等阶级就会发生根本 
变化 J 都市中等阶级数量越多，其保守倾向越严重 e 同时，都市 
工人阶级也开始参与政治，但是它们由于力量太弱小还不能对中 
等阶级形成威胁、或是由于过份保守而不敢向其提出 挑战* 因此， 
随着都市化的继续发展，域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成为有实 
际影响的角色，同时，城市本身也就日趋保守。农村的作用越来 
越小,政府和整个政治体系逐渐更依賴于城市的支持》然后，农 
村对城市控制一切的前景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往往以具有原教旨 
主 X 性质的农村抗议运动的形式出现，它异想天开地试图瓦解城 
市妁力置和遏制都市文化的传播。当 这&反 抗运动受到阻止或被 
击败后，就政治意义而言的现代化巳发展为现代性了。都市和农 
村重新实现安定，但主要权力仍由城市而非农村所掌握。曾经以 
— 种乡村的传统文化力纽带的社会，现在通过一种都市的现代文 
化结为一体。 

—个社会是否会走上具有某种革命性质的发展道路，这取决 
于该社会领袖人物和他们的都市竞争者在城市确定了自 s 在政治 
体系中的地位以后所作出的逛择。在这种时刻，或是政治体系的 
领导人物动员农民，使他们作为一种稳定性的力量参与政治，用 
以围堵都市的动乱，或是该体系的反对派动员农民，使他们作为 
革命性的力量，参与破坏现存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暴力行动 9 就此 
而言，只有当中等阶级和攻民恰好一致反对该政治体系时,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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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 


发生 革命。 一旦中等阶级成了保守派，虽然还可能出现农民反叛， 
但是革命却不可能再发生。 


第四节政治 安定： 公民政体与执政官政体 


我们可以根据政治制度化的水平和政治参与的水平来区分政 
治体系。显然，政治体系在这两个方面所表现出的只焉趕度上的 
差别 t 高度制度化的政体与组织松散的政体之间並没有明确的分 
界线；在政治参与方面具有两种不同水平的玫体之间也无鲜明的 
分野 a 但力了分析这两个方面的消长变化，有必要区分出政治体 
系的不同类型，同时人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实际上几乎没 有喊个 
现蔸的政治体系恰恰符合某个人为限定的理论框架。就政治制度 




化而言，区分出高度政治制度化的体系和低度政治制度化的体系， 
也许就足够了。就政治参与而言，似乎有必要区分为三个层次 t 
在最低层次，参与只限于少数传统贵族或官僚精英；在中级层次 
上，中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 在高度参与型政体中，精英、中 
等阶级以及民众，都参与了政治活动。 

如果我们对问题的分析仅到此为止，那就很方便了，但事物 
本身却并不那么简单。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 
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一个政治参与水平很低的社会，其 
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可能会比政治参与水平较高的社会低得多。然 
而一个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水平皆低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化程度 
很高而政治参与水平更髙的社会相比，前者会比后者吏为稳定。 
正如我们所说证的那样，政治安定取决于制度化和参与的比例。 
要保持政治安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一个社会政治 
制度的复杂性、自立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也必须随之提高。 

从一定程度上讲，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的主要区别在于政治 
参与的水平不同，而发达政体与不发达政体的主要区别在于政 
治制度化程度的高低。除这种区分以外，还要増加第三神，即政 
治参与高于政治制度化的政体和政治制度化高于政治参与的政体 
之间的区分。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水平较高的政治体系中，各 
种社会势力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从我们拟在下 
文详尽阐述的原因来看，把这种政治体系称力“执政官”政体是 
恰如其份的。反之，制度化水平高于参与水平的政治体系，可叫 
做公民政体。一个社会可能比另一个杜会具有较为发达的政治制 
度，但由于它的政治参与水平更高，所以仍然更具有“执政官” 
的政体的性质 a . 

在政治参与的各个层次上，都可能存在公民社会或“执政官 9 
社会。若把政治参与水平以及制度化与参与的比率这两种区分标 
准结合起来，对政治体系加以分类，可以出现6种政治体系，如下 
表 I 


• 79 • 




* i_d 政治体系的类型 

政治参与 制度化和参与的比率 

高 I 公民 低， 执政官 

传统的 有机的(埃塞俄 比亚〉 寡头的（:巴 拉圭》 

中： 转变中的 辉格党式的（智 利〉 激进的(埃及> 

髙：现代的 参与的（苏 联） 大众的 _ (阿 根廷〉 

这种分类法在政治思想史学者们听来可能颇为耳熟。我们同 
古典学者虽从不同的范畴出发，但关心的同是政治安定的条件问 
题。 因此我们的分析所提出的政洽体系的类型与古典学者对政治 
体系的分类极其相似。古代学者用两种方法区分政治体系，一是 
根据统治者的人数；一是根据统治的性质。他们把政治体系分为 
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这大体与我们这里的区分 
方法以及其他现代政治分析家所用的区分方法相一致，这就是裉 
据政治参与的水平区分政治体系。公民政体与执政官政体的区分 
也犬致与柏拉图、並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学者对合法（或守法） 
政体与堕落（或无法 y 威体的区分相对称。合法政体是指统治者 
按照公共利益行事；堕落政体是指统治者按照自己的利益而不是 
按照政治体系的利益行事。 亚里士 多德指出，“那 些考虑 公共利 
益的政体是正当的政体”，而“那些只考虑统治者个人利益的政 
体都是不正当的政体，或正当政体形式的堕落。” ® 古希腊人巳 
认识到，“正当”政体可能会具有各种形式，就象今天的美国、 
英国和苏联的政治体系彼此 也很不 相同一样。反之，政体堕落的 
社会则缺少法律、权威、凝聚力、 s 律和共识，缺少公民义务和公 
民责任。在那里，私人利益支配着公共利益，并且政治.制度 虚弱， 
而社会势力却很强大。柏拉图所说的堕落政体是受下 i 各种欲望 
支配的 t 暴力、财富，贪得无厌、个人魅力》这恰恰是被马基雅 
维利称为腐化政体的特征。按照某个评论者的话说，这种腐化政 

① 亚里士 多德，《政治学》， mm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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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充满着“各种形武的放窬与暴力、财富和权力的极不平等、籾 
平与正义被摧毁、肆意横行的野心在滋长、四分五裂，无法制、 
不诚实、亵渎宗教” ©科 恩豪泽的大众社会理论以及拉波波特的 
执政官政体概念，是古代腐化社会在现代的_ 翻板。 在大众社会中， 
由于缺少政洽制度，所以精英易受大众左右，大众也芴受精英操 
纵 I 在执政官政体中，“私人野心几乎不受公共权威感的约束， 
权力（财富与强力）的作用毫无限界”。 © 

实际上，根据这些国家的政府形式，是无法对它们加以分类 
的。毫无疑问，美国是宪政民主，苏联是共产独裁。但印度尼西 
亚、多朱尼加共和国、甫越、缅甸、尼日利亚、厄瓜多尔、阿根 
廷和叙利亚的政治体系又厲于哪一类呢？在这些国家中也举行选 
举，但按照丹麦或新西兰的标准，它们显然还算不上是民主制。 
虽然这些国家也出现过具有权威的统治者，但它们也不是象共产 
党国家那样有效的独裁制。某些时期，它们曾接受过个人至上主 
义观念极强的，个人魅力型的统治者或军人政府的统治。这种国 
家的突出特征是，各种形式的权威都是脆弱的，转瞬即逝的。个 
人魅力型领袖、军人政府、议会政权以及民粹主义独裁者，以一 
种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彼此更迭，似乎是无法预料的。因此，根 
据这些国家的具体的政府形式，是茏法对它们加以分类的。在这 
些国家中，政治参与模式既不是稳定的，也不是制度化的，它可 
能从一种模式迅猛地转换成另一神槙式。正象柏拉图和亚 里士多 
德在很早以前就指出的那样，腐化或执政官社会经常摇摆于专制 
和暴民统治之间。科恩豪泽也 指出： “如果业巳确立的政治权威 
是极其专¥的，那么用民主政体迅猛地取而代之，根容易导致极 
端主 X 群#运动的出现，而这种运动又会使新建立的民主制向反 

①萨拜因，《政治思 想史: ^ * 第343页 & 

@科恩聚泽， 《大众 社会的 政治〜 戬维 ， C . 拉波波特 CDa^id C » Rapopott)t 
《执政官主 X :没有共识的政符 >5 { Praetorianbm ； Government Without Consen ¬ 
sus ) , 加里福 1 尼亚大学，1960年未发表的博 士论文 i 拉狡波恃，载亨廷顿编《军事政 
治的变化模式》第72页，此引文来自该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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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方向发展。”拉波波特发现，吉本曾对执政官政体的变动 
规律给予了恰如其份的槪括 t 它“漂浮于绝对君主制和狂热的民 
主制两极之间”。_这种不安定是社会缺少政治共同体，以及政治 
参与水平超越政治制度化程度的标志® 

相反，公民政体具有稳定的、可辩认的、与其政治参与水平 
相适应的制度上的权威模式 e 在传统政体中，这种模式可能采取 
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帝国的形式，也可能采取复杂的封建君主制的 
形式，或采取某种把两者特征结合起来的形式。在辉格党时期 
的中产阶级的参与水平上，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制度一般是议会大 
会， 议员是经过有限制的选举产生的。在充分参与型的现代政体 
中，政党作为组织大众鲁与政治的主要制度 * 补充或取代了传统 
的政治结构。然而， 充论 在哪种参与水平上，政治制度都应强大 
到足够提供合法政治秩序的基础和有效的政治共同体的基础。 
这些制度强迫参与政治的人们必须接受政治社会化以作力其参与 
政治的代价。在执政宫社会中，社会群体是在未经过政治社会化 
就被动员去参与政治。相反，一个高度制度化政体的明显持征 
是，它确定了获得杈力的代价<> 在一个公民政体中，权威的代价 
包括限制权威在政治中可运用的资源,确定获得权力的 程序* 限 
定权力掌握者的观念。如果该社会是现代的，复杂的，并拥有众 
多的社会势力，那么来自某种社会势力的个人在通过政治制度获 
取权力的过程中，就必须首先使自己的行为、价值标准、观念发 
生广泛改变 • 他们必须抛弃许多从家族、种族集团或社会、阶级 
那里习得的东西，去适应一种全新的行为准则。 

公民政体的发展可能与现代化和政治参与的水平有某种联 
系，但并不直接取决于它0 到別世 纪中叶为止，相对地说拉丁美 
洲许多较先进国家的识字率、人均国民收入和都市化的指标已相 


①爱德华.吉本 ( Gibbon ) ,《罗马帝国的运败 》 (The Decline and Fall o 
the Roman Empire ) ，组约，麦克米兰出飯公司 1899 年授，第一卷，第 Z 35 页 P 拉 
波技挎在《軍事改治的衮化模式》一书第39页引用此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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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观。例如，50年代中期的阿根廷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巳是 
—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a 居住在2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中的人 口几乎 
占总人口的一半》人口识字率达到86%, 75%的人从事非农业活 
动 I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 50 C 美元。然而，阿根廷的政治发展 
水平却显然很低。19世纪50年代，萨尔明托曾说道 t “在阿根廷， 
公共利益是个无意义的客词——所谓 ( 公共’是不存在的”。一百 
年以后，由于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所以政洽共同体仍来能 
形成。正象某位评论家所指出的，“自1930年以来，阿根廷的政 
治一直带着两副面具，一是军人统治的严竣面孔 } 一是体现马基 
雅维利权术思想的阴阳脸。很不幸的是，这两副面具并没能掩盖 
，现实 一它们;洽恰体现了阿根廷政府软弱的现实，这种政府 
虚弱状况是由主要原因决定的……。政府还没有确立自己作 
为阿根廷公共生活的最高主宰者的地位。可以同政府争夺民心的 
其它制度的存在，使人们能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政府的支配 。” ® 
象阿裉廷这样的国家，不论其公民多么都市化、多么富裕、多么 
有文化，只要国家政治的主要内容还是政变与反政变，只要软弱 
无力的政府仍处在众多社会势力的包围下，那么在政治上它仍然 
是不发达的 ■> 

相反，一个具有现代玫治制度的国家在政治上可能是高度发 
达的，但就现代化而言，它也许是相当落后的 • 例如，印度通常 
被看作是这种不发达社会的典型。如果用现代化的一般标准来衡 
置，50年代的印度仍处于世界发展阶梯的最低层 * 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为72美元，文盲率达80%,农村人口占 S 0% 以上，70%的劳动 
力从事攻业生产，主要语言有14种，种姓和宗教差别深刻，然而 
在政治制度化方面，印度却绝不是落后的。不论与亚非拉其它现代 
化中国家相比，还是与许多更为现代化的欧洲国家相比，印度的政 
治发展水平都是很高的—个发展完好的政治体系必须具有各种 

①萨尔明拓 ( Sarmlento ) t « Facundo ^* 纽约，河普尔顿出版公司 1 W 8 年版 ■ 
箄33页（西尔弗特，《期待着的 A 们》，第 358—3 S 9 K * 


强有力的、性质独特的政治制度，以履行《输入”和“输出”的 
政治功能。印度独立时巳具备的不仅是两个组织，而且是两个高 
度发达的政治制度，它们具有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內聚性， 
基本上可以负责实施这些功能。 188 S 年成立的国大党是世界上历 
史最悠夂::组织最良好的政党之一；印度的文官制度产生于19世 
纪初期，它被人们称颂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行政体系之 一' (i) 在 
印度独立后的20年间，稳定、有效、民主政府的建立与其说是依 


赖于尼赫鲁的个人魅力，不如说是依赖于这笔政治制度的遗产。 
此外，印度的现代化和社会动员步伐相对缓慢，因而没有出现太 
多使政觉与行政体系无法应付的要求和严峻考验》不论印度的人 
均国民收入和识字率水平多低，只要这两个政治组织能保持其制 
度的力量，视印度为政治上的不发达国家，便是荒谬可笑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国家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象印 
度那样，在制度方面巳兔自治作好充分的准备。象巴基斯坦和苏 
丹这种国家，制度上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 文武行政机构比政党 
发达得多，荦人总是对填釙政治体系输入端的“制度真空”极感 
兴趣，并力图承担起利益聚合的功能。显然，这神模式在拉丁美 
洲各国也很常见。约翰 * 丁 • 约翰逊指出，在危地马拉、萨尔瓦 
多，秘鲁以及阿根廷这样一些国家，军队是 e 国家中组织最良好 
的制度”，因此与政党或荆益集团相比，“它能更好地容观地表 
达国家的意志”。北越这样的国家属于另一类型，它依靠具有高 
度纪律性的政治组织羸得了国家独立，但这种政治组织在行政方 
面显然是:软弱无能的。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可能与这类国家相似 * 
正如约翰逊所指出的，在那里“组织最良好的制度不是军队，而 
是‘革命制度党、而旦全国性的统一力量不是军队，而是这个 


①拉尔夫甲布當班蒂 （RWph BmiWti ) ,《巴基斯坦的公共行政与司法系统》 
(Public Bureaucracy and Judiciary in Pakistan ) t 致約瑟夫 * 拉柏洛姆巴拉 
(Joseph Lapalombara ) 编：《行政系统与政洽发展 》 （Bureaucracy a jkJ political 
Devcloptnent ), 耆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3 年齩，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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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 属于第四类的国家都是很不幸运的国家，例如刚果，它 
们在诞生时，既无政治制度也无行政制度。许多新兴国家在独立 
时都缺少上述一种或两神制度，但它们却都面对着高度的社会动 
员以及民众对政治体系迅速增长的要求这两个问题。 

表 1—7 独立时制度发展 珅状况 

输入制度 输出制度 



高 

.低 

高 

印度 

北越 

低 

苏丹 

刚果 


—个社会要保持高度的一体性，就必须在扩大政治参与的同 
时，使束强有力、更复杂、更具有自立性的政治制度也得到发 
展。然而，政治参与的扩大往往一方而会瓦解传统的政治制度， 
另一芳面又会阻碍现代政治制度的 荜立。 因此，除非采取措施减 
缓或限制现代化和社会动员对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冲击，否则 
现代化和社会动员就特别容易导致政治腐化。大多数社会，甚 M 
那些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适应性的传统政治制度的社会，在现代 
化最激烈的阶段,，其政治一体性虫会遭受一定的破坏，政治制度 
也会发生衰败。 、 

政治制度衰败的问题，在大多数关于现代化的论著中，一直 
为人们所忽视。因此，那些有可能冠以“发 展中” 或“现代化 
中”一词的模式_念，只是部分地符合它们所描述的那一类国家 
中某些国家的现实，而对于那些腐化或蜕化社会的税式（它们强 
调政治组织的袞败以及破坏性社会势力的横 行〉， 同样是恰当和 
中肯的。但又有谁曾提出过这样一种有益于分析所谓“发展中” 
7家的政治过程的政治腐败理论 （或 腐化的政治秩序的摸式） 
况？或许最恰当的思 想述楚 那些 E 古老咚 思想。 在许多当代的新 
兴国家中，殖 E 4 统治者一旦离去，甚发 g 状况与拍拉图的 模式逆 : 

mymi , 《军 A 与社会》，箄1 43 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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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去无 几。 ①独立以后，原来的 “辅 助者” 一旦上台，军人政变 
便接踵而来。寡头集团的腐化加剧了各新兴集团的嫉妒。寡头与 
大众的冲突酿成了内乱。煽动家和街头暴民为暴君统治的建立辅 
平了道路。袖拉图曾描述过暴君怎样诉诸人民，怎样孤立和消灭 
他的敌人，怎样确立自己的个人权势。柏拉图的分析为人们认识 
非洲以及其它地 K 的实际状况指出了一个方向。相比之下，最近 
发表的许多著述反而更易使人误入歧途 B ® 

—个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政治衰敗的程度，主要取决 
于其传统政治制度的性质。如果这些传统政治制度本来就很脆弱 
或不宜存在下去，如果它们由于殖民主义或其它原因巳被摧毁， 
社会通常会从传统的执政官政治直接进入 K 具有执政官政治特征 
的转变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晕都市中等阶级广泛玴参与政治。 
如 果一个 社会在传统社会时期就拥有一个高度发达和自立性的官 
僚结构，那么它便会面临如何适应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的严重问 
题，这是由其社会荦构的性质决定的。有趣的是，那些在结构分 
化和权威的理性化方面相当“现代化”的传统政治体系，比那些 
理性化与分化程度轻低、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程度较高的传 
统政治体系 吏难适 应广泛的政治参与问_ 厘。 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官 
僚君主制 C 如中国和法国）似乎比英国和曰本这样的多元化封建 
君主制更“现代化”〃然而，事实证明后者比前者具有更高的适 
应性。@在英国和日本，寡头与中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容易趋向缓 
和，并且事实证明，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适应性都 很强* 足 
以将新兴中产阶级集团纳入政治体系。 


① 觅《共和国》 (The Republic ) 第八卷，特别是其中关亍专制政权的论述。科 
恩福特译，纽约 * 牛 津大学 出版社 W 46 年版，第291—293页。 

② 也许描述当代世界最准确的摸式不是出自社会科学家之手，而是由小说家创造 
的：拔廉■戈尔丁 （William Golding ) 。 

⑧见罗伯特 .T ，獯 尔特和约翰甲 E . 特纳 (Robert T - Holt and John E - 
Tamer) ( 《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砷》 (The Politic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 
, 普林 斯顿，范诺斯恃兰德，1%6年販， 






—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 
定。这是由中产阶级的性质以及城市在政治上支配农村的状况决 
定的，恰恰長在中产阶级的扩张阶段，政治最容易具有执政官政 
治的特色，用麦考莱的话来说，就是它最易“满帆而无锚” ® 地航 
行 。在这种社会中，政治体系巳失去了农村的“锚”，而张澹丁 
都市的“帆”，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颠簸不停。政治制度所承 S 
的压力太犬，甚至是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 


多数社会中，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玫治制度都因此而纷纷解 
体或崩溃了。 ' 

如果传政治制度确能适应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如果在一 
个传统的执政官社会中建立起在中产阶级的参与时期能够稳定政 
洽秩序的新型政治制度，那么到一定阶段，这些政治制度还要面 
临都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农民参与的扩大问题-如果现行中产阶级 
政体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具有适应能力，那么它訧会转变为一个 
充分参与、髙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相反，如果这些政治制度不 
具有适应大众参与的能力，如果激进的执政官式政治盛行于整个 
社会，那么该社会就会肉大众执政官式玫治的方向发展，各种主 
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 • 

大众型社会和参与型社会都具有很高的政治參与水平 * 但二 
者在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方面却不 相同。 在大众型社会中， 
政治参与是无组织、易变、反常和杂乱的。各种社会势力都力图 
运用自己最充分的资源，采取最佳策略，以确保自已目标的实 
现。冷漠和愤 橄交替 出现——它们是映少具有权威性的政治象征 
和政治制度的孪生子。把暴力和非暴力的、合法和非法的、强制 
性和非强制性的行动结合在一起的群众运动，是大众型社会政治 


①托马斯 • B * 表考菜 (Thomas B ♦ Macmilar) :致（纽约 v 考恃兰特) 亨利， 
S . 兰徳尔的信。 13 S 7 年 S 月23日 发表在《浞考莱是怎 样谈论 美国的 中，载纽约公共 
图书馆简报第24 期 （1925 年 7月） 第 47 T — 4 W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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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独特形 式》 大表型社会缺少那种能把公众的政治愿望和活 
动与领袖人物的目标和决策联系起来的组织结构。因此，大众与 


領袖直接发生联系，按照科恩豪泽的话说，大众易受领袖操纵， 
领袖易被大众所影响。而在参与型社会中，高度的公民参与是通 
a 政治制度得以组织化和结构 e 的。每神社会势力都必须使其力 
置资源和行动方式（人数、財富、知识或暴力潜能> 转化为在政 
治体系中具有合 法性： 并被制度化的形式。参与型政体的结构可 
以采取各种形式，权力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集中的。但无论 
如何，政治参与必定是广泛的，并且总是通过组织和系统化被纳 
入合法的渠道。公众参与政治未必就意味着公众控制政府《宪政 
民主制和共产独裁制都裏参与型 政体。 

因此，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的区别在于民众政治意识和政治 
参与广度的不崗。而现代发达政体与传统发达政体的 e 别则在于 
政治制度的性质不同 s 传统政体的制度只需要组织少数社会集团 
的参与,而现代政体则必须组织广大民众的参与。两者在制度上 
的主要区别表现为输导大众参与的组织不同。因此，现代政体特 
有的政治制度是政党组织。现代政体中的其他制度都是通过改造 
传统政治体系或直接从传统政治体系那里承袭而来的。显然，科 
层制就不是现代所特有的 a 它曾存在于中国、罗乌、拜占庭、奥 
斯曼和其它历史久远的帝 国中。 这种科层制通常具有高度的结构 
分化，实行依功缋和成就录用和晋升的严密制度，并用精心制定 
的程序和;规则来约束官吏的行为。议会也不是现代玫体所特有的 
制度:古代城邦国家就有议会，巴力门和其它形式的等级会议在中 
世纪的欧洲也极为普遍。但这些议会中的大多数都在现代化的进 
程中被摧毁了。选举也曾出现于非现代政体之中 * 部落社会的酋 
长普遍由选举产生,雅典的将军和其它地方行玫官，古罗马的保 
民官和执政官，也都由选举产生。宪政思想和实践同样也是古巳 
有之 D 早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宪法，法律和法庭都巳相当发达 
了。内阁和行玫会议亦是 如此- 唯一可以与政党争夺现代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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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 子” 地位的潜在对手是联邦制，》联邦制在现代国家比在 
传统国家更普遍，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人口和领土而言，国 
家组织的范攝扩大了。选一事实同样也可以说明政党发展的原 
因。不过，联邦制不仅并非现代国家所特有，而且在当今世界也 
并不普遍。而政党却恰恰具备这两个特点》因此，政党是现代政 
体特有的玫治制度。 

在所有政治体系中都存在着各神小集团和派系》作为非正式 
组织面彼此争校夺利的党浓也为一切社会所共有 e 但作为正式组 
织的政棠却是现代政治的产物。由于只有现代政治体系才霱耍具 
备组织大众参与政治的制度，因此现代政体中才形成了政党。早 
在16至17世纪革命时期，就曾岀现了政党组织的先驱。但那种真 
正有组织的政党却率先产生于美国，然后是法国，因为在这些国 
家中,政治参与首先得到了扩大 <• 鲁道夫指出，从地位政治向舆 
论政治的转变，导致了政党这样一神 ilit 治制度的产生 B © 1800年， 
政党组织只存在于美国，但到 190 G 年时，政党巳遍布整个西方世 
界了。与政党平行发展的是现代政府。传统政治制度越能适应现 
代政治的需要，政党的作用就越不重要。在现代化中国家，政党 
在提供合法性与稳定性方面的作用与传统政洽体系的制度的继承 
性成反比。„如果 传统政 治制度（如君主制议会和射建制议会 J 被 
人们继承下来，沿用至今，政党在政治体系中便只能充当一种次 
要的 1 辅助性的角色，而其它制度则成了具有连续性与合法性的 
主要制度。政党产生的最为典型的作法是，政党最初产生于立法 
机关内部，然后逐步向整个社会扩张 s 它们使自己适应于现存政 
治体系的框架，甚至连其活动都体现着原有体系的组织原 则和程 


① 见威廉 * H * 赖克 （William H * Riker ) ,《联 邦制： 起源、运行和意义》 

f Fedora t ism ： Or is in, Opemlon, Significance 〉 ， 狡士顿，小布 朗出 版公司 1964 
年心 第 1— iO 页。 

② 劳 谀德 * 1 • 鲁道夫 (Lloyd 1 - Rudolph) :《从地位政治到舆论政治》 

(From the Politics Of Status tii the of Opinion), 哈跸六学 ，1956 年， 

未发表的 溥士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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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原则。政党扩大了传统政#所容纳的政治参与的范围，从 M 使 
这些制度适应了现代政体的要求。政党帮助传统制度获得了以人 
民主权为根据的合法性，但它们本身却并非是合法拄的源泉，它 
们自身的合法性来源于它们对政治体系的贡献^ 

如果一个传统杜会的政治制度巳无力继续生存下去，如果传 
统政治制度很脆弱或巳解体，政党的角色就完全不同于上述情况 
了。在这神情形下，强大的政党组织从长远角度来看乃是消除腐 
败的、执政官式的或大众型社会的不稳定找况的难一可能的力 
董。政党不再是一种辅助性的组织》相反，它是合法性和权成的 
源泉。如果不存在传统的合法性源泉，人们傈会从意识形态、个 
人魅力和人民主权中寻找合法性的源泉。要使这些合法性原则长 
.存不衰，就必须通过政党使它们得到具体化》不是政党体现政府， 
相反，政府却成了政党的造物和工具》只有政府的行为体现了政 
党的意志时，它才具有合法性。政党是合法性的源泉，因为它成 
了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在制度上的体现者。 

在传统政治制度从未建立或很虚弱的社会中，保持安定的前 
提是至少要拥有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组织。具有这种政党组 
织的国家显然比不具有这种政党组织的国家更稳定。如果一个国 
家根本没有政党组织，或只拥有许多软弱无力的政党，那么这种 
国家最不稳定 e 如果传统政治制度被革命所摧毁，那么革命以后 I 
政治秩序的恢复则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的出现，不然中 
国、墨西哥、俄国以及土耳其革命的历史就会完全不同了-如果 
从殖民统治下产生的新兴国家没有政治制度方面的遗产，耶么萁 
政体的稳定则直接依赖于政党组织的力量。 

政党是现代政治所特有的组织，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政党 
并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现代制度政党的功能是坦织参与，聚合 
利益，充当使社会势力与政府相联系的纽带在履行这些功能时， 
政党必须体现政治的逻辑，而非效率的逻辑。按照效率的逻辑， 
具有分疏化的结构和功绩制的行政部门，比靠恩惠、权势、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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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活■动的政党更称得上是现代性的制度，因此，冏传统的捍卫 
者一样，现代化的倡导者通常也排斥和诋毁政党。他们试围在不 
建立有助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安定的制度的条件下实现社会的政 
治现代化，他们只追求现代性，而抛弃了政治。但由于他们忽视 
了政治/也就无法实现现代化。 


S1 * 


第二章政治现 代化： 美国与欧洲 


第一节现代化的三知模式 


政治现代化包括权威的理性化，结构的分化以及政治参与的 
扩大。在西方，政治现代化历经好几个世纪。政治现代化三个组 
成部分发展的先后次序和范围在欧洲和北美截然不同。显而綦见 
的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在美国比在欧洲发生得更早，涉及的范围 
也更为广泛。按照英国的标准，表现为拥有选举权的政治参与在18 
世纪英国殖民地中巳普遍存在，北美英厲殖民地自不待言。美国 
革命摈除了英国王权在美国的统治，人民主权因而成为唯一可供 
选择的合法性的来源。正如罗伯特 * 帕尔默所强调的，美国革命 
通过使人民成为享有选举权的力量而开创了美国的历史。所有的 
政府都是由于被管理者的同意才获得了合法的权力。基于这一原 
则，限制选举权也就毫无理由了。如果人民能直接建立起一种政 
府制度，那么他们当然能够参与如此建立起来的政府制度的活动 
之中。 

因此，随着美国的独立，选举权以及其它形式的民众参政迅 
速发展。关于选举权的财产资格规定在许多州实际上并没有严格 
实行，而后%被改为纳税资格规定，最后被彻底取消。被接纳为 
联邦成员的州对于参政权通常都没有经济上的嘏制。到19世纪 
30年代，男性白人的普选权在美国巳属必然之事。反之，在欧洲， 

①; S 尔默，《民主革 命的 时代》 （二 卷 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I 1959— 1964 
年， 箄 一卷， 第 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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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资格的标准仍然相当高。1832年的“改革法案”使英国的合 
法选民人数从总人口的 2 %上升到 4 % | 而在美国，占总人口 ie% 
的选民实际参加了 1840年的总统大选。在法国，直到1848年，对 
于选民们仍存在着高額的财产资格限制，乃至后来,男性普选权的 
实行又随着第二帝国的到来而变得几无意义。德国在1871年开始 
实行男性普选权，而在普鲁士，三级选举制却一直延续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 3 在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男性普选权到 
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的10年才开始实行。 

此美国在民众参政方面的先驱作用，不仅体现在能够选 
举政府官员的选民人数上，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还体现在由民众 
选举的政府官员的人数上。在欧洲，投票选举仅限于国会下院及 
地方议会 I 相比之下，在美国，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选举原 
则扩展到备个方面 w ,联邦、州及地方一级的许多官员须由民众 
认可》而托克维尔在美国看到的平等、民主和他在欧洲了解到的 
情况之间显着的 对比， 只不过是美国在扩大政治参与方面领先的 
~个标志。 

美国早就享有比欧洲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这很容易使人们 
得出一种结论：大体上说，美国的政治规代化比欧糾开始得更早、 
发展得也更迅速。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实际上，权力的合理化和 
结构的分化在欧洲比在美国发生得更早，并且更彻底》西方的经 
验表明，政府制度的现代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之间的确存在着— 
种互逆的关系，前者在欧洲发展得更为迅速，而后者在美国发展 
得更为迅速。 

就政府制度现代化而言，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t 欧洲 
大陆模 I 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①在欧洲大陆，权力的 合理化 

①为了明白起见，请允许我把这几个术语的地理范围解释清楚"我向拉丁美洲人 
和加拿乂入表示道*,因力出于简便的需要，我不得不 ffl * 阿美利加" CAmeri ^ ) 
个术语相后来成为美利坚合的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我 fff 1 欧湘 ■指英匡和欧 洲太陆 ■= 
玟洲大陆'■意指法 H 、 低地 E 家、西班牙、葡蜀牙、 U 典和神圣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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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构的分化是 17 世纪的主要趋势。乔治 • 克拉克爵士 指出， 

“将漫长的历史进程概括为孤 立的一 句话，必然会导致错误” e 
他又指出 I 

但在17世纪，君主政体的作用也许可以被看成是用一神 
更为简单和统一的政府取代复杂的封建君主制。一方面，它 
是集权的，将地方事务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或控制之下，另 
方面，它势必导致一致化的趋势。 ® 

这是伟大的单一化者，集权者和现代化者辈出的时代 I 法国 
有黎希留、马萨林、路易十四、柯尔伯和卢瓦》普鲁士有大选 
侯* 瑞典有格斯道佛二世和査理十一 西班牙有菲利普四世和 

奥利瓦雷斯 I 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小王国里还有无数的效仿者 • 埂 
代国家取代了封建公国》对国家的忠诚取代了对教会和王朝的忠 
诚。 路易十三绝拒了母后为家族利益提出的要求，而赞同红衣主 
教为了国家的主张，在著名的1630年1】月11日“愚人节”上，他 
宣称，“我对国家负有更多的义务”。弗里德里希对此评论道， 
“这一 天完全可以宣布为现代国家的诞生日。”®随着现代国家 
的诞生，教会退居从属地位，中世纪等级制度遭到破坏，而新兴 
集团的出现促使贵族阶级日趋衰落。此外，在该世纪中，国家官 
僚政治和公用事业迅速发展并趋于合理化，常备军得以设立并扩 
展，税收制得到了扩大和改进。在1600年，中世纪玫治依然统治 
着欧洲大陆，但到了 1700年，它 e 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所 取代。 

政府制度现代化的英国模式在本质上与欧洲大陆模式相类 
似，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在英国，情况亦是如此《教会隶属于国 
家，权力被集中化，君权在国内外都得到维护，立法机构和政治 
机构分化，官僚政治得到扩展》常备'军也得到了创建。然而，斯 

① 乔治■克拉克 t 《十七 设纪》 (The Century J , 纽约，牛津一 

卡拉克西出版公司 1961 年版 》 第91页* 

② 卡尔 . I ，弗里德里希 ( F rie driclt )， C 巴罗克时代： W 10 —1660年 》 （Tte 
Age of the Baroque : 1610—1660), 纽约 * 哈珀出版公司 1952 年版 f 第 21 S —216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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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亚特王朝却试图按照欧洲大陆专制主义的方式实现权力合理 
化，结果此举引起了一场立宪斗争，国会最终盧得了斗争的胜 
利，在英国，就象在欧洲大陆一样 f 权力被集中了，但它不是集 
中于王室，而是集中于国会。这绝不亚于在欧洲大陆发生的一_ 
革命，也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没有经历革命性的 变革。 相反， 
英国16坻纪宪法的主要原则被输入到新大陆，在那里生根，并获 
得了新的生命，而与此同时，这些原则在英国本土上却正在樜摈 
弃。这些原則基本上是都择王朝时代的产物，因此具有中世纪的 
特征 e 在部铎王朝统治时期，英国政治在向现代化迈进中取得了 
某些进展，特别表现在国窣超越于教会之上，国民的认同感和意识 
得到了提高，王权大大加强和行政机构得以确立。然而，甚至在 
伊丽莎白时代的政府中，最重要的特点仍然是“中世绍基本要素 
的延续” B «正如克赖姆斯所说的，16世纪乃是“中世纪宪法的 
鼎盛时期”。都铎王室推行的改革“弁未打破中世纪宪法的基本 
原则，也没有动摇它的结构。 ”© 这些原则和体制包括》社会和 
政府有机结含的观念、政府内部权力的协调、政府服从基本法、 
法律和政治领域互相交叉、王室和议会权力均衡以及互为补充的 
代表角色、地方政府当局的活力以及依赖民兵保卫 疆土。 

在17世纪前半叶大移民时期，英国殖民主义者连同他们那些 
中世纪晚期和都铎时代的政治观念、习俗和制度一同越过了大西 
洋。在 一个半 世纪的殖民过程中，那些在新大陆建立起来的思想 
模式和行为模式不断发展，不过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诺特 
斯坦评论说，英国1603至1 63 0年的那一代人，“从未曾忘怀中世 


① A • L . 罗斯 （A . 卜 Rovse ) t 《伊利莎 S 时代的英国 》 (The England o ! 
Elizabeth ). 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51 年販，第262页 9 

③ S*B ■克赖姆斯 〔 CIiHmes) , 《英 国的宪政历史 》 CEnelish Const it aiion - 
ai History ) r 怆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2卜12 顿。另觅 W . S 、 霍尔 
茂沃思 （W * S , Holtsworthj f 《英国法律 史》，伦敎，1945年版》第 4 卷，第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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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观念和习俗，同时又接受了新的观念和新的行力方式。^国 
传统，或者说来自于英国的那部分传统，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由 
早期殖民者建立起来的。后来移居的英国人必定会发现英裔美国 
人多少保留着英国人的生活方式”。 ® 十八世纪中叶美国同英国 
政莳的冲突恰恰促使殖民者更加坚持他们的传统制度 a 用我们杰 
出的究法史学家的话来说， 

殖民者对英国都铎时代的传统的坚持，巳达到了引人瞑 
目、异乎寻常的地步。我们研究美国殖民地时期和当代的公 
法、私法制度时，必须考虑到上述事实。菹民地和宗主国关 
系的破裂主要是由于彼此间的误解造成的，而误解的产生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议会主权在本土巳经摈弃了旧观念，在殖 
民地却依然保留着。 ® 

在美国革命前的宪法论争中，殖民者实际上是在竭力为英国的旧 
宪法辩解、攻击英国新宪法的长处，这个新宪法是在他们离开英 
国本土之后的一个世纪内逐渐形成的。波拉德指出* “他们的理 
论基本上是中世纪的。” ® 

这些古老的制度和观念在美国独立后各州制定的宪法中和 
1787年的联邦起法中得到了体现。美国宪法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成文宪法，而且大部分是依据长期存在于殖民地的惯例和制度 


① 单莱士 .诺持斯坦 （Notestein) ,《处在殖民时期前夜的英国人民，1603— 
1630》 (The English People on the of Colonization, 1603—1630), 扭约 o 
哈珀出版公司 1954 年版， 第 14 页 。另 见爱徳华 * S * 科 g {Edward S • Corwin), 

高级的法律美国宪政法律的背景> (The»Higlier W； Background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康茶 尔大学出叛社 19SS 年版，第74页。 

② 奄理斯. S 华徳- 麦克尔渴 (Charles Howard Mc[l w ain) : 《作 为艘;5!立法 
机关的议会及其最高权力》 (The High Court of Parliament and its S 叩 remac?) 
耶 魯大学出版社 1910 年肢， 第 386 页 - 

®A ■ F ‘波拉德 （Pollard) , 《美闰 历史上的各种因素》 (Factors ia Ameri¬ 
can History) ，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2S 年版，第抑页，另见麦克尔氤《美 
国革命：一种宪政的解释》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Constitutional Inter¬ 
pretation) , 萊奈尔 大学出版社 1958 年 R; 伦® 夫 .G ，亚当斯 (Randolph G • Ad¬ 
airs) , 《美国革命的政治思想》 (Political Ideas of the Amwican ReTO)utioaj , 
纽 ft, 匕恩斯与诺贝尔 tU 版公司 1933 年阪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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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加以编 S 形成的。1787年建立的体制框架在175年内几乎没 
有明显的变亿。因此，“只有 根据一 直可以回溯到英国内战和内 
战以前的时期的先例和传统，才能正确地理解美国体系的起源、 
发展、作用和精神。” G 20 世纪的美国政体要比 20 世纪的英国政 
体更接近于 1S 世纪都铎时代的政体 & 亨利•琼斯•福特 （Henry 
Jones Ford ) 指出：“政治上的美国方式，如同语言上的美国 
方式一样，倾向于在英国巳经匿迹而幸存于新大陆的英国方 
式。” ©英国 人早在17世纪就打破其传统的模式，而美国人当时 
并来如此去做，尔后也只是做了局部改动 a 美国的政治现代化不 
可思议地弱小且不完全。就体制而言 f 美国政体绝非不发达，但 
是它又没有达到完全的现代化。在权力合理化、官僚政治集权化 
和极权独裁的时代，美国政体保持着一种奇特的、与时代不合拍 
的特性。在当今世界上，美国的政治体制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是 
这样的话，那么一定是因为它们太 古老。 


第二节权力的合理化 

17世纪的欧洲，国家取代了基本法，成为政治权力的来源。 
在毎个国家里，单一权威取代了以往所存在的多种权威。但美国 
继续把基本法作为人类行为的权威来源，并以此来约束人类行 
为 6 此外，在美国，人的权威或国家主权丼未集中于单一机构或 
个人，而是分散于全社会以及国家的许多机构中 。 在 欧洲， 传统 
的权力模式被彻底打披并被取而代之》在美国，它们虽然桩陚予 
新的形式并加以补充，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法律仍然具有至 


①同上页®第 388 K 

©亨利.琼斯.福待 fHewy Tones Ford) ,《美 S 政洽的兴起的成长> 馆 5 页。 
另见笸趙斯■布赖斯 (James Bryce) , 《尜 33民主国 a CTte A.merican Commun- 
wealtli), 伦敦, 麦充米兰出 K 公 31891 市版，第 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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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无上的权威，王权则被坚决摒弃。 

毫无疑问，现代人与传统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对 
人与环境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看法。在传统社会中，人们认为他们 
所而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赐予的。存在的将永远存在下 
去,一切都是而且必定是神的安排；要想改变永恒不变的宇宙和社 
会秩序，不仅是亵澳神灵，也是不可能的。传统社会的变化不易 
察觉，因为人们根本不能够设想存在着变化。当入们意识到自己 
的能力，当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不仪能眵了解自然和社会，而且 
能够控制自然和社会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现代化就诞生了。除 
了其他的内容以外，现代化还意味着人们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 
凭借理性行为可以改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意味着摆脱外界 
对人的束缚，象普罗米修斯那样，从神、灾难和命运的控制中把 


人类解放出来。 

从昕天由命到积极行劫，这种根本的转变表现在很多方面。 
其中最菫要的变化反映在法律上。在传统人看来，法律是凌驾于 
人类之上的外在规范或制约。人类只能发现法律，却不能制订法 
律。人类至多不过能对永恒不变的基本法做一些不触及其根本的 
补充修改，使之适用于特定的情况。这神观念只能存在于政府来 
对社会做根本性变动的社会中，倘若政体可以引起社会变迁，那 
么玫治权威必須存在于这个政体中，而不存在于外在制约中，这 
种外在制约与旧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基本—致的，而这正是现代 
化欲予改革的对象。 

欧洲中世纪晚期，法律被定义为神法、自然法、理性法、普 
通法、习惯等 • 在所有这些形式中，.法律都被视为相辑不变的外 
在权力,用以规范制约人们的行为。尤其在芙国，占支配地位的 
观念是“典型的中世纪观念，即一切权力皆源于法律。” ® 如布 
雷克顿所说的，“法律创制了君主。”这些思想在都铎王朝时代 


①科尔溫，《 " 髙级法律 ' 美国宪政法律的背 景》， 第 




占 有支配地位， 并以不同方式表现在福蒂斯丘、圣•杰曼、托马 
斯•史密斯爵士、胡克和科克等人的著作中 a 甚至在英国颁布了 
«王权至上法》之后，议会仍被视为宣布法律的机构，而非制订法 
律的机构。甚至在 17 世纪立宪斗争的初期阶段，普林仍认为王国 
的“主要自由、习俗和法律”，特别是《大宪章>中的那些原則， 
是“基本的、永恒的、不可更改的。” ® 

当然，'基本法的主旨是否决特定人的统治权。在 1600 年的人 
看来，正象菲吉斯论述的 ， tt 法律是真正的主权者，他们不必考虑君 
主、上议院、下议院、或者这三位一佯是否是国家的终极权力所 
在。” @鉴于没有任何单一的人类权力能成为法律的唯一来源， 
所以法律统治权承认人类权力的多样化。人们服从于权力，但权 
力存在于许多制度中，如君主、议会、法院，普通法、习惯、教 
会、人民等》主权于都铎王朝的宪法来说的确是个陌生的槪念 • 
霍尔茲沃思指出，“都铎王朝时期的任何一个法学家或政治家都 
不能眵说出英国主权之所在》”®在“单一国家”中，社会和政 
府、君主和人民和睦共处 e 克赖姆斯说，都铎政体“基本上达到 
了中世纪理想的君主政体的顶峰，它在议会的赞同下实现一定的 
目标，并承认普通法的无上权力。没有人去关心国家中主权的位 
置^ ” © 和博: T 及大陆其他理论家不同， 16 世纪英国作家根本就 
不承认主权的存在 ■> 伊丽莎白宪法的最著名的阐述家托马斯•史 


① 麦克尔溫 * 《作为最髙立法机关的议会与它的最有权力》，第 MICT 以下、第 
65 饵。 

② 约翰，内维尔 * 罪吉斯 （John Neville F 每 gis) ， 《国王 神圣的权利 》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 英国剑桥，剑轿大学出版社牟版，第 230 页。另见克 
里斯托弗 * 英里斯 (Christopher Morris) , 《英国的政治思想 * 《廷德尔到胡克》 

(Political Ttiowght in England ； Tffldale to Hooter )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S3 年 
販，第 1 页。 

® 窜尔茨厌思 CHolds^orth) , 《英国法猙史》第 4 卷第 2C3 洱。 

④克赖坶斯，《英国宾玫史》第 122— 123 页 【 J . B * 布莱克 （J . BUcfc) , 
《伊 利莎白的统治 * 15S8— 1603 年》 （The Reigji of Elizabeth ， 1558—1603 )， 牛 
津，克拉伦顿出版公司 1959 年版 r 第 20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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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斯爵士的整体观点“比起博丁采更接近于布雷克顿。”① 

基本法和权力分散同政治现代化互不相容。现代化需要推行 
变革的权力^入们有意识的行为会导致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变化。 
因此，权威必须属于人，而不属于不变的法律。此外，人必须有 
能力去实现变革，因此，权威须集中于某些特定的人或团体。基 
本的和不变的法律有助于使权力分散到整个社会，从而维护现存 
的社会秩序》但它绝不会成为权力而引起变革，除非是无足轻重 
的变化，而且须打着复古的旗号来进行。16世纪始于欧洲大陆、 
17世纪发生在英国的现代化要求新的权 威观， 其中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单一主权，用博丁的话来说，它是“一种超越于公民和臣民 
之上不受法律约束的至髙无上的权力。”这种理论公式是16世纪 
晚期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君权神授的的新理论，实际上，这是在用 
宗教以及类似宗教的传统方式实现现代的目标。“君权神授说在 
政治方面不过是主权理论的通俗表现形式。” ©该 学说于1594年 
以后在法国流行并由詹姆斯一世引进英国。它是17世纪进步君主 
的有力武器，统治者可以凭借上帝的恩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 
是《中世纪政治和现代政治之间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 

此外，其他政治理论家从人性和社会本质出发为绝对主权提 
供种种更力“理性的”依据以满足时代的需要。在欧洲大陆，博 
丁以及政治派希 S 建立一种至高无上的皇权以维持秩序，并建立 
一个凌驾于政党、派系和集团之上的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权力，而 
所有那些政党、派系和集团经其准许方可存在。博丁的<共和国> 


© 菲吉斯，《十七祖纪的政治思想史 》 (Political Thought an the Sixteenth 
Century), 载《剑桥现代史》， 1904 年版，第三卷，第 743 页 ； J * W * 文伦 （J . W 
- Allen) , 《十六世纪的政治思想史 》 （A History of Politciftl Though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0 纽约，苎内斯与诺瓜尔出版公司 1%0 年版，第 26 2 版。 

© 菲吉斯，《国王神圣的权利 > 第 237 贯。 

© 同上第 258 页 6 另见艾伦： 《十六 世纪的玟治思想史》第 3 即页；麦克尔溫编 * 
《詹姆斯一世的政洽著作 〉>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I 》 . 哈佛大学出版社 
巧 18 年版 a 


，100 * 



一书于 1575 年 出版, 瀵布斯阐述主权想想吏为极端的《利维坦*一 
书也于1651年问世 a 与绝对主权说密切相关的槪念是将国家作为 
—种 凌驾于个人、家庭及王朝之上的实体，20世纪具有现代化特 
色的马克思主叉者用党的需要來为他们的努力提供依据 | 而17世 
纪具有现代化特色的君主则藉“国家理由”来为他们的行为辩 
护。国家理由这一提泫聶早见于1589年出版的博 特罗的 <国家的 
理由> (Della Ragion di Stato ) —书。1614年，另 * 一位意大 
利作家概括了其实质，他说，“为了公众的利益，国家理由必然 
违背一般法。”①欧洲的君主藉着国家的名义相继使他们的地位 
和他们的行为合法化。 

按照宗敎和世俗的观点，或者按照菲尔默及霍布斯的观点， 
新 的主权学说都意味着臣民负 有服从 其君主 的绝对义务。由于权 
力集中得以合法化和中世纪多元政治秩序的崩溃，上述二种学说 
促进了政洽现代化。它们是政党至上和国家主权理论在 17 世纪的 
对应物，今天，政党至 :上和 S 家主权理论 是被用 來消除传统地 
方、部落和宗教集团的权威的。在 17 世纪， 民众参政尚属理想， 
因此，权威合理化意指权力集中在专制君主 手里。在20 世纪 ，参 
与的扩大和权威合理化同时发生，因此， 权力必须集中于政党， 
或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手里，才能向传统的权威挑战， 同时又唤 
起民 众。 但是， 17世纪 的专制君主同 20 世纪 的一党专政作用是相 
同的 p 

17世纪的欧洲大陆，分散于诸等级间的权力迅速集中到君主 
手中 B n 世:纪初叶， 《 西方各基督教围家，从 葡萄牙到芬兰，从 
爱尔芸到匈牙利，皆有等级会议 a ” © 但到该世纪末，大 多数等 
级会议被废止或权力大大削弱。在法国，最后一次等级大会在 
1615 年 举行， 地方 等级会议除布列塔尼和兰格 多克两地外， 1650 


①弗里德里希， 《 E 罗克时 re, 1610— 1660 竽》 * 萆 15~16 页 0 
© 克拉克，《十七世纪》 , 第 83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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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均来召开，①到17世纪，22个西班牙王国里，仅有6个仍 
维持其议会。卡斯蒂利亚的议会被禁止*阿拉贡韵议会被菲利普 
二世取缔 I 奧利瓦里斯经过长期的血战平定了加泰罗尼亚 B 在葡 
萄牙， 议会在1697年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那不勒斯王国的议会 
在1642年中止了活动。选帝侯 废除了 布兰登堡和普 魯士的 等级会 
议。卡尼奥拉、斯蒂里亚和卡林西亚的等级会说早 E 被哈布斯堡 
芏朝剥夺了权力，而在该世纪初，哈布斯堡王朝就削弱了波希米 
亚、摩拉 维亚和西里西亚等级会议的权力。1665年，丹麦王权成 
为世袭1687年，匈牙利王权成为世袭。到该世纪末叶，査理十 
—世在瑞典重建专制统治 s © 截至1700年，传统的分杈制 巳在欧 
洲大 陆销声匿迹。现代主义者和国家缔造者大获全胜* 

以主权取代法律以及集权的趋势，在英国也曾产生。裔姆斯 
一世将王权和国会分开，向传统的法律和法宫的权威发出挑战， 
并鼓吹君权神授。他说，“国王起草和制订了法律，而并非法律 
创造了国王。⑨詹姆斯试图使英国政府现代化，使之按照早在 
欧洲大陆順利开展的方式推进。他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遭到坚持基本法和传统分权制的科克和其他保苷党人的反对。爭 
社会和政治发生变革之际，科克等人的主张已经过时 8 “科克同 

其他反对国王的人一样，并不真正懂得主权》他坚持的主张 t 完 
全适合于中®纪 r 却不适合于发达的—体化国家。”④集权制是 

① 帕 尔畎： 《民主革命的时代》，第 一卷， 第461页； T 1787 年，可以听到在全 
® 各地簠新供 g 地方等级会议的呼声。人们长期不®地对黎塞留和路易十 四世施加压 
力，要求 在法®建; fc 立宪政体,但不是按厢英国的模式,而是按照那种在法国长期以来 
被皮止 了的模式*。 

② 见克拉克 对范玫 趋势的总结，第 86— 87贝|另见 F • L ■ 卡斯® (F _ L _ Cbr - 
sten .) :《德囯的诸侯与议会» (Princes and Parliaments in Germany ) , 牛津， 
克拉顿出版社 19 S 9 年版* 第436— *437^; 霍尔茨 沃思：《英国 法律史第 0 卷， 
第 165_172页 0 

姆斯一世 ， "The Trew Lew of Free Monarchies ’ , 载麦克尔溫 编 ： Cfif 
姆斯一世的政洽著作》，第 62 H » 

©菲吉斯，《国王# S 的权利》，箄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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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看起来英国会不时地追隨着欧洲大陆的模式。怛君主专 
制主义的主张到一定时候却会导致议会至上的相反主张 a 詹姆斯 
—世、菲尔默和霍布斯主张国王高于法律，这神主张不可避免地 
激怒了米尔顿，他提出 11 议会高于所有实在法，无论是民法还是普 
通法，议会均可以制订或予以废止》 w 长期国会乃议会权力至高 
无上时代的发轫。那时，英国“实际上苜次认识到，现代型的立 
法议会，不再仅仅是宣布法律的机构，而是制订法律的机构。” ® 
基本法 在英国 同在欧洲大陆的命运一样，都进到了厄运，但它不 
是被专制君主政体所取代，而是被具有无限权力的立法机构所取 
代。 

美国的发展与欧洲截然不同。在具有现代化特色的君主镇压 
了传统等级、人们坚持他们有权制订法律、黎塞留在法国建立了 
专制国家而霍布斯在英国鼓吹专制的同时，基本法和分权制的旧 
模式在新大陆却获得了新生。传统的法律观以两种形式在美国继 
续存在 D 其一，人类只能宣布法律而不能制订法律的观念、当它 
在欧洲巳经被实在法律观取代很久之后，在美国却依然强大•它 
的某些观点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其二，基本法不受人类控制的 
旧观念，由于被认为同成文宪法一致而获得了新的权威。成文宪 
法自然可以被视为契约，也可认力它的权力来自于有意识钓、积 
极的人类行为。同时它又可以被视为根据习惯和理性而设定于政 
府之4：的种神限制的汇集。正是由于后一种观念，人们接受了 16、 
17世纪英国的基本法观念 * 它体现在殖民地的权利宪章和权利宣 
言中。两种理论的结合造成了这样一狩情势，即“更完美的法律 
重新焕发出青春，进入其伟大的历史时期。”® 

坚持基本法学说同否定主权最携手并进的。社会和政府互相 
制约以及宪法各部分协调均銜的旧观念仍然支配着政治思潮》在 
英国，都铎时代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史密斯、胡克、科克的学说 

①麦克尔 S , «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议会 S 其它的最為权力》 * 第 P 6 S - 

@科湿，高级法 律〃： 美国宪政法律的背景》，箄 89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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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 俟问世，便巳经过时。” ® 相反在 美国，他纟 I 的学说却十分 
流行，而霍布斯的理论则找不到市场。无论是君权神授说、绝对 
主权说还是议会至上说，在太西洋西海岸都没有立足之地。正如 
波拉德所指出的，“美国人也许可以被视为讲英语的世界中在本 
能上厌恶国家主权说的人，从英国清教徒移居美国的时代开始直 
至今日，他们始终试图坚持那种态度，尽管他们的努力并不十分 
成功》” 18世纪美国喧民者同宗主国的论争基本上是围绕着反对 
议会立法权而展开的 a 

正是这种否定一切主权的观念对于美国革命产生了深刻而久 
远的影响……。它们是美国入的观念，但在此之前，它们曾 
是英国人的观念》它们是中世纪思想遗产的一部分，其中包 
括人人生来平等、税收须征得人民苘意的观念以及自然法和 
上帝法等。殖民者正是运用这些思想武器同议会主权抗争 
的。他们带着这观念离开英国而踏上了新大陆，他们远离 
: 故土正是为了维护这些信念6如今，他们带着这狴以及其它观 
念又回来了，以求帮助我们恢复信念，而这些信念是我们久 
巳拥有而又在瞬间丧失了的。”②倘若说美国入也接受主权观 
念，那么它 II 是被认为应该交给 * 人民 ”的。 但除了极少数（请 
如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或宪法的批准）的时候，人民都不能行使 
主权。权威存在于各种机构中，每个机构都可以证明其权威来自 
人民，但是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最终证明它比其它机构更受欢.迎。 
人民主权象神授主权一样是个模糊的概念。民众的声音很容易被 
认为是上帝的声音。因此，它是潜在的、被动的和最终的权威， 
而非实在的、积极的权威。 

美国和欧洲发展的差异在代议制理论及实践上也很明显。在 


① 乔插 • H . 萨 荈因，《政治理论 史》. 第 4SS 页 a 

② 拉 波德， 《美国历史 h 的各种因素》，第3卜33页，另见唐 .K ■符赖 m 
(Don K ^ Price) f 《科学的等级》 （The scientific Estate), 哈 佛大学出版社 

19 钻年版_待别是第45 页、 第 SS 页、第 7 5—78页、第165—167 页。 








欧洲，中世纪代议制（等级会议）的废止是同地方利益合法性的衰 
弱同时发生的。在欧洲大陆，专制君主代表或体现着国家。自法 
国大革命始，国民议会取代了君主而成为国家的代表或象征。在 
这两种情况下，整体享有权威和合法性！而地方利益、教区利.益 
以及集团利益（如卢梭所说）则缺乏合法性，并因此在中央政治 
机构中不能取得代表权。 

在英国，权力的合理化使代议制也发生了变化，这同始终信 
奉旧传统观念的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6世纪的英国，国王和 
国会都具有代议功能。国王是“整个王国的代议领袖。” ①国会 
议员仍保持着中世纪的传统功用，代表着地方社团及特别 利益。 
中世纪晚期的议会，“议员是其所在市镇的代理人。他在议会里 
能够请求获取待谇权、扩大地方自由权、纠正冤屈并为选民在伦 
敦或其附近承办私人事务。”®因此，国王代表着整个社会，而 
议会议员则代表着各个选区。议员对其选区负责。在亨利五世统 
治时期，曾通过一项法令，规定议员须来自于其所居住的选区。 
在16世纪晚期，这项法令实际上开始失效，但居住在当地以及同 
地方的关系仍是多数议员所应具备的条件。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 
罗斯曾 说过： “议会代议制极端强烈的地方主义是其最主要的特 
征，它使代议制充满活力并符合现实。各地议会成员多是地方人 
士，或是乡紳，或是市民。官员及枢密院顾问官等议员是很少的 
一部分，旣便他们也有其根基。分析一下议会的代表，可以看出 
与当地不相干的人所占的比例很小，官员的数目则更小。”©议 
员不仅居住在选区内，代表选区的利益，而且由选区支付薪俸。 

①寒缪尔 .H . 比尔 (Samuel H * Beer ) f 《英国 政符中的利益代表制 ：历史 
背杲 》 CTbe Representation of Interests in British Gorernmetit ： Historical 
Background ), 《美劃政洽学谇论》第 SI 期 （1957 年9月），第614页 5 

@费思■诼普衣 (Faith Thompson ) f 《议会简史， 1295— 1642» (A Short 
History of Pftrliainent * 1295 — 1642)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第59页。 

③罗斯；《伊利莎白时期的 英闻 》，第306页。比较改 拉德： «议会的 进化》 
( Xh ^ Evolution of Pariianient ) f 伦敦，明受一格林出板公旬1犯6年版，菜159 
页，他认为 r 民族国家化的变革开始于都译王朝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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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选区可推选出二至三名议会正式议员。 

17世纪的宪章革命给“老托利”代议制以致命的打击，而由 
比尔所称之为的“老辉格”制取而代之 B 在这种制度下，国王丧 
失了他积极的代议作用，议会议员则成为“全社会的代表，同时 
也是各选区利益的代表伯克対 “老 辉格”理论的经典性阐述 
中指出，议会是“国家的审议机构，它应该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 
发，没有埯方目的、地方偏见，而整体利益是由国家的普遍理性 
决定的 a ”因此，议会议员不应受到来自选民的权威性指令的左 
右，而须使他们的利益服从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随着这一新观 
念的产生，议员在当地居住并领取薪俸的旧传统遭到了徇底打 
破。根据记录，由选区为其代表支付薪俸，最后一次是在1678 
年。在17世纪，愈来愈少的议员居住在自己的选区。旧法令“由 
于承认外乡人具有公民权而名存实亡”，终于在1774年被废 
止=@同时，可选举多位议员的复数选区逐渐减少，到1«85年完 
全消失。所有这些变化，使得议会成了国家的集体代表，而不是 
各个选区代表的集合体。 • 这样，英国代议制在理论和实际上都符 
合了议会至上的新事实。 

在 美国， 老托利制莸得了新的生侖。殖民地代议制实际上是 
都铎王朝代议制的翻版，随后，1787年宪法又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了这些制度 a 美国象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一样，是双重代议制， 
总统象都铎王朝的国王一样，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利益 I 而立法机 
关的各个成员则对其选区负责。 1 G 世纪英国的复数选区制输出到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这个制度不仅适合于作为全国立法机关的上 
院，而且还扩展到各州立法 机关； 直到20世纪，仍有相当数量的 


①比尔，《英国政 府中的 利益代 表制： 历史背 景》， 第 614—6 ISK 。 

@赫悄特*\^ »霍或尔 (Herbert W * Horwill ) t 《美国宪法中的习惯法》 
(The Usage of the American Coastitution ) * 伦敎，牛津大学出铒社，第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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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法机关实施这一制度。①议员居住在当地曾是都铎王朝英国 
的法律规定和政治现实，现在却成了美国的政治规定和政治现 
实。它反映出“强烈的地方主义……，它在自己的祖国被抛弃后， 
却在美国继续生存了下来。”这样，英国19世纪、20世纪的许多 
杰出的玫治人物由于能够改变他们的选区而得以长期占据议会席 
位。一位评论家说过，“假若大不列颠在几个世纪以前不曾抛弃 
美国始终坚持的中世纪制度，则英国政治的进程:^与今日完全不 
同 t ”相反，美国人可能会感到惊讶，并会轻视政治现代化造 
成的英国议会议员同其选民之间的差距。 © 


第三节结构的分化 

要比较欧洲和美国的发展，就必须区分“职能”和“权力” 
这两个槪念。在本章里， a 权力”（单 数） 指影响或控制他人行 
为的力置；“职能 w 意味着特殊形式的活动，我们可以用种种不 
同的方式来对它加以定义。我们不使用权力的复数形式，因为许多 
作家用它来指“职能”。这样 t 按照美国开国元勋的说法，权力 
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项职能，巴格霍特则讲到尊严和效率职能， 
此外还有法律和政治职能，军人和文官职能，国内和国外职能的 
说法。任何职能的行使都会涉及某种权力。然而，职能和权力备 

①英里斯.克莱恩 (Maurice Klain ) :《对选民的一种新 看法： 重新计 算和重 
新鉴定的 S 要》 （A New Look at the Constituencies : The Need for a Recount 
and a Reappraisal ), 《美国 政治学评论》第 49 期 （19 S 5 年12 月} 全文都些观点 ，恃 
别是第 U 1— 113 页。 1619 年，当 伦敦公 司第一 次召集弗吉尼亚州议会时， 它模仿英国 
人的 做法， * 每个种植场 由当地 居民自由选举出两名议员、 

©韁 威尔:_ 《美 国宪法中的习愼法》第 169—170 页.相反的观点，见一位美国 i 己者 
对1619年大选的 评论： * 英国的议员并不接近于他们的选民，他们甚至不必同他们生 
活在一起，……选民容易被看作是为伦敦的民族共识提供养科的政治工厂。一位美国 
议员毎周可能会收到选民的来信 isoo _ 2ooo 封，而英国议员 a 常只收到不足 10 if "： 
罗德里克.麦克累施 （Roderick MacleishJ , ■《纽约先驱论坛报》，1964年10月1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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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不同的范围。两个法院可能具有桕似或同样的司法职能，但 
一个却可能比另一个有更大的权力。两个机构可能权力相等，而 
它们的职能在质和量上却可能不同。因此，政府各个机构的权力 
可能相等或不同，其职能也可能有所限定又相互重叠。 

在欧洲，伴随着权力合理化和权力集中化而来的是职能分化 
和职能日趋专门化的政府机构和组织。当然，这些变化正是适应 
了日趋复杂的社会和人们对政府日益增多的要求而出现的*各行 
政、立法、司法^军事机构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又隶属于行 
使主权的政治体（君主或议会>，並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负责。比较 
专门化的机构之间职能的分散，反过来又促成机构间权力的不 
相等。立法职能比起行政或司法职能具有更大的权力。 

在中世纪和都铎时代，政府职能尚来高度分化。一个机构常 
常行使多种职能，而一项职能又常常由几个机构来承担。这种伏 
况造成各机构间的权力平.均。都铎时代的英国政府是一个“融合 
各种权力（即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议会、君主以及其它 
机构各自都执行多种职能。©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政府朝着 
权力集中和职能分化的方向发展。正如波拉德所指出的，在英 
国，••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发 M 有共同的起源，并且各自适合于 
特定的目的，因为如果没有职能的专门化，英国政府将始终处于 
不成熟和低效率的状态中。不过英国不曾出现主权分裂和权力分 
离。”② 

在美国情况则相反，主权分裂，权力分离，而职輯却由许多 
不同的机构共同承担。这种婼果並不是由18世纪流行的权力 （亦 
即职能）分立学说造成的。单纯从形式上来看，各机构分别执行 
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可以使一个机构垄断占支配地位的制 
定法律的职能，从而使权力集中。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正是洛究 
和杰斐逊希望实现的。当然，孟德斯鸠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认 

①麦克尔温，《作 为最* 立法机彔的会议及其它的最商权力》_第 II 页" 

©波 拉德，《议佘》_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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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到职能的严格 分立会造成权 力的不均等。他说，“从某 个方面 
来讲,司法机构几乎 是无足轻重的 ，因此 ，为了取得真正的 权力分 
离 ，孟德 斯鸠把立法职能划归 于代表着王国传统中三个等 级的三 
个不同的机抅 a 实际上，美国就象在都铎时代的英国一样，权力 
的分离不仅是由于立 法职能的划分所致， 而且是由于其它职能也 
由几个机构共同承担， 这样 一来就产生了使权力均等的“制衡” 
体制。诺施塔特曾指出，“1787年的立宪大会原本要建立一个 
‘权力 C 亦即职能> 分散’ 的政府 ，但这一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地， 
却创建了一个各分立机构 共茼承 担权力（职能）的政府^ ”因 
此，美国始终存在着职能联合而权力分立的状況，而欧洲却发展 
为职能分化而权力集中的格局。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要实行权力分割、以野心对抗野心、制定 
—部优于其它宪法的具有复杂制衡机制的 宪法， 他们的热情为世 
人所熟悉，然而，任何事情都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且正如许多 
英国人指出的，权力分割最明显的代价便是政府的低效率。巴格 
翟待说，“一言以蔽之，英国的宪法是按照单一主权权力并使其 
发厍效力的原 M 制定的》而美国的宪法則是建立在多种主权权力 
的原则之上，他们希望以其多数补德劣势。”® SO 年后，被拉裼 
同样指出，《美国人在私人企业中表现出的卓著效率在政府中則 
完全受到 桎梏， 其原 S 正在于权力的分散”，“这也正是美国政 
治不能引起大多数美国人兴趣的原因。”然而，他希望，有一天， 
“ 美国人会信住一个拥有充分主权权力的政府”，“到那时，权力 
分割将同职能专 □ 化一样减弱到适当的程度。”⑤然而，美国的 
各个机构却继渎分割权力并综合职能。通过将立法职能和司法职 


① 理査德诺施塔特 （ Neustadt ) ，《总统的权力：领导层的政洽 》 （Presh 
jeati^l Power：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纽约，约翰•威利出版公司，第33 

页。 . 

② 瓦尔恃.巴格橒特 ( B & gdiot ) ， 《英国的宪法》 （Tbe Eufilbh Coastttution ), 

伦敦 • 牛津一铨界经典出版公司1949年版，第202页<» 

@波拉徳，《议会 mss-zs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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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及尊严职能和效率职能混合在同一机构中，通过将立法职能 
分割在许多杻构中，通过特殊的军事机构不能完全分立等情 形中， 
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状况。 

在中世纪的政府中，不存在立法和司法的区分。在欧洲大陆， 
诸如河拉贡最高法院和法国高等法院这样的机构直至16世纪都始 
终在行使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在英国，直到17世纪初叶，议会本 
身主要被看作为一个法院，而不是立法机构》正像霍尔兹沃思评 
述的 I 

在政府功能专门化以前，法院不仅仅是司法审判庭》在 
英格兰及其它地方，法院还具有政治职能，它同将纯司法职 
能始终作为唯一职能的法国以及将纯司法职能作为主要职能 
的其它国家有所不同。既使在政府各部门开始分化之后，法 
院仍继续行使着较力广泛的职能，这是由于法律至上的观念 
造成的，而法律至上正是中世纪政治理论的主要待征》 ® 

在英国，法律至上的观念在17世纪的内战中消逝了，司法同 
政治职能混合并存的状况也随之消失了。英国的法官追随着培根 
而不是科克的道路，成为“王座下的狮子”，他们《不会制止和 
反对任何主权观念”。到 1 B 世纪，布莱克斯通直截了当地指出， 
任何法院都不能宣布议会的法令无效，既使这种法令是亳无道理 
的。他说，如若承认这种权力，“就意味着把司法权置于立法之 
上，而这将会使整个政府遭到毁灭。” ©英 国的议会至此巳经从 
髙等法院演进到最髙立法机构了 a 

在美国，情搲则相反，司法职能和政治职能仍然混合在一 
起。解释法律的司法权力成了司法和立法的混合权力 • 它可以吿 
诉立法机关什么样的法律不能制定。美国的司法审査学说和实践 

① 番尔芡厌思，《英国法律 史》， 第4卷，第169页。 

② 成廉， i 荚克斯通 (William Blackstone ) t 栽托马斯 _M ■ 库利 （Thomas 
M . CoolejO 编： 《英国法津评论》 * 芝加哥，卡拉汉出颃公司1町6 年眠， 第一卷， 
箄卯页。 



無 IS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早期的英国鲜为人知，司法审查制度的全 
部槪念都 表明立法和司法职能之间的区分，只不过在当时人们还 
未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但很显然，都铎时代和斯图亚特王 
朝早期的法院曽利用普通法来“控制”议会的法令，至少达到了 
较彻底地重新限定议会的目的。这些行动弁不代表着关于司法审 
査制的自觉的意识，它们不过代表着“尚未显示出差别的司法和 
立法职能的联合。” ffi 司法和立法职能的这种结合为美国法院所 
承袭 ，最綠％成为司法审査制度的学说和实践 《 麦克尔温曾指 出》 
在美国，法院的立法职能远远超过英国，“因为同样的倾向在英 
国受到了 17世纪发展起来的议会至上原财的限制》与英国法院 
不同， “美国法院仍然保留了不少都铎王朝的不确定性，尽管政 
府各部 门已经分立。 它们 受政府政策及权宜之 计影响 的程度，在 
当今的英国是不可想兕的。最髙法院遵循着判例可以推商的原 
則，一再改变先例，而这种原则是肯定不会为英国上议院接受 
的 /© 自托克维尔以来的外国观察家都认为，法院的“巨大的玫 
治 影响” 是美国政府最独特的令人惊奇的特征。 

在美国政府中法律和政治职能的结合也可以从律师在美国 
政治中始终扮演的重要角色反映出来。在14、15世纪的英国，律 
师在议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英国议会和法院的结 
合与法国的等级议会和高等法院的分裂形成对照，有助于维持议 
会的 权威。 ⑧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律师在议会中起着曰益重 
章的 作用。例如在1593年，43%的下院议员接受过法学教育《下 
院议长及其他领袖人物通常都是律师。此后，律师在英国议会中 


①见 I * W . 高夫 (I » w . Cough ) ,《英国宪政历史上的基本规律》 
mental Uw tn English Constituiional History ), 牛津，卡拉伦顿出版社1奶5年 

版， g 表^:尔温 CMdlTain) * 《议会作为最 S 立法机关及其最商权力》，第9页、 

第 385—386页。 ^ ^ 

③崔尔茨厌思，《英国法律史》，第四卷，笫174页、第 134—1&SK、 第 18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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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 用日渐 衰遣，在 19 世纪达到最低点。在 20 世纪，仅有 20 % 的 
下院议员是律师《而美国的情形则相反，在美国的殖民政府、州 
政府和中央政府中，都铎时代由律师担任议员的传统仍被保留了 
下来，律师在美国立法机构中常常占多数 e ® 

每一种政治体系，正如巴格蜇特指出的，都必须获得权力并 
行使权力。在英国政治体系中，这駿职能是由宪制中受到尊 
敬并具有效率6^1构来承担的，每个独立的机构各有其特洙的职 
能，这是现代化标志之一的职能分立的一个力面-这一点可以从 
所谓的君主立宪制中明显地看到，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从几 
乎一切现 R 政府中 看到。 ②美国政治体系象旧式欺洲政治体系一 
样，受尊欹、有效率的职能并未分配到不同的机构中去《美国政 
府的各主要^^1构，如总统、最高法院、众议院、参议院以及各州的 
相应机构，都不同程度地承担着这两神职能，这神职能的结合在 
总统的职权上体现得最为显著。几乎每一种其它的现代政治体 
系，从英岡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君主立宪制到意大利、德国和戴高 
乐以前的法国的议会共和政体以及苏联和东欧的的共产党专政， 


① 见 J . S ■尼尔 （I . E ■ Neale ) ,《伊利莎白时代的下 议院 》 (Tte Eli ^! o - 
than House of Commons) , 伦软，彭吉恩出歧公司 19 奴年版， % 290一295页 i P 
斯* (伊利莎白时代的英国>)第307页 i 汤 普逊： 《议会简史，1295—1642》第169— 
i 73 页； 唐納徳 .R • 马修斯 （Donald ■ R * Matthews ) :《攻治决策人的社会 背景》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Decision 一 Makers) , 纽约，拾贝出陡社 
19S4 年版， #28— 31 页 i 卜 F • S • 罗斯 （J ■ F . S • Ross) ; 《选举与选雄人》 
(Elections and Electors) , 伦敦，艾尔与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 1955 年販，第 400 
页 ； \v - L * 格茨曼 CW * L ■ Guttsm&n) : 《茨国的政洽精英 》 （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 ， 纽约，基础国书出版公司 1%3 年版，第 82 页、第 90 页、第 105 黄 ; 
D . E . 巴特勒 （D ■ E _ Butler) 和理査德 * 罗斯 (Richard Rose ) : 《 1959 年的英 
囯大选 》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59) ，伦敦，麦克米兰公司 I960 年版， 

第 127 页 & , 

② 巴格霍特：《英国的芫法》第304页。另见弗兰西斯 - X - 萨顿 (Francis ■ X - 
Sutton). 《代表制与玫治体系的性质> (Representation a^id the Nature 吋 Poli¬ 
tical Systems) ，載《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 2 沏 （19S9 年10月 ） ，第7页，巴 
格霍特在谈到英国政体中 K 尊贵的.，部分与“效能”邡分吋，所做的^种区分，在很多国 
家中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当然 这种功 能的: S 别是依赖于对任佝玫治体都适用的分析 
性区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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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把国家首脑同政府领导区分开来。在苏维埃体系中，这种职 
能的分化进一步表现在把国家首脑同政府领导和党的领袖区划 
开。而在美国，总统集三种职能于一身，这种结合賦予了他权力 f 
也限制了他的权力，因为一种角色的需要经常同另一种角色的要 
求相抵触。这种角色的结合使得古老的传统得以延续。如杰斐逊 
在 1787 年所宣称的，总统的职位是“作为选举君主制”而建立 
的 J 设立该职位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体现英国君主的权力》而围绕 
着它的政治便是宫庭政治。 ® 

总统制实际上是一度流行于中世纪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在当今 
世界上的残余。在16世纪，立宪君主统而治之，但他是依照法律 
进行统治，而且还要其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予以适当的考虑》福蒂 
斯丘 （ Fortescue ) 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一方.面，才对君主玫治权 
力同君主权力作了区分《到1?世纪，旧式的立宪君主为新式的专 
制君主所取代，专制君主将自己罝于法律之上。此后，在18、19 
世纪，出现了所谓新型的“君主立宪制”，尊贵的君主统而不 
治。同专制君主一样，他是现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正是适应了把 
最高权力统一在单一机构中的需要。美国的总统制则不同，它承 
袭了君主立宪制的旧的传统。在职能和权力方面，美国的总统相 
当于都铎时代的 国王。 从其在机构中的作用以及人格和才能方面 
来看，林登 •约翰 逊远比伊丽莎白二世更接近于伊丽莎白一世， 
英国承袭了旧式君主制的形式，然而，美国则承袭了其本质 a 今 
天，美国仍然拥有一位国王，而英国仅仅保有一頂王冠。 


①托马斯.冻斐逊，<1787年12月20日） 致詹 姆斯.麦狄逊的倍，载《若作与信 
件》，华盛頓，杰斐逊纪念协会 1903— 1905年，苐6期，第339—390!福特：《美国 
政治的兴起与成任》第293页。关于阐述作力国王的总统的一篇犒彩与雄辩的论文_ 
见 D , W ■ 东罗根 （D - W . Bro - an ) :《总统职位》 (The Presidency ) ,載《冲 
矣》第25期 U 964 年 i 月），第3—?页。对于美国君主制性质以 及白宫 政洽与宫廷政 
汚的相似性的了解，我直接得益于现査德 .E ■诺施塔恃，另见腚拉透：《美国历史 
上的各种因素》第 72— 73页，直到这一天，美国的行政部门比英国的行政’部门更具 
有君 主削的 性质，美国的君主制比英囯更兵有个人性。在那*他*是单迚—个人 r 
伹足在英国，是混合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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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數现代国家中，从理论上来说，立法职能拿撞在庞大的 
代议制机构、议会或最高苏维埃手中。然而在实践中 ，这一 职能是 
由较小的机构"一内阁或主席团来承担的，内阁或主席团在政府 
活动的一切领域中行使其权力。而在美国，立法职能则始终分配 
在三个不同的机构其及下属机抅中，这正如在中世纪晚期欧洲， 
它分布在不同的等级和其它机抅中一样。从国家的高度来看，这 
种安排并非来自眈洲理论家的思想，而是从“1606年至1776年殖 
民地的历史传统中引仲出来的’>。@殖民地的市民、埯方议会和 
总督之间的关系相应反映出16世纪末斯君主、贵族和平民之间的 
关系<> 

在现代政洽上，议会的立法权力一分为二，一般来说反倒会 
从总体上削弱议会的有效权力。最高苏维埃没有权力，但它事实 
上是两院制 I 英国议会有较大的权力，而它实际上是一院制。美 
国比较独特，它的两院制直接从16世纪承袭下来并正常运转。 
议会两晓制只是在都铎时代才被依照惯例正式地并有效地区分开 
来，“在那个世纪初期，议会乃是一元化机构，两院制只不过是 
—种远景。”到那个世纪结束时，《下院在权力、地位和声望” 
方面的增长使议会成为“一股君主和政府不能等闲视之的政治力 
量。”②16低纪标忐着英国议会历史上两院制发展到了顶峰时 
期。一院通过的议案经常被另一脘否决，为了消除分歧，两院不 
得不诉诸于联合委员会。最初，联合委员会只是作为“傅然的程 
序”，倍到1571年，便成了 “惯例”。伊丽莎白时代的议会，一 
院或另一院就多数议案提请联合委员会裁决，联合会议的代表时 
常得到指令在一些特殊条款上不做 it 步* 若两院就某些条款的看 


® 本杰明 ■ F . 赖恃 （Beniamin F . Wright) , 《美 国权力分离的 起源 》 （The 
Orpins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America) * 《径济学》第 13 期 0933 年 
5月 ） ，第169页。 

②尼尔，（伊丽莎白-世和她的说会》 {Eli^beth I and Her ParliamenU), 
组约，圣马丁家族出歧公司 1958 年版，第一卷，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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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重大分歧，联合委员会便修改整个法案，有时还接受女王及 
其顾问们的劝告和建议。虽然这一切看起来富于现代特色，实际 
上却是地道的都铎产物；联合委员会的程序被引进殖民地的立法 
机构，并扩展到丁国家范围内。在英国，随着内阁对下院负责制 
度的建立，联合委员会的活动也就宣告终结了。最后一次讨论并 
通过政策的“自由联合会议”是在1740年召开的。 

两院和政府首脑参与立法过裎，导致了都铎政府的其它许多 
立法方法在美国被继续推行。从事立法的议会必须将其部分工作 
委托给下属部门或委员会。16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铎议会之 
下设立了委员会。把议案提交委员会审理的作法不久变得十分普 
遍，于是委员会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议院的职能，这样一来，委员 
会的组织也越来越庞大，并成了常设机构，委员会也逐渐为那些 
同法案有特姝利害关系的人所控制。有关地方和区域问题的议案 
交由本地区和区域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审议。®在那个世纪之交，庞 
大的委员会发展成了常设委员会，负责审理一般范围内的所有问 
题。下院在立法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迫使它诉诸于委员会这种 
程序。17世纪早期，这一程序逐渐推 广到殖 民地、尤其是弗吉尼 
亚州议会，它是由于实际的需要而设立的》並在150年之后，这种 
程序又在早期的国会会议中重新出现了《在同一时期的英国，内 
阁的建立破坏了早期存在于议会中的委员会制度 * 下院中旧的常 
设委员会成了空架子，与两院委员会毫无区别，在1832年以前它们 
便早巳被正式废除了。 

立法职能的分离，致使都铎时期下院的议长与后来的美国立 


①同上注，第 23S 页、第 287 页、第 337— 388 页、第 412—413KG . F . M ■ 坎皮思 
(G - F * M - Campion) > 《下议院程序的介绍 》 (An Ifltroductkm to tlie Proce¬ 
dur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f 论敦 t 菲利 . 阿兰出扳公司 IQ 卯年販，第 199 
页；埃达 ■ C - 麦科恩 （Ada C * Me Cown) , « 国会访商委员会 >：> (The Congress^ 
oiial Conference Committee), 纽约 t 哥伶比亚大学出版社 1927 年坂 * 第 23 — 27 

© 罗斯， <( 伊丽莎均时代的英国 )> , 第 307 页。 




法机构的议长承担起相同的职责。都铎时代的议长是一位政治领 
袖，他同时效忠于君主和议会。他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他如何能够 
较好地平衡和协调那些经常发生抵触的职责。他是下院中“国王 
事务的管理者”，而面对君王他又是议院的代言人以及议院权利 
和特权的保护人。他藉控制提交审议议案的程序（但受到议院否 
决权的限制和“影响问题的安排和设计”来左右议院 s 然而 f 17 
世纪君主和议会之间的斗争使得议长不可能继续效忠于双方。议 
长的首要职责是忠于议会，18世纪 翁斯洛 （1726 —1761年> 的公 
正行为成了 19、20世纪议长们的典范。 这样， 在英国，一度具有 
政治色彩、 富 于效率并尊严的议丧职责，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 
变，议长成了非政治化的、公正的议会主持人。而在美国，都铎 
时代议长职位的政治特征沿续到了殖民地议会，直至今天的众议 
院。.① 

两院和最髙行政首脑共同承担立法职能，使当代美国立法过 
秤具 有了明 显的都铎时代的待征 B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正如 
罗斯所指出的，君主和议会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美国总统 R 国 
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今天在英国所存在的哭系。” ®都铎时代 
的倉王不得不软硬兼施，采取哄骗利诱的手段，以求下院適过他 
们所期望的法案。他们常常面对难以驾驭的议会毫无办法，因为 
后者或者逋过他们不希望通过的议案，或者辩论他们不愿意公开 
的争端。一般来说，君主的“立法方案” （主要 涉及拨款的要 
求> 会得到通过。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下院可能会拒绝君主的方 

因而君主不得不撤销或重新拟定其法案。伯利曾代表伊丽莎 
白负责同议会打交道，他“密切注视着议会的活动 * 并在会议期 
间从书记官那里获取有关两院所有议案审议进程的材料。”③伊 


尔，《伊丽莎白时代 W 下议院》，第381页； S 尔茨沃思*《荚国法律史》 
第4卷第177 页； 坎皮恩， 〈(下 议院程序的介绍》第2卷第52_54页6 
© 罗斯，《伊丽莎时代的英国》，结 294 JU 
⑤尼尔，《伊丽莎闰时代的下议，第 " U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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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白十分希 m 下院支持她的议案，为此，她或向议院传递消息 
并释放“空气”，或告诫指示议长怎样处理议院事务，或“接待 
或传唤议院的代表来白厅并当面申斥他们”或乘四轮马车或敞蓬 
轻便四轮马车君临议会，亲自或通过掌玺大臣发表演说。 ® 

虽然君主“对于两院通过的令人不快的议 衆不乏 制止的手 
段”，但几乎议会的每次会议都会通过若干君主不軎欢 的议案 ，于 
是君主便开始行使其否决权。尽管否决权主要针対有关私法法案 
而非公法法案，但仍有些重要的有关公众事务的议案遭到了君主 
的阻止 6 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她批准了 429项议案，否决了近 
71项议案，但是，否决权并非君王可以隨意使用而无须权衡轻重 
得失的一 武器， “政治 是一门 关于可能性的艺术，即便是都铎 
时代 的君主也不能完全对它视而不见。过于严厉或随意地使用君 
王否决权必将引起麻烦#*亨利八但:或伊丽莎白一世在处理同议 
会关系上所采.取的策略同肯尼迪或约翰逊对付国会的策略几乎没 
有 差异。 相同的权力分配方式产生了相同的行政立法行为模式。 

在都铎时代，一些枢密院官员（虽然不是全部）出席议会， 
这也许是都铎时代购君王优于美 ffl 总统的地方。这些枢密院官员 
在汶会中是君主事务的主要管理人，他们承担的职能相当于美国 
国会多数党领袖的职能。象多数党领袖一样，有时他们也不得不 
将他们对议院的忠诚置于对君主的忠诫之上。然而，枢密院官员 
出席议会的作法从未被认为是狩合需要的，而且在17世纪，把 
“官员”排除在议会之外的努力持续不断，1701年的*王位继承 
法》使这些努力达到了顶蜂，该法的有关条款此后写进了美国宪 
法，虽然在英国这些規定几乎即刻便央去了效力《 ® 这样，美茵 

①罗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 ，第 294_295页《 

© 尼尔，《伊丽莎白时代的下议院> 第410—412页，和《伊柄莎白一世和她的议 
会。 

⑤坎皮《下议院椏序的介绍》，第37—38页；波拉德，《议 会》 ，第237— 
Z 38 ; 理杏德 * F ■ 芬诺 (Richard F - Fenno) ；《总统的 内阅》 （The P«sidcnf r s 
Cabinet ), 访佛 X 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f 第 10— 13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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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早期英国观念和行为的一个方面，而此后的英国则发展了 
另一方面。然而，最高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使得美国 
内阁和行玫官员类似于16、17和18世纪英国的内阁和枢密院宫员 
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出这种相似之处和英国内阁作用发生的激 
烈变迁的事例是，美国的行政领导就象18世纪的英国一样仍旧被 
称作“行政当局”，而在今天的英国，则称为“政府 w » 

专业化的'行政机构的分化在欧洲远比在莠国迅速得多。我们 
从军事建制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財比》现代的军事尊制应包括 
通过招募或征集而建立起来的并由职业军官团领导的一支常备 
荦。在欧洲，职业军官团在19世纪上半叶即 出现。 到1870年，欧 
洲太陆各主要国家都 巳经发 展起职业军官建制。_在军事职业化方 
面英国落后于欧洲大陆，而美国又落后于英国。直到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才建立了职业军官制度，而欧洲各国早在几十年 
以前就形成了这一制度。政府机构间的权力分 K 使得政治和军事 
事 务长期混杂在一起，并使客观的文官控制的现代体系的实现变 
得极其复杂 a 在国民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中，美国人都愿意接受职 
能分化和专门化的权限，把它们视为现代化固有的令人满意的恃 
点。既便在二战后，许 多美国 人就处理文官与军人的关系问題仍 
然坚持采取“混合者”’的方法，并相信军队领袖和军事机构能 
反映文官集团的态度和特征。 ® 

美国人不愿意接受常备军，这方面也同欧洲迅速发展的现代 
化形成对照。在16世纪，欧洲的军事力量由封建征兵、雇佣兵和 
地方民兵构成 * 在英国，国民军是个古老的制度。都锋王朝以郡 
为单位正式组建了国民军，在郡最高军事长官领导之下，取代了 
封建主的私人武装。这种发展是在朝着“国内安定和军事软弱”的 
方向迈进，而且在1600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设立了'常备军， 


①亨廷顿，《士兵与国家 》 (Tht Soldier &nd the State ), 剑桥 （美） ，哈 
佛一页尔纳普出版公司19訂年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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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有土耳其除外。”①到那个世纪末叶，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都 
设立了常备军。军事训练有了很大改进，服裝统一，管理正规化， 
武器标准化，国家也能有效地控制军事力量了。法国常备军始于 
黎塞留时期，普鲁士常备军飴于1655年的大选候，英国的常备军 
始于1660年的王政复辟。在英国，郡民兵组织在 1 S 60 年之后继续 
存在，但其重要性巳逐渐减弱。 

在欧洲的民兵曰益衰微的同时，美国的民兵却成为具有决定 
性作用的军事力*。对于其需要是防卫而非进玫、是临时的而非 
长久的社会来说，民吳是十分自然的军事制度 e 17世纪的美国殖 
民者承袭并改进了曾存在于都铎时代的英国的民兵制度。18世 
紀，他们把民兵同民众政府视为一体，而常备军则昜君主专制的 
象征^芷如瓦茨所说的：“就军事而言，美国独立战争在某种程 
度上是一场反对英国常备军的革命。 ”© 但从军事制度来说，它 
是一次反动的革命。乔治三世的常备军代表着现代化，而殖民地 
的民兵则体现了传统主义，作为独立战争的结果，美国人更为彻 
底地信奉这种军事传统主义。敌视常备军而信赖民兵，把民兵作 
为自由人民的第一道防线，这成为普遍的教条和宪法原则，尽管 
在实际上常常偏离这一原則。十分幸运，在19世纪，搿于安全的 
威胁微乎其微，因此，美国人能够怀着愉快的信念度过19世纪， 
他们相信这种军事力量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侵害，尽管这种军事力 
量是无战斗力的，以及他们所认力的危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直 
到进入动荡不安的20世纪，民兵的遗迹仍保留在美国军事事务中， 


ffiJ . H . 赫克斯特 （I ‘ H . Hexter ) ,《历* 的重新评价 》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 ,伊利诺斯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年版，笫147页；克 拉克： 第84页。关 
于欧洲军人馈例的根本变化，见迈克尔、罗伯茨 （Michael Roberts ) ,《军車革命： 
1560 — 1600》’ （Tie Military Revolution : 1560— 1660) , K 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出扳社》 

© 艾尔弗雷徳 • 瓦茳 (Alfred Vsgis) , 《军国主义的 历史 》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纽约，全盛图书出 K * 司年版 _ 第 92 页。一般概况见路易斯•萁 
顿 (Louis Morton) , « 美国笮事政策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Mili¬ 

tary Policy), 黧《军寧亊务》第 22 期 （1958 年夏），柒 7S— 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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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体地丧现在国民卫 P 人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 燈上。 即便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专业化的军事力 fi 优于国民故士武装的观 
念,在大西洋西海岸仍然有待于全心全意地接受。 


第四节都铎式制度和大众参与 


在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中，美国人首先实现了普遏的政治参与， 
但却是最后才实现其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化。在美国，都铎制度 
和大众參与统一在一个玫治体系中，它难于理解就如词它不可能 
被复制一样。而在欧洲，权力的合理化和结构的分化显然先于政 
治参与的扩大。在政治现代化方面的这些荖异应作何解释呢？ 

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同欧洲频繁的国际战争和社会冲突有着 
直接的关系，相比之下，美国则不同。在欧洲大陆， ie 世纪晚期 
和17世纪是冲突激烈、斗争加剧的时代》在欧洲大陆，整个 I 7 世 
纪中只有3年没有烽火.战乱。在那个世;纪里，几个大国时时处于 
战争状态，很少有和平 。 战争复杂多变，很多参战国结成王朝联 
盟和政治同盟。战争在17世纪达到空前剧烈的地步，唯一可以超 
过这一世纪的.只有20世纪。①战争的频繁直接加速了政治现代化 
的进程=> 竞争迫使各国君主建立自己的军队。而军事力量的建设 
则要求茵家统一，镇压地方及宗教异端，扩大军队和官僚机构， 
增加国家税收。克拉克 （Clark) 评述说 t 

在 17 世纪的冲突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军队规模 
的扩大和战争的升级… - o 正如现代国家需要设立常备军一 
样，军队反过来又造就了现代 M 家， 两者相互影响……■•行 


①克拉克，《十七世纪>，第 卯页； 昆西•赖特 （Quincy Wright ) ,《战争研 
m (A study of War ),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42 年版，第一卷，第 23 S — 240页。 
又 a 乔洽 ■ 克拉克的《十七世纪的战争与社会》，剑桥大学出版社1巧3年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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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器和銃治艺术的发展受 到壶一 国自然和人力资源为 军秦 
力量这一欲 S 的引导和制约。欧洲制度的发展，普遒受到欧 
洲大陆日渐军事化或者说军国主义化的事实的影响。 ® 

战争是®进国家建设的极大动力。 

近几年，不少论著部谈到在非西方社会由统治集团所推行的 
“防御现代化”，诸如穆罕默德 • 阿里领导下的埃及，18、19世 
纪的奥斯曼帝国，以及明治时期的日本 B 在所有上述倩形中，早 
期致力于现代化的顽强努力均衷现在军事领域,而试图采用欧洲 
武器、战木和建制的努力则导致了社会其它机构的现代化。这些 
国家的现实正是17世纪欧洲的现实。对于安全的需要和扩张的坎 
望促使这些君主发展其军队，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則必须 
实行中央集权并使其玫治机器合浬化^ 

主要由于岛屿隔绝的地理环境，英国在战争和不安全感方面 
的情形，多少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虽然如此，佴由于斯图亚待王 
朝试图通过増加税收來建立更强大的舰队以与法国及其他耽洲大 
陆势力抗衡，所以选仍促使将权力集中于英国政苻的手中。如果 
不是由于英吉利海峡的缘故，斯图亚特王朝集权化的努力很可能 
会成功。在;17世纪的美囯，持续的威胁仅仅来自子印地安人。这 
种威胁的性质加上移民分散居住的特点决定了移民自行组织的民 
兵小队成力主要的防卫力量。在美国，不存在造成欧洲式军亊力 
麗以及支持和控制这一军事力量的欧洲式国家的因素。 

国内平静也是都铎时代的政治制度得以在美国维持的重要原 
因。这些制度反映了 16世纪英国社会的相对统一和安定。英国社 
会曾经历了 15世纪玫瑰战争的痛苦，它渴求都铎王朝提供 鼠内和 


⑦克拉克，《十七世纪》_第叩页、第 101—102 页。另见赖持的《战争研宄》， 
第一卷，第256页《 * 似乎是在战争活动鋟紧张的17稆20世纪，欧埘政洽局势变化得最 
徴烈勗迅速0在17 世纪， 封建制和神圣罗马帝肉计.位于欧洲那些世俗的主权国家 & 在 
2 D 世纪，这些主权国家似乎正在校其它东西所取代，宄竟被什么所取代还无法说清 
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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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社会冲突在16世纪处手最低水平。在 1 S 性纪的内战中，贵诶 
统治几乎毁灭殆尽。虽然英 a 在当时也许还 算不上 一个中产阶级 
的社会，但是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比以前要小，也远比后来小得 
多。个人的流动性而不是阶级斗争抅成了都铎时代的基调。“都 
铎时代的英国是个有机的国家”，这在都铎时代以前从无先例， 
在此后也差不多立即被遗忘。》安定统一使英国无须把统治权 
置于任何特殊的机梅之中*只要社会冲突保持在最低限度，它就 
仍可以维持权力分散的状况。 

' 唯一扰乱都铎王朝一致情形的重大问題是宗教。在16世纪英 
国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是，<王权至上法》意味着国家高于 
教会,而不是政府的一个机掏高于另一个机构，或者一个阶级凌驾 
于另一个阶级之上。在玛丽一世女王斗争的短暂插曲之后，伊丽 
莎白凭惜精明的政治手腕和卓绝的声望恢复了各宗教团体间的和 
平,. 这在当时的欧洲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君主和议会间的平衡 
以及活跃的君主政体和普通法间的结合正是依赖于这种社会安定 
而实现的 ，而在 欧洲大陆，在16世纪结束之前，内乱巳经迖到新 
的剧烈 程度。 仅法国」个国家在 156 2 至 I 598 的36年之中就爆发了 
八次内战 （ 在这一阶段，英国在伊丽莎白统治下基本上处于和平 
状况 8 随后的五十年又发生了黎塞留同胡格诺派教徒的斗争和福 
隆德战争。、.当时西班牙也卷入了内战的灾难之中，特别是在1以0 
至1652年间，由于菲利普四世和奥里瓦列斯试图征服卡塔罗尼亚, 
至使灾难弥深。在德国，各公国君王同议会互相争战。由于德围 
各个等级和君王宗教信仰不同，冲突頻频发生，所以这一宗教争 
端必然会打破中世纪君王和议会间的权力均衡。 @ 

英国的平静随16世纪的消逝而终结。不管 U 世纪英国贵族阶 


①麦克尔溫，《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议会与它的蕞芮权力》.箄336;罗 ff， <<伊 
萠莎白时代的英国》，第 223 页。 

©弗 里徳里希，《巴洛克时代》，第20—21页；萨拜因_《玫治理论史》，第372 
_ 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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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兴衰如何，各种力量在社会中的发展，破坏了都铎时代的社 
会 和平。 试图重建都铎平衡的努力在日益激化的社会和宗教冲突 
面前化为泡影。例如，在1630至1640年王国政府短暂的统治时期 
之后，“在长期国会的第一年 (1641) , 曾出现过类似于都铎时 
代权力平衡的恢复。这种平衡本来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却由 
于君王同下院中好战的清教徒党之间发生的尖锐的宗教冲突而 
以短命吿终。”》在英国如同在法国一样，内战致使普遑要求高 
度集权，以求重建公众秩序。社会统一的破裂形成了一般不可抵 
御的力量，希望依靠政府重新恢复统一。 

移居美国的清教徒和保皇党人躲避了英国的内战。分裂的过 
程促进了同质性，而同质性又反过来造成了 “一种稳定” 。 © 在 
美国，环境巩固了传统，人们共同开疆拓荒加上富度的土地，有 
助于都铎社会平等的特征和都铎复杂的政治机构持续存在。十分 
荒谬的是，正如哈茨指出的，1787年宪法的制定者把这些机构照 
搬到联邦制中，他们认为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冲突需要复杂的 
制衡体系。实际上，他们的宪法之所以成功，只是因为他们对于 
美国社会的认识是错误的。同时还因为美国社会很少有重大分 
裂，政治争端可以通过特别的司法审査机构逐渐转化为法律问題 
而加以解决 o @分裂的社会需要集权；统一的社会则反之 o 

在欧洲大陆，如同在同时代的多数现代化中的国家一样，理 
性化的权威和集中化的权力不仅为统一所需，亦为进步所需。反 
对现代化的势力来自于传统利益，如宗教、贵族、区域及地方利 
益。只有建立集权，才能打破旧的秩序，废除封建主义的特权和 

①克赖姆斯英®宪政史 S ,笫 138页。 7 

©路®斯•哈茨 (Louis Hartz ) , «菥社会的建土 》 (The Founding of Mew 
Societies ) , 纽约， 支注与世界 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 页、第4页、第6页、锆2爾， 

哈茨关于分裂的理论芳分析菹 K 区衰落的原因担供了一个完美的总体框架，而％关予 
美国人自由主义共识的看法大体上说明了 都铎政 治制度保存的原! a 。 

(!) 路#斯■哈茨 （ Harts ) ，《美3的 fi 由传统》 (TIig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 , 绍釣，支往与世界 lii 版社 1955 年販，革3—10页，第45—46页、第 8 S -- S 6 
頁、第 133-- 134页、菜 281—282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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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并力新兴社会集团和新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在某种程度 
上，专制君主同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欧洲的自 
由主义者常主张将权力集中在专制君主手中，正如今天的现代派 
常鼓吹将权力集中到单一的“民众”党手中一样。 

在美国，由于封建制度不健全，因而无需集权。因为美国没 
有贵族玫治，政府也就不需要具备能驱除贵族政治的权力。•推 
动欧洲政治现代化的巨大动力在美国没有存在的基础。美国社会 
用不着排除社会和经济旣 得利苹 享有阶级的反对就可以发展变 
革。平等的社会传统再加上富绕的土地和资源促使社会和经济自 
然而然地向前发展。政府经常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但（除了废 
除黑奴制外）在变革社会习俗和社会结构方面，政府只起着较小 
的作用在现代化中国家里，权力集中的程度随着皮社会变革的 
力量而变化^在美国，阻碍力量微乎其徽，集枚也就没有存在的 
必要。 

欧洲和美国在社会合意上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它 
们在扩大政治参与方面的不同。在欧洲，政治参与的扩大曾在两 
方面出现间断。在社会制度方面，民主化意味着权力从君主手中 
转移到民众议会竽中。17齿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 
德国，都发生过这#权力的转移。在专制主义横行时期，中世纪 
议会在一些国家得以幸存，但它们通常都成了反对君权至上、维 
护民众主权的工具。君权及统治者特权逐渐受到限制或被取消 J 
议会作为童要軌构 出现； 选举权的犷大使议会最终成为国家的代 
表 。 

在另一些国家，议会或等级制度在专制主义暴虐下不复存在， 
所以这些国家向人民参与政治的转变因而就困难得多。在这些体 
系中，权力合理化和结构分化经常逋过传统制度而断送民众参 
与。因此，君主政体常常为革命行动所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民众 


①哈茨，《美国的自由传统》，第《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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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的议会 t 卢棱正是黎塞留的当然继承人。在17世纪，法国和 
普鲁士等国在政治体制现代化方面处于领先池位，而在20世纪， 
它们要想维持稳定的民主政体却困难重重。在另一些国家，17世 
纪主张君主专制政体的势力，或者被战胜 （如英 国）、或者偃持 
不下（如瑞典）、或者烟消云散（如美国〉，但它们后来都倾向 
于发展更切实可行的民主制度。中世纪等级和多元议会持久的生 
命力同后起的民主势力结合在一起。卡斯滕评述道，“19怛纪的 
ft 由适动在德国的一些地区极其高涨绝非偁然，在那里，等级制 
在专制政府统治时期仍然存在。”①同样，在17世纪的西班牙， 
卡塔罗尼亚是封建势力反对奧里瓦列斯集权化和理性化努力的据 
点，而在20世纪，它却成了西斑牙自由主义和立宪主叉的腹地。 
在18性纪的欧洲，“合法团体”力维持或恢复其特权所作的侏守 
的甚或反动的努力，却力以后的民众参与和民众抵抗专制主义奠 
定了基础。® 

在选举方面，欧洲的扩大参与是指议会选举权从贵族逐衡扩 
大到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 农民和都市工人。我们从英国 
1832, 1867、1884积1918年的改革法案中可以清断地看到这种演 
化过程，在尚无议会的地区，建立民众议会同实施男性普选权有 
时是同时进行的，这样一来便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 e 在 上迷两 
种情况下》控制了议会则意味着控制了政府，因此，围绕着议会 
选举权的斗争常常十分激烈， 有时甚 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 而在 
美国，不象在欧洲那样存在着阶级差异，因此，围绕扩大选举权 
而产生的社会冲突比起欧洲要小。此外，中世纪立宪政体的多元 
机构继续存在 * 从而减少了扩大选举权的重要性 B 在拥有许多 
竞争权力的机抅的制衡体系中，其中至 少有一 个机构（通常是议 
会的下院）应当由普选产生似乎是十分自然的 * 这种倩况一旦获 
准，社会势力之间和政府机构;^间的竞争将促使其它机构遂步民 

£) 卡斯滕，第434页 i 弗里徳里希，《巴洛克时 代》， 第 20-25 页。 

@帕尔默， 《民主 革命的时代》第一卷 * 恃别见第32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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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 

. 于是，在美国，社会统一和政府分立使得后者成了民主化的 
焦点。在美国，相当于英国1832年改革法案的改革就是改变因政 
党的兴起而产生的选举团的性质，这终于导致总统职位从间接选 
举、半寡头性质转变力由普选产生的职位。美国扩大民众参与的 
其它主要_骤述包括，选举原则扩大到各州州长、各蜊立法机构 
两院、许多州的行政机构及娄员会许多州的司法部门和联邦参议 
院。在欧洲，政治参与的广大意指选举一个机构的权力扩大至社 
会一切阶级，而在美国，则是指社会中一个阶级的选举权扩大至 


政府的所有机构（或几乎全部机构）》 

为什么很早就迅速扩大的政治参与没有在美国产生暴力和动 
荡呢？至少就部分而言，答案在于美国17、18世纪存在的传统政 
治机构比较复杂、适应性强，具有自主性和凝聚力。答案尤其在 
于，这些机构在 地方， 州乃至联邦各级都富于多样 ft , 从而为政 
治参与提供了多种途径。复杂多样的机构秀掌握政治权力提供了 
复杂多样的方式。那些对联邦政府不能施加影响的集团却可能控 
制州或地方政府。那些不能选举行政长官的集团仍然可以控制立 
法机构或者至少是立法委员会。那些在数目上常常是弱小的集团 
也可以得到那些渴望坚持其权力並取得选区的司法机构的 支持。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在18、19世纪的美国社会中，大多数重要的 
社会和经济集团都能够找到参与政府并对政府权力施加影响的某 
种逯径 。 ' 

'在欧洲，扩大参与是苘权力集中联系在一起的：“民主运动 
须统一集中，因为它在完成之前须扫清障碍。”①在美国则不同， 
扩大参与是同权力分散以及维持巳设立的政府单位相联系的。只 
有象汉密尔顿那样的现代独裁者才能在美国推行为欧洲民主派所 
赞同的集权制。然而，许多政府机构的民主化均衡了它们的权力， 


①帕尔默*《■民主革命的时代》 t 第一卷，第350—351页《 


• 126 * 



这样一来就 削弱了 民主化本身的影响。同时，它还使过去时代的 
多元传统得以合法化并得到加强。正如麦迪逊指出的，越是受民 
众欢迎的政府部门也就越有权力。政府机构和新兴的社会势力之 
间不断的联系恢复了政治机构的生命力，如果没有那种联系，这 
些政府机构将象欧洲的君主和上院一样失去其权力。这样，从过 
去时代沿续下来的机构多元化促进了政治参与的扩大，反过来多 
元化又由于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更加巩固。 

’ 在欧洲，反对现代化的社会势力的存在，反倒促进了政治体 
制的现代化。在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十分顺利，以致于妨碍了 
政治机构的现代化。因此可以说，美国是将世界上最现代的社会 
同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集于一身的国家-美国的&治经验以不断 
的创造而著称，但却很少有创新。自独立革命以来，美国起草的 
各州宪法曾提出38种新的政治体制，但每一种都只不过是老调重 
弹。19世纪50年代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新宪法同1780年由约翰 • 
亚当斯最初起草的马萨诸塞州宪法相比，只不过在细则上有所差 
异。在历史上维得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进行政治实验和革新，垲 
却几乎全部付谙东流了。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的静止性与其它方面的多变性成了蛘明的 
对照。罗宾•威廉斯 (Robin Williams ) 论 证说， 美国文化的 
显著待征在于积极地倾向变革。另两位评论家也提出了相同的观 
点： “在美国，变革本身即为人崇尚 s 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则不 
得人心。美国人的声望来自于最早拥有明年的汽车》而在英国， 
人们则千方百计地维持巳达25年之久的老式汽车。”《在三个世 
纪里，那些由于宗教迫害背井离乡的移民沿大西洋海岸开辟的小 
得可泠 ^十分 贫瘠的村落变成了庞大的、都市化的、犬陆式的共 


①罗黄■威廉斯，《美国社会》 (American Society) r 翅约*克诺夫出版公司 
1961 年版，第 S71 页 r 伊莱.金兹伯格与尤因 • W • 赖累* (Eli Ginzberg and 
Ewing W .ReilejO ， 《大规模组织正在发生的变化》 (Effectme Cluinp in 
Lar^e Organizations) ，哥伦比亚大学 出版社 1957 屯版，第 18—19 炅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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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形成了在世界上居領先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D 美国为世 
界提供了最现代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它倡导民众社会福 
利，如大规模生产、民众教育、民众文化等。在羟济和社会方面， 
每一件事都在变化。在政府结构方面，唯一重要的创新是联邦制， 
而联邦制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美国人对于集权有着传统的 
敌对情绪。这样，社会和经济的根本性变革同政治上的稳定持渎 
结合在一起。在社会刻意求新的同时，政治体制却依然维持着陈 
旧的形式。 

美国对政治的独特贡献在于组织民众参政。 ® 在美国创建的 
主要政治机构 自然是 政党。美国人在独立革命前创立了政党秘密 
会议，並在革命危机財期又创立了通讯委员会》在18世纪末叶， 
在上述基础之上，他们又组建了蕞早的政党。而美国的政党反过 
来又直接反映了美国政治现代化的性质。美国的政党先于其他国 
家而产生，正是对美国先于其他国家进行扩大政治参与的反应。 
雄心勃勃的政客为了在权力的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动员和组织选 
-民。例如，1800年在纽约市，/杰斐迦派共和党领袖们确认，要想 
竞选获胜就必须先控制纽约州，而要想控制纽约州又必须先窳得 
纽约市。 为了达 到这一目的，艾伦 * 伯尔有效地改进了党的机 
器^ —位学者曾说过： 

伯尔“面对着极为不利的条件，因为领导联邦党的是精 
明强千的老对手亚历 山犬* 汉密尔顿，他在前一次的选举中 
曾大获全胜，而共和党此时正在闹分裂。泊尔暗中劝说老资 
格的共和党领袖们团结一致提出一份棄括地方杰出党员的侯 
选人名单 I 并巧妙地等待汉密尔顿拼凑起低劣的候选人之后 
才宣布自己的名单……，一个选区一个选区地牟固组织起自 

①美国对政治语言的独特贡献也是妇此 * 正象上文第81第119页所 ffi 出的，美国 
人用以推 述政狩 抗构的许多来语都曾通行于英国，__但在政治现代化 S 迸程中_这些术 
语在英国被废弃了 c 有关政治参与与组织这种参与的制度的语言却洽恰相反。在 这里， 
许多术语不是美国发明的. （如 秘密会■议、不公芷地划分选区），訧在美国被 Bt 予了 
新的和专 n 的政治含 x (如公民、院外活动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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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队伍 > 建立选氐索引卡，其中包括他们的政治历史状况、 
态度以及引导他们投票的方法等 I 设立委 M 会挨家挨户地游 
说筹集资金 I 想方设法要求富裕的共和党人慷慨解囊 I 组织 
集会> 谋求当时为兄弟党一个团体坦慕尼协会成员的赞助》 
同汉密尔顿公开辩论^在3天选举期的最后一天，在投票处工 
作达个小时。”① 

选举? I 杲是伯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为美国政治带来了 
制度上的创新。 

美国早期的政治参与扩大恰洽说明了群众政治组织发韧的原 
因。从正反两方面看，理性化和分化的缺乏以及传统政治制度的 
沿续，也说明了美国政党未曾象英国或欧洲大陆政党那枰成为强 
大组织的原因。由于政府的结构很复杂，所以比起欧洲的玫党来， 
美 a 的政党具有的功能较少，在玫治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也不那么 
重要。同欧洲的政党相比，美国的政党也较为松散，内聚性差， 
觖乏纪律，它们一般都避免卷入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而这一点 
则是欧洲政党，允其是左派党的恃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 
政党同欧洲政党间的差异正如同美国政府体制词欧洲政府体制的 
差异一样。相比之下，《美国政党具有十分古老的结构。” @奇 
怪的是，起源于美国的政治组织形式却在西欧发展成为吏强大复 
杂的结构，在苏联又获得了最为充分完全的发展。 

因此，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美国的经验最终 
表明，社会的某些制度和某些方面可能发展到高度现代 f 匕的程 
度，而另一些制度和另一些方面却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形式和本 
质。的确，这可能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状态。在任何体系中，变化 
和持续之间必须保持某种均衡。在某些领域中发生的改革使得其 


①詹姆斯 ♦ 麦克格 M 戈尔 . 伯恩 所 （James MacGregor Burns) * 《民主 制的俚 
局 : >> 〔Deadlock of Democracy) ， 芽澤西州，学徒 : 章出版公司 1% 奸 : 校，第 54 页 0 
@ 莫里斯 ‘ 社维哥 (Maurice Du^ergef) # 《政党 》 (Political Parties >，纽 
约，约翰，咸利出皈公司 1 如 4 年版， 第22页。 


^ 129 * 




他一些领域里的改革成力不必要或不可能。在美国，政府制度的 
持续和稳定为社会的迅速变革创造了条件,而社会的迅速变革又 
促进了政府的持续和稳定。政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互补 
的，倒不如说是辩证的 s 在另外一些社会里，譬如拉丁美洲，偎 
化的杜会结构和社会、经济方面缺乏变革同政治不稳定和政治体 
制的脆弱有关。而且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后者正是前者的产 
物 0 ® 

现代社会和都铎政治体制的结合恰恰解释了在美国存在的令 
人费解的政治观念。在欧洲，保守派是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念的捍 
卫者，尤其是在社会方面而不是政府方面。保守主义是同教会、 
贵族统治、社会习俗和业巳确立的社会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保守派对于政府的态度是矛盾的 I 在他们看来，政府既是社会秩 
序的保证人，又是社会变革的创始者。保守 派最关 注的是社会而 
不是政苻。欧洲的自由派则不同，它们对政府抱有更为积极的态 
度。像杜尔哥、普赖斯和戈德温等人那样，他们认为权力集中化 
是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他们主张将权力集中到一处 一一 首先是 
专制君主，其次是莸得主权的人民，从而用来改造社会 a 

在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态度完全是混而不清的，并在一 
定程度上是相反的。保守主义很少兴盛，因为它缺乏社会机构来保 
护自己。社会在日益改变并不断现代化，而保守派不太相信的玫 
府则比较古老并缺少变化。除了少数的例外，诸如几所学院和教 
会，在美国社会中，最古老的制度就是政府机构。由于没有业巳 
确立的社会体制，使得美国的自由派不需要象欧洲的自由派那样 
拥护集权。约翰•亚当斯将盂德斯鸠的政体学说同杜尔哥的社会 
学说融为一体，从而阻碍了杜尔哥主张的 实行。 19世纪的欧洲人 
由于种种原因而为美国所强烈地吸引》欧洲人尚未经历过的自由 


①默尔 • 克林 (Merle Kling) ,《探讨拉丁美洲权 力和政 治稳定的浬论的尝 
试 》 （Toward a Theory of Power and Political fnstability in Latin Amef lea), 
《西方改洽 季刊》 ^ -9 ^ (1956 毕 3 月）， 第 21 — 3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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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他们几乎遗忘了的保守政治，兼容并蓄地组成了美国社 
会。 

这些保守体制在未来比在过去可能会有更迅速的改变。外部 
安全和内部同一曾是阻碍美国政洽体制现代化的主要因素。前者 
的影响在20世纪早期便烟消云 散了； 而后者也时时瀕临绝境《在 
一个毋庸担忧外来威胁的社会中，其政治体制将不适合于一个深 
深陷入恐怖、冷战和军事干预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同样， 
种族关系和贫困等问题也加强了要求国民政府采取行动的 呼声。 
国防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摧毁了从过去时代继承下来的传统的多元 
制，加速了美国政治体制的权力集中和结构分化。 


第五节都铎式政体与现代化中的社会 


许多人认为，目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中国家的 


现状同美国早期的现代化相关。有人得出结论说，美国过去是、 
而今后将仍然应当是革命的 动力- 美国革命被认为“引起了连锁 
反应”，首先是法国大革命，此后是俄国革命，后 著被视 为“美 
国革命的产儿，尽管是一个多余的、不被承认的产儿。” ©然 
而，把18世纪发生在美国的现象同卽世纪发生在亚洲、非洲和其 
它地方的现象生拉硬扯到一起的作法，只能导致对于两种历史经 
验的严重歪曲。美国革命不象法国、苏联、中国、墨茜哥以及古 
巴革命那硬是一场社会革命，而是一场独立战争。此外，它同印 
度尼西亚人技对荷兰人或者越南人以及阿尔及利亚人反对法国人 
的革命不同，它不是本地人反对外来征服者的独立战争，它只是 
糝民反对本国的战争。它同当前的何尔尼利亚移民同法国共和国 
以及南罗得西亚人同联合王国的关系倒是有类似之处0在阿尔尼 

fflA . J . a 因比，《我们是否会成为未来的信号》 • 《纽约时代杂志》， I 960 
年; U 月13 日，第 123 K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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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和南罗得西亚的欧洲人最终断绝了同欧洲的联系，18世纪美 
国的经历在这里得到了重演。然而，所不同的是，美国的自由派 
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并不喜欢论及此事。 

我们从 美国是“第一个新型国家”的说法上，可考证美国经 
验同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美国被认为是第一个“从西欧殖民 
统治下莸得解放的自身拥有权力的主权国家，就此而言，不管它 
同今天的‘新兴国家^在某些方面具有怎样的差距， 它们仍 有着共 
同之处”。①然而厂“新型国家”的说法不能区分国家和社会之 
间的差异，因而也就忽略了美国经验和当代发展中国家经验的根 
本差异。有一部名为《旧社会与新国家>©的著作对于后者做了准 
确的描述。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一个新型的社会而古老的国家。 
因此，当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政府及政治现代化问题同美国曾 
经退到的问題截然不同。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中，现代化进程遇到 
了巨大的社会瘅碍。富与贫、现代精英与传统群众、强者与弱者 
之间的差距是那些在今天试图走向现代化的《古老社会”的共同 
命运，这同18世纪美国“一个等级”的“和谐一致”形成鲜明的 
搿照 B 正如17世纪的欧洲一样，这些差距只有靠建立强大的集权 
政府才能克服。美国的社会现代化无须建立这样的权力，因此它 
的经验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无所补益。托克维尔说，美国“没 
有经历民主革命就建立了民主国家”，“没有争取平等就诞生了 
平等同样，美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与生俱来的，因牝它并不需 
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以致力于此。古老的政体同现代的社会和 

① 见西摩.马丁.利普塞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 * «第一个新国家》 
(The First Nev Nation ) 纽约，蕋本图书出肢公司 1963 年版，第一部分；利泊， 

邦里曼 (Leiper Freentait ) , «殖民地的发展 阶段： 美国的情况 》 (The Colonial 

Stage of Develeopment ； The American Case ) t 未发表的论文，行政曾理比较研 
宄小组，1963年，第4页。 

② 克利福德 * 格尔茨 CCliHord DeerU ) 编： 《旧社会与新 国家： 亚洲和非洲现 
代性的调査》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 The Ouest for Modernitg ia Asia 
and Africa ) t 纽约，自由出飯社 1963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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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共存，但它同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却难以一致 B 

例如，拉丁美洲的经验几乎同美国截然相反，美国独立之后 
基本上维持着独立之前的政治制度，这种_度完全适合于它的社 
会, 拉丁美洲国家独立时基本上承袭和维持了封建的社会结构 # 
他们又试图把美国和法: a 的共和政体照搬过来添加到这种社会结 
构之上》这样的制瑋在封建社会中毫无意义，过早地推行共和制 
致使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软弱无能，直到20世纪，它仍缺乏使其 
社会现代化的权威和权力。自由、多元化、民主的政府会使陈旧 
过时的社会结构得以延渎下去。这样一来，在拉丁美洲，他们从 
美国照搬来的政治目标，如选举、民主政治、代议制政府、多元 
化、立宪政体等和他们从美国照搬来的社会目标，如现代化、改 
革、社会福利、公平分配财富、发展中产阶级等，两者之间产生 
了固有的冲突。在北美的经验中，这两者并无冲突，而在拉丁美 
洲，它们却经常针锋相对、直接发生冲突。北美人希望推广到拉 
丁美洲的龙美政治体系变得如此软弱、权力分散，不足以动员起 
引起基本变革所需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可以通过革命动员起 
来，如在墨西哥和古巴就是这样 * 革命的历史作用正是甩有能力 
完成社会变革的强大的政府取代软弱的政府。对于拉丁美洲国家 
和其他情势相同的国家来说，问题在于，除了通过激烈革命的方 
式来建立使传统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权力 之外， 是否还存在 
着其它途径。 

如果能够将17世纪现代化和20世纪现代化进行比较的话，那 
么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尽管存在着相反的 观点， 
但在那些为了推行现代化而需要把权力集中在—个宪整的、等级 
严格又有“群众性”的政党手中的国家里，不可能存在民主政治 
的土壤0 © 民众参与权威统治是擔手并进的 • 例如在几内亚和加 

①关于一党制国家自由和民主潜能的状况，见伊旻努尔•沃勒斯坦 nmmauel 
Wallerstein ) f 《非洲：民族独立的玫治》 ( Africa ； 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 ¬ 
ce ) , 组约，文塔治出氓公司 1961 年版，第159—163页；鲁靳►沙克特<1^止 Sell - 
achtcr ) ;《西非洲的一贷制》 { Sinfile—Party Systems in West Africa ) ，《美 


• ns * 


纳，它正是20世纪推行现代化的集权者反对传统多元化的武器 a 
从另一方面来说，民主政治在那些保留了传统社会和政治多元化 
因素的国家里却充满了希望^在那些传统多元化与现代政治融为 
—体的国家里，民主政治前景光明，如存在着等级制度的印度以 
及存在着部落联盟的某些非洲国家即是如此。同样，最民主的阿 
拉伯国家一^也许是唯一民主的阿拉伯国家，刼保留着仵悔多元 
化的传统政治。《象17世纪的欧洲国家一样，今夭的非西方国家 
可能实现了政治现代化或者实现了民主多元化，但是它们却不可 
能兼有两者。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一种政治体系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似 
乎都与时代的需求有关。在 n 世纪欧洲建国时期，用乔治 * 克拉 
克先生的话来说，“典范国家”乃是波旁君主政体时的法国。的 
确，该世纪出现的新国家，正如克拉克所说的，“可以称之为法 
国式的君主政体囯家，这不仅因力法国的君主政体达菊I了最强 
盛、最合乎逻辑的地步 ，汪因 为其他国家自觉审慎地玫仿波旁模 
式。” ©这种 集权、专制的君主政侓顺应了时代的最高需要。在 
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典范国家是英国的议会制。当时，欧洲国 
家亩临着民主化和下层社会参政的问题。英国的制度为这一阶段 


国政洽学评沦》 / 第 S5 期<1961乍6月） * 第294—307页。更现实的估价，见马丁， 
基尔窃 (Martin Kilson) t 《非洲政治中的专制和一党制倾向》 (Authoritarian 
ajjd SigJe^Ptirtjr Tendencies ia African Politics) t T 《进界政治》，第 15 期 
(1%3丰1月） r 第 264— 294;问里所蒂漶.左尔伸柊 (Aristide Zolbeq> , 

《非闵群众 土政党 — 家展望 》 （The African Mass—Party State in Perspective), 
1964 年 9 月提交给美国政洽李会年会的沦文 ^ 

①劳埃德 • I • 蛰道夹和苏姗 * 馑伯. 鲁道夫 (Lloyd ■ I . and Sus 4 inM H«ber 
Rudolph ) ^ 《印度神姓社团的玫治作用 》 （Tlie Political Role of Indians Caste 
Associations ), 《太平洋事务 》, 第 33 期（1%0年3月），第 Z 2 页；劳埃徳•螌 
谨夬: 《传统中的现代性：印度秤族制度的民主体现> (Tlie Modernity o £ Tradi ¬ 
tion ； The Democratic lacarnatioii of C^te ia Iodia ) , 《芙国政治学 评论〜 
第 59 期（1965屯12月） * @975— 帅顿； 迈克尔 *C •赫德為 （ MichadC ‘ Hudson ): 
《黎巴嫩的多元主 X 、权力和民主》，年9月提交给美 国孩治 学会年会的论文。 
©克拉克，《十七诅纪》，第83页、第90—9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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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提供了模式。今天，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 
家里，政治体系同时面临着集中权力、分化结构和扩大参与的问 
题。不足为奇，同时实现这些目标最好的体系似乎便是一党制。 
如果说凡尔赛宫力一个世纪树立了标准，而威斯敏斯特为另一个 
世纪提供了榜样，那么克里姆林宫在本世纪可能为许多发展现代 
化的国家提供了相应的模式。正如德国小公国的％袖效仿路易十 
四一样，非洲弱小国家的领袖将效仿列宁和毛泽东。这些国家 
面临的基本需要是集聚权力，而不是分散权力，而只有在莫斯科 
和北京而不是华盛顿才能学到这一课。 

美国政体苘其他国家毫不相关，这种看法也不足为奇 《 在历 
史上，外国人总是认为，美国社会比美国政体具有更大的吸引 
力《贝洛夫评述道，即便在17、 18 fi 纪， “ 这个新兴国家的政治 
魅力也比不上它的社会魅力”①美国的社会和习俗方面的民主 
为托克维尔留下的印象，远比政府机构的民主给他留下的印象深 
刻。在上一世纪，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商业组织和文化有许多地方 
值得学习，然而他们却看不出有何效仿美国政治制度的必要。议 
会民主和一党专政今天巳普及世界。但世界政治显著的待怔之一 
则是 f 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拽行美国的模式。 . 

美国政体茼其他国家毫不相关，这一点也不必过分强调。它 
对千那 S 必须使传统秩序现代化的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正 
如美国经验本身所表明的，都铎政体完全适宜于现代社会。因此， 
虽然决非必然，但是却完企可能，即当其他社会更加现代化，当 
废除旧的、' 5 传统的1封建的和地方因素的需要减弱时，继续维持 
一种能够推行现代化的政治俅系的需要也就随之消失。这样的体 
系必然具备传统的优点，冏时又同成功的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 
因而它可能不会有巨大的变革。但是朝着美国模式的体制发展演 


①马克斯 . in 洛夫 CMaj ： Beloff) t «专制主义 时代： 1660— 1815 年 》 (The 
Age of Absolutism- 1660—1315) , 伦敦 ,哈钦森出版公司 1954 年饭，第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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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可能性至少跫存在的。西欧 “愈 识形态的终结”，阶级冲突 
的缓和 f 朝《有机社会”发展的倾向，这些都暗沄了欧洲国家现 
在能够容忍权力分散、松散软弱的政治制度。三个世纪以前，美 
国曾从欧洲输入了某些体系，如今美国体系的某些成分又不知不 
觉地返固到欧洲， ® 司法审查制巳羟部分地、畏怯地在欧洲 S 新 
出现。在戴高乐之后，修订的第五兵和国宪法和美国宪法相去不 
远。在英国，威尔逊先生在掌权前后受到指责，捩斥为行动有如 
息魏。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毫无意义。但假使 它们有 
什 么意义的话，那即是，新欧洲最终将逐渐分享旧制度的某些部 
分，而这种旧制度正是美国从旧欧洲继承下来的》 


® 斯蒂 # . 格费 B 持 (Stephen GrmibartI) 编：《新的欧洲吗 ? 》 fANe^r 
ropeT) * 士顿，萑顿 * 米夫林出版公司 1964 年版 t 斯坦利 -S 夫曼 CStanley Hfr- 
订 ma nn ) ，《政洲的认同 危机： 在昔 B 与美国之间 》 （EuropVs Identity Crisis ； 
Bet^en tie Pfiist and America), 载《代达 罗斯》 第 93 期 （ 1964 年秋），第 ^ 利荈、 
軍 1252—1253]5 S 关于法庭的作用，见泰勒 . 科克 （Taylor Coke) : 《三个筅法法 
雇：比较鉼究 》 (Three Constitutional Courts ： A Comparison ), 《美国玫治学评 
论》第 S3 期 （ 1959 年 12 月），第 963—984 苽，另见戈恃弗里德 . 迪茨 (GoHfried 

Dietze ) 的《美国与欧洲-司法审查的哀落和形成》 (America and Europe - 

Decline and Emergence of Judicial Review), 《弗吉尼亚法律评论》第44期 
(1953 年 12 月）， 第 1233—1272 洱。 



第三章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 

第一节权力、制度和政治现代化 

要成功地适应现代化，一个较治体系必须首先能够创新玫 
策，即用国家行为來推进社会和经济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改 


革常常意味着传统价值和行为模式的变化，通讯和教育的发展， 
对家庭、乡村和部落的忠城扩大到对国家的忠诚，公共生活的世 
俗化，权力结构的合理化，职能专业化机构的增设，以功绩准則 
代替天陚推则，更公平地分配物质的和象征的资源。一个政治制 
度的第二个条件是具有将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势力成功地吸收进 
政治体系之中的能力，并由此莸得新的社会意识。在适当的时 
候，这些社会集团要求参与政治体系，而体系或是做出安排使入 
民以与体系的持缓存在相掛调的方式去参与，或是将这些集团疏 
远于体系之外，而造成公开的或隐蔽的内部冲突和分裂。 

什么样的政治形势 * 更具体地说，什么样的权力形势，在现 
代化中社会里有助于政策革新？ 一般证据表明，在比较复杂的体 
系中，权力分配可促进政策革新，而这种权力分配旣非髙度集 
中，也菲广泛分散。在试图综合有关机构革新的文献时，例如， 
詹姆斯•威尔逊曾作结论说，革新提议的比率与一个机构的多样 
化有直接的关系，而革新提案被通过的比率则与一个机构的多样 
化成反比关系。①这里所说的机构多样化，是指该机构的工作 

①瑄姆斯 • Q ■ 威尔逊 (Jam 衫 Q 构中的 革新：对一种 理论的注解。 

(luTiovation tn Organion: Not^s Toward a Theory)* 见曾姆斯 .D ’ 汤普巧 
D * Tbuii^on) 编： 《机构设铲的方法》 (Approaches to OrganistiomU 
Design), 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 1966 丰版，第 i 扣 一 213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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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刺激系统的复杂性，就大规模的政治体系而 
言.“多样化”可以略等于权力的分散。对威尔逊的主张加以修 
正和引伸，就可以认为，权力分散的玫洽体系将得到许多建议， 
但是通过的不多；而权力集中的政治依系将很少有提议，但是通 
过的很多。美国和苏联的政策革新可能分别接近这两个模式。® 
然而正如威尔逊所指出的，这一双轨主张本身并没有说明什么层 
次的多样性或什么样的权力分配可以产生最高比例的 革新， 除了 
说明这种比率将在两个极端（即权力的完全集中或完全分散）比 
位于该连续统一体的中间时要低。 

然而，从这个理论出发，我们也许可能识别一些使我们能将 
革新的或然性与权力的分配联系起来的条件。在当今的政治现代 
化过程中，革新的议事日程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祖许很重要， 
即早些时候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权力分散，如英国、西北欧和美 
国，要比那些现代化较晚的国家的权力分散在范围上吏广 6 —起 
构成现代化的各种革新方案的最初建议，只能在许多集团能够采 
取主动的社会里发生。而实现现代化较晚的社会則不需要同样程 
度的多样性或分散性采提出现代化革新的建议实际上，社会中 
至少有一些集团接受早期西方的现代化，就是唯一最低的要求 a 
在晚期现代化的社会中，革新建议（从其在社会内为重要的社会 
集团所促进的意义上来讲）所要求的机抅多样化和权 为分散 ，要 
比早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更少。 

因此，采用革新方案的程序，而不是建议的过程，成了晚些 
步入现代化的国家革新的关健阶段。在这些社会中反对现代化改 
萆的势力,其歡量和力量都与美国的有所不同。传统的社会势 


①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頓 (Zbigniew BtzeiflSlti and SAmafll P - HuntingtOii) j 
《政治 权力； 美国与苏联 》 （Political Power ： USA/USSR), 纽约， 1964 年版， 
第 4 章； 萨尔德扣丹顿 (Mayer N . Zald and Patricia Deutea) * 《从福咅派教义 
到一般 服务： YMCA 的转变》见《行玫科学季刊 》 (Administrative Scienc* Quar¬ 
terly) ,1963 年 11 月出版的第 8 期》 314-2341^ 0 


力、利益、习惯和制度都是根深蒂固的。改变或摧毁这些传统势 
力需要将权力集中于热心推行现代化的人士手中。从这个意义上 
讲，现代化就同政治体系内部权力的大樞度重新分配有着密切的 
关系，即地域性、宗教、种族以及其他权力中心都必须予以摧 
毁，并且把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拥有较高集权结构的部落和乡 
村，比那些拥有分权结构的部落更易于且更迅速地革新。©在城 
镇和都市中，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同权力集中¥少数企业精英 
种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的停滞不前也同样与权力分散于许多集 
团手中有着密切关系。容易引起争论的亚特兰大市和纽黑文市之 
间的差别，是由于时间而不是由于方法导致的。在 美国， 如废止 
对黑入的歧视一类的社会变化，似乎较早和较易发生在那些权力 
集中的地方和组织中，而不是发生在那些权力分散的地方和组织 
中。②所以，似乎可以合理地得出一个结论，即在一个走向现代 
化的社会中，政策革新或多或少会直接因其政治体系中与极力集 
中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要摒弃根深蒂固的传统利益，就要求经常动员新的社会力董 
參与 政治，就要求能将因现代化而兴起的社会力置吸收进体系 
中。在谇多情况下，这些新社会集团，如企业家或都市工人，都 
是传统社会中所没有的。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该体系还必须能够 
将在现代化过程中获得政治意识的传统社会集团纳入体系中。群 


①小魏顿 （Nornuii F-Whitten, if ), 《拉丁美洲社会中的政洽结构和社佘文化 
交迁》 （Power Structure and Socio—Cultur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n Com- 
mun.itis) ； 见《社会势力 》 (Social Force} 第 43 期 （ 1965 年 3 月） * 第 32fl— 329 页 i 
大卫 < E ■ 阿普特 （David . E * Apterj C 现代化的政治》，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 
阪社 : t%5 年版 __3 意；艾尔伯特 (Ethel M ^ Albert) , 《社会一^政治性组织与对 
变革的承受力：卢安达与岛 瞄 迪之间的不同》 (Socio—political OrganiEHtioa and 
JieceptiTlt^ to Qiange r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Ruand* and Unindi) T 见 
《南部 — 一西部人类学杂志》 （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lifopology), 第 16 
m (I960 年蔷）， ^A6—7AMo 

(D 克椬克 (Kenneth Qarlt) r 《取浦种族 隔离： 一种有移据的呼吁》 （ 
gregartion ； An Appraisal of Evidence )， 见 .《社会间题乘志》，第 9 翔 （1953 
年），第 54—S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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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识的发展，会使这些群体对政治体系提出许多要求，其由包 
括参与政治的要求。对体系的一种检验是看它对这 g 要求作出反 
应的能力怎样。成功的同化，即取决于该体系的接受能力又取决 
于参与群体的适应能力，即这些集团必须放弃某些价值和要求以 
被接纳到体系中去 a —般说来，这两种特性是直接相关的，即集 
团的适应能力常常因体系的接受能力而加强。多数体系较能够接 
受那些以前没_的新的社会集团，而不大能接受那些以前被体系 
所排斥而后来又$爱展了’新的政治意识的旧的社会集团。因将工业 
企业家和工业工人同化于现代化社会而出现的问题，要比将农民 
同化于现代化社会出现的间題力少 

将新集团同化到政治体系中，实际上意味着扩大政治体系的 
权力 e 如同经济体系中的财富一样，某个政治体系的权力存在于 
两个方面，而不只是其中之一它可以被扩大和缩小，也可以被 
集中和分歆。正如帕森斯所说* 

权力必须予以分立或分配，但也必须予以生产。它有集合 
的和分配的功能。它是动员社会资源以达成一般 ( 大众’承认 
.的 目标的能力。首筅，它是对个人和集团行动的动员，因而 
可以依据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来约束他们。 ® 

更一般地说，社会中的权力总是依赖于社会中的影响力关系 
的数量和强度。这种影响力关系就是指一个人或某个集团的行为 
可以影响其他人或其他集团的行为的变化。因此，不同政治体系 
不仅在权力分配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权力积累方面也存在差 
异。财富生产的增加，要靠工业化》同样，权力生产的增力( I 有賴 
于将新集团纳入政治体系中。每个经济体系在通过工业化来 r 充 
其财富的能力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们对新型经济活动的接受 
力有所不同 p 同样，各个政治体系.在通过同化方式扩充其权力的 


①帕溆斯 （Talcott Parsons) , «美茵社会 中的权力分布 》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American Society), 见 《 世界 ik 治 》 (World FditicO •第 10 期 
(19S7 年），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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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方面也有所差别，也就是说它们对新型的政治集团和政治资 
源的接受力都不相同。现代政治体系与传统政治体系的最大不同 
就在于体系内部的权力量方面，而不是权力的分配方面。在传统 
的政治体系和现代的政洽体系中，权力都可能是集中的或者分散 
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有更多的人被卷入吏多的权力关系之 
中，也有更多的人参与政治活动 D 现代政体比传统政体拥有更多 
的权力。 


*3—1 


政治体 h 与权力结构 

权力 

分配 

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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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帝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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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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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封建主义； 

“金字塔结构” 

宪政民主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美国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途径 


的一个重大区别。美国人倾向于用此苌彼消的观点來看待权力， 
即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在权力方面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其他人或其 
他集团往这一方面的减少。另一方而，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途径 
则强调权力的“集体性”或可扩张性方面》权力是一种需要被动 
员、发展和组织的东西。 它必须 被创造出来。美国人经常对兵产 
主义者或若干其他敌对的集团会在落后国家和现代化中国家“搜 
取”权力的现象忧心忡忡，实际上 * 这完全暴露了美国人的无 
知。权力并不是某种储藏在国会或总统府地扳上，可以让一群阴 
谋家随时潜入，将它们偷走的东西。实际情况是，这些国家的政 
治体系常常炔乏权力，它们根本没有多少权力可以被抢被偷，它 
们所拥有的一点权力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主要问题不在于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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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权力而在子创造权力，在子动员和组织社会集团参与政治。这 
个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斗争，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人对政治变迁 
的費法。 

正如茚雷所指出的，现代化意味着政治体系中权力的重新分 
配和权力的置的变化。 ® 从逻辑上讲，权力分配方面的变动与权 
力的置的变化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两者 
則是互相关联的。社会上财富的扩大与财富的分配是有联系的。 
贫穷国家的人民生活大多趋向奢侈和贫困两个极端。在经济发 M 
的初期阶段，财富甚至趋向更加集中。而在后期阶段，由于经济 
扩张的结果，才能够让人民广泛分享物质利益。最富的国家通常 
显示出财富分配是最平等的。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权力集中和 
权力发展的关系与此极为相同》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必须先改 
变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佶仰和行为，所以就会产生革新政策 
和权力的集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的鸿沟越来 越大- 同时，由于革 
新政策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将导致新集团要求进入政洽体 
系并要求扩大体系的容量。在第三阶段，即现代 ft 后期，体系的 
扩大将可能促成体系中权力的重新分散。 

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依照自己的观点把政治现代化界定为权力 
集中或权力发展或权力分散 a 允为重要的是，政治科学家们的确 
是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界定政治现代化的意义的》在某个国家 
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述每一个方面都构成“现代化”，而且 
对政治体系的适应性来说这都是—种挑战。较为典型的是，现代 
化对一个权力分散的，组织松懈、封建的 传统体 制的第一个挑 


①弗罱 (Ffey) «土耳其的政治帒英， （The Turkish Political Elite ) ，马萨 
诸塞剑桥 , M • I * T ，出版公司 1965 年阪，第 J3 章，時别是第 4E16 —419 页；《土 
耳其的玫冶发 权力和沟逋》 (Political Developing at » Power eiw] Communica¬ 
tion in Turkey) t 见蹈伊 （Utckm W . Py«) 编：《沟通与政沿发漓 0 (Cotv- 
muiiication and Political Deirelfipincnt), 普体斯 . 闽大学出啤廷 _1 1963 年 .k.Zr 第 29 尽 





战，是把权力蘖中起来以促进传统社会和经济发生变化。第二个 
问題是，扩大体系的权力，动员和吸收新的参政集团，共 同建立 
—个现代政体。这是当今所谓现代化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 挑战。 
在现代化的晚期阶段，体系面临着参政集团提出的较大地分散权 
力和在集团与制度当中建立制衡和控制的要求。东欧的谇多共产 
主义国家正在设法解决如何适应有关权力分散的压力 问题。 

因此 r 政治体系由于体系中权力量和权力分配的不同而不尽 
相同。更重要的是，就政策革新和集团同化而言，政治体系由于 
对权力集中和权力扩张的适应能力的不同而有所差畀。体系的这 
些能力将直接受到其政治制度自身性质的影响。映少有效率机构 
的执政官式政体，不是不能长期集权来适应改革的需要，就是不 
能继续发展权力以使新集团认同于该体系。除非在暂时的情况 
下，执政會式体制的权力既不能集中也不能发展。它的显著特征 
是从极端的权力集中迅速转变到极端的杈力分散，以及使权力处 
于迅速扩张和迅速缩减之间的地位。有时，民粹派的独裁者、个 
人魅力型领袖或者军事集团也许能够既扩张权力也集中权力。但 
这些发展总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是权力重新分散于许多社会势 
力之中，同时人民再度采取冷漠和疏远的态度。在一个软弱的独 
裁者和许多软弱的政党之间你上我下的更替，标志着该体系无力 
在权力的积累或分配方面实施重大的变革。 

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现代化中国家一党制的最大效用和最 
大晐引力在于它是一个能促进权力集中 （ 并因此也是革新）和沪 
张因此也是集团 同化〉 的制度。墨西哥、突尼斯、北朝鲜和 
北越都建立了一党制，这些一党制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这两 
种能力。一党居优制的政党制度也可产会具有与此相似的能力， 
在这种制度中有—个主要政党和许多按地域、神族和意识形态组 
成的小党》在印度和以色列这瘦实行此种政党体制的国家中 * 小 
党扮演着带头羊或窨戒员的重要 角色。 对主要政党来说，小党投 
票的起落，可以告诉主要党应通过間化新集团或革新政策，朝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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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方向走，才可以雄持其主导地位。意识形态的教义和选举的压 
力共同促使主要党保持其革新和同化能力。 

熵具竞争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许具有相当大的扩展权力和 
同化集团的能力，但它们集中权力和促进改革的能力较小。例 
如，两党制引起的瞋治竞争，也许会有助于动员新集頭参与政 
治，也会有助于 r 大体系的权力，但同时这种动员也趋宁分散权 
力和破坯当前 g 现代化的共识。 19 M 年发生在土耳其和1956年发 
生在'锡兰，196$年发生在缅甸的“乡村化选举”就是这方面的典 
型例子 a e 但是，单纯的多党制并不能保证权力一定能扩张。权 
力扩张的动力来自竞争，而不是来自党的数目多少。某种政治体 
系可以容纳许多政党，而在这些政党之间却很少有竞争甚至在 
两党制中，人们也可能通过隐蔽的或公开的（如1957年以后的哥 
伦比亚）安排来限制政党之间的竞争，从而减少了该体系扩张权 
力和同化新集团的能力。因此，传统政体和现代政体促进改革和 
同化集团的能力，因其政治制度的性质不同而不圃。我拟在本书 
的最后几章中再对现代体系进行讨论。这里要讨论的间題是，传 
统君主制在扩张和集中权力时有什么能力？ 


第二节传统的政治体制 

_ . . : . _ 

传统的政洽体制具 : 有不同形式和规模：村镇民主制、城邦国 
家、部落王国、世袭制国家、封建政体，专制君主制、官僚帝国、 
贵族制、寡头制-神权制等等 <■ 这些传统政体都面临着现代化的 
挑战 I 在政洽分析中，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纳为两大类。马基雅维 
利曾经指出，“历史上有记载的王国，都是以萌种方式来统治 
的，一是由君丰及其臣仆统治， 沍仆 因君主的恩宠和承认而成为 
宫 吏，辅佐君主来统治 I 一是由君主和贵族统治，这些贵族之所 

0) 参见下文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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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得到地位，不是因为赢得了统治者的欢心，而是因为有血缘 
的关系”。马基雅维利把土耳其视为前一类的典型，而把当时的 
法国看成是后一类的 典型。 莫斯卡也进行过与近似的分类，他将 
其分为官僚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所谓的“封建制国家”是指“社 
会的执行功能（如经济、司法、行政、军事）由同样的个人来行 
使的政治组织，而同时国家则由许多小型的社会集合体&成，每 
—个集合体都拥有珂以自足的机体。”另一方面，所谓“官僚制 
国家”是指，“中央权力依靠征税方式从社会中取得为数可观的 
财富，首先用于维持军事设施上，然后再使用到许多公共服务# 
业上”。阿普特以同样的方式把它们分为等级的和金字塔型的权 
威结构。£所有这®分类，都是视权力是集中还是分散而定的。 
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两种传统政体，一是官僚帝国制，一是封建 
制 0 

正如马基雅维荆所说，国王在集权的官僚制国家中比在分权 
的封建制国家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在前一种情况下，国王直 
接或间接地任命所有官吏，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官职和权:力是由 
贵族阶层世袭的。因此，官潦制国家有着相当太的社会和政治流 
动的特征，每个人都可以从社会最低层上升到最高层。封建国家 
则具有高度等级化的特征，只有极少数人能得到升迁。在官僚制 
国家中，“政府的职能常常比封建制国家更具专业性。” © 所以， 
官僚制国家倾向于职能分化和权力集中，而封建制国家則倾向于 
职能混合和权力 分散。 在官僚制国家中，所有土地在理论上都属 
于君主，而实际上君主也拥有优先使用权。在封建制国家中，土 


① 尼科咨.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与演说 s (The Prince and Discourses 〕 ， 纽 
约，观代圈书出版公司 p 194 D 年版，第 15 M ; 莫靳卡 (Gaetano Mosca ) 《统治阶级> 

(The Ruling CUss) ，纽约，麦克格龟一希尔， 1939 年第 80 页； 艾森施塔待 （ E 〗 w 
stajt) 《宵僚社会中的政治斗争 > (Political Stmegle in Bureaucratic Societies) t 
见 《 世界政洽》第 9 期 U9S6 守 .10 月；） ■ 第 18_19 苡和 《君 主国的政尥制硿 》 C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纽约，自由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2—24 苽 

② 莫斯卡，前引书，第 83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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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 杻甯啻 是分散的和世袭的，而对土迪的控制大都是君主极 


力所鞭长莫及的。在官僚制政体中，君主或帝王是合法性和权力 
的唯一源泉。在封建制政体中，君主与贵族共同享有合法性> 贵 
族支配其臣民的权力源泉并不取决于君主对他们的支配。官僚制 
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自上而下单向流动》而封建制国家的本质是一 
个双向流动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处于社会一政治一军事结构 
中不同阶层的人相互之间拥有权利和负有义务。很明显，历史上 
有记载 的传统政治体系并不能全部纳入这两个范畴之中^但是， 
所有传统的政治体系都是以其权力集由程度的高低为特征的，并 
旦传统政治体系的这种分类在政洽分析中不断地重现，仅这一事 
实便可说明这稗分类是相当有用和合浬的。 

除了从职能专门化和权力分配的不同这种观点进行探讨之 
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君主的作用来区分传銃政治体系在—些官僚 
制政体或封建制政体中，君主只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他统而不 
治，但是在原则上既没有人民主权也没有政党主权的观念， 
而且在选举程序、政党和议会中也没有使主权制度化。君主仍:來 
是体系中合法性的主要渊源，但实际权力则是由官僚或餐建寡头 
依其名义来行使的。20世纪中叶的泰国和老挝就属于寡头君主 
制 I 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日本也是这样。在另一 1 些传统政体（茏 
论是官僚制政体还是封建制政体）中，其君主则扮演主动的角 
色 3 君主是合法性的基本源泉，而且是既统且治的。统治型君主 
制并不一定是专制君主制。政府的实际权力可能是与其他机构和 
集团共同分享的。但在所有情况下，君主在统治过程中都扮演着 
主动，有效的角色。20世纪的銃治型君主制包括与专制君主制模 
式非常类似的那些君主制，如埃塞俄比亚和沙特 M 拉伯，也包括 
在制度和宪法上对君权多少有点限制的那些君主制（如伊朗和阿 
富汗> ,以及君主与军队、议会和政党之间处在激烈竞争和合作 
中的那些君主制（摩洛哥，希腊）。 

当然，霖头君主制和统治型君主制都属于传统的政治体系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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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传统的政治体制 


j 

政治结构 

君主的角色 

主动的 
(统治型） 

被动的 
(寡 头〉 

集权化的 
(官 僚的） 

罗马帝国 
埃塞俄比亚 
中 国 

朝 鲜 

日本（明 治〉 
泰 国 

分权化的 
(封建的） 

中古欧洲 

日 本 

(徳川） 


因此，必须把它们同当代的议会君主制区别开来。在议会君主制 
中，君主统理，但合法性的最终渊源不是他而是人民。君主是国 
家的元首，是全国的连续性，同一性和团结的象征。政府的有效 
权力是由政党产生的并对民选议会负责的内阐来行使的。君主的 
有效权力只有在议会中没有领袖或没有政党可以控制明显多数时 
才能行使，即他具有一定的选择内阁总理的权力。无疑，荚联 
邦、荷茬、斯堪的那维亚和现代日本都存在着类似形式的君主立 
宪 M 。 

这些不同类型的传统政治体系，其政治改革过程以及其同化 
社会集团的过程，各有不尽相同的变化模式。我们可以从历史上 
欧亚墙区的官僚制帝国（如俄国、奥斯曼、中国）和从中世纪到 
19世纪欧洲的王国和公国那里窥其全貌。然而，从该项研究所得 
到的教训不只具有历史意 X * 实际上传统君主制的再史表明， 
具有戏剧性的是许多其他政体的国家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较少。另外，在当代世界上还残存着许多古老而相当奇特 
的政治体系，其中的合法性和权力完全掌握在世袭君主制的极传 
统的机构手中。这些君主制大多存在于那些正在迅速进行社会、 
经济和文化变革的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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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柝的目的之一是试图探讨这些传统政治体系在面晦现 
代化时所遇到的困难。君主制会成为历史上的陈迹吗？君主制能 
应付现代化问题吗？这种政权的政治演化可能走向民主、独裁或 


革命吗？ 

在20坦:纪60年代，世界上主权国象中约有15个是统治型或寡 


头君主制，而部落君主制的残余仍然存在于乌干达、布隆迪，莱 
索托或许还有非洲的其他地方。传统君主制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强 
国，但伊朗1埃塞俄比亚和泰国则分别有两千多万人口，而且全 
球人口中约有 1.5 亿人生活在这类政治体系之下。与其他较不发 
达的国家相比，这搜君主 制国家 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在 
1957年，就人均收入而言，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科威特，2900^ 
元）和最穷的国家 （尼 泊尔，45美元）都是实行统治型君主制 
的，但总的说来，其中贫穷者 居多。 在个传统君主制函家中， 
有8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 10& 実元或在100美元以下，有4个国家在 
100美元到200美元之间，只有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 2 00美 
元。同样，在这 H 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的人口识字率超过总 
人口的半数，10个国家低于在这14个国家中，11个 H 家是 
只有不到25%的人住在两万人以上的城市中， 8 个国家是只有不 
到10%的人住在两万人以上的城市中。 

虽然传统君主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很低，但与其他大多 
数不发达国家相比，它们碰到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整合的问題较 
少 6 多数统治型君主制并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或者只有间接而 
短 暂的殖民统治的经拆。'‘它们大都处于强国之间彼此冲突的帝国 
主义竞争的夹缝中，成为强国之间的缓冲国，因而侥幸地维持其 
独立地位。泰国介于英国和法国之间，尼泊尔介于中国和印度之 
间，阿富汗和伊朗介于英国和俄国之间， 埃塞 俄比亚处于英、法 
和意大利帝国主义的交界点。在某神程度上，利比亚和摩洛哥的 
殖 民地历史因英国和意大利以及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而缩短 
了。火 多数其它当代 的传统君主国存在于阿拉伯半岛，而奥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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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当代君主制的类型 




统治型 



君主的 
基本职能 

统而且治 

统理, 

1 


合法性渊源,_ 

君主制 

君主制 

人 民 

主要的 
有效权力机构 

君主制 
官僚体系 
军队 
政党 

1 

军队 
官僚体系 

内 阁 

政 党 

议 会 

政治参与范围 

狹小至中等1浃小 

广 泛 


帝国和欧洲国家的统治对 这:里 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发挥有效的作 
用 6 有些君主国，如诶塞俄比亚、泰国和伊朗，巳经连续存在好 
几个世纪了。虽然在象縻洛哥和埃塞俄比亚那样的传统君主国 
中，存在着大量的少数民族，但它们的国家整合问題却比多数亚 
非国家简单 B 对传统君主国来说，一个关键问題是如何保持独立 
和全国性的权威制度所提供的优势，来应付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以及广泛的政治参与。这种广泛的玫洽参与是对这种制度的能 
力的一种挑战。 

因此，传统君主制给那些研究政治发展 的人士 提出了极感兴 
趣的问题。同时，传统君主制的未来命运也是决策者的兴趣所 
在。许多传统君主国之所以在历史上能一宣保持独立，是因为它 
们占据了有利的战略性的历史位置 a 在不同时期，希腊、伊朗、 
阿富汗、泰国和老挝部曾成为冷战斗争的焦点。摩洛哥、利比亚， 
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泰围都曾是美国海外的重要基迪。此 
外，由于大多数传统君主制国家在冷战中坫在西方一边，所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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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它们未来的政治发展非常关注。对美国的国 E 利益来说，与 
其让这些国家用革命、动荡不定或者激迸民族主义政权来取代这 
种传统君主制，不如让它们那种制度逐步演化。最后，虽然这些 
传统君主制国家在自然资源方面一般不如其 他发展 中国家更富饶 
或更贫乏，但它们却拥有现代经济生产活动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 
素——石油。全世界的石油生产约有1/5到1/4是来自君主统治和 
君主统理的国家， 


第三节政策革新 •. 改革与自由 

在当今世界中，传统君主制很少是传统化的君主制。君主制 
的寡头们（如明治 武士、 青年土耳其党人或者 193 2 年的泰国革命 
的策划人）都想使寡头制现代化，而统治型君主制是现代化中的 
君主制。现代化巳经削弱了君主国的阵容，而促使残存的君主国比 
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热心于现代化事业》这些统洽者要实行改 
革和变革的动力或许比那些传统性较少的民族主义领袖们还要 
大，那些民族主义领袖们是在西方帝国主义退出后进入政坛的。 
后者巳拥有现代的合法性，因而他们就能够专心致力于权力的分 
赃。与此相反，前者的传统食法性則受到较公开的 质疑。 他们自 
己必须用优异的工作来证明自己。因此，他们或为来自上面的皇 
家革命的主角 B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当然落入了我们所熟悉的 
模型，即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的集权封建国的君主扪，以及19世 
纪的马赫穆德二世、亚历山大二世1朱拉隆功和大院君等类型。 

虽然君主革新和集权的模式在各个时代和备种文化之中有明 
显的相似性，但在这些变化背后的主要动机和动力显然是隨年代 
而变化的。对17世纪欧洲的专制君主制来说，外部的威胁和冲突 
为君主提供了革新和集权的主要 动力。 I 9 世纪非西方国家的“防 
务现代化”也同样出于对外国入侵和征服的恐惧》某一个社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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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未受到外界威胁的清况下，才能维持权力分散和不推行现代 
化革新的状况。曰本的封建主义（如同美国的多元主义）一直延 
续到19世纪末，是因为“日本在德川时代有两个世纪未感到国际 
斗争的压力，而在另外的情况下，这种斗争的压力会导致改革和 
废除封建主义„ ” ® 后来，由于无力维持这种孤立，所以产生了 
集中化和改革的明治时代 

同样，如果法国革命的军队出现在 中东， 那么 U 世纪奧斯曼 
帝国在苏丹和大首相之伺以及在“军队、官僚和宗教这三个强大 
的国家机器”之间进行的分权状态就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谢里姆 
三世和马赫稼德二世相信“权力的这种取舍，这种与具体问題之 
间的相苴影响，在面对西方压力肘，乃是奥斯爱进步的一神障 
碍。他们认为，把权力集中于苏丹手里，是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 
件。” @同样，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改革的第一道微弱的曙 
光 I 1895年日本对中国的胜利导致了 1898年的“百日维新而 
继义和团暴动之后而来的西方列强的侵入，甚至使慈搏太后改变 
了 态度。 

在伊朗，帝俄和英国的侵入，再加上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的 
影响，导致了伊朗的宪政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礼萨汉 
政策，目的在于维持土地的完整和国家独立,.以抵技英国和可能 
来自俄国的侵略-对俄_来说，亚毋山大二世的改革主要是受到 
克里半亚战争失败的刺激，而斯托雷平的改革则可能是受到1905 
年曰本雎利的影响 8 如果现存的王朝或君主制本身证明无力进行 
改革，那么它就可能被推翻而被新王朝（如在伊朗）所取代，或 
者君主制可能被彻底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以及巴勒 
斯坦战争之后的埃及即是 如此。 因此，政治现代化常常是军事失 


① 库尔包恩 CR«shton Ccmlbom) : « 封建主 X 的 终结务 (Tke End of 

\km) f 见库尔包恩编： 《 历史上的封违主又 ^ (Feudalism ta History ) ,衆涅 
狄克州，阿祥书社 1965 年版 ' 第 303 页 0 

② 弗雷： 《政洽況展、权力与沟通》第 310— 311 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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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产 儿^ 与此相反，现代化和集权方面的成功会增加军事成功 
的可能性。例如在非洲，布干达“成功的国家扩张”是与卡巴卡 
的集权和等级专制相联系的^ ® 

对20世纪的传统君主制来说，考虑国家安全无疑也是至关重 
要的。然而由于>国内的原因而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也许更童要。 
对传统社会的稳定构成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外国的 武装邊 略而是 
来自外国的思想侵略。印刷品和口头语言比军队和坦克传播更快 
且渗透更深。对20世纪传统君主制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而; P 是 
外部。君主被迫实行现代化并企图改变他的社会，这是因为他担 
心若不如此，别人将会取而代之。19世纪的君主试图用现代化来 
抗拒帝国主义，20世纪的君主则想通过现代化来遏制革命。 

传统君主制对优先考慮革新的程度因传统政体的性质不同而 
各异。在一个官僚政体中，权力巳经集中，而对这一政体最重要 
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官僚机构来推行现代化的 改革。 在封建制或其 
他权力分散的政体中，革新政策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集权。主要的 
斗争是在君主以及他的官僚臣仆和自立的传统权力中心，如地方 
的、官僚的以及喿教的权力之间进行的。而后者能否有效地反对 
君主，与社会官僚化的程度成反比。君主如果希望进行现代化改 
革就'必须不屈不挠地追权力的 集中- 17世纪的欧洲君主们，通 
过斗争去结束中世纪的权力分散状况，废除封建等级并建立超越 
教会的世俗权威，以实现其现代化的改革。非西方的君主制在西 
方的影响下，也步其后尘。马赫樓德二世被恰当地称为奧斯曼帝 
国的彼得大帝。“如马赫穆德所见，这一工作的第一个基本步骧 
是将所有权力集中在他自己手中，清除介于中央和各省的中间权 
力》所有来自世袭、传统、习惯或者来自人民或者地方授权的权 
力都加以压制，只有王权才作为帝国的唯一权力来源而得到保 
持。”同样，在20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的主要目标是 


茳特 . 《现代化的政洽 : ？，箄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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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消除各裡贵族的半独立的力量，集权力和威望于一身，而 
这在埃塞俄比亚是前所来冇的。” T 

現代化不仅经常需要将权力从区域性集团、贵族集团和宗教 
集团手中转移到中央的、世俗的国家机构中，而且还要求把这些 
权力集中到这些机构里的某个人手中。君主应_保护国家和民族 
的利益，使之不受家族、阶级和宗教等地域集_利益的侵害。法 
国做为现代国家，“诞生”于当路易十三拒绝母后凭借家族力 S 
提出的要求而听从黎塞留基于国家而提出的要求之时，这后来力 
20世纪的大多数君主国所效仿。在阿富汗，现代国家的生日可以 
定在1963年 S 月12日， 这一天, 穆罕默德•査辛王推翻其作为国 
家实际统治者的堂兄穆罕默德 • 杜德，并从此禁止皇族人员再介 
入政治。对沙特阿拉伯来说，现代国家是从1964年3月20日开姶 
的，费瑟王子在这一天取代了绍德国王，这一举动象征着公共目 
标和公共需要 E 经超过了家族和亲族的利益I他将前国王及其家 
属、亲王、亲戚的庞大开支，从国家预算中的15%减少到6 %,并 
把节省下来的公款作为教育、交通和社会福利的费用。这种杻力 
的转移，涉及到费瑟王子和绍德国王之间的激烈的斗争，这导致 
了王族的分裂，并几乎发生公开暴乱。 

各国处于现代化中的君主们进行改革的着眼点各不相同。_没 
有一个君主是从纯粹的传统社会开始迸行改革的、而以这种方式 
推行现代化的大多数国家则需要若干位热心现代化的君主相继出 
现。而改革的前提条件是权力的稳固。因此，首先要注意 的是建 
立有效 的夕忠 诚的、瑝性化的和集杈化的军队，军事权力必須 


①刘易斯 (Bernard Lei / fh ) t «现代土耳其的诞生》 (The Emergence of 
Turkey ),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 SS 页；利维奈 (Donald 
M - Urine ) :也埃塞俄 比亚： 同 一 性、权威和现既主义》 ( Ethiopia * Identity , 
Authority , and Realism ) t 见派伊和维巴编 t 《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 > ，.第272苽； 
别维奈：《琯 与金 》 CWax and Gold )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5 年跋 ，第 212—213 页; 
珀汉 (Margrry Perham ) ,《埃塞偫比亚政呀> (The Government of Ethiopia )， 
伦软， 法拜尔与法拜尔出姮社 194? 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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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对马赫樓德二世来说，限制土耳其禁卫军是迸行其他改革 
的前提。埃塞俄比亚的曼涅里克和伊朗的礼萨汗也是首先注意建 
立集中化的军队。第二个典型的着眼点是建立更有效的政府官僚 
机制。如果传统政体巳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官潦机构，而这个机 
构巳具备相当专门化的职能并根据传统的标准和政绩来吸收人 
员，那么改革官僚机构的问題訧很可能是极为重要的 a 正是出于 
这个原因/集权化的官僚帝国 （如 俄国、中国和奧斯曼）的改革》 
比具有封建特性、一切必须从头开始的政体的改革更困难，而且一 
般来讲其规模也比后者更小。在后一秤情况下，如在欧洲的专制 
君主制中，君主能吸收荑多的新人，利用社会和政治的流动，力 
自己服务。总之，从传统的身份关系转变到现代的成就标准，要 
比从传统的成就标准转变到现代的成就标准来得容 易些。 

军事和行政的改革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动力和手段。政府活动 
的 增加，促进了财政制度的重建，以及对海关和贸 易设定 新的间 
接 税法。其他的改革行动通常会接踵而来，如改变法 律体系 ，鼓 
励经济发 展和工业化，扩大交通和运输设施， 促 进公共卫生寧 
业、发 展教育事业，改变传统的社会习惯，（如妇女在这方面的 
作用） 和采取世俗化的步骤以及使宗教实体与政府事务的分离。 
要有钕地进行这神改革显然需要耐心和 毅力。 在大多数社会里， 
激进 的改革往往与 松懈怠 慢的改革交替出现，甚至还经常出现欲 
维护 传铳的反动。而与现代的改革者们 相比， 传统的改革者 ff ] 如 
果要莸得成功，就不得不更缓慢地行动。一旦一个社会的 旧秩序 
被推翻， 那么这个社会的舆论就会同情改革的观念 。，- 

在传统社会中，皇族改革家显然属于少数。斫以，行动过于 
迅速和过于激进常常会促使潜在的反对者转变成积极的反 对者。 
1 S 98 年，光结皇帝的“百曰维新”，就是例证。还有一个类似的 
例子。是革命帝王约瑟夫二世的帝国乌托邦主义，他在 17 S 0 年到 
1790年期间，在哈布斯堡领地内推行了许多类似法国革命卮所采 
取的汶革 梏施。 他枰击教会并跸其地位，命令废除夭主教苦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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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会并 没收了 他们的财产，将济贫责任从教会手中转移到了国家 
手中，宽容新教徒，将有关婚姻的问题改由民事法庭管辖， 将教 
士纳入国家官僚管钴之内 D 他对触犯同一刑律的贵族和平 斑实行 
同等的刑罚。他对中产阶级敞开文官火门，也向就太人敞开了入 
伍大门。他攻击农奴制，宣称每一位农民都应成为公民、企业家、 
纳税人并都能服兵役。农民对土地有稳定的所有权，可以自由出 
卖或典押。他想建立单一土地税制。“对土地所有者一视同仁， 
不论他们属于什么阶级或社会等级。”在巴士底狱陷落前的 5 个月， 
他下令规定农民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自己保留 70 %的收 
入，将 18% 的收入付给以前的地主， 12% 付绐国家。 〔〗〕 实际上， 
在自下而上的法国革命爆发之前，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已在奧匈 
帝国试险过，但失败了。 

传统社会中的基本政治力量通常是君主、教会、土地贵族和 
军人 。 如果政体已经高度官僚化或者正在向这一方向发展，那么 
文官则可以扮演菫要的角色。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就会有许多新 
集团出现，第一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商人或企业家集团，再其次 
是专业性管理团体。遂渐地，域市劳工阶级也出现了，最后是农 

农民原先生活在政治圈之外，是后来才遂渐具有政治意识， 
变成积极分子的，君主想要改革传统的旧社会就必须建立和维持 
这些社会势力之间的平衡关系《宗敎权威们、地主、军队和官僚， 

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是极其蜇要的。君主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能否嬴得军队和官僚的支持以对抗宗教权威们和地主。 
君主如果仍然依靠教会和赍族的支持，他从事改革的能力就会受 
到限制，如果教会是传统建制的一部分，那么君主的成功就依赖 
于他是否有 d 力 r 大支配教会的汉力，是否有能力确保控制其人 
员的任命和财政权力。在这些情形中，如在奥斯昊帝国和在 20 世 


① 铂尔默 CR ."R * Patmei) , 《民主 革命的 时代 》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第一卷，笫 373 — 3S4 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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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坺镞俄比亚和摩洛哥，教会与嵙主之间 的冲突 将因此 而沉默 
或拖延下来 a 从某种程度上讲，教会同军队一样，尽管教会的窩 
级领袖无疑会反对君主所奉行的政策，但教会仍是君主制的传统 
忠诚者的一个源泉。另一方面，如果教会与国家是分离的，如果 
教会有一种自主的等级制并对土地和财富有独立的控制权，那它 
很可能会成为君主制的一个积极反对者》土地贵族制在传统上就 
独立于君主，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都反对君主的 改革。 所以，君 
主的成 功依赖 于他发展官僚制度的能力，使它具有与贵族利益不 
同的整体利益，并且至少从不具有贵族身份的平民中任用部分人 
员。因此，专制主义和成长是与日益增加的社会和政治的流动性 


相关的 D 

在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国中，其主要的政治分野，一 
方面是君主与他的官僚机构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宗教和贵族的 
反对者。后者的目标在于希望维持传统社会和他们在该社会中的 
特权地位。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中，虽然他们守 
旧，但是他们的利益最终将使得他们采取或表现出现代的自由、 
立宪主义和代议制政府的价值观，以反对君主的改革和集权化的 
目标，这就出现了政治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突出的困境，以传统 
的多元主义对抗现代化的专馘主义，以及用自由对抗 平等。 对于 
这种困境，帕尔默通过对1787年比利时反对约瑟夫二世的改革运 
动的插写总结道》 

问題是清楚的》它发生于社会变迁与宪玫自由之间。改 
革只有以把人民的意志和历史悠久的国家制度抛在 — 边的专 
制政府为代价，才可能发生《否则，如果要保存自由，就要 
以诖陈旧的特权制度、财产制度、专 n 权利、阶级结抅和教 
会参与国家事务永久化为代价……这是一场反对一个现代化 
中政府的革新政策的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场反 
对启蒙运动的革命》就此而言，这是时代的特性》① 

" ~ & 帕尔默：《民主革命的时代 》，第一卷 ，第 3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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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哈难斯堡王朝所发生的情形，同样地童现于19世纪的 
罗曼诺夫王朝和奧斯曼帝国。19世纪50年代末，俄国亚历山大二 
世决定解放攻奴时，贵族们立即向他提出了召开全国议会的建 
议。这在限制帝王权力的动议, 受到* 那些只想增加贵族影响 
的寡头和立宪主义的真正信仰者的支持 •••••• 。” 3 E 历山大二世积 

极趣推进~解决农奴问题的进程，并且根据议会将“在国内建立寡 
头形式的~政府”为由而拒绝召开 议会。 正如莫斯所说，农奴们的 
利益掌握在沙皇及其内政部官员的手中，“这比落入当时俄国民 
选议会的手中更安全。我们很容易想象到，在地主及其朋友们控 
制的‘立宪*议会上，解放农奴的要求会产生什么结厨《 » (^在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实例，即专制主义“ 可以作 为一种 
解放的力量，通过‘打碎套在奴隶身上的沉重的习俗枷锁为较 
复杂的制度开道，为更广泛的和更多样化的人类行为 开道。 ” © 
在奥斯曼帝国，阿卜杜尔麦希德苏丹于1839年维马赫稼德二 
世之后，走岗所谓“新法律”的新的改革时期。这些改革最终引 
起了立宪反对派“青年奧斯曼”的兴趣。与其他国 家的反 对派集 
团一样，这个集团也是在巴黎成立的。其领袖是那米克 •凯末 
尔，他深受孟德斯鸩思想的影响，企图用立宪制度来取代奥斯曼 
的专制君主制 e 这乍看起来很符合自由和现代原则，但实际上那 
釆克•凯未尔是想用传统主义来限制苏丹的权力。最终，他成为 
反对新法律改革的伊斯兰教传统的辫 护士。 他认为，改革取消了 
旧的权利和待权，却并没有到设新的权力 * 苏丹应当遵守伊斯兰 
教法律 t 过去奧斯曼 帝国所 建立的代议制度应予以恢复 * 马赫穆 


①莫斯 OY * E ■ Mosse ), «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的现代化》 (Alexander [[ and 
the Modtfnization of Russia ), 伦敎，英国大学出版社 19 S 8 年版，第69—70页， 
第 131—132页。 

@ 赖格莱 （W ^ Z • WHeUjr) • « 布干这 的基督 徒革命 > (The Christian 

Revolution in Bugaoda), 见 w 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第 2 期 C19S9 年 10 月）， 第 48 页； 弗雷泽 0 - G- Frazer ； 
《关 于帝三统治的早期历史的讲 演集々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Kingship), 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05 年貶，筇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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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二世于 1823 年所废除的“禁卫军”，即旧秩序的堡垒，实际上 
& “国家的武装咨政会议。” ® 这是一个多么奇怪和多么令人迷 
惑不解的现代自由主又和传统多元主义的结合！ “青年奧斯曼” 
于1876年成功地推翻了苏丹，并强迫他的继承者接受了 一部以 
1832年比利时宪法为模本的宪法^但这部宪法仅仅实行了一年。 
新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于1878年解散了议会，并重新确立了专制 
主义与故革支间的伙伴关系。 

19齿纪末2'0世纪初的伊朗立宪运动同样是一种传统主义与自 
由的结合。18卯年，新君主登基，他缺乏其前任的威望》当时有 
许多波斯人去国外旅行，并接受了有限政府的观念。1906年，伊 
朗突然爆发了革命，国王被迫公布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也模仿 
Ti ^31 年的比利时宪法。使伊朗商立宪政体迈出这一步的社会势 
力是形形色色的，包括自由派 学生、 商人、知识分子、传统主义 
派的部落集团、宗教领袖和公民基尔特。伊朗宪法比奥斯曼宪法 
更成功》实际上，它一直到今天依然有效。但其权威却是随着现 
代化和改革速度的查化而变化的。在20世结20年代和30年代，礼 
萨汗在继续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同时，悄悄地把宪法搁置在一边。 
同样，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王在1961年到1962年间进行了 土地改 
革，这一最有影响的改革也是在逃避宪法并解散议会的情形下才 
得以实现的 <■ 

要对付自由浓和保守派的反对，走向现代化的君主从何处可 
以得到对其改革的支持呢？他面确着一个棘手的难題。君主制国 
家的政 策是政 革主义的》但其国家制度却是髙度传统的。正如其 
反对者联合了传统的多元主义和现代立宪主义者一样，走向现代 
化的君主必须建立一种现代化势力和传统势力的联盟，来支持自 
己。实际上，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可以从四个方面获得支持，其中 
三个在社会内部，一个在社会外部。 

第一个也是最哭 健的支持来源，当然是国家官僚》官僚是贵 

①刘易斯， e 现代土耳其的诞生》，筚 137—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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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政治的天然敌手 f 逋过对官僚的控制，君主可以使一些非贵族 
的社会集团的成员得到权力的职位。照常理，君主不能匆忙从 
事，否则他就会削弱官僚机构的权力，并可能促使贵族更顽固和 
更公开地抵制。君主可以提拔个人，而不能提拔整社会集团。 
相反，他必须努力将新人和旧人结合在他的官僚机构中，这样既 
可以维护旧官僚们的声誉，同时又能达到使用新官僚的目的 B 官僚 
机构中的最重要的咸份当然愿军官集团。在许多情况下，如在奧 
斯旻帝国 r 军官可能会赞同君主的目标。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 
伊朗和埃塞俄比亚，军官团的主要特征是具有传统的价值观，但 
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保持了对君主的忠诚，因为君主是权威的 
传统渊源。无论如何，君主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军队 
和他対军趴与君主的利益一致性的认识。 + 

一个果断的君主和一个有效率的官僚杌构能够对传统社会产 
生巨大的影晌。但是，他们的权力很少能满足进行重大改革的需 
要。他们需要其他集团的支持。当然，在西欧，支持君主的主要 
力量来源于中产 阶级： 新金融、商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但在许 
多社会中，中产阶级没有强大到可以帮助君主进行改革的地步。 
正如帕尔默所指出的，革命帝王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其地位“没 
有代表一般的或公共的需求，没有代表具有共同思想和合作习惯 
的利益集团。没有他可以求援的集团。他的最重要的追随者是他 
自己的官僚机构和官吏。”》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根本没有足 
够的中产阶级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走向现代化的君主 
制国家中，公营事业和政府工作常常是那些精英所追求的职业》 
这一传统也阻碍了具有自主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这些社会 
中，商业和金融业大多由少数种族来从事，如奥斯璺帝国和埃塞 
俄比亚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泰国境内的中 国人， 他们从 
来不是政治支持的主要柬源。 


①韬尔默，（(民主革命》, m —卷，第381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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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即使存茬土生土长的中产阶级，伪们也可能成为君主 
反对派的一个来源。18世纪的伏尔泰和新兴的中产阶级都热衷于 
开明专制。这发生在人民主权和玫党确立以前的 时代。 但20世纪 
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甚至倾向于把最开 
明的专制也描绘成封建时代的错误。在中产阶级圈子中,君主制 
巳不再时兴了。不管他们多么支持现代化中君主的社会和经济政 
策，但他们依然反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本身。他们反对现代 
化的君主对通信、选举和议会自由所设定的限制，他们必然会认 
为君主的改革过于狭窄和迟缓，只不过是一种意在用局部改革来 
维护现状的障眼法。所以，在如同伊朗这样的国家里，城市的中 
产阶级不但不是支持现代化的君主的来源，反而与传统的教士为 
伍，成为君主的死敌。一般来讲，中产阶级反对君主的力度实际 
上超过了所有其他的社会集团。 

第三个潜在的支持来源是由人民大众构成的^君主通常是受 
人爱戴的，至少比地方贵族和封建领主更得人心。君主所推行的 
许多改革都对城乡中的广火民众冇利》在19世纪60年代，朝鲜的 
大院君动员了来自下层阶级和其他以前的“贱民”集团来支持他 
所推行的集权和推动现代化的 改革。 在布干达首要寡头集团企图 
限_每一个新君主的权力 a 但是，“在每种情况下，君主都能越 
过酋长们和政府而向公众呼吁，并成功地获得人民对传统的全权 
君主观念的支持。”》当然要得到并维持这种广泛的支持，还有 
许多问题有待克服》诉诸乡众与诉诸有产阶级相比，更可能会潋 
起传统精英们的更激烈的反对。这就符合了一个 命题： 有权势的 
内围集团较过去的外围集团更能接纳新集团》其次，如果过分诉 
诸公众，农民可能做出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来并把许多东西占为 


①法勒靳 （Llord Fall ^> T 《一个 非洲社会中的专制主义、地位文化和社会 
流动挂 s (Despot ism, Status Culture and Socia] Mobility 1 in an African Com- 
muniiy), 《社会和历史比玟研 究》 ，第 2 期 （ 1959 叶 * 第 3D^U 





己有，而贵族对此所产生的恐惧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了。约瑟夫二 
世就曾遇到过此类问題，当他进行大规模的农杖改革时，农民拒 
绝配合、拒绝交税和支讨地租，抢夺房子和财产，攻击以前的地 
主。 第三，尽管公众能自发并隨时进行暴动，但他们本身却不大 
可能提供持久的、有组织的或明智的政治支持，而君主也无力去 
组织基础广泛的民众集团。最后的困难是群众常常不能与君主具 
有共苘的目标。就一些具体的日常经济问题而言，如果土地改革 
有利于农民而不利于土地贵族，那么君主同农民的利益才会一 
致。正如帝俄的斯托雷平和伊朗的亚米尼所说，君主制的长期稳 
定可能完全取决于君主动员农民以支持其改革的能力。但在诸如 
法律改革、世俗化、习俗改革，甚至教育等其他间题上，群众待 
别是玫民群众的态度也许是很传统的，他们也许会追隨别的传统 
精英，如教士或本地的地主，来反对君主的现代化政策。 

第四个潜在的支持来源是某个外国政府或者本国政治体系之 
外的某个集团。对某个在本国地位不甚巩固的现代化中的君主而 
言，外国的支痠是令人讨厌都又必不可 少的。 例如，美国的支 
持，是伊朗国王在一段时间内得以维护其王位的一个不可或映的 
因素。在这个问週上，伊朗国内各种社会势力的作用和相互影响 
可以看得瑕清楚。反对国王的力量来自民族主义的中产阶级和传 
统的教士，而国王主要的支持来源是军队、官僚和美国。起初， 
地主贵族是认同于君主制的。在1961年的危枳之后，政府认力地 
主在当时的反对态度比农民在来来的反对态度危险要少 n 最终， 
政府企图重新组建自己的联盟，弁试图将由小地主和农民构成的 
新社会勢力纳入政治之中，借以扩大群众基础并减少对保安部队 
和美国的依赖。在伊朗，接受外国的支持可以使现代化中的君主 
争取时间，在自己的人民中发展较广泛的支持来源。 

但是，来自外部的支持也危及到君主利用社会上所有集团最 
强烈的情绪——即民族主义-—的能力。那些认同人民民族主义 
的 君主便 可蔽得生存；而那些仍然死守着传统价值观和阶级观念 


卜 




以及家族利益而不-足民族利益的君主则会灭亡 B 多民族帝国的统 
治者的命运，如奧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确是预先注定的„又如 
满清等外来王朝，一方面因为被看作是异族，另一方面又无力保 
卫国家，抵抗别的外国人的侵略，因此也难于同新兴的民旎主乂 
精神相结合。在日本，君主则可以同意民族主义的主张和为维护 
国家独立而拟定新的军事和工业计划；同时又发展了神道，以此 
作为沟通新爱国主义和旧帝国主义价值观念的桥梁。 

在伊朗，礼萨汗在20世纪20、30年代间，完全能够使自己成 
为伊朗民族主义的制度化的象征，以抵抗外国势力的侵入。但在 2 0 
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却发生了君主制危机，主要是因为礼萨 
汗的儿子不能全盘地把握伊朗人的民族主叉情绪。相反，这些民 
族主义情绪是通过 “民族 阵线”来鼓吹的，这个“阵线”首先将 
民族主义的怒火导向俄国，然后又针対英国相美国。当高潮到来 
时，外国的支持和干涉在保持伊朗国王的王位方面发 :挥了 某种决 
定性的作用。它所付出的代价是中产阶级和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更 
强烈地反抗君主制。在1935年之后的十年里，伊朗国王致力于塑 
造一个形象，宣称他的“积极的民族主义”有别于英沙迪克和 
“民族阵线”的“消极的民族主义”》但是，许多集团仍然感到 
君主在某些方面不忠于他所统治的 国家。 一个君主如果希望获得 
本国人民的衷心拥戴，与其利用外力苟延残喘，不如让自己被外 
力所废黜。在摩洛哥和布干达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分别被法国 
和英国所放遂的摩洛哥苏丹和布干达卡巴卡，最后竟然都在人民 
压倒多数的热烈支持下，重新回到了王位上。 


第四节集团 同化： 多元主义与平等 


獒斯卡曾经说过：“官僚国家不过是一个在组织上业巳发达 
和发展了的并且更加 a 杂了的封建国家”》官僚国家是具有较高 

• !62 • 




“文明水准”的社会所興有的待征，而封建国家只出现于文明水 
准较低的社会 a ® 这一政治形式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似乎是非 
常合理的。与封建政体相比，官僚制具有更分化的政治机构，更 
爱杂的行政机构，更大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更多的平等机会和 
社会流动性，以及成就标准超过了身份关系的标准。所有这些特 
征都表现出官僚制度比分权或封建政依政治现代化的水准更髙， 
同时，官僚政体的权力集中化也提髙了国家推进社会内部现代化; 


改革的能力。 

但是，把现代性与集权和革新政策的能力等同起来，这至少 
是不全面的 B 实际上，就此意义而言，一个传统政体变得越“现 
代”则越难以适应参与的扩大，而参与的扩大乃是现代化的必然 
结果。君主必须掌握足够的权力来从事改革，但这种权力也可能 
变得过分集中，以至于不能同化改革后所解放出来的各种社.会势 
力。现代化造就了新的社会集团，同时也在旧集团中创造出新的 
社会和政治意识。官僚君主制在同化个人方面的能力很强；它比 
其他传统的政治体制更能眵为贤才和有一技之长的人士提供更多 
社会流动的门路。然而 * 个人流动常与集团参与发生冲突。等级 
制和权力的集中使君主制更易于吸收个人，但也阻碍了同化整个 
集团所必需的权力扩张。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題。改革的合法性取决 
于君主的权威。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从长远来看，却必须以社 
会上备种集团的参与为基础。选举、议会、政党都是现代社会中 
组织参与活劫的工具 a 但传统君主要想迅速推行现代化改革，最 
好不从选举制度、议会和政党政治入手。另一方面，改革一旦成 
功，难免会破坏君主制的合法性。支持传统社会君主制的力童， 
原来是来自那些把君主制作为一种传统制度加以效忠的集团，尽 
管他们不赞成君主的现代化政策，但依然对他忠心耿耿。社会变 


@莫斯卡，前引书，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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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导致新集团的产生，后者可能赞成君主的现代化趋向，但却完 
全不赞成把君主制作为一种制度。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初期，扩 
大参与有利于传统势力 8 因此，君主便竭力削弱或废弃传统的民 
众大会、等级会议、咨议会和议会。君主的改革如果获得成功， 
就会产生同情现代化的集团，它们渴望参与政治，却缺乏可以参 
与政治的制度机制 a 

. 这一困境是作沟一种制度的君主制的特性所造成的。君主所 
推行的现代化政策必须首先废除或削弱本来可以促进政治参与扩 


大的传统制度 a 相反，君主制作为一种制度的传统特征，又使建 
立政治参与的现代化渠道和机构的任务难以 完成。 其他类型的猜 
英通过其他类型的机构，或许能够同时从上面推动改革又从下面 
动员力量支持，并为政治参与提供广泛的渠道。一党制常常具有 
这种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官僚君主制的时代一结束》就会被一 
党政权取代的原因。军入统治者也会集中权力来进行改革，然后 
才产生扩大权力来吸收集团参与的需要。但是，军人统治者在组 
织政党、建立政治参与新结构（如基本民 主制） 以及使自己适应 
立法机构和选举共存方面，都比君主受到的约束要少。现代化中 
的君主，常常会受制于那种使其现代化计划成为可能的制度。他 
所推行的政策，要求扩大政治参与，但他所置身其中的制度却不 
允许他这么去做。在第一阶段，现代化的成功取决于加强这个传 
统制度的权力，然而这个制度的合法性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遂 
渐被削弱了。 

另外，君主制适应政治参与扩大的能力不足，最后会限制君 
主进行社会改革的能力，君主的效力依赖于他的合法性 t 合法性 
的削弱，也就必然损害其 效力。 君主的改革获得成功，就会减少 
君主推行革新政策的刺激力，以至于他最后只关心其制度的延续 
问題了。遂渐走尚现代化的社会与产生现代社会的传统玫体之间 
的鸿沟越来越大（君主虽然能够改变社会，但却不能改变自己 I 
君主制产生了现代，但最终为这个现代后裔所毁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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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会的经验表明，高度集权的传统政体具有较高的创訢 
能力，权力较分散的政体创造能力较差，两者在扩大参与方面的 
能力也截然不同3正如我扪所见，在西方世界中，权力的集中和 
现代化改革，最先发生在欧洲大陆 t 其次是英国，最卮才是美 
国。《在18世纪，法国的集权专制主义被看成是改革和进歩的车 
轮 I 当时，仅有象孟德斯鸠那样的保守主义者才^赞美那 种被— 
般人认为是腐败的、组织松解的1落后的英国政治体系 。然而 ，尽管 
分杈的政体较能将新兴的社会阶级同化到政治体系中，但中央集 
权的传统政体也会阻碍政治参与的扩大。美国的中央集权甚至没 
有英国发达，但政治参与的扩大却非常 迅速和 平稳。因而，在 n 
和18世纪时被看成政治现代性较低的政体，在 i 9 世纪时却变得颇 


具现代性了。 

中国与日本进化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类似的差别。在19世纪中 
叶，权威和权力在中国比在日本远为集中 I 一个是宫僚帝国，另 
一个基本上仍然是封建制国隶。日本社会是髙度阶展化的社会， 
并很少有社会流动性> 中国社会則较为开放，允许个人在社会和 
官僚阶梯上升降。用赖肖尔的话来说，日本的世袭制是“权威的 
基本来源”，而在中国，世袭制只发挥很小的作用，在官僚制中 
的升迁是根据一■种严格的考试制度。 ® 疋如洛克伍德所指出的. 
如果在 185 Q 年要求一个观察家判别这两个国家中那—个朱来较有 
发展潜力，那他 “会 将其赌注毫不犹豫地押在中国一边。”从政 


治上併， 

日本的封建遗产……倾向于把政治权力保存于具有自我 
意识的武士阶层手中，它支配着非自由民族的传统技巧和习 
惯，是现代的最坏资产，至少可以这么说……通过比较，我 
们可以说，在亚洲各民族中，只有中国能够给现代世界带来 


①见本书，第 2 章 

© 赖 肖尔 （Eflwin 0 ■ Rekhauer), s 美国与曰本 》 ('£U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啥邵太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_ 笫页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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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个人自由和社会 流动、 私有财产自由买卖、世俗 
化的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可以反抗暴政的人道主义政治思 
想和使知识成为进入公职的主要途径的传统。 ® 

然而，使日本的德川幕府看起来比中国满清更为落后 的同一 
种封建 体系，却为扩大政治参与和把传统部族与较新型的商业集 
团敝合于政治体系中提供了社会基础。在日本，因为封建政治 
制虔的关系，潜在的领导就显得较分散，不仅分散子^265个“自 
治的” 家族中，而且也分散于在社会中具有不同功能的团体中。 
如果日本社会的某一地区或部门对西方的压力所造成的危机不能 
相应作出反应的话，其官地区或部门就会对此作出反应。实际上， 
这种现象巳经发生 j ” ©封建主义 （1868 年）的象征性的终结与 
第一个现代政党组织的建立（1881年> 之间的时间差距是很小 
的，至于政党可以在封建主义从形式上消失后便在其废墟上迅 
速建立起来。所以，在曰本，政治参与的扩大相制度化是与现代革 
新政治的引进同时进行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和 
态度阻碍了政治精英转向改革事並，而一旦他们愿意时，权成的 
集 中化又 会妨碍和平地同化因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集团。 

菲洲的演化模式似乎与欧洲和亚洲没有多大区别。例如，卢 
安达 ® 和乌隆迪④就是两个传统社会，它们拥有相同的面积、地 
理环境、经济状况以及同样的种族构成，即大约有郎％的巴胡杜 
族人和15%构成政治和经济精英的瓦杜西战士。这两个王国之间 
的主要差别在于权力的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弹性程度 x 卢安达的国 
王是位专制君主，他通过高度集权的组织，依据可以使他有 
效地拥有军权的封建领主原则来实行控制。”另一方面，乌隆迪 


① 洛克伍徳 （WUiiam W - Lotkwoood > j «日本对西方的 响应： 与中囯的对 
比》，见《性界玫洽》，第9禎 （1959 年），第 38— 41页。 

② 赖肖尔与费尔班克 (Jotm K - Fairbank ) ,《东亚： 大抟统》 CE ^ t — Asia ； 
The Great TrsdiHoa ), 波士骑 * 1960 年，第 672—73 页 * 

⑤卢旺迖的旧称-译注 

© 布陸迪的旧称 e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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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君主同皇室宗族或巴千瓦共-享权力，稂据世袭权利，宗旄成员 
是乌隆迪的统治阶级”。在卢安达，国王可把土地赏賜给皇族》 
但皇族“没有特殊的权利或权力。”乌隆迪的巴干瓦则《可以任 
命自己的部属采统率私人军队，并管理他们的土地” a 这些私人 
军队经常被昂来对抗国王。因此，虽然从理论上讲，乌隆迪国王 
的权力是绝对的，但实际上如同在分权的国家中一样，对巴干瓦 
來说，他不过处于“平等的同僚中的首席而已》4在卢安达，皇 
族婚姻和芏位继承制度都有“巩固皇家权力”的: b 能，怛在鸟隆 
迪却具有“削弱皇权”的作用^同样，卢安达常常与外国交战， 
这又可以“增加皇家的财产，包括土地、牛群和其他財物》他可 
以把它们自由分配给他的封建领主，从而使王权更加巩固。”① 
与此相反，在乌隆迪，王子之间的敌对争斗则导致了王权的剖 

虽然卢安达比乌隆迪在某些方面更倾向保守和传统，但它却 
较集权和官僚化，而乌隆迪则比较分权和封建化《这两个社会对 
辻会经济变迁的承受能力反映了它们之间的上述爰別。卢安达人 
表现了他们对“书本学习的敏惑”，以及“对学习欧洲人的生活 
方式——如学校制度、宗教训诫和由欧洲人提出的经济和政治改 
革- "一很有兴趣和能力。”相反，乌隆迪人则认为 * 新制度和新 
方法是自上而下的新负担，除非是必要的、否则不予接受》不仅 
不欢迎、不接受，并且要尽可能地逃避”。这些在承受变迁方面 
的 差别， 大体上是由高度集权和分权的政洽体系”②之间的差 
別造成的 8 ' 

扩大政治权力的能力和把集团同化到政治体系之中的能力* 


①阿普恃、前引书，第54— 6 C 页 t 莱玛饯德0?6加1>111£11： £： 11811(1>» «非洲的政洽 

不 It 定性：卢旺述和市隐迹的 例子 》 Instability in Africa ； The Case of 
Ruanda and Burundi ) ，未发表的论文，第努凱恃 （Jacques Maquet ) * 

< 卢安达的不平等性的前探 > (The Promise oi Inequality in Ruanda)* 伦玫，牛 
诗太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阿 普恃：前引书，第 66—6? 页、第 71— 73页。 


* m - 


在这两个体系中似乎呈反向 # 在较现代和较 tf 进步”的卢安达， 
政治变迁的过程导致了 1959年的暴力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先前 
的属良胡杜族人起而反抗瓦杜西族统治者，杀死了数千人，把约 
15方人驱逐出境，放逐了国王，另外建立了由胡杜族统治的共和 
国》如同在俄国，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卢安达中央集权的君 
主制，巳经被竞政权所取代 a 1963年底，瓦杜西族游击队越过 
边界进入卢安达发动突然袭击，造成了男一次野蛮的部族大屠 


杀。胡杜族杀死了留在境内的一万名瓦社西族人，尸体顺着卢济 


济河流到了布睦迪，另外还造成数千名瓦社西族人的伤亡。据 
概道，卢安达的首都基加利充斥着尸首的 臭味。 一位欧洲居民观 
察到， * 在短短的数周之内，卢安达倒退了500年。”①集权的、 
罅级的和吏开放的卢安达政治体系，虽然能适应社会和经济改 
革，但很显然，它不能和平地吸收以前被排斥的社会集团并把它 
们械入到玫治体系中去，结果引起了血腫的革命和冲突，使大约 
—半的瓦杜西族人 <四十 多万〉 逐1966年的事件中或者被杀或者 
檎放遂。 

希瘗迪的玫 治演变也称不上是和平进步的模式 在 4 年的时 
阐内， 有两位 总理被 刺杀，一位总理受重伤，但是，暴力最终被 
制 止了， 部落的屠杀也得以幸免。在卢安达， 多 数统治原則一 
举击中 f 等级化的传统原则的要害，直接威 胁了以精英主 义力主 
的政治 体系， 在布逄迪，神族间的鸿沟 较小， 传统势力和现代势 
力能相当和谐地合作^ * ©势单 力薄的1分权的布隆迪君主制， 
在独立后 改变力 立宪君 主制。 政 党以贵族宗族力基础 而发展，跨 
越： T 部落闻的界限》国家领导者同时选自于国内的两个部落。然 
而，由卢安达独立所引起的紧张和部落之间冲突的影响，布隆迪 


① 《纽约时报》，1964年1月22曰，第 2 页， I % 4 年2月9日，第1页* * 茚闻 
周刊> ,第63期 C 1964 年2月24彐）， Si 贳。 

② 莱玛钱德，《政洽不 a 定性》，第 is 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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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曾试图在政治体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一集权的趋势 
“与扩大农民政治参与权的趋势交织在一起，不仅破坏了保持皇族 
之间平衡关系的旧横式，而且为胡杜旎和瓦社西族之间种族情惑 
的两极化开辟了道路” ^ ©在1965的选举中，胡杜族控制了议 
会。君主的反应是向议会的权威挑战，强调他自己应享有统和 
治的权力。这些举动3致某些胡杜族人试图于1965年10月发动政 
变，结果失败: T 。 政府还处决了不少胡杜族领袖。实际上，君主 
变成了瓦杜西族人的囚徒 I 1966年7月的另一次政变使王子取代 
了国王 I 1966年秋发生的第三次政变，终于彻底结束了君主制， 
建立了瓦杜西族控制的共和国。在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布隆 
迪仍然避免了发生象别国那样的太屠杀。实际上，其政局的不稳 
定多少是受邻国屠杀事件的影响而形成的。瓦杜西族和胡杜族不 
能和平共存于，占安达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已成定局。至于它们能 
否共存于布隆迪的分权体制之下，虽未得到验证，其可能性还是 
存在的》 © 

这两个非 洲围家 的政洽演化的差别，也可兕于其他具有类似 
政治体系的国家。例如在乌千达，班尼欧洛族曾经 发展了 一个高 
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其邻居伊蒂索族则缺乏这神制度，而有一个 
分权的权力机构，“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它几乎处于一种无政莳 
状态。”但是，伊蒂索族与昊有较现代性的班尼欧洛族相比较， 
却更能迅速适庳现代的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形式 • 他们“迅速地放 
弃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并且很迅速地适应了新的结社形式 。”® 

同样 f 阿普特发现，非洲政治体系适应现代化的能力，是其 


①萊玛钱德，《帝隆迪的社会变革和政治现代化》 (Social Chaflge afld PoUW- 
cal Modertiizatioil in Bumncli) t 1966 年 10 月 24 — 26 第 43 —44页 o 

⑦格尔和魯驂伯格 （Ted Gtirr and Charles : Rutenberg 〕 ，《围内动乱的 状況： 
对问果关系模式的初步检验》 (The Conditions of Civil Violence ； First of a 
Cai 邮 1 Model), 普林斯顿太学出暇社，国际研究中心，研究专集，第 28 号 i% 7 年， 
第： UK) —10& 页《 

® 伯克 * 乌干达的池方政 # 与政治 》 （Local GoTernmeiit and Politics in 
Uganda) f 纽约，锡拉丘茲大学出跤社 1964 年版 f 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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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价倍系统和传统权威结构的函数。爲有“极致”价值系统的 
社会，不可能成功地适应现代世界。而具有工具价值系统的社 
会，其适应的形式大体上取决于等级或金字塔特性的传统权威结 
构。具有高度社会流动性的等级系统，如布千达 ( Buganda ) , 
类似于上述的卢安达，能迅速地吸收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 
的成果 e 但这种系统扩大政治参与的能力却非常有限。巴千达人 
强烈反对组织 政#: 和其他使政治参与正规化的制度。他们反对介 
钼1558年的选举〖正如布千达的总理所指 出的，“自 古以来，巴 
千达人就不承认超越国王的任何统治者，并且他们也不承认任 
何不是来自于国王的权威以及以国王的名义来行使权威。”《筒 
言之，权威不能来自代议制。结果，布干达在独立的乌干达之内 
成了一个特殊而又十分不易融合的实体。布千达派往中央政府的 
代表鉬成了主要的反对党，叫做“唯一的卡巴卡 .” ，意为致力 
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在经洋协调之后，卡巴卡成为乌千达的总 
统，总理由民族主义政党“联合民族大会”的领釉担任，该党的 
主要势力来自乌千达境内的非布干达人。但是，努力协调现代权 
威和传统权威的愿望最终落空了。1利 6 年初，欧柏特总理集大权 
于一身，弁把卡巴卡赶下了总统宝座。几个月之后，乌干达军队 
向布干达推进，镇压了反对中央政府的叛军。经过短暂包围之 
后，占领了卡巴卡的皇宫，并将卡巴卡放逐到国外。可以说，布 
千达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制至此暂告结束了。布干达的领袖宣 
称，其族人有15,000人被杀 a 因此，可以说，传统的布干达等级 
君主制不能吸收现代形式的政治 参与， 而乌千达的现代政治形式 
也未能吸收传统的布千达君主制 。 正如阿普特所指出的，“在君 
主制原则受到洮战，即整个体制联合起来对抗变迁以前,工具性 
和等级式的体制尚能顺利进行革新。换言之，这种体制竭力反时 
政治形式的现代化而不是其他形式的现代化，特别是，它不易于 


①网普特，《现代化的政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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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代议制来取代等级的权威制度。 w © 

也许可以把布千达与北尼日利亚的福拉尼=—豪萨体制作一 
比照。福拉尼——豪萨体制与乌干达一样，也具有工具价值的结 
构。它与布千迖不同的是，其权威主要建立在金字塔形的基础之 
上。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方面，福粒尼豪萨人不如 
E 干达人积极。在许多方面，他们仍是高度传统的\又如同乌干 
迖的巴干达人一样，福拉尼——豪萨人在本国独立前十年间，也 
没奋加入遂渐壮大的现代民族主义政治的潮流。但与巴千达人不 
同，他们能参与现代政体。确实， 他的 能“组织自己+成功迪 
享受现代的政治生活，乃至于控制几乎整个尼日利亚” 。〖966 年 
初，北尼日利亚人的这种突出作用，最终因北尼日利亚的依博族 
人发动军事政变而告结萆。但与乌千迖政府不同，尼曰珣亚的新 
中央政府不愿或无能力推翻北方的分权结构。相反，中央玫府和 
北方当局还连续达成一系列妥协。正如阿普特所指出的，穑拉尼 
——豪萨的工具悻——金字塔形体制“虽然保守，但很能适应环 
饺„然而，在妥协和谈判以及世俗利益等观念的支配下，福拉尼 
-一豪萨人不易大规模的发展或者热衷于变迁和进步 的观念 
显^，这#演化的过程尚来完成，但似乎可以合理地预测，北尼 
曰^亚的酋长比较能适应政治参与的 扩大， 在这一方面，他们与 
英国贵族没有多大的差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公允地得出如下结论，传统政治体系的 
结构越多祥化，权力越分散，则其政治现代化将越不具有暴力 
性，也越容易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这些条件使一个现代的和参 
与的政治休系的出现成为可能，而且更有可能出现民主的而不是 
专制的政体。 S 然有一种现象看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相信，但事实 


① 阿普特 fDavid F • Apter) , « 在加 S 和乌干达的政治现代化中传统主义 

的作用 》。 (The Role of Tralitionalism in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 
Ghana and Uganda 〉 ， 见界政治 》 ， 第 13 期 U%0 年〉， 第 48 页。 

② M 茳待，《現代化的政洽》,第卯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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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确实如此，具有严格的社会等级化和很少社会流动性的分权或 
封建的传统体制，比分化的1平等的、开放的、流动的、中央集 
权的传统官僚体制更易于产生现代民主玫治。17和18坻纪欧洲的 
历史，再现于20世纪的亚非国家。那些在政治参与扩大之前最现 
代的传统体制，在应付政治参与扩大的结果方面，却遇到了最大 
的困氣 


第五节君主的 困境： 成功与生存 


在摩 洛哥和伊朗、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 * 阿富汙和沙特阿拉 
伯1柬埔 竊和尼泊尔、 科 威特和泰国，各传统君主制在 20ffi 纪后 
半叶无不在追求现代化。这些传统的政治体系都陷入了一个基本 
的 困境。 一方面，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和经济改革、把权力集 
中到君主手中長必需的。另一方面，这种集权却使传銃政体的权 
力不易扩大， ik 不易将因现代化而兴起的新集团吸收进政治体 
系，要让这些新集团大置参与政治，似乎只有以栖牲君主制为代 
价 。 这是每一个君主无不关心的问题 t 他是否注定要成为自己成 
就的牺牲品？他能否逃脱成功与生存两者不可兼得的困境？更广 
泛地说，从革新政策所需的集中权威转变到同化集团所需要的可 
扩大的权力，是否可以找到破坏性较小的方法呢？ 

这个问题基本上涉及到传统权威与现代权威之间的关系。君 
主可以采取三种策略 6 第一,他可以试图减少或结束君主的权威 
作用，努力推进现代化运动，采用立宪君主制，将权威真给人 
民、政党和议会。第二，他可以努力把君主权威和人民权威结合 
进同一个政治体系。第三，尽量减少由于扩大政治意识所产生的 
破坏力，使君主制仍能在政治体系中继续保持其作为权威主要果 
源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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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变 

在现代立宪君主国中，国王统而不治 I 治理国家的权威来源 
于大众通过选举、政党和立法机构而表现出来的同意 a 如果君主 
愿意，当今世界上所残存的拥有实权的君主制有什么理由不去和 
平地转化为现代的统而不治的君主制呢？从理沧上讲，这是可行 
的，但存在于20世纪下半叶的传统君主制差不多都是高度 集 权的 
政权。唯一的例外是軻富汗和摩洛哥，在阿富汗，部落多元主义 
长期支持分权 f 在摩洛哥，殖民历史产生了一种特殊现象，即在 
有实权的君主制下建立了政党。从专制君主制和平、 直接 地转变 
到选举产生的政权，政府对议会负责，而君主统而不治，这样的 
例子在历史上还没有見过。在大多数国家，这种变迁常涉及到把 
合法性从君主主权转移到人民主权，并且常常需要时间或通过革 
命才能完成。现今的君主立宪制几乎都是从封建制度而不是从集 
权传统政体中发展而来的。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君主的权 m 越 
小，其权威将越无损地持续得更为久远”例如在日本，天皇是 
合法性的传统来源，但他事实上几乎从未实行过统治 8 权力从幕 
府转移到明治寡头，再转移到20世纪20年代的玫党政权，又转移 
到30年代的军人领袖。他们都可以凭借天皇名义而获得合 法性- 
只要夭皇不想自己实行积极的统治，其合法性就不会与人民、政 
党和国会的权威相竞争，反而会使后者进一步加强。门德尔曾经 
说， “日 本天皇制在使人民领导权相对順利变得合法化方面的象 
征住力童是不可估量的。”① 

对一个传统的统治型君主 来说* 另一神可行的途径是放弃他 
的形式上的合法性，而设法维持其实际的统治权力= U 55 年，東 
埔寨的西哈努克自愿退位、把王位奉还其父，组织了一个政党， 


①亚里士多德，免政洽 学》， 第 243— 244 页；门德尔 (Douglas H _ Mendel ) ， 
«作力发展中国家的槙式的日本》 (Jap*n as * model for Developing Nations) r 
为霁国 政治学会年会所准备的论文 ^ 1965 年 1 〖月 8 日，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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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得了国会选举，又返归政府 B 住总理。 当他的 父亲在 13 S 0 年遊 
世后，立宪君主制的彭式仍然继续存在，由皇后 S 基 I 但经修改 
的宪法规定，由国会选举一位国家元首，这样，西哈努克当选并 
重新担任了此职^因此，用一种与英国贵族的方法基本类似的方 
法，西哈努克通过采用人民合法性的形式维持了传统精英统治的 
本质 - 

但是，较一般的形式不是从统治型的君主制转变为议会君 
主制，而是从统治型君主制转变为寡头君主制。君主的合法性得 
到了维持，但有效的统治权却从君主转移到了官僚制精英分子手 
中 6 L 908 年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 w 革命就是如此 & 而在以 
后的十年间，军人领袖凭借苏州的名 义行使 了有效的统治权。 
1932年的革命把泰国从专制君主制转变为有限君主制。一个以军 
人为主体的寡头集 团借君 主之名来统治国家。寡头集团内部的溅 
系虽 然苴相 傾轧，政变迭起，但多数是有限制的和不流血的。如 
同“青年土耳其”一样，这个寡头政权代表了比以前更广泛的政 
治参与但是，它不具备实行制度化的能力和以此来吸收更多的 
社会 集团。 目前，泰国仍然没有能够圹大参与的政治体系，1932 
年所发生的那些推痴专制君主制的事件的模式，以后很可能会连 
续出现，并推翻当权的军事寡头。 

君主越是有力地运用权威，那么就越难把这种权威转移到另 
—种制度中去。我们可以假设，要使一个曾经竭力集权并在传统 
主义者顽固反对下完成诸项改革的君主放松对权力的控制，自觉 
自愿地担任崇高而无实权的角色，是不大可能的。他会很自然地 
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秩序、是统一和进步所不可或炔的人物，他的 
人民不能没有他 〆 否则他们就会迷路。有人曾经伊朗国王为什 
么不当一位立宪君主，他回答道，“当伊朗人学妾象瑞典人—样 
行动时，我就可以象瑞典国王一样了 S ”①推行现代化的君主， 

. ①斯特沐 （Claire Sterling) ， 々亜米尼博士能拯敎伊钙吗 ?》 CCan Dr _ Am- 
in ； Save Uan?) ，见《记 者》 * 第 30 期 （ J961 年 8 月 17 日）， 3 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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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同样部具有强烈的父权主义的情感。另外，政体和社会本身 
也反映出对有权威的君主统治的期望。一旦君主统治的权威被削 
弱，就可能立即出现激烈的权力之争以及各种暖昧的合法性原 
则^究竟什么样的政权将取代君主的合法性和国王的统治？对这 
—问题的没有把握和担心，是使许多集团强烈反对变迁的主要原 
因。如果皇室权威消央了，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社会共同体联系 
在一起呢？在极端的情况下，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可能会完全等同 
于君主制的权威。 

部分地由于逸一原因，从统治型君主制成功地转变为君主立 
宪制 f 有时会因为君主的生、死和健康情况等偶然事件而变得容 
易些。因为这些事件表明，君主权力的权威性行使对政治稳定采 
说并非是绝对0要的 n 癫君、幼主或者花花太子的适时出现，在 
维持制度的连续性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乔治三世的精神 
不正常 〈如 果是这样的话），对英国的宪政演化来说是一大恩 
賜。日本之所以能顺利进行现代化，是由于所谓还政于天皇时， 
明治才15岁。泰国从专制君主制转变到有限君主制，也受益于普 
拉加德希柏克王是一个被动和无效率的统治者，他很快接受了 
1932年革命的结果，并#三年之后退位，把王位让给在瑞士读书 
的、年仅16岁的太子=> 在伊朗和摩洛哥，如果穆罕默德王和哈桑 
二世在他们的儿子成年前退位或逝世，那么从统治型君主转变到 
銃而不治的君主则会比较顺利-在20世纪60年代，埃塞俄 ttS 的 
皇太子是 一位非 常优柔随和的人物，据说他将来登基之后，准备 
作为一位权力有限的宪政统治者。又据也，他希望重振50年代末 
延缓下来3的 改革， 可见他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他一旦登基之 
后，就必3须在衧益于政治港虑的被动精神与社会需要立即改革的 
主动精神之间加以选择。从他的回家和别国的共鬨经历来看，迸 
行改革的主动精神可能会占上风。 

二、共存 

如果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人彳 I '】能眵采取什么样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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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来扩大政治体系的权力并使它能眵被接受呢？有什么理由不去 
将君主銃治与政党政府结合起来 * 并把这两种独立的权力来源纳 
入一神政悚中，使它们在竞争中共 存呢？ 这样一种妥协可能会延 
续很苌一段时间——实际上，在德意志帝国就延续了将近半个世 
纪——但是，这种关系常常是不稳定的。在这种体制中，经常存 
在一种压力 ，不 是君主遂渐变成一个没有实权的象征，就是君盂 
试图限制政治体系的扩大，从而导致象1965年发生在希腊的那种 
宪政危机。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多数君主国中， 
其它权威机构不是软弱就是不存在。除少数例外情况，它们都拥 
有某神立法机构》但总的来说，这些机抅只是王权统治下的附属 
工具如杲它们在案件情况下确实企图独立行动，并坚持自己的 
权威，那么这就常常表现为试图阻碍君主的改革建议。在伊朗， 
议会自1960年宪法颁布后就巳经保持了制度化的生活 f 并且非常 
强大和保守以致于亚米尼总理在: L 961 年坚持把解散谈会作为他接 
受总理职务的条件。他指出* “当前，议会是一种奢侈品，0为 
伊朗人民尚无准备 ® 

把君主和人民的合法性共存关系制度化所做的任何努力都会 
遇到一定的困难，即总理及其内阁成员要词时对国王和议会负双 
重责任。而实际上，在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实权君主制中， 
总理是首先对国王而不是对议会负责的。在伊朗，总理不是议会 
的成员，1964年的阿富汗宪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果总理企图独 
立于王权而行动，那么，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伊朗国王很 
谨慎地限制了大多数总理的行动 f _ 由，并罢免了那些企图发展其 
他支持来源的总理。以莫沙迪^£总理为例，当他企图独立行动 
时，结果出现了宪政危机 a 

在大多数传统的君主国中，政党不是软弱就是不存在 e 20世 


①威尔伯 （Donald N • Wilber) * d 代伊朗》 （Contemporary 〖ran) ，纽 
m ， 1963 年 ，第 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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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60 牟代中期，在诶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利比亚都不存在政 
党，在尼泊尔和泰国，政党是被禁止的。那些没有经过殖民统治 
的民主国辦少推动人民运动和组织政党的动机。那些受过 殖民主 
义统治的民主国，如摩洛哥和布千达，君主制本身就是政党的替 


代物或者成为与政党争夺民族主义感情的竞争者。君主国中的政 
党常常与议会中的派系一样，缺少组织起来的群众的显著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企图把君主的权威来源和现代的权威 
来源结合起来的方面，最为典型的是摩洛哥。摩洛哥比大多数实 
权君主国产生了更强大的政党，部分原因是它的殖民地经脸 
年独立时，它的执政党是“独立党”，该党建耷于1953年国王被 
放逐期间，曾经是推动 摩洛哥 独立运动的主要势力。正如一位政 
治领袖所写的，摩洛哥的体制既不是一个“传统的、封建的、专 
制的君主制”，也不是一个国王仅仅扮湞象征角色的现代的立宪 
君主制。这个体制是“专制君主制的一个变神，它以伊斯兰教的 
再强化作为基础 …… 保证国王的个人责任。”①政党与君主的要 
求并不总是一致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内阁很难同时对两者负 
责。礼特曼总结了摩洛哥在这方面的闽题》 

在前两届部长会议中，穆罕默德五世试图建立一个由一 
位独立的领袖领导的全爾统一政府。但这两届部长会 议最终 
失败了，因为他们忽视了政党的要求和实転的问題 s 第三届 
政府的某些成员和第四届政府的全部成 员都被 选为名 义上的 
无党派技术人员，这在逻辑上很符合巳生效的回赛总 理制。 
然而，在象摩洛哥这样年轻的国家中，每一个人和每 —件事 
都带有政治色彩，并不存在无党浓的技术人员。 政府既要对 
君主负责， 又要对 政党集团负责 》 它既带有总理制特性 •又 
带有部长制特征。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不向可以 决定政 

①勃 阿比德 CAdherrahim Bou J abid) 引自扎恃曼 Zartman ) 著 
+ 朝代的 命运： 对摩洛哥的发展社会的探宄 》 (Destby of a Dynasty ； the Seareh 
for Institutions in Morocco’s Developing Society ) ，南卡罗林纳大学出版社 

砭， 第17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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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工作的政治团体负责，也由于这些政洽团体不必履行部长 
会议的集体责任。 

即使君主没有通过施加压力来加强其统治作用；政府自 
然也会倾向于寻求一种稳尨的地位，如一种纯粹的总理制或 
者一种纯粹的部长制，以使玫府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政党自 
然倾向于盾'-种制度，相反，国王则倾向于前一种制度》在穆 
罕默德五世统治下的最后一届政府和哈桑二世统治下的政府 
都善总理制政府，其成员都是个别任命的，每个人分别对国 
王负责。® 

为了长期维持其积极作用，国王也试图组织自己的政党，并 
将人民的支持制度化。1961年，穆罕默德五世去世后，新国王哈 
桑二世致力于使国家沿着更为宪政化的方向发展，并于1962年颁 
布了宪法：根据这个宪法，人民首次在 196 3 年5月参加了选举。 
主要参与选举的政党包括> “浊立党”（现在它巳成力一个相当 
保守的政 党》。 “人民力量全 M 联盟”，一个左派社会主义党和 
一个实廣上是“国王之友 w 的政党，它又被称为“宪政制度保卫阵 
线"。国王希望“宪政制度保卫阵线”贏得多数选票，但事实上， 
它 K 得到国会144席位中的09淸在美国，’广泛的共识使总统不 
仅能同由反对党控制的国会合作，而且也可以同对政策持反对意 
见的人占多数的国会合作。但在一个现代化中的国家，问题是比 
较奥妙的，情绪是比较张紧的，正如在上一个例子中，彼此冲突 
的合法性原则处于你死我活的状态中。结果，政府陷入了进退维 
谷的境地。1965年 S 月，哈桑二世解散了议会并决定自已来统 
治。当时他说，议会是“被无用的辩论搞瘫痪了”，议会制政府 
加速 T 制度的癍化，采取“绝对行动”是必要的。“国家呼唤着 
—个强大和稳定的政府。” @进一把君主统治与议会政府合为一 

@扎恃受，第 60—61 页。 、 

②痛约时报》 * 196S 年6 月斯迪尔 Otonald Steel) ， # 摩洛哥的难以 
驾驭的独敌者 "（Morocco’s Reluctant Autocrat) ，见 《新 领袖》 (The New Lead¬ 
ers) 1%5年8月20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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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努力，结果 以失改 作终。以后的事件表明，国王或许会变得 
越来越依赖官僚机构和保安部队，并可能成为它们的囚徒。 

伊朗试图把积极的政党与进行实陡统治的君主结合起来的努 
力也没有成功。伊朗.的政党力量在历史上一直比 m 洛哿弱。但 
是，20世纪 4 C 年代末和50 年代，“杜德党”和“民族阵线”巳绎 
发展到有足够的势力和号召力，以在议会中限制国王，并于1953 
年进而向君主制本身的存在提出拢战。国王在巩固其王位后，不 
再鼓励政党的发展，因为政党可能完成一股独立的力童。 20 世纪 
50年代末，国王倡导建立“两党制”，其中有一个执政党和一个 
反对党，后者由国王的亲密的政治同盟者领导。在1960年的选举 
中，国王大力支持那些可能同情其政策的候逸人。但是，反对国 
王的保守的反对党却鼓励反对君虫制的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重新 
抬头，于是，伊朗国王被迫以选举舞弊和选举过程受反动分子操 
纵为借口,_宣布选举无效。最后，在1963年9月，伊朗国王自己 
任命议员组成了议会。据说他在被问及这是否违反了一般的民主 
程序时他回答道：“我想不会的 D 维道以指定的方式组成议会不 
比由那些只 追求传 己利益的政客所组成的议会更好吗？我们第一 
次有了一个代表人民而不是地主的议会和参议院。”《因胧，在 
伊朗是国王压制议会和政党，而在摩洛哥，则是君主废止和取代 
议会和政党。这两个国家都未能把握有实权的君主和积极自主的 
政党结合为一体^自主的议会反对君主的改革，而自主的 政党則 
向君主的统治挑战。 

20世纪50和 (50 年代，各个实权君主制 g 家的主要趋势 都是傾 
向于重 新确立君主的权威，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1954年的伊 
朗，礼萨汗重新成功炮把王位确立为权力的中心》1963年哈桑二 


①瓦尔兹 Clay Walz) , « 纽约时 极》, 1963 年 9 月 25 日： 魏斯特&德 fAnd¬ 
rew F - westwooct), «伊朗 的选举 和政治》 (Elections and Politics in Iran), 

见 《 中东杂志》 (Middle East Journal) 柒 IS 期 Qy61 年），笫 1S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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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在摩洛哥也采取了类似行 动^ 1邪0年在尼泊尔，特里布凡国王 
推翻了作为总理而控制政府的拉纳家族的人。1959年，其继承者 
马亨德拉国王试验了议会民主制、并允许举行选举》在这次选举 
中“尼泊尔国大党”获得了立法机构的多数。这一把君主与议会 
权力结合起来的努力 持续了 18个月。到 I 960 年12月，发生了官庭 
政变，国王中止了宪法，解散了 “尼泊尔国大党”，监禁了总理 
相其他改治领袖，成功地重建了直接的王家统治。©在1963年的 
阿富汗，札伊尔国王，如同特 II 布凡国王一样，罢免了强有力的 
总理，由自己来亲自统治，并尝试迸行宪政统治。同样，在1964 
年的不丹，国王通过与全国第一大家族的争斗、包揽了全国大 
权 8 甚至在1965年的希腊，也发生了有政治组织支持的总理与君 
主的争斗，结果君主暂时获胜。虽然 这垫努 力同以前傾向于分权 
的努力恰好相反。但在象利比 3 E 、 沙特阿拉伯、約旦、和埃塞俄 
比亚这样的实权君主制国家里，君主从来没有表明过放弃其所掌 
握的政权或接受其他合法性来泷的迹象-现代化所带来的政治压 
力, 似乎使其中任何一种途径都变成了不适宜的选择。 

H、 维持 

在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国中，对玫治制度和合法性的渊源进行 
童大变車，几乎没有什么希望。除了进行这种根本的变革以外， 
君主制在适应并存在于现代化的社会方面还有什么能力呢？实权 
君主制变成一个可行的制度的可能性怎样？这已不是一■个新问题 
T * 莫斯就曾指 出过， 

蓝历山太二世的政策，，可能会受到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 


② 梅哈利 (Eugtng B * Mihaly) , 《尼泠尔的外援与政治》 (Foreign A.id 
and Politics in Mepal) f 伦敦，牛 津大学 出钣社 1965 年版，第108页 i 格苻塔 
Anirtfdbi Gupt&) t <尼估尔的政治》 (Politics in Nepal) ， 孟买， 联合出歧 
公司 1964 年版 ， 箄 1S7—160 页； 乔命和罗斯 Lai Josbi nnd Leo E • Rosd )， 
«厄泊尔的民主苯新》 (Democratic In novations in Nepal) #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384— 388页。 




反对。改革不能不侵害地主，商人和官吏的既得利益 t 拒绝 
公众参加政府，也必然要激怒自由主义者。亚历山大的统治 
是把改革和压迫结合起来的 I 这种结合得不到人民中任何一 
个重要阶层的赞赏。 ® 

君主如何应付这个问題而同时又能维持其权威呢？很显然， 
他可以通过吸收自由主义者加入政府来安抚他们 I 或者以不进行 
改革来安抚保守分子》或者维持改革并加强压力以平息自由主义 
分子和保守备子的反对， 

—个中央集权、宫僚的君主制的现代成份之一就是它提供个 
人流动性的程度。从理论上讲，这种君主制中的绝大多数（实际 
上只是这种君主制中的一部分）都可以使出身卑撖的精干者通过 
官僚机构而爬到君主之下的最高职位。这种传统君主制在这方面 
的能力为什么不能为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那些上进心强的个人提 
供途径呢?在现代化的初期，君主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 B 君主在 
官僚机构中任命现代人，的镝是改革所必需的，也是他借以减少 
侬赖官僚机构中传统精英的重要手段，20坦:纪60年代，阿拉铂的 
费瑟国王和阿富汗的扎伊尔国王首次任命了由平民组成的 内阁来 
对付传统主 义的 寡头，从而显示出自己的权威 C 有一段时间 ，阿 
富汗是历史上唯一由半数具有博士学位的人组成内阁的国家）。 

1郎3年大选后的伊朗，在哈桑•阿里•曼索尔总理领导下，吸吹 
了一批精练的、具有进步观念的中产阶级专家到政府中工作。在 
埃塞俄比亚，1945年后皇帝建立了一个由旧贵族1野心勃 動的机 
会主义者和熟^的技术人员组成的“新贵族” • ©无疑 r 这些任 
命安抚了那些有可能反对君主制的人们。 

但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君主制通过这种个别吸收的 
过程来减少不满的能力日渐减弱。 例如， 埃塞俄比亚只能吸收一 
小部分在1955年以后崛起的知识 分子， 由于私人企业缺少大量的 

①莫斯，见前引书，第1 州一 177页， 

©利维荣，《蟥和金子》,第 18 S —193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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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机会和传统上経视工商业的观念， 官僚机构根本没有 足够的 
财政和组织能力来吸收由现代$而产生的所有高级人才。在这 
里，君主国的自然财富成为一键 因素， 可以推测，中东产油 
的君主国所具有的吸收能力超过了那些没有这种资源的君主国， 
此外，那些沿官僚机构阶梯向上攀缘的人会完全认同给他们提供 
升迁机会的制度，但其它人则仍然会对该制度 取暧昧 态度。在所 
有的传统君主制中常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人物 I 一个现 代的、 进步 
的、受过教育的官僚在企图用职权促进改革和保有职位安 享既得 
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时会与自己的意识进行 斗争。 一 位埃塞 俄比亚 
的知识分子悲哀地强调说：“我们由于恐惧 失去职 务以及 职务给 
我们带来的甜头而不会轻举妄动。”① 

对个别吸收的效果有一个最终的限制，这就是， 虽然吸枚了 
中产阶级中某些最积极的领袖，使之有助于政权的未来，但这是 
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为把中产阶级集团和较底层的集团作为集 
团同化进政治体系提供工具。这只是一种延缓行为，有着 新利益 
的新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 I 高层次的个人流动，，也许会减少这 
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术，但不能将其杜绝。把这些集团 
同化进体系中的迫切性虽然减少，却依然存在。 

对走向现代化的君主来说，第二个可能的选择是停止 进行现 
代化。这种困境产生于君主欲把传统权威与现代改革结合 起来的 
企图。 他可以通过放弃改革的念头，最终变成一个非现代化君主 
或一个传统化君主来摆脱送一困境。这并不象乍听起来那么荒 
唐„不难想象，每个社会都能用自己的模式去融合传统因 素和现 
代因素《在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中，政党的竞争常常可以为 传统化 
运动注入一股新生的力置。也许现代化中君主的问題可以通过廷 
绥现代化和改革的过程来 解决， 从而使之与社会中的传统 因素相 
协调，争取它扪的文持以维持一部分现代的而非完余现代化的制 


①利维奈，同前引书，第 21S 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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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实际上， S 主可以桌紜对其政治备#最小的方式来控 艄社会 
不同部门的变化速度和方向。例如，象埃塞俄比亚政府，它可以 
减少留学生的氣目，并在大学中禁止发展组织严密的学生团体。 
采取这一战术的问題首先是，一旦现代化过程已经开始——即一 
旦一批信服改革的知识分子出现在舞台上——就很难（如果不是 
不可能 的话） 阻止或扭转这个过程。如果知识分子不能被选入官 
僚机构中去.帮助卑行现代化的君主推动改革工作，他们就必然转 
入地下去推捆他:另外，划果改革速度过于缓慢，尽管会减少未 
来苒出现对政府采取敌对态度的集团的可能性，但是也可能会增 
加现存集团对政府的 敌意。 一位年轻的埃赛俄比亚人曾在 19 S 6 年 
指出 i “十牵前，甚至是五年前，是皇帝领导我们。但现在，是 
我们这些在皇帝统治下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在领导社会，皇帝则 
落在后面 e ” ® 

传统化政策，常常是与地方色彩较浓和块少世界眼光的领袖 
相联系的。推行传统化的君主制，必然比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 
<包括极权的）更孤立于世界文化之外。而这种政治制度的传统 
特征意蛛着它比极权制更难具有闭关自守的能力。又由于其他捺 
因，如外交政策，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并非切实可行。埃塞俄比亚 
政府成功地使“非洲嫌一组织”和“非洲经济#员会” 把总 部设 
在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当然提高了埃塞锻比亚的国际威輋， 
但同时也破坏'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稳定。 

最后，君主可以试图通过继续进行现代化来加强对那费反对 
改革的保守分子和那些反对君主制的自由主义分子的控制来维持 
其权威。君主的合法性渊源是以整个社会所接受的舍鉍权威为基 
砘的。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新兴的集团会反对那些观念，而旧 
'的集团由于君主所实行的政策也会渐渐地与君主疏远。现代化破 
坏了传统阶级的支持，并在现代阶级中产生了吏多敌人，而不是 
朋友。基于政治的 需要，君主 必须把反对他的官僚们分成几个部 

①《纽约时报》 * 1%6年3月8日，第10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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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使之相互抗衡，须迅速调换高级官员，任命敌对者担任具有 
竞争性的职位，布置心腹担任重要职位，这样 .， 一切行动皆可能 
减弱官僚制度的效能，使之不能有效地担负推动现代化的任务 a 
它们也加深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疏远感和敌对态度。正如一位 
年轻的埃塞俄比亚官员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说的，“我在夜晚醒 
来，想到皇帝也许能得到善终，不禁大声喊叫。我要他知道 ，他 
是要被审判的^ ” @ 

君主和他的军队孤立了，它们处于贵族、宗教领袖和受过教育 
的中产阶级的夹击中。在其合法性逐渐衰弱的同时*君主越来越 
需要依靠军队的强制力量，而军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获得军人的支持，君主必须满足他们对象征性和物质性报酬 
的要求。在埃塞俄比亚，当1960年12月“帝国禁卫发动政变 
时，军队曾经保卫了皇帝，以后皇帝毫无选择地默认军队所索取 
的高额薪饷。君主在给军队提供高薪饷、特权和军事装备之后， 
就没有否够的资金去兴建学校、道路、工厂、医院以及从事其他 
与改革有关的计划了。在伊朗，醉心于改革的亚米尼总理于 i 962 
年7月辞职，就是因为他企图把兵员从20万裁减到15万，将省下 
来的经费转用于土地改革和其他现代化改革。由于土地改革疏远 
了传统贵族，同时土地改革又还来能使农民受到政治动员，因此伊 
朗国王不能苒冒得罪军队的危险而危及自身地位。他别无选择地 
在亚米尼和军队中间选择了后者。不过，促使君主在所有社会集团 
中特别施惠于军队的客观因素》也使他企图将军队置于自己的控 
制中，使他们不能采取联合行动来反对自己。君主崧然经常创建 
其它军事力量, ' ; 如埃塞俄比亚的“禁卫队”和地方民兵，来减弱 
军队作为一个单位来反对君主制的可 能性。 同样，君主也常常利 


①利维奈《蜡和金子》第18?贯1宾德 (Leonard Binder ) ,《伊朗》，加州大 
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 94—95 H ; 弗伦奇 ( Davids . French ) ,《非洲国家的官僚主叉 
和政治发展》 fBu^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African Stales ) , ^ 

发表的手稿，哈佛大学* 19 66 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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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军事领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和军官团内部的种族和辈份之间 
的冲突 s 没有一个实行现代化的君主能够避免宫庭政变 ，但 在象伊 
朗和埃塞俄比亚 这样的 国家中，君主还能眵暂时端击败政变企图 <■ 

不仅军队是支持君主推行现代化的主要组织力量，而且瞥察 
和国内保安部队也发挥了越来越童要作用。醉心于实行改革的君 
主逐渐地必須 凭借严 厉的压制手段才能维持其权 位。革命帝王约 
瑟夫二世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现代的秘密瞥察体制。这尽管带有 
讽刺意味，但在逻辑上仍然 是说得 通的。同样，开始时作为《解 
放者 沙皇” 出现的亚历山大二世，最终发现自 a 不得不成为“专 
制者沙皇”。 ©专制主义 与 改革相结合是19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特 
征》到了 19 世 纪末， 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广泛地实行了强有力的 
压制手段，并达到了高峰 9 教育和通讯事业的发展，迫使阿布杜 
尔哈米德二世通过“建立严密的间谍和情报网来使他对他的臣民 
们的可疑行动保持蒈觉。” © 

20世纪的君主制也有类似的倾向。在摩洛哥，当重振皇室权 
力之后，接着就发生了本巴卡 事件和 对帝国的 “ 压制”性质日见 
增加的评论。③在沙特阿拉伯，第一次大规模逮捕被坏疑为共产 
主义者或纳赛尔 CNasserite ) 同情者的事件，是同费瑟国王耷 
基后推动改革同时发生的 e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伊朗，由子礼萨汗在 
塑造其国家演化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秘密瞀察組织在 
缉捕反对者和潜在的反对者方面也越来越积极。因此，君主在致 
力于推行现代化方面究竟有什么成效，多少可以从君主所设置的 
簧察力置的大小和效率高低来衡置。改革和压制都是权力集中化 
和不能扩大政治参与的组成部分 a 它们的逻辑结果就是判乱或革 
命 * 

现存传 统君主制的前景是黑 暗的。 它们的领导者除了推动社 


① 莫斯，前引书，第3章，第6章。 

② 弗苗， f 政洽发展1权力和交流》 * S 3 U -313 S . 
© «纽约时报》，1966年11月21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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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经 济改革外别无它法，而 i 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集中权 
力。 在传统制度的庇护下，权力集中的过程似乎巳经达到了可以 
由人民和平参与的高度，唯一可能的例外就是阿富汙和摩洛哥， 
在这两个国家较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似乎一点儿都不可能。因此， 
未来最令人关注的问题就在于当君主制终结时，将发生多大规模 
的暴力以及由谁来运用这种暴力。这存在着三种可能性。最有限 
的变化 形式户是政变把实权的君主制改变为由军人集团掌权的寡 
头君主制，这是泰闰的模式。它的待征就在于有限地扩大了体制 
的参与，但不具有建立制度来容纳未来更广泛的参与需要的能 
力，而且还可能会牺牲某®革新政策的能力-但是，这个制度还 
能够维持君主制，使之成为统一和合法性的象征》在象埃塞俄比 
亚这 样的国家中，这科方向可能是所希望中的最好的 了。 对大多 
数实权君主制来说，一个非常彻底的变化形式可能是卡辛式的改 
变。这次政变废默了君主和君主制，但不能产生合法性的新原则 
或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系陷入了无定形的执政官政洽的状 
态。最激烈的解决方法是大规模的全面革命，由许 多不满 的集团 
结合起来消灭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最终产生一个现代的政党 
独裁制。然而，某些现存的实行传统君主制的社会可能由于太落后 
以至于要革命都不行。无论他们选择什么道路，似乎都可以确 
定， 现存 的君主制在获得一部 分新能 力以应付由它们自己的改革 
所产生的政治参与的问题之前将会丧失在传统制度庇护下发展起 
来的一些或全部政策革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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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执啓害统治与政治衰败 
第一节 执政官统治的渊源 


在政治现代化的诸方面中，军人干预政治是最突出或最普遍 
的现象。阴谋集团与玫变、军事叛乱与军人政权在拉丁美洲社会 
中颇为常见 I 在中东，它们几乎也是同样流行的 D 20世纪50年代 
末和60年代初，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社会也被置于军人统治之 
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加纳、达荷美、比厲刚果，中非共和 
国、上沃尔特和尼日利亚普遍发 y 生的军事政变，加上早些时候发 
生于阿尔及利亚、多哥、苏丹、/法属削果的军事政变，最终证明 
了非洲将以某种方式避免拉丁美洲、中东和东南亚的执政官统治 
经验的希望和论点的破灭。无论在哪一个大陆或国家，军事干預 
明显成为政治现代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提出了两个有待 
分析的问题。第 一 ，在现代化中的国家，军人干预政治的原因是 
什么？第二，对现$化和政治发展来说，干预的结果又是什么？ 
军人干预政 治的普 遍性表明，人们在过去普遍提出的有关它 
们存在的原因缺乏说服力。例如，有人认为，美屆的军事援助是 
增大军队把自己卷进政治的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据说，这种援 
助鼓励了军队的独; i 性并给予它额外的权力、额外的影响以及更 
多的，对文职政治领袖们采取行动的刺激。在某些情况下，这种 
论点可能有几分正确性。通过扩大和加强军事力置，军事援助 
计划可能有助于加重政治体系中输入机构和输出机构之间的不平 
衡。但是，作为军事干預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军事援助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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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是有罪的。大多数在接受美国军事援助之后发生军事政变 
的国家，当它们变成五角犬楼的受恩赐者之前也常常经历军事政 
变。在美国军事援助与军人干预政治之间相互联系的令人信服的 
证据是不存在的。而且必须指出，相反的假说也是不符合事实 
的《许多人希®通过利文伍斯的课程、英美文职人员至上学说的 
灌输以及与美国职业军官的接 觖来减 弱外国军事干预政治倾向， 
但这个希望也成了泡影。那些接受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军事 
援助的军队和不接受军事援助的军队都干预了政治。同样，那些 
接受美国、苏联1英国和法国军事援助的军队和不接受军事援助 
的军队也可以不干预政治。从政治上来讲，军事援助和军事训练 
本身是中性的 t 它们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军官去扮演某种政治角色 
的颃向。 ® 

同样，试图主要根据军队的内部结构或进行干预的军官的社 
会背景来解释军人干预政治，也是错误的。例如，莫里斯•贾诺 
维茨从国家“军事建制的特征”着手来探求军人千预政治的原 
因，并试图把军官干预玫治的倾向和能力同他们的“公职的精神 
气质”、他们的技能结构（把管理能力与英雄气慨结合起来）、 
他们的中产阶级和低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出身以及他们的内部凝聚 
力柜联系。②某些证据可以用来支持这些联系，但其它 iE 据则不 
能„ 一些军人干预政治明显是受崇高的公职理想所促动的 * 而另 


①有 关拉丁美拥：小沃尔夫 (Charles Wolf ■ Jr) , 《美国政策与第三世界：问 
题和分析 》 (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The third World: Problems and An&lf- 

, 波士顿，小布朗出扳公司 1 如 7 年版，第五章；鲍威尔 Duncm PoTrelU* 
《拉丁美湘的军亊援助和军国主义 》 (Military Assistance and MilitafUm in 
Latin America) f JE 《西方玫洽季刊》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 第 13 
期（视 5 年 6 月），第 382— 392 页； 普特南 （Robert D * Putnam ) ,《解释拉丁美 
洲玫治中的军事干预尝这 》 (Toward Explaining Miliarj Intervention in Latin 
Amerieaa Politics) 见《世界政洽》，第 20 期 （ 1967 年 10 月） * 第 101— 102 页、第 
U >6 豇。 

@ 贾诺魏茨 fMorrii Janowiti) , 《新国家政治发展中的 军入 》 (The Mili¬ 
tary in the Politics]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W64 年 
版第 1 贾、第 27—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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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则更明显地是受私利的刺激所致。具有各种不同技能—— 
管理的、个人魅方的、技术的以及政治的一的军官，都干預过 
政治，也抑制过这种干预。同样，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军官们， 
在不同的时期也都领导过政变。内部具有凝聚力的军队也不比内 
部不团结。的军队更易于干预政治》相反，对政治的干預与军队中 
的派别活动密切相关，以至于 我们几 乎不可能找出它们之间的因 
果关系。试图回答“一个新国家中军事建制的什么特征促使了它 
对国内政治的干预”这样一个问題，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因为军 
人干预政治的最重要原因不是军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而且它所 
反映出来的不是军事建制的社会和组织特征，而是社会的政治和 
制度结构。 

军事方面的解释不能说明军事干預政洽。其理由在于 I 在不发 
达社会中，军人干预政治仅仅是一种较广泛的现象——即社会势 

力和各种制度.的普遍政治化 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在这种社 

会中，政治缺乏自立性、复杂性、凝聚性和适应性 》 各种社会势力 
和集团都直接地从事一般政治。有政治性军队的国家，同样也有 
政治性教士，大学、官僚、工会以及社团。整个社会都脱节了 • 

而不只是军队。所有这些专业化的集团都倾向于卷入涉及一般政 
治问题——不只是那些影响他们自己特殊利益或集团的问題，而 
是影响整个社会的问题——的政治 》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军人从 
事政治一般都是为了增加薪金和扩大军事力量，甚至在实行象美 
国、苏联这些有着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文职人员控制机制的政治体 
系的国家也是如此。在不发达社会中，军人不仅关心薪_和升 
迁，而且也关心贯穿于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和地位的分配<> 無了有 
限的和具体的目的外，他们的目标也是—般的和广泛的。其他社 
会集团也是如此，上校和将军、学生和教授、穆斯林学者和佛教 
僧侣, 都直接地卷入了整个政治之中。 

狭义的腐化是指财富介入政治领域。狭义的执政官统治是指 
军人干预政治，而教权主义是指宗教领袖的参与。但是，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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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恰当的词语来描述学生的广泛参政。然而，所有这些术语都是 
指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这种现象就是社会势力的政洽化。在这 
里，我为了方便起见，用短语“执政官或社会”来指这样一种政 
治化了的社会，即不仅是指军人参政，而且是指其他社会势力也 
都参政。 © 

学 者对现代化中国家的社会制度的分析，都强调他们所关注 
的某项制度的政治化高度/对现代化中国家军队的研究，自然 
而然地集,中在使它与较先进国家的军队相区别的积极的政治角色 
上。对工会的研究:则着重于作为现代中社会劳工运动的最重要 
特征的 K 政治工会主义”。对现代化中国家大学的研究则强调教 
职人员和学生积极的政治参与。对宗教组织的研究，则强调政教 
分离作为一个远期目标的程度。 ©每 一位作者在看持现代化中国 

' ①拉波蛀持 ..（Dayid Rapoport) , 《军亊和政治类型的一 # 比较理论 ::& (A 
Compafative Theory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pe $) ，见亨廷顿编：《军人政 
洽品查化模式 》 （Changing Patterns of Military Politics) , 第 100 页。拉技 
皮特《穸马执政官主义；没有吳识的 政苻 》 (Tlie praetoriaaism ； Goverament Wi^ 

Consexisas) , 参考玷尔马待 (Amos : Perlmutter) 对宰人干預的独到分貯，它 
至少部分坻与这一吉的分析相类 & ，即： 《罗 马执政官弐国家和罗马执政官式 军队： 
接近一稀关于发蔑政治中文人和军人关系的理论 ， （The Praetorian State and Pra- 
etorian Army ； Towards 4 Theory of Civil 一 Military Relations ia. Developing, 
Politics) , 未发表的论文，加州大学，国际研究所，伯克莱。 

②米伦 （Bniw H 发展中国家里劳工的政洽作用 》 (The Poli-ticaj 
Role of Lab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华盛顿，布 # 金斯学会 * 193^ 
年； 萨佛林 （Sidfley C ■ Sufrin) ，《成长社会中的工会挫折与 政治 》 CNaions id 
Emergic^ Societies: Frustration and Politics) P 强拉丘兹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 
西尔斯 （Edward Shils) ， 《新国家的政洽发展中的知识分子 > (Thf Intellectuals-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tates 见《世界政治》，第 
12 期 （ 1960 年 4 月）第 329— 368 页 t 利普赛 待编： ’学生政治 « ^tudeat Politi- 
cs *) 气比绞教育评论 《 (Coni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专号，第 10 期 Ci966 年 
6 月）；史密斯 CDoaald Eugene Smith) ， 《缅旬的宗教与政治 * (Religion aad 
Politics m Burma) , 普体斯领火学出版社年版，派克 (Fredticfc B ^ Hike) , 

《拉丁美抓教会与国家的冲突》 (The Conflict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in 
Latin Amerka) , 纽约，诺勃夫出販社 196S 年版； 比拉 （Rub 饮 t BHlah ) 编：现 
代亚洲的宗教与 进步》 Ctteligion and Progrew in Modern Asias ), 纽约 f 自由 
出版社 19fiS 年販 i 瓦利尔 CIvaH Vallierj t 《拉丁美洲的宗教精英：无主教、领辱 
和社会复杂 ft> 〔Religious Elites in Latin America ； Catholicism,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 ， 见 《 拉丁美獅第 8 期 （i%5 年），笫 93— 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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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某个特定的社会集团时，或多或少地会忽视其他社会集团，并 
且含蓄或坦率地强调这不「集团对政治的广泛介入，显然，这种介 
入并不是军队或者其他任何社会集团所障有的，而是遍布整个社 
会的。促使军人干预政治的原因，同样 i 适用于对工会、商人、 
学生、教师对政治干预的分析，这些原因并不存在于集团的性质 
之中，而是存在于社会的结构之中》特别需要指出 的是， 它们 
的存在是由于这些社会中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或者只有不健全的 
政治制度。 1 

在所有社会中，专业化社会集团都会参与政治。促使这些集 
团在执政官式社会里似乎更“政治化”的 k 因是缺乏能眵仲裁、 
纠正和调节各种集团政治活动的有效的政治制度。在任何一个执 
政官式体制下，各种社会势力赤裸裸地互相对立。没有什么政治 
制度，没有什么专业性政治领袖被承认或者被接受为调节各种集 
团冲突的合法仲裁人。同样重要的是，各种集闭对于解决冲突的 
合法性和权威性方法不存在一致意见。在一种制度化的政体中， 
大多数政治参与者对用以解决政治争端，即解*分配职位和决定 
政策的程序是有一致的看法。职位可以通过选举，世袭、考试、 
抽签或者这些方法与其它方法的结合来分配。政策问题可以通过 
等级制度的过程、请愿、昕证会、恳求、多奪表决投票、协商和 
舆论，或者其他一些办法来决定。但不管怎么说，对那些方法存 
在着一致意见，所有参与政治的集团都承认有采用这壁方法的义 
务。在西方立宪民主社会和共产主义者独裁政权中，情况都是如 
此。但是， ， 、在一 个执政官式社会中，不仅参政者是各种各样的， 
而且用来决士职位分配和政策的方法也是不尽一致的。每个集团 
都使用那些反映各自特殊性质和能力的方法》富人贿赂、学生暴 
动、工人罢工、暴民游行、军人政变。在缺乏公认的程序的情 
况下，这些直接行动的形式在政治领域中时时可见*军队干 
预的技巧仅仅比其它集团的技巧更有戏剧性和更有效而巳 
正如霍布斯所说的 ： “当没有其他牌可打时，黑梅花就是王 



牌”。 ® 

在执政官式社会中，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意味着权力是分 
裂的；它是以多种形式和由种种小的权力单位构成的。控制这一 
整个体系的权力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则意味 
着权力和职位是易于取得和易于丧臾的。因此，没有哪一个领袖 
或集团在追求权位时，愿作出重大让步。个人所作的改变是使效 
忠对象从一个社会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而不是把它扩大到对 
—个含有多种利益的政治制度。在执政官式政治中，一种常见的 
现象是“背叛 v ?在制度化的体制下，政客在逐级登上权威阶梯 
时，会把对某一特殊社会集团的效忠，扩大到財整个政治制度和 
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效忠。在执政官式社会中，成功的政客仅仅把 
他的认同和忠诚从一个集团转变到另一个集团。在最极端的情况 
下，可能出现一个群众煽动家，他发展了一批范围极广但组织较 
差的追随者，威胁富人和寡头的既得利益。随后，他可能被选入 
某 个政治机构，而最终被他曾玫击过的那种利益集团所收 买。 在 
—般情况下，个人在踏上财富和权力的阶梯之后，便把对群众的 
认同转变为对寡头的奉迎。他们巳经被具有比较狭隘利益的社会 
势力所吸收或征服，而不再顾及他以前曾忠诚过的利益 e 在一个 
制度化的公民政体中，升官会扩大其眼界，而在一个执政官式体 
制下，升官则会缩小其眼界。 

缺乏共同性和有效能的政治制度的执政官式社会，几乎可以 
在不同层次政治参与中的任何一个层次上存在。在寡头的层次 
上，尽管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政治参与者们相对巧说是同质性 
的。统一体总是社会联系和政治行为的产物 o 但是，'随着政治参 
与的扩大，.政治参与者的数量也会隨之增加，而且他们的玫治行 
为方法也更趋多样化。结果，在激进的中产阶级的执政官式社会 

①转引自魯斯托 （Danfcuart A ■ Eustor) , 《一个多民族的世界 》 (A WqrM 
of Nations) 华盛顿，布龟金斯学会， 1967 年， 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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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冲突变得愈加紧张，而在大众性的执政官式社 会中则 更是如 


此》 


在执政官式社会的各个阶段，各种社会势力彼此直接地相互 
作用，而很少或根本不努力使私利与公益相联系，在执政官的寡 
头统治下，政治就是个人和家族派系之间的斗争,在一种激进的 
执政官式社会中，除了私党派系之间的斗争外，还存在着机构性 
和职亚性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大众性执政官统治下，社会各阶层 
和社会运％支配着政治舞台，社会势力的范围、力量和种类的增 
加，使它们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 a 在一个制度 
化了的社会中，新的集团参与政治体系会减缓紧张局势 I 通过参 
与，新的集团被同化进政治秩序，例如，英国选举权的 r 大就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在执政官式社会中，新的集团的参政 
是加剧而不是减弱紧张局势 B 它增加了政治行为可利用的资源和 
方法，_从而助长了政体的分裂。新的集团被动员起来了，但没有 
被同化在英国，政治参与的扩大，使狄斯累利 （ Disraeli ) 所 
描述的两个国家成了一个国家。在阿根廷，政治参与的扩大却使 
同样两个国家变成了死敌。 

所以，公民政体的稳定性与政治参与的范围成正比》执政官 
式社会的稳定性与政治参与的范围成艮比，它的连续性随着政洽 
参与的上升而下降。执政官式的寡头制可以持续数百年之久》中 
产阶级执政官体制可以挎续几十年》大众性执政官体制常常只能 
延续数年而巳。大众性执政官体制要么为极权政党所征服，如魏 
玛德国，从而发生转变 * 要么是较传统的精英分子企图通过强权 
手段来降低政治参与的水平，如在阿根廷。在一个缺少有效的政 
治制度和木能发展这些制度的社会中，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最终 
结果就是政治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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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从寡头的执政官统治到激进的执政官统 
治： 突破性政变和、作为改革者的军人 

寡失执政官统治控制着 19 世纪的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 
的殖民统治没有促进自治性地方政治机构的发展》独立战争产生 
了一神制度的真空一用莫尔斯的话来说，它“扼杀” 了国家 C* 
克里奥耳人企图通过抄袭美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政模式来填补 
这个真空。这痤东西当然不可能在仍属髙度寡头性和封建性的社 
会中扎下裉来 - 这就给拉丁美洲留下了虎踞龙盘的各种社会势力 
和脆弱的、无效力的、不能带来社会现代化的政治制度。结果形 
成了一种政治参与扩大后在大多数国家仍持续存在的社团的或者 
工团主义的政治模式。甚至到了 20 世纪，寡头执政官统治仍然存 
在于加勒比海 - 中 美洲、 安第斯山脉等地区的一些国家以及号拉 
圭。在中东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奥斯曼帝国权威的瓦解,~及 
其统治部分地或者间接地被英、法所取代，在那里造成了合法性 
的真空和政治制度的无效。 L 

在寡头执政官统治下，主要的社会势力是大地主、大僧侣和 
军人，社会制度相对来说还未分化，统治阶级的成员总是轻而易 
举地集政治、军事、宗教、社会和经济的领导角色于一身。政治 
活动中最活跃的集团从根本上讲依然是乡村性的。家族、派系和 
部落为了权力¥财富和地位波此不间断地斗争。政治采取一种个 
人主义的霍布斯 模式。 对解决争端的方法也不存往共同一致的意 
见,政治组织或者政治制度也几乎不存在》 

几乎所有执政官式寡失制最终都会演变成激进的执政官制。- 
但是，并不是所有激进的执政官制过去都曾是执政官式寡头统 


①莫尔斯 （Rich 奶1 M * Morse) 《拉丁美洲的传统》 (Th* Heritage of Utin 
America) 见哈兹 (Louis tUm) 编！ 《 新社会的奠基 》 (The Fotinding of New 
Societies) 纽约 t 哈库尔特*布拉斯和世 界出 版社 1964 年版*第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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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有些是从中央集权传统的君主专制演变而来的。只要对这种 
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参写加以限制，那么它通常就会有高度的合法 
性和效力。但当这种社会的政治制度面临社会变 革时， 就会显得 
僵硬和腌弱了。它们不能适应中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出现。.这 


些集团的出现导致了传銃君主制的被推翻或崩溃，并且预示着社 
会将走向执政官式銃治的阶段。社会从一种传统的公民秩序演变 
为一种激进的执政官式的秩序。制度的衰败和社会的无秩序就是 
扩大政诒参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激进的执政官统治的第三个渊源是西方的殖民主义 8 在非 
洲、中东和南亚地区，殖民主义削弱或者完全摧毁了当地的政治 
制度。甚至在它采取“间接统治”的地方，由于土著统浍者的权 
威明显依赖于蒂国主义者的扶持，因而也会动摇传统合法性的基 
础。反対殖民主义的力量，通常在土著精英的后代或者准精英分 
子集团中发展 I 他们对现代价值观有着一种狂热信奉，弁且在观 
点、职业和功能上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由 
于帝国主义大国明显地占有军事优势，所以要求独立的运动在性 
质上皇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在伦教和巴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 
子把国家独立和建立民选政府看作是自己的目标，并企图通过发 
展群众组织来使这些目标变成 现实。 但是，只要殖民帝国能够维 
持其统治，那么它就会经常阻碍政治组织的建立，而且也常常会 
仓卒池结束其统治 6 殖民政府反对政治组织的建立，再加上民族 
独立的骤然来临，使得土著精英在建立政治组织之前就获得了国 
家独立。在独立斗争的年代，即使有大置民众卷入，但也经常是 
停留在很1低的社会动员水平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动员只是 
某种人为1的现象，并不能在永久的基础上被组织起来。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独立都常常会使一批人数不多，巳经现 
代化了的知识分子精英去面对一个人数众多、不定形的、未受到 
动员的和依然高度传统化的社会。 2 0世纪印年代的非洲与19世纪 
20年代的拉丁美洲没有多大的不同》在拉丁美洲 * 克里奥耳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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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建立实际上并不适合该社会的共和制度 r 而在非洲，土著精英 
们企图建立同样也不适合于其社会的大众制度。在这两个例子 
中，政治权威腐化了，而制度则消亡了，拉丁美洲的各国宪法都 
成了一纸空文，非洲的一党国家变成了无党国家》制度的真空被暴 
力和军人统治所填补。在拉丁美洲，低水平的现代化意味着相当 
持续的寡头执政官统治。在非洲，阶级划分比较松懈的社会特征 
和历史性时间选择的差异，产生了激进的执政官统治。所以，中 
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突破”是由文职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领导 
的，而他们因为缺乏持续地动员起来的政治支持和有组织的政治 
力量来填补殖民统治者所留下来的权威和合法性的真空，而被中 
产阶级的军官所取代。 

相反，在从专制君主制或者执政官寡头制向激进的执政官统 
治转化中，军队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 
首次亮相时，不是身着商人的大礼服，而是佩带着上校的肩章。 
在执玫官寡头统治下，争取权力的斗争经常包含军事政变，但这 
些政变都只是寡头统治中的某个成员取代另一个成员的“宫廷革 
命”。最高领导变 化了， 但是政府的权威范围或者政治的参与范 
围却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军事制度和统治缺乏自立性。在一个 
寡头制社会中，主宰人物最可能是一位将军，但他通常也是一 
个地主、一名企业家以及一位极有个性的领导人，如萨摩 S 
(Samoza) 或者特魯希略 （ Trujillo) ， 他所扮演的各种角色 
是含混不猜的。事实上，他使用所有的政治策略——賴賂、武力、 
诱骗、威胁、诉诸公众》这些策略在一个更复杂的执政官社会 
中，这些政治策略会成为特定集团所特有的伎俩》只是在中产阶 
级兴起之后，军队也巳经分化为半自主的机构之后，军人或军事 
集团才作为一个整体开始干预政治。 

军官集团逐渐开始获得一种独特的性格和精神> 越来越多的 
新成员出自普通阶层》它的成员在国内外取得丁受教 W 的特殊机 
会》军官们容易吸收外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和进步观念*他们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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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社会上十分难得的、具有特色的管理和专门技能。军官和学生 
特别是留学生一起构成了社会中最现代和最进步的集团。中产阶 
级军官经常同学校教师、公务员和技术人员等文人集团密切联 
系，而且也越来越厌恶寡头统洽的腐败，无能和消极。军官与他 
们的文人盟友们逐渐组成了集团派系和秘密组织，讨论国家的未 
来并密谋推翻统治者到一定的时候，这些阴谋集团就会起来反 
叛并推翻寡头制。这种玫变不同于寡头统治时代的政府政变，因 
力其领导经常来自中级军官而不是高级军官。这些军官更多地晕 
由于对某个共同的目的的忠诚而团结起来的，而不是对某个领袖 
的个人崇拜 a 他们通常有一个社会和经济改革以及国家发展的计 
划，而伴随政变，经常出现的是暴力次数的激增。 

这稗变化标志着过去的政府政变或者官廷革命的寡头模式转 
变成了改革政变的激进的中产阶级模式。 ® 例如，伊拉克从1932 
年独立到1958年，被牢牢地掌握在寡头的执政官统治之下，其政 
治是一种在握有大权的军人精英中进行政变与反政变的政治 a 
1958年，努利艾赛德的倒台并没有突破执政官式政治的模式。但 
是，它标志着*随着君主制的完结、革命与国家发展的新口号和 
新计划的传播，政治活动的性质和合法性的基础也发生了质的变 
化。它还标志着 ：随着 中产阶级军官掌握了权力，随着进入政治 
的道路为官僚阶层和专业阶层打开，政治参与的范围有了一种显 
著的量的扩大。1949年，叙利亚的议会制政权被军人推齟，也包 
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参与从少数精英集团扩展到大多数中 
产阶级分子。® 

从传统的实权君主制到中产阶级的执政官僉统治，也是由军 


①亨 廷顿， 《变化 的模式 》,第 32 贸 

® 加拉竞达库斯 (Caractftcus) , « 伊拉克的革命 > {Revolution in Iraq) , 

伦敦，维克托，戈兰克兹出版社 1959 年族；希尔 （PaUicr Seale) p s 为叙利互而 
斗争，对战盾阿拉伯政治的研贸 > CTht Slruesle for Syria ； A Study o£ Pwt — 
War* 4rab Politics), 伦牛津太学出政社 1%5 年版 * 


• m • 


人间接促成的 。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宫僚机构*，军人通常 
是最现代和最具凝聚性的力量，而君主为了自己的目的一般都会 
加强军人的力跫，然而最终却成为军人的栖牲品。但是，与在执 
政官或寡头制下发生的转变不同，在传统的君主制下，使中产阶 
级军人掌权的政变是过去做法的突破和政治手段的彻底创新。它 
突然切断了_法性的线路，并结束了以前和平的（或许是警察 
式> 统治。以，1889年，巴西的君主制被军人推翱，戏剧性地 
使权力从东北部的糖业种植者手中转移到了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 
的咖啡和商业大亨手中。泰国反对专制君主制的“1932年革命” 
包栝了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官僚和军人的权力要求，以对抗与法庭 
和皇族相联系的传统统治派系集团。1952年，诶及政变也同样使 
中产阶级军人掌握了权力，在这个例子中，尽管被推翔的君主制 
本来就不具有太多的合法性和权威》 

在这些政治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军官扮演了一种高度现代化 
和进步的角色。他们向寡头制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以及国 
家的统一，并在某种程度上扩大政治参与。他们攻击浪费' 落后 
和腐畋，并向社会引进效率、诚实和对国家的忠诚这些高度的中 
产阶级观念。象西欧的新教徒企业家一样，非西方的军人改革家 
们具有并提倡清敉主义，他们或许不象激进的革命者那样极端， 
但无论如何，这总是社会中的一项有特色的革新。在 1 S 世纪后期 
的拉丁美洲几个较大和较复杂的社会中，军事领袖和军人集团就 
扮演了这种革新角色。在巴西、墨西哥和别的—些国家，军官们和 
他们的文职盟友接受了实证圭义，弁把它作为他们的发展哲学。 

在 2 Q 世纪，军官集团的 I 业化使更多的人对现代化和国家的 
发展持赞成态度，而军人参政也从个别领袖领导转变为犟体领 
导。 ©在 20世纪20年代的智利和巴西，中产阶级军人集 f 推行了 

— ~ ①約翰逊， 洲的军 車和社会 》 (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Latia 
America), 第 ? 7—79 页，萆 113—115 页； 麦克阿 利斯待 { McAlister) , « 军人 * 
(the Military), 见约翰逊编 ； 《拉丁美洲的连续性与 变化 * CCcntimiity and 
Change ^ Latin Amerim), 斯坦福大学出販社 1964 年 & 第 i4a-i<U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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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会改革的激进方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其他拉丁 
美洲国家，诸如玻利维亞、危地马拉1委内瑞拉、萨尔瓦多、秘 
鲁和厄瓜多尔这些传统的保守主义和寡头制仍然占有主要地位的 
国家，军官们也曾经支持这种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 
东，军人也扮演了一种类似的角色。1949年在叙利亚，现代.化 
中的中产阶级军人掌握了权力。1952年在埃及; ; 1958年在伊 
拉克，也是如此。1958年，军人接管了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政府， 
这在大体上也可以归入这种模式，尽管在这两个例子中，被废默 
的政治精英和继任的军事领袖之间在社会背景上的差异不如在中 
东那样大。 

激进执政官统治的出现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它通常包 
括了一系列的政变和各种变故，因为不同的集团力了进入政界而 
不间断地彼此争斗。第一次把传统的政治制度推翻或者对寡头政 
治模式的突破，也远比从表面上看到的更复杂。实际的政变通常 
要预先经过数年的讨论和预备。如泰国1932年政变的发起者，就 
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 E 黎的文人学生和较年轻的军官当中，他 
们都参与了疴这次政变的有组织的讨论。1938年，诶及军校的学 
生组织了关于“诶及社会和政治的动乱”的讨论 s 20世纪扣年代 
便在军队中陆续出现了民族主义党派团体。 194 S 年，“自由军官 
团”正式组成，三年以后，它就掌握了政权。©在能够推翻政权 
之前，中产阶级军官们总要迸行一次或者多次不成功的夺取政权 
的尝试。这些“先期政变”是试探支持和反对的来源、考验实权 
君主制 土寡头 制力量的过程的组成 部分。 由于当权的集团对这些 
努力的镇 H 以及处決或者放逯流产政变的犯罪分子，消灭了“反 


@ 頊尔马特 （Amos PerlmuttfiO , 《野心 与磨镲；对纳赛尔的摟及的观念，政 
治和人性的研宄 》 (Ambition and Attrition ； A study of Ideologj, Politics and 
Personality ia Nasser ^s Egypt) t 未发 : 表的论文，第 il—16 页；旣咨克 （Keitli 
Wheelock) e 纳赛尔的新埃及》 (N^-r r s New Eg^pt) ^ 对外政策研究所从书， 
诔 3 朋，纽约，普甭格出版社 196Q 年版，筇 12 — 芘页。 


对派”的某些成分，因此可为当政者的短期利益服务 6 但从长远 
来看，由于这些行动促使残存下来的反对派的成员形成更大的凝 
聚力、更谨慎和更世故巧妙，从而削弱了该政权。 

除了更克制和更受限制的方式之外用军人政变来取代传统的 
或者寡 头统治的政治模式，与布林顿 ( Brinton ) 所说的革命模 
式相似在建立军人与文人从事政变的联盟时，逋常有必要强调 
那些最能引起广泛共鸣的目标，并为政变集团选择一位溫和的、 
调和的军事领袖作头目。这位军事领袖不仅必须能够获得参加政 
变的所有集团的信任，而且还要比这些集团的其他成员与旧政权 
有更多的联系 D 因此，旧政权倒台后，随之而来的是溫和派在表 
面上掌权。但是不久，参加政变的不同集团之间就会发生争论、 
产生分化，较激进的雅多宾分子企图苒次发动政变，以便从温和 
派手中夺取政权。这次巩固性政变最终决定了旧玫权的命运 I 随 
后，新的中产阶级分子莅政治舞台上建立了他们的统治。 

这种由蓣先性政变、突破性政变和巩固性政变组成的复杂模 
式表现了从传统的或寡头的执政官政权转移到中产阶级的执政官 
式政权的特征。在埃及，自由军官团曾计划于1952年3月发动一 
次政变，但被推迟了。但是，随着政治混乱的加剧，促使自由军 
官团于7月夺取政权。在后来的18个月中，政变則经过了以下几 
个强化性阶段 * 共产党、瓦佛特和穆斯林兄弟党等反对派团体相 
继被消灭》1954年4月，保守派分子所支持的、著名的温和领袖 
纳吉布力较激进的纳赛尔所取代。 ® 

泰国专制君主制的覆灭也或多或少走了类似的路线。泰国的 
第—次政变发生于 193 2 年6月。那时，由文人和军人组成的集团 
夺取了政权，囚禁了王族成员，并迫使国王按受了一种有限君主 
制。一个相当保守的文职人员玛诺被推为总埋。19 33 年舂，当他 


①在这里和在下几页的某些地方，我利用了我的《世湃政治中的暴力模式》 
(Patterns of Vioknce WorJd PoUiics), 见亨廷 顿编： 《 变化境 式》， 第於一 




拒绝了由政变的文人知识分子领袖普赖迪起草的经济计划后，危 
机发生了。军人领袖退出了内阁，继而采取了反政府行动。 
场第二次的、同样不沭血和成功的政变发生了一这次是直接反 
对玛诺及其追随者，他们被指控完全文持复辟王权。”这场第二 
次政变完成了第一次政变的工作。 

第一次政变之后，政变发起人是很有节制的或者是暂时 
熟练 地施簏 手腕，因为他们没有推动他们的人民继续往前走 
和充任原来公务的职位，而是宣称人民缺乏经险，所以在他 
们的管理工作中必须保留一些旧王室分子。第二次玫变看到 
了有持纠正的战术上的错误。这次，发起者们撤换了 旧政权 
的所有官员并换上了他们自己的人 • 而不管他们是否缺乏经 
验。① 

相似的词语被用来描述沙欣上校的1949年3月叙利亚政变与 
欣那威上校的1949年8月政变之同的关系。前一位上校推翻了柯 
瓦里总统的政府，使新的中产阶级掌握了权力，而后一位 上校則 
取代了沙欣< 

事情逐渐地暴露了出来*从真正意义上讲，第二次政变仅仅 
是第一次政变的最初意图的完成。那壁在推翻柯瓦里政权中曾经 
是沙欣的同谋者们在能够实现第一次阴谋的既定目标之前*不得 
不清除他，既定的目标就是剥夺那些在国家管理中和在巴勒斯坦 
战争中表现无能的人的职位》并用在国家机构中最正直和能批评 
旧政权的那些人去取代他们。 ® 

在拉丁美洲，中产阶级实破性政变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玻 
利维亚在査科战争中的失败促使一群年轻的军人改革者于 U 36 年 


①科斯特 (John Coast) 通罗政治的某些方面 》 (Some Aspects of Siamese 

Politics) t 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国防部， WS3 丰，第 5 页。 

©卡莱顿 CAlford Carleton) : « 叙利亚的国家政变 > (The Syrian Coups 

d 1 Etab ) 见《中东杂志 > (Middle Eastjounral) t 箄 4 期 C195D 年 1 月 > 第 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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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推插了旧政权并创立了一个由大 卫 * 托罗上技领导的社会主 
X 共 和国。 这个政权曾发动了许多改革，但是在 1937 年 7 月，“曾 
操纵了使托罗上校掌权的那次政变的布希中校却推翻了 托罗。 。 
接着，布希政府“继续和强化了托罗政府的一般政策。” ® 同 
样，在危地马拉，未中断过的寡头统治模式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遭 
到挑战，这就是推餌乌利科将军传统主义者政权的努力。成功的 
政变最终发生于 1944 年 6 月，并使一个由瓦尔德斯将军领导 
的溫和政府掌权〉“他企 围保炉 旧秩序 w , ® 但是却不能停止变 
革的过程。 “年轻 军官中的许多人由于曾在战时受到美国的训 
练,懂得危地马拉对改革的需要，现在他们丧期等持的机会到了。 
他们与首部的混血儿、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一道，阴 
谋推翻将军”© 1944年10月， 一次巩 固性政变推翻了庞斯 • 瓦尔 
德斯，并最终使激进的阿利瓦罗政府掌权 * 

在萨尔瓦多，其模式多少有些不同，据认为控制该国家的 U 
个家族夺权的第 一步， 是以1944年4月总罢工的方式来反对马幕 
尼兹将军的丧达13年的独裁统治这次罢工是“圣萨尔瓦多城的 
中产阶级完全自发地进行的它导致了温和派文人卡斯持罗取 
代马蒂尼兹。四年之后，在 “194 S 年革命”中，一批下级军 
官把卡斯特罗赶下了台并组织了—个旨在实行“一场受控制的革 
命”的新政府。这些军官与那些在中东领导类似运动的人们相 
同。 

自1948年以后，那些控制了萨尔瓦多政治的军官集团都 


① 亚历 ill 大 (Robert J ^ Alexander) , 《玻利 维尔民族革命 HV BolWian 
National Revolution) , 啓特合尔太学出版社 19S3 年坂，第 2S — 沉页 0 

② 布兰克斯顿 （ G 也 rge Blanfeston ) , «革命》 ( Revolution ) ，见大卫 (Harold 

E . 编： 《拉 丁美洲的政狩与政洽》纽约，罗纳德出版社 1 棚年版第咖一 J 30 

③ 刘温 （Edwin Lieuweu) , «拉丁美洲的军队与政治 》 aud Politico 

in Latin Amtvica), 纽约 t 普雷格出版社 t 舛 0 年版*第91一扣页* 


• 202 ■ 


具有引人注目的特性。 fe 们几乎都是来自少校和中校军阶， 
这些中级军官晋升很缓慢，而政治活动似乎是打破军事等级 
结构的非畅通性的1有指望的、可供选择的方法。 

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些青年军官在态度上同被他们所取 
代的较走的军人集团大相径庭。他们中的许多人宣称是中 ： F 
层或中产阶级出身 e 由于居所、教育，社交、经济地位以及 
社会态度和期望的缘故，他们能比较紧密地与新兴中产阶级 
而不 是专经 济精英们打成一片。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美国军校 
度过了2段时间，并与美国的军寧顾问团有过密切的联 
系。 ® 

在拉丁美洲的更复杂的社会中，玫治制度更加发达，而从保 
守的、传统的政权向改革者中产阶级政府的转变在历史上发生得 
更早一些，并且包含了军人俱乐部与政党的合作^在阿根廷，一 
个中产阶级改革政党公民联盟于1889年坦成。第二年，一群进步 
军官成立了军政党，他们与文人盟友合作组织了 1890年、1893年 
和1905年反对保守政权的几次未成功的叛乱。 © 这崔先期政变表 
明，中产阶级军人改革家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通过一次成功的政变 
来掌握政权，但是，这是不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阿根廷仅 
仅在部分上是执政官式统治，而军队的文人伙伴，激进公民联 
盟，于1916年通过和平的选举控制了政府。 

在智利，政党更是高度发达，统治寡头制对文职中产阶级分 
子的滲透更加敞开大门，而军队则更加髙度专业化。结果，军人 
千预在向中产阶级政权的转化中只扮演辅助角色 <■ 改革的基本原 
动力来自于自由联 盥，其领袖帕尔马，在1920年“寡头统治铒 

① 安徳森 (Ch^nles W - Anderson) , « 萨尔 瓦多： 炸为改革的 军队 * CEL Sl 
I vador ； Th^ Armyas Reformer) ，觅马丁 C * 尼德勒 (Martin C • NwdteO 编 *拉 
丁美洲的政治制茂 》(Political Systems oi Latra America), 膂林斯探，诺斯持兰 
德公司， 1964 年，第 58— S 顿、 61 炅 a 

② 诺思 （Uisa North ) , «河根廷、智利 和秘鲁 的文人 与军人的关系 》 (Civil- 
Mili ⑻7 Relation in Ajgontina ， Chile, anti Peru) .现 代化的 政治* M 书，第二 
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研宄所，1时6年，笫26_2 7 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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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①时被选为总统。当国会阻挠帕尔马的改革方案时，军队于 
L 924 年9月干预了政治并诱导国会赞成其建议。帕尔马因此而去 
职，由一批高级将军组成的执政团取而代之。但是，这些将军是 
溫和的，并且作出了把政权还给保守的文职人员的计划。结果， 
在1925年1月，由具有高度改革愿望的年轻军官坦成的军事集团 
叛乱并发动了一次巩固性政变，从而使伊巴尼兹中校掌握了政权 e 
他的改良主义的和高压性专政于1931年崩溃，而暂时由另一个宣 
称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人集团来继承。 © 

第三节激进的执政官 统治： 

社会势力与政治技巧 

20世纪中期，在拉丁美洲某些较落后的地区以及中东社会中 
依然可以发现寡头性执政官统治。与此相反，在阿根廷，大众性 
执政官式统治以庇隆主义的形式出现，但这对大多数现代化中的 
国家来说，还是未来的东西，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 
执政官式社会还处于扩大政治参与的中级阶段。激进的执政官统 
治的社会根基，建立在城市与农村的鸿沟之上。前者取代后者而 
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场所，并成为政治不稳定取之不竭的根源》 
正如哈林顿所预言的，城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较强大影响”， 
导致了更大的政治动乱。©在一个激进的执政官式社会中，城市 
不能给政府提供稳定的基础不稳定的程度依赖于政府能够或者 
愿意用农村来控制和绥靖城市的程度。如果政府能够建设一个通 
向农村的桥梁，如果它能动员农村地区的支持，它就能控制和消 


① 吉尔 （Federico G*Gil), « 智利：转变中的社会》 (Chile ： Society in Tran¬ 
sition) t 见尼德勒所编的书，第 361 页。 

② 诺思。见前引书第 34—;35 页， 74—77 页。 

@ 哈杯頓 (James Harrton) , 《海 (Oceatm) ，海徳尔伯格， 1924 年，第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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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城市的不稳定性。如果农村是被动的和中立的，如果农村的精 
英和农村的太众都被排斥于政治之外，那么政府就会陷入域市的 
不稳定之中而不能自拔，也就是处于必须看首都暴民、驻军和大 
学生等反复无常的脸色行事的境遇。但是，如果农村转而反对政 
治体系，如果农村大众被动员起来反对现存秩序，那么政府面临 
的就不是不稳定而是革命和根本变革了。激进的执政官式统洽的 
重要特征，就是城市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的不可更改是因 
农村被排斥于政治之外所致。 

由较进步的、西方的或者激进的军官发动的叛乱，推插传统 
的政治制度或者寡头统治，为其他中产阶级分子进入政治生活扫 
清了道路。但是，在军人推翻君主制或寡头政治之后和其他中产 
阶级登上政洽舞台之前，可能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B 在致 
进的执政官式统治的这个开始阶段，政治通常包含着一些組织松 
散但是大多数带有军事气息的团体之间的不间断的阴谋和冲突。 
例如，从1908年到1纟22年的土耳其和“1932年革命”之后30年中 
的泰国，就是这样。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当发生了突破性政变 
后也总是出现这样的情況。将军们和上校们的各自派系接着为控 
制权而彼此斗争，但是没有一个派系能够拥有有效的权威基硇， 
因为 沒:有 一个派系把它的要求（和它的权力）推广到军队之外并 
动员其他社会势力站到自己一边来。但是，一旦合法性的传统源 
泉受到怀疑，其他中产阶级集团就会在一定的时候步军队后尘而 
登上政治舞台并以自&的特定方式力求参与政治《他们当中有专 
业的和文人知识分子、商人和企业家、律师和工程师。在一个执 
政官式体秦发展的中级阶段，有两种典型的最活跃的社会势力， 
—种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另一种是军队。' 在学生参政和军 
人参政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这两种形式都是敦进的执政官社 
会所独有的特征。 

在激进的执政官社会中，政治参与者的差异性导致了一个集 
团与另一个集团在政治技巧上的显著不同。在这种政治体系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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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集团，比在发展程度较高且较完整的政治体系中的参与者 
集团在政治上更为 专业化 a 但同时，这些集团从功能的专业化和 
分化来讲，则比那些在较发达体系下的集团差一些。例如，大学 
—般是一个由兼职教职工和兼职学生组成的实体，它几乎得不到 
什么集团认同，其教学研究的主要职能可能比其所履行的其他社 
会和政治职能更不发达和更不受重视。对研究和学术价 la 很不尊 
重 * 学生可以祈望依靠社会 k 位或者赤裸裸的贿略来打开路子。 
教授也极可能是靠非学术背景被任命的。总之，学木价值和过程 
只有较低的制度化水准。作为一个在社会上扮演了特定角色的学 
术机构，大学很少有制度上的自主性。 

但是，与缺乏职能上的自主性的相联系的常常是一种高度的 
政治自主性。例如，在亚洲和拉丁_洲的许多国家，大学被视为 
—个处于瞀察行动的适当范围之外的地方。校园外不合法的和受 
禁止的活动，如果在大学内发生则可以容忍。正如李普赛曾经指 
出的，“在沙皇俄国，大学自治原则有时允许非法革命团体中的 
成年人在大学区举行会议而不受瞀察的千预《近几年来，委内瑞 
拉的—些恐怖分子也利用夫学作为逃避昝察的避难所，而钻了大 
学自治这个传统的空子。” ®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的政治自治 
源出于中世纪大学和其他同业工会享有团体自治的传统。学生自 
治的部分原因，是因力他们出身于上层阶级。“统治集团的子 
弟”,比那些没有这种社会关系的子弟有更大的自由去削弱统治集 
团。在一次大学生反政府游行中，一位伊朗醫官问：“我们应该 
把机关枪转向他们吗？”有人这样回答：*■我们不能这样做，他们 
毕竞是我们的孩子》” ©以社团特权和社会地位的形式来表现的 


© 李普赛 （Seymour Martin Upset) r « 不发达国家中的大学生与政治》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Politics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见《密涅瓦》』 
第 4 期 （ 1964 年秋 > ，第 20 页。同时为了证 明在走 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的大学缺 运功能 4 ； 
的自主性，请参看第 43— 44 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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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銳的遗产，绐政治化社会的大学和它的成员提供了一种现代社 
会中所没有的政治基础。 

当然，大学所具有的功能从属性和政治自治性的结合，在执 


政官统治社会中的武装势力甚至有更明显的体现。军队的专业主 
义是脆 弱的； 军队的价值，如同学术的价值一样，是从属于其它 
考虑的。社会的、政治的1经济的因素都被引进了军事领域。同 
时，人们又采取各种措施来保卫武装力量的政治自 主性， 武装力 
量被认为处于文职政治领袖的直接权威之外》它们的预算由宪法 
或习惯来确定> 军人对自己内部的活动具有几乎不让外人问律的 
控制权 f 而且负责军事的内阁成员是从他们的行列中选出的^如 
同大学一样，军队为了政治上的影响而放弃了功能上的自主性》 
政治权威当局不能向大学传达命令，在军队中也是如此， 


在激进的执玫官式社会中，玫治活动的流行方式——贿略、 
罢工、游行、政变——都是给权威带有压力的手段而不是使闬权 
威的方法。这些都不是国家活动的形式或者政治性集团活动的形 
式，而長在理论上其首要功能是非政治的那些实体的活动形式。 
所以，因这些集团卷入政治的时间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异 • 在一个 
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中，集团参与政治因选举和会议的周期以 
及冲突的起伏的不同而不同 • 一个政治参与者集团要努力去贏得 
选举或通过一项立法就会激起反对集团采取类似的行动。结果， 
参与逐步上升*但它通常还是采用类似的方式和通过类似的制度 
渠道来表达。在一个执政官统治式社会中，各种社会集团参与政 
洽也倾向于同时出现起伏 a 但是，某个集团的政治行动会激发另 
一个集团采取不同形式的政治行动。这维而又会引起第三者坚持 
其它形式的政治行为。冲突加剧了，冲突的方法也多样化了，只 
有靠减少所有集团的政治活动，才能解 决的重 大危机产生了。政 
治活动有利于现代的制度化政体的稳定*却不利于—个执政官统 
治式社会的稳定。 

向那些当校者施加压力的最后”手段是把他们从其权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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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上换下来。在一个执政官统治的社会里，实现这个目的 最直昏 
的手段是军事政变。所有社会集团都从事自己的直接活动，而邊 
事组织 昆然是 最戏剧性和最有效的 B 不过，它通常是对其它集团 
政治行为的一种反应或者是它们的产物， 在 一个激进的执政官式 


社会中，军人干预政治不是一种与政治活动的某种和平模式无联 
系的离心力？"它只是由各种不同的互相冲突的集团所利#的直接 
行动策略的复杂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社会缺乏公 
认的各种利益得以结合的制度渠道，就意味着对政府的要求只好 
用《民众暴力和军事干预的方法”加以提出。所有社会势力都采 
取直接行动，这也并不总是被视为对体系规范的违背，而“不断 
地使用暴力巳经成为一种体系，或者至少是体系的一个非常庞大 
的部分了”。 ® - 

在激进的执政官式体制下，暴力和游行示威是学生和有关的 
中产阶级集团政治行动的流行形式。一般来说，这些行动是否能 
促使政府的灭亡，则要看是否能使情况两极分化，迫使军人也反 
对政府。例如，在1957年的哥伦比亚，学生暴动导致了旨在阻止 
独裁者比尼拉再次正式当选并继续执政的工人总罢工。开始军队 
拒绝反对比尼拉，随着冲突的升级，首先是教会接着是军队也逐 
.渐.站到了学生一边。当情势发展到这种地步以后，比尼拉就完蛋 
了。在1960年的南朝鲜，反对选举的学生游行示威导致了冲突。 
据拫道，有186名学生在冲突中丧生 a 学生的行动迫使其他社会 
势力转而反对李承晚政权。 首先* 美国遣责李承晚政府的行为， 


①瓿思 O&rnes L.Pajrne) ，《秘鲁的劳工与政洽> CLaber and Poitics in 
Peru ) » 耶赘大学出版社。 196 S 年版，第 271— 2 7 2页。参看尼德勒对 * 代表制的动乱 rt 
的讨论，见《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不稳定性、冲突和演化注变革' ( P olitical 
r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 Instability, Violence, and Evlutiouary Cttang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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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军队宣布他们得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军队对政府支持的这 
种退让使李承晚倒了台。在1963年的南越，佛教徒和学生的活动 
导致了类似的局面，首先是美国然后是军队撤回了对吴庭艳政府 
的支持。 

另一方面，如果军队与政府强烈地认同或者军队坚定地支持 
政府，学生的造反活动便不会危胁到玫府的 存在广 例如，从1361 
年到 f 962 年，奉国的学生暴动破坏了和平，但军队保持忠诚，结 
果无秩序状态被制止了 o 在 I 960 年秋的加拉加斯，学生暴动导致 
了军队包围中央大学》在这里， 士兵 与劳工集团也是对政府保持 
忠诚, 同样，在館甸，1962年学生反对军人政权导致了军人与学 
生之间的一场激烈战斗，结果是学生会大楼被夷为平地。所以， 
学生游行示威和暴动有某种有限的作用或迫使政府作出实质性让 
步的能力》首先，他们的力置来自于他们扰乱形势的能力和迫使 
其他社会集团支持或 者反# 政府的能力《 

在执政官式体制下， is 治参与的扩大意味着政治技巧的多样 
化。参与扩展到城市工人阶级，就使可能的游行示威的类型多样 
化并使罢工成为直接政治行为的一个主要形式。当然，从某种角 
度讲，劳工的政洽参与标志着执政官社会巳开始从激进的阶段向 
大众的阶段转变。然而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看，在现代化中社会 
内，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不完全是一种较低层阶级的运动。那些被 
组织起来的通常是工业劳工势力的经济骄子，而最强大的工会常 
常属于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学生的卓越战术是群众游行示威和暴 
动，而劳工的具有特色的战术当然是罢工，特别是总罢工。劳工 
采取这种行动的能力，与军队进行政变的能力^样，部分地决定 
于其团结性。如果存在着一种合理程度的团结，那么政治行动的 
成功就取决于其能否促使其他集团，持别是军队采取合作或平行 
的行动 D 在这里,存在着四种关系模式 t - 

U 劳工对政府和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劳工政治活动几乎肯 
定不能达到其目标。一场总罢工（如这样称呼它的话）就会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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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智察和军队的联合与合作行动所击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 
上，罢工经常是检验劳工是否脆弱的试金石（秘鲁，1962年 （ 智 
利，1966年〉。 

2. 劳工加军队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总罢工象学生暴动一 
样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它使形势两极分化，一旦军队巳经有了反 
政府的理由，它就可能抓住这个枳会，和劳工采取平行或合作的 
行动去推翻政府。但这种模式相当少（海地，1946年 i 委内瑞拉， 
1958年） 0 

3. 劳工加政府对军队。这 种情况 最经常地产生于当军队发动 
直接行动去推翻一个得到 劳工支 持的政府时，劳工通过宣布总罢 
工以挖军人政变的墙角， 从 而支持政府。 在 德国的+普政变中就 
发生过这种情形。 192 S 年，墨西哥也出现过这种模式 * 劳工支持 
奥布莱贡总统，反对军队叛乱分子推翻他们的企图。 19 U 年，类 
似的情況也发生在危地马拉， 当军人集团叛乱反对阿雷瓦罗总统 
时， 劳工 通过号召举行总罢工和提供由忠诚总统的军队借给武器 
的志愿军来支持总统。一般地讲，劳工和政府联合对抗军人的戎 
功依靠千军队内部本身存在着某种分歧 D 

4. 劳工对政府对军队。在这种情况下 t 劳工逋过威胁要罢工 
和扩大社会混乱给政府施加压力，而这种压力似乎会导致聿 P 人为 
了柑制劳工和恢复秩序而推翻政府。所以，政莳面临着要么改变 
其政策，要么丧失权力的选择。这种“由暴力制造民主”的模式 
在秘鲁的政治中很流行。例如，在1的 4 年，玻利维亚锡矿工人反 
对帕斯•埃斯滕索罗政府的罢工导致了国内的动乱和无秩序，这 
促使军人起而推翻了埃斯滕索罗。军人领袖对工人们没有#殊的 
同情,几个月之后，他们也进行了同工人的斗争。但是\文人政 
府处理混昆的权威和能力的削弱为军_队使自己获得政治权位创造 
了机会。厄瓜多尔多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与伊巴拉相关：他 
被选为总统后，不能满足其追随者> “他以前的党徒，特别是学 
生和工人，开始进行反对其政府的游行示威*法律和我序开始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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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武装部队发现有必要清除他” ©在这种冲突的模式中，执政 
官式统治形成恶性循环，军人采取直接行动的可能性鼓励劳工和 
学生采取直接行动 a —个社会集团的力量以损害政治权威力代 
价，从而加强了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 © 

所以，在一个激进的执政官统治式社会中，军事千预通常反 
映了几个集团或政党之间冲突的加剧和任何可能存在的政洽制度 
的效力和合法性的下降，因此，军事干预有助于阻止迅速动员社会 
势力进入政治领域或者走上街头 （在 一个执政官统治式社会，这 
两者是相同 的〉， 并通过消除使冲突加剧的目标和直接剌激，来 
去掉爆炸性政治局面的引信。简言之，军事干预经常标志着政治 
上连续性冲突的终结。就此意义来讲，这明显与其它社会集团所 


@刘通》 « 将军们对总统们》 (Generals vs. Presidents) ，纽约， 普 Sfe 出版公 
«]1964年版，第 48 M a 8 依靠动乱的民主 11 这一概 念是由 ft 思在其 * 秘鲁的劳工与 政洽* 
— 书中提 出的。 

©在一个罗 马执政官式社会中，直接行动的邪恶轨迹通过洛 温萨尔 对多米尼加政 
洽的描写得到了 证明： * 我要集中注意多米尼加共和国政治不稳定的一十最终方 面：各 
种社会势力较直接的、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冲突 ■■自 W 61 年以来，毎 个集团 所使用的策略 
都倾昀于越来越相俗地和奄不掩饰地展示力里，更经常地直接取代政府而不是致力于 
迫使政 W 采取某些行动，而这种直接策略的使用傾向于使冲突升级 • 学生和大学政洽 
家代表宣育戢发传单、 扇动反 S 的罢工、游行、示威、®乱、占领大学校 园葙办 公室， 
把一大批学校官历赶出政洽舞台，为短期的游击队起义#供新兵，以及在*立宪主义 
者°运动的突击跃中战斗 • 工会利用公开诮 B 、 集会和罢工，以及组纠察队去 K 逐 
他们想 飪走的 宣传员和雇主 • 他们甚至在19«年组织了一次极为有效的全国总罢工， 

他们也为 1%S 年斗争发表了宣言 • 企业家开始是在1961年反对特鲁希略王朝残余的罢 
工中显示出 S 己的权力要求 f 在1963年为了推翻紘斯克， 一部分 商人也采用了同样的 
策略，而~组织起来反对1966年总罢工的反罢工集团也采用了这 —W*§« 附带说— 
句，企亚家集团和商人集®可以被相信会组织和支:持恐怖分子集团来制服自1你5年以 
来采取暴乱行动的极左分子 e 甚至教会尽管十分清楚它代表了多米尼加生活连续性的 
—部分因索，有时也用直接请 B 来表明其力置。其他一些社会力量不仅使用演讲、宣 
集会、组织支持者等手段， W 且更重要的是，利用顔 S 和密谋，利用军队进行政 
变或者反政变。而军队继而采取推猫政府的行动、咀止它们实行某些政策和慎压反对 
势力 <■ 因为每一个集团直接展示自己的力量。军人集团到 W6S 年依然能战胜危机。1965 
年动乱的升级。包括分配武器给非正規的势力，导致空军和武装力《：洲练中心来决策 • 
它们成为最强大力《的持有者，痈击他们的军人对头和文职 人员- 这是这种决®的结 
呆，骚乱政洽中的极端阶段，它加剧了 196S 年危机并为美国干預埋下了伏笔«多 
米尼加共和国的政治不稳定性》，未发表的手稿，哈讳大学，196?年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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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战术不同。尽管暴乱、罢工和游行示威可能直接或者间接 
地迫使政府修改其政策，但它们自身不能改变玫府的掌权者。然 
而，军事政变是一种改变执政政府而不仅仅是它的政策的直接行 
为方式 a 自相矛盾的是，军事当局没有可使用的直接行动的合适 
方法来表达到有限的政策目标。 当然， 它可以用政变来威 胁政苻 
以改变其政策，但它不能通过进行玫变来强迫政府改变其政策。 
就达到这一目标而言，文人的社会集团和军队机关的普通脤役人 
员（他们能罢工或叛乱)都比军官有更合适的行动方式。事实上， 
后者的行动方式只醍于最终使用武器或扬言要使用武器。 

军队所使用的政治战术的性质反映了它们组织上的内表性和 
这样一个事实 t 别的社会集团能对政府施加压力，而军队却可以 
更换政莳。僧侣和 教士可 以示威游行，学生可以暴乱，劳工可以 
罢工，但这些集团中没有一个袭现出统治的能力，只有在非常的 
情况下才会出现例外。一个学者在观察了 1960 年李承晚政权被推 
翻后的情况后 指出* “混 乱的最严重的因素，是事实上发起这次 
行动的学生和城市的力置旣没有组织也没有恢复社会秩序所需要 
的方案，而其他残存的政治势力在推翻政权后也没有与它们密切 
联合①相反，在激进的执政官统治的社 会中， 军人却有能力 
产生至少是短暂的秩序，政变是对付政治权威的直接行动的一神 
极端 彤式，但它也是结束其他反对政治权威形式的手段，并且是 
重建政治权烕的潜在工具。在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军事政变 
有着 降低参与水平的直接作用，使袪此竞争的各种社会势力从街 
头撤下来并产生一神宽慰与融洽的 感情* 例如，紧接着额甸1962 
年 3 月的政变之后，“如果出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一种宽慰的 
感情,至少，形势的恶化会被制止住•” ® 在激迸的执政官统治 


①享德森 （ Henderson) 八 朝鲜： 旋涡式的政 (Korea. Tte Politics of tie 

Vortex ), 第 17S — r ^ _ 

@特泣吉尔 (Frank N * Trager) « 吴努的臾败和缅甸武装力蹵的卷土 重来， 
(The Failure of U ami the Return of Armed Force in Burma) ，兕 a 政治 
评论， 第 3S 期 （1963 年 7 月） * 第 32ft— 32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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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中，大多数推翻文人玫府的政变会产生与冲突的紧张得以 
放松相类似的情绪》随着政治暴力的竞争性升高，各种集团既使 
是暂时的也会迅速脱离政治，因为他们从街垒中撖离后要坐等事 
情的进展。 

政变作沟一种政治技巧的显著特征是> ①它是由一种政治联 
盟以暴土或暴力威胁非法地去取代现行政府领导人的努力1②暴 
力使用通常是少鼉的》③卷入的人数不多；④参与者巳经在政治 
体系中握有制#上的权力基础。显而易见，一场政变能够成功， 
只有： U ) 参与政治体系的人数不多》或者 （2) 体系参与者的 
人数庞大并占相当大比例的人赞成政变。后一个条件难以达到 * 

因为如果参与者的人数庞大，实际上他 ft 就不可鉍钽成一个支持 
政变的有效-盟^在缺少这样一个联盟的情况〒，政变将要么是 
因别的集团的反对而失败，如在德国的卡普政变中 I 要么会导致 
全面内战^知1936年西班牙军队的叛乱 • 

在一个成熟的激进式执政官统■治的体制中 * 痺军人掌权的政 
变既是政治性行动又是军事性行动 • 它是各种派系和集团联盟的 
产物，通常包括军人和 文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为政变作了相 
当长时间的准备^在推备期何 •' 各种政淦参与者集团都受到了试 
探，从而明确一个问题,即来自这些集团的客持或反对被中立化 
了。如果政变的产生是 S 力 卸:识 分子、劳工或其他文人集团预先 
造成的一系列社会 混乱供 I 结果，那么，人们就今明显地看到预示着 
政变的各种活动。甚至在事先没肴出现明 显士暴 力和混乱情况 
下，它的面目几乎也佘事先全部按以下 列特怦 显露出来》政治忠 
诚的转移、忠诚和联盟已出现变化的迹象。 ； • 

一个策划政变.的上校，如果搜是明智的,那么他准备的方法 
就会非常类似于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就二项童要法案投票前 
的准备 f 他利用过去的恩惠，答应未来的利益，呼吁爱国主义和 
忠诚，力图迷惑和分化反对势力，而当最终摊牌时，坚味确保他 
的所有支持者都被动员起笨，弁愿韋采取行 动*? 显然，这种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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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艰苦地建立政治上的多数——会使政变避免痛苦和流 
血。实际夺取权力本身可能 H 是一小群人的行动，但在政变尚未 
正式发动之前，需取得社会中相当多数的政治#与者的支持 e 在 
大多数成功的政变中，实际受攻击的对象一般都没有进行任何反 
抗，当政变一发动，他们便知道被打倒丁》他们悄悄地、迅速地 
奔向机场。以这个意义上讲，权力的取得，象征着政治斗争的结 
束和它的结果的纪录，正如同 在一个 民主国家的选举日所发生的 
情况一样《 


第四节从激进的执政官统洽 
到大众的执政官统治：否决性 
政变与作为监护人的军人 


20佾纪60年代，学者们花费了许多笔墨和时间就军队在现代 


化中基本上扮演一个进步角色还是一个保守角色的问题进行了讨 
论。大多数人似乎都赞同将中东的军 P 人视为变革的支持者> 正如 
哈尔彭所说，军队是“民族主又和社会改革的先锋队”。它是 
“新中产阶级 * 中最团结和最守纪律的分子，它对社会的影响是 
极为革命的。但是，就拉丁美洲而言，学者中则不存在这种一致 
意 见了。 一些人认为军队是进步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军认是保守 
的,他们都从事实，逻辑和统计中举出了令人难忘的例证 。① 


® 哈尔彭 （Maafred Halpem) , «中东和北非社会变革的，治 * (Tte Poli 卜 
ics of Social Chais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普秣探大学出 E 
社 1963 年版，第75页、 2S3 页。而有关东®亚军 f 的争论，参看派伊，《现代化过程中 
的 军队* (Armies ia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 见约翰逊 .编：*不发达国 
家里军队的作用》 (Rot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friess), 音林镇大 
学出社版第佔、 905U 有关拉丁美洲 * 保守的解释由刘温在 * 将军们与总 
统们和 尼齡在 也丁美麵玫麟展与军事干预神提队见 i 難， 

第 60 期 1966 年 9 月〉，第 616~6 2 6 页。约薄[逊在 <拉丁美洲的军事与社会，中强调了 
军敗的—种较迸步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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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例证都是正确的。拉丁 li 洲要比中东复杂得多。除土茸 
其以外，所有中东的执政官式或准执政官式社会，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实际上一直处于从寡头走向中产阶级这种政治参与扩大 
的过程之中。军官来自中产附级并在一个专业化的、官僚性环境 
中执行中产阶级的 功能。 在政治的基本问題是取消寡头而让中产 
阶级拿权的情况下，军队必然站在改革一边。这在拉丁美洲也是 
事实 a 在较# 步的拉丁美洲社会中一阿根廷1智利、巴西 ■ — 
军队在20世 h 初扮演了改革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 
以后，在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 
的中产阶级改革运动中，军队不是领导便是合作。20世纪60年代 
初,-他们在秘鲁成为一场强大的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梭心 I 在厄 
瓜多尔，军队也扮演了 1个进步的角色。怛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 
巴西和阿根珪，接着60年代的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 
军叭则开始扮演一个比较保守的角色。这一角色的特殊功能就是 
动员较低社会阶层参与政治。 

乔斯.农指出，拉丁美洲军事政变的经常性与中产阶级的规 
模无关。 ® 在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大的所有 阶段， 执政官式玫 
治都存在。但是，军人干预政治的影响和雩要性确实随着中产阶 
级规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20世纪50牟代的拉丁美洲，在那些中 
层和上层阶级很弱的国 家中* 这两个阶级低于总人口的8% <尼 
加拉瓜、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共和崮和海地)，政治依然是个人 
色彩的和寡头式的，而中产阶级的军人改革者还没有出现在舞台 
上。在那些中产阶级较庞大的社会中，即占总人口的〜15炻 

® 乔斯 . 农 (lose 1 *Nun) « 拉丁美洲的一种现象 i 中层军人的政 <A Utin 
American phenomenon ； tte Middle Class Military Coup) t 见面际研究所编： 
《拉 "T 赛洲社会科学研兌 A 趋向：一份讨论报告 》 (T«nd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li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 Conference Report) ，加洲大学， 1965 年第 68—69 
页。农在这里重述了吉尔马尼 （Gino Germani) 对拉美的中间阶层的估价。我根据他 
们提出了我自己的分析。相同的材料见吉尔玛尼和恧尔 ^ 的 c 拉美的政洽、社会 
结构和军事于預》 0 30 川 Social Structure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atin 

America), 见《炚洲社会 学杂志 s 第 2 期 (1961) t 箄 62 — 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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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中，军队中的统治集团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扮演了一 
个比较现代化和改革的典型角色 s 这些国家包栝，危地马拉、玻 
利维亚、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和秘鲁。在20世纪50年代，巴拿马 
和乌拉圭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分別占总人口的15%和14%,从某些 
方面看，这两个国家有 别于这 种模式 s 在那些较庞大和较复杂的 
社会中（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15%〜36%),军队要么脱离政治 
并首先是一种专业力量 C 智利,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墨西哥>, 
要么干預政治去扮演一个曰益保守的政治角 fe (阿根廷》古巴1 
危地马拉、哥伦比龙、 E 西 ） 》 

艙着社会变化，军人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s 在寡头制世界中, 
军人 是激进 的，在中产阶级世界中军队是一种参与者和仲裁人 I 
随着太众社佘隐约出现，军队成为现存秩序保守的监护人。因 
此，時样容曷理解的是 ，一 个社会越是落后，它的军队的角色就越 
进步 I _个社会变得越先进，其军队的角色就变得越保守和越反 
动。 1890 年，阿根廷军官建立了 “军政会”以推进改革。30年 
后，他们建立了 “圣马丁会？来反 对改年 ，并酝酿了 1叩0年政变， 
其反动者筑谋 鼙依复 疋在被伊里哥耶恩总统的“大众政治”所破 
坏的 “猜 i 的土，政&主制”。①土耳其也是这样，1908年肯年土 
耳其党&和,20世纪20年代的凯末尔主义者所扮演的高度进步的改 
革角色 r 类'似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其他中东国家中军队所扮漠 
的角卑 B .但是*从那时起，土耳其军人就不断，千预玫治，以控触 
由农民所支持的新商人吨级掌权 ■» 军 A 没有#化，他们仍然支持 
凯末尔主义时代的 改革, 但是他们现在也不愿让那些可能使 这些. 

改革发生某些变化的社会阶级 掌权。 . 

:' ;军事制度和军人疼治化的程専 ，，襄 国增芦治组织脆弱和芩阿 
減 诒领褊 无力焱理国家所面临的基本® 策鹵 簏的一个函数。政也 
化军窜团在政治中扮演保守的或者改笔巧角色的程度是社 会中玫 
治参与 t 大的—个函数。 

… < S > m £ 同前31 书 #6— 27, 30—33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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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申 户阶级的出现相联桌的不稳定和政变 是军狀 fefe 勒变北 
所导 致的， 与较低阶级的出瑰相联系的本穩定和故寒 Hilt 社会性 
质的改奎所辱致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军队是现代化的井形戒了 
效率、诚卖和民埃主义这0使他们与现存秩序相脱离的观念。拖 
们干換政治 j 以使军队与社会保持平行。他们是中产阶级的先_ 
队并充当进入政治麵域的先锋^他们促进社会和经挢改聋、茵家 
统 一 ’并在無 种-度 上扩大了政治参与。一旦中产妍级_市集 
团在敫洽上成为嫌治分子，军队就荟扮潢一咏仲歲或者安定角 
色》如果一个社会在从中产阶级转到大众參与时有翁嵌发达的政 
治 M 度 （ 诸如， 爸拉丁 美洲的智利、鸟拉垂和德苗. 寒) : ，那么， 
军轨败相被#政治桷、专亚祀的职业角色，胃是“咎嫌>的文食 
fe 制的制 癀!#特女的，实际上，笫二次世界大敢后的如年中，在拉 
丁赛洲只#»利、爲拉圭和墨西哥没有发生窣拿玫变。但是，一 
个社会铨杀向大众#与阶段 奸没有 发展有效的_懈度〗军既栽 
荽采敢# 守的楼癱 来保： a 己宥的制度，以対待较 im . 攝_是 
城市的钕 AR 換屏紐择犯》他锕成为现存中产阶级軼庠的捍 卫者。 
所奴》从某神兼义 上讲^ 他们在一个执政官式的社会中是政治参 
与扩大的看 fl 人，他们的历史作用就是为中产阶崁打开太门和对 
敎低阶展 关阌大 fl 。 执政官式社会的激进阶段开始于童要的现代 
: 化军筝政变， 它动痦 了寡头政治并秣志着启蒙时代的来临。军人 
采取一系珣沭含_流尚后卫行动，以租碍低展阶铵膊上政权的 S 

这种“否决式*军事干預的多样性，直接反痪 Tife 备中极益 
謅餐的较低阶层的政治参与。1930年以后，阿粮廷 军队文 扮演了 
ft 较活呋的角色，与工业无产阶级的扩大正好吻合，这个阶级在 
十多年财词电从 W 万人 增加到100丼九薄样> 在巴西，“正是城 
市大众的 ® 壤，以及煽动性地争取选芦的政客的激增，使军 
队在195。年重返政治舞台。/ 1954^,' 章乂鉍而反对瓦格斯，因 
为他象庇隆一样行动”来全力争:敢群;^支持玫府， 同肘不 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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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工人许诺。”® 

更具体地说，否决性千预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发生 a —种是军 
方所反对的党或运动，或者是军方欲将其排除于政治权力之外的 
党或运动。在选举时，军方通过这种干预获得实际的胜利 或预测 
的胜利-在1962至1964年间，在拉丁美洲发生的7次政变中有五 
次就属于这神类型。在1962年3月的阿裉廷，军事干预赶走了俤 
朗蒂茨总统并取消了选举的结果。在这次选举中*庇隆党扃得了 
选票的35%,在14位省长职位中占了 10位，在参议院几乎占有了 
四分之一的议席》在 19 S 2 年7月秘鲁的一次选举后，军队接营了 
政府，其目的在于防止前奥德利亚将军成为 总统。 在1963年3月 
的危地马拉，军事玫变的目的在于阻止可能使激进的阿利瓦洛当 
选总统的选举。在 .1963 年7月_的厄:瓜多尔 * 军人把阿洛希麦那总 
统拉下来，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伊巴拉（在 19 S 1 年月被军队赶 
下台）不能重返政界。在 1 M 3 年10月的洪部拉斯，军队也参与 
了阻止受人民拥戴的改革者阿瓦拉都当选总统的选举。在拉丁美 
洲国家，军队扮演日益保守釣角色,否决大众的，较低级层杓或 
者是改革运动的权力的增加，这表现在越来越多的与选举有关的 
军事政变中。从1935年到19 44 年，拉丁美洲国家只有12%的政变 
是发生在预定选举前12个月之内的，或者是发生在选举后4个月 
之 内的* 从1945年到1954.年斯间，这一•比例上升到32 %I 1955年 
到1964年间,大约有56%的玫变发生在接近选举曰的时间之内。® 

当执政政府开始推进激进的政策，或者向那些军队希望排斥 
于政治之外的集团进行求劢时，也会发生否决式政变6例如，在 
1948年的秘鲁，1部 3 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训 4 年的巴西以及在 
背景多少有所不同的1郎0年的土耳其和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在 
所有这些例子中，武装萍队中的统治集团反对受许多民众其特的 


① 约翰逊，5军事与社会， * 第 2 T 7 贝。 

② 刘琨，《将军们对总统们》，挪 一5 顶。 

③ 尼德勒， 《政治 发展》第619—620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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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或运动——秘鲁 的阿普 里斯塔斯党、阿根廷的庇隆派、 印尼 
的 共产党或者土 耳其的 民主党一采取行动把这些 集团从政府中 
撵走或者阻止它 掌权。 

在从传统的或寡头的体制向中产阶级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 
体制转变的进程中，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发动与政治参与的扩大是 
同步进行的，在从一个激进的社会向一个大众性社会转变的过程 
中，这种关系不是很明确的》政治化的军官团几乎都反对城市的 
较低阶层在政治中结合起来，在这些情形中，军事干预的推力具 
有保守的作用 * 它阻止政治参与扩展到更加激进的集团，从而减 
缓了社会一-经济改革的过程。但是，在中东和亚洲各国 * 大众 
可離 比中产蚧级民族主义精英更保守，后者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 
的遐出而掌权的。在这些倩形中，旨在阻止新集团掌握政治权力 
的军事干预，可能对政府政策产生一种純粹的进步影响，简言 
之,社会一经济改革的促进与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抵触的。例如， 
在1960年的土耳具，门德雷斯政府的倒台，就是一种限制更传统 
和更保守的乡村大众所支持的领袖参与政治的努力。在这样的社 
会中， 政治可以被说成是逆向的而不是正向的 * 传统秩序的防卫 
者是处于社会的底层而不是社会的上层。 

甚至在拉丁美洲，存在一种相当严密的阶级结构，它有助于 
在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改革的推行之间产生高度的联系，但也会出 
现某些情况，即军人赞赏推行改革而反对扩大政治参与例如， 
秘鲁军队不能较早地在秘鲁历史上扮演一个改革角色，大部分归 
因于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改革运动的阿普里斯堪斯党的 
发展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初使军队与它相脱离的历史性事件和偶 
发事件。事实上，中产阶级本身是分化对立啐之使得“上层阶级 
坐收渔翁之利，并经常地壙动和培养他们既存的分歧。”①其结 
杲是，寡头控制在秘鲁的“非自然”的永久化直至20世纪50年代 


0诺#,同莳引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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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结束，当时发生了一场新的、非阿普里斯塔斯党的文人运动 8 
从 某神衆 义上讲> 1962年军事干预 错短了 '历史进程。到目觭为 
止，就防止阿普里斯塔斯党人掌权的目的来说，军車干预是一种 
保_、 &卫 崔的行动。就首先把有改革意®的军事集团，然后 
把有改革的女人政权送上政坛而言，又可以将它归入较老式的、 
进歩_土中去，其行为能使我们想起20世纪时年代时窨利军人 
的干命^件。奕 际上， 在某些方面，1962年到 19 SS 年间的许多亊 
件的模式，却遵循了古典改革的模式。1时2年7月的政变使一个 
三 I 人幸宫团掌枚，他们起草了农业和社会改革的计划 s 但是，军 
官也的首领戈多伊将军比较保守，正如理 査得* 帕奇所说，他是 
- « T 日时代的最后几位将军之一”，而且他计划让保守的奥嫌利亚 
轉军重新掌权。结果，1963年初，一场巩固性政变淸除了戈多伊 
将军并吐罗布兹将军取代了他，后者是一个以军事研究中心为核 
心的进每军人集团的 碘袖。 一位分析家这样写道， 〃有关 按黜箄 
官团领油士多伊将军的事件，是改革巩固 ㈣ 军官地位的文二个迹 
象”。① 

军认的监护角色因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理论基砷而含法化 
了，这个理论基础对许多军队有说服力而且也经常对美国的舆论 
界领袖有说服力。军人千预政治是周期性的并且只为了有限的目 
的，所以军人认为自己旣非社会的现代 fc 者，也非新政洽秩序的 
创造者，而是既存秩序的监护者和可能 的挣也人* 用玻利维 3E 总 
统（空军上将）巴利恩托斯的话来说，军队应当是国_ “保卫 
机构……热心地监察法律的实施和政府的效能 <■ 所奴，军亊 
千预被旣存政治体系的腐败， 停滯， 僵持、混乱和暗中硖坏所激 
发。一旦这些现象被消除了，军认鱿宣布他们随即能把经过净化 


① 诺思， 同前引书，第55页。 

② 转兰徳 (Christoplier Rand) 的 1 ^ 自拉巴兹的信 "TLemr from 
见《纽约人》 , 1966^12 ^[310^ 第 SO 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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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政体交回到文入领袖手中=他们的工作仅仅是清除混乱然后 
告退。他们的掌权只是暂时的独裁——或许多少有点象罗马的模 
式。 

监护的观念在各:国之岡很少有不同。很自然，.它在拉丁美洲 
最为其达,> 玛那畢热政官式统治与政治参与都极为盛行。疋 
如一位阿_将罕所言/军队应当干预政治，去处理“那些会危 
害我们 氧家的 ^定印驚蛰的大灾难， 但 要把那些小灾难放在一 
边，玛为遂些个芦苹会使我们与我的使■命脱节并妨.碍对我们的 
任务 有一个 壤浑部’沐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都或明或暗 
地承+军&■职能 a 例如，秘魯军队就最根据宪法条款一 
&武装薄势碎苺的母场保共和国的法律，辱行宪法和法律，并保 
护公共来解释他们®止钶普里塔斯货人掌权行为的合 
法性的 P ® 从这十 章义上讲，军执担负起了与美_最高法脘所担 
负的相词的宪法职能 t 他们有责任保 s 政请 秩序，并 a 发生危机. 
或争议时介 A 政治，否决政莳政治枋构背叛这个体系的基本原則 
的行沟 ？ 缚而 v _ 他 ff ] 毋关注他们自身制度的完整，所以他们也分 
成两派，即军队中的“司法积极分子”和“司法自我抑制者》。 

■或许 * 监护悴律每的最广泛和最明确的表稞可以在对巴西军 
趴的興察中得科。在军人推翻国王的时候，一位军人甸识分子对其 
所描津的那种情形进行了辩护，这种情形就是“军队享有废黜合法 
政权的不可否认的权科…… , R 要军队认为他们的荣誉要求他们 
做,或者判断这样做对国家的利益是必须的和合适的，⑧从某种 
意义上讲，胺炉牲角色写进了 19 W 年宪法。该宪法规定，武装 


©阿众余加拉伊少将 (MAjor G*n«*l JullA Alsoiirft，） ， * 纽约 肘报》 ， 1966 
年 3 月 6 日，第邶页；戈迈坱 (Rosendo A ^ Gomez) ，《秘鲁，军人护卫的政治》 
(Peru. Politics of WiUtary * 见尼德勒 S: 《政 治制度 》 ， 

第 301 —302页* 

②西蒙 {Charles W * Simotts) ； «巴西军人阶层的兴 起：邙 40— 18卯年》 (The 
Ris& of the Brazilian Military Cias^ 1840—1890) 见 《 中夷洲 》CM id — 
America), 第 39 期（扣 57 年邛月 > ，第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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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职能是 “保卫 祖国和保障宪法权力、法律和秩序 e ”所以，军 
队的 首要责 任是保卫社会洽安和巴西的共和国政体。结果，军队 
必 须是非 政治的 和超政 治的。如果军队断定共和国处于危险中和 
混乱迫在眉睫，那 么他们就有义务介入并去恢复宪法权威。 一旦 
这样 傲了， 它继而 就有义务撤出并把权力还给正式的（保守的中 
产阶级）文职领袖。布兰柯总统曾经说过，“军队应该在需要的 
时候随时准备一致地、适时地和坚定地采取行动来确保巴西有一 
个正确的方向 D 需要和机会并不仅仅是指一种要做国家导师的意 
愿，而是指对为国家服务所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情况的认识。” 
这个学说曾一度被贴上“超级使命”的标签，或许被描述为 《公 
民精神”更为恰当。这一点在军队对个人主义和强有力的、被爱 
戴的、有广大群众追随的直接选出来的行政首脑的怀疑中表现得 
很充分。“荦 P 人不想要庇隆主义，也不要民众党，因为民众党的 
组织方法可能威胁到军队作为国家利益的解释人和监护者的统治 
地位。”①所以，当一个受爱戴的领袖开始组织他自己的追隨者 
并依靠他们向作为国家价值的仲裁人的军队角色挑战之后，军队 
就不会接受他 

美国经常鼓励监护的观念。它经常对军队弄垮它们所不畜欢 
的政府感到高兴。然后为使这一行为与其民主的良心相调和，则 
坚持一个军人统治者在较早的机会中把权力转给一个新的和可能 
安全的、基于自由选举的文人政府《从现代化葙发展的观点来 
看，第二个错误加重了第一个错误。因沟很清楚，在监护有着最 
高尚的理由和理论基础的同时，它也对政治体系有着最衰弱和最 
腐化的影响。责任和权力被分开了。文人领袖可能负有责任，但 
是他们知道自已无权而且不允许去创设权力，因为他们的行动受 
制于军人的否决。^军官团可以行使权力 * 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将不 


①《纽约时报》， 1966 年 3 月 6 曰，第 26 页 f 蒂姦 (Tyson) , « 巴西军队的 * 文职 
主义 、 （Brazilian Army^CWistu^) 未发表的手膝年 5 月，第 6 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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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对自己的行动培果负责，囡为当他们感到拥有的权力太大时， 
他们总是能把权力转回给文职人员的。我们可以认为，隨着文职 
人员企图尽力做好工作以避免军人干预，和军人企图尽最大的努 
力来逃避政治的创伤， 一抽制 衡体制将会产生。 实际上，这种 
体制对西方来说似乎都 葺最禪 糕的。 

军人被中户阶级的观卓所局限的程度表明，希望军人遂渐变 
成改革 .力量的那种期望似乎是虚幻的。例如，有人认为拉丁美洲 
将会产电纳赛尔主义，即《拉丁美洲的军队，将象近东的军队一 
样，负起同一种现代 ft 和改革的责任》”①许多拉丁美洲人 ，其 
中包括文人和上校，把纳赛尔的解决办法看作是走向社会，经济 
和政治发墀的 M 有希望昀道路。然而，这些愿望很少有实现的机 
会。 大多数拉了美洲国家 E 经起出了实现納赛尔主义的可能性《 
这搜齒家巳经极其复杂，民众的能力巳相当髙，经济上也很发 
达，因此，_利用军人改革来拯救社会的办法巳不再起作用。由子 
拉 " T 美测巳经现代;化了，所以军队的角色就变得更保守了 。从 
1935年到1944年， 在拉丁 美洲, 50%的政变以改变经济和社会现 
状靠改革主叉者的目的！从 194 S 年到1954年, 23%的政变带有这 
轴目的 〆 从1955年到1964年，只有17%政变带有这种目的》②说 
20世纪60年 ft 的巴西需要一个纳赛尔，在某种意义上知同说20世 
纪60举代的苏联需要一位斯托雷平一样。垃两种类型咋领导与这 
些国家所达到的发展阶段裉本对不上号。20世纪⑽年代，伊朗和 
埃寒俄比並可以利用二疼如 同斯托 雷平那样的改革者，在拉丁美 
洲， fi 地、 B 拉圭， M 加拉瓜乃至多朵尼.加共和国，也许年可以 
使用一个象纳赛尔那样的军人领袖 • 但是对于这个大陆高度发达 
的其余部分来说，这样一剂吸引人的灵丹 妙筠* 财鼙得过于简单 


To 


①対溫，《将军们与总统们 ） ，第 IMS ， 为 T 对拉丁美《的纳赛尔主义的可能性 
钫遇到的阻碍有一个较好的估价，请#看第136一 141 S 0 
璋勒，场 C 猞发麻 * * 第 619— 620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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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官来卞，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酋^畢有^* 行使衩 
士日渐艰难，'其次是成功地拿枚也变每更加苗#。 

主姜成员比 较少、 社会背景单一、并具¥高度的'纪#和凝眾力， 
所以在二个不太复杂、没有悬殊差别的社会$，.他:们作为领 
袖人物非常有效地活动.随着执政官式社会 . ii 吏加 分化， 
运:会 和社会 1 势力的数目也就增多了、协调和利益聚合的问 


殖也壶靜 s 益笼各起# 了。 在缺少 一个解决社会冲突所赛求的•中 
■央政 fesittk 况下： f 认只不过是儿个相对独立 和^主 的社会 
力量乏丄。们 k 得支#和_鲸合作的禅力下陴7\罘:外，单官 
: 未也_赛谈判，妥协和动 员鉍 众这些在一个算 杂两# 备中进行政 
活动所_要的本领。一个比较简单的社会能眵橡激励 P 命令和 
引齒某个目的，：但在相当分化的社会•中，政 治领神 笋必來集一个 
平衡者和 1 妥协者。 军队在 较复杂的社会中髌向牛备，择1.护，性角 
色，这先 身“辆 了他们 对融合 芦种社会势力 p ® 麽捍 度具有了某 
种认说。 1 '夂 .--■ 


不仅 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集团在一个高度复杂的 社奈中 进行政 
治领'导变神困.难，而且军队葬鏟箱以获得权力哼賢段.也开嫌 
-失去其故’力。 南用欢 李_政语行为的工真，就其本 赓畸声 ，也 
m 着僉 - iV 的扩大而^落了'。在寒头社会中和激敦 
食式&会的早期，赛力是 ★草 的，因为 a 辨是乾界的而 舞给^ 
小的参4政治者在薮导:上 i 少的而且斧，构:碎=个相辫，荦的 
网络团体 。例 鉍，在葫甸，竽人 磾珅和 玫疮领#莩嫌紫密 
联系起来 : 。①随着#.与扩_大'和社^变得 S 加复_，政变卑赛得更 
加爾难吏加 H 丛 1S.35 年到巧《年， 8t% 的玫变 

基本: t 是不流血的彳着治鱼战和其电群众性 f 与。桓是，认 
1945 年到 1954 年，溫相政变占 68 % ， 从 1955 年到 1964 年，同类玫 


:①浙伊 ， in Hi* Pro^isof itfedehniraHoo), 
见約翰 逊编： 《 不发达国家的 ^itary m Un4erdevetope3 Cosrtfw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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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仅占33%。 ①随芦以暴 力为手段的政变日益增加，其他的狂会 
力量也越来越多地俾’粗铟魴 K 加广泛的泰力形式。话宇社会变得 
吏加复'杂—所电》 播赛 翅也 St 庚了对抗宰搴行劫的竽段 i 如果有 
雉试图要截薄他韵由顯益;' 他 mat 邱_苡诌己逋赛为形式余獯艄 
形式进行报复^例如，在1如4«醮马粒推蟾豉校的車件和 M 46 
年柯根旌庇隊购巩周性蒙#雕戚 嫌了 董要角仓：@当各 
种集团都参奋 政治財 以爨今嚷裏狭 StR 渰鐘镰#比逋黹食劫舆跑 
政变曲 r 有我 r •泛供 IM ® 於趄葚工可以电龙璀蓍》植先士 - 止希 
特勒夺权 〆 屏样 sapiwafi ；. 啻庭珐变的抟统也在彷 S 3 年被打破 
z . 军队 曲眾叛 ftiar 祖款变萌班产生了一次内龜沩劳工、 
鲰进分 笼赛赛他集团酈®持攻府=在否决型政变讎 S £ fe 极端南枘 
壬中， fEXft 识 ：3 JJTS 班民其”味螬謫政府抵核 K A 華，；文在正 
规军夺杈这前与捆梅抗嫌* . : . n ^ v: : 

所以，，一系 列军事兹变遂沲减少 TT 政赛的 耷鼸1^牧力和政 
策的变更所窬要的要衣: 》许多集灌太间复杂拥&费 逑掛， 赛么則 
瘅血諷的内 故，:由于政乘的苑属被扩大字 i _ : 馨濟寶褥不那么频繁 
了但却更致命 。正 如狡斯採弟经指出 * 

1二百年以補，:首相可能被《遂或灶决，苏丹可能被度 
»或谋杀，然而，+滅匠人、村民或者牧人#很少注意枉何 
变化, is 反，在今夭,任何政 治睫杀 或政变一~■有时甚至一 
次纯择的选举一 一嫌联 珣于伴之以广泛的簪察力至军事行 
动，：迸®大规模逢捕和斑适、.报缅停利和政治审判寒，如桌 
说不稳走鑌经只篆表面上的涟嫌，撖么它繾在财吞没了 Si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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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n Africa), 兕阿尔褰德和科勒旻 （Gabriel Almond and james S.Coiemaxi) 
编 t 发展中地 g 的政洽 KT& Politics Of the Devrtopint Areas), 腎林斯顿大 
学 ki 版社 t i960 年阪華498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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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D ® 

在暴力是管理的一个关键部分的社会中，管理的民主化也意 
味着暴力的民主化。政变 一 国内暴力的有限战争 一 可能会被 
由社会上不同阶层卷入的革命战争或其他暴力起义所代替。可以 
相信，保守分子在新兴集团的要求面^^文雅地后退，由此则可以 
达到一种和平变化的发展过程》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随着军 
队在社会和管理中所扮的角色的减少，暴力角色便会增大。 

军人在旨在否决扩大政治参与的政变中夺取权力，只会给政 
治体系带来暂时的调荆。那些参加政变的集团通常是借着阻止或 
扭转他们认为有害于政治秩序的趋势的愿望联合起来的^ —旦军 
队掌权，政变联盟钛开始直解了。它可能裂变成许多小团体，而 
每个团体都企图达到自己的目的》它更经常地是分为两个庞大的 
派别 • 激进派和稳健派，强硬浓和温和派，游击分子和法律主叉 
者。稳健派与薄进城的斗争是围绕着一費问题展开的，但典型的 
关键问题是把权力还给文 职人员 《毫无例外，通过否决型政变掌 
权的军官团答应很诀放弃权力丼恢复正式的文职人员统洽 * 但 
是，强硬派认为，军人必须留在台上以永远阻止那些失去权力的 
文人集团重新掌权并对政治体系强制推行结构性改革。强硬派通 
常在经济方面是国家主义者，在政治上则是专制 性的。 另—方 
面，.稳健派通常把政变的目标看得较力有限。一旦遵到反对的政 
治领铀被赶下台和一些玫治和行政变化巳经出现，他们就感到他 
们巳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从而准备退到政治边线上去了。正如 
在标志着中产阶级在政治活动中兴起的突破性玫变中—样，在否 
决性政变中，稳健派通常首先掌权。但是，他们之所以是稳健派， 
不是因为他们愿意与现存的寡头制妥协，而是因为他们想同方兴 
来艾的大众运动相妥协《另—方面，激进派坚持政治参与的『 


①拉斯托 （Dankwart A ■ Rustow) , « 近东的政治与西化 》 (Politics and \Ye- 
stefnizatioii m the Near East) f 普杯所顿，国际研宄中心 * 19S6 年 t 第 1 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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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在矣破性政变中，激进游不与寡头制相妥协> 在否决性政变 
中，激进派不与大众妥协。一个促进历史发展， 另 一个则阻碍历 
史 前进， 

稳健派和激进派的分野意昧着否决性政变，如同突破性政变 
—样经常是成双成对出现；初次政变总伴随着一次巩固性政 
变，在这种巩固性政变中，强硬派企图推翻稳健 派并® 止把权力 
交回给文职人员。但是，萑这种情况下，巩固性政变不象把政治 
参与扩大到中产阶级那样容易取得成功。例如，在1958年和1962 
年的阿根廷，想把权力还给文职人员的军人稳健派曾企图压制那 
些想阻止这种权力转让的游击分子。在1960年和1961年的土耳 
其，格赛尔将军也能眵击败由激进的上校们所企图发动的巩固性 
政变 - 在1961年军事政变之后的南朝鲜，在高级领袖和年轻上校 
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前者较希望把政权还给文职人员或文 
职人员化的军人统治，而后者则坚持军人必须丧期保有权力以纯 
洁南朝鲜的政治体系。在1962年秋，朴正熙将军表示他愿意使他的 
统治文职人员化，而且他将在公开选举中竞选总统。在1963年 
冬，军官执政团的成员抗议这个行动。但是,稳健派逐渐获胜了， 
并于1963年晚秋举行了选举。另一方面，在继1962年3月缅甸政 
变之后的斗争中，稳健派却央势了，他们的代言人夺义准将，因 
为赞成恢复文人统治而于1963年2月被逐出政府^ 

监护性角色的基本困境包括了两个假设 i 军人高于政治和军 
人应当干预政治以阻止政治体系的变化。军队的监护性角色基于 
这样的前提：军事干预的原因产生于政治体系临时的和非正常的 
混乱但实际上，原因是政洽体系所特有的而且是社会现代化所 
不可避免的结果，人们不可能仅仅通过清除某些人而消灭这些问 
题。另外，一旦军队阻碍另一个社会集团占有权力，制度的和个 
人的自私自利就会结合起来使军官格外担忧，_如果他们放弃掌 
握否决权的话，他们就会遭到报复 a 所以，千预的动机提高了， 
而且军队坚决要求确保被夺权的集团永远不再获得职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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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4 月，巴西军队在一次政变之后所面临的选瘅，也是 
每一个采取否决性政变来干预政治的军队所要面临的块'择 B 正如 
蒂森当时所写的，“巴西军队必须作出进一步卷进巴西政治的选 
择，从而让经常的意觅分歧来损害军队的统一，或它必须允许其 
它集团和新兴集团为有效的政治行动而组织起来，从而交出其垄 
断权和.最终裁判者的地位。” ® 虽然，从是否保有权力或者把权 
力交还给文职、员以及是否采纳或者抗拒政治参与的扩大的角度 
来看，以这种¥式来干预的军队能够往四个行动方向中作出选- 
择》但是，每一个选择対军队和政治体系来说都要付出代价。 

t . 交还和限制 （阿兰 布鲁的 选择） o 军趴在短暂的銃治和清 
除一批政府官员之后把权方还给文职入员，伹埤续对新集团获得 
政治权力加以限制。但是，干预的需要几乎毫无例外地会再涔发 
生》例如，在1955年，阿裉廷军队推厢了庇隆^经过一培斗争， 
温和派在阿丝布鲁将军领 导下， 打败了强硬派，而将权力归$给 
了文职 人员。 随后举行了选举，一个稳择分子，弗朗蒂兹被选力 
B 统。.在以后的选举 C 1962 年〉 中，庇後主义者证实他們仍然有 
三分之一的阿根廷选民的支持。因为这个原因，弗朗蒂兹总统被 
迫妥协并企图以某种方式与他们合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军 
队被迫苒次千预并抛弃了弗朗蒂兹。尔后又举行了新的选举，庇 
隆主义者被禁止参加，而中 央主义 者麻得了全部选票的 26 % ，伊: 
利亚当选总统。但是，庇瞋主义者依然是强大的 * .军队坚持反对 
他们参加政权。所以，政治体系仍处于执政官式状态中_，.军人掌 
握着否.決权，并随时准备干预。当 I 366 年伊利亚的统治动荡时， 
军队'不可避免雄重新介入了政治。这种状况同秘，鲁在 19 S 1 年到 
1963年时的情形相同。当时，军队三次千预以阻止钶普里斯塔斯 
党重新掌权。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监护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实 
际上,军队已经放弃了他们是周外的、玫治秩序的公平监护人的 


①蒂 S , 同前引书，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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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相反，他们巳经成力政治舞台上积极的参与者和竞争者， 
利用他们的优良组织和武力威胁 * 来均衡其他集团 影响下 的群众 
和选举的力量对比。 

这一模式的各种限制的另一个例子是 缅甸。 19&8 年， 当执政 
的人民反法西斯联盟解体时，奈溫将军开始掌权，取代了吳努总 
理的政府。但是，奈温明确表示，他希望把权力还给文职乂员， 
并尽 t 切努力减少他的军人政权在政治体系中造成的变化。1960 
年，他确实放弃了权力，并举行了选举，由两个政党竞争，而吴 
努再度当选。奈温犹豫而诚实地把权力还给吴努,但是,两年以 
后，情况又恶化了，奈温将军又被迫干预并推翻了吴努《 这次， 
奈温的千预是一劳永逸的 e 吴努及其僚属们被监禁，而奈温明确 
指出他愿意长期掌权。 

2•归还和扩大 （格赛 尔的选择> a 军人 领袖把 权力还给文职 
人员并允许他们以前所禁止的社会集团在新的情况和新的领导下 
掌权。1960年，土耳其军队推翻了门德雷斯政府之后，军队处决 
了一批前政府领袖，但是格赛尔将军仍坚持要把权力还给文职人 
员。1916年举行了选举，主要的竞争者是军队所欣赏的人民党和 
以前支持门德雷斯的正义党 a 没有一个党赢得半数以上，格赛尔 
却当选为总统，而人民党组织了一个脆弱的联合 政府。 但是，很 
清楚，在土耳其，主要的投票集团是赞成正义党的，关键问题在 
于，正叉党是否能温和得不去得罪军队和引起干预，军队是否胸 
怀宽广得允许正义党去通过和平选举掌权。在阿根廷，在庇隆主 
义者与阿根廷军队的关 系中， 这两点都没有做到。但是，在土耳 
其，妥协和溫和占了上风。军人激进派准备第二次政变■的企图被 
得到髙级军官支持的政府粉碎了 I 在1965年，正义党裒得了议会 
的绝大多数并组织了一个政府》军队允许这个由商人和农民组成 
的联合集团执政，而这个集团以前在门德雷斯輝导时，曾被军队 
赶下了台。我们可以猜想,土耳其军队在新的危机 C 例如城市工 
人阶级要求分享权力）发生前，是不会干预政治的_ 1958年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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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拉的军趴和 1966 年危地马拉的军叭，也默许它们原先所反对的 
社会集团和政洽势力掌握政权。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获得职位的 
文人领袖都同军队妥协，同意接受军队所限定的条件，至少要放 
弃对军人执政时的行为采取 报复行动 8 

3 .保留与限制（布兰科的选 择〉。 军队可以保留权力并继续 
抗拒 IT 大的政治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们有什么相反的意 
图,他们仍被追采取更多的镇压措施。这是巴西军队在 1964 年 4 
月政变，推翻戈拉特政府以后所遵循的路线 e 政变产生了一个由 
商人和专门技术人员所支持的军人政权。但 196 S 年的巴西全国大 
选，表明选民的多数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这件事激怒了军人中 
的強硬裱。他们要求取消选举的结果——正如阿根廷军队在 1962 
年所做的那样，以及 1961 年年轻的土耳其军官所试着要做的那 
样》在土耳其，格赛尔将军成功地镇压了强硬派所谋划的政变。 
在 E 西，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好象在重演相 同的剧 目。人们猜想强 
硬派会试图推_温和派总统布兰科将军，实行专制统治来阻止反 
对派获取权力。另一方面，许多人也猜想布兰科能够鼓动温和派 
舆论，击败强硬派的企图 B 令人叫绝的是，布兰科不是去阻碍政 
变，反而决定由自己来领导一次政变，中止 议会， 取缔玫党，对 
政治活动和言论自由施加各种新限制。无论他采取这一行为的原 
因焉疗么，这一行动的结果是使巴西不可能遵循土耳 其模式 ，造 
成妥协，钍巳经净化过了的反对党和平埯童返政治 舞台* 但情况 
进一步两极分化，巴西军队在过去曾以能够遵守一种严格的、非 
政治的监护人角色而自豪，而现在却发觉自 B 巳经不能放弃权力 
了，否则他们所极端_仇恨的集团就会得到权力。为了消除候选人 
向大众求助的可能性， I 966 年的总统选举是非直接的并且是由旧 
国会主持的，而且这个旧国会中的许多反对分子巳经被军人清險 
了。在这次竞选中，没有皮对派侯选人与军队的侯选人谢尔瓦将 
军竞争 a 在后来的新国会选举中，军人还对反对派侯选人作出了 
许多限制和 约束， 


， 230* 


4 .保留与扩大（庇隆的选择 ） 。军队能保有权力并允许或者 
实际上趁机扩大政治 参与。 当然，这是庇隆遵循的路浅，哥伦比 
亚的比内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在这两个例子中，军官通拉不 
同的否决型政变获得了政权，接着通过把新集团作为他们的支持 
渚纳入政治之中以改变其政治 a 础。这种行为的代价通常是双重 
的。它使军人领袖与原兜的军队支持者疏远并因此增加了受保守 
的军人政变攻击的可能性。它也趋于加深保守的中产阶级与激进 
的大众之间的对抗。从某神意义上说，它颠倒了寡头式政官统 
治社会的模式。在#头式执政官统治的:社会中,通常是一个出身 
卑微、具有群众基础的煽动家放弃其群众追随者 ，以 使自己被精 
英接受。而在这里，一个中产阶级的领袖抛弃其所级，：以蠃得大 
众的追随。军队的司令企图变成一个深受众望的独裁者。但是， 
到头来，他以与文人对手相同的方式和由于相同的原因而失敗。 
庇隆走了瓦尔卡斯的道路 * 比尼拉遭受了托尔的命运,他们的努 
力被依然忠于监护性角色的、他们先前的战友否决了。 

第五节从执政官统治到公民秩序的 
建立： 作为制度建设者的军人 

在简单的社会中，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可以推动政治制度的发 
展，而在较复杂的社会中，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则是使典 
同体更具有兵同体的性质，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互作用是能 
动的和辩证的：最初，社会秩序在形成政治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主 
要角色1而后，政治秩序在创立社会秩序方面又充当更重要的角 
色。然而，执政官式社会却陷入恶性的循坏之中 f 能自抜。在其 
较简单的形态下，执政官式社会缺少一致性，这&碍了政治制度 
的发]4。在其较复杂的形态下，一致性的发展又因缺少有效的政 
治制度而受封了 阻碍。 因此，执政官式社会中存在着促使其自身 
在这种状态下雜续存留下去的强烈傾向《态度和行为模式一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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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很容身 k 续，掉会—再 重复。 这种执政官式政洽巳根植于 
访社会的文化之中了， • 

因此，执政官主义在某些文化由 （.如 西班牙、-轲拉伯）比在 
其它文化中31容為滋生,并趋于通过 玫治参 与韵扩以及较复 
杂的现代社 会结輛 的形成而在这种文化中继续生存卞去。拉丁美 
洲执政官 主义产 、生的原因，首先在于港民地时代采曾给拉丁美洲 
留下任何政治輔男外，拉丁美洲各国曾为图&法国和美国中 
产阶级共和国的__度移植到 19 世纪初期拉丁美__寐种高度寡头式 
社会4这杏是产+ 生叔政食主义的一个根游 e 两拉伯世界的叛致官 
主文谢_ 源字 wfe 估齒家在奧斯曼帝国征服卞时康溃,..以及奥斯 
:曼帝 国的长掏蜣备。.因为这种征脤使阿拉伯世界从很 》 的制度发 
展水平拔化务膀;弱的外族统治。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盼兴起，这 
祕挨统治奂去了合法性，此后，阿拉伯世箅的大部分国家又改 
洗法國、英国的丰殖■民地^这种历史经验助长了阿拉 ttS ： 化中长 
期延续的 v 可与拉卞美洲相提并论的政洽上腌弱不堪的親向。个 


人和集团间的异不信任和仇视，使政治制度化的水平长期处于很 
低 下的犾基这种妖滅由 现在一 种文化 申时，就 必然会产生这 
样的 问题， 匆何聲笨乌种_形呢？在什么情况下，一种由各种玫 
治化的社会势力所梅成的社会可以转变为一种拥有合法性和权威 
:栓 Mr 社会赛 % 这种 桂会中，可以使读社会 妻脱这种困境 的关节 
■■点 -在 邨里呢 '■? 扁就什 么可以创造出使执政官式社会转变为 公民社 
会所必需的共 j 苛利益和一体化 玫治制 度呢？ 

这些网薄弃 没有现 成的答索》然而，对于社会从执政官的混 
乱状态商公矣秩存的转变，可以作出两点基本 概栝。 第一》这种 
发展在現代化#玫治参与'扩太这锃中发生得越早，社会为 ft 付出 
的 代价 也就越 I 枏艮，社会揉 fe 杂，要建立-体化的玫治 M 度 
就越困难。第亡，在扩太數洽参与酶-个阶段，采取有效玫治 
行动•的可能往的大本，■振本掏的社会集'团 和不同 据赵的 Bt 治领袖 
而有所不同 D 对处于皺进的执玫官骱崁的&会来说》致力于塞立 


持久性的致治制度的领导人物显然只能产生于中产阶级，并杏必 
须依靠中产阶级。有些人曾争辩说，英雄式的魅力型颉袖可以充 
: 当这一角色。的确，如果传统的政士制度很脆耨、出现崩 
推翻，那么权威的建立通常会依赖于那种企®用裔_人格被亨 
力灰逾越传鲩与现代性之岗的差距的个人魅_领袖》複如这秦 
初袖 能够把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庚初说他们是可以推动制度 ft 
咦展, 并廠演'“大立法者”或“开茵之父”的角色的。马基亚森 
利认为，改革腐化政体或鹿立新政体，必定是单独一人从事 
: 事业。•外人利益和制度化的利益之甸是存矛瓣 的/我 
-力的制豉电蠢味着赛限:制魅力型_个人本来可控 IS 心解 
拟运用的权力。 可也捧 为槲度建设着尚人， 懦本 个人;的力来建 
立玫治制 S ， 孢如果他不放弃个人权力，那么也就免浩建立政治 
制度^敉威与 ift 力型的权威是对立的，檐舍齄力迤 
的领袖试图建立稳定的公共秩序的制度/他们就会無本自己 8 
诗以 B iar 在施进的裱政官式社圣’丰 V —# 也冉政也制度是 
-可以从那种蹺知只代 衾块溢 的种族或备齡集团_洽鱼织中派生 
出来御，俞楗裹4种组织必须使自己的号 召餐越 《 t 知使其得以产 
生的社备势力的范言。婊而，执政官式社会的政治技动力却 h 典 
着这种发展 B 在这种社会中，社会冲突的桂质#滅糸组织的范國 
矣♦-%竟有限，使其更专注于自己特索抽利益,更_赖岧己特 
有的效 fe 活动手段。那些奄无@忌地遍承个 '人舜 益的能得声 I 
直辏的 拫偿，而那些 ir 图？ R 合各种利盎的入都賄获奩我。 ： 

-@此，从理畓上讲，制度 i 设事也的#为有效的裱导杳&轶 
来自抓种并不直接认同于特定种族 w 痉济娇层艳麩囲^茬 二楚赛 
度上说，学生、宗教领袖和军人袜属手七奐秦 团厂 然耑，历史表 
在僉治制度南发展中充当建设佳角色的眛本是学生，也不* 
宗教领袖。从本质上看，学生是反对现存秩序的，因古他《—晨 
不具有_立权威或合法性原則的故汸 <• '学生和宗教 A % 发动示 
威、骚动和起义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学生政府却史无尭例，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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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性政府也是寥寥无 几》 

然而，在激进的执政官式社会中，军人却拥有较强的建立秩 
序的能力。历史上不仅发生过军事政变，而且也出现过军人政府 
和产生于军人的政党。军人的 ■凝 聚力和纪律性很强，并且是科层 
化的。 军官 f ] 可以组织一个政府 I 而学生和僧侣却不能。军人干 
涉的有效性不仅是由于军人能够控制或使用暴力，而且同样也来 
_于其组织 f 的特 征。. 政治暴力和军人千预政治之间既使存在相 
关性，也是不规则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发生的大多数军事政变， 
造成的人员死亡并不多。学生骚动、总罢工、宗教性示威或种族 
抗议却往往会比军事欢变造成更多的死亡。因此，正是军队那种 
优越的组织能力.使军人介入比其它社会势力的介入更有戏剧性和 
危 险性*但也 吏具有 潜在的建设性 B 与学生的介入不同，军人的 
介入虽舉被许多人看作是执政官式社会中灾难的根源，伹实际上 
它也可以成力医治社会创伤的手段》 . 

军人奔当促进发展和现代化的角色的能力，取决于该社会的 
社会势力之间的组合 * 军人在执政官式社会中的作用，会随玫治 
参与 水平的 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寡头阶段，军人领袖和文职领袖 
之:间 一般没有多少差别，而且政治舞台是由将军—或至少是拥有 
将军头衔的人所主宰的。当社会巳进入激进的中产阶级阶段时， 
军官团作力一种制度的雏形通常已鲜明地形成了》军人和其他社 
舞势力都拥斉攀 响力。 并且，在界限 狭小、 毫无扩張能力的政治 
'体系的程架中，也会形成有限的玫洽制度化 * 存此期间，军人的 
介入是周期性的，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轮流上台，更强有力的、 
更能与之抗衡的文职集团也会逐渐形成。最后，在大众式执政官 
阶段，军人 的影响 力会由于大规模的民众运动的出现而受到 约束， 
S 此，在激进的执政官式社会的初期’依靠罕人建立政治制度的 
可能性最大。 

一个社会要摆脱执政官统治的状态 * 就必须把都市利益和乡 
村利益结合起来，并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激进的执政官统诒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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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社会面貌 是城市 和乡村 的分离 t 政治就 是都市中产阶级各集 
团间的争斗， 而 它们中没有哪 个集团 意识到必須促进社会共识或 
政治 秩序。 建 立稳定 的社会 前提条件是， 在 农村占 统治地位的社 
会势力重登政治 舞台。 知识分子有头脑，军人有枪杆，而农民都 
拥有人数和选票。'政治稳定要求这三种社会势力中至少两种势力 
之间建立联盟。假定中产阶级中两个政治上有表送能力的成份经 
常处于敌视状态，那么知识分子与军人联盟反对农民的情形就会 
极为少见了 B 倘若这种联盟真正出现（如在凯米尔统治下的土耳 
其），它也只会提供一种暂时的、脆弱的稳定，最终这种稳定还 
会由于乡村民众参与政治而被破坏。 相反， 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联 
盟常常意味着革命 t 摧毁现存的政治体系是建立新的、更稳定的 
政治体系的 前提。 建立稳定统治的第三条道路是军人和农民形成 
联盟，反对知识 分子。 正是这种联盟的可能性，为军人提供了完 
成从执政官式统治向 公民秩 序转变的机会 o 

军人创建稳定的政治制度的能力，首先取决于它使广大的农 
民群众认同于其统治的能力，以及动员农民在支持自己的条件下 
参与政治的能力。在许多情形中，在激进的执政官统治初期夺取 
政权的现代化的军人统治者，都力图做到这一点。这些军官本身 
往往来自于农民阶级或与农民阶级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比如， 
本世纪 40 年代末期，南朝鲜的大多数军官都“出身于地位低下的 
乡村和小城镇①在 60 年代初期，南朝鲜的军人统治者 * 都是 
些年龄在 35 至 45 岁之间的出身于农村的年轻人，并且很多人对贫 

穷都有过亲身体验》这些人自然而然地 具有农 村取向-即对农 

民有同情惑这种人在看待都市化的问题上是有—宾孑盾的。他 

们在想，都市化不正是近年来南朝鲜政诒-确切地说是南朝鲜 

社会生活中，那些道德败坏，腐化以及自私现象得以滋生的温床 
吗？然而，这些人也认识到，南朝鲜的经济现实要求更多的都市 


①享德崁，《朝鲜：旋风式的政洽》，第 3 昶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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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V 西不是夷少的都市化。军人集团很明白，工业化是解决这种劳 
动力迳轲的社会的关键^ ” © 

052年埃及政变的领导人也具有相®的社会背景。 * 军队总 
是由埃.及 A 和农拧人组成的，军官都出身于农村中产阶级。”纳 
吉拍证实说 V “军官团基本上是宙文职人员> 士兵和农民的后代 
缠成的 ” e @在缅甸，与西化的政治椅英不同，军事领袖“与信 
诹教 的农民 关系瘅切”。 ® 军人的这种农村社会背景常伲使军人 
政府 ft 先考虑簡使农村中的多数人得益的政策。在埃及、伊拉克、 
土耳其，:南朝鲜、巴基斯坦以及从军亊政变中产生的政府，都曾 
采取过土地改革的措施。在缅甸和其它国家，军人政府:的财玫预 
籌都优:先照原农亚发展规划，而非都 市发展 规划。嬴得农村中人 
数«多 v 最 规寅力'的社会成份的巨大支持，是现代化中国家实现 

播定描前揉条対^这一点对军人政府和其它任何形式的攻府 
都是适用的《 —个没有鶬力東得农民支持，仅靠军队和城市捸腰 
的军太 ■敢椅，耗会缺少賴以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 

-. 热而 ，:- 农民的支持只是军人政府得以发展政治制度的前提。 
現代化军入政权的合法性，最初来自于它对未来作出的'许诺•但 
绿锋这种合法性源皋是会渐渐枯竭的"假如该攻权设有建立—种 
使某种合法性厚则得以'制度化的玟治结构，结果就会出现一种军 
人裹头软抬 V . 俾玫扠在那砦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寒头之'间往 
复交舞。珠#:军人寒头政权不拥有吸收新的社会势力的制衆机制， 
因此，，资租爾峋着被新的社会势力所推插的危险 r 诶及和鑤甸可 


® 罗伯待 i A ，斯卡拉皮诺 （Rotert A ■ Scalapin ^) ,嘲鲜应走哪条 珞?* 
(Whvck Route for Kot^tty , 《亚 洲观寒 》 第 tl 期 <1%珠9月） ：， 第 UM * 

© 玛尔马特，《野心与摩擦 > ，第 2 章 _ 第 25 、站页 5 拔哈歐黴 • 纳吉布 （Mohar 
mmad Naguib) , 《埃 及的 命运》 （ Egypt’s Destinr) t 花气城，双戸出芦公司那 5 

年版 ^ ^|4 一 J.5Ko > 

&约翰 H * 巴杰利 (John H. Bad&ley) ， * 缅甸： 社会主义■和两个政汾传统的# 
系》 {Burma^ The Nexus of Socialism and Two Political Traditions), 软*亚洲 
观察 s 第 3 期 )1963 年 2 月），第犯-^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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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一段时期内会保持一种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姿态，但如果这 
两国不能建立新的制度结构，耷们的命运同泰国将是一样的》 
1932 年，泰国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军人政权，并推行过一套全面 
改革的方案。但过了一段时间，该政权的改革千劲就耗尽了，它 
后来演变成了一个悠闲自得的官僚寡头政体》 

与魅力型领袖或某种特殊社会势力的领袖不同，军人领袖在 
创建政治制度的过程中不会面临难以解决的困境。军人作为一个 
集团，能够在使杈力制度化的同时，继续保持政权。在他们的个 
人利益与政治制度化的利益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冲突。从某种兼 
义上讲，他们可以把军人干预政治转 变为军 人参与政治。军人千 
预违背现存的一切竞赛規则，并破坏软治秩序的完 寒性和 合法性 
的基础9而军人参与却意味着军人为 建立新 的政治制度而参加政 
治竞赛 。军 人最初的干预可 能是非 法的，但当这种千预较变为参 
与时, 当军人承担起建立新的、.使军 人和其 它社会势力今后不可 
能也没有必要再进行干预的政治制度的责任 时，. 这种干預便获得 
了合法性。使政治过程中_街或终止的 埤期性 军人干预是执政官统 
治的实质。不间断的军人政治参与可能会使一个社会摆脱拱政官 
状态^ 

在激进的执政官式社会中，阻碍军人充当这种角色的主要 ® 
素，并非产生于客观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而是产生于军人对 
政治以及对他们自己的主观态度。关键问题是军入反对政诒活动。 
军人领袖很容易自命力社会利益的监护人，自视为高 瞻远願 、公 
正无私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伲迸者。但是，除了极个别的情形以 
外，军人领袖几乎总不愿承担政治组织者的角色*尤其需要指出 
的是，他们对政党持否定态度。他们试图在没_宥政党的条件下统 
治国家，结果，他们便阻断了有希望使他们的国家走出执政官统 
治®境的主要通路。阿尤布•汗曾仿模着乔治 •华 盛顿的说法指 
出，政党“分袋民众，蛊惑人 心”， 并使民众容易“为无耻的煽 
动家所利用。”他又说：立法机关应该“由品质高尚，有聪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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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而且不属于任何政党的人组成。”』纳赛尔宣称，“政党是 
分裂性势力，是外国人的安插物，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工具。它试 
图分裂我们，在我们中间制造分歧 ”© 同样，当吴奈温将军讲 
到1958年他夺取政权后，两位政治领袖如何找上门来，要他组织 
和领导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党时，他说：“我把他们打发走了。组 
织另一个政党又有什么用呢？我必须站在政治之外，以确保下次 
选举的 公平。 在缅甸，如果一个政党不腐化，就不能在选举中 
获胜。当时假若我接受这种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党的提议，我自己 
必然也会腐彳因此，我不准备这样做 # ”®吴奈 溫的话 很好地 
说明了军人既想参与政治，又想洁身自好的愿望。政治、政党和 
选举都腐化了，宰人必摘干预，以便进行清理整顿。但军人自己 
却绝不能由手参与政党钕治，而受到污染和 腐化* 改革式的或监 
护式的军人政商 Ifc 台后的第一个行动，通常都是度除所有的现存 
政党。1943年，罗森将军在政变成功后的第二天宣布说， “現在 
不存在任何政竞，存在的只是阿根廷人。”这种态度可以说是极 
为普遍的。 莱尔* 麦卡利斯特在概括拉丁美洲军人的观念時指出： 
“政治（除行政部门外）就是 * 党派 紛争％ 政党是 * 派系、政治 
家是，‘搞阴谋*或‘腐化，的代名词；表达公共意见意昧着 （ 不服 
从，。 B © 在社会各个集闭中，军官最倾向于把政党看作是社会分 
裂的动因，而不是建立共识的机制。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没有政治 
活动的共同体和依靠命令实现的共识 □ 由诋毁和贬低玫治的作 
用，军人阻碍了一个社会实现该社会所需要、军人所珍视的共同 

①栽《黎明 * C 卡拉奇）1960年6月16日，转引自 !>_p ‘辛哈尔 (D * P - Singtal ) , 
基斯坦尚新宪法 》 CTKe New Constitution of FaiisUn ) , * 亚洲观察》第2期 
(19 W 年3月），第 I 7 页。 

©纳赛尔，《在北部地区的讲湞集年2月-~3月> » (Seeches DeUwred 
ia the Northern Region ), 第 88 页。转引自玛尔 马特： 你0与摩搛>， 第6章第37 

°⑤引自帝赖恩，克罗泽 （Brian CroziflO ，《清規以巨》 CTb * Mwaiag ) 

敦，梅休因出版司1963年版，第73页《 

® 麦卡利斯特，同前引书，第 1 S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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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 

囡此，军人领袖陷乎自 a 的主观偏好、价值观 金与社 会客观 
的制度需要之间的冲突中不能自抜。社会对制度的需要一般表现 
为三个方面《第一，社会需要这样的政治制度，即它们能反映现 
存的权力分布，烜同时还必须能够吸引和吸收新出现的社会势力， 
从而能够麻立起一个独立于最初陚予它以生命的那些社会势力的 
制度实体。实际上，这意味着政治制度必须反映巳掌权的军人集 
团的利益，同时还要拥有最终使自己超越军入集团利益的 能力。 
第二，在军人掌握政权的国家中，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官僚行 
改机构，常常是很发达的，相反，被认为是靨行阐迷功能和利益 
聚合功能的输入端，却混乱不堪。以军方为首的官僚行政机构, 
闻时承担窘政治责任相行政责任0因此，社会_要可以娇正这种 
局而的政治制度，需要能把政治功能和官僚行政机构区别开并使 
斿者只限于执行其自身专门任务的政治制度。第三，社会还需要 
能够控制权力继承问题的政治制度< 以便便权力可以在不诉请政 
变、暴动和其它流血冲_突的条件下，从一个或一些领袖手中转移 
到另外 一个或一些领袖手中《> 

在现代和发达的政体中，这三项功能基本上都是由政党制度 
来执行的。然而，由于军人厌恶政治，特别是厌恶政党，因此， 
他们很难建立起能够执行这些功能的政治制度。实瞎上，军人力 
图躲避政治，力图把政治理想化，他们:认为，如果其他较容易处 
理的问題被解决了，那么政治冲突和共识问題也就会备熬迎穷而 
解。在某些国家，军人领袖也曾经主动创立过政党。但—般来说，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建立非政洽性、至少是非政党性的组织*如民 
族协会等，来填朴政治制度的寘空。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这 ® 
组织都无力执行那些必要的政治功能，这就促使这些组织 的郜立 
者去接受实际上与某种政党组织相类似的政治组织 

民族协会所以能吸引军人的兴趣，是因为其成员具有广泛性， 
并且军方可以把它当作动员和组织民众去实现他们假定每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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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同向往的国彖发 Mste 的手段。军方的模式是一种“非政治连 
的国家建设模式》。这种模式不承认任何社会生来就存在着利益 


与价值之间的冲突 I 不过在迅速的社会变革时期，这神冲突极为 
普遍 * 因此，这种搀式不能擇供调解冲突和协调利益的方法 。 ① 
缅甸军人在1958— 1960 年掌权期间创立了一个超党派的组织- - 


民族团结协会，旨在促进政治参与，防止政治腐化和政治冷漠。 
但这个协会旣没能体现缅甸政治体系中权力分布的状况，也没能 
反映该政治体系中政治参与的水平。结果》它既不能成为官嫌行 
玫机构的翻衡力 *, 也不能提供控制权力转移的组织结构0 

该协会存在的这些缺陷促使缅甸的军事领导人改变了. 俾们对 
政觉缉织的敌裡老度。1962年，他们再次掌权巵，便选择了一条 
与以前不同的制度建谭鼠路■•这一次他们揆有建立大众性的组织, 
而是建立了一种被人称为骨干党的缅甸社会主义，规划党，该棠寅 
在执& 的政党基本功能，如选承称为干部的核心人员，通 

过委之以重任训练和考验他们，等等用一位观察家的话说， 
这种骨千党为《每一个成员都提供了一套非常严格的纪律规范， 
包括有关派系活动、利益冲突、个人收入、：礼品馈赠与接受，党 
的机密、纪律处分、党员的求知、自我批评以及接受.*缅甸式的 
社会主又道路，等方面的规定。” ® 这个党试图羾，民主集中制作 
为自 B 的棊碡,并试 S 成为奉来的群众性政党的先锋。 

埃及伸发展过程也与此相似。 I 952 年 7 月的“自,由军宫”政 
变是一场典單的军人改革运动》在政变 舁的两 年中，以革命指挥 


©|©由#斯*希斐 (James Heapher ) ，《埃及织：祁政治的国家逢漫樓式 
的购 g * Egypt ； InAdtcpMcite Of Nbnpolitkal Mod«I for 

N » ti ( ui -« iai 4 i ^) ，眘*世界政治》第 18 期 ci %6 钜 1 习） .* ^7-178 Ko 

②弗言德. R i 净•梅@ (Fred R*yoh der Mrtitfeii) p 甸的社会主义道略》 

(The Burmese to 纽洲规察》第站 BU96 阵3月>，第 133页。关 f 

*民81团培协会"见里査德，布特韦 (Ricbart Bfliweli) , 甸人的新 

观念 》 (Ttrt New Politic*! Ontltwfc in Burma) ■ 远东 观察: * 第 29 期 （1960 年2 
月），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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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军人领袖，有步骤地消灭了竞争对羊的 
合法性渊源和对民众的影响力。国王立即被放逐，一年后君主制 
也被废除》三个本来可以向军方领袖的权力提出挑战的政党—— 
瓦佛特、共产党、穆斯林兄弟党，被依法禁止，其领袖都受到起 
诉和监禁。1954年春天，纳赛尔在自由军官内部战胜纳吉伯，意 
味着军方最终抛弃了议会制度。到 195 4 年底，政变以前的所有主 
要政治合法性渊源和政治制度不是巳被摧毁，就是巳被搞得威信 
扫地。事实上，政治地基已被清扫干净，现在的问题是，如若可 
能的话，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以取代军人统治？ 

1956年，一部新宪法生效，该宪法规定拫据民选结果建立国 
民议会。1957年选出的第一届国民议会和1964年选出的第.二届国 
民议会，曾多次批评政府的规划，并使政府对它们作出了某'些修 
改。 ® 然而，权力仍然集中在执政的军方领袖，特别是集中在以 
99%的选票芷式连续当选为总统的纳赛尔手中。显然，正式的政 
府结构形式本身不太可能提供使权烕合法化和组织大众参与的机 
制。为建立能够弥补制度裂隙的政治组织,军方领袖作出了更认 
真的努力。与此有关的是军方领袖先后创立的三个民族协会第 
—个是解放协会，建立于1953年1月，此时“自由军官”手中的 
权力尚未巩固。纳赛尔说:“解放协会并不是一个政党，它是为了 
在新的和可靠的基础上重建让会而组织民众力量的一种工具 
然而，懈放热会的确执行了政党的某些功能，它充当了 一种供 
军方用以动员和组织民众支持的工具，以反对其它政治集团，特 
别是穆斯林兄弟党；军方还利用它来浸透和控制其它群众性组织， 
如工会和学生集团，它在执行这些功能时，表现得很出色，然而， 
1954年，革命指挥委员会权力的巩固，使解放协会失去了继续存 


© ilP，I •瓦蒂斯 ( P - J . V * tikiotis ) , «埃及政治中的军队> < TheEgfPti«ii 
Army in Politics *., 印第安那大学出舨社1961年 fc 第106、 2841( «组約时代禺 
干, 1964年6月26日，第2页 s 1965年12月15日，第 17 M , 

©1953 年4月9 H 的讲演，转引自《埃及政治中的军队》,第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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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理由，也使其成员得到了大规模增加。最终，它虽拥有好几 
百万成员，但其效能都大大下降了。 

1956年的新宪法确定，“诶及人民应创立民族联盟，以实现 
这次革命的目标，并鼓励人们用各种办法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 
埭中为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该联盟组建于1957年春，它作为 
纳赛尔政权组织民众支持的工具取代了解放协会。纳赛尔希望， 
联盟成员的范围要尽可能的广泛，他说，民族联盟“就是整个国 
家不久/该联盟也吸收了几百万成员，由于组织过于庞大 
和不 定形， 所以该联盟几乎没有实际效能。1962年，埃及与叙利 
亚分裂以后，纳赛尔又力图建立夂个新组织——阿拉伯社会主义 
联盟，以动 M 和组织民众。 

颇为重要的是，建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初衷是为避免前 
两个组织的某些弱点苘缅甸的军人一样，埃及的军事领袖至少 
在理论上开始将其侧重点从群众性组织转向精英或骨千组织《他 
们最初将组织成员限制在总人口的10%，并区分出积极分子和非 
积极分子。 ©但 一段时地后，阿拉伯社会主 义联盟 的组织规模如 
雨后春笋般地迅速膨胀，两年以后，据估计它巳拥有 soo 万成员。 
1964年，据说纳赛尔曾企图另外建立一个只拥有4000名成员的组 
织，以补充阿拉伯社会主又联盟。这个新组织的功能是在阿拉伯 
社会主义联盟中充当“执政党々，纳赛尔建立该组织是为了“在 
他遭到不幸时，确保权力的和平转它和其政策的连续性。” ® 

缅甸和埃及的军人最初都试图建立那种包栝所有人的群众性 
民族协会。当这种协会失灵后，他们又转而致力于组建成员人数 


①瓦蒂寇提斯，《埃及政抬中的军队》， 

见乔洽，乔伦斯基 (George Lftnczowski ) t *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的激 :* S 

攻权： 关于窓识形态和实践的比较观路 < Radical 細 — s in 取5^、 Syri * ^ 
Iraq : Some C ⑽ p ⑽ tive ,Obserrationk On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 * 政治强 

志》 第 28 期（1%6年2月），第51— S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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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并有条件限制的骨于党 a 不过，这种党组织在緬甸 是正式的> 
在埃及则是非正式的。军方领袖们最初的意图, 反映了他们逃避 
政治的愿望《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其它社会试图“把集团 
利益和集团斗争当作合法化过程和公共道德生活的一部分，而埃 
及人在观念中却向往着一种有工作实效、每个人都可以.以个人名 
义参加的政洽組织。”①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人的联盟，其前提 
是所有人都是一致的。然而，促进这种前提的实现，却恰恰是政 
治组织本身的 目的。 缅旬和诶及军人建立的缉织，都不能履行政 
治制度所必备的功能。这些组织本身包括一切人，但权力仍集中 
于少数人手中，它们既没有反映社会势力的格局，也未能充当主 
要社会势力得以扩张、调节、并使其自身权力合法化的工具。 

缅甸和埃及的军方领袖，没有以既存的集团一军人隼团为 
出发点，也没有使之实现组织化和制度化，相反，他们却着手于 
—个并不存在的组织一民族共同体，力图把它组织起来。他们 
竭力想陚予迻种并不以任何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势力为根基的里织 
以生命力》所谓制度就最一个由于自身的功能而被自己的成员和 
其他人所重视的组织 O —个所有人都可以或必须加入的结织比— 
个其成员很有限的组织，更不容易成为一种制度••哈尔釤问得好 
“倘若每个人都是党员，怎么还会有人为入党而操 心呢 7 ”®在 
缅甸和埃及，政变集团的主要首领都曾建立过某种指导政府的机 
关，簪如缅甸的革命委员会和埃及的革命指挥委 员会。 这种机关 
本来是可琪成为新政府组织结构中的中夾机构的 ►正 象瓦蒂寇提 
斯所说的，诶及的“自由军官”是“一+政治团体，其规模与一 
个政党相差无几•”®然而，“自由军官”却拒绝承认自己本来 

的角色-个政党的雄形，因此它关去了使自己的角色实现制 

度化的机会。他们没有把革命指挥委员会转变为新政治结构的中 


①希斐，《埃及的组织：非玫治的国家建设換式的缺 W 顶。 

©哈尔彭* «社会变革的政洽 》 (Politics of Social CU*ngeJ , 第 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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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机关，反而在1956年，当新宪法颁布、纳赛尔当选为总统时， 
将其解散了。纳费你认为，依靠立法文件和公民投禁，就可以创 
建政治制度。 

结果，诶及没有建立起一种可以促使新统治精英的社会构成 
发生变化的组织。据说，纳赛尔曾急切地渴望“通过与自由职业 
者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文人集团建立更紧密的联盟”，©来 
取代军人作海政％最髙领导人的地位。关键的冋題是如何在使新 
的社会成份进入权力层的同时，不会失去最初来自军方的最为重 
要的支持。政党组织就是执行这种职能的工具，它使军人和文人 
有了共同的忠诚对象和认同对象，由此，它提供了一条不是根据 
文人或军 A 的不同出身，而是根据其它标准区分不同人的途径。 
然而，埃及的军方领袖没有先建立梭心组织然后向外发展，相反 t 
他们却企图通过先发展外围组织，立即把所有人组织起来。<羟 
济学家> 杂志在评论埃及的民族联盟时指出> “从 边缘向核心发 
展的设想，即各地委员会的逐歩发展将形成以开罗为中心的蜘蛛 
R 的设想，可能是吸引人的，也可能是很实用的。“在阿拉伯联 
合共和 S 难以解决的问鹿是，这种设想的实际收获很小，更不为 
有关的人民所理解。因此，如若号召村民去投票，他们就会把选 
窠投给始终蚨于统治地位的家族。在这个蜘蛛网来织到中心以前， 
它就被割断了。”® 

-- 巴基斯坦曾试图用其它方法来构建无党派的政治结构□与 
1952年以前05埃及一样，1958年前的巴基斯坦，表面上是为一个 
基础狭窄的议会政权所统治。这个政权的参与者，代表着一小提 
寒头和知识分子集团，然而 t 权力主要集中在行玫官僚机构手里 * 
1953年4月，巴基斯坦总督成功地将一直在国民议会获得多数支 
持的内阁总理系取。从此，巴基斯坦短暂的民选或政党政府时期 


G ) 同上，第22^诨。 

②《经济学家& (1960 年3月12日）笔974、9771^引自珀尔 马特； t 野心与摩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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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真正结束了。事实上，这次政变创建了一种行政官僚和政治官 


员联合政治的体系。随后在1958年10月发生的政变，又将领导权 


从无效能的文人官僚手中转移到有效能的军入官僚手中但与纳 
赛尔不同，阿尤布 •汗元 帅充分意识到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并经 
过认真思考，対应当建立何种制度结构最适合巴基斯坦的国情形 
威了自己的思想。早在1954年10月，即他出任政府首脑的前4年， 
他就曾在一为 “ B 基斯坦当前和未来的问题”的备忘录中， 
阐述过这些 S 想。 ® 当时，他担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 B 1958年以 
后 ，巴基斯坦新制度的建立基本上是在自觉的政洽计划的指导下 


进行的。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中国家的其他政治领袖相比， 
阿尤布•汗所充当的角色更接近于棱伦、莱卡格斯或柏拉图和卢 
棱所说的“大立法者”的角色。巴基斯坦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过 
程可分为三个步骤，其由两个步骤是阿尤布*汗刻意针划的，第 
三个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性强加给他的 o 实际上，这两个步骤的 
意图是，一方面造成权力的集中，另一方面逐步地扩张权力。 

所谓“基本民主制》是民众参与的主要制度渠道 e 它们是在 
军事政变一年后建立的，用阿尤布•汗的话说，其目的是要建立 
.这样一套民主制度，它“简单易解，运行简便，管理费用低廉； 
它向选举人只提出他在无外界帮助的条件下所能理解的问题*它 
确保所有公民可以充分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力，真正参与政治 I 它 
建立起相当强大和稳定的政府。具体说来，就是建立各个层 
次的议会。最基层的是联邦议会，每个联邦议会平均拥有10名成 
员，每一个成员都是以1000人中通过普选选出的 • 高一层的是塔 


①这一段見卡尔.封.沃里斯 (Karl ron Vorys > 的基斯坦的政治发展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alcistan ),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 S 年板，第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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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古 U 96 W _ :版， 第118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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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议会，由各联邦议会的主席，再加上同样数置的官方指定的成 
员所组成。更髙一层是地区议会，其成员一半是文职官员，另一 
半是由区苌任命的基本民主人士。最高一层是专区议会，其成员 
构成与区议会相似 a 这些机构的职能主要表现在 f 经济和社会发 
展、地方自治、行政协调和选举方面 e 

联邦议会，的选举于 I 959 年12月和 I 960 年1月举行，大约有50% 
合格的选举义- 参加了 投票。被选出的约8万名基本民主人士构成 
了政治体系的积极参与者的梭心 6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初次接触 
政治。按照政治结构本来的性质，他们是根据人口数量相对平均 
地被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基本民主人士是有文化的，经济 
境遇也是很不错的 e 然而，其中5万人以上是从事农业的。 d 在 
1959年以前，巴基坦斯的政治几乎全部是都市政治 8 

巴基斯坦的公共舆论只存在于都市中产阶级、地主和一 
些宗教领袖之中。要建立一个持久而有效能的国家，这个蕋 
础便不仅狭小而且不稳固。……绝大部分政治活动只是在一 
小撮以都市为基地的活跃政治家之间进行的。普通人，特別 
是乡村的老百姓，对省会和首都所发生的政治角逐一无所知， 
或不闻不问。他们还不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选民。 © 

然而，基本民主制把政治带到农村，并造就了一个在地方和 
国家政治中都将发挥作用的农村政治积极分子阶层^政治活动第 
一次从城市向外扩散，遍布整个农村。这样*政洽参与被扩大了， 
政府也获得了一股新力量的支持，并且，在建立政府与农村之间 
的制度化联系方面也取得重大的进展，而这种联系是现代化中国 
家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基本民主人 士同过 去一直活跃于 E 基 
斯坦政治中的其 B 两个社会集团是相对抗的。一方面，是因为基 


① 封■沃里斯， * 巴基斯坦的政洽发，第201页。 

② 基思. 卡拉尔德 (Keith Callard ) : 《巴基斯坷的政治研究> CPaVistafl ： A 

Polidcal Study ) 艾伦一 昂湿出版公司 19 S 7 年版第 50、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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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艮主入士的根据地在农時，所以它与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砝 
互不 沟通, 甚至在利益上是冲突的。巴基斯坦的一个部长管告这 
些民主人士说：“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是反对你们 的”。 ® 另一 
方面，基本民主制的组织结构，必然造成官僚利益和民众利益的 
不断冲突。用阿尤布*_汗的话说，这种制度的目的，是要确保 8 每 
—个村庄以及各柠庄中的每一个居民，都能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成 
力同政府行政部门一样平等的伙伴。”②阿尤布、汗没有建立一 
个完全独立于行政机构的自治政治机构，栢反，他却力图创造一 
种把官僚势力和民众势力结合起来的混合型组织结构。民众势力 
在该结构的下层比较 强大* 而官僚势力在该结构的最高层比较强 
大。这必然会引起文官与民选代表之间的摩擦。但是，这两种势 
力之间的斗争是在一个制度结构内进行的，因此它有利于巩固这 
个结构，并使斗争双方都认同于这种结构。民众表达对行政官僚 
的不满，以及行政官僚实施政府政策，都是通过基本民主制这一 
结构进行的。 

因此，从政洽上讲，基本民主制是要，（1>把全国各地的一 
批新的地方政治领袖纳入政治体系 t (2) 在致府和政治稳定所依 
赖的农村民众之间建立制度上的联系； （3) 形成一种民众制衡力 
量，以削弱行政官僚的优势地位 I (4) 提供一个可以疏导继续扩 
大的政治参与的结构。因此，基本民主制是为政治体系中权力的 
扩张奠定制度框架的 手段* 

阿尤布 • 汗所计划并实施的另一琅重大的制度革新，主要是 
力图把权力真正集中于政府之手。这一目的逋过新宪法而得到了 
实现。这部新宪法是在阿尤布_汗的指导下拟定的，于 19 S 2 年 6 
月开始生效。它废止了曾使阿尤布•汗得以合法地把权力集中于 
自己手中的军事管制法制度„新宪法用强有力的总统制取代了 

① 引 自封. 沃 里斯： 《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 d 第206页 

② 阿尤布.汗：《讲演与声明》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第 2 集，第 35 页引 S 
封 f 沃里斯，《巴-斯坦的政治发展》第 ioe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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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以前那种“软弱议会加强夫官僚”的统治制度。虽然从某 
些地方看，这部新宪法似乎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制定的,.但实际上 
宪法賦予行政部门的权力要比美国总统大得多，甚至比法兰西第 
五共和的总统还要大。限制总统权力的主要制度不是立法机关， 
而是司法杻关，从这一点看，它更相似于那种法治国家，而与自 
由民主国家还有些差距。然而，权力集中于总统的确建立了一种可 
以对以前真正的权力中心——官僚行政部门进行更有效制约的制 


度。总统是由从普选中产生的8万名基本民主人士坦成的选举团 
选举产生的，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基本民主制和总统政体，为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政治制度的 
框架 9 对阿尤布•汗来说，这些巳经足眵了。同纳赛尔一样，他 
特别顽固地反对政党。1958年10月至 19 S 2 年6月实行军事管制法 
时期，玫党是受到法律禁止的。许多领袖强烈要求》新宪法应载 
入有关政党的条文。然而，阿尤布 • 汗坚定地拒绝了这些要求， 
而且新宪法规定禁止成立任何政党，除非国民议会作出相反的决 
定。随着新宪法生敫日期日益临近，以及攻击新宪法的反对运动 
的发展，阿尤布 • 汗的同僚们再一次劝说他把政党看作是现代政 
体中必不可少的制度 a 

他们争辩说，用法律控制的政党可以为政府动员民众提 
供一个组织框架。政党还可以把只反对政府某些政策的集团 
和那些主张废除整个宪政结构的集团鲜明地区分开来，这同 
样有助于民众运员的发展。最后，政党还可以分裂反对派的 
领导人物 。 O ' 

这些抡点最终使阿尤布 * 汗勉强同意把政党合法化*这样， 
巴基斯坦便成立了若千个政党*其中包括一个政府支持者组成的 
政党。由于阿尤布，汗作为国家领导人想保持一种超脱于政党活 
动之外的立场，所以他的支持者组成的政党是“幕后的党而不是 


①封.沃里斯，*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 * 第256— 2 S 7 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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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掌权的党 — 。 ①但第二年，由于需要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 
中得到必要的支持，阿 尤布* 汗不得不逐渐放弃自己趄然的立场， 
认同于完全支持他的政党。 196 3 年5月，他正式加入该政党，不久 
又当选为党的主席。他解释说》“我巳无法依照我的规則进行比 
赛，所 ia 我不得不依照他们的规则。这种规則要求我必须有所归 
属 I 否则谁会来妇属于我呢？这是很简单的。这个央败是我自己 
造成的 e # ® 总之，政治参与的发展迫使阿尤布 • 汗虽是勉强地 
但却实际上完全接受了政党。1964年秋的总统选举，加速了自上 
而下发展的政党同自下而上发展的基本民主制之间建立起 联系。 
在选举的第一个阶段，民众选举8万名基本民主人士， 一 方迨是 
根据他们对地方问題的态度和个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根据他们 
支持两个主要总统候选人中的哪一个。在第二个阶段，候选人及 
其政党就必须去争取当选的基本民 主人士 的支持因此，这种竞 
选运幼促使中央政治领袖深入下层，去争取当选为基本民主人士 
的地方政治领袖的支持，并与他们建立联盟。曾被看作是多余的 
政党在宪法所产生的权力集中和基本民主制所造成的权力扩张之 
间，建立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制度联系。 

在缅甸和埃及，军方领袖曾企图组织能够使参与制度化和使 
权力合法化的群众性社团，但这种尝试最终成了泡影.后来他们 
不得不改弦更张，力图建立某种事实上而不是名义上的骨干党。 
在巴基斯坦，阿尤布 * 汗的制度革新要有效地进行，也不得不重 
新借助于玫党。在以上这三个国家中，国家领导人都曾反对过政 
党，但最终他们不得不接受政党，否则他们就要面临持续的非法 
性和不稳定。相比 之下， 其它国家的军人领袖曾更自愿地组建政 


① 穆斯特克 • 阿马特 （ Mus〗itg Ahmad) 基斯坦的政莳与政洽》 

ment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 卡拉奇，巴基斯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S2 页。 

② 引自添伊的《亚洲的政党制度和国家发展 》 (Party Systems and National 
Davelpp^ent in Asia) ，栽约瑟夫 . 拉柏劳姆巴拉和迈伧 + 韦纳 〔 Joseph Lajvalom- 
barfl atid Myron Weiner) 编《政党与政治发展 》 （PdiU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relopment) * 膂袢斯 顿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第 369 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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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更自愿着手建立可以为永久性政治稳定和权威奠定基础的现 
代政治制度。 

在军人建立政治制度这方面，也许《西哥是个最显著的例子。 
20年代末，卡勒斯和其它参加革命的军人领袖创立了民族革命党， 
并在实际上使革命实现了制度化。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墨西哥的 
政治体系得以吸收30年代卡德纳斯统治时期崛起的各种新的社会 
势力（如劳工和农民> 墨西哥还建立了一种可以抵制破坏性的 
社会势力、维持政治领域完整性的政治制虔。19世纪 〖在拉 丁美 
洲各国中，墨西哥军人干预政治的现象最为猖镢。本世纪30年代 
以后，墨西哥军人脱离了政治活动，因此，墨西哥成了拉丁美洲 
国家中可以依靠某种制度避免军事政变的少数几个国家中的一 
个。 

墨西哥军人的成就是非凡的，因为它是一场全面性革命的结 
果，虽然革命本身不是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由中产阶级军 
人所领导的-然而，凯末尔和土耳其将军们也取得了与墨西哥军 
人相同的成就，但他们都未能享受到—场彻底的社会革命的成 
果。凯末尔从一开始参与政治活动时，就敏锐地察觉到建立能够 
管理土耳其国家的政治制度的 必要。 在1909年，亦即青年土耳其 
党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年，凯末尔极力主张军人应完全脱离政治： 
想以政治为职业的军官要辞去军职；想继续自己军人生涯的军官 
不得干预政治，凯末尔在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 
«只 要军官还留在党内，我们就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也不 
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队……，一个从军队中吸取力量的政党永 
远得不到国民的欢迎。让我们此时此刻就作出决断，所有想留在 
党内的军官都必须辞去军职 B 我们还必须通过一项禁止任何军官 
加入政党的法律。” ①但青年: t 耳其的领袖们并没有听从他的劝 

①引自伊尔凡.奥加 （Wan Orga) «風凰的上升：现代土再其的兴起》 (Pbo- 
enix Ascendant ； The Rise of Modem Turkey) 伦软 罗伯特一 ™ 尔出版公® ^58 
年販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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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后，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凯末尔，成了第一次世界 
太战中土耳《唯一能决定其未来发展道路的战争英雄。1919年7 
月，即反对奥斯曼苏丹、法国、英国，希腊千渉军的民族主义斗 
争初期，凯末尔辞去了军职，以后他出现于公 共场# 时几乎总是 
身着便服。他说，他的权威产生于他的安那托利亚¥权协会主席 
的职务。1923年8月，当土耳其国家的独立己毫无问题时，这个协 
会被改造力共和人民党。该党在以后的27年内一直统治着土耳其。 
凯末尔和与他一起缔造 土耳其 共和国及共和人民党的许多同事， 
都曾是军人。但凯末尔却坚持主张，这些军官都要在军事生涯和 
政治生涯之间作出明确的抉择。他宣称 t 指浑官们在思考和执 
行军事任务及贯彻军队的要求时，必须注意不要让政治考虑影响 
自己的判断 B 他们一定不要忘记，另外还有一些宫员，其职责是 
思考政治问题。一个士兵是不能用演讲和政治活动，来履行自己 
的职责的 o ①” 

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都是从事政治的军人 
所创立的。卡勒斯、卡德纳斯和凯末尔在这方面都充当了主要的 
角色。在土耳其和墨西哥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都出 
身于军人。但这两国的政党最终都成了一种不受其最初创建者控 
制的制度。这两个政党中的军人领袖都经历了文人化的过程，并 
最终被文人领袖所取代（虽然墨西哥比土耳其更明显）。它们作 
为组织良好的政治集团，能够组织起一支牵制军人的有效的政治 
力量。 在墨西哥，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于1946年从军人手中转移 
到文人手中 a 到1958年为止，在 2 9个州长和18名内阁部长中，军 
人只分别占7名和2 名。 60年代初期，一位专家指出* “在执政党 
和政府中，职业性文人占绝对优势，他们是名符其实的决策者。 


①引自丹克瓦尔特 .A . 拉斯托 （Dankwt A . Rus(c^) 的《军人和土耳其武和 
国的违立 》 CTte Army and the Fousding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 《世界 
政治》箄 11 期 （ 1959 年 7 月 > , 第 54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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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处于他扪的控制之下。在与军方无关的问題上，他们不必征 
询军方的意见便可采取行动。在军事问 題上， 他们不仅能够，并 
且确实常常与军方对抗。” ® 

在土耳其，领导人物文人化的过程与墨西哥 相傾， 但其成就 
却不尽人意。这个过程是逋过执政党这个机制发 生的。 1924年， 
土耳其总参谋长被排除在内阁之外》以前担任政治职位的军官人 
数逐步下降。1920年，在大国民议会的议员中，有17%是军官1 
而1943年，下降为 12. 5%,到1950年，又下降为5%。1938年凯 
宋尔逝世后，领导权被转移到他的同事伊斯梅特 * 伊诺努手中。 
伊诺努同凯末尔一样也是军人出身，但在此以前的 2 0年中他一直 
任文职，1948年，组成了第一个不包括任何退役军官的内阁《 
1950年，反对党通过大选，以和平方式夺取了政权。10年以后， 
该玫党的领导人企图镇压反对派，这促使土耳其军人以坚持凯宋 
尔传统的名义，重登政治舞台，建立了一个短暂的军人政权。 
1961年，该政权又将权力移交给自由选举产生的文人政党政权。 

1908年以前，土耳其一直处于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制的统治 
之下 B 在1908年，君主制被中产阶级的军事政变所推翻，此后出 
现了 10年的政治动乱局面20年代初期，当凯宋尔通过建立有效 
的政党组织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时，这种局面才告结束。墨西哥和 
土耳其是由军叭孕育政党的两个显著的例子，在其由，政治性的 
军官创立了政党，而政党结束了政治性的军官的 统治。 

第二次世界太战后的20年中》许多国家的军人都企图同样地 
获得土耳其和墨西哥那样的成就，其中南朝鲜军人的尝试最值得 
注意。 1961年夏取得政权后的两年间，朴正熙将军受到两方面的 
压力，美国要求他重新恢复文人统洽*而其军内的强硬派則要求 
他排斥文职官员，继续维持军人统治。为了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 
困境，朴正熙答应于 196 3 年举行选举，并准备按照凯末尔的方式 


①利乌 S , «拉丁美洲 K 武装与政治》，第 1 W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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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a 己权力的基地从军队移向政竞。同埃及和巴基斯坦军方领袖 
的做法相反，南朝鲜的军方领袖在他们为国家起草的新宪法中， 
承认了政党的合法地位，并就政党问题作出了规定。新宪法不仅 
未排斥或祭止政党，而且特别强调政党的地位。巴基斯坦1962年 
的宪法 v 、禁止候选人成为“某政党或类似组织的成员，或接受某 
政党或 &姐织 的支持。”相反，南朝鲜1962年宪法却规定，每个 
候选人“都应由其所属的政党推荐”。按照阿尤布 * 汗的理想， 
议员应该是独立的，品格高尚的，不受任何组织约束的。而南朝 
鲜的宪法却，定，“当一个国会议员放弃或改变其党籍时，或当 
他所属的党解散时” f 他就会央去议席。 

1962年12月。朴正熙宣布，他将参加預定在第二年举行的总 
统选举 B 自1962年初，军政府的几个成员就巳开始不断从国库转 
移款项，用于组建一个政党的筹备工作。1兆3年初，朴正熙的侄 
女婿金重必将军，辞去南朝鲜情拫局局长一职，开始组建民主共 
和党，以支持朴正熙。金重必过去从事的情报工作，使他得以充 
分地了解北朝鲜共产党的组织效能，因此，他在组建南朝祥的民 
主共和党的过程中，部分地遵循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則。金重必 
从军认中选拔出1200名精明强干的军官，并且据说还带走了一大 
笔公款 s 由于拥有这些资源，因此金重必能够建立一个有效能的 
政治组织。在中央，他设立了一个极为得力的行政秘书处，最初 
其经费 来源于 南朝鲜情报局的资金，而秘书处的成员都是从军队、 
大学和新闻界土抜出的干才。在地方上，每选区建立一个拥有 4 
名成员的秘书处，每道建立一个有 8 名成员的局。这些机构的任务 
是认真研究当地的所有政治问題，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发展党组 
织，选拔候选入 9 高度职业化的工作方法是该玫党全部活动的特 
征。 ® :' 


①杰■苏克 ，索恩（】 抽 Soul Solrn) ； * 军人在朝祥共 和国中 的作用 》 (The 
Role Military in tb* Republic of Korea), 未发表的论文 > 箄 7 化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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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正熙 1962 年 12 月宣布竞选总统，立即引起了军政府中一些 
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军方应继缤掌握政权，而不必通过选举 
使其统治合法化。朴正熙罢黜了军政府中的4名反对者，结果，军 
政府其余成员立即准备举行全面的暴动。有人对朴正熙说，.“全 
军都在反对你”，于是，他被迫遣送金重必出国，并于2月宣市 
他将退出竞选。军政府于3月正式宣布，取消1963年的选举，军 
人统治再延長4年。这种新的局面，反过来又引起美国政府和盼 
望有杻会与军人争夺权力的文人政客的强烈抗议。在整整6个月 
的期间内，朴正熙在一条进退维谷的小路上徘徊：如果取消选举， 
可能招致美国的制裁；如果举行选举，就会发生军事政变。最终 
到了 9月份，民主共和党组织的发展巳使军官们对选举后果的担心 
有所减轻》而反对派集团的活动已发展到若取消选举就会引起大 
规模国内暴动的地步。这样，选举才得以如期举行。 

1%3年10月的总统选举是有利于政府一方的，但它仍然是南 
朝鲜历史上最公正的选举。在选举总统中，朴正熙获得了45%的 
选票，他的主要对手获得了的选禀。在议会选举中，民主共 
和党获得32%的选票，但由于几个反对党得票分散，因而占有了 
175个议席中的110个议席。正细大选前所预料的》反对党在城市 
大获全胜，而执政党都在农村获得强有力的支持。这样，军政府 
用了三年时间巳使自己转变力一种政治制度，同时，军人干预政 
治也巳转变力军人参与政治。前者是依靠以执玫官式的暴力为基 
础的权力，后者则依靠以民众支持为基础、通过选举竞争而合法 
化了 的权威。 

在朴正熙控制了中央政府以后的三年內，推行了若干项改革。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签订了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的条约，根据 
此条约，日本将向南朝鲜支 付几亿 美元的赔款。这项条约遵到了 
反对党和大学生们的强烈反对，1%5年8月，条约的正式批准在全 
国激起了普追的暴动和示威游行 * 1000名或更多的学生在汉城街 
头进行整整一个星期的抗议活动 * 要求推翻政府，废除这项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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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60 年，造成李承晚政府垮台的裘然也正是这种示威游行。然而 
与李承晚不同，朴正熙却可以依仗军队的效忠和农民的支持。因 
为军人已独立于政治，现在朴正熙就坚决要求，学生也不能千预 
政治。他指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彻底根绝“学生干 
预政洽的恶习” e 这样，全副武裝的军队被派驻汉城，大学被占 
领，大批学生被投入监狱。对执政官式社会正常的政治生活来说， 
这种措施并没有重大意义，但从长远看，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党 
政府的体制，就应该减少学生和军人对政治的干涉。除此而外， 
由于釙正熙政权的政洽稳定而出现的日益增长的经济繁荣，也有 
利于阻止学生公然地干预政治^ 

巴基坦的阿尤布•汗、墨西哥的卡勒斯和卡德纳斯、土耳 
其的凯末尔和伊诺努1南朝鲜的朴正熙和金重必、以及其他军人 
如萨尔瓦多的里韦拉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军方领袖可以成力政治 
制度的有效建设者。不过，历史经验还表明，在社会势力还不能 
充分坶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中，军人能够最有效地充当这种角色。 
象60年代的巴西这样的国家，出现悲剧的原因在于，该社会在某 
种意义上说巳过于发达，以致不可能再产生纳赛尔或凯末尔式的 
人物；该社会已高度复杂化和多样化，以致不会再接受军人政权 
的领导^在巴西，任何一位军事领袖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都不 
得不用某种方法在地区间，以及工业、商业、咖啡种植亚、劳工 
和其它在巴西分享一部分权力的利益集团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因为对政府的统治来说，这些集团的合作必不可少。任何一个巴 
西政府都必须与圣保罗的工业家达成某种妥协。纳赛尔碰到过这 
样的问题，因此他才能成为纳赛尔> 凯末尔所以成为凯末尔也是 
因为他的对手 H 是相对很小的、苘质性的精英集团。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和玻利维亚，都曾出现过现代化的军人政权，但对巴西 
来说，通过军人实现现代化以及让军人充当制度建设者的角色， 
都为时巳晚了 e 社会势力的复杂化可能排除了在中产阶级军人的 
领导下建立政治制度的可能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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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不太复杂、不太发达的国家中，军人如愿意仿效凯末 
尔的模式，他们就可以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在许多这样的国家中， 


军人领袖精明强干，充满进取精神；他们不象大多数文职官员那 
样腐化（狭义上的腐化），并且比他们更能认同于国家的目标和 
发展。军人面临的问题多表现在主观方面，而非客观方面 B 因为 
他们必须认识到，军人作为监护人的角色只会促使他们本要加以 
净化的社会更加腐化，并且没有政洽制度化伴 ffi 的经济发展只会 


导致社会的停滞。军人若想使社会摆脱执政官式统治的困燦，就 


不能超然于政治之上，也不能佺图制止一切政治活动。相茛，他 
们必须通过政治活动为自己开辟道路。 

在扩太政治参与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存在着某种使社会获 
得发展的机会，但倘若人们没有行动起来，这些机会就会转瞬即 
逝。在寡头的执政官统治阶段，是否能建立一个可行的、有扩张 
能力的政党体系，便取决于贵族或寡头的行动，如若他们主动去 
诉渚选举，并创建政党组织，一个社会也许在这一阶段就能脱离 
执政官统治状态.如果情況并菲 如此， 如果中产阶级集团在执玫 
官式政治的条件下就开始参与玫治，那么采取行动的机会就会落 
在军人的手中。推动社会现代化并不是军入的全部职责，并且军 
人充当监护人的角色对社会发展也不具有重大意义。军人领袖不 
可推卸的使命是更积极地致力于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对于许多社 
会来说，军人获得玫洽创迨力的可能性，是该社会避免极权主义 
道咯，实现政治制度化的最后一次真正的机会*倘若军人没有抓 
住这次机会，政治参与的扩大就会使该社会转变为大众性的执政 
官式社会。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中，建立政治制度的机会便会从作 
为秩序捍卫者的军人手中转移到作为革命鼓吹者的其他中产阶级 


领袖的手中。 

在大众性的执政官式社会中，革命和秩序可能会成为盟友 • 
在这种社会里，派系、集团和群众运动彼此直接冲突，并各自运 
用不同的武器进行争斗。暴力被民主化了》政治生活也堕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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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处在与自身为敌的状态中。这种社会蜕化的最终结果，可造 
成一种特殊的政治角色的颠倒。一个真正不能自助的社会，不是 
—个容易受到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一个无力进行革命的社会。 
在正常的政体中，保守派热衷于保持稳定和秩序，而激进派却以 
突如其来的，迅猛的变革，对稳定和秩序遣成威胁。但在一个完 
全混乱的.必须依靠具有政治意志的积极行动来建立秩序的社会 
中，保守和激进这两个槪念还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社会，谁是 
保守派，谁是激进派呢？唯一真正的保守派不正是革命者吗？ 



第五章革命和政治秩序 


第一节以革命力_段的现代化 

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权、政府活 
动和政策以及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和神话，发生迅速的、根本的、 
暴力的全国性变革。因此，革命不同于起义1反叛、暴动、政变 
和独立战争。政变本身只改变领导权和政策 t 叛乱或起义可能会 
改变政策、领导权和政治制度，但不会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 
独立战争是一个社会反对另一个外部社会统治的斗争，它并不一 
定意味着共同体本身社会结构的改变。笔者这里所说的“革命％ 
是指人们曾说过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法国、中国、墨西哥、俄 
国和古巴革命是较典型的例子。 

革命是罕见的，大多数社会从未经历过革命。在现代以前， 
革命对许多时代来说也都是陌生的 D 从广义上讲，正象弗里德里 
克所说的，革命是“西方文化的一种特色”。历史上的文明古国， 
如诶及、巴比伦、波斯、印加、希腊、罗马、中国、印度、阿拉 
伯，都曾经历过暴动、起义和改朝换代，但这一切都与“西方的 
«大，革命不同”。①古代帝国的朝代兴衰1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寡 
头制和民主制的循环更替，只是政治暴力的例证，而不是社会革 
命的例证。更确切地说，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它是实现传统 


①卡尔，劳里德里克 ( Friedrkli >， 《 A 与他的政莳 and His Govent ^ ert ； 
纽约， 克格穸_希尔出版公司 .1% 讨:版 r 讳沾 





社会现代化的一种途径。因此，革命不谂在西方传銃社会还是在 
非西方传统社会中，都是人们闻所未 闻的。 革命是现代化世界观 
的终极表现，这种世界观确信，人类的力量可以控制并改变其生 
存环谠，人不仅有 能力， 而且有 权利这样做。正象汉纳 • 阿伧特所 
指出的，据此，“暴力和变革同样不足以说明革命这种现象|只 
有当变革的发生意昧着新开端的出现，当暴力被用以建立完全不 
同的政府形式或造成新型政治实体形成时……，我们才能谈到革 
命。” ® 

现代革命的先驱是17世纪英 国革命 ，这塌革命的领导者确信， 
他们要“从事伟大的善行，即在我们周围建造新的天国和新的尘 
世，同时伟大的薺行会遇到强大的敌人。”®他们的语义是宗教 
性的，但其百标和影响从根本上说是现代化的。他们要通过立法 
活动重新构造社会。在18世纪，这种思想巳被世俗化。法国大革 
命创造出了革命的意识。它“开拓了现代意识的开端，使人们认 
识到 t 革命是事实，大革命可能会发生在现代的，进步性的社会 
…… . 法国大革命后，我们看到，预期革命即将到来的革命学说 
得到了有意识的发展，并且从总体上自觉地控制公共制度这种更 
积极的观念也得丁传播。”® 

因此，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并非在历史上任何时期 
的社会形态中都会发生。它并不是一种普遍性范畴，.而是一种特 
定的历史现象。它不会发生在社会和经济结构很简单的高度传统 
的社会之中。同时，它也不会发生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之中。同 


纳 - 阿轮特 (Hannah irendt) ,( 论革 <0n ReTolution) , 纽约， 
维金 出版公苛 W63 年版 • 第 28 版 

© 斯 蒂茌 . 马歌尔 （Stephen Marshall), 1641 fj=., 引自迈克尔 . 沃泽 CMitiael 
WaUer) 的《圣徒的革命 》 e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剑桥，哈佛大学 
HI 版社 > 第 14KU 沃择的分听颇有说服力地说坰了淸敦徒的革命性质和现代化的性 
厲。 

③乔治 ‘S ■ 佩蒂 （George S. Pettee), « 苹命的过 <TJje Process of Revo¬ 
lution) , 纽约，哈 iSSi 版公司 i938# 饭 j 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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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形式的暴力和不稳定一样，革命最容易发生在经历了一定社 
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却落后于社会和经 
济变革的社会之中。 

政治现代化意味着使新兴的社会集团获得政治意识，并动员 
它们参与政治活动。政治发展意 昧着建 立具有足够的 适应性、复 
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的政治制度，以吸收和组织这些新兴社会 
集团的政治参与，促进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革命的政治实质是， 
'以一种飞快的速度迅速发展政治意识，并动员新兴集团#与政治， 
而现存政洽制度却不可 能用这 种速度吸收新兴社会集团。革命是 
政治参与“爆炸”的一个极端情形。没 育这神 爆炸， 便不 会发生 
革命。然而，一个彻底的革命还包括第 S 个阶 段： 建立新的政治 
秩序，并使其制 度化。 成功的革命往往把迅速的政 .治 动员和迅速 
的政治制度化结合在一起。但并不是所有革命都能建立新的政治 
秩序。衡量一场革命的革命性程度的_准，是政治参与扩张的速 
度和范围。但衡量一场革命成功与否的尺度，是革命所创立的制 
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 

因此，一场全面的革命，包括用暴力迅猛地摧毁现存政治制 
度、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活动以及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这三方 
面的次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革命中有着不同的表现。 
大体可分为两种基本模 式：在 “西方模式”中，旧政体的政治制 
度崩溃后。接踵而来的是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然后是建立新 
型的政治制度》相反，“东方型”革命却以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 
治以及建立新型政治制度为开端，最终以暴力推翻传统的政治制 
度为结局。法国、俄国、墨西哥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前期，基本 
属于西方模式 f 中国革命的后期、越南革命以及其它反抗帝国主 
义列强统治的殖民地斗争，却大体符合东方模式》西方型革命发 
展阶段的次序一般比东方型革命更分明》东方型革命的三个阶段 
很容易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发生。两者在发展阶段的次序上的确存 
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在西方型革命中，政治动员是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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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崩溃的结果 》 在东方型革命中，政治动员是旧政体崩潢的原 
因。 

西方型革命的第一步是旧政体的崩溃^因此，在学术上研究 
革命发生的原因时，人们往往着重分析旧政体统治时期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条件。很明显，这种分析蕴含着这样的假设，即旧政 
体的权威一旦瓦解，革命过程的开始便不可避免。然而实际上， 
许多旧政体崩溃后，并没有出现全面的革命。造成旧政体崩溃的 
原因并不一定足以引起一岛大革命。法国1789年的事件导致了社 
会大变动！但1830年和1840年的事件却未产生同样的 结果。 满清 
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倒台后，接踵而来的是大 革命。 哈布斯堡壬 
朝、霍亨索伦王朝、奧斯曼王朝以及卡加尔王朝的崩溃，郏朱引 
起大革命。1952年玻利维亚传统独裁制和1958年古巴传统独裁制 
的倾覆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力量，1952年埃及的传统君主专制和 
1958年伊拉克传统君主专制的倾覆使新精英分子登上了权力的宝 
座，但却没有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 I 960 年南朝鲜李承晚政 
权的 倒台本 来可以预示着一场大革命的到来，但事实上没有产生 
这样的结果。在所有这些实例中，旧政体崩溃后出现革命的国家与 
没有出现革命的国家，都具有同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旧玫体 
一其权力集中但并不强大的传统君主专制和传统独裁制——都 
在渐渐地瓦解，但随着旧政体的崩溃而发生大革命的却寥寥无 
几。因此在旧政体崩潢后和崩溃前的条件中，皆可找到引起革命 
的因素。 ’ 

在西方型的革命中，几乎并不需要用叛乱集团的公开行动去 
推翻旧政体。正象佩带所说的 I “革命并不是以一种强有力的新 
兴社会力量向即存国家发起进攻力开端。革命的开端仅表现为，几 
乎所有消极和积极的社会成员忽然间都认为这个国家已无法存在 
下去 了。” 旧政体崩溃之后， 出现了 权威的真空。“革命者开始 
扮演引人瞩目的角色时，并不象趾高气扬的辑手那样以胜刺的阴 
谋家的姿态出现在大底广众 之中。 他们象胆怯的孩子在探索一座 

* 261 • 


空屋子一样，但又不清楚它是否真是空的。 》 ①能否会出现革命, 
取决于进入这座空犀子的集团的数 ffi 和性质。如杲 旧政体 消央踣 
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很悬殊，那么最强大的社会势力或 
几神社会势力的缉合就可以在（相对来说）几乎没:有扩大 政洽参 
与的条件下，填补真空并重新树立权威。每一种旧政体崩溃之后， 
都会出现一些暴乱示威活动，而且从前未觉醒的或被压制的集团 
也会进入政.治领域，如果一种新的社会势力（象1952年的埃及> 
或几种社会势力的组合（如 19 H 1919 年的德国）能够迅速有效 
地控制国家机器，特别是旧政体遗留下来的高压统治工具，它便 
可以镇压那些企图动员新兴社会势力参与政治的革命分子 〈穆斯 
林兄弟会或斯 H 达克同盟），并且预先阻止真正的革命形势出现。 
关键问題是随旧政体的崩溃而出现的权力，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 
旧政体崩溃以后，社会的传统因素越少，能够并愿意参与政治的 
集团越多，革命就越容易发生。 

如果继旧政体崩溃之后没有哪个集团愿意和能够建立有效的 
统治，那么各种浓系和社会势力就会为掌握政权而彼此争斗。这 
祌斗争会促使各集团竞相动员新兴集团参与 政治， 并.使变革具有 
革命性。每个集团的政治领袖都力图建立自己的威， ® 这个过 
程中，他们如不能嬴得比其竞争对手更广泛的公众支持，就会成 
为对手的牺牲品。 

在旧政体崩溃后，有三种社会派别会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充 
当主要的角色。正如布林顿和其他学者所指出的，最初是温和派 
(克伦斯基、马德罗、孙中山〉容易获取权威。一般来说，他们 
力图建立某神自由、民主和宪政的国家。并且，他们还把这描述 
为早期宪政秩序的恢复：马德罗要恢复 I 856 年宪法 I 自由青年土 
耳其党人则要恢复1876年宪法》甚至卡斯特罗在最初的温和时期 
也认力，他的目的是要恢复19仙年宪法。这些领袖中的极少数可 
以适应接腫而来的革命过程的强化。比如，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 

①乔洽 .S . 佩蒂，《萆命的过程》,箄 1G0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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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既扮溃了克论斯基，又扮演了列宁。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温和 
派飴终保持温和立场，并最后被赶下权力的宝座。他们的失敗应 
归咎于他们没有_应付政治动员问题的能力。一方面，他们缺少抑 
制新兴集团政治动员的魄力和冷酷；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具备领 
导这种政治动员的激进主义。前者需要权力的集中，后者需要权 
力的扩张。由于不愿和无力执行这两项功能，自由派不是被执行 
第一项功能的反革命派，就是被执行第二项功能的极端革命派赶 
下台。 ^ 

实际上，在所有的革命形势中，反革命派总是在外国势力的支. 
持下，试图阻止政治参与的扩张，并在小而集中的权力基础上重建 
政治秩序。科尔尼洛夫、袁世凯、汗尔塔，在一定意义上还有礼 
萨汉和凯末尔，在旧王朝崩溃后都曾扮 it 过这种角色。这些例子说 
明，反革命派毫无例外地是军人。武力是权力的源泉*但只有当 
武力与合法性原则联系起来时，它才能具有长期的有效性。汗尔 
塔和科尔尼洛夫的手中除了武力一无所有，所以在面对革命的激 
进化以及更多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时他们遭到了失败。袁世凯和 
礼萨汉都力图在前王朝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新的、更有活力的传统 
统治制度。这两个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日王朝早巳衰败和解体 * 
外国势力公开竞相干渉内政，并准备瓜分这个国家 I 军阀猖撅， 
国内一片混乱 * 恢复安定的主要希望似乎被寄托在旧王朝衰败的 
最后几年中诞生的新式军队统帅的身上。 

袁世凯未能建立新王朝，而礼萨汉_巴列维却获得了成功。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动员比波斯要广泛深入得多。中国域市 
中的中产阶级已获得长足的发展，足以支持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 
民族主义运动。学生和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舞台七已充当关键性 
的角色，而他们在波斯却几乎还未登上政治舞台 r 波斯政治动员 
水平的低下，使传统统治形式有可能获得新的活力。其实，在某 
种意义上说，礼萨汉也别无它择：据说他非常渴遑在伊朗建立一 
个凯末尔式的共粒国。但是反对抛弃传统合法性政体的势力如此 





强大，以致他不得不放宑这种设想。礼萨汉之.所以能够认冏于伊 
朗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政治动员的水平低下 * 
他成了反对英俄殖民势力、争取波斯民族独立的象征。但是在中 
国，袁世凯显然未能对1915年日本的<二十一条》作出强有力的反 
应。这一失败，使他完全孤立于中产阶级的民族主又集团，使他 


丧失了与军阀分裂势力抗衡所必需的权威 B 


激进的革命者是革命中第三支主要的政治力量 a 出于意识形 
态和策略的原革命派的目标是 f 大政治参与、动员更多的民 
众进入政治领域，以增加他们自身的权力。由于用以选拔获得权 


力的集团和通域社会化使其接受既存政治秩序的原有制度和程序 
巳经崩撒，因此，极端分子比他们的对手更具有天然的优势。他 
们更愿意动员吏多的社会集团参与政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卷 
入政治的洪流，革命变得越来越激迸。既然在大多数现代化中国 
家农民是最庞大的社会势力，因此最具有革命性的领袖总是那些 
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政治行动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社会 
和经济方面的许诺吸引农民和其它下层社会集团，然而一般来说》 
都要辅之以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个过程会导致政治共同体的重新 
组合，并建立起新政治秩序的基础。 

在西方型革命中，旧政体象征性的崩溃，或是实际上的崩溃， 
都有一个相当确切的日期，如 I ? 89 年 7 月 I 4 日、 1911 年 10月10 曰、 
19 U 年5月25 日、 1917年3月15日。这些日期标志着革命过程的开 
始，标志着新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的开姶。这种政治动 M 出现的 
原因正在于新精英人物为争夺政权的竞争，使他们需要寻求更广 
泛的民众支持 6 争夺政权的结果是，某个集团最终不是利用暴力 
确立自己的统治、重新恢复秩序，就是通过发展新的政治制度迖 
到此目的。相反，在东方型革命中，旧政体具有现代性，并具有 
较多的权力和合法性，因此，它不会自行崩溃，不会留下权威的 
真空，而是必须被人们推翻 6 西力型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 
旧政体崩溃以卮由于溫和派、反革命派和激进派争夺权力，而出现 


• 2^， 





—个无政莳时 期^ 但东方型革合的特征，则是具有一个漫长的“双 
无权力”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革命者扩大着政治参与和其统治 
制度的范围和权威，同时原政府却在不同的时空中继续行使着自 
己的统治。在西方型革命中，主要斗争是在各革命集团之间迸行 
的> 而在东方型革命中，主要斗争却是在革命集团与既存秩序之 
间展开的。 .. 

从我们同样关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这两方面看，西方型 
革命经历了原有政治制度的崩溃、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新政治制度 
的建立。用布林顿的话更详尽地说，它以旧秩序的瓦解为起点， 
经由革命的蜜月、温和派的统治、反对革命的企图、激进 派的崛 
起，恐怖统治和鸾容统治时期、最终达到 K 热月政变”。 ® 东方 
型革命的模式却截然不同。政治参与的扩张和新政治制度的建立 
同时并行，都是由革命的反政府精英份子逐渐地推进的，而且旧 
政权政洽制度的崩溃与其说标志着革命的开始，不如说是革命的 
结束。在西方型革命中，革命者首先在首都掌权，然后逐渐控制 
农村% • 而在东方型革命中，革命者一般离开国家的中心区和都市 
区，在边远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竭力通过恐怖和宣传来贏得农民 
的支持，缓慢地扩大其权威的范围，使军事行动逐渐升级 t 从个 
人的恐怖活动到游击战、以至运动战、正规战。最终，革命者便 
有了在战场上战胜政府军的能力。革命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占 
领首都6 

西方型革命中标志着革命斗争开始的旧政权的崩溃，可以用 
—个确切的时期来确定，但革命在何时结束却很难判定。在一定 
意义上讲，当一个集团遂渐确立起自己的优势，并恢复秩序时， 
革命才慢慢地消失。反之，在东方型革命中，人们不能用一小撮 
反叛分子袭击村公所、政府官员1警察巡逻队等地方事件，精确 


® 克兰. 布林顿 tBrinton ) «对革命的剖折办 CTLe Anatomy of Revolutiod ) 
纽约文塔治出版公司1953年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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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玥革命开始的时期。起义在漫漫的群山丛林中进行，以致无 
法确定它的起点。但另一方面，革命过程的结束却可用精确的日 
期予以确定，这个时期就是革命者在首都象征性地或实际上最终 
夺取政权的时间，如，1949年1月31日，1959年1月1日。 

西方型革命中的革命者以首都为出发点向外进军，以便控制 
农付。而东方型革命中的革命者则从农村的边远区域出发向中心 


区域挺进，最终控制首都。因此，在西方型革命中，残锻的战斗 
是在革命者夺取政权以后出现的1而在茏方型革命中，它却出现 
在首都夺取政权以前。西方型革命夺得中央政府机构和获取各种 
权力象征是很迅速的。 1 S 17 年1月，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个非法的小 
密谋集团，犬多数领导人物都在西伯利亚或国外流放。然而不到 
—年，它却成了俄国主要的统治者，尽管它的地位并不稳固。列 
宁曾对托洛茨 基说： “你知道，从被迫害、地下活动发展到突然 
夺取政权，……真最令人目不暇接 D ”《相反，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人却没有经历这种令人振奋的、戏剧性的形势转变。他们不得 
不逐步地、缓慢地开辟出一条通向政权的道路，历经22年之夂， 
从1927年向农村的退却，经过蒋介石的令人胆寒的围剿、丧征的 
消耗、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最终才得以成功地进入了北京。这 
个发展过程不会给人以头暈目眩的感觉。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 
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地区和广大人民中行使着有效的政治权 
力，它本身就是一个企图在硖坏另一个政府权威的条件下扩大自 
己权威的政府，而非一小撮企图推翻政府的密谋者。对于布尔什 
维克来说，获得国家权力是一个戏剧性的历史转变，但这对中国 
共产党来说，只意味着一个旷曰持久的斗争过程的终结。 

造成西方型革命和东方型革命不同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①托洛茨基 f 《我的一生 》 (My Life ) ，第337页 1 引自侮尔勒 * 费恩索德 
(Merle Fainsod ) 的 《俄 函是怎样被统治的 ？ s ( Ho 界 Tiussials Rukd ) ,剑轿*哈 
佛大学出販社1953年版，^84^0 







革命前政权的性质。西方型革命逋常直桉针对以绝对君主为最高 
统治者或由土地贵族文配的萵度传统的政权。这种革命通常在这 
样的情况下发生 t 当 f 统政权遇到了严 S 的财政危机时》当它不 
能吸收知识分子和其士都市精英时1以及当旧政权的领袖人所 
归属的统治阶级夾去继续统治的自信和意志时。在某种意义上讲， 
西方型革命是把最初的中产阶级的“都市突破”和农民的“绿色 
语起”合并在一个动荡不定的革命过程中。相反，东方型革命的 
对象是至少已局部现代化的政权。这种政权可能是本国政府，它 
吸收了具有现代观念和朝气的中产 阶级。 它的领导者是一些不是 
用政治技巧，就是运用残酷的手段掌握政权的新人，此外，这种 
政权也可能是殖民政权，它在宗主国的财富和武力的支持下，在 
政治权威和军事力量一般指标方面，获得表面上的压倒优势《在 
这一情形下，革命迅速成功是不可能的，都市革命者必须通过一 
个漫长的农村起义的过程，开辟出通往政权的道路〃因此，西方 
型革命是由脆弱的传统政权引起的 I 而东方型革命是由基础狭窄 
的现代化中政权引起的。 

在西方型革命中，主要斗争通常是在溫和派和激进派之间进 
行 I 而在东方型革命中，则在革命派与政府之间展开。在西方型 
革命中，温和派一般在旧政权崩溃、政治参与扩张以至激进派夺 
:取政权这个时期内暂时掌权，但很不稳固》而在东方型革命中， 
温和派的力量弱小得多，他们不会掌权，随着革命的进展，他们 
不是被政府或革命派所消灭，就是被迫通过两级分化的过程投入 
某种势力的 怀抱。 在西方型革命中，恐怖往往发生在革命的后 
期。当激进蹕掌权后，他们主要利用恐怖对付温和派以及曾与他 
们共同奋斗 k 其它革命派集团。与此相茭，在东方型革命中，恐 
怖是革命第一阶段的特征。当革命者力量弱小，远无掌权的希望 
时，他们就会利用恐怖手段威胁下层官吏，并说服或强迫农民支 
持他们6东方型革命中的革命运动越强大，它依赖恐怖主义的程 
.度齔越小 o 在西方型革命中，传统精英在革命的第—阶段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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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统治的意 iS 和能力 》 而在东方型革命中，这一现象发生在革 
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它是反政府的精英进行革命战争的结果。因 
此，在西方型革命中，流亡在革命初期达到顶峰，而在东方型革 
命中流亡则在革命的后期达到顶峰， 


第二节革命的制度背景和社会背景 

芷象我们曾指出的，革命是指政治参与在现存的玫治制度结 
构之外广泛地、迅速地，猛烈地扩张。因此，革命的原因在于政 
治制度和社会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当政治制度的一定状况和社 
会势力的一定状况巧合在一起时，可能会发生革命。从这个角度 
着革命的两个前题条件是 t 第一，政治制度没有能力为新的社会 
势力参与政治以及新樁英进 入权力 层提供渠道； 第二 ，迄今被排 
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渴望参与政治。如果某个集团认为，它 
需要某种象征性的或物质性的利益，而此种利益的获得只有在政 
治领域中坚决贯彻自己的要求才能实现，那么这个集团通常会产 
生参与政治的渴望。抱负甚髙的社会集团和僵硬的政治制度，是 
造成革命的两个要素。 ® 

目前许多力图确认革命起因的学者，主要强调其社会和心理 
上的根源，因而忽视了影响革命发生的或然律的政治和制度因 
素。在有能力扩大其权力，并在其范围內扩大参与的政治体系中， 
不容易发生革命。正最因为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治体系 <包括宪 


①比较査默斯.釣翰逊 cctalmers Johnson) 的《革命和社会体系》 ’ 斯坦福》 
胡佛研究所， 19M 年版，第 3— 22 页；哈埃克斯 g (Harry Eckstein) , 纳战： 
期望问想》 （Internal War» Tiie Problem of Anticipation), 教伊锡尔 . 徳 ‘ 索拉 
普尔 （Ithid de Sola Pool) 等编：《社 会科学研究与国家 安全 》 (^lal Science 
Heseaf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华盛顿，史密期索尼安协会， 1963 年版 * 第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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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和共产主义的）巳发展了吸收新兴社会集团和新精英分子参 
与政治的程序，因此在这种政体中不大可能发生革命。具有历史 
意义的大革命曾经发生在高度集权的传统君主政体中（如法国、 


中国和俄国），也曾发生于基础狭窄的军人独裁（如墨西哥、玻 
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古巴）或殖民政权（如越南、阿尔及利亚） 
中。所有这些政治体系都表现出，它们几乎没有能力扩大自身的 


权力，也没有能力为新社会集团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 

就成功的太革命而言，最重要、最明显、却最 易被人 忽视的 
事实也许是，它们不会在民主的治体系中发生 a 这样说并不是 
要证明在形式上采取民主制的政府对革命都具有免 疫力。 a 而易 
见，事实并非如此。基础狭窄的寡头民主制和寡头独裁制同样不 
具有为扩大政治参与提供渠道的 能力。 然而，民主国家未曾出现 
过成功的大革命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说明，民主制一般来说 
要比那些权力与其相等但却更加集权的政治体制，更有能力把新 
社会集团纳入既存的政治体系。共产独裁制也很少发生成功的大 
革命，这说明共产独裁制与较为传统化的独裁制之间的主要区别， 
恰恰在于吸收新兴社会集团郎能力不同 - 

如果一个民主制国家采用阻止政治参与扩张那种“非民主” 
的作法，就可能会激起革命。 例如， 菲律宾吕宋岛的佃农所形成 
的胡克运动，起初企图利用民主政治体系所提供的参与机会达到 
自己的目的。因此胡克党参加了选举，并有几人当选为菲律宾国 
会议员。然而，国会却拒绝把议席让给该党代表。结果，胡克党 
领袖返回农村，揿起暴动。只是当马哥塞塞领导下的菲律宾政府， 
为农民提供了认同和参与现存政治制度的象征性或实际的枳会， 
并以此减弱了胡克党的号召力时，革命才被平息下去占 

抵制政治参与扩张的政治制度以及要求这种扩张的社会势力 
的存在，是革命发生的两个必要条件。从理论上讲，任何未被纳 
入政治体系的社会盼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从实际上讲，每个 
社会阶级也的确将经历—个或短或长的革命倾向高涨的时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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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阶段，某个社会集团会发展对自身的一些期望，而这些期望 
则会使它向政治体系提岀象征性或物质性的要求。该集团的领袖 
会很快意误到，要达到 自己的 目的，就必须找到接近政治领袖的 
途径和参与政治体系的方法。如果这钱途径和方法并不存在或它 
们在短期内不会出现，那么该集团和其领袖就会产生挫折感和不 
满情绪。可以想见，这种状况可能会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也许促 
使该集团寻求参与政治体系的途径的原有需要会消失；也许读集 
团会通过暴力、武力或其它非法手段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绐政洽体 
系。在后一种情况下，政治体系可能会适应需要，陚予这种参与 
手段以某种合法性，并承认满足用这神手段提出的要求的必要 
性。然而，政洽精英也可能力图镇压该集团，并最终迫使其放弃 
那种参与方式。如果政治体系内部的各集团很强大，并一致反对 
让该集团参与政治，那么政治精英的这种企图显然是会获得成功 
的。 

集团要求被拒绝，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被杏定，这可能会使 
—个集团产生革命的要求。但要革命*只有一个革命集团是不够 
的。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 
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①一个社会集团可以发动一 
次政变、暴动或叛乱，但只有在许多集团组合在一起时，才能产 
生革命。不雉想象，这种组合可以采取各种可能的集团联盟的形 
式；但实际上，革命的联盟必须包括一些都市集团和一些农村集 
团。都市集团反对政府可以造成持续的不安定，这种不安定是执 
興官政体的特征。只是当都市反对派和农村反对派联合起来时， 
才可能产生革命.帕尔默指出，在1789年，“农民和资产者向同 
一个敌人开战，这是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②广而言之》这 


( I ) 佩蒂，《革命的 过程* 第 12 页 1 第 100页；布 林顿，《对革命 剖析〜第100页， 
约«单 :命与 社会体 系!* ，第 S 页， 

® R ， R . 帕尔默，主革命 的时代 》(Tke Ageof the Democratic ReTolutii > n ), 
第一卷，费:《4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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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切革命发生的原因，更确切地说，现代化中国家发生革命的 
可能性取决于 t <1>都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 
资产阶级〉对现存秩序的疏离程度》 (2> 农民对现存秩序的疏 
离程度》 (3) 都市中产阶级和农民不仅为反对“共同的敌人”， 

而且为同一目标而战斗的程度，这个目标通常是民族主义。 

如果中产阶级的挫折感与农民的挫折感不在同一时期产生， 
革命便不可能发生。一个集团可能在某个时期对政治体系杯有高 
度的离异情绪，但是在这个时期，另一个集团却没有产生同样的 
情绪 a 由此想觅，在这种情形下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社 
会变革的总进程缓慢，就可能减少这两个集团同时对现存政治体 
系产生疏离感的可能性。若社会和经济现代 化的发 展较为迅速， 
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就会 增加， 然而，一场大革命的产生，不仅需 
要都市中产阶级和农民都对现存秩序产生疏离感，而且他们还广 
须能够同时采取行动，并莸得同时行动的诱因。如果没有一个札 
当的契机釆取联合行动，革命也是可以避免的。 


第三节城市与革命 


游民无产阶级 

在城市，哪些社会集团最可能变成革命性集 团呢？ 显然有三 
种可能：游民无产阶级、工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从表面上看，都市暴动最可能的发源地显然是在因农村穷人 
移居城市而形成的贫民窟。本世纪60年代，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 
的城市中，〜有15% — 30%的入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 生活， 这种 
贫民市镇在拉各斯、内罗毕和其它非洲域市也有不少。在大多数 
国家中，都市人口的增长明显超过了都市就业机会的增长。在这 
些城市中，失业率常常会达到劳动力总数的15% — 2 0%。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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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条件似乎巳足以造成反政 府 行为，甚至革侖的产生。60 
年代美国政府的抉策人越来越担心，那些由美国为其经济和政治 
发展承担义务的许多国家的城市都会出现暴力和动乱。杰克逊夫 
人聱吿说，“域市象炸弹一样具有致命的危险性 ® 

然而，60年代中期，明显的事实是贫民窟并没有成为反抗活 
和革命的主要 k 源地，在整个拉丁美洲和亚洲、非洲的大部分地 


动区，贫民窟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其生活条件却毫无 改善。 但除了 
个别例外以外，预期会出现的社会暴力、骚动和起义并没有发生。 
明显的社会和经济灾难与并无抗议行动或要求改变这种犾况的政 
治行动之间的差距，是现代化中国家令人吃惊的政治现象。 

不仅政治和社会暴力很少见，而且还存在着似乎与其社会背 


景令人费解地发生背离的保守的政治行为模式 8 在理论上，贫民 
窟本应成为典产运动和其它激进的左翼运动支持者的强有力的源 
泉。但实际上，这种现象却很少发生。倘若那些贫民把选票投给 
反对党，他们逋常也只投给右翼集团，而不是左翼集团。例如， 
在1963年的秘鲁，奧德里亚将军是四个总统候选人中最保守的一 
个， 但他却贏得了利马贫 民的支 持《同一年的加拉加斯，保守派 
的候选人阿斯拉，皮里斯也得到贫民的大多数选票。 196 4 年在智 
利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城的贫民窟居民均投禀支持较温和的费 
赖，而不是较激进的阿连德®。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圣保罗和其 
它拉美城市。 

对这种明显的保守主义和听天由命的作法应作何种解释呢？ 
这里似乎有四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农村居民移居城市表现为 
地理上的流动，一般来说，肉城市流动无疑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 
件。同他们过去的经济状况相比，他们会产生一种“相对报浩 


①巴巴位.沃德，《城市可能象炸弹一样具育致命的危险性》 * 《组约財代周邗》 
年4月19日，第22页。 

@恩斯待.霍尔珀林， 《共 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衮落》， DtcHne of 
Commimisut in Latin America ), 大西洋刀刊》第 215 期 U 965 年5月），萡6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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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即使他们处在城 It 社会阶涕的最低层，也会产生这种惑 
觉。” © 第二，农村移民带来了乡村的价值标准和观念，其中包 
括巳臻定形的社会服从和政治消极的行力模式 。 在大多数都市贫 
民区中，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的水平普遍低下。政治并不是特别 
哭切的问题 t 对里奧贫民区的一项抽样调査结果表明，六个月之 
内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参加过一次重大的政治讨论。农民的依 
赖性摸式在城市中继续存在，因此他们政治期望的水平仍然很 
低。各种各样的研究都表明，“在拉美国家中，都市和农村的穷 
人并没有郑重地期望政府能为改善他们的处境傲点什么。”在巴 
拿马城，60%工人出身的学生确信，“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会对自 
身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a 这种政治冷漠以及起然于政治活动 1 
不思考政治变革可能性的态度，是穷人保守主义的基础。这种保 
守主义不会使人感到惊奇。美国也一样，“社会阶层较低的人比 
社会阶层较高的人表现得更保守”， 

① 格劳乔 * A • D . 索尔斯 （Glaucio A . D . Seares) , 西不平衡发展的政 
洽社会 学 》 (Tlw Political Sociology of Ceneven Deretopment in Brazil ) ，栽欧 
文罗威茨 (Irving L.Hnrowitz) 编 t « 巴西革命》 016 代 111 山 11 in Brozil), 
纽约， 迖登出 版公司 1964 年板，第安得鲁 ■ 皮尔斯 （Andrew Pearse) ，里 ® 
热内卢都市化的某些特 S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City of 

de 菲利普一东泽出 K 公司编：《拉丁美洲的都市化》 (Urbaniza- 

jon in Latin America), 巴黎，联合国科教文绉织 ,1951 年钣，第 W65U 

② 安格斯 * 坆贝尔 (A^gus Campbell) 等.《美国的 选民* ，纽约， 约翰一 威利出 K 
公司 I960 年版，第209— 210M; 弗兰克‘ 博甩拉 (Frank Boniila) , «里约的贫民窟》 

(Rio’a Favelas) ，美国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南美洲东海岸研究丑第8#,第3页， 

年 2 月 1 日，第 WSf 约翰 .F . 哈里森 lohn Harison) , «知识分子在煽动性变革 
i 中的作用：大学 >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Fomenting Cbangl ； the leu- 
^ersity), 敦约 ® * I ■ 特 ft 斯克 (Tohn I* Tcpaske) 和悉尼 .N ■ 费 # 尔 {Sydney 
N. Fisher) 编： 《 拉丁美洲的爆炸性势力 ! ^Explosive Forces in Latin America ), 哥 
伦布，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4M; 丹尼 * 戈德里奇 (Daniel Goldrich), 
« 计算拉丁美州杜会箪命可能性的尝读：某笙定向性的概念和个窠研 ％ s ( T ™ ard a n 
Estimate of the Probabilty of Social Revolutious in Latin America ： 
Some Orienting Concepts and a Case Study), « 百年课论》，第 6 期 （ 1962 年 S }， 第 
4()0 页。又见丹尼尔 • 戈德里奇、蜇蒙捭 * B . 普拉特 、 C . R . 叙勒，《智利和秘螫下 H 
都市移民的政治一体 ft) 一次地方猜 # s (Tli e Potiticdl Integration of Lower Cless 
Clrban Sotilewcnts in Chile and Peru: A ProTisioasl Inguiry ) ，这是提交给美国 
政治学会年会的论文 <1%6 年 9 月 6— 30 曰 ） 0 

« 273 • 




贫民窟唐民政洽激进主义傾向不严重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他 
们生来所关心的食品、住房、就业方面的直接利益不是靠反对现 
存体系，而是要通过现存体系才能予以保:证《苘那些19世纪从欧 
洲移居北美都市的移民一样，今天移居到现代化中城市的农民不 
太可能去支持那些只给人们以建立人间天国希望的意识形态的革 
命家，而更容易拥护能给人们提供物爾利益的政治机构及其领袖》 
用霍尔珀林的话来说，贫民窟的居民是“关切物质生活改善的现 
实主义者，在政治上，他们更倾向于支持那种能够给他们带来这 
些改善的人，无论他是独裁者还是有劣迹的政治家》” ® 利马贫 
窟的居民投票支持奧德利亚将军，是因为他在其上届总统任职期 
间，通过大搞公共工程建设，而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贫民窟的 
居民吃了上顿无下顿，只有立即兑现的报偿对他们才有意义《为 
温饱操心的人，不大可能去关心暴动的事。 

最后，贫民窟中的社会组织模式也可能会减少政治激进行力。 
在拉丁美洲的许多都市贫民窟中，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和敌財情 
结是相当严重的，这样，他们要通过任何有组织的合作形式 * 表 
他们的要求和采取政治行动，都是相当困难的。这种情绪在都 
市贫民窟中比在这些贫民原来生活的农村典同体中更为普遍*例 
如，在秘鲁，有54%的贫民窟居民认力，他们甚至在朋友之中截 
无信任感，而在农村中只有34%的人有这种感觉》@建立能促使 
要求得到实现的新的社会组织有很多困难，而较传统的社会结构 
形式的维续存在更增加了这种困难。家庭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地主或庄园管家的角色只是被地方政洽领袖所取代了。只要这些 
传统的权威模式可以满足贫民窟居民的最低需求，它们就会把建 
立具有较广泛的政治目标和共同体目标的新型组织的动力减少到 


①恩斯特.窜尔珀林，*兵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衰落 s ，第66页* 

©H ■ 罗东多 CH * Rotondo) , « 都市化的心理和精沖健卬问题：对秘 鲁的 + 
岽 研究 》 （Psydiological and Mental Heaeth Problems of NrbaTLUation 
ou Cflse Studies ia Penx) ，奈瑟，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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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相反，在非洲，移居城市的农民很快就组织起以部落 
关系和地区关系为基础的自发性团体。这些团体由于执行各种维 
护共同利益和福利的职能，因此 f 它们可能会给发展高度发达的 
政治——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政治奠定基础。 

从政治上看，贫民窟的居民可能会支持政府，也可能会支持 
反对党，但他却绝不会是革命的倡导者。能在就业和居住条件方 
面给贫民窟居民带来直接物质利益的改革，至少在短期内会产生 
安定政局的效果。不过到了一定阶段,这种情形可能会发生变化， 
贫民窟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很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政治暴力和动 
乱。第一代贫民窟居民把传统农民持有的社会服从和政治消极的 
观念带迸了贫民窟。他们的子女都在城市的环境中長大，接受了 
域市的目标与期望。尽管他们的父辈满足于社会的横向流动，但 
这些孩子们都提出了社会纵向流动的要求》如果社会纵向流动的 
机会不能很快来临，那么贫民窟的政洽激进主义就可能会有明显 
增长。 

都市居住期的长短、职业的流动以茇政洽激进主义这三者之 
间的关系，可以'用索尔斯从里奥收集的数据生动地加以说明。在 
里奧居住20年以上的技术工人和居住20年以下的技术工人，其支 
持劳工党的百分比是一样的（37%—。然而，在非技术性 
的城市移民中，都市居住期的长短是出现投票状况严重差异的原 
因。在里奧居住不到20年的移民中，只有 3 2%的人支持劳工党， 
而在居住20年以上的人中，有 5 0%或更多的人支持劳工党》«总 


①索尔靳， s 巴西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社会学》，第 W1—192H; 艾尔弗雷漶-斯 
蒂芬 <AWrtd Stephan) , « 较治发展理论；拉丁美洲的经拴》 CF^titicat Develop- 
Theory ； Tne Latin Amei'icaii Experience) ， c 国屍事务杂志 》 ，第 20 期 
(1966 年），第 229—231 页；约瑟夫 ， A + 卡尔 （Joseph A ■ kahlj , 《迪方和中心城 
市的社会分层和价值观：巴西和赛 西哥 》 (Social StraUrication and Values in 
Metropoli and Provinces ： Brazil and Mexico) ，載《拉丁美洲 》 ，第 8 期 (1965 
年 1 月 一 3 月），第 33 员；比较约翰莱格待 （JohnC •Uggett) «：无家可归者与 
工人阶级意识》 fUpfOQtedness and Working 一 Class Consciou$tiess) * 4 美国社会 
竽杂志》 , 第 6S 期 （ 1963 年）》第 6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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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长期在都市居住，加之缺少职业流动的机会，容易造成政治 
激进主又。同样，在加尔各答的许多暴民动乱中，充当打手和头 
领的职业流氓，主要来自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城市原有居民，而来 
自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移民和难民的并不多。农村传统的影响 
减少了他们从事反社会活动和非法活动的可 能性。 “与一般人的 
看法相反，农村移民与乡村和其家庭的联系、对大城市的猜疑甚 
或不信任，造成丁 j 种秩序 I 而恰恰是那些收入和安全完全依赖 
于都市的居民，更容易去反抗杈威，加入下流社会。农村移民必 
须首先接受都市生活方式，才能成沟职业犯罪者。农民首先要学 
会蔑视权威，而不是惧怕权威，他和他的后代才会成为犯罪 
者。”① 

美国的经验也证实了上述模式。在欧洲向美国移民的过程中、 
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移民中出现的紧张关系和不满情绪 * 尤为明 

显。用汉德林的话说，第二代移民是不安定分子， . 随着其实 

力的增长，他们开始制遣麻烦，这正是因为这些移民在社会上没 
有确定的位置。”©同样，60年代美国北方黑人贫民区犯罪和乱 
民暴动日益增多，这是那驻在大萧条和二次大战时期从南方农杖 
移居北方城市的第一代移民在城市出生的儿女们—手制造的*■第 
—代移民仍保持了农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 第二代开始对城市怀 
有梦想，为实现这®梦想，他们首先诉诸犯罪，然后是反社会的 
颓废行为。在底特律，参与■年7月暴乱的黑人中有 54 %出生在 
底特律，而未参加暴乱的黑人中只有22%是在城市长大的。同样， 


① 韦办《贫®者的政治 》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 ) 第如5—20 6 页 r 

“ 《都市 化和政洽反抗> (Urbankatiott and Political Potest ) ® 文明》 
第 17 期 （19 k 年）第 44-^ SO 页 

② 奧斯卡. 汉德林 (Oscar Handlifl) : 在 流浪者 》 (The IjprootedJ 莰士顿小 
布朗出版公司 19S1 年版第 267 洱； 威尔 . 赫伯格 （Will H^erg) : « 新教、天主教 
和允太教 * (Protestent—Catko 1 ic 一 Je 育）纽约花园城双曰出版公司 1956 年版第 2 8 
一 3 顶；马庠斯 .L • 汉雜 (Marcus L -Hansen) : < 拉丁美洲历史上的移 ^(The 
Immigrant ia American History ) 哈佛太学出版社 194G 年版第 9Z_96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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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而不是在南方长大的人中，暴动者占71%,未参加暴动的 
人只占39%。1966年，克劳德 * 布朗对罗伯特 * 肯尼迪说 I “老 
—代赞同这种神话，即他们是下等人，他们不应该得到比白人社 
会所賜予他们的更多东西 8 由于电视、其所受的教育、大众化杂 
志以及诸如此类的影响，使当今的新一代人不再相信这一点。他 
们希望得到应得的一份，他们要求得到属于他们的一切。参议员， 
你了解吗？也许未曾有人为黑人问題花费过时间，然而，唯一能 
使白人社会对黑人社会作出有意义让步的手段，那就是暴动，在 
1965年‘瓦特区暴动* 以前， 无人知道瓦特区的存在。” ® 亚洲、 
拉美以及北美，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暴力事件，隨着在城市长大 
的居民比例的增长而增加。到一定时候，由于域市中长大的孩子 
们要求城市的报偿，里奥和利马、拉格斯和西贡的贫民区可能会 
象美国的哈雷姆区和瓦特区一样，被社会暴力之尻所席卷， 

二、工业工人 

后期现代化国家的工业无产 阶级， 也可能是产生革命的一个 
源泉，尽管这种可能性要小一些。一般来说，动员社会势力参加 
政治和社会活动与建立组织这种活动的制度之间存在着一个差 
距，这个差距在较晚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比在较早进入现代化的国 
家中要大得多。不过，就劳工关系而言，情形恰恰相反。在19世 
纪，欧洲和美国的劳工是激进的、有时甚至是革命的,因为工业 
化走 在了工会化的前面，社会统治集团常常竭力反对工会，雇主 
和政府尽其所能地抗拒工人为提髙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 
件、争取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它社会福利而提出的荽求》在这 
些国家中工人的动员很容易超出劳工组织的范围，结果，在工 

①克劳德 * 布朗 CClaude Brown), « 关于联盟在都市化问蘊中的作用的听证》 
(Test irocny、Hearings on Federal Role in Urban Problems ) ，美国参议院童新改 
组政府活动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第 89 次太会第 2 次会议文悴，第 5 部分，第 U06 页； 菲 
利蒲 * 迈那 (Philip Meyer) t 幻 967 年華动后底特律黑人观念的研究》，底特禪 * 
底特律都市联盟和底持掉自由出版社 1%7 年珥 • 


• 277 - 


会组织强大起来以前，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运动常常可从具有禽 
异情绪的工人阶级那里得到支持。当工会组织起来后，它就会代 
表这个新阶级，有组织地反抗现存制度，并与其斗争 B 在那些劳 
工运动不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精英分子所承认，从而被削夺合法 
性的地方，共产党和其他激进集团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最大 s 正 
如科恩豪泽所指出的,“较严重的社会脱节现象容易出现在工业 
化的初期，并且这也是群众运动的蒿涨时期。大众倾向的缓和， 
取决于可以在工业工人和国家之间起调解作用的新的社会组织形 
式，特别是工会的建立 ■= 但这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 ® 

在后期工业化国家，所有这些条件都不太常见》20世纪在那 
种具有传统玫治体系的社会中（如沙特阿拉 伯〉， 工会通常是被 
禁止的。然而，在其它后期现代化国家中，工人的动员与工会组织 
的制度化之间的差距若不是已被消除，也是被大大地缩小了。在 
某挂国家中，几乎在劳工力量形成前，就建立了劳工组织。加世 
纪中期，非 M 和拉美许多现代化中国家，有50%以上的非农业工 
人巳组成 工会。 非洲23个国家中有 I 4 个、拉美和加勒比海21个国 
家中有9个国家的工会会员人数迗到非农业工人人数的四分之一 
以上。中东和亚洲劳工组织的规模不太大，但在这些地区的某些 
国家中，劳工组织也 B 达到相当高的 比例。 总之，在50年代和60 
年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有3 7 个国家，其工人加入工会组织 
的比率髙于美国。这样，由于工厂纪律的约束，使来自农村的移 
民中产生的激进化和不安定倾向得到了大大的缓解。从总体看， 
这些国家的劳工运动与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劳工运动相比►是 
—股吏加保守的势力》 

的确，社会组织可以减缓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一点是很明显 
的，在西方，工会相对发展较晚，这使得工业工人在工业化初期 


①科 思豪泽 (Kornhaiiser) f «大众社会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Mass So¬ 
ciety)* 第 ISO — 151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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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 旁工组织的 _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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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补国家间比较研究的疏漏的新 


尺度，国内暴力的某些相关因素>,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 
心，专題论文，第25 期， 1966年。 

受到吏大的剥削, 苘时 却促进了资本积累和 投资。 早期工业化国 
家在工业化初步强化推行阶段，工人实际工資的增长是很慢的。 
另一方面，在后期工业化国家中，工会组织建立和发展得较早， 
这意味着工人在工业化初期可以得到较髙的工资和更多的福利， 
但同时也意味着资本投资率 较低， 较发达的工会组织造成工业领 
域和政治局面的安定，却导致了经济发展速度的绫慢。 

工会建立得很早不仅使工人不太激进，而且工会本身也容易 
产生保守倾向，因为它们往往是现存制度的派生物，而并非现存 
制度的对立物。在早期工业化国家中，产生社会冲突和工业冲突 
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局不應意承认劳工有组织的权利和工会的 
合法性 s 在19世纪，这些原则的确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实現。玫府 
越是坚决地、顽固地拒绝承认工会的合法性，工会就越激进 e 工 
会被视为对现存秩序的挑战，而这种看法很容易迫使工会不得不 
真正向现存秩序提出挑战。然而在 2 G 世纪、劳工组织一般被公认 
为工业社会的一*个固有特征。所有先进国家都具有大规模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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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良好的劳工运动，因此落后国家也歩其后尘。一个全国性的劳 
工联盟对于国家尊严来说，就同军队、航空寧业和外交一样重要 s 
人们常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会比美国和一些其它 
西方国家更具有《政治性”。这种说法的含意是，那里的工会着 
眼于追求综合性、长期性的政治和社会目标。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工会具有玫治性，通常是因为它本身是政治机构的组成部 
分。工会的组成和发展都曾受到政府或政党的援助和支持 a 英国 
和法国殖民玫府对工会一般都采取放任的政策。在禁止成立政党 
的地方，却常常允许建立工会。这样，民族独立运动一旦出现， 
就会与工会组织建立密切的关系。亚洲和非洲许多民族运动领袖 
在本国的劳工运动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尼赫鲁、甘地、穆布亚、 
阿道拉1纳科莫等人，只是他们当中的几个代表。的确，在一些 
国家获得独立后，_于劳工领袖纷纷进入政府任职，因此使这些国 
家的工会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在拉丁美洲 ，工 会还同政党有着密切 
的联系，而且在象 E 西、阿根廷和墨西哥这样的大国中，玫府还曾 
积极促进过工会组织的发展。某些国家，如巴西，还出现过一稗一 
身兼二职的特殊阶级，他们既是工会官员，又是政府雇员。从多方 
面看，与其说他们是工人的代表，还不如说他们是政府的官吏•① 
在工会组织自上而下地得到发展的同时，劳工福利也自上而 
下地得到了改善。19世纪，英国煤矿工人巳发展起自己独立的组 
织和反抗手段》相反，“德国矿工在工业化早期就拥有受国家保 
护的地位并享有特殊 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形成了服从国家，依 

® 乔治 * E * 利希待布劳 (George E - Lichtblau) t « 南亚 工会领导人物的政治 
活动 》 (The Politics of Trade Union Leadership in Soutbetn A.sia> , « 世界 

‘ 治》第 7 期 (1954 年），第 88— 阿诺德 - 扎克 （Arnocd zact) t «发展中国 
家劳工的培养 s (Lab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 纽约， 1964 版，第 

12 页； 希鲁斯 . 米伦 Milieu) , « 发展中国家劳工的政治作用 》 CTtePoli^ 

t^tal Role of Labor in Developina Countries} ，第 49 一 S2p; 罗伯待 .I ’ 亚力山 
大 (Robert J . Alexander) , « 拉丁美洲有组织的劳工 》 (Organized Labor in La¬ 

tin America), 纽约，自由出販社 1%S 年版，第 13 页；马歇尔 . R • 辛格 （ Mar^^ 
R * Singer) , « 正在崛起 的精勤 (The Emerging Elite), 界丄 7 出 版社攸 4 年 
扳， ^128—1365 lo 


• 2S0 • 


赖国家的传统。” ® 这种状况在20世纪现代化中国家甚为普違。 
相对势力弱小的工业工人所享有的福利主要不是他们通过政治程 
序施加压力而得到的结杲，而是政治精英主动给予的。拉丁美洲 
的普遍状况是，“对于劳工整体或某些被忽视的劳工来说，它们 
在真正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压力集团之前，巳初步得到了不少重要 
的利益 B 更^切 地说，这些较早获得的利益通常是人们为争取劳 
工的支持或预先防止劳工不满情绪的滋长而主动奉送给劳工 
的。” © 同样，在南亚，“由于政府官吏 1 政治领袖或雇主可以自 
上而下地控制工会一般成员，所以南亚各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广 
泛的社会立法（这些社会立法通常很难实施）来保障工人的利 
益，而不愿让工会独立地发展自我保护的手段。在大多数现 
代化中国家，工业工人几乎是社会上层的成员，他们的经济状況 
比农民好得多，而且通常也是政府政策的受益者。法勒斯曾注意 
到：在目前的现代化中国家，工人进入工业化阶段的状况不象西 
方工亚化时期那样具有马克思用“疏离感”一词所概栝的那些挫 
折感和忧虑。新兴国家不乏怀有离异情绪的人；但工业工人并不 
是这些人中的首要分子^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亚部门仍然规槙很小， 
另一方面是因为相于农村居民来说工人生活更加安全和富裕 * ® 
列宁认为，工人只有通过外部势力的灌输，才能获得政治意 
识。这神看法可能 是正确的> 然而，在目前大多数现代化中国家， 

0 加斯顿 . V - 里姆林格 (Gaston ■ V • Eimlinger) , « 反抗的合法化:劳工历史 
的比珍 研究 * (The leKitimatoiiL of Protest: A Comparative Study in Labor His¬ 
tory) f « 社会和历史比较研宄 》 ，第 2 期 （ I960 年 4 月） ，第 342—343 页》 

® 亨利 .A - 兰德斯伯格 (Heorv A - handsberger) , « 劳工 精芙 : 是革命的吗？》 
The labor hlil* Is It Rerolutionary?), 引自 《 拉丁美洲的精英 》 (hlites in ha- 
tin American), 纽的，牛津大学 出扳社 W67 年版，第 260 页。 

© 利希特布劳，《南亚工会领导人物的政治活 动 * ， 第 100 页《 

@ 劳埃德 . 法勒斯 (Lloyd Fallers) , « 新兴国家中平等、现代性和 民主 * 

(Equality, Modernity, and Democracy in the New States ) ，引自 * 旧社会 
与新兴国家 《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纽约，自由出版社 196 禅版，第 183 
另见西奥多 . 德霄珀 （Tliecidore Draper) 的评论，他指出，古巴工会 * 多少年来 
已获得大 S 的让步和利益，因此它的成员己相对地成为一种特权阶级*，《卡斯特罗主 
又 : 理论与实践》 , 纽约 * 1965 年版 > 笫 76_77 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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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人灌输政治意识的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而是政洽领袖或政 
府行政官员。结果，工人追求的目标是相当具体的和直接的经济 
目标，而不是改变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在争夺拉丁美洲劳工运 
动领导权的斗争中，“只要意 P 形态上不太激进的一派保持活力 
和进取精神，它们便会战胜激进派 # ”《劳工组织是依靠政治活 
动而建立的，并且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它们的目标不是政治的， 
而是经济的，这种工会与美国工会的区别不在于所寻求的目的不 
同，而在于达到目的手段的不同 s 这种手段反映了工会本身的起 
源以及它运行于其中的政治体系的性质不同。 

中产粉级知识分子 

在某些情况下，工业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会共同反对政 
府。游民无产阶级最终可能会掀起骚动和政治暴乱，然而，总的 
来说他们并不是革命的制造者。工业无产阶级与现状休戚相关》 
游民无产阶级只专注于眼前目标。在大多数现代化中社会 * 真芷 
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 
要源泉 。恰恰 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哈 
尔彭对中东地区的评论也适用于其它大多数迅速现代化的地区 * 
•新兴中产阶级迅猛的革命行动势不可挡”。现代化中国家白领工 
会与蓝领工会在政治观点上的差别，突出地说明了中产阶级的革 
命性特征般来说，前者比后者更激进、更极端。例如在拉丁美洲， 
银行雇员工会一直是左翼势力和共产党的堡垒。19仙年，委内瑞 
拉银行雇员工会在左翼集团推翻主张改良的贝丹科尔特政府的尝 
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巴蒂斯塔当政时的古巴，“有 
个规律是，工会中产阶级化 * ，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就越 强大* 
银行雇员工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 

当然，中产阶级作为革命因素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 

is 兰德斯伯格《劳工精英 : 是革命的吗 * 第 271 页 * 

® 哈尔彭， 《中 东和北非社会变革中的政治 》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han¬ 
g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Ji Africa) ，第 75 页；德雷迫 》 * 卡斯特罗主义 j 
埋论与变践 *, 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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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基石的传统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中产阶级与稳定的 
关系同富裕与稳定的关系很相近。与普遍化的售裕一样， e 经壮 
大的中产阶级是政治领域起缓和作用的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 
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的确，中 
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可能会经历好几个阶段》—般地说，最初登 
上社会舞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 
知识分子。此后，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分化为文官、军官、教师和 
律师、工程师和技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 s 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 
分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I但隨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遂渐地 
趋于保守。有时，所有这些集团或其中大部分都可能会扮演革命 
的角色，但一般而言，只是中产阶级中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成 
分才最容易从事反抗、暴力和革命。并且，在中产阶级的各种成 
份中，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这种倾向的成份。布林顿等人指出 t 知 
识分子的背弃是革命的 前兆。 不过，这实际上并不是由于知识分 
子的背弃，而是由于知识分子已成长为一个可充当起义先锋队的 
独特集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不会宵弃现存秩序， 
因为这个集团从来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 
对派，无须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他们只要一出现在社会舞台 
上，就扮演着潜在的革命角色。 

在现代化中国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 
霍斯利兹和韦纳认为，“至少在印度，没有人象不满的知识分子 
那样軎欢倡导暴* e ie 是这些人在那些缺少责任感的政党中充当 
领导人。他们是煽动家为数不多的几个追随者，是乌托邦和救世 
主运动的领袖。只要机会一成熟，所有这些运动都会对政治稳定 
构成威胁。”在伊朗，左翼的和吞輿的极端派都较比温和派更多 
地出身于城市和中等经济阶层受过更多的良好教育》①这些特征 

~ ①伯特 ， F • 霍 洁兩茨 (Hosdiz ) 、迈伦 * 韦纳 (Weiner ) 碑 度的经济发展 
和玫治 “ 定 * f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India) , « 不同 
窟见 s CDlsseat) ，第 8 期，第 1? 7 贯；本杰呵 * B ■ 林格和大卫 ， L • 西尔斯 （ Ben- 
i&min B * Kinger snd David L . SiUs)> 伊朗的政洽极端分子 > (PolHical Extre- 
tuists in Iran) , « 公共興沦季刊 》 ，第如期 （ 1952 年一 1SS3 年），第 693—69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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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普遍存在 的》 知识分子充当革命角色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与 
其它社会集团的关系。最初他们可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集团；此 
时，知识分子煽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嬴得其它社会成份 
C 如农民> 广泛支持的 能力。 

城市是一国反对派的活动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中反对派的 
梭心；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中最积极的反对派集团 r 学生又是知 
识分子中最有凝聚力和最有效能的革命者。当然，这并不一定意 
味着大多数学生与大多数百姓一样，在政治上是不冷漠的。但这 
的确说明，在大多数现代化中国家，学生中的主要积极分子都是 
反政府的，而且恰恰是在大学里，存在着最执着、最激进1最坚 
定的反政府势力。 


第四节农民与革命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革命性，但它仅依靠自己的力董却无 
法进行革命 * 在域市范围内，它可以反抗政府，激起暴动和示威 
游行、有时还能够动员工人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支持自己。如果 
它还能贏得军队中某些人的合作，那么它就可以顛覆政府。然而， 
都市集团推翻政府，一般并不意味着推翻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B 
这只是制度内部的一种变动，而不是制度本身的改变。除了在极 
少数的情况下，这并不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改造的开始 - 总之， 
城市反对派集团依靠自己的力量，只能推翻政府，却不能进行革 
命》革命必须有乡村各集团的积极参与。 

因此，农村主要集团的角色成为决定政府稳定还是脆弱的关 
键性因素。如果叙村支持政府，政府便可以孤立和控制都市反对 
派。假定主要都市反对派巳造反成性，那么任何一个政府， a 至 
是在都市反对派推海一个政府后建立的新政府，要想避免遭受其 
前届政府的厄运，就必须在农村寻求支持。例如在土耳其， n 德 
雷斯政权在 I 960 年被都市 学生， 军人和职业集团推餌 ■> 继之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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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塞尔将军的军政府以及伊诺努领导下的共和党政府均得到这 
些集团的实际支持，但却未能嬴得农民群众的支持，直到1965年， 
正义党因农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而取得显著的胜利时，才建立起一 
个稳定的政府。虽然这个政府还受到都市主要反起派的挑战，但 
在一个自命为民主制的政治制度中，一个受到农杖荠持并同时受 
到城市反对的政府，总比一个主要依赖于城市中那些反复无常的 
集团支持的政府更为稳定。如果上台的政府不能贏得农村的支持 
或默许，那么政治稳定就会缺少基础。例如在南越，阮文绍政权 
被学生、僧侣和军官等都市反对派集团推翻后，以后的历届玫府 
都同样遭到这些集团的反对。这些政府无法从越南共产党控制的 
农村获得支持，因此，它们在都市政治的泥潭中，几乎找不到稳 
定的女持者。 

因此，农村在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绿色崛起”的性质、农民进入政治体系的方式，决定了未来政 
治发展的道路》农村若能支持政治体系和政府,-政治体系本身就 
可以稳如泰山地对付革命的冲击，政府也就会有希望在叛乱的威 
胁下，固若金汤。一旦农村充当反对派的角色，政治体系和政府 
就都有被颠覆的危险。城市的角色是一成不变的，它永远是反对 
派的发祥地。但农村的角色是可变的*它或是充当稳定的源泉， 
或是充当革命的源泉0对于政治体系来说 * 城市反对派虽能起到 
扰乱作用但并无致命威胁，然而，农村反对派的作用，却是致命 
的。谁控制了农村，谁就控制了整个国家。在传统社会和现代化 
初期，稳定取决于占有土地的农村精英对城市和乡村的统治，随 
着现代化的进展，城市中产阶级和其它集团会作海一种政治角色 
出现，向现存玫治体系提出挑战。不过，它们是否能成功地推顔政 
治体系，还取决于它们争取农村同盟者的能力，也就是在反对传 
统寡头的斗争中争取农民支持的能力。而政治体系的生存能力和 
政府保持稳定的能力则依赖于它抵御送种革命感召力的能力， 
以及使农民在支持政洽体系的条件下参与政治的能力。随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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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扩大，政治体系中的统治集团崧须把支持者的基地移向农 
忖，并贏得农民的忠诚。在一个政治参与很有限的政治体系中， 
传统农村精英的支持已足以保持政治稳定。在一个政治意识和政 
治参与都很广泛的政治体系中，农民乃是举足轻重的集团^政府 
与都市具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之间争取农民支持的斗争,成为基 
本的政治竞争 r 如果农民默认和认同干现存的政治体系，那么它 
就为政治体系提供了稳定的基右。倘若农民积极地反对政治体 
系，它就会成为革命的推行者。 

由此，农民可能充当一神极端保守的角色，也可能充当一种 
具有高度革命性的角色。这两种农民形象都曾是普遍存在的。一 
方面，农民通常被看作是极端保守的传统势力，他们抗拒变革、 
效忠敦会和王权、敌视城市、一心只惦念家庭和村落、对那些专 
门为改变农民的命运而来到农村的现代化使者 （ 如医生、教师、 
农 学家）表示怀疑， 有时 甚至怀有敌意》在所有现代化中地区， 
这些现代化的使者被多疑和迷信的农民所谋杀的报道时有所闻》 

极端保守的农民形象，与作为革命力量的较为现代化的农民 
形象是同时并存的 a 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发生的每一场大革命，基 
本上都是农民革命。中国、法国和俄国的情形均是如此。在这三 
个国家中，农民都曾在某种程度上主动地采取行动，摧毁旧的农 
业政治和社会结构，夺取 土地， 在农村建立新的政洽和社会体 
系。若没有农民的行动，这些所谓的革命都不能成为革命。1789 
年夏季的法国，当国民议会在凡尔赛进行辩论时，农民在农村掀 
起了革命。“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农民拒缴租税、什一税和采邑 
税。-他们攻入城堡，焚烧规定其义务的法律文件。他们要进行的 
就是一场社会革命，因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摧毁 f 邑或 （ 封 
建，制以及这种制度所主张的财产形式和收人形式 • :农民在摧 
毁采邑制的同时，也在摧毁着贵族的经济基础》”①农村这神状 
况违背了中产阶级多数派的基本意愿，但面对这种事实，它在国 

①帕尔默，《民主萆命的时代 》 第一卷，第 483— 484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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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议会中只能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它在8月4日的决议窠中， 
“废除了封建制”，实际上承认了农民在农村•进行变革的合法 
性 。 

俄国的情况也大同小舁。当临时政府延迟实施土地改革时， 


农民便叛离军队，返回家园，将土地获力巳有。在春季，农民的 
行动基本 i 以和平方式进行，并披上了半合法的外衣。同法国一 
样，俄国农民也拒缴租税，并开始以非法的手段，将地产用于放 
牧或其它用途。然而，到了 K 季和秋季，暴力和混乱开始 风行。 

5月份，在两个最重要的农业区中，以貌似合法的方式抢夺财产的 
农民达60%,公开抢夺者占30%,破坏财产者达 10 %a 10月份， 
冒充合法的抢夺财产事件只有: U %, 公开抢夺事件仍占30%,但 
破坏财产事件巳达到56%,到10月份，农民革命巳发展为一场力 
图消灭旧秩序每一种痕迹的、简单的、狂暴的运动。“图书馆， 
艺术馆、种马站、溫室和实验站大多被毁坏，牲畜被打伤，房屋 
被焚烧，有塱财产的主人或代理人也被杀害 》 目前的情 M 巳比单 
純夺取房地产和财产要严重得多。”①在这个阶段，尽管临时政 
府竭力反对，地方狡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还是接管了土地••由 
于未能顺应这一运动，临时政府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垮台的 命运。 
列宁很快抓住了这一机会。由于临时政府不能争取农民的支持 * 
因此也就无力固守自己在城市中的阵地。列宁当时曾准确地指 
出 t 农民暴动是 “当代 俄国最 大的事 情”，并力 农民起义辩护说， 
它“比糊涂的、胆小的政治家的悲观主义的厝口有力一千倍”， 
更重要的是，农民起义使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取得成功成泡可能- 


①约翰■梅纳德 （John Maynard) f « 俄国农民和其它国家农民研究 》 (The 
Russian Peasant «nd Other Studies 〉 ，伦敦，维克托一高 兰茨出 版公司 1947年孩， 
第 74— 75 版；朗斯洛特 • 欧文 （Launcelof Owen) ，《银国农民卯 6— 1917 * 
(The Russiaji Pe&s^nt Movement, 1906 — 19Q7) ，纽约 / 拉塞尔出版公 r 3l 妨 3 年 
版， 第 139 坂 *在这方乱乔克雷.马文 (Joclayfe Manrin) 的未发表的 论文*俄国 
农民的政治馆用 （ i89fl—1921) » (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Russian Peasantry, 
ta °0- t 92 t > , 剑桥，佛哈 大学， 1%5年 & 


•撕 • 


欧文也曾指出：“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布尔什维克仿效1871 
年巴 黎公社的尝试必定会遭到与蒙特马特尔的社会主义者 
同#的命运，并且会作力与巴黎公社同样的事件被载入史 
册 ，①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的状况也是大同小异，同以前的其它 
革命集团一样，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集中于城市,1而不是集 
中在农村，实际上，直到 1926— 1927年国共联合北伐时，农民作 
为革命者的潜力才受到注意。毛泽东是北伐运动的一个参加者， 

当时人们委派他为农民委员，去限制湖南和湖北的农民运动。然 
而，毛泽东却发现，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湖南和湖北的农 
民象1789年的法国和1917年的俄国一样，夺取財产、剥夺 地主。 
对此毛泽东 指出： “这个攻击的形势，筒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 
存，违之者灭《 ” “孙中山免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 
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在土地分配极不平 
等和农民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出现的这种自发性农民起义， 
使人们对农民作为革命力置时的关键作用有了新的 评价。 既然中 
国共产党取得了胜莉，它的革命潜能自然也就众所周知了。关于 
革命的基本真理是毛泽东在1927年就巳详尽阐述过的 I 如杲按打 
分的方式，我们把完成民主革命算作10分的话，那么争取到都市 
群众和军人只占3分，其余 7 分应该到处在革命中的农民那里去 
找。……”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 • 
若扛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② 
革命者巳很好地吸取了这个经验。正象弗塔多在巴西所观 
察到的：农 民： 比都市阶级更加容易受到马克思-列宁式 

①欧文 . 《俄国农民运动》箄 138K; 列宁语引自 ® 廉 . 亨利 . 张伯林 (William 
Henrj Clianiberlitt) 的《俄国革命 1917-1921 » (The Russian ReTolution, 1917 
-1921) , 组约 * 麦克米兰出版 & ■ 司 桃 2 年紙 第 一 卷，第 294^-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吿 9 ，重印于斯图亚恃 ■ K * 施拉姆 （Stum . 
R . Schrom ) 编辑的《 毛泽 东的政治思想》—书，纽约，普雷格出 聢公司 1963年賦，笫 
180— I 82 rn ， 第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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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的影响，虽然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后者应该 
成为革 命运动 的先锋 B ”①现代化中国家的状况大体.都是如 
此。 

如果真是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那么关键的问題就是，是什 
么使农民变成革命者的呢？如果促使农民造反的条件能够通过改 
良而有所改善，而不是由于改良而更加恶化，那么具有一定和平 
性质的社会变革就可能取代暴力和动乱 e 显然，在传统社会中， 
农民墨守成规，是一支不活跃的保守力量。现代化通常会对农民 
产生两种重要影响。现代化的最初影响是使农民的劳动和福利条 
件更为恶化。在传统社会中，土地往往被整个村落或一个大家庭 
共同所有和耕种。现代化，特别是西方土地所有制观念的冲击， 
破坏丁这种制度。在意太利南部和中东，核心家庭取代了大家庭 t 
曾经作为集钵所有的、可行的经济单位的大块土地，被很分散的 
个人所有的小块土地所取代。这种小块土地几乎不能维持一个家 
庭的生计，并大大增加了家庭遭受经济彻底破产的危险性。在西 
方，如果许多个人和集团对同一块土地共同行使着权力和特权的 
地方，统治者通常会摧毁这种模式，而坚持单一的土地所有制。 
实际上，这意味着财富较多、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会获得土地专有 
权，而财富较少、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会失去他们对土地的传统权 
力。例如在中东，民族国家建立后制定的法律破坏了传统的公社 
土地所有制， K 允许酋长拥有土迪，因此就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 
的不平等。新法律一般“明令禁止其他人对土地所有者规定任何 
共同权力或特别权力。这可以防止佃农和同部族的人在法律保护 
下，利用自己对共有土地的权力反对酋长。实际上几乎在所有地 
区，土地都流入丁有文化的阶级成员手中——即流入现存的所有 


①塞尔索 ♦ 弗塔多 (Furtado) , 转引自托马斯 • F ， 卡罗尔 (Thomas F * Car- 
roll) « 作为拉丁美洲燁炸性势 力的土 地改革》 (Land Reform as Explosive 
Force in Latin America) 0 第 119 — 120]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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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收税人、官吏、部落或部族的政治领袖手中 ® 

同样在印度，英国人在许多地区都把实际的土地所有权只分 
派给以前充当收税人的扎明达尔斯。在拉丁美洲，公社土地所有 
制在印加、马雅和阿兹台克文明中，是极为流行的。然而，这种 
公社土地所有制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被采邑制取代了，由此， 
印地安农夫或沦为雇工，或被迫靠小块土地勉强度日从公社土 
地所有制向个人土地所有制的转变，通常被看作为一种重大迸 
步》因此，1856年墨西哥的朱阿耶兹政权通过的法律要求法人团 
体（如教会）和公共团体（如印地安村落）出售自己的土地。这 
项法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农民个人所有制。不过，其结果只是 
加快了农民沦为雇工的速度。只有那些巳经发了财的人，才有能 
力购买从集体所有制和备种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土地。因此，19世 
纪后半叶，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 手里。 

如果现代化最终并未提高农民的期望，那么现代化带来的使 
农民贫困化的影响，在政治上就不会有多大的意义。这两者在时 
间上的差距可能是相当大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相差几个世 
纪。但总有一天城市的启蒙会影响到农村。通讯和运输方面的障 
碍会被打破 I 公路、商人和教员都将出现在农村> 收音机也会在 
那里露面。农民最终不仅会意识到自己在受苦，而且会意识到他 
们能够设法消除这种苦难。这种意识比任何东西都更具有革命性 8 
农民产生不满是由于他们巳意识到，自己的物质贫困和痛苦比其 
它 各社会 集团更 严重 ，并且这一切并不是夭经地义的。他们的/帝 
①保尔 • 斯特林 (Paul Stirling) , « 中东社会的结构变革 》< Structiw：! Cian- 

辟 s in Middle East Society), 載菲利浦 ■ W • 塞耶 （Ptilip W . Thayer ) 编蜓 
的 《 中东的紫张关系 〆 {Tensions in tbe Middle East), 巴尔梯英尔 > 约輪斯 • 
霣普金斯出飯社 1958 年版，第 145 页。另见道路拉斯 - O ■ 克拉里 (Delias 
*# 民 > (The VilUger) ，载 S . N , 弗舍 （S ■ N . : Fisher) 编： 坤东的钍会势 力 > 
(Social Forc« in tke Middle East), 伊萨卡，科内尔大学出版社 i95S 年版，第 
S2 页。在这一点上 * 我还受益于史蒂文 . 戴尔珠发衷的论文：《对拉.迈泽乳亚的解 
剖 : 班 菲尔德关于低度发展社会道德性质理论的批判 》 （ The Anatomy of La Mise- 
ria: A Critigue of Banfldd 1 s Theory oi the Moral Nature of Underdeveioped 
Societies), 哈搏大学， 19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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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是可以改善 的。 他们在革命运动中通常所强调的目标，是改善 
其生活和工作方面的直接的物质 条件。 除了农民通常比城市工人 
的生活境遇更差这一点之外，农民和工人在关心直接的经济和社 
会条件方面是没有差别的。两者的主要差别只在于它们与经济发 
展的关系不同，可供选择的行动渠道不同。冏企业家一样，工人 
是现代化中社会的新人^它参与生产新的经济财富。它与雇主的 
斗争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 * <1>工人能否组织起来，有效地争取 

荻得新产品中的利益》 (2> 产品在工人、赓主和消费者之间的 

实际分配问题。如果雇主承认工人享有组织起来的权利，从而在 
事实上消除第一个争端，那么第二个争端通常能通过集体协商， 
辅之以罢工、怠工等其它劳资冲突的手段而得以解决。这样，就 
很难找到促使工人成为革命者的诱因 t 工人只要求应得的那部分 
经济 产品， 如果工会和集体协商被认为是合法的，那么工人便有 
了实现解决这些争端的既定程序和方法 * 

然而，农民的情形就完全不 同了。 地主和农民与资本家和工 
人不同，他们对生产更多的经济产品并没有共同的利益 •在 农村， 
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恰恰与城市的情形相反 * 工业社 
会中，较平等的收入分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I 而农並社会中，较 
平等的所有权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在现代化 
中国家，提高农业产品产量比提高工业产品 产置要 困难得多》农 
村的紧张关系也比城市更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工业工人无法确保 
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而这恰恰是农民的目标《生 
产的基本要素是土地》土地的 供给童 如若不是固定的也至少是有 
限的 I 农民的获得意味着地主的丧失。由此可见，农民同工业工 
人不同，它除了攻击现存的土地所有_和土地支纪制度以外，别 
无其它选择。因此，土地改革不仅意味着农民经济福利的改善， 
它还意昧着从根本上重新分®权力和地位，重新安排以前存在于 
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工业工人是与—套全新的、史 
无前例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建立分不开的。然而，地主和玫民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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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传统社会之中，他们之间现存的社会、经济和政洽关系 


(可能巳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的毁灭或改变，意味着农村秩序的 
根本变迁， 

农民为农村经济状况的改善付出的代价，比工人为城市经济 
状况的改善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 e 这样，农村中较活跃、较明智 
的人向城市移居就毫不奇怪了。他们被吸引到城市，是因为同农 
村严格僵化的阶级结抅相比，城市具有较多的经济和社会流动的 
机会。由此产生的迅速的都市化，会导致城市中社会秩序的混乱 
和政洽不稳定 a 佴是，如果没有这种都市化，农村就会出现严重 
问题0相彤之下，城市的混乱和不稳定只不 过是一 些无关紧要的 
社会弊病和政治痼疾。从某种程度上说，向都市移民可以避免发 
生农村革命。因此，同一般人的看法格反，一个国家发生革命的 
可能性与其都市化的程度成反比。 

此外，农民没有得以提出自己要求的公认的渠道，在大多数 
国家中，工人建立工会组织的权利已被公认》而农民组织自己的 
权利則没有被完全得到承认。在这方面， 2 0世纪后半叶亚洲和拉 
丁美洲现代化中国家的农民的地位，同19世纪前半期欧洲和北美 
工业工人的地位并充很大差农民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都很容 
易被当权者看作是具有内在革命性的行动。例如，在危地马拉， 
20年代就建立了都市工人的工会，而农业工人的工会却遭到禁止。 
直到1949年，这条禁令才被废止 a 以后的5年内，危地马拉农民 
联盟成立，拥有20多万名成员。1954年，阿尔本兹左異政权被推 
翻后，卡斯蒂尔 • 阿马斯上校领导下的新政府最先采取的行动中， 
就包括重新宣栢农业工会为非法。因此，农业工会和农民运动在 
20世纪仍受到限制 3 其结果是加强了农民的革命倾向。正如塞尔 
索.弗塔多在评论巴西的农民运动时所尖锐指出的： 

我们这个社会对工业工人来说是个开放社会，但对农民 
来说则不然。实际上，我们的政治体系只允许都市集团在民 
主竞赛規则的范围内组织起来，以贯彻自己的 要求。 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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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却大相经庭。农民没有任何权力，因而不能提出合法的 
要求，或不具有讨价还价的力量。如若他们要组织起来，就 
会被认为是怀有颠覆的陌谋。我们只能得扭这一结论，从 E 
西重要的农村■部分來看，该社会是僵化的^ ® 

第五节革命联盟与民族主义 

都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现代化中社会最坚定的革命集团。 
但要发动革命，知识分子则须找到同盟者，面都市贫民无产阶级 
正是一个潜在的同盟者》尽管许多年来它并不是一个具有革命性 
的集团。不过，它的革命倾向是很容易增长的 8 到一定时期，大 
学生与贫民的联盟会対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形成严重的威 
胁。然而，使这神结合成功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同时也会成为 
导致其央敗的条件。倘若该社会基本上仍是农业社会，知识分子 
和部市贫民也许能够推翻政府，但他们却无法摧毁该社会基本的 
社会结构，因为他们的行动只限于都市，他们必须让农民参加自 
己的联盟，才能使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另一方面，如若 
都市化 E 达到大部分人口都集中于一个或几个大城市的程度 ，都 
市的革命行劫便能够引起社会的根本变革。 

然而，这个使革命成为可能的都市化过程，也能够创造出一 
种支持政治稳定的抗衡力童。持续发展的都市化，不仅增加了都 
市贫民的人数，也扩大了中产阶级的叭伍，并使之多元化。一种 
新的、更慄守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 
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第一批中 


①塞尔索 ■ 弗塔多 CCeJsoFtirtado) ，转引自卡罗尔的 c 土地改革》第 120 瓦；又 
见国际事务皇象 : ft 会编 1 《拉丁美洲农业改革 a CAgrariati Reform in Latia Ame¬ 
rica) , 伦紙 + 津大学出版社 1962 年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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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集团是最激进的。在这以后的中产阶级集团可能具有较多 
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较为保守 a 贫民茏产阶级 
经衍着一个激进化的过程，它的第二代比第一代更具有革命性， 
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却经历着一个保守化的过程，它的基本倾向 
逐步从革命转向稳定。我们可以设想，在某一个阶段，各种势力 
的力量对比可能只会在城市造成®大的会政治动荡，不过，发 
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是很小的。 @ 因此，革命的可能性 
主要取决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衣民的并举或合作的行动》 

革命所以很少发生，主要是由于知识分子和农民很难同时行 
动。城乡间的差距是现代化中社会政治的一大难题。政府难以克 
服这个差距，革命者也几乎同样难以克服这个差距》革命联盟形 
成的障碍，产生于知识分子和农民在社会背景，立场观点和目标 
上的差异。它们中一个是都市的、中产阶级或上等阶级的、受过 
教育的、西方化的、有世界性眼光的知识 分子； 男一个是农村的、 
.落后的、文盲的、具有传统文化观念的、眼光狭隘的农民。两者 
间的社会差距，决 不亚于 我们可以想象出的任何两个社会集团之 
间的差距。要实现两者的沟通和理解 • 困难是相当大的《它们所 
用的语官，简直是完全不相同的。 互不 相信和误解的现象，不胜 
枚举。注重现实、讲究实际的农民对能说会道的城市人的无端猜 
疑，以及城市人对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农民的天然猜疑，都是 
•必须予以克服的。 

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目标也不同，两者逋常互相冲突。农民的 
要求容易具体化，并且是以重新分配财产为目标，而恰恰是这后 
—个特点，促使农民成为革命者。相反，知识分子的要求容易抽 
象化，弁且是毫无止境的 I 这两个特性使知识分子成了革命者 9 
这两个集团实际上所关切的内容常常也是很不同的《都市知识分 


①对大学知识分子与都市贫民联盟的酧景的有益过论， Jd 哈里森 （ HarriswO 的 
« 大学》 (The Uciversitj) • 栽德帕斯克勒弗希尔 * 第 34 — 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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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般更关心政洽的而非经済的权利和目标 a 与之相反，农民至 
少在最初所主要关心的是土地使用权、租税、价格等物质条件。 
虽然“土地改革”是众所熟知、显而易见的革命口号，但事实上 
都市革命者并不太愿意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是都市环境 
和国_环境的产物，所以他们倾向于用更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 
词汇^阐述他们的目标3在伊朗、秘鲁、巴西、玻利维亚和其它 
地方，革命的知识分子未能及时地注意到农民的需要 。 伊朗的都 
市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谋略上败在了国王的手下，使自己处于 
反対政府土地改革计划的地位。玻利维亚1952年革命初期，共产 
党人反对土地改革。《在中东，激进的知识分子曾反对把选举权 
扩大到贫困农民身上，因为他们认力，农民的被动和冷漠只会增 
加地主的选票，这种看法往往是正确的。最为糟糕的是，都市知 
识分子甚至视农民为野兽，而农民视知识分子为外来人。 

这两个集团在流动性和知识上的差距，使主动建立革命联盟 
的首要责任不可能不落在知识分子的身上。然而，知识分子自觉 
地去动员农民的尝试一般很少获得成功。这种尝试失败的典型例 
子，是1873年和1874年民悴党人“到民间去》的运动》除古巴以 
外，拉丁美洲各国都市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动员农 
民参加游击战争的努力普遍通到了失畋。在以上大部分例子中， 
这两个集团间的社会差距以及政府为减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而采 
取的积极措施，阻止了革命联盟的建立。窨如在危地马拉，极左 
翼的知识分子最初甚至不能讲印第安农民的语言。 

知识分子激发农民的尝试几乎总是遭到失败，除非农民的社 
会和经济条件给他们提供了造反的具体动机。知识分子可以同革 
命的农民建立同盟，但却不能造就出革命的农民。在俄国革命中， 
列宁充分认识到农民的关键作用，并使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策略 

①埃德菜多 . 炜洛里斯 (Edmimdo Flores) , « 土地改革与迸步联盟》 0> 取 1 

Reform and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t 昔林所 S ， 国家问题研究中心， 1963 年 
版，第 13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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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于争取农民支持的需要。不过布尔什维克本身仍然基本上是 
—个都市的、知识分子的集团，它在城市中取得的 成功比 在农村 
更大 a 但中国共产党在域市中却遭到了挫折，其原因是华中都市 
地区尚缺少夺取政权的社会基础和组织 a 因此，毛泽东和他的追 
随者在城市方面遭到失败后，根据毛泽东本人对农民革命性的看 
法，开始了向农村转移，在那里重新组织了共产主义 运动。 伴随 
着每次革命而出现的农民起义在这里第一次在历史上成为有组 
织、有纪律的运动，并且它是由一群具有高度觉悟和组合能力的 
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以往革命的区别不表现 
在农民的行洵上，而表现在知识分子的行为上 a 中国共产党正是 
在危地马拉左翼知误分子臾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它锻造出一个 
革命的联盟，给农民起义以凝聚力，并为它提洪了前进的方向和 
领袖人物。在城市革命失败后的20年内，中国共产党使农民起义 
—直在农村保持着活力。 

农民革命运动，或以农村为基础的农民革命，可能同祥难以 
争取都市知识分子的支持。例如在南越，都市中产阶级反对吴廷 
艳政府，并在该政府倒台后的数年内，造成了持续的动乱。而具 
以农村为重点的越南共产党却不能利用这种不满，同城市中的革 
命分子建立联盟。的确，在60年代初期的越南，唯一比政府未能 
争取农民支持更引人注目的社会政治事实是，越南共产党未能从 
都市集团那里得到重大支持。这两种失畋证明，在现代化中社会， 
城乡间存在着很大差距。 

除非有某种特别催化剂使知识分子和农民另外产生某些共同 
目标，否则两者在背景，观点和目标上的差异会使革命很难或根 
本不可能发生。然而,革命毕竟是发 生了。 使革命联盟得以建立、 
或城乡革命同时发生的共同目标，通常是民族主义，特别催化荆 
往往是外敌入侵。正象在美国那样，一场同时也是社会3命的民 
族独立战争是可能发_生的。但是不包括民族主义革命的社会革命 
却并不存在。一般来说，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恰恰可以动员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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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参与政洽，并为都市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的合作奠定基础 6 
引起民族主义动员的因素，可能是旧秩序崩溃以前外国政洽、 
经济和军事的浸透，也可能是旧秩序崩溃以后外国的政治和军事 
干涉。在墨西哥、中国、越南、古巴和危地马拉，外国商业、外 
国军事基地、或外国统治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借以唤起民 
众的进攻靶子。除越南外，这些国家在革命开姶前在形式上都是 
独立的国家，但它们在经济和军事上却都是依赖 于外国 列强的。在 
波菲利安统治下的墨西哥，税收法和经济法规对外国人特别优待； 
在革命前 L 0 年左右的时间内，英国投资翻了一倍，法国投资增加 
了三倍，美国投资增加了四倍。大体而言，美国人比墨西哥的本 
国人有更多的投资，它拥有75%的矿山，50%的油田以及糖、咖 
啡和棉花种楦场。司法制度有意偏袒外国人，大家都说，“只有 
将军、斗牛 士和外 国人”才有把握从法庭上得到有利的判决。20 
世纪初的前10年，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平等条约、经济租让权、 
割地以及其它有损主权的让步，使德国、日本、英国、俄国和法 
国的公民们在中国享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权。50年代，美国在古巴 
的投资总额将近10亿 美元。 美国人拥有90%的电话和电力系统， 
50%的铁路，40%的原糖生产和银行。这些银行的存款中兒有2辎 
属于古巴人。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在古巴的投资额是它在整个 
拉丁美洲投资额的三倍。古巴出口量的70%以上是运往美国，古 
巴进口量的 7 S % 以上来自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美国拥有重要 
的海军基地。无论从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看 ，古 
巴都巳成为美国的卫星国。® 


①关于墨西哥，见亨利 . 班福德 * 粕克 Parker) , «墨西甚历 
史 > (A History of Mexico), 波士顿，霍顿一米夫体出版公司 19S0 年版，第 3Q9 
Ho 关于古 E ， 见利兰 * L . 约翰还 (Heland L - Johnson ) ,《美国症古巴的商业利 
益与卡斯特罗的崛起 》 (U.S Business Interests in Cuba and the Rise of Castro), 
« 世界政治》第 n 期 （ 1965 取 1 月） i 第 440—45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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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外国势力的滲透对革命的爆发起到了某种刺激作用， 
但革命也曾发生在外国势力的渗瑋既无重大意义也不明显的国家 
(如法国和俄 国〉。 不过，自始至终都无外来干渉刺激的革命是 
不存在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792年夏季普鲁士 
的入侵同革命的激进化恰好同时发生，并旦在很太程度上后者是 
由前者引起的。在革命激进化的过程中，巴黎的“无套裤 汉”和 
外来的知识分子扩大了革命参加者的范围，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 
宣布了法兰西共和国的 建立。 “战争使这次革命真正革命化了， 
……使它在国内更加激烈，在国外的影响更加深远。”①外国的 
干 涉在墨西哥、中国、俄国、南斯拉夫、越南和古巴的革命过程 
中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玻利维亚革命中由于没有 
敌对外国势力的干渉，所以妨碍了玻利维亚革命取得重大的政治 
成果。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隔绝的状态下进行革命。在某种程度 
上，历次革命都不仅反対本国的统治阶级，而且也反紂国际上占 
统治地位的制度。 

在墨西哥，美国的外交干涉曾帮助韦尔塔上台，结果这反而 
导致了马德罗的被暗杀，以及卡兰萨、贡萨雷斯、番乔 • 维亚领 
导下的反抗韦尔塔起义的爆发。这就是墨西哥政治动员的第二个 
高潮，它是由于韦尔塔和美国大使亨刺 * 莱恩 • 威尔逊反革命派 
的胜利而激起的。由此，墨西哥革命开始从马德罗领导下的有限 
的中产阶级运动，发展为大规模的动乱。在新的领导集团的率领 
下，农民和工人在其中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这个新领导集团中 
的大部分成员出身低微 * 扎巴塔和奥布莱根是农民1卡勒斯是农 
村教师》维亚是个目不识丁的强盗。 

在中国，外国千渉的作用更为明显，它不仅激起了中国革命 
的爆发，并使其经久不衰地向前发展。1915年，日本的*二十一 
条>促成了袁世凯政府的倒台，并扩大了民众动员的范围 • 1919 


①泊尔默， 咕主革 命的时代》 • 第二卷，第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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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凡尔赛会议关于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移交给日本的决议， 
导致了 “五四运动”的爆发，学生在北平和其他城市游行示威， 
一个新的领导集团开始出现，其成员并非来自传统的统治阶级或 
地方军阀，而是来自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商人^ 1925年，北 
平政府未能采取积极行动制止瞀察屠杀上海学生的 f 性发生，因 
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对英国和其他外国人的沄威^行。这一事 
件，不仅破坏了北平政府的权威，而且还为国民党的北伐铺平了 
道路。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以及后来对整个中国的侵略，激起 


了农民群众的全面动员，投入反对侵略者的战争 n 继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美国人在中国的出现，以及国民党政权对美国利益的认 
同，最终使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号召力在革命的最后阶段和内 
战时期得到巩固，在上述的每一个时刻 <如1919年、1 9 25年、 
1937年、 194 S 年），外国的千涉都曾给革命势力以新的推动力， 
并使其得以提高自己对民众的感染力 

在革命的形势下，一个政府同外国势 力坑® —气，就等于为 
自身合法性的丧失准备了 条件。 在第一次徂界大战末期，君士坦 
丁堡的土耳其苏丹政府，由于与英法占领军合作而声名狼藉》相 
形之下，凯末尔领导下的安那托利亚民族主义运动却因此而声势 
大长。 30年代，诶及瓦弗德政权对英国要求的 屈从， 以及由此引 
起的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街头暴乱，使新的社会集团得到政治 
动员，这些社会集团依靠穆斯林兄弟会和纳赛尔璋动 f 最终结束 
了诶及议会政体。同样，起初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运动出现的国民 
党，由于不能切实对日作战，由于与美国的密切联盟，因而带上 
了某种反民族主义的色彩》40年代末期的伊朗，国王和国民战线 
中激进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相互争 夺民族 主义的招睥，出于同莫 
萨德克竞^的需要，国王不仅反对俄国对伊朗的图谋，而且在与英 
. —伊石油公司的对抗 中也堅 持民族利益。他还针对奠萨德克的 
“消极的民族主义，，提出一种 A 积极的民族主义”的学说。此时， 
伊朗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处于消长变化之中，这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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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中取胜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伊朗民族主义主要针对两个 
传统的敌人：俄国和英国 B 国王对这两个敌人都采取了反对的立 
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与美国的合作。在这个例子中， 
与激进的知识分子争夺民族主义招牌的传统统治者，至少暂时地 
窥得了胜利。 ® 

有时，外国千涉势力可能会强大到足以镇压革命运动的地步 
(如危地马 拉）。 不过一般来说，千渉的程度越大，它所激起的 
反抗和民众动员就会越大、越广泛。此外，外国干涉势力往往找 
不到可行的政治方案以取代革命运动。这种干涉本身几乎总是在 
与那些旨在恢复旧政权的流亡者的合作甚至领导下进行的。然而 
这个旧政权早已被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中政治权力总量的扩张从 
根本上瓦解了。在每场革命中，政治参与总是先达到一个高峰， 
然后略有下降，但是它绝不会全然降到革命前的水平》在政治体 
系中，权力的分配比权力的量变具有更大的弹性。可以想见，权 
力一度分散后还可以重新集中，但被显著地扩大后的权力，不可 
能再同样显著地被缩小。民众一旦被引出洞穴，就不可能再永久 
地使其失去阳光。革命运动的主要动因是外国干涉和对外战争* 
民族主义是革命联盟的粘合剂，是革命运动的电动机。 

第六节以革命为手段的政治发展 

_、共 H 体与政党 

. 学者们常常试图把 “大 革命”或社会和经济革命同 w 只”有 

①见珀尔马特 (Perl 咖 tter), «野心与摩擦 》 (Ambitionand Attritloo) ，第 3 
章，第 10 、 11 贝；査默斯 * 约翰森 (Chalmers Johnson) , « 农民的民族主 X 和共产 

党政权 》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 斯坦植大学出阪社 
1962 年版，第 22—26 页；理査徳 . 科塔姆 (Richard Cottam) , « 伊朗的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in Iran) , E 兹堡大学出扳社 1964 年版 , 第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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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的、更有限的社会变革区分开来。事实上，大革命最重要 
的成果不是表现于政治领域，就是与政治领域直接相关。一场全 
方位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和合法性模式，动员新社会 
集团参与政治、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接受新的政治价值标准与 
合法性的新概念，由新的，更有活力的政治精英掌握玫权，以及 
建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就政治参与的扩张而言，一切 
革命都包％着现代化 I 就新的政洽秩序模式的建立而言，某些革 
命还包含着政治发展。 

革命的直接经济后果几乎完全是消极的，但这并不单单是革 
命引起的暴力和破坏所造成的。暴力和破坏可能会产生某种经济 
衰退，但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瓦解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玻利 
维亚革命流血不多，但几乎造成了整个经济的 瘫痪。 古巴也一 
样，虽然暴力的规模相对很小，但其经济后果都十分产重。一个 
社会要想恢复革命爆发前已达到的生产水平，必须芘费谇多年， 
甚或数十年。此外，新的经济增长率的莸得，几乎总是依賴于新 
的政治制度的稳定。苏联在缶尔什维克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洽 
模式以前的十年内不得不暂时搁置工业化运动。40年代，墨西哥 
革命所创造出的政治结构实现了稳定化、高度制度化》只是自此 
以后，它的经济才开始迅速 增长， 

保守分子总是把革命造成的经济衰退，作为证明革命彻底央 
败 的一个标志。例如在本世纪50、60年代，玻利 维亚、 越南和古 
巴革命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和困难，常常被人们当作这些国家的革 
命政府即将倒台的证明。不过，在所有革命中都会出现同样的经 
济现象，食物短缺、生活龙保障，生产计划出现混乱、浪费以及 
无效率。这一切表现了托洛茨基的所谓任何革命都包含的“历史 
进步的基本代价”的各个方面。①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经济 
成就对革命来源无关紧要 9 而经济贫困却是革命成功不可缺少的 


® 列昂 . 托洛茨基 （ L«m Trotsky) , 《俄国萆命的历史》 m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纽约，西蒙一叙斯待边版公司 1932 年版，第 2 巻，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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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 保守分子预言，.食品短缺、物质困难会导致革命政权的垮 
台。这种预言从未兑现的原因很 简单： 旧政权下可能是无法忍受 
时物质贫函，却是新政权力量的一种觅明。人们的食物和其它物 
质享受越少，就越珍视他们为之付出过重大牺牲的革命所取得的 
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就。正象一位记者评论卡斯特罗 时所指 
出的： “隨着革命政权更加巩固，较年长的古巴人巳学会哏 
苦的生活，较年轻的人都热爱这种艰苦，并视其为革 命的象 
征。”①革命政府可能会因生活富裕而逐步被腐蚀，但它绝不会 
因贫 困而被 推翻。 

相对来说，经济状况对革命和革命者是不重要的。经济灾难 
只是人们为扩大和重新界定民族共同体而付出的微小代价。革命 
摧毁了旧的社会阶级、旧的社会分化的基础以及通常是由上无命 
定的旧的社会分裂的基础。革命创造出新的共同体意识和对已具 
有玫治意识的新社会集团的普遍认同。如果认同问题是现代化进 
程中一个关键性问题，那么革命则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个代价 
虽很高但却是结论性的答案。革命意味着建立一个由平等的人组 
成的国家或政治共 苘体， 意味着政治文化的根本改变。那种臣民 
用他们”来称呼玫府的政治文化，将转变为公民用“我们”来 
称 呼政莳 的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 人民认 同于政 
治体系的程度和 范围。 革命最显著的成就，劈.是使政治价值标准 
和观念发生这样迅速的转变。以前被排除在 b 治体系之外的民 
众，现在认同于这个体系了 I 以前曾认同于政治体系的精英现在 
却被拒之门外 s 

处死或放逐旧精英分子，可能会得到革命领袖的支持，因为 
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同质性的共同体，而放逐异巳分 
子或难以同化的分子，是建立这种共同体的—个手段。这种常被 


①埃德溫 * 菜菌戈尔徳 （Edwin Reingold) , « 时代周刊》 » 第 84 期 C 1964 年 
8 月 J4 日），第 28 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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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保守分子视为革命政治制度弱点的东西，实际上恰恰是巩固 
该政治 的一个 手段。凯末尔把新 a 家范围仅限于土耳其族，而把 
阿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以及在奧斯曼帝国曾发挥过主要 
m 用的其它集团都排除在外，从而建立了一个较为强大的国窣。 
典产党革命领袖特别认真地吸取了这一经验。1954和1955年，有 
90万难民 （主要 是天主 教徒〉 离开北越，这极大地巩固了北越的 
政治共同体，同时却使南越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股破坏性、分 
裂性的势力 e 1961年以前，东德公民向西德移居是较为自由的， 
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为东德建立更稳定的政治秩序奠 
定了基础-卡斯特罗允许大量不满的古巴人离开古巴，这对巩固 
其政权的长期稳定是很有帮助的。革命以前，对现状不满的人占 
大多数，他们是那些无法移居他乡的穷人 B 革命以后，异己分子 
是少数，他们是可以较轻易地通过处决或流放而被消灭的富 
人。 

革命后某些集团的不满，同其它人数更多的集团所获得的新 
的认同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和整体意识相 
比，是微不足道的 a 这种新的共同体意识，部分地表现为对装束 
的一致和称呼的平等的强调：“无套裤汉”和不讲客套的称谓代 
表着时代的风尚》每个人都是兄弟或同志=> 革命不能带来多少自 
由，但革命都是历史上产生友爱、平等和认同的最迅捷的途径。 
这种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可以使经济衰退和物质困难合法化。1965 
年，古巴一位非技术工入 宣称， 《谢谢卡斯特罗，今夭我扪实现 
了真正的平等……既使食物短映，我也不介意 • 因$我现在是我 
的国家的一分子。为古巴生存而战是我的责任。如桌这就是共产 
主义，我将全力赞成 - ” © 


① C • K * 麦芫拉奇 (c * K * McClatcIiy ) 引自《华盛顿邮报》 •: [ 恥 5 年 9 月 26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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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如前文所述，政治发展包含着公共利益的产生和制度化 8 
这一点在革命过程中比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明显。革命以前 
的社会一般是缺少共同利益意 识的， 其特征通常表现为政洽制度 
腐败和衰竭、政体四分五裂，地方势力的要求得到维护，私利成 
力追求的目标、人们的效忠对象主要是家庭和其它小集团 s 革命 
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消灭了旧的社会阶级、多元状态和 
狭隘的效忠/革命创造了新的、更普遍的道德观念和合法性的源 
泉，它们是全国性的而_地域性的，是政治的而非社会的、是革 
命的而非传统的。革命一口号、神秘感和意识形态，提供了衡量 
政治忠诚的的新标准。对革命及其目标基本阐述的忠诚，取代了 
对较狭嗌、较传统的社会派别的忠诚。在旧秩序下，公共利益陷 
入一种波此冲突的地方利益发生混战的局面。新秩序下的公共利 
益表现为革命的利益。 

因此，革命意味着道德的更新。以前腐化社会的生活方式和 
公认的行光模式被最初就髙度斯达巴化和清教徒化的生活方式所 
取代了 9 就其对事物的否定而言，革命彻底摧毁了一整套巳经解 
体的道德规范和制度。就其对事物的肯定而言》革命创造了新 
的、更必要的道德1权威和纪律的源泉。每个革命政权都会树立 
比其取代的旧政权更高、更广泛、更严格的公共道德标准 • 西方社 
会第一次大革命运动中的《新教徒纪律 * 震惊了 17世纪的欧洲。① 
自此以后，“纪律” 一词一再出现在革命者的语言茚对革命的描 
述中，.这是显而易 见的。 国家纪律，无产阶级纪律、党的纪律和 
革命的纪律，，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如果说执政官式社会是 
—个缺少权威、诚实、纪律、合法性和公共利益概念的 社会， 


①沃尔泽对此的精彩解释 ，在 《圣徒的 革命* (Revolution of the S * ints ) —书 
中到处订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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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革命的社会恰恰具备这些特征，并常使其达到令人难以忍受 
的程度 a 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把清教徒说成是最早的布尔什维 
克，同样，布尔什维克及其20世纪的同类人也可以被看作后世的 
清教徙。因此，任何革命都是淸敎徒革命。 

革命通常发生在政治参与有限、且政治制度脆弱的地方。正 
如德•朱_内尔所指出的，《人民树起绞刑架，不是对专制进行 
道德惩罚 f 而是对缺陷进行肉体惩罚^ ” ® 然而，革命对事物的 
否定既包括摧毁旧的社会秩序，也包括消除旧政治制度的残余 o 
这样便留下一个真空 s 社会本身不再是共同体的基轴 6 在政治发 
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的分化和日益复杂化，使共同体的存 
在越来越依赖于政治活动，而革命则使这种变革以猛■烈的形式发 
生。政治意识形态和玫治制度成了共同体存在的极其重要的条 
件，这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社会瓦解的结果。 
每一次革命都会强化政府和政治秩序。正是这种形式的政治发展 
使社会更退化，政治更 复杂。 它以一种暴力的' 破坏性的，但都 
是创建性的方式，重建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平 


衡。 

人们通常认力，革命会以强有力的政府取代软弱的政府》这 
种政府是政诒制度中权力集中的产物，特别是权力扩张的产物》 
用朱维内尔的话说，“革命的真正历史功能是更新和加强权 
力 》 a ® 然而，要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就必须建立起使权力的 
集中和扩张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新的政洽 结构* 简言之》要取得革 
命的成功，就必须建立政党制度 • 


①伯兰特 * 德 * 朱维内尔 (Bertrand Jouvea^) , * 论权力 》 (On Power) f 

波士顿，灯塔出版社 l% 2 年版，第 218 页。 

©朱 _ 内尔， <论权力 》 * 箄 2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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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着，革命曾产生过这样几种结果：（一）传统权威 
结构的复辟； <二）军事独裁和暴力统治的建立》 (三〉 新的权 

威结构的建立，它反映了由革命引起的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和 
权力总量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査理二世和路易十八世是传统统治 
考和传统权威结构复辟的化身，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則是军寧独裁 
的代表，但他们两人是不 同的。 克伦威尔力图发现一种新的合法 
性的基拙，而拿破仑却企图建立一个其合法性来自军事胜利、民 
众认可和君主神秘的新的帝国王朝。结杲，两者均失败了。在一 
定意义上说，他们力图把传统 合备性 源泉和军事合法性源泉结合 
起来相反，蒋介石和国民党则企图把军事合法性源泉和现代合 
法性源泉结合起来。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是政党统治，另一方面又 
是军事独裁。但它未能在国民党内建立起一个能使自己适应处于 
变化之中的参与模式的制度。 

与中国的情形不同， a 西哥革命最初导致了在薄薄的宪政外 
衣掩盖下的军人统洽。然而，1929年，卡勒斯出于私利，以政治 
家特有的才干，巧妙利用当时的形势，建立了革命政党。因此， 
半合法的军人寡头统治被转变为革命制度党的制度化、合法化的 
权威体系 t 这神结抅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机制，后来卡德纳斯正 
是利用它提高了革命的号召力，使广大民众认同于新的政治体 
系。卡勒斯创建政党，使卡德纳斯有可能利用政党扩大革命的范 
围。因此，在中国国民党从政党统治向军人独裁倒退的同时，墨 
西哥革命的发展方向却从几乎纯粹的军事独裁制进化为真正的玫 


党制。 

历史学家曾把许多时代都叫做革命 时代。 但20世纪却 是特殊 
的革命坦:纪，因为只是在20世纪，革命进程才产生了淨命的制 
度。从这一意义名说，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失敗的*它们的 
痛苦和努力只换来了军事独裁和传统权威的恢复，前者表现 
为护国主，后者表现为皇帝。他们的统治都不是制度化的，并 
最终被斯图亚特和波旁王朝所取代。英国革命以妥协而告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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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却留下一种使法国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不断发生内讧的 


双重性的政治传统。在法国，革命没有产生典识》在英国，革命 
产生的共识并不具有革命性。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两次革命发生 
得过早，政党作为一种组织还没有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它们都 
扩大了政治参与，但都未能建立起使这种参与'制度化的新的政治 
结构。 

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这神“不彻底的”革命同20世纪发生的 
革命之间的区别。自18齿纪宋期最早的长期性政党组织在美国建 
立以来，政治参与的革命性扩张便于革命政党的建立不可分割地 
联系在一起了。同英、法革命不同，俄国革命既避免了军事独 
裁，也避免了君主制的复辟。相形之下，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 
政党至上的体制 （ “民主集中制” ，建立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 

性，这有效地巩固了革命形成的权力集中和权力扩张，并使之得 
到了制度化。20世纪发生的每一次大革命，都曾建立起使扩大的 
政治参与组织化、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新的政治秩序。建立一种在 
民众中有深厚基础的政党制度，是这种政治秩序必不可少的内 
容。与以往的革命不同，20世纪发生的每次大革命都是通过一党 
制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张制度化的。这是俄国、中国、墨西哥，南 
斯拉夫、越南，甚茧土耳其革命的共同结果，虽说这些革命在其 
它方面也不尽相同。因此，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政党制的胜利。 

二、•西哥 

然而，并不是所有革命都以胜利告终，同样，也不是所有的 
胜利都是不可逆转的 o 革命是政治发展的一种手段》是建立新的 
政治组织和程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途径，是加强有关社会势力和经 
济努力力面的政治领域的方法。以革命为手段的政治发展在共产 
党通过暴动和内战夺取政权的国家里是显而易 见的。 在其它条件 
下，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政治发展，比如墨西哥 * 在那里革命使政 
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的 变迁^ 但另一方面，甚至在 2 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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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某些社会仍然可能会进受革命混乱所造成的痛苦，而未曾获 
得革命本可以带来的稳定和整合。根据墨西哥和玻利维亚两国的 
政治发展，酎革命的成败进行比较，也许能为人们诂计其他国家 
所进行的革命的前途提供某些根据。 

在1910年前的20年间， 墨 西哥的经济呈现出了明显的 发展， 
矿业生产量增加/三倍 I 大量纺织广和糖广纷纷建立，糖产量增 
加了三倍 I —个勤铁广问世 I 石油生产成为主要工亚部门；并且 
还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铁路网。在波菲利安时代，对外贸易和税 
收增加了十倍。“现代经挤的全部机制是在一代人之间建立起来 
的：铁路、银行、 重 工业、稳定的货币， 国家 在海外的贸易信 
誉。 ”然而，伴随着这种经济 发展所 出现的是贫富差别的日益扩 
大。对新的金融和工业财富的控制权集中在外国人和与之联系紧 
密的少数寡头手中 # 暴发户大量购买印地安人的私有土地和公共 
土地，结果到1900年，占人口 1%的少数人拥有了可耕地的 
1000 万农业人口中，有 95 % 的人没有任何土地。 •农 民实际上巳沦 
为 农奴： 据统计，1910年，日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抑0年的 25 %。® 

这种迅速的经济增长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发生在这样— 
个政治体系内，它没有完备的组织结构以减绫这些变革的冲击或 
力进行政治活动和缓解社会紧张关系提供机会。权力集中于一个 
冷酷无情、老态龙钟的独裁者手中，他网罗了一小撮老朽的混血 
寡头。到1910年为止，处于政治体系最高层的人通常巳有川一叩 
岁的高令，且许多人已任职多达20年或更长的时间。新兴的、有 
文化的城市中产阶级集团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机会。政府极力阻 
止建立工会，严禁罢工，因而激起了劳工暴力事件，并促使劳工 
走上了一条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 道路。 这种玫治体系是非 
制度化的个人统治和寡头 统治。 它缺乏自立性、复杂性、凝聚性 


①叉植华德 * F ■ 克菜菌 (Howard V - Cline) , 《美国 与墨西哥》 (The Uni¬ 
ted and Mexico) t 剑桥，哈佛大学出版杜 1963 年版，第52 页； 又见拍克斯 

(P^rkeO ^ 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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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适应性。权力是集中的，怛其能置却很小，而且日益成为实现 
私人目的的工具。迪亚斯政权所造成的经济发展，造就出他顽固 
维护的政治体系所无法容纳的社会势力。当这个独裁者最终被推 
翻后，墨西哥便进入了一个仄独裁统治下被解放出来的精英分子 


力夺取政权而残酷争斗、迅速动员工农大众进入政治体系的时 


期。 


由此产生的革命使墨西哥的政洽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 


并建立起全新的政治 制度。 1910年以前的20年间，墨西哥经历了 
迅速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1910年以后的30年内，墨西哥出现了 
同样迅速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革命前那种脆弱的、个人 
的、非制度化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势力支配一切的统治制度，被 
—种具 有髙度复杂性，自立性、凝聚性和灵活性的政治体系所取 
代 j 。 这种政治体系明显地独立于社会势力，事实表明，它完全 
有能力把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权力的扩张以及参与玫治体系的社会 
势力的扩大结合起来 * 为取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可观 
劫：100方墨西哥人被杀害和饿死 I 在革命过程中，几乎所有的 
早期革命领袖均被谋杀,国家经济完全崩溃。然而，这些代价至 
少不是徒劳无益的，在革命中诞生的政治体系给墨西哥带来了拉 
丁美洲前所未闻的政治稳定，以及四五十年代经济迅速增长所必 
需的玫治结构。革命打破了墨西哥社会严格的阶级分层，消除了 
两种社会传统之间的 裂痕： 一种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贵族 
的、克里奥耳人的、军人的和宗教的传统，另一种是19世纪形成 
的、自由的、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平民政治的传统。因 
此，革命提高了墨西哥政治体系的凝聚性。事实上，革命产生出 
— 种与黑格尔的“综合》相类似的结果 。 保守的#民楔式在形式 
上是辻团性的，在内容上是封建性的 f 19世纪朱 k 莱茨和麦德罗 
的模式在形式上是个人主义的，在内容上是自由主义的。革命揉 
合二者，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其形式是多元主义的，内容 
是民粹主乂、甚至是社会主乂的 • 这消除了分裂墨西哥社会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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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障碍。最终，甚至那些受到革命排斥的集团，如地主，教会 
和军队，也只能根据革命提出的条件与革命集团和平共处。革命 
还提供了一种新的、统一的社会神话和合法性的基础，它賦予墨 
西哥一部民族史诗、众多民族英雄及据以阐明目标和评价成果的 
民族理想。得到1917年宪法（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 宪法〉 部分 
确定的革命理想，成为墨西哥人共识的基础，正象美国宪法和独 
立宣言中的理想也曾成为美国人共识的基础一 样。' 斯钭特指出 * 
“人们根据革命是否应当支持的原则对每一个重大公共问題进行 
探讨和思考，接受或反对。任何一个认真的建议者在提出某些主 
张时，都不会忘记为自己的观点加上些权威性意见，以为其观点 
争得合法性，而唯一的权威性意见便是革命的意见。”① 

革命不仅创建了新的政治制瑋，而且使这种制度能够独立于 
社会势力，能够确立起控制社会势力的权威。而政党制度则为反 
映和聚合集团利益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组织结构。在革 命前， 墨西 
哥的政治巳沦为典型的拉丁美洲“地中海”式的团体政治，其中 
按等级排列的各种社会势力 C 主要是教会、军人和地主）的争权 
夺利，支配着软弱的政治制度。 ©随 着墨西哥社会的逐步现代 
化，除了这鉴传统的社会势力，又涌现出一些新的社会势力，如 
商人、劳工和许多职业集团。革命面临的难題在于，如何使具有 
自立性的社会势力服从于有效的政治制度。这个目标终于在本世 
纪 30 年代实现了，其途径是把这些有组织的社会势力纳入革命政 
党，并按四大部门建立政党组织 * 农民、劳工、一般民众、军 
人。而每一个部门又都包容着来自相应的社会势力的各种利益集 
团， 

这样, 各部门之间的冲突必须在政党的结构内，在总统和政 


①罗伯特< E ■ 斯科特 （Robert E * Scott ) , «较变中的 M 西觅玫府》 
GoTenment in Transition ) f 阿 E 纳，伊利语斯失学出版 i 959 年版.第广.6 Jh 。 

©见 卡尔曼 * 西 尔弗恃 (Kalman Silvert ) 编：《期 望的 人们 》 (Expectant 
Peoples ) t 纽约，兰德公司， 1963 年版， 第 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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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中央领袖的领导下加以解决。各部门政党在各地区取得职位 
的多寡取决于它在该地区力 ffi 的大小，并且每个部门的都有义务 
支持由其它部门政党提名而当选的候选人。在政党的框桀内进行 
协商和妥协的制度化体系取代了原来的、以公开冲突与暴力的形 
式出现的执政官式的政治。这神按部门划分的政党组织还削弱了 
地方首领和考地略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加强中央的领导地位。各 
部门的利益服从于并被整合为政党的利益。把具有权威性的政治 
制度同地中海式政治中那样延续下来的有组织的集团代表制结合 
起来，实际上创立了一神新型的政治体系，也许用斯科特的术语 
来形容它最恰当，即称它为团体集中制。 

军人在墨西哥政治中角色的变化最为明显地说明，以前具有 
自立性的社会 势力巳 眼苁于发挥着执行统治功能的政治制度。 
1910年以前，墨西哥政治既是军人政治，又是暴力政治。利乌温 
指出，也许在拉丁美洲没有哪个国家曾象墨西哥那样长久地 ，那 
样深重地遭受着掠夺性的军国主又的践踏。在这个国家建立后的 
头一百年中，这个不幸的共和国遭受过上千次武裝起义的毁 
m . w ①革命结速了这种局面。在墨西哥的历史上，总统选举与 
军人暴动曾是形影相随的。最后一次成功的反总统选举的军人政 
变发生于1920年《 1923年又发生过一次军人暴动，一半率官投向 
叛乱者，但在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武装力量的援助下，暴乱被镇压 
下去了。工农集团的参与表明，军人垄断暴力、从事胁迫性政治 
活动的能力正在逐步 桔竭。 墨西常政治巳高度复杂化了，从此军 
人势力单独支配政治的局面， 一去不 复返了。19打年的军人政变 
只获得了不足四分之—军官的支待。1938年发生了革命后的最后 
—次军事政变，其支持者甚少，并且被轻而易举地平息了。 

20年代，墨西哥采用丁高度专业化的军人培训制度，并对军 
官的调配和退休规定了极其严格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防 

①埃德文 _ 利乌温， O.T 美洲的武接和政治 第1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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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那些高级军官在地方上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这一切对消除军 
人对政治的直接千预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迫使军人退出 
政治领域的关键性因素是，1929年革命政党的建立，以及卡勒斯 
和卡徳纳斯(两人都曾是将军）这两个早期的革命领袖坚持主张 
职位的分配 te 政策的确定都要在党的组织结构内进行。^938年该 
政党重新组建以后，党内建立了一个军人组织，以使军大^!表达自 
己的利益。这一措施的目的不是要加强军人在墨西哥政治中的作 
用，而是使它从充当使用暴力技术的角色转而去适应使用选举技 
术和政治交易的技术的角色。卡德纳斯为此辩护说 * “并不是我 
们把军人推上政治舞台，它早巳经在那里了 a 事实上，军人一直 
左右着局势。我们把它的影响缩小力四票中的一票巳经相当不错 
了。” ® 三年以后，阿维拉•卡马乔总统解散了党内的军人组织 
和国会中的军人团，并要求仍在职的许多参加过革命的将军退 
休。这样，政治职位和玫治角色越来越多地由文职官员文人政治 
家来担任， 

革命所创立的政府体系也带来了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制度。同 
其它经历过革命的国家一样，制度上的基本区分表现为玫党和政 
府之间的区分。前者垄断了政治体系的“输入”功能，而后者则 
在“输出”功能方面充当关键性的角色，在一个政党中，代表各 
部门的组织的存在，形成了某阶级或某领域均被分割成几个部分 
的局面 s 因此，党内农业部门组织又划分为农民组织和农业工人 
组织，以及农业师和技术员组织。劳工部门又分裂成占支配地位 
的右翼集团和较小的左翼集团。平民部分包含一个拥有各种不同 
集团的集合体，分别代表文官、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妇女和其 
它集团。这种结构使冲突分散化，并便于聚合各种政府利益。墨 
西哥传统的政府冲突是以家族、派系和地区为基础的，现在各部 
门组织以及各部门组织中各集团之间的竞争又为墨西哥的政治冲 

①卡德纳斯，引自利乌塭的《拉丁美洲的武装和政治》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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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增加了新的内禽 u 

最后，革命的政治体系还表现出它的适应性^也许墨西哥政 


党制度最明显的成就就是，它解决了和平交接权力这一难題。墨 
西哥革命最初所提出的口号是“不准连选连任”。革命政党挹这 
个口号变成了政府稳定的基础。总统任期为6年，不得连任。总 
统的选举首先要在党内经过一个复杂的，甚至有些神秘 的“听 
诊〃过程包括推荐、协商、讨论和一致意见的形成。这一过程 
中，在职的总统充当着重要的、甚至是支配性的角色》—旦经过 
某祌非正式的程序而被选中，候选人就获得了党代表大会的正式 
提名，并能战胜政治体系中其它小党的反对而当选为总统》6年 
在任期间，总统大权在握，但都没有连选连任的希8«这种措施 
对于维护政府体系的稳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如果一个总统可以 


无限期地任职，总统职位的那些觊覦者就会极力用非法的手段剥 
夺他的权力。由于总统任职只限于一任，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就会 
盼望有获得好几次当选为总统的机会，直到有一天他的年令使他 
失去当选为总銃的 机会， 与此同时他也就失去了因自己被冷落而 
进行有效反抗的能力。 

就政策革新功能而言，墨西哥的政策体系也表现出很大的适 
应性。1933年卡勒斯宣称，革命将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腐 
化和愚昧正破坏着革命的发展*次年，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这 
表明墨西哥政府体系有能力树立新目标，吸收新集团 * 开创一整 
套新的全面改革。从政策革新的角度看，卡德纳斯政权称得上是 
第二次墨西哥革命，它重新推行土地改革 * 国有化铁路和油田， 
扩大教育，并制定了新的社会福利计 划。 倡导这些变革的领导人 
可以由政治体系本身产生，这些变革可以通过在政治体系范围内 
的活动而得到推行。这两点足以钲明政治领袖们的才智及政治体 
系的适应性 # 卡徳纳斯本人当选为总统时年仅 3 S 岁，他的上台意 
味着在党的组织结构 内一代 新的、更年轻、吏激进、更有知识的 
政治领袖正在崛起。这代人掌握政杈称得上是墨西哥政治体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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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史上一场和平方式的革命，&许多方面都可以与杰克逊民主党 
人在美国政坛上的崛起相媲美。 

卡徳納斯在其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时，运用 S 己的影响确保使 
比自己保守得多的卡马乔当选为总统 O 1946年，接替卡马乔总统 
职位的是较激进的阿列曼！ 1邪2年，总统继任者是较保守的科蒂 
内斯， 195 S 年是较激进的洛佩斯•马蒂亚斯， 1 Q 64 年又是较保守 
的迪亚斯•奧达兹，逋过这种非正式的、但却是有效的选择激进 
的、有革新精神的总统与保守的总统轮流上台的程序,'政治体 
系注入了一种灵活性。既然政治体系可以自觉地选择其领袖，那 
么它也可以有规律地时而采取改革政策，时而采取巩固改革成果 
的政策》在较具竞争性的玫党制度下，这种选择是通过选民喜好 
的变化而实现的0 

墨西哥政治体系的高度制度化，使它能够有效地解决20世纪 
中叶现代化所引起的各种问题。1929年革命政党成立后，30年代 
接踵而来的是推行社会改革所必需的权力集中以及扩大人民对政 
治体系的认同感所必然造成的权力扩张。在这—过程中，卡德纳斯 
充当了一个关键人物，他使政党制度化，将权力集中于总统手 
中、开创社会改革和扩大政治参与。早在20年代卡勒斯就以一种 
非正式的方式开始集中权力 D 革命政党成立后的邪年代，权力则 
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方式，集中到总统的手里=卡德纳斯当选为总 
统以后，向卡勒斯手中那种非正式的权力发动了有力的进攻，从— 
而在全党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以职业力基础，而不是以地区为 
基础重新组建政党，消除了地方考地略的权力。党的各职业部门 
组织向党的中央组织上交党费资金，这样，党的中央钜织便有能 
力对地方一级的党组织的活动实行控制。 

在卡德纳斯任职时期，权力扩大并旦集中了"他积极推动劳 
工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倡议建立全国农民联盟和墨西哥工人 
联合会这些组织都被纳入了政党组织结榆，因此党员人数大幅 
度增加，并且其主要成份巳不再是政府 庳员， 而是工人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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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36 年为止，党员人数 巳超过 100万人 a 此后，职业组织、胄 
年团体、合作性团体以及其它社会组织，都被纳入党的组织柜 
架。实际上，这一过程一方面动员新的集团加入政党，参与玫 
治，另一方面也加强着这些集团的组 织化。 动员和组织化是同时 
并行的 n 同样重要的是，卡德纳斯为民众认同于政治体系提供了 
象怔 。 1934年在其总统竞选期间，他开创先例，进行了一次旷曰 
持久、长达16000英里的竞选 旅行， 以嬴得公众的支持和激起公 
众的兴趣。这成为后继者仿效的范例。任职以后，他竭力用各种 
戏剧性的手法显示着他与人民的亲近和可接近性 （他 甚至命令国 
家电报局每天拿出一小时，免费接收任何寄给总统的电报>。 © 
同后来的卡斯特罗和麦格穿萨一样，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对全国 
各地的巡察、访问村•庄、聆听民怨，力图使人民感到政府是他们 
自己的政府。 

人们可以在阿尔蒙德和维巴关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 
和墨西哥五国政治价值和观念的比皎分析中，©清楚地看到扩大 
民众对玫治体系的参与和认同感这一过程的意义。从所有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指标看，墨西哥和意大利都排在其它三个国家之后， 
并且墨西哥又远远落后于意太利。但就其政治文化而言，在墨西 
哥与意大利之间，甚至与其它更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之间，都存在 
着鲜明的差异。墨西哥人対本国政治和玫府表现出的自豪感不及 
美国人和英国人，但却远远超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很 
少能认识到政府在自己生活中的作用，但大多数人都长期对政治 
感兴趣。甚至那些几乎感受不到政府对 自己生 活有影响的人，也 
在很大程度上餐到政治的影响。 - 

或许最重要的是，同美国人一样，墨西哥人具有高度的公民 
能力而非高度的臣民能力。正象阿尔蒙德和维巴所指出的，这表 


① 关于卡徳納斯，见斯科特的*转变中的 s 西哥政府》， 

② 加冇里埃尔 ■ A • 阿尔蒙德， 悉尼. 维巴 (Gahdel 厶，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 ， ® 公戈文化攻 (The Ciyic Culture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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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革命性社会与非革命性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别。换句话说，这 
种差别也许可以为托克维尔的见解提供某种社会科学方面的论 
据，他认力，美国直接得益于民主革命的成果，而不必经历一场 
民主 革命。 33%的墨西哥人表现出公民能力，而意大利人中只有 
27%的人表现出公民能力> 政治体系的输入功能的舁巳分子，在 
墨西哥人中占45%，在意大利人中却占正如河尔蒙德和维 
巴所指出的，人们一狡在产生公民能力之前先产生臣民能力。然 
而，墨西哥革命颠倒了这一过程的烦序。因此，墨西哥人认芳， 
他们虽从政治体系中获得的利益不多，但却有希望获得更多的利 
益。 墨西哥人的政治是一种期望型的政治》他们的政治文化与众 
不同的地方在于以“革命的许诺”为特色> 其政治体系的合法性 
是建立在革命所带来的希望和抱负的基础上的 

政治发展绝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没有哪个政治体系可以彻 
底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但同其 他国家 的革命相比，墨西哥革命 
在政治发展方面的确是相当成功的，它建立了具有复杂性、自立 
性、凝聚性和适应性的政治组织和程序1它在政治现代化方面也 
是相当成功的，即集中了推行社会改革所必要的权力，扩大了吸 
收新的社会集团所必酹的权力。革命政党成立35年以后，许多人 
对墨西哥政治体系今后是否仍有能力适应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的需要产生了怀疑。可以想见，墨西哥的政治体系必须进行重大 
的变革，才能应付这箜问題》此外，墨西哥政治体系可能巳无法 
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复杂性的新水平相适应。然而 * 不论墨西哥公 
民的命运如何，革命所创造的政治体系，给墨西哥带来了政治稳 
定，大众对政府的认同、社会改革，以及在 S 西哥早期历史上从 


© 悉尼 * 维巴和 M 尔蒙德，《民族革命和政洽义务 >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 * 载哈里.埃克斯 坦编： 《内战》 (Internal War) ， 纽 
约，自 S 出販社 1964 年版，第 Z30 页； 阿尔蒙德和维巴: 《 公民文化 r 第 99 、 219 Mi 
比较 罗伯特 .E •斯 科特： * 掛西哥 t 己完成的革命》 (Mexico ： The Established 
RevoiutioiO * 戰派伊和维巴编：《政洽文化与政治发展 > (Polit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elopmeiitJ f 第 330~^395 页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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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过的、在拉丁美洲也是独一无二的经济发展„ 


三、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革命没有留下这种成就卓著的记录。同墨西哥情况 
相反，玻利维亚的情况表明，尽管革命在某种条件下是实现政治 
安定的途径，但是革命并不一定总会产生政治安定。从表面上 
看，玻利维亚革命和墨西哥革命有不少相似性。革命前，玻利维 
亚为少数白人精英靳统治，他们支配着大多数文盲的、不会讲西 
班牙语的印地安农民。据说，当时的三个锡矿公司相200个家族 
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所有者。1950年，10%的地主拥有97%的土 
地》①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由两个阶级组成的寡头社会。30年 
代，玻利维亚为与巴拉圭进行査科战争 (Chaco War ) ,不得 
不动员大置农民从军。玻利维亚在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丁一场由 
—些上校军官发动的军事政变，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更 有效能 
的、更进行的政府。1939年，这个军人政府被一个更保守的政府 
所取代。在以后的数年中，涌现出好几个政党，其中包括由一群 
知识分子创建的民族革命运动党》1943年，一些军官同民族革命 
运动政党联合，通过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这个政府推行一种半 
法西斯式的、半激进的、半血腥的政策。1叫 6 年，这个政权在一 
次都市暴动中被推翻 t 接着拿权的又是一个保守政府，致使民族 
革命运动党领袖流亡国外。1951年，玻利维亚举行选举，一个在 
外国流亡的民族革命党领袖帕斯 • 诶斯滕索罗声称麻得了这次选 
举的胜利。然而，军方却废除了这次选举》 此后， 玻利维亚进入 
了一个大混乱时期。 

1952年4月，民族革命运动党发动攻势，最终推翔政府。这 


® 拉西恃加 sett) 等， 《性 界政治和社会指标 手册》 (World Handbook of 
PoliHcai &?ul Social Indictors), 第科米剰厄斯. H _ 宗达格 (Cornelius 
H-Zondag), 《玻 利维亚的经％ 1952—JL?65》(The BcjlivLaa Economy 1952— 
1965), 纽约，普雷格出阪公司 U66 年版，第 W4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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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革命几乎没有流血就获得了成功，革命者掌握了政权。 帕斯* 
埃斯膝索罗返回故土，当选沟新生的革命政权的总统。新政府对 
锡矿山实行国有化，并实行普选权。虽然民族革命运动党的领袖 
对农业问题的立场一直是温和的，但农民还是于1952年建立了自 
己的坦织，并开始夺取地主的土地。面对这种自下而上的动乱， 
党的领袖同1789年法国的国民议会以及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一 
样， H 能采取革命的路线，使农民的行动合法化。政府还废除了 
旧军队，把农民和矿工组织成民兵此后的12年间, e 玻利维亚实 
际上实行的是一党制，民族革命运动党垄断了所有权力，压制各 
种左輿和右翼的反对派小集团。1956年，民族革命运动党的另一 
个创建人，赫尔南•赛利斯当选为总统，他推行一种比其前任更 
温和、吏谨慎的政策。1960年，帕斯再次当选为总统，他修改了 
宪法，以使自己有可能在1364年连选连任。整个50年代，有预谋 
的政变和暴动此起彼伏，其中大多数是右翼集团发动的，结果， 
所有政变均被镇压。然而，1961年，由于政府力图使锡矿开采实 
现现代化，因而与锡矿工人发生一系列的武装冲突 B 这种武装冲 
突逐步升级；到1964年10月，当军队和农民为一方、学生和旷工 
为一方发生武装冲突时，内战实际巳席卷全国。同年11月的头一 
个星期，陆军和空军的最高指挥官罢免了帕斯的总銃职务，将其 
驱逐出境，并建立了一个荦人政府。翌年，新政府也与矿工发生 
了多次流血的武装冲突。1966年，军方领袖黑尼•巴林托斯在未 
遒到严重反对的情况下当选为总统》 

这一连串的事件提出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重要问题。从社会 
平等、政治动员和经济混乱的角度看，玻利维亚革命产生的直接 
后果同墨西哥革命是相同的。为什么在政治稳定方面它所产生的 
长期性后果都与墨西哥革命不同呢？玻利维亚革命的央误是什 
么？为什么民族革命运动党不能象墨西哥革命党那样切实地实现 
制度化呢？为什么军国主义和军事政变在玻利维亚政治舞台上一 
再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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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龀有 关的似乎有以下四个因素。第 一 ，玻利维亚革命具有 
许多大革命的特征,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统治者被清除和放逐 （ 中 
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实行革命联盟》财产实行国有化和土地在 
事实上被没收》政治參与大规模地扩张* —党统治得到建立^但 
要成力一个成整的革命，它还缺少一个特征，即玻利维亚革命在 
夺取政权时，相对说未使用多少暴力。旧政府于 1S 52 年4月垮 
台，军队发生分裂，武装的民族革命运动党人同工人以及倒戈的 
军队合作〗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局面。1910至1920年间，墨西哥大 
约有100万人因暴力或饥饿而丧命，几乎占总人口的10%。而在 
19.52 年的玻利维亚革命中，约有3000人被杀，不及总人口的千分 
民族革命运动党一上合，就确立了良好的公共安全 
与秩序。在此后的一二年间，虽然农村出现一些零星的暴力事 
件，但总的说来，玻利维亚革命如同一殷的革命一样，是一个相 
当和平的事件。理查德 * 帕奇曾指出 * “这次革命并未遵循一般 
规则没有出现阶级 斗争， 没有多少人丧生3除首都拉巴斯以 
外，几乎未发生战斗。极端分子不曾夺权，恐怖统治和热月竞人 
的政变也来出现，》①在民族革命运动党上台后的几个月内，农 
民和工人高度动员，但这种动员并不是竞争性的动员 9 旧政权垮 
合后通常会在革命党人之间出现的争夺权力的暴力 斗争， 在玻利 
维亚也朱发生。从这一点看，民族革命运动党的夺权过程与埃及 
纳赛尔革命的情形很相似，但与墨西哥、俄国、 中 国的革命党人 
通过流血斗争而夺取政权的倣法都不尽相同》 

玻利维亚革命相对来说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特点至少 
R 两个方对以后的政治稳定产生了不利的 影响。 首先，长期性 
的暴力造 hsT 人力物力以及道德精神的枯竭，_这最终使一'个社会不 
加思索地接受任何一种秩序。极嚙的暴力革命后，总会出现和平 
与安定，其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已被暴力搞掙筋疲力尽 * 因而愿 

①理查想 • 帕奇 CRieKard Patch) , «玻利 维亚； 受到限制的革命> {Bolirta： 

The Re^LriLicioji Lievututiou) > 《编辛史 》 ，第334琪（1%1年3巧）， f^l27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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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默认住何政府的统治，只要它看起来有能力防止暴力重现，比 
如，1920年的墨西哥人，1922年的俄国人，1949年的中国人，以 
及1939年的西班牙人，都已经历过长期的内战，这样旷日持久的 
内战巳足以使他们平静一个时期。但玻利维亚人并来被革命搞得 


精疲力竭，相反，他们对暴力的欲望还有增无减^其次，革命集 
团之间逋过暴力争夺权力的斗争有这样一种功能，即消灭要求获 
取革命领导权的争者 e 在墨西哥革命的头十年，麦德罗、维亚， 
扎巴塔、卡兰萨均被杀害，这使奥布莱根和卡勒斯这对合作者， 
有可能在20年代确立秩序。随后，奥布莱根又被谋杀，只剩下卡 
勒斯单独统治革命后的墨西哥。正象朱维内尔所指出的，这种斗 
争“消灭了一批疲惫的、多疑的统治者，而代之以从淘汰性的革 
命竞 争中带着血迹凯旋而归的政治家。 # ①在玻利维亚革命初 
期，这种暴力斗争并未发生，革命的权力竞争者也没有被消灭》 

如果政治领袖有能力通过妥协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这种缺 
陷可能不会破坏以后的政治稳定。然而，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帕 
斯•埃斯滕索罗极不愿意与他的同志分享政权。 I 960 年，他坚持 
要连任第二届总统，这使另一位认为该轮到自己出任总统的民族 
革命运动党的创始人瓦尔特 • 格瓦拉_阿茨产生 不快， 结果，阿 
茨脱党独立竞选，为嬴得支持者，帕斯与党内的左派联盟，提名 
左派领袖朱安•莱金为副总统候选人。结果，莱金当选为帕斯的 
副总统。1964年，莱金认为总统的宝座该轮到自己了，但帕斯却 
修改宪法，以便再次连选连任，这就疏远了他与莱金及其党内左 
浓的关系 * 柏斯独霸总统职位的企图，事实上引起了党内所有其 
他主要领袖的反抗。 因此* 他的地位被大大地削弱了。当 I 964 年 
11月军方把矛头指向他时，他在以前的党内同事那里未得到多少 
支持《 

玻利维 亚革命 迸程与墨西哥革命进程之间的鲜明 差别， 显示 


①® . 朱维内尔 * « 论 ■ 权 力 * 第 219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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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治家的才能在促进政治稳定和权力制度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 
墨西哥革命最基本的规则是“不准连选连任”，尽管继续留任的 
诱惑力是存在的，但革命领袖还是遵守了这条原则。当卡兰萨通 
过推举一名亲信出任总统而回避此原则时，他带到了解职的处 
分。20年代，奥布莱根和卡勒斯轮流出任总统，1928年奥布莱根 
被杀后，卡勒斯坚持“不准连选连任”的原则，拒绝自己继续连 
任，并且宣称革命必须制度化，尔后，他常头创立了墨西哥革命 
党。5年以后，卡勒斯很明智地认识到革命正处宁停滞不前状 
态，提拔一批更年轻的领导人是很必要的。因此，他默许提名卡 
德纳斯为总统候选人。与此相反，玻利维亚的帕斯却因企图永久 
地古据他的政治职位，而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一方 


面是历史条件和社会势力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政治领袖选择和 
决策的结果。玻利维亚革命和墨西哥革命所产生的政治稳定状况 
是不同的。卡勒斯和帕斯这两人在政治家品质和才能上的差异恰 
恰是造成这种差别的第二个原因。 

:•这两个茵家革命的第三个主要差别涉及到社会势力与政治制 


度之间的关系 8 墨西哥革命的后果之一，是使原本自立的社会势力 
服从于一个一体化政党的权威。传统社会机钩，如军队和教会》 
最初敌视革命，因而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然后逐步地作为一种辅 
助性的或次要的角色被重新纳入政治体系 * 新的社会集团 * 如工 
人和农民，是由于革命动员才开始参与政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 
是经过革命才组织起来的。 191 8 年，总统卡兰萨和政府倡导组织 
工会联合会。20年代，路易斯.奠罗尼斯领导下的工会运动同总 
统卡勒斯关系密切。30年代，卡德纳斯总统协助组织新的农民和 
工人协会广1938年卡德纳斯按照职业部门改坦墨西哥革命党后， 
这瘦组织反过来都被直接纳入了党的组织结构。墨西哥劳工运动 
的明显特征表现为，劳工组织与执政党关系密切，劳工领导人积 
极参加党的领导层，党相应地对劳工组织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玻利维亚，有组织的工人和农民也是关键性的政治 势力。 






然而，因为玻利维亚革命是在墨西哥革命之后40年发 生的，所以 
发生革命时玻利维亚的劳工组织巳比当初的墨西哥发达得多。 
1010年以前的別年中，墨西哥 的迪亚 斯政权一直反对和镇压劳工 
组织。而玻利维亚的托罗政权和布希政权在30年代却积极鼓励劳 
工组织 D 4 0年代期间，民族革命运动党、其他左翼政党以及玻利 
维亚政莳，都竞相争取对劳工运动的控制权。因此， 5 在墨西哥， 
是较分散的劳工运动的领袖们为接近政治领袖,为£革命政党内 
获得影响力而相互竞争》而在玻利维亚，则是所有政党彼此争夺 
对全国性劳工组织的影响力和控制权。的确，在 1952— 1958年 
间，玻利维亚政府在理论上是民族革命运动党与中央劳工组织的 
“联合政府”，劳工组织在内阁中有4名 成员。 ® 因此与墨西哥 
相反，玻利维亚的劳工狙织基本上先于革命而出现，革命以后仍 
在政治权威的控制之外独立地发展。 

更值得注意的是，玻利维亚农民组织的发展也是不受政党和 
国家政洽领导层控制的。第一个农民联合组织是査 科战争后在科 
恰班 E 地区或立的。在以后的 1 S 年内，农民组织遂步发展，1952 
年革命以后则迅速壮大。1952年4月，民族革命运动党刚一存取 
政权，就企图建立自己的农民组织，但最终它不得不向早已独立 
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让步。从 1 S 52 年底至1953年期间，这些农民 
组织带头夺取地立的土地，迫使政府颁布了一项农业改革法。® 
结果，民族革命运动党开始同农民运动保持密切的关系，此后， 
几个农民运动的领袖开始在政府中充当重要的 角色。 然而，农民 
组织一直独立地存在于政党组织之外》 


① 关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劳工组织的楨式，见亚利山大的《拉丁美洲的有组织的 
劳 (Organised Labor in Latin America ), 第 102 — IIOHj 第 197 —198觅。 

② 理査德， W ► 帕夼玻利 绝亚： 美 EE 在革命背景下的援助 • S • Assistance 
m a Revolutionary Setting), 载谉查 德 . 亚当斯编：《当今拉丁美洲的社会变革 》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trka Tod ^ j ) ! 纽约，文塔治出版公司 1960 年版， 
消 119— 124页。 





与墨西哥相比，玻利维亚有组织的社会势力，如工人和农 
民，对主要政党具有较大影响力。正象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民 
族革命运动党“并不是群众政治活动的主要舞台 （ 基层政 治活动 
的中心更应该说是矿工工会和农民协会。因此，民众的动员基本 
上是通过阶级组织，或那些不要求或不培养人们对国家政治机构 
怀有忠诚荸的组织而实现的。” © 不过，如果不是在锡矿问题上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情形也不一定会造成政治混乱。在革命 
时期，民族革命运动党支持者的主要源泉是都市的学生、知识分 
子、矿工和其他工人。然而，50年代矿山国有化以后，生产量迅 
速减少，劳动效率急剧下降。与此 同时， 通货膨胀如脱僵野马， 
迫使賽利斯总统领导下的政府于1957年实施了一项相当严格的稳 
定物价的计划。这遭到莱金领导下的矿工组织的抵制。在政府与 
矿工组织摊牌后，矿工组织默认了政府的政策，但莱金却保持了 
他对矿工组织的控制权。随后，1960年再次当选为总统的 帕斯* 
在外国资金援助和技术指 寻下， 开始实施一项矿山现代化计划。 
这引起了政府与矿工之间新的对抗，在冲突中，罢工、骚动和暴 
力事件不断发生。 

政府支持者的主要源泉巳不再是对大多数政府都采取反对立 
场的都市知识分子，也不再是由于政苻的政策而与政府关系疏远 
的矿工。到此时为止，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巳变成曾是土地改革和 
政府其他政策受益者的农民。从理论上讲，帕斯本应该动员农民 
以及农民民兵与矿工斗争，然而，在其第二任总统任职期间，他 
却重新建立起一支新的职业军队。从 I 960 年到1別 3 年，玻利维亚 
的军事预算增加了一倍，造成了一个具有独立行动能力的新社会 
势力的出现。1964年舂天，当帕斯被迫改变初衷，'指定空军参谋 
长巴钵托斯将军为其竞选伙伴 t 竞选副总统时，军方的政治力量. 
巳很明显了。帕斯再次当 选总统 以后，政府与矿工的冲突更加尖 

①理 査德. 韦纳特 (Richard Wdnert 〕 ， « 玻利维亚的不可拖的休 战 :& CBoli - 
Tia f s Shaky T : 咖）， 《 織袖》第 43 期 (1965^7^5 P ) ,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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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化，他不得不派逍:军队，镇压矿工起义。同时，教师和其他都 
市集团也进行罢工，反对政府。面射内战即发的嵌势，巴林托斯 
发动政变，把帕斯赶下了台 6 

与莱金、格瓦拉以及赛利斯的争斗，分裂了民族革命运动 
党，帕斯因而失去了都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仅维持住 
农民对政府的忠诚。他通过创建一支巩固自己权威的新军队，又 
制造出一个后茱被他自己确切地描述为“弗兰肯斯坦式的军事怪 
物”。 ©在决战的时刻到来时，知识分子和工人反对政府，农民 


国势力的存在，革命后也无外 国势力 的严重干涉，是否可能出现 
—场完整的革命呢？玻利维亚革命虽提出了问題，但并未作出回 
答 。 因为玻利维亚的革命不仅未遭到外国势力的干渉，而且还得 
到外国势力的大力支持。实际上，美国曾对玻利维亚革命给予了 
资助。恰恰是在危地马拉镇压了一场革命，并准备在古巴破坏另 
—场革命的同一个美国政府，资助了玻荆维亚革命。从1953年到 
1959年，玻利维亚接受了美国 1.24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和技术 
援助以及3000万美元的贷款。按人口平均计箅，美国绐玻利维亚的 
经济援助，超过任何其他拉丁美洲的国家。甚至在进步联盟建立 
以后，玻利维亚仍然是美援的主要接受国之一，到1964年底为 
止，总额约达4亿 美元。 

那么，问題是美国支持革命政权对该政权最终出现的不稳定 
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玻 
利维亚政府对美国财政援助的依赖，使美国能够迫使或引诱玻利 
维亚政府举行一种它在完全依靠国内政治势力支持的条件下不会 
奉行的政.策。因此，玻利维亚政府在赔偿以前的锡矿主以及偿还 
外债利息方面，都实行了一种保守性的政策。在美国的坚持下， 
赛利斯总统于1957年开紿实旄一项很不受欢迎的稳定物价计划。 
此计划企图把工人的工资冻结在远远低子1952年以来已相对增长 
了的物价的水平上美国还坚持推迟或放弃一些让会福利计划和 
发展计划。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必須告诉玻利维亚政府，他 
们不可以把他们的钱花在这上面，我们也不会把我们的钱花在这 
上面。” ① 1962— 1963年间，美国苘西德、美洲国际开发银行一 
起，在修整锡矿山增加了对玻利维亚的援助。为此提出的条件 


①罗伊 .R *鲁博特姆 （Roy R ■ Ruboltom ), 美国美洲国家间事务助理关 
汙 1960年安全互助法杗的听证会 》 (Hearings on Mutual Security Act of 1960}, 
实国众议院囫际事务委员会，第恥次大会第2次会议 年）， 第幻 7 页，转引臼柏 
奇的《美国援助 第159页 0 对于美国搜助玻利维亚计划的影响，我大体上依推帕 
奇的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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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玻利维亚政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降低成本，安排过剩的劳 
工。显然，美国在玻利维亚选择政治领袖的问题上也施加了影 
响。赛利斯任总统时，美国一直充当他的坚实后盾 t 此后帕斯也 
—直得到美国的支持。1964年，在帕斯竞选总统期间，美国大使 
陪同他周游全国;§■地，进行竞选活动。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美 
国显然都竭尽全^阻止发生反对帕斯的军事政变^据说，早在 
1955年，极左翼工会领袖朱安 • 莱金被迫辞去他在内阐中担任的 
矿业部长一职，也是美国指使的。 ® 所有这些行动实际上都更容 
易恶化政府与锡矿工人之间的关系。若政府不依赖美国的经济援 
助，它必然会对矿工采取一神更有和解性的政策。美国对玻利维 
亚内政的干涉，极大地助长了玻利维亚政治的两极化。 

美国千涉的第二个破坏性后果表现为，它鼓励和促进了那种 
后来在推翻亲美政权的斗争中充当决定性角色的政治势力的出 
现。当然，这种势力就是玻利维亚的军队。 I 960 年以前，玻利维 
亚从美国几乎未得到任何军事援助。但从 I 960— 1965年间，它却 
得到美国106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倘若没有这批军援，玻利维亚 
军队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和政治制度，也许不会强大到足以推 
翻政府的地步。在1944年，即革命前8年，帕斯曾宣称说 ：“在 
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没有自立的国象中，是不可能完成一场极端 
主义的革命的。” @他的话可能说对了。看来，玻利维亚革命政 
府对美国援助的依赖，是造成其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 
种援助可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发展，然而，它的政 
治后果是破坏性的。美国在援助玻利维亚革命的同时，可能已腐 
化了它。 


①帕奇， 4美国的援助》，第 133 页。 

©帕斯.诶斯捧索罗，《纽约时代周刊 * * 196禅10月260，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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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 


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出于不同动机，都强^共产主义具有 
革命的性质。但共产党并不是革命思想的创始入 r 早在共产党存 
在以前，现代化的革命就巳出现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只不过 
是对后来被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修改过的法国大革命经验 
的一种概括。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曾推翻过许多传统政体 B 通过使 
建立在广泛的民众政治参与基础上的现代政府发生革命化而进行 
的创造，才是共产党人的特殊 成就。 

那种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传统合法性原則和传统 


权威制度的社会，特别容易受到共产主义运动感召力的影响。在 
俄国布 尔什维克革命以前， 没有 任何一场革命在政治上是彻底 
的，因为以往的革命领袖都不曾系统地提出过关于如何使作为革 
命实质的政治参与的扩张实现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理论。列宁解决 
了这个难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顼重大的政治革新，它是 
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革新中的一个他的信徒更详尽地阐述了这 
种把新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同新政治组织的建立和制度化密切结 
合起来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许多不同类型的集团（如宗教的、民 
族的、阶 级的〉 都可以使新的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然而，只有共 
产党人不断地显示出，它具有组织和疏导这神参与的能力，因而 
也具有建立以新的政治秩序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制度的能力。共产 
主义运动对现代政治的特铢贡献 t 不表现为它能进行革命和摧毁 
即存玫治制度，而表现为它能进行组织和创建新的致治制度。共 
产主义的政治功能不是推翻权威，而是填补权力的真空。 

此外，共产主义的政治体系的效能和稳定，只是部分地浓赖 
它得以确立的革命方式。在14个共产党政府中，有9个（苏联、 
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北越、古巴）基本上是通过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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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上台的。其余8个（波兰、东德、匈牙利、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1北朝鲜和蒙古》大体上是 
由外国势力（苏联）强加给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在后 
—类国家中 ， ffi 然比在前一类国家中要脆弱，这是因为在那里共 
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缺少一致性。的确，共产主义的利益同民 
族主义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东欧国_家的情形正是如此，因 
、此，上述8个“占领式”的共产主义政体不如6个“革命式”的 
共产主义政体稳定 r 但这种“占领式”的政权也能通过认同于本 
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为维护本国的民族独立反抗外来控制（如60 
年代的罗马尼亚和北朝 鲜〉， 而克脹这种最初的不利条件，当 
然 ，同那种自认为可以在不损害国家独立和自己民族利益代言人 
地位的条件下同外国趋力结盟，甚至从属于外国势力的革命政权 
相比，“占领式”政权对外坚持国家独立往往在更大程度上是出 
于国内的压力。然而，这两类共产党国家都显示出髙度的政治稳 
定和政治制度化，在这方面，其他处于同一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 
的大多数国家就相形见绌了》 

共产主义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它那已无望过时的经济学说，也 
并非来源于它作为一种特殊宗教的性质，在这方面，它的惑召力 
远不及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此最相关的特点产生于它的政治理 
论和实践，也就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思 
想的传统中，马克思逋常被看作是想峰，马克思以前有一些先驱 
者，如空想杜会主 义者* 在马克思以后又有一些信徒和注释者， 
如考茨基、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然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 
理论的角度看，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列宁并不是马克思的信 
徒，相反马克思却是列宁的先驱者。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社会阶 
级》列宁主叉的核心是政党。马克思在政治上是个原始人，他未 
能创立一种政治科学或政治理论，因力他没有认识到玫治是一种 
自立的社会活动领域，也不懂得存在着一神超越社会阶级秩序的 
政治秩序。然而，列宁却将一种政治制度，即政党，置于社会阶 





级和社会势力之上 a 

列宁特别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不能依靠自己获得阶级意识。 
这种阶级意识必须通过知识分子由外部灌输。革命的意识产生于 
革命的理论观点，而革命运动则是政治组织的产物 s 列宁指出， 
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家 
组织/ ^①这种组织必须《转移”工人阶级对纯粹物质利益的迷 
恋，造就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意识。具有革命潜能的社会势力的 
成员的忠诚，必须高于这些社会势力本身的直接利益。这些阶级 
必须获得《全面的政治意识”，必须《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叉 
观点来分析和估计居民中一切阶级、阶层和集团的生活和活动中 
的一切方面”》②列宁不断强调，获得 一种不 同于有限的、直接 
的“工联”意识和经济意识和真正革命的政治意识，实际上就是 
要承认政治活动有更广大的范围和更广泛的需要，承认政 治目标 
髙于经济目标 - 

此外，革命家组织可以由各个社会阶级的成员组成。它“所 
必须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然这 
种租织的参加者都有这种共同特征，那么，工入与知识分子之间 
的任何 E 别也就应该消失了，更不必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 
的区别了。”③党员的标准从马克思的注重检验出身 C 阶级背 
景> ,转变为列宁的注重检验成就（革命意识 ）* 从这一点看， 
共产党员独具的特征是，他们是无阶级性的。他们只献身于党， 
^不献身于任何社会集团。之所以让知识分子充当重要的角色， 
仅仅是因为知识分子同其他大多数社会成员相比，更不附属于任 
何特定的社会集团。 " 


① 列宁语，引自伯待伦 .D ‘ 沃尔夫 (Bertram D ■ Wo3fe % 《 三个制途車命的 
入 *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波士顿 * 灯塔出版社 1955 年，第 225 贾。 

② 列宁， 《 怎么办纽约，国际出版公司 1 W 9 年版 • 第 41貫、 第 67—68 页、第 
—82页》 

@苘上，第 105—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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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被历史证明是错 误的* 列 
宁主义痄为一利政治行动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不能 
解释力什么共产党人可以在那种工业落后的国家(如俄国和中国> 
夺取政权》列宁主义却能做到这一点。决定性因素是政治组织的 
性质 t 而不是社会发展的阶段。夺取政权所必需的列宁式的政 
党，并不二定要依赖于社会势力的某种形式的组合-列宁考虑这 
个问題时，生要是以知识分子和工人力出发点的》毛泽东则证明 
了，列宁的政治发展理论也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联盟。 
i 象施瓦茨所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些其最高层成员来自中国 
社会各阶层1政治表达力很强的领袖们拫据列宁主义的珞线组织 
起来的精英集团^ ”托洛茨基认为，“是阶级决定一切，而非党 
决定一切，”《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则是 
正确的，因为他们强调，独立于各种社会势力、并能操纵它们以 
确保实现自己目标的政治组织是高于一切的。的确，党必须要诉 
诸于居民中各个社会集团。 

为了把政治意识带给工人，社会民主党必须到居民中的 
—切阶级中去，必须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工作•‘•… 
我们必须承担这样一项任务，即按某种方式组织起我们领导 
下的、普遍性的政治斗争，以获得所有反对派阶层对这场斗 
争和对我们党的 支持- 我们必须把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 
作者训练成政治领袖》 © 

把共产主义在无产阶级中的号召力扩展到其他社会集团中 
去，:同强调政党是政治变革的发动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列宁用一种自觉建立的、结构化和组织化的政治制 
度，取代了无定形的社会阶级。通过强调政治活动以及作为一种 
制度的政党的首要地位，通过强调建立“强有力的、建立在广泛 


① 施瓦茨 CSchvrartz) « 中国的共产主义 和毛 ; 的 (0 起 》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哈 ■ 佛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93 页、第 1931 。 

② 列宁，《怎么办 P , 第 76—77 页，荦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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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联盟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的必要性，列宁奠定了建立政 
治秩序的必要前提。列宁与麦迪逊、<联盟党人文集》与 <怎么 
办> 之间在这一点上的相似性是相当惊人的。这二者都是讲究实 
际的政治科学家分析社会现实，两述政治秩序赖以确立的原则的 
著作。列宁论述的是阶级问题，而麦迪逊讲的是党派问题。麦迪 
逊认为，政治秩序的基础在于代议政府制度以及对一个幅员广大 
納共和国中的多数人的权力所必然给予的限制 a 而列宁则认为， 
政治秩序的基础在于政党至高无上，超越一切社会势力 P 

这样，政党这种政治组织成了至善至美的偶像，成了目的本 
身。党的需要高于任何领袖、党员和社会集团的需要。列宁认 
为， 人们最高的忠诚，不属于家庭、民族、部落、国家1甚至阶 
级 J 它只属于党。党是道德的终极 渊源* 党魂是最高的忠诚 I 
党的纪律是至高无上的命令。为确保党的生存和成功，为确保党 
取得胜利，如有必要的话，可以牺牲所有其他集团和个人的利 
益。当托洛茨基被指责犯有错误时，他承认说 I «归根结底，党 
总是正确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可用以解决它面临的基本问题的 
唯一呉有历史意义的工具 …… 一个人只有跟党在一起，通过党， 
才能避免错误，因为历史并没有创造出其他途径，以体现什么是 
正确的”， ® 在列宁主义理论中，党不仅是制度化的，而且是神 
化的。 

这确实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太多数革命者评 
齿组织，而列宁却对它推崇备至。列宁指出£ “我们所犯下的最 
严童的错误，就是把政治和组织工作降低到直接的，‘有形的' 
‘具体的 ； 日常经济斗争利益的水平上”。他再次指出 * “我们 
的斗争方法是组织。我们必须把一切组织起来》”②列宁对组织 

® 列邱•彳 壬洛茨 基语，引自芬索德 * «俄国是怎转被统治的》 第 139页 
②列宁，《怎么 办作， 第10苡。引自艾尔弗雷德迈耶，《 列宁主 义*，哈 
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I 第45页0关于把列宁看作是邡世纪组织理论的先呢的精彩沿 
述，见谢尔登，沃林 CSMdon Wolin) t 《政 治与洞察力》 (PoUtjcsaod Vision), 
波士现小布朗出版公司 196a 年阪，第 421— 似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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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调曾反映在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并在后来的许 
多共产党领袖的思想中引起共鸣。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毛 
泽东与众不同的特点就在于强调组织的重要性 B 在亚洲和非洲的 
现代化 中国家，对组织重要性的强调，是把共产主义运动同其他 
民族主义运动区分开来的最重要的特征。正象弗兰茨尔曼 
( Frang ; Schurmann ) 所说的，这两个集团都 显示出 P “他们 
有能力在他们所影响的人民中得到响应。但在政治行动根本的手 
法问题上，民族主义者不象共产党人那样强干，那样内行《这种 
手法就是组织”。从20世纪初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到60年代印 
度支那的越南共产党，组织是共产党特有的力量源泉。 ® 

此外，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概念，使动员与制度化的关系问题 
有了一个自觉的、明确的答案。共产党人积极地扩大政治参与， 
同时他们又是当代学习托克维尔的“结合技巧”最努力1最有活 
力的学生。他们的专长是组织，他们 的目标 是把大众动员到他们 
的组织中去。对于他们来说，动员与组织是齐头并进的 a 中国共 
产党的一位浬论家曾说过 i “政治任务只有两种，一种是宣传和 
教育工作，另一种是组织工作。”③党最初是一个从达到一定高 
度的革命意识的人中精选出来的集团。随着它逐步赢得其他集团 
的支持和参与，而不断扩大。外围组织和先锋组织的区分》提供了 
—种组织阶様，以遂步地动员和训练那些在一定时期会成为成熟 
的党员的人。如果政治斗争以革命战争的形式出现，动员就会随 
着一个个村庄不断从敌人手中转移到革命者手中，而逐渐发展。 
这种理论就是选择性的动员》让那些革命意识未达到一定水平的 


①施瓦茨，《中国的兵产主义与 毛的嵋起》， 第35页 i 弗兰茨_舒尔曼， * 中国 
典产党的坦织 MM》（Organis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 

« 中国季刊> 第 2 期 （196& 年4一6 月〉， 第47页；道格拉斯 ■ 派克 Pifce) t 
«越共 》 (Viet Cong ) ,剑持， I • T 出肢公司1966年版。 

©艾思 奇语，引自弗雷徳里克 • T . C ，尤 (Frederick T . C • Y*i) ， 《共产党 
中国的沟通与政治 s (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s in Communist China ) * 栽 
派伊編 z « 沟通与政浍发展> , 第261— 262 K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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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卷入政治，只能使反动派受益。列宁曾餐告说 t 孟什维克“机 
会主义者” “力求自下而上地进行动员，因此他们竭尽全力地坚 
持自治相‘民主 * ”。相反，布尔什维克“力求自上至下地进行 
动员％因此，他们坚持扩大中央对地方党组织的权利和权力”。 ® 
骑宁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 
关，它作为一种政治杻构缺少自立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 
是资本家阶巍的造物。然而，革命者的组织却具有自立性，因为 
它是一种更高形态的政治组织。国家的从属性与政党的自立性形 
成鲜明射照。当然，列宁的政党理论最初是为未夺取政权的政党 
而制定的。然而，这种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执政党的角色以及政治 
权威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的确定。党是由政治精英分子组成 
的，它既自立于群众之外，又与群众发生联系。它给群众以意志 
和方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 “如果它的任务只限于记 
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所思所为，它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党”》党 
通过一组传送带（工会、合作社、青年团和苏 维埃〉 与群众保持 
系。国家机梅只是党的行政从属物。“无产阶级专政在本质上 
是其先锋队的 （ 专政 * ，即作为无产阶级主要领导力量的党的 
<专政 * ②西方学者把斯大林这句名言看作是他不久建立的 

那种冷酷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前兆和合法依据 a 但是，这句名 
言还可以被看作是列宁经常强调的政治至高无上这种观点以及布 
尔什维克政治现实主义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政府统治是依靠政 
治制度，而不是依靠社会势力。党可以进行，而阶级不行 I 专政 
必定一个政党的专政，即使它是以阶级的名义出现的》 

列宁坚祷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却显然无视50年来的历 
史事实，西欧和北美的政治体系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创造物。 


① 列宁，《进—歩，退两步 h 栽《列宁选集》，伦敦》劳伦斯与威沙利出 K 公 
司 1961 年版，第396— 397 K 。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題>，纽约， 国际出 肢公司1954年版，第34页；《列宁 
主X基础》，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32年版，第 IDS —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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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拒绝承认自由民主国家呉有政治效能，而他却把以不同形式 
出现的这种政治效能看作是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本质 e 这种认识上 
的错误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发展理论不适用于工业高度发达的 
西方社会，为什么共产党在西方社会获得的成功很小。乌克思关 
于无产阶级的发展和贫困化的浬论，被西方的经济发展摧毁了。 
因为这钟经济发展使共产党只对少数 骱级， 最终甚至只对那些没 
落的社会成份拥冇号召力。列宁关于国家从厲资本家阶级的理 
论，被西方的政治发展破除了。由于现存政治制度爲有适应性相 
效能，共产党的政治号召力受到了限制。由于缺少欧洲那样的无 
产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不能切合亚非拉现代化中国家的实际 n 
然而，主是由于缺少欧洲那样的政治制度，列宁才显得特别中 
肯. 

列宁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扩大 化和政 治化，而19世纪欧洲的 
政治改革家则致力于 F 大和改造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这两者之 
间存在着奇特的相似性。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贵族阶级不愿意接受 
不受财富和门弟支配的议会制、科层制和军官制，同样俄国的经 
济派和孟什维克也不愿意接受一个不受无产阶级直接利盛支配的 
党。然而，在上述两种情形下，试图创建基础广泛的、较具自立 
性的政治制度的势力，最终都能至少取得局部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 
论。它渉及到政治动员的基础、政治制度化的方法以及公共秩序 
的根椐。正象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政治至高无上论是17世纪专制 
君主制在 2 C 世纪的翻版。17世纪的现代化推行者将国王神圣化， 
而20世纪的现代化推行者则将政党神圣化。但同专制君主制相 

^_ :* 办耳—铀馆任此 j & ii & Jl ： 其砘的制苷.能审辞他烯 


时应用于生活在毗邻领土上、具有相同的文化和大体相似的经济 
发展水平的同样居民身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列宁主义模 
式的效能。在经济方面，这两种模式的效力还难分高下。由于拥 
有较多的自然资源》北朝鲜起初在经济上比南朝鲜发展更迅速。 
在南越受到暴动的震憾以前，它在经济上比北越发展更迅速。人 
们既可以用经济方面的例子支持共产主义樓式，也可以用它来支 
持非共产主义模式，然而在政治方面，北朝鮮和北越很早就达到 
了一定水平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而南朝鲜，尤其是南越在很 
长时期内却望尘莫及。这里所说的政治稳定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 
稳定，即不仅指胡志明和金日成夂在其位，而且指制度的稳定。 
这种稳定使人们坚信，当胡志明和金日成下台后，北越和北朝鲜 
都不会遭受南越和南朝鲜在阮廷琰和李承晚下台后所遭受的政治 
混乱和暴力。这两个国家南北两部分的不同政治经历，不是由于 
文化的不同，也不是由于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人们 
也不能用经济稳定是政治独裁的—个側面这句话来搪塞。阮廷琰 
在南越的确建立了政治独裁> 而李承晚也试图建立—种独裁统 
治。然而，这两个政权都未获得政治稳定。南: ft 两种政权之间的 
盖别不是独裁与民主之间的差别，而是政治制度化程度的 差别* 
—边是组织良好的' 基础广泛的、复杂的政治体系，另一边是不 
稳定的、四分五裂的，基础狭窄的个人型统治。 



第六章改革与政治变迁 

第一节改革的策略与战术：费边主 
义、闪击战和暴力 

革命裉少发生，改革也许更少发生^两者的发生都不是必然 
的。国家可能停滞不前，或者以既非革命也非改革的方式变化^ 
尽管革命与改革之间的界限有时模糊不清，但我们可以从攻治和 
社会体系变化的速度、影响的范围和方向上加以区别。一场革命 
会导致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政府政策以及社会政治 
领导层迅速、彻底、剧烈的转变。转变得越彻底，革命也訧越彻 
底。一场“挥大的”或“社会的”革命意味着社会和政治体系的 
各个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些在范围上受到限制，在速度 
上、在领导层、政策和政治体制上不太彻底的变化，则我们可以 
称之为改革 B 并非所有温和的变化都是改革。改革的概念，除了 
包含范围和速度方面的内容，也包含着变化的方向。赫希曼指 
出，改革是这样一种变化，“以前的持权集团的权力有所 抑制， 
而下层社 会人士 的经济吠况和社会地位则相应地得到改善” ® 
改革是朝着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更多平等、社会和政治参与日 
益扩大的方向发展的变化。朝相反方向发展的溫■和变化最好称之 
为“巩固”，而不是改革。 


①艾伯特 * o *赫 希受 （Albert G ■ Htrschmafl ), «迈向迸步的 旅控* (Journeys 
Toward progress ), 纽约，二十世纪基金会 1963 年版，第267页* 




改革者的道路是琅难的。他所面临的问题在三个方面要比革 
命者遇到的问题更困难。首先，他必然要两面作战，旣反对保守 
者又反对革命者。的确，力了取得胜利，他可能不得不同各种人 
物进行多战线的交锋 e 他在一条战线上的敌人在另一条战线上又 
可能是他的 盟友。 革命者的目的是使政治两极化，因此他试图把 
政治问题简化、戏剧化，并加以合并，从而使“进步”势力和 
“反动 c 势力之间阵线分明。革命者竭力加深裂痕，而改革者则 
必须使裂痕分离和多样化。革命者竭力使政治强硬严厉，改革者 
则令其保持弹性和适应性。革命者应当能够分裂社会力 S , 而改 
革者却应当能够驾驭它。因此，改革者必须具有比革命者更高超 
的政治才能。改革之所以少有，恰恰是因为实行改革所需的政治 
天才极为难得。成功的革命者不一定都是一流的政治家，而成功 


的改革者却绝无例外。 

改革者不仅要比革命者更纯熟迪驾驭社会势力，而且还必须 
更精确地控制社会变化。他的目的是实现局部的变化而不是全局 
的变化，是实现渐进的变化而不是翻天复地的变化》革命者对所 
有形式的变动和骚乱都感兴趣。破坏现状的任何事情对干他来说 
可能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改革者却必须格外谨慎、明察细择 •他 
须比革命者加倍重视变化的方式、技巧和时机。同革命者一样， ; 
改革者十分哭注不同形态变化之间的关系，但对改革者来说，这 
些关系的结杲似乎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9 

最后，选择改革的形式、决定优先顺序的问题对于改革者比 
对于革命者更加艰巨。革命者首先致力于扩大政政参与》然后才 
利用因扩冬政治参与而形成的有关政治势力去促成社会和经済结 
构的变革。保守势力既反对社会经济改革又反对扩大政治参与。 
所以，改革者必须平衡这两种势力所追求的目标。要造成社会经 
济平等通常需要权力 集中， 而形成政治平等则需要扩展权力。这 
些目标本身并不相互矛盾，但那些推行现代化的君主的经验表 
明，一个根本无力扩展权力的制度若过分集中权力，便可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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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洽体制进入死胡同。因此，改革者必须使社会经济结构的变 
革与政治体制的变革达到均衡，使两者互相配合，而不是互相牵 
制。能推进一种形式改革的领导和体制对于另一种改革则可能无 
能为力。例如，军人改革者凯末尔、纳赛尔、阿尤布 •汗在 促进社 
会经济改革方面卓有成效，远胜过组织新的党派参与政治体制方 
面的成绩。反之 P 社会民主党或基督教民主党领袖贝坦考持、贝 
朗德、弗赖擅长于组织以前被排斥的团体加入政治体系，但在推 
进社会经济改革方面则政绩平平。 

在理论上，对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方面致力于一系列 
重大改革的改革者来说，有两种重要的策略可供抉择。一种策略 
是，在最初阶段就使人了解他的全部目标，然后竭力尽可能多地 
促使其实现，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成功。另一种策略是，隐瞒目 
标，把改革项目互相分开，一个时期只推行一项改革。前者是综 
合的、“根本的”、或闪击式的方法，后者是渐进的、“枝节 
的”、或费边式的方法。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改革者曾尝试过 
这两种方法。他们努力的结果表明，对于卷入现代化进程而面临 
严竣考验和纷争的大多数国家来说，最有效的改革方法是将费边 
式策略同闪击式策略结合起来。为了实现其目标，改革者应把一 
个个 问题分 割开，一俟时机成熟，便尽可能迅速地解决每一个问 
題，在反对者组织起队伍以前就把它从政治议程上抹去。把费边 
主义同闪击战术恰当结合的能力对于改革者的政治手段乃是真正 


的考验 s 

不过，根据全面的改革纲领，人们可以对闪击式策略做出合 
乎逻辑的解释。改革者为什么不合盘托出他的全部主张，唤起和 
组织赞同变革的 集团， 通过政治冲突和政治交易的过程，在变革 
和保守主义势力之间达到均衡，以求自己的目标更多地实现？如 


①査理斯， E ■ 林德布罗姆 (Charks E ■ Undblom〕 f 得过且过 1 ^的科学》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 t «公共行政评论 6 第 19 期年#), 
第 79—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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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追眾百分之百，难道他不能至少获得百分之六十的成功吗？ 
或者更好一些，如果他追求百分之一百五十，那么他不就能够恰 
好实现他真芷希望的每一个目标吗？在各国间的外交谈判中，在 
劳资关系中、在预算过程的政治活动中，这不是随处可凪的讨价 
还价的基本策略吗？ 

就发展中社会所推行的改革说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般是 
否定的。只有当改革进程中各派别基本确定，简言之，只有交易 
各方面的结构高度稳定时，综合的或闪击式的策略才会奏效。而 
发展中国家推行改革的实质乃是建构形势，以影响政治舞台上的 


活动家，如果不能决定他的话 a 改革者所提出的要求和问题的性 
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政洽进程中谁是盟友、谁是敌手的问 
题。对于改革者来说，问题不在于用一套彻底的主张去制服一个 
敌手，而是要通过显然十分有限的要求减弱他的对抗，企图一下 
子办好每一件事的改革者结果只会获得微小成功或一事无成0约 
瑟夫二租和光绪皇帝在这方面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都试图在各 
个战浅同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以求彻底变革现存的传统秩序。 
结果，他们惨遭失败，因为他们过多的企求招致了过多的反对 * 
实际上，所有与现存社会利害攸关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都感到 
自身受到威胁I闪击战或全面进攻只不过引起了敌手的瞀觉，激 
起了潜在的 反对。 这正是全面的改革，惹人注目的、迅猛的和“ 
来自上层的革命”绝不能成功的原因。它在错误的时间把错误的 
集团就错误的问题集合到政治活动中 来了。 

同约瑟夫二世和光绪皇帝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耳其 
共和国早期凯末尔推行费边主义策略的成功。凯末尔面对着实行 
现代 化通 1 常会遇到的几乎所有的问題I民族共同体的界定1现代 
佳俗化政治组织的创立、社会和文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等》凯 
末尔并不试图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題，他谨慎地把它们一个个分 
开，在实行每一项改革时，他争取到人们的默许或支持，虽然他 
们中的—些人可能反对他的其它改革。凯末尔所设计的解决问题 

， 柳 • 


的顺序，是从他能得到最大支持的方面依次转移到可能引起最大 
阻碍的方面。第一优先要解决的是民族共同体的界定和国家种族 
及分界线的划定。一旦基本类似的种族共同体确立后，下一步便 
是创建可以有效地行使权力的现代政治体制， 如同墨 西哥、俄国 
和中国革命的成果一样 8 然后，掌权者就能够通过体制推行宗 
教、社会、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改革。一旦传统的体制和习俗被 
削弱、缠除，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便会畅通无阻。简言之，经济成 
长要求以文化现代化作为条件 I 文化现代化须有髙效的政治权 
力》而高效的政治权力则必须植根于同质性的民族共同体之中》 
许多国家解决现代化问题的序列是由于偁然事件和历史决定的， 

可是，土耳其的改革序列则是由凯末尔有意识安排的，统- 

权威一平等的模式是推行现代化最为有效的序列。① 

凯宋尔在改革上的成功在于他能够分别处理每一个问题 * 并 
且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暗示他不打算解决其它问題》他的宏伟 
蓝困和最终目标只有自己知道。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首要的任 
务是在安纳托利亚庠立土耳其民族国家》在辑立民族社会的斗争 
中，凯末尔小心具翼地将建立一个有限的、完整的、同族的土耳 
其民族国家的问题同国家政治权力的形式问題分开。从1920年到 
1922年，当凯末尔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国内日益壮大的时候， 
苏丹仍然盘踞在君土坦丁堡。由于同亚美尼亚人1法国人和希腊 
人作战的胜刺，凯末尔发展起一支基本力量。然而，苏丹王和苏 
丹制度仍然得到广泛民众的支持和同情。凯末尔明智地把创建民 


①舟克瓦尔待 ， A ■ 拉斯托 (Dankwart A * Emtow) , 〜个多 民族的设界 》 （A 
World of Nations) f 第 126 —127 。关于凯末尔推行改革的战略与策略，见拉斯托 
« 军队与土耳其共和国的创立 》 (The Army and the Founding of TurfcisH Repu¬ 
blic) t « 设界政 治》， 第 U 期，第页 i 伯纳德 . 刘易斯 (Bonnard Lewis) 

< 现代土耳其的形成 a (Emergence of Modem Turkey) 伦敦 j 牛津大学出睽社， 
1961 年版 * 第 254 页；理査德 * D • 罗宾迸 (Richard D - Robinson ) ，《土耳其第一 
共和国 * CThe First Turkish Republic), 哈怫大学出版社 1963 年飯，第 65—66 页， 
第 69 页、第 8G— 81 页 I 洛璋 ■ 金罗斯 （Lord Kinross) , 《阿塔图克 * (A*aturk) f 
纽约，威廉，英罗出版公司 1965 年版 * 笫 4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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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的斗争同反对苏丹制度分开。相反，他表示，民族主义运 
动的目标之一是从占領君土坦丁堡的英法联军的控制下解放苏丹 
王。 ■ 他攻击苏丹的大臣同外国侵略者狼狈为奸，但却从不指责苏 
丹本人 a 后来凯末尔 说道： “我们只是把费里德 * 帕夏的内阁作 
为攻击的目标，而假裝对苏丹参予谋划一无所知。我们的理论是 
君主为内阁所蒙蔽，他自己財实际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 。 w «通 
过这神手段，凯末尔就能够团结那些依然效忠于苏丹传统权威的 
保守人士，使之赞助民族主义事业。 

民族主义胜利一旦获得保证，凯末尔便把注意力转向新国家 
的政治组织送一问题。民族主义者在莨早一些时候曾宣称他们忠 
于君主，但在同时他们又宣扬人民拥有主权 a 正象早些时椟凯末 
尔把民族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对待 一样， 现在他又把政治问题同 
宗教问题小心谨慎地区分开。奥斯曼统治者把苏丹的政治职能和 
哈里发的宗教职能集于一身。凯末尔明白，如果损害后者的炮 
位，必将招致激烈的 反对， 因为它使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中占居 
着持殊的位置。1923年11月的一份土耳其报纸声称 t “（如果） 
我们先去了哈里发制度、那么土耳其这个国家连同它的500万或 
1000万唐民在伊斯兰®界也就失去了其重要意义，而在欧洲政治 
家的眼里，我们将降低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的位置。”®凯末 
尔清醒地意识到人民对哈里发制度怀有浓厚的宗教情惑，因而在 
这一阶段的改革中，仅限于排除传统权威的政治成分。1助 2 年11 
月国民大会废除了苏丹制，但保留了哈里发教主制，由大会从奧 
斯曼王室 •推选 的人担任。第二年夏天，共和人民党成立，新的国 
民大会选举产生。此后不久，1923年10月，土耳其首都从过去的 
拜占底——同奧斯曼帝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伊斯坦布尔，迁到 


①穆斯塔夫.凯来 尔， 土耳»共和国总统一@1末尔于1927年10月的一篇演说《 
(A Speech Delivered bj Giiaii Mtistepha Presid^^t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October 1927) j 莱比锡， K * F * 克勒出版公司 1929 年版 j 第 119 页。 

® 刘易斯> * 现代土耳其的形砹》，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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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带中部的大镇安卡拉。几星期之后，国民大会 
正式宣告土耳其为共和国,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从而完成 
了政治重建的工作。正是通过这一系列谨慎的、有分寸的改革步 
骤，世俗的共和民族党的现代政治体系终于取代了奧斯曼帝国的 
政治体系。 

新社会的政治基础奠定之后，凯末尔便开始考虑宗教和文化 
改革问®,支持改革的大多是现代化的、倾向西方的官员和知识 
分子中的杰出人物。而反对改革的主要势力是宗教界上 S 人士， 
而农民则是反对改革的潜在势力。要完成社会和文化改革，必须 
使后者维持消极冷淡、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凯末尔审慎地把 
这一阶段的改革同可能刺激农民政治童识和能动性的经济发展和 
变革的工作分割开。1924年1月，凯末尔开始推行世俗化阶段的 
改革 B 两个月之之后，他说服国民大会废除哈里发和宗教炊师* 
清除奧斯受王朝的全部成员 * 封闭独立的宗敎学校和学院， 
从而统一了公共教育》并废除了执行伊斯兰法的特别宗教法 
庭。为了取代伊斯兰法，一个委员会被指定草拟新法典。1926 
年初，国民大会批准了委员会的建议，采用瑞士民法典》新的商 
业法典、海商法典、刑法典，新的民事诉讼程序法和刑事诉讼程 
序法，以及新的司法制度也相继颁布和确立了 * 1扣5年，凯末尔 
发起了一场战没反对作为宗教传统主义象征的土耳其帽 * 並禁止 
人们戴它 9 同一年，凯末尔废除了旧的历法，采用了格里历 - 
1928年，伊斯兰教作为国教被正式废除，同年秋天，制定了用罗 
马字代替阿拉伯字的立法。这后一项改革意义尤为深远《用罗马 
文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完全不可能接近活繁的传统文献》它有助于 
学习欧洲语言1并极大地减轻了提髙阅读写作能力的困难。 

20年代后期这一系列社会改革的完成，为三十年代重点发展 
经济铺平了道路。 19 W 年宣布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制订了五 
年计划。整整十年，工作重心放在工业发展方面，尤其是纺织、 
钢铁、迨纸、玻璃和制陶等工业》从1929年到1938年，国民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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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长44%，人均收入增长30%，采矿增长132%, “工业生产吏 
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 

这一改苹序列——民族、政治、社会和经济，是凯末尔的悉 
心之举。1923年4月，凯末尔代表共和人民党发表了一篇宣言，着 
重谈到了他正全力推行的政治 改革： 废除苏丹、民众主权，代议 
制政府 f 财政和行政改革等。1927年，社会宗教改革的大部分项 
目巳经施行之后，凯末尔在论述改革纲领时曾 f 确指出，他的策 
略是谨慎地掩饰起长远的目标，一个时期只干^件事 D 他说 1 1923 
年的纲领 

基本包括了所有我们 E 经实施直至今日的改革。然而， 
有些重要不可或缺的问题并未纳入这一纲领，例如共和国宣 
言、废除哈里发、限制宗教教育、宗教学校以及宗教坆师还 
有土 耳其# 子等问题 6 

我认为，在时机尚未成熟以前就在改革纲领中提出这些 
冋题是不明智的，它会授人以柄，使愚昧者和反动分子利用 
它作武器毒害全社会。因为我坚信，这些问題会在适当的 
时机得到解决，而人民终将满意^ ® 

由于分别对待每一个问题，所以在每一项改革上的反对势力 
也就被减到最少。反对一项改革的人从反对其它改革的潜在联盟 
中被分化出来。费雷一针见血地说：“凯未尔要消灭的人，他首 
先使他们孤立。”® 


① 彼得 * F • 休格 （Peter F . Sugar), « 经济与政洽现代化：土耳其， （ Econo- 
mic an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 Turkey), 栽罗伯特 • E • 沃 德和丹 克 瓦尔特 * 
A * 拉斯托编： 《日 本和土 耳其的瑰代化 》 (Political Modwaization in Japan and 
Turkey), 普样斯 顿大学 出版社 4 年版，第 174 页 l Z * Y T 赫尔施拉格 (Z * Y * Her- 
six lag) , «土 耳其： 转变中的经济 》 (Turkey ： 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 
海牙，范库伦出版公司 1953 年版，第 lls 14、 15章。 

② 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总统一凯末尔于1927年10月的一篇演说 》 第 S98 武。 

® 弗里德里克 .W ，弗雷 （Frederick W ， Frey) • * 政治发展、权力和逋讯》 

(Political Development，Power sad Commutcatioa s) ，栽派伊编： * 通讯与 
政治发展*>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 第 314 — 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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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问题分而治之的费边式策略有助于削弱改革者随时都要面 
临的反对势力。基于同样的考虑，改革者采用闪击战术解决每个 
单独的问题或同类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制定并贯彻体现了具 
体改革政策的法规。迅速出击和出其不意这两个古代战争的原則 
如今又成为策略上昀需要。改革领袖在玫治体系中握有相当大的 
权力。他必须在反对派组织队伍，扩充势力，发展权力、破坏改 
革之前就完成改革。黎塞留评 述道： “无诒从经验还是从理性上 
看都是显而易见的，出其不意地提出问題常常会使对手惊慌失 
措，从而解除其武装，而假如缓慢逐步地推行一项计划，可能使 
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它只是停留在纸上，未必会付诸实施，》 
有人指出，美国最为成功迅速地消除种族隔离的行动大都有 
这祥的特点，执政者迅速坚决地实施其玫策，没有更改的余地， 
而事先并来作更多的准备。这样的玫策并不试图改变人们的观念 
和价值标准，只是在行力上造成有力的变革。然而，观念和价值 
标准可龍随着行为的改变而 改变。 从另一方面来说，逐步采取措 
旌淌除秤族隔离的作法不会增加这种可能性，使反对派改变初 
衷。“公众做好准备承受改革的时机同改革的‘效益’和 * 顺刺进 
行，没有必然的联系 a 改革时间的拖延不仅可以使改革者做积极 
的准备，也会造成机会使反財浓得以纠集起力量 e ”學 

凯末尔苒次证实了用闪击战术解决个别问題的效力 a 在推行 
改革之前，他首先同各方面人 士进行 广泛的接触，小心地试探出 
他们对这些问題的态度。随后他让助手秘密地准备一个改革方 
案。这个方案交给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少数高层领导人，以康得他 
们的支持。一俟政治上最有利的时机到来，凯末尔就栽剧性地向 
党和国民大会宣称改革的必要性》将他的改革方案公诸于众，要 


① 卡通纳尔 * 黎塞留 I ( 政治 遗哦》 (Political Testament) ,麦迪逊 》 或斯康 
星大学出饭社 1961 年版 * 第 75 页。 

② 肯 庖斯. 克拉克 # «种族隔离的消除：对证据的评份》 < De S eEre E ation : Aa 

Appraisal of the Evidence ) ， 《社会问题杂 志>，第 9 期 （1953 年），第43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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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立即获准。在反对派集合起队伍准备反击之前，国民大会便迅 
速通过了有关这项改革的法案。例如，早在1923年夏天，凯末尔 
同少数他最亲密的顾问就制定出丁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的计 
划。这一革命性的、”与传统穆斯林国家大相径庭“的观念的宣 
布，”夜伊斯坦布尔新闻界箱国会中掀起了巨大波澜，因为当时 
国会中还未形成真正的共和运动。凯末尔认识到，有关这一问题 
的讨论至关重要。在反对力置有时间联合起来以前，必须用其它 
强硬手段成立共和国。”①在当时，各派系意见纷纭，有的主张 
维持传统统治，有的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把哈里发作为君主式取 
消哈里发职位，还有的主张多党制议会民主。为了教保共和政体 
在这些集团联合起来构成反对势力之前获得批准，凯末尔安排了 
—场内阁危机，使政府有好几天似乎陷于无政府吠态，然后他戏 
剧性地向党的决策委员会和国会提出早已拟定好的宪法修改草 
案，尽管很多人忿恨并暗地里反对，但却无可奈何，只能批准 
它。 

在推行其他重要改革上，凯末尔也采取了相同的战术 a 例 
如，1924年1月，凯末尔认为废除哈里发制的时机已经成熟。他 
邀请政府首脑同他一起观看军事演习，利用这一埼合，他得菊他 
们对上述提议以及废除教法部、改革宗教教育的赞同。一些重要 
报纸的记者也来到这里，他们被集中起来同总统呆了两天，他说 
服他们攻击政府对哈里发问题迟迟不采取行动。仅仅一个月之 
后，即3月1 日， 凯末尔在国民大会开幕词中提出了他的建议，指 
出为了 保卫共 和国、统一国家教育制度、纯洁并提高伊斯兰信 
仰，必须进行改革。保守派和宗教界人 士还没 来得及反对，得以 
实现凯末 f 目标的法令就于3月3 日被 通过了。 

其他致力于现代化的改革者采取了类似的策略，有时候他们 
有意识地仿效凯末尔的战本 <■ 例如，在巴基斯坦，阿尤布 • 汗在 


①金罗斯* «阿洛图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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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爹方面都竭力效法凯未尔，对于他推行改革的闪击战木尤为推 
崇。一位观察家指出：“当他遇到难題时，他就成立一个专家委 
员会来寻找解决的方案，一旦方案提出，便迅速付诸实掩 。 v ® 
1958年进行土地改革就采取了这样的战术。当时先由一个调査委 


员会负责起草这项法令，萆案提交之后五夭就获通过，成为正式 
法令》 

以上关于费边策略和闪击战术的论述表明，对于改革者来 


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动员新集团参与政治的速度和先后顺序。改 
革者必须设法控制和指导这一进程，确保在每一时刻和每个问題 
上他的支持者都趙过他的反对者。革命者和保守者则不同，他们 
在动员新的政治伙伴时很少有顾忌。革命本身就是动员以往受到 
排斥的集团参与玫治，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很 
显然，在某些情况下，改革者所需要的有限动员可能失去控制， 
体现出革命的特征。而同时，改革者也可能受到来自保守派营垒 
的 威胁。 因为改革是一场争取社会、经济和政治更大平等的运 
动，势必要遭到从现存不平等秩序中获取好处的“旣得利益者” 
的反对 8 改革者要战胜这些既得利益者，就会遇到重重困难 •但 
只要这些既得利益者不能把保持沉默的众多集团动员到他们的营 
垒中去，胜利就有保障 8 这样的集团同现存秩序，一般很少有实 
际的利害关系，而他们由于改革经常会得到物质上的好处，然 
而，他们同现存社会有着象征性的利害关系，他们的价值标准和 
观念常常是极端保守1顽固不化的。他们可能同现存社会和宗教 
制度合为一体，尽管他们的利益取决于这些制度的改革，这正是 
改革者深感头痛的地方。正如马基亚维利所指出的： 

最难于推行，变化莫测1难以驾驭的莫过于建立新秩序》改 
革者会受到那些同旧秩序体威与共的人们激烈的反对，却只能得 
到新秩序的获益人不甚热心的支持。这种冷漠的态度部分是由于 

①盖伊 • 溫持 (G«7 Wint) ，基斯坦一九五八年 革命 * (The 19S8 Revo¬ 
lution in Pakistani ), 《圣安东尼的文件集 h 第 8 号 （ i960 年）第 7 9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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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怕有权有势的敌人 》 部分则由于人类猜疑的天性，人们对于任 
何新事物常常将信将疑，直到他们有了切身体验。于是便出现了 
这样的 情况： 反对派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改革者，他们总能纠集起 
—批死心塌地的党徒，支持改革的人却是半心半意。处于这两者 
之间，改革者真如坐在火山口之上。” S 

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一旦推行改革，从前漠然处之的集 
团现在却感到改革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利益，因而頻频活动起 
来。18世纪晚期，反对中产阶级兴起的贵族复兴运动在某种程度 
上就具有这种特征。20世纪美国白人低薪阶层反对黑人地位提高 
的所谓“后冲反应”也具有这一性质^这些运动的开展可能把政 
治分成两部分，并损害改革者的地位。费边策略和闪击战术结合 
运用正是为了减少改革反对派被剌激起來并动员群众反对改革的 
危险性和可能性。在群众的价值观念和态度尚未现代化之前，他 
们就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活动，这对于改革者便构成了最大的潜 
在威胁。革命派和保守派竞相动员群众也同样会使政治两极分 
分，从而也会削弱对于改革者的支持。无论谁羸得了这场斗争， 
改革者都不能希冀得到好处。1932年德国共产党颇为自信地預 
言“知果希特勒上台，我们会取而代之”，他们实在是大错而特 
错了* 然而，当他们把攻击的目标直指中产阶级，从而迫使他们 
在“希特勒或者我们”中作出抉择时，他们多少是正确的。 

各国国情不同，政治参与扩大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在凯末尔 
时代的土耳其，政治活动完全局限于都市官僚中的杰出人物》在 
这个狭窄的政治圈里，军队和文官中的现代派具有举足轻重的 
影响。因此，改革的利益与更广泛的政治参与背道而驰。扩大政 
治参与将使得大批保守派进入政治舞台，从而打破平衡，使改革 
者处于不利境地 8 20世纪50年代，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好在凯 
末尔主夂者的国家根基牢固，试图收复传统的小规模运动才没有 


® 马基亚维利，《王子与疯说 * (The Prince and the Discoorses), 纽约，现 
代囷书出 K 公司 W40 年阪 * ^21—2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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锨起大的波澜。早在20年代，凯末尔就预见到了这一危险,故而 
来采取任何行动扩大政治参与《>的确，正如费雷指出的，“凯末 
尔革命的精髓在于，它利用了存在于土耳其社会中的沟通分叉， 
而不是象其它民族主义运动那样对此深恶痛绝……。精英和群众 
之间缺乏沟逋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凯末尔正是利用这一因 
素来简化他的任务，并使之与其力量相平銜》”①在土耳其，实 
现社会和经济平等同实现政治平等是不能并驾齐驱、难以调和的 
两个目标》对于改革者来说，要实现前者就必须对后者有所限 
制，而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于土耳其的一党制恰恰 
—直在起着这样的作用。二战之后，±耳其从一党制改力多党竞 
争制，扩大了政治参与，使得政治更为民 主化， 然而社会经济改 
革的进程却因此而放慢了步伐，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里，改革者面对的情况和飢末尔恰恰 
相反。 在这些国家，政治“完全倒向右翼一边”，政治舞台为保 
守的寡头集团把持着。因此，要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就必须扩大政 
治参与，而不是对其加以限制。这许许多多的问題和矛奮纠葛交 
织在一起，致使拉丁美洲的敏洽比起土耳其来更富于火药味，并致 
使社会革命似乎巳成为一件更为紧迫的大事。在土耳其，改革者无 
须扩大政治參与，就能够创建政治制度，推进社会经济变革。而在 
拉丁美洲,护*大政治参与却不是社会变革的制动闸，而是其先决条 
件。因此，在拉丁美洲，保守派似乎具有更大的反动性，因为他 
们既反对社会经济变革又反对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改革派似乎具 
有更大的革命性 〈并对 保守派具有更大的威迪），因为他们必须 
对两者都予以支持 <• 

任何社会在推行重大社会，经济或政治改革时，都不可能不 
发生流血暴力》零星、自发的暴力乃是那崔利益受到损害的集团 
表现其不满和要求的方式。这种暴力的实际参与者往往同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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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心人物毫不相千，但改革者却可以大大利用这种暴力的事实， 
来推行原本毫无实现可能的措施。这种暴力还可能受到维护现存 
体制的领导人的鼓励，他们把暴力视为在现存体制中推行改革必 
不可少的促进因素 u 在美国，改革的历史——从杰斐逊主义者直 
至废奴主义者、人民党主义者、劳工运动和民权运动，都充满了 
暴力和 混导， 正是这些暴力和混乱致使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改变。 
在19世纪“年代初的英国，暴乱和暴力层出不穷，这为确使辉格 
党支持通过1832年的《改革法案> 起了极大的作用。在19世纪50 
年代的印度，中产阶级开展了示威、骚动、消极抵抗和其它形式 
的群众抗议活动 C 肘时伴随着暴力），迫使政府作出了让步 ®- 
在现代化中国家，力推行改革而采取的违法行为(常常是暴力 
行力〉 的最重要的形式恐怕要算土地入侵了。由于种种原因（我 
们拟在下面讨抢>，土地改革对于维护政治安定至关重要 ，然 
而，要完成土地改革，又须不断地打破安定。例如，在本世纪 2 0 
年代末、30年代初的哥伦比亚，农民开始抢占私有土地=在共产 
党的支持下，农民夺取了庄园，将其改为合作农场。地主强烈要 
求督察和军队进行干预，保护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可是，政府拒 
绝站在斗争的任何一方，相反却利用了这些暴力事件迫使国会 
(同大多数现代化中国家的国会一样，它是由地主把持 着的） 通 
过土地改革法案，从而使土地侵占合法化，从而在实际上使财产 
权利依赖于对财产的有效使用。秘 鲁的情 况基本相似，1963年发 
生的土地侵占事件为其时当选的贝朗德政府提供了导火索，使政 
府得以集合力童推行改革方案。在上述这两个事 例中， 零星的暴 


①约恝夫.汉堡 (Joseph HambuTEer ) • *盾姆斯.米尔与革命的艺术 》 (lames 
Mill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 耶魯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 第 277— 278页；麦 
伦.韦纳，《短缺政治■学》,第8章。关于改革中暴力 的一般 作用，见赫希曼的《迈 
向进步的旅程》，第 256—260 页，以及 H * L * 尼伯格 （ H . . Nieburg ) 的《暴力的 
威胁与社会变軍 》 (The Tlireat of Violence and Social Cliaoge ) „ «美国政治学 
评论 》 第56期，第 86 S _ S 73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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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事件恰好符合当权者改革的需要，60年代中期美国民权运动中 
发生的暴力事件也同样如此。在大多数社会里，要国民安宁便须 
推行改革，而实现改革则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暴力。 

暴力推动改革的效用直接取决于暴力的程度，即它是否能将 
那些采用新的政治手段的新集团纳入政治舞台。此外，它还依赖 
于是否存在着可供选择的可行性政策，而这种政策的贯彻可能平 
息混乱，如果暴力纯粹是对于一般局势的盲目反应，没有确定的 
目标，那么它对于改革便不会有任何推动作用》为了推进改革， 
改革者和保守派都必须认识到暴力同特殊政策问题的密切联系。 
这样一来，暴力便将有关改革有无益处的争论转变成为维持公共 
秩序的必要手段的手段。要维护国内安定就需要暴力，这便是最 
有力的口号。其结果可能使希望维持安定的保守派转变态度、站 
到改革一边。从本世纪30年代瓦加斯统治初期以来， E 西的精英 
就经常援引这样一句话 * 我们必须走在人民前面进行革命"。1963 
年伯明翰市发生了暴乱之后，肯尼迪总统讲了类似的话 * 他声 
称，只有通过他的民权法案，才能“使斗争从街头走上法庭”。 
他普告说，如果此法案未获批准，“种族冲突将继续下去（尽管 
有可能不会升级），势必使双方领导权都从具有理性、富于责任 
感的人手中转到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那里”。肯尼迪的预言由于 
现实的种族暴力和骚动更加显得触目惊心 * 从而使共和党和民主 
党中的保守派转而支持民权法案。 

然而，暴力和骚乱在促进改革力面的效用并非是其固有的特 
抵。不是暴力本身而是由于这种崭新的、不同寻常的政治手段所 
引起的震惊和新鲜感有助于推进 改革* 它是一个社会集团的明确 
意愿，即是超越社会公认的可以刺激需要的行为 模式。 实际上， 
这种暴力行为意昧着政治手段的多样化，它对于现存政治组织和 
程序构成了威胁。例如，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骚乱和暴力乃是 
家常便饭 6 但1831年的暴力所波及的范围和达到的剧烈程度却是 
前所来有的。梅尔本在评论诺丁汉和德北暴乱时曾说 I “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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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这样的暴行在国内是无先例的，至少我不记得曾经听说过在 
以往的政治动荡时期乡村的房屋遭到袭击、劫掠乃至焚毁的事 
情。” ® 但也正是这似乎没有先例的暴行促使梅尔本开始改革 e 
同样，在美国，本世纪30年代的静坐罢工和60年代的室内静坐抗 
议等新奇的斗争方式也反映了劳工和黑人要求的严肃性。1963 
年，南越屡屡发生暴乱和示威游行。而和尚自焚事件更标志着国 
内暴乱逐步升级，达到白热化程度，毫无疑问，它产生了巨大的 
影轲，促使美国和南越政府下决心革新政体。 

不是暴力固有的特性而是由于手段的新奇促进了改革，它表 
明，反复运用一种手段就会降低它的价值。1963年美国的种族暴 
乱和南越的和尚自焚促使政府的政策和领导权发生了重大的改 
变。但3年之后，同样的事件却没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B 曾经引起 
震惊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如今却成了相对一般的政治手段。在许多 
执政官式政治体系中，暴力乃是司空见惯的政治活动方式，因而 
也就完全央去了产生巨变的 效能。 另外，在非执政官式体系中， 
标新立异、不同寻常的抗谈方式却可能被接受而成为合法的政洽 
活动。 阿瑟 • 瓦斯科一针见血地指出 I 

暴乱政治活动的目的在于变革，因此它逋常是由那些被 
排斥在政洽秩序特殊体系之外的人揪起的。他们希望变革， 
以使自己能够进入其由。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倾向于 
采用一些新的异乎寻常的手段，而在那些按照既有体系的模 
式思想和行动的人们看来，它却是大逆不道的了》黑人并非 
这一进程的首创者。在17、18世纪，城市中的律师和商人的 
冤曲不平不为当权的政客们所理睬（且他们在议会中几乎没 
有代表席位），于是他们采取了印发政治性小册子等非法手 
段攻击既有秩序。同样，19世纪的工人因雇主和议员不能满 
足他们的要求，故而用成立工会、进行罢工等在当时是非法 
的手段表示他们 的不满,以期得到社会的关注。在上_两 
~ ©( Kg , «唐竭斯.米尔与革命的艺 术*, 第 27 8 ^ s 


• 351 * 



个例子里，采用破坏现有秩序的政治手段，不仅使得它的使 
用者被接纳进政治秩序之中、使得他们的不满和要求立即得 
到重视，而且也使新的手段被接受为合法的改治斗争方式 3 
简言之，“秩序”体系本身发生了变化 B 于是，印发政治性小 
册子的^徘谤罪”被奉为神圣的出版自由，而组织罢工的“阴 
谋罪 17 被奉为神圣的自由工会杈利。一个世纪里破坏秩序的 
非法行为在下 e 个世纪里却成了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权利。 a ® 
一种政治体系适应力强弱的一个标准，就是它对于那些向该 
瘅系提出要求的集团所采取的新的政治行动方式是否有能力予以 
同化,缓和化和合法化 a 

促进改革的暴力或其它新技术的效用会随着刺激改革的成功 
而减退。如果一个集团的骚乱和暴力的使用导致政府让步，那么 
这个集团很可能重施故技。然而，重复使用词一种策略会减少其 
影响。同时政府可能不愿再让步。另一方面，政府先前设想其改 
革会咸少暴力而不是加强暴力，但当事与愿违时，政府作出的愤 
怒反映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 在政府做了它认为必要的让步之 
后，如果又有新的要求政府做更大让步的暴力出现，政府便会认 
为，支持这种暴力具有削弱合法性的性质，因为它是在支持“不 
负责任”的要求，而不是在支持“合理”的要求。结果，就会出 
现两极分化的情形：政府觉得必须给“走得太远”的集团“划定 
界限”，而该集团感到政府在敷衍他们，“没有兴趣作基本变 
革” * 在这一点上，改革对革命前途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二节 改革： 替代物或傕化剂？ 

本世纪60年 k 初，社会改革是美国政策的—个明确目标。进 


CE 阿瑟 * I • 沃斯科 (Arthur 1 - Waskow ) # «从神族骚劫到静坐抗议* 1919年 
和60年代 Race Riat to Sit — in , 1919 and the I 960 s ) j 纽约 _ 花园域 
双 P 出版公司 J 966 年版，第 273— 279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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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联盟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会导致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更公平 
分配的拉丁美洲民主改革会取代暴力革命。仍由少数寡头集团控 
制的社会中产生的变革压力，应该逐渐加以缓和，否则这些压力 
会达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会摧毁整个社会结构 D 如果能在瓴 
导和政策方面不断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变革，那么可以防止在制 
度、社会结构和革命价值观谙方面发生巨大而迅猛的变化》 

这一政策假定在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方面具有充分的依据。 
拉斯韦尔和卡普兰说,“王位继承、有计划的改革和宫庭政变， 
有取代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功能。”同样，弗里德里克也提出 t 
“许多小的革命防止了一场大革命的爆发 f 因为当社会秩序的一 
些因素经过现行政治过程‘革命化’之后，要求‘推翻’政治秩序的 
紧张由于被 （ 引入 * 建设工作而得到缓解。”同样，帕尔默在其两 
卷本巨著<法国革命>的结 S 中这样说道 t “任何革命都不应当被 
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在18世纪，只要旧的上层和统治阶级多作一 
些明智的让步，如果对贵族价值观的积极肯定的相反趋势不是那 
么强大的话，革命就不会发生。”①的确，此话似乎颃理成章》 
当一国接一国扩大选举权，制订工厂法、承认工会、制订工资和 
劳动时间法、保障社会安全、实行失业保险，拆除了工业革命的 
革命雷管之后，有什么能比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欧的失望更能证明 
此话的效力呢？ 

然而，恰有一个相反的见解。它认为，改革不仅无助于政洽 
安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安定，甚至会导致革命。改革只能是 
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革命的替代物。有人经常指出，从历史上 
看，大革命并不是在停滞和镇压时期以后发生的，而是在改革时 
期之后接踵而至的。当局进行改革和作出让步，是对漫无止境的 


①哈罗德 D .拉斯韦尔 ( Lasswell ) 和阿伯 拉罕- 卡普兰 ( Kapla n 〕< 权力与社会》 
(Power anu Society ), 那鲁太学出版社 1 950 年版，第276页。卡尔 * I ■弗里德里 
克《人与其政府 》 (Mart and His Government ) ，麦格劳 一希尔 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1页《帕尔默， 《民 主革命的时代 》 * 第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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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求的鼓励，它很容易象滚雪球一样形成一种革命运动。托 
克维尔在其对法国革命的分析中，得出了恰好与帕尔默相反的结 
论，下面是他著名的常被引用的话, * 被革命颠覆后的社会秩序 
几乎总是比直接面临着革命昀社会秧序要好些，经验告诉我们，一 
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候一般来说，是在其想改弦易辙的时候。一 
个国王在长期高压统治之后，突然想要改变其臣民的命运，那么 
只有当他具有最蒿超的政治才能时方可以保住他的王位……法国 
的改革为革命铺丁珞，与其说改革排除了路上的障碍，还不如说 
改革教肓了人民如何着手进行革命 


表 6—1 

对政治变迁的态度 


对革命的态度 

对改革与革命的关系的看法 

赞成 

催化剂 

替代物 


正统革命者 

左倾偏激分子 

茭对 

抗拒派 

改革派 


在美国思想家当中，催化剤理论无疑是少数人的观点 。然 而， 
如果美国人认为改革对国内政治稳定有所抨益的话，那么在国际 
事务方面，他们的主要研究途径则迴然不同。美国人假定，让步 
可在满足国内变革要求方面产生稳定结果，而在满足国际改革要 
求方面则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贫因阶级的要求会有所减少， 
而穷国的要求只会有增无减。国内让步是好的，它们被称之为改 
革 t 国际让步是坏的, ； 它们被称之为姑息。美国政策的制订是由 
历史经验，特别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国内政策行之有效的事实 
和张伯伦的对外政策毫无收效的事实决定的。但很 显然戶 无论是 
在国际方面还是在国内方面，关于渐进变革的假设都不是金科玉 


①托克维尔，《旧政权与法国革命》，第176— H 7 页、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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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渐进变革或改革有时可产生 
更大的稳定，有时则会造成混乱和强烈的根本性的变革。 

对每一个涉足政治变革的集团来说，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具有 
决定性的意义》“改革家”认为改革是革命的替代品，也正是出 
于这个原因，改革家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 
等。 极端激进分子或“左派异端分子”也坚持替代理论，他们出 
于这一原 M 反对改革。另一方面，“正统革命者”和“固执保守 
分子”都坚持催化剂理论，前者希望以小变革作为更根本变革的 
楔子，后者则反对対现状进行任何变更。 

主要的争论并不是在那些对革命是否合乎需要持不同观点的 
人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那些对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作不同预测的人 
之间发生的。改革家告诫保守分子：某些让步対避免浩劫是必要 
的》保守分子却回敬说 t 任何让步都会导致现有秩序的破坏，类 
似的争论在正统革命者和左派异端分子之间也存在。的确，从历 
史上看，对此问题进行最令人感兴趣的、最能增长见识的、给人 
以最深刻印象的争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也许对此问 
题耗费笔墨最多的要数列宁，他一次又一次地指出了有关这个问 
题的几乎所有的态度0然而总的来说，他的观点很接近“正统” 
革命者的观点，他认为当局被迫进行的改革会加速革命的到来， 
尽管当局自愿进行的改革会延缓革命。列宁于1卵4年抨击彼•司 


①不幸的是，有关 M 家间 时让步什么时耪绫解*什么时賴 K 墦的问逋 的理论 著作似 
乎很少。约期 A . 兰尼 （George A * Lany i ) 对此迸行了有益的简短的论述’他于 
W 63 年6月 1 S 曰在了世界政治》上发表了"绥靖问 S *— 文。在大 S 的关于和平变革文 
献中也有少效有■关的题待别是布赖斯 C . 伍德 （Bryce C • Wood ) 的《和平変革 
和殖民地问題》(哥伦比亚大学出扳社19« 年肢） 和体肯，租 ® 菲尔徳 (Lincoln 
Bloomneld ) 的* 发展或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 WS 7 年版）不能过多强调国内政治和 
国际玫诒中的平行线和类 似点。 国内舞台通常 包括保 守派、改:萆澉和萆命派，国际舞 
台现状包括强国和弱 S 。 革命者常常将革命作为必要手段并®认没有发生革命的革命 
结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弱国常常因为没有参与战争而达到预期 结果而 高兴。 


• 555 • 


徒卢威修正主义的（即改革派）倾向时指出：“改革不能与革命 
相提并论。改革的斗争无非是汇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最后革命而 
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巳》”同样，他在1905年反对抵制派和召回 
派以及1920年反对左傾，共产主义分子”时指出，来自现存制 
度的改革是好的并会导致革命，“革命的半胜利、即那些由旧政 
权被迫作出的匆忙的让步是新的、更具决定性的、 激巧的 民众动 
乱的最为明确的标志，它会把越来越多的群众卷进去/” ® 
不过，20世纪的革命者越来越对被列宁修正过的改革催化剂 
理论表示怀疑。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发达国家期望的落空，使人 
很难相信革命者能够进行改革和革命。传统革命的正统观念巳衰 
败，对替代理论的接受将传统的革命理论的信奉者划分为两种 
人：一种走伯恩施坦式的道路，另一种走毛泽东式的道路。 

同社会革命家一样，社会科学家也不能同时走两条道路•如 
果替代理论大体上是对的，郞么催化剂理论大体上就是错的，反 
之亦然。但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形，一种理论在某种情况下是对 
的，另一种理论在其他情况下也是对的。这些有关条件包括改革 
与革命的必要条件和影响革命的改革后果。无疑，改革与革命之 
间唯一最重要的联系是政治体系中权力的集中，它是二者的先决 
条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集权 f 特别是权力不多的体系中的集 
权，是政策革新和改革的实质性必要条件。它同样也是革命的必 
要条件。至少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一个政权易受革命伤害的可 
能性完全因当局进行改革的能力而异。 ' 

在传统政治体系中，一个推行现代化的君主所面临的困溴只 
是正在经历政治变迁的政体的最普遍特点的最明显的表现》 18 齿 


©列宁语，引自伯恃伦 .D . 庆尔夫 （Bertram D ♦ Wolfe ), «三个制造革命的 
人 》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 波士®， W 堪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20页； 
文尔 弗雷徳 • G . 迈® (Alfred G . Meyer ) ， 《列宁主义*，哈佛大学出 E 社1957 
年版*第打页，关于 列宁对 土地改革的不同估价 * 见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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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重农主义者莱特罗纳 指出： “法国目前的情况要比英国优越 
得多，因为在这里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改革可立刻进行，而英国 
的改革却总是受到政党制度的阻拦。” ® 但是，在法国使改革易 
行的条件，同样可以使革命成为可能，而在英国阻碍改革的“政 
党制度”也同样能使它避免革命 i 同样， 1 SS 1 年亚历山大二世成 
功地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而同一时期在美国进行的同样改 
革却经过了4年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实现。再者，使19世纪60年代 


俄国改革成功的集权，也同样使1917年的革命成为可能 a 

更概括地说，正如我们看到的，集权的传统体系，尤其象满 
清、罗曼诺夫王朝、奥 斯曼王 朝等官僚帝国都很可能在革命中完 
结。在这些社会中，君主垄断了合法权力，因此，体系不能和平 
地适应政治权力的扩张，适应社会首创精神和政治杈威等其他渊 
源的出现。这些渊源的出现，需要推翻体系。另一方面，在那些 
具有较复杂和分散的政治体系的国家，在那些地方政府强大的国 
家，在那些有自治州或省的国家，改革的道路和革命的可能性都 
是较为不确 定的- 那些反对控制着中央政府的集团的社会势力， 
也许控制着地区和地方政府，因此这些势力不会背离整个政治体 
系而会认同于现存政治体系的某些成分。坦南鲍姆说 • “如果我 

们能够确切地界定政治革命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不会也不可能 
在政治力量四处分散的国家，在人人都介入教区或城市自治问题 
和参与制定有关较大的单位、县、州或国家的规则的国家里发生 
的事件^ ” © 

改革与革命对集权的依赖经常会促使二者产生激烈的 竞争。 
在这种环境下，改革对革命可能性的影响就取决于改革的性质、 
革命者的构成和改革的 时执。 例如，政第改革会使革命更容易成 


0) 引自德‘托克维尔，第 ifil — 162页 0 

@弗兰克.坦南鳕姆 <Tanneubaiim) , «企政抬安定》 (On Political Stabi ¬ 

lity ) ,政^孕刊》第 M 期 U 9&0 年6月号），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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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现实，因为它唤起了要获得更多东西的期望，同时也暗示着现 
政权的 软弱。 另一方面，领导层的改革会油去革命运动中的积极 
成分, 使它们与现行政权结合起来，最终使革命成为泡影。再 
有，英国与法国和德国在政治稳定之间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 
改革模式的不同有关 s ①另外，某些政策改章（而不是其它的） 
和某壁领导层改革也不是其 它的〉 会分散革命力置，削弱其锐 
气，减少其对盟友的吸引力，只得同反对向革命力量再作让步的 
改革集团力量进行团结 & 特别应提到的是，改革本身就能改变反 
对现行秩序的备革命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应较温和的革命_袖 
的要求而进行的改革，会加强这些领袖及其政策的地位，以 W 付 
较极端的革命者。由革命运动中的激进集团的暴力和直接行动引 
起的改革，会强化这些领导人的地位，并能使人们相信他们战术 
和目标的正 确性。 但对许多现代化中国家的政府来说，这逵恰恰 
是改革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B 这些国家太软弱、太消极、太保守或 
太无视革命运动中的分裂派别，以致不能产生具有加强运动中溫 
和倾向的效果的改革 a 相反，骚动、示威和暴力必然会促使他们 
行动 * 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种环境下，改革只能剌激更多的骚 
动、示威和暴力。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讲，改革的时机也是极为童要的。拉斯韦 
尔和卡普兰曾指出，反对派精英在其权力最小和最大阶段最有可 
能提出革命要求。 ©在前 一种情 形中，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冲动去 
接受改革和让步，因为与他们全面重建社会的期望相比，让步实 
在太小了《另一方面，在后一种情形中，他们接受改革或让步的 
意愿不大，这是因为他们即将获得全部 权力* 他们能够要求无条 
件投降。然而，肖权力不大不小时，反对派精英会对被接纳入现 


①参见西摩.马丁.李普赛的《民主与社会体系》 (Democracy and the Social 
System ), 栽哈里.埃克斯 坦编： 《内战》，纽约，自由出寂社 ■ 1«4年版，第396— 
302页 | 德*托克维尔，第《_%页。 

© 拉斯韦尔和卡普兰，前引书，第 Z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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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力结构感兴趣 。 其成员可能热衷于分享统治，期望马上获得 
—些收益，而不是坚持希望推翔整个体系。因此，在这个阶段， 
领导层的改革会有所收敛，而当革命者很软弱或很强大时，领导 
层的改革都会是毫无收益的 e 

更明确地说，改革对革命可能性的影响取决于要求变革的集 
团的社会成分和这些集团 的期望 的性质 U 两个最重要的集团是城 
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些集团和它们的要求是根本不同 
的 # 结果是，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荆》以 
农民为对象的改革是革命的替 代物。 


第三节城市知识 分子： 作为傕化剤的改革 

城市知识分子反对政府，不仅是执政官式社会，而且还是各 
种现代化中社会的一个普遍特点 a 在执政官式社会中，学生是典 
型的最活跃和最®要的市民中产阶级政治力量。在非执政官式社 
会中，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力量和普遍的合 
法性观念的限制。但是，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与执玫官式社会的 
各种反对派观念如出一辙。在传统政治体系中，首都的大学是反对 
当局的敌视态度和阴谋的中心。在伊朗和埃塞俄比亚，德黑兰和 
海尔塞拉西的大学是反君主思想的主要中心。摩洛哥、利比亚各 
大城市巳被学生醱动和示烕搞得动荡不宁。反过来，在共产党政 
治体系中，大学也是批评和反对政府的中心。在苏联、中国、波 
兰以及东 k 的其他国家，学生的声音就是异端的声音 * 在这里， 
与其说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前提的异议，还不如说是对政治制度 
和政府实践的异议。①在非洲的独立国家，尤其是在前法国殖民 

①参见西摩 • 马丁 * 李普赛的擗括，《大学生与不发达国家的政洽》， （ 檐自李 
普赛编； 4大学生政治的特殊问題》■原载 * 比较教育评论 a 年6月）第10期， 
132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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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生也经常是反对政莳的力量。 

学生反对政府代表了极端中产阶级的对抗特征， H 力它太普 
遍了。学生对当局的反对只受到改革或改良政府活动的边际影 
响。实际上，不管政府的性质如何，不管政府追求的政策性质如 
何，这种反对总是存在的。例如，在本世纪 50 年代末斯的南朝 
鲜，汉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成为反对李承晚政府的中心。 1960 年 
4月，大学生的骚乱和芣威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终于推餌 
了李承晚的专政，张勉的自由政府代替了李成晚的政府，该政权 
在目标、政策、领导权和生活资源等方面，从实质上反映了学生 
的各项要求。然而，在该政府上台几个月后，也被学生示威所震 
撼， 有关学生态度的调査表明，只有不到的南朝鲜学生是完 
全支持政府的。①6个月后，当张勉的政权被军人推翔后，学生 
几乎又立刻开始反对朴正熙将军为首的新政府。以后，每逢反李 
承晚“四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和其它时候，朴正熙政府都要遇到 
汉城大学生的大量骚乱和示威。独裁专制也好，自由民主也好， 
军事统洽也好，政党政府也好，南朝鲜学生一概予以反对。 

类似情况在其它国家也出现了。1957年，哥伦比亚大学生在 
推翻罗哈斯_皮尼利亚独裁政府和恢复选举民主制中起到了关键 
作用。几年之后，波哥大国立大学90%的学生说，他们对政治体 
系和政府的社会价值观没有信心。那些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也是如 
此。哈瓦那大学曾是反对巴蒂斯塔的大本营 I 后来又变成反对卡 
斯特罗的中心 a 1920年，北京大学是中国民族 ® 动和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地》1966年，据中央委员会所说，它是“反动浓的顽固堡 
垒” B @在某些现代化中国家，政府主要是依靠富裕阶级的支 


①亨徳森，*南 朝鲜： 旋涡式的政治》，第181页。 

® 约翰 F . 哈里逊，知识分子在促进变革中的作用：大学》，栽待帕斯克和费希 
尔编：《拉丁 美州的 燁炸性 势力* 第 3 SHi « 红旗* ，转引自《瞍±顿世界》1%6年 7 
月 S 日，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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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对政府的支持主要来自贫苦大众。在某 
些国家，政府诉诸于观念较现代的成员，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政 
府主要依靠传统集团。在某些国家，对政府的支持是通过官僚结 
构组织起来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是通过集团的联合形成 
的，但在实际上，所荷现代中国家没有一个能够长期依靠知识分 
子团体的宴持的。如果说在现代化中国家存在着普遍的分歧的 
话，那么这种分歧就是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分歧。如果总统府是权 
威的象征，那么学生会大楼就是反叛的标志。 

这一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反对政府的模式，表明 
改革不仅仅能缓和它，反而会使其恶化。在多数情况下，反抗不 
是由于■物 M 匮乏造成的。这种反对来自心理不安全感、个人疏远 
惑和犯罪感、以及对认同的安全惑的急切需要。城市中产阶级想 
要得到的是国家尊严、进步感、国家目标和通过参与重建整个国 
家而实现目标的机会。这些是乌托邦式的目标，是任何政府都不 
能使之真正实现的要求。因此，不能靠改革来满足城市中产阶级 
成员。在多數情况下，他们的确坚决艮对改革，他们视改革为代 
替变革的安抚剂。事实可能如此，但我们还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 
个问 M。 倘若改革的呼声成了彻底行动的借口，那么革命的要求 
就常常是采取彻底行动的借口。拉丁美洲的咖啡庁和酒吧里坐满 
了知识分子，他们对改善本国社会的机会不屑一頼，因为政府提 
出的变革不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或者套用他们的术语说，是 
非结构性的。 

学生尤其容易受现代世界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冲缶^在他们的 
头脑中，有两个大的差距，一个是现代性原则——平等、正义、 
共同体、经济福利同他们自己社会实现它们之间的差距，第二个 
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实际条件同其本国条件之间的差距。李普赛写 
道： “当然，在所有国家，现实与原则通常都有一段距离，特别是血 
气方刚的青年人对这点感受最深。因此，各地受过教育的年轻人 
热衷亍变持理想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在对待成人世界意识形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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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比成人们更严肃” e ® 因此，学生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感到 
羞愧并与之疏远；他们充满了彻底重建社会的欲求，希望使自己 
的社会吃立于世界之林。由于学生们背离了家庭、传统规范和行 
为模式，所以他们最易完全与现代性的抽象标准和原则认同。这 
些是学生们评判自己社会的绝对标准。除了完全重建社会主义之 
外，没有目标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 

19世纪俄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做的现代化的努力，在许多 
方面是20世纪亚非拉副本的原型。俄国知识分子的行为同样简单 
明了地说明改革为什么是较为激进的极端主义的催化剂。亚历山 
大二世的 “大改革 ”直接刺激了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成员去创办 
革命组织和进行革命活动。 I 9 世纪叩年代后期，为了平息学生动 
乱，亚历山大采取了宽大政策，做了不少让步。但是，不满愈演 
愈烈，幷于取消农奴制之后的几年内达到了顶峰，最终导致1866 
年有人企图暗杀亚历山大。莫斯说< “新沙皇有节制地放宽自 

由，必然会引起更多的要求。在尼古拉统治下，大众们毫无怨言 
就接受的限制，突然变得令入讨厌了 * 当时仍被拒之于国事之外 
的大部分公民，现在抗议说，亚历山大给予的相对自由是远远不 
眵的” ©在 某种程度上，19世纪后半叶的俄国革命运动是 I 9 世纪 
中叶亚历山大“大改革”的 产物。 

同样，1848年在许多国家发生的革命也正是在许多政府进行 
旨在满足中产阶级的某些要求的改革开始之后接踵而至的。例 
如，在夭主教区，庇乌九世从1846年至1848年，曾扩大了出版自 
由权、成立了罗马城自治政府、改进了省区行政、成立了咨询委 
员会建立了公民卫队 * “从而把改革要求最强烈的中产阶级武装 


① 李普赛，前引书，第 W0 —141页。 

② 英斯 ( Moke ) ,《亚历山大二坻与俄国现代 化〜 第 12S —126页；佛朗哥•本 
图里 ： 《革命的根塬，，第222—226页；米欧尔.卡技维奇《帝诺： 1801— 1917年> 

(Imperial Russia, 1801—1917) » 迅约， 萑尔特，赖因哈特和 渴斯既 1932年版* 
第 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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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起茱 D ” 尽管如此，庇乌九世的改革并没有令中产阶级分子满 
足，革命依然爆发了。公民卫队倒向起义者一边，庇乌九世被迫 
逃往那不勒斯 <■ ① 

在20世纪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形下，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里德加 
布拉尔政府在刚刚开始一系列改革之后，就被城市$产阶级的起 
义推顴了，这些改革包括复苏经济、扩大政治自由 r 减少腐败， 
实施严格措施、定期选举，整肃 * 军叭中最暴戾最腐化的分子％ 
然而，“就在国家进行更新、缓慢渐进改良之时，1965年4月革 
命爆发了。里德因其着手推行的改革而被罢黜，这简直是一大讽 
剌， ② 

满足 激进中产阶级要求的计划只能加强中产阶级的力 置与激 
进 主义、它们不可能减少其革命傾向。有 意维持 政治安定的政 
府， 对付 中产阶级激进主又的恰当作法不是改革而是镇压 9 凡能 
削减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人数、力量和凝聚力的措施，皆有助于 
政治秩序的维持。旨在限制大学发展的政府的活动，会大大减少 
革命集团的影响。相反，增加学生的福利措施，不会减少他们的 
革命倾向，实际上会加强经常存在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大学生 
心中的潜在的罪恶感，从而加强他们的反叛倾向》例如，波哥大 
国立大学是政治动乱、反政府和反美活动的中心。在本世纪60年 
代 中期，靠物质援助，该大学 开始了 一项减少不满的广泛计划。 
该计 划包括“提供良好的宿舍和其他设施，增加教职员工、修订 
课程”》③然而，这些改革似乎更加助长和鼓励了学生的政治骚 
动。 从政治安 定的角度看，埃塞俄比亚政府于1962年和1963年关 


© 尼古拉 * S * 提5谢弗：《战争 与革命 fWar #nd Revolution) ,组约，希 
德与沃德出版公司 196S 年版 179—180K, 

©霍 华德 .]. 瓦尔达，《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政策 文件： 1965年革命的背 ft* , 
未发表的论文， 哙佛 大学®际亊务中心， 1W6 年，第30—31贸。 

® 尤金 ‘ B . 米哈里 CEugene B • Mihaly) 和琼， M ‘ 纳尔逊 (Joan M . Nelson), 
* 政治发与美国经济误助》，未发表论 文* 1%6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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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的海尔塞拉西大学宿舍，强迫许多学生回家的作法确是明智之 

举》 

第四节农民：作为替代物的改革 

有人曾说过，荚国海军的光荣在于其水手从未 钣变， 或者说 
除了要求较髙的薪水外，从未叛变过 a 对农民也可以作如 是说。 
当他们认为 土地所 有权、租佃、劳动、租税和价格等不平等情况 
不能再忍 受时， 他们才会萌发革命的念头。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 
农民起义都是为了消灭具体的邪恶或暴虐而进行的》在俄国和其 
也地方，农民运动都毫无例外地是针对当地地主和官吏的，而不 
是针对沙皇或教会权威的，也不是计对政治或社会体系的整个结 
构的。不少例子表明，革命爆发之前，农民的经济状况都发生过 
陡然的恶化。帕尔默指出，18世纪80年代法国农村的骚动“不仅 
仅是因为贫穷，而是由于対贫困化的认识，①17的年的经济不景 
气更加恶化了农民的经济状况，面包价格迖到了 1 CHI 年来的最高 
峰。这种物质上的贫穷状况与因等级大会召开而创造的政治机会 
凑在一起，为农民暴动的掀起火上加薪。在所有大革命中，农民 
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迅速和直接地改变无法忍受的物质 条件* 
如果有必要，甚至采用暴力达到这一目的。革命知识分子要求结 
束旧秩序，产生新社会；革命农民則杀死税收官和占有土地 - 
农民对物质基础的不满在选择革命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没有一个政府会希望满足暴动学生的要求。但如果政府有决心， 
可以对农村的经济状况进行重大改善，从而减少农民暴动的倾 
向。改革在城市可能是革命的催化荆，但在农村却可成力革命的 
替代物# 

①柏尔默*前引书 * 第一卷 * 第棚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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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安定的物质原因有助于解释农民行为的矛盾性。城市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怀有无法实现的期望，因此他们处于一种永远 
躁动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们的角色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农民既 
可以成为维护现状的堡垒，也可以成为革命的突击队。农民扮演何 
种角色，取决于现行体系满足其直接经济和物质需要的程度如何。 
这些需要一般集中在 土地占 有以及租赁、租税和价格。在土地占 
有状况基本平等、农民生活尚能过得去的地方，革命是不大可能发 
生的。在土地占有状况不平等、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地 
方，如果政府不立即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条件，那么农民揭竿而 
起是难免的。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保守，也没 
有一个社会集团比几乎无地可耕或须缴高昂地租的农民更革命》 
在某种程度上讲，现代化中国家政府的稳定取决于它进行农村改 
革的能力。 ® 

知识分子是疏离的，农民是不满的。因此，知识分子的目标 
是广泛的、鸟托邦式的 * 农民的目标是具体的、有关再分配的 a 
农民的这一特点使他们成为潜在的革命者，因负如果农民要得到 
好处，地主就必须放弃土地。这种情形是一种双方利益得失成反 
比的冲突> 一方失去，一方获得。另一方面，所谓农民的目标是 
具体的，它意味着如果政府强大到足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那就 
等于给农民打了革命免疫针。在物质上给予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 
好处，会增加他们的怨恨和罪恶感 I 然而给农民物质好处会使他 
们惑到满足》无论是通过革命或其他手段完成的土地改革都可把 


①‘土地改革 r (land reform)" 农业改革’ fagrarian reform) 两可由 * 什么 '和 
•如何"來区分。根据本质或么、 * 土地改 革*_词可用来指土地关系的和来自±地 
的收入的再分配《 ■■农 业改革"指耕作技术、耕作设备、肥料、土#保持，轮作制、灌 
菰和具有增加农业埤产力和农业效率作用的商品交昇=这里的重点将放在土埯改革上， 
因为它与政治安定的关系最 密切。 没有土地改革的农业改箪的确会使经 济生产 力扣农 
村的不 S 定增加。没有农业改革的土地改革会便政洽稳定 增长， 使农业生 产降低•根 
据■如何 "来 讲，当使用土地改苹一词而没有其它®定条 件时* 它意味着由革命 一类手 
段带来的土地所有权的变化。由于所有革命都会产生土地所有权的变 fc 所以后者将 
_可以与通过和平手段而进行的土地改革加以区别的"革命带来的土地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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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从革命的边缘争取过来，使他们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主义力 
置 e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土地改革，使农民免遭了社会保守 
的诱惑，并使之成为保守党最强大最忠诚的支持者。在南朝鲜， 
由美国支持的把先前日本人于1947和1948年所占的土地分配给农 
民的举动， “大 大减少了农村的不稳定和共产党对农民的实际或 
潜在的影响，增加了他们与选举过程的合作，激起了后来实现了 
的希望即南朝鲜地主将土地分配给他们印度独立后不夂国大 
党进行的土地改革，使“地主和自耕农起到了与其说类似于俄国 
或中国那样的作用，倒不如说是更类似于革命后法国农民那样的 
作用，这种作用为小自耕农提供了广泛的基础，而这些小自耕农 
对现行体系比对开发迅速的工业化的资源更感兴趣。”在墨西 
哥，革命后的土地玫革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墨西哥政治安定的主 
要原因 D 玻利维亚1952年以后进行的土地改革使农民在支持政府 
与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成为一种基本的保守力童。正如一篇研究报 
告所指出的，“虽然这次改革开始时有点偏激，但并没有促使农 
村公社化。相反，现在拥有土地的农民感到国家的繁荣和安定与 
他们休戚相关，因而他们反对那搜思想较激进的工人。”玻利维 
亚政府不只一次地动员武装起来的农民去镇压城市起义和暴动。 
同墨西哥和玻利维亚一样，委内瑞拉的土地改革也使政治气候 
“更保守”，增加了 “民众中基本上保守分子的政治力量” ■» ① 
在评述斯托雷平于1906年和 19 U 年之间试图在俄国进行的土 
地所有制改革时，列宁早就预觅到了土地改革的保守 效果。 斯托 


①这些引文分別见亨德森，第 1 S 6 — 157 S ; 劳埃德 . I • 鲁道夫和苏珊郯‘霍伯. 
备道夫，《关于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稳定：印度的例子* ■ ， 《公共政策* ■ ,剑侨^公共 
行政研究 生院* 1959年第9期，第166页 t 国际車务皇家学院编：《拉丁美洲的 土地改 
革*, 伦敎，牛津大学出版赶1962年版，第；14页> 査尔斯 .J . 伊拉兹 马斯： * 委内瑞 
拉、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农业改革比 ft 研究> ■ 见德还特 .B ‘希思、査尔斯 ■ 1 ■伊拉 
茲马斯等人编：《玻利维亚的土地玫革与社会革命 9 ，未发表的书稿> 威斯康辛大学 • 
土地所有权研究中心， I % 6 年，第 MS — MS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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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的目标是减少农民公社或村社的作用，促进个人土地所有 
制，并缔造一个能够待久支持君主制的心满意足的自耕农阶级。 
斯托雷平指出，“个人所有制是秩序的择卫者，因为小自耕农是 
国家安定赖以存在的基础。” ® 列宁向那些试为这些改革无关紧 
要的革命分子提出了直接挑战。他于1908年声明，斯托雷平的宪法 
和斯托雷平的农村政策《标志着旧的半封建的沙皇体系崩溃中的 
—个新阶段是一个向中产阶级君主制度转变的 f 场新运动…… 
如果它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t 它会强迫我们放弃一农村计划》 
如果硬要说这个政策在俄国*不能成功’，那么它就会成为空洞的 
和愚棄的民主口号。它会成功的 I 如果斯托雷平的政策继续实行 
下去……俄国的农村结构就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式的》强大的农 
民将会获得几乎所有的土地,农业将变成资本主义性的，激进或 
其它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很难成功”。 

其实列宁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1907年至 19 H 年间，斯托雷 
平改革的结杲之一是，大约200万农民脱离村社而成力自耕农。 
到1916年，1600万有资格申谓的农户中，有620万要求独立耕作》 
1915年，俄国欧洲部分的农民，约有一半具有土地世袭保有权》 
伯特抡 • 沃尔夫评论道：“列宁视此事为斯托雷平的改革 相下一 
次起义二者之间在时间上的竞赛。倘若起义再延缓扣年，新的土地 
办法将使农村完全改观》以致使它不可能再成为革命的力量…… 
列宁在斯托雷平找 ■政最 后时期曾多次说过，‘我不希望活着看到 
革命 ， B ” ©这种期望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因为1911年9月发生了 
暗杀斯托雷平事件》 

由此可见，土地改革对政治体系具有高度的稳定作用 。然 
而，同其他改革一样，某些暴力定会产生改革，而改革本身又会 


①斯托雷平语，引自威廉.亨利、钱伯林，《俄国农民的考验》,(:俄国评论 ■», 
第14期 C 195 S 年10月），第29 7 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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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襄些暴力。例如，农奴的解放激起了俄国乡村的地方暴动和 
不服从行为 a 不过，与由于改革而激起的知识分子的极端主义不 
同，这神暴力会隨着时间的推移迅速衰减。1861年，即颁布解放 
农奴淪令的那年，发生了 1186次不服从的事件。1862年有400次， 


1863年只有 3 S 6 次。到了 1864年，由改革引起的动乱巳基本上消 
失了》土地改革所造成的这一尖锐但有限和短暂的暴力和动乱的 
上升，随后逐步下降并复归平静的现象，是一种典型的模式。正 
如卡罗尔曾指出^1, 土地改革，“当严肃地去做时，它是一件爆 
炸性的和不可预料的事件，但如果不去做，那么它更具瀑炸 
性。”®从政治安定角度来看，土地改革的代价不是很大而且是 
暂时的，而收获却是根本性的和持夂的， 

如果按照其它标准来衡量土地改革的得央，那么这就不会那 
样清楚了。土地改革尤其是革命造成的土地改革的直接影垴，往 
往会减少攻业生产力和农业生产量。然而，从长远来看，二者都 
会增加〃玻利维亚在 19 S 3 年土地改革以后，新的自耕农明显对生 
产趄出其淸费范围的粮食没有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大大下 
降，到60年代才重斩上升^墨西哥革命之后，农业生产量也迅速 
下降，不过后来又回升了》本世纪扣年代，墨西哥农业增长率在 
拉美达到了首位。 

当然，土地改革的经济理由是，它会给个别农民在有效地利 
用其土地时带去直接经济经济利益，因而更容易提高农业生产力 
及农业生产量。但是很明显，土地改革本身未必能产生经济效 
益。它还必须得到其他各种旨在促进有效使用土地的农业改革的 
辅助。只要国家的大部分人以土地力生，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工业 
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些人消费工业品的能力 • 在创造 


①英斯，前引节，第60页 i 杰罗姆.布卢拇，《俄国的君主与 农民*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 普林斯 顿大学出版社 1961 年第 S 92 E 。 

© 托马斯 .F - 卡罗尔 （ CarrolU , «土地改革作为拉丁35洲的开发力 St 见特珀 
斯克和费希尔，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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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自耕农阶级并有效地提髙农村地区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同时，土 
地改革也扩大了国内市场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其他的刺激因 
素。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说，就土地改革减少农业单位的平均 
规模而言，它还会减少农业生产的大规模效用的可能性，而这对 
于整个经济发展来讲 具有一 ■种限制性的 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讲，土地改革会给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政治 
安定带来益赴 f 但同现代化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些目标有时也会 
发生冲奭。例如，埃及1952年的土埯改革的目的是在农村•造成根 
本的社会变化并成力 “推商 以前的统治阶级的一个手段在改 
革后的数年间，农民们的福利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农业生产指 
数从1951年的105 <1935〜1939年力: i *)0) 增加到1958年的131。 
但这些目标的实现是以牺牲社会目标为代价的。改革“成了完成 
五年计划的有用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改革作为收入分配的主要 
手段的原始槪念巳经不存在了。真正的社会动力巳被对经济效益 
的追求所掩盖”。尽管获得了改革技术上的成就，但农民的希望 
由于小规模的再分配而遭到了破灭，另外，对租金管理的躲避也 
促进了犬儒主义。” ® 力了恢复革命动力和土地改革的社会目 
标，1961年通过丁一项新法律，进一步限制丁地主所保留和土地 
面积，进一步强调了旧法律的其他规定。纳赛尔宣称，该法律的 
目的是完全埋葬封建主义》该法律是纳赛尔政权当时具有意义的 
向左抟时的一个要素 <■ 五年以后，即1966年，对“封建主义者” 
的抨击，再次要求更加严格地执行该法律 • 埃及的这一经验说 
明，就土地改革由当局进行而言，经济目标和技术目标要大大优 
于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要使后者置于前者之前，政治领导就必 
须经常通过政治过程给改革以新的动力 • 


①多林.沃里纳，《土地改革与中东的发 展*， 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饭， 
第208_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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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土地改革的政治 

1: 

土地保有模式在各国不尽相苘，在各地区也大不一样 a 槪括 
地讲，拉丁美洲数量相当少的大庄园占有全部耕地的大部分，而 
大量的小庄园则占有全部耕地的小部分。无论是大田还是小田， 
都没有有效的耕种，当然，它们主人之间的收入有着夭壤之别。 
亚洲的土地所有权显然没有拉美那样集中，但土地龟佃、不在 
地主和髙密度人 a 都较 普遍。近东国家的特点是，某些国家（伊 
拉克、伊朗> 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而某些国家的土地租佃率极 
高。除了热带非洲之外，以神种方式可能引起农民动乱的客观条 


件，在大多数现代化中国家是较为普逾的。如果现代化会在待定 
时间使农民感到他们的境况不能再忍受下去的话，那么对革命或 
土地改革进行的选择，对许多政治体系来讲就是很现实的选择 B 
从表 e . 2 中可以看出土她改革对不同国家政治的迫切 性。 1 表 
中的横轴多少可表示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童要地位》纵轴依据土 
地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将不同国家作了分类，不同国家的数据不是 
同一年的 I 在某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数据也有这种情况。在表 
中大多数国家名字之下，列出了土地租佃和有关数据。 

. 上述数据表明，土地改革对四类国家来说不是迫切的问题。 
第 一 ，在巳达到高水平经济发展的国家，农业的作用相对来讲不 
大，因而即使土地占有模式极不平等，也不会产生社会平等和政 
治安定方面的实质性问題。表夂2左排国家都是这种情况。甚至象 
阿根廷这样土地占有极不平等和土地租佃率很高的国家 * 由于只 
有30%以下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所以土地问题相对来讲也是次要 
的。意大利也有土地占有不等、土地佃租高的问题，但这些问题 
大都集中在南部地区，而且政府为解决该问题也巳采取了很有成 
效的行动。对于此类国家来讲，土地改革在其政治中只是次要问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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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窳受衣此骚动的脆弱怯 


农业劳动力的百分比 


0—29% 30—59% 60%和60% 以上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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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吉尼 农业劳动力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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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 3Jh 布鲁斯 _M* 拉西特等编 * <政治与社会指标世界手 
册>，耶鲁大孥出版社1964年版，表50、69、70 ( 洪乔泰， 
«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 | 占有的不足与政治反应》，未发表 
的论文，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I% 7 年。 

淑 吉尼指数与时间。 

☆☆ 土地出租的农庄所占整个农庄的百分比与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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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许多国家在很久以前就解诀了土地占有方面的恰当公 
平问题 4 G 组和 J 组的许多西欧国家厲于这一类，同时也属于农 
业在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的第一类国家。虽然准确的和可作 
比较的数字不容易搞到，但至少某些在表中来列出的现代化中国 
家也诃能属于这一类型，其中或许包括塞浦路斯、黎巴嫩、土耳 
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第三类是那些土维占有制为传统共有类型刚刚开始转变为私 
人所有制的国家，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处于热带 非洲。 从某种意义 
上讲，这些国家正落伍于那些土地占有制为传统共有类型的现代 
化中国家，如果它们 曾经也 是这样，那么这种传统共有类型巳在此 
之前某些时候被私人所有制和少数人占有土铯制所代替。由于土 
地私有化过裎的性质使这些非洲国家可以避免正在困扰大多數現 
代化中国家的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颳。 

最后，是那些土地改革并不迫切的国家，这些国家中还包括 
近年来通过革命或其它手段实现改革而有效解决土地问理的国 
家。这类国家包括所有农业集体化的共产党国象，其中 ® 包栝私 
人土迪所有制高度平等的波兰和南斯拉夫 • 在非兵产党国家，曰 
本和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改革茧少巳把土地向題怍 
为一个主要政治问 M 暂时解決了 f 在某种程度墨西哥和瑗利 
雜亚的革侖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虽然村社农务效率低下的珅題和 
土地重新集中的趋势瞇续困扰着墨西哥。 

在其他现代化中国家 * 土地改革对政治来讲仍是个关键问 
頚。土地改革问題（可以预料）在 C 组7个国家中很可能是最关键 
的问題，这些国家都是土地所有制和实际农业劳动力高度不平等 
的 国家， 1950 年，玻利维亚可能是世界上土地分記不均和土埯租 
佃吉尼指数最髙的国家； I 952 年，玻利难亚进行了农业革命》 


3) 原文如此书出版于 i %8 年，当时美国与我国尚来正式建交而 与台涛 有外交 
关系 f 故有此说1下文亦同*- 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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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S8 年，伊拉 克也遵 到土地占有高度不均的问题 a 茼年， 一个推 
行现代化的军人集团推商了旧政权，并制定 了土地 改革计划 # 隹 
具;有同样不平等情形的萨尔瓦多和秘鲁則在美国的积板支 持下， 
为改革政府作了很大的努力，并于1961年和1964年进行了土地改 
革。危地马拉租巴西政府吩别于1954年和1964年试图进行太的土 
地改革，但政府却都因军人暴动而被推翻在埃及 r 纳赛尔的改 
革将1邪2年的指数 *81 减少至年的,67。除了玻利维亚之外的 
S 个国家，土地改革在本世纪60年代中期仍然是一个大问題 e 

B 坦和 F 组的国家以及那些有30%或超过30%的劳动力从寧 
农业的国家和那些有20%哉超过20%的农民从事耕作（如多米尼 
加共和国、古巴、 台海、 菲律宾、南越和印度）的国家，情况也 
基本如此。具有意义的是，其中两个国家——古巴和台垮完成了 
大改革，台湾的不平等指数从本世纪30年代的，65降到1960年的 
.41 其余20个国家 （B 组、 C 组和除去玻利维亚，加上多米尼加 
共和国、西班牙、菲律宾、南越和印度的 F 组)，由于土地占有 
高度不平等，或者 是土地 租佃率很高，或者二者兼有，所 以其土 
埤改革与政治的关系特别密切。在这一类茵家中还要加上那些因 
数据不明但巳知土地占有高度不均或土地改革在政治中厲于童要 
伺題的国家，如摩洛哥、叙利亚、埃塞俄比在所有上述国 
家，政洽体系的长期安定取决于政府进行土地改革的 能力。 

在什么条件下，土地改革易于实现呢？同其他改革一样，土 
地保有制的变革需要在政治体系中迸行集权与扩权。更确切地 
说， 它首先需要将权力集中到致力于改革的新的精英集团手中， 
其次是动员农民，将他们组织起来参与改革的实施。土地改革过 
擇的分析家试图区分“来自上面的改革”和《来自下面的改革％ 
侮实际上*.戚功的土地改革包栝两个方向的共苘行动》以革命为 
手段的土地改革的功效当然包括两个成分 | 权力迅速集中在革命 
精英手中和农民迅速地动员起来参与政治。在象玻利维亚那拜的 
国家，农民贏得了土地并组成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联盟；新的统治 
t * 





穡英制定 f 土地改革法，対他们自己的权利加以认可，并创建推 
行土地改革所必要的行政结构。 

如果假定社会的传统精英是地主精英，那么来自上面的改革 
的积极性必须来自某埋新的精英集团，它能够取代政治体系中土 
地所有者的势力，并能够拾到足够的权力确保土地改革的推行， 
而不颐地主中顽固分子的反对。从其性质来讲，土地改革必然包 
括没收土地的内容。它将采取国家无偿地彻底剥夺土地的 形式* 
就如在革命期间一般I或出于税收目的，自然要以大大低于市价 
的估价买下土地I或通过公债或延期付款等其他方式提供补偿， 
其价值显然会因通货膨胀和作出允诺的政府的不稳定而骤减。只 
有在少数幸运的国家，如委内瑞拉和伊朗，没有采用上述手段进 
行部分或全部的土地没收。这两个国家进行丁 /( 以石油为手段的 
土地改革”，并从石油收入中给地主以实质性的补偿。除了这些 
例子以外，土地改革意味着将强行剥夺某些人的財产，并将它们 
分给另外一些人。 正是土 地改革的这一特点，使其成为推行现代 
化的政府所面临的最有意义同时也是最艰难的改革。 

在未达到革命程度的土地改革中，地主放弃其土地的自愿程 
度直接取决于通过革命而丧失土地是否是除此而外的唯一选择 o 
还有，政府进行土地改革的能力很可能与土地所有权集中的程度 
有直接关系。如果土地所有杻髙度集中，那么只要将少数 能碜承 
受失去土地的损失的大富豪的土地没收，就足以进行再分配 s 另 
—方面，如果土地改革需要剥夺大量的中农或甯农的土地，那么 
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大得多。 

取代传统地主精英的方式很多，新的精英集团的背景也不尽 
相同。在以革命为手段的土地改革中，农民起义常常要以暴力和 
处死或以^吓和驱逐的办法淌灭许多地主 精英。 城帘激进知识分 
午在社会中承担了政治领柚的角色，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并通 
过土地改革法承认农民的行动。以革命手段进行的土地改革要多 
于其它手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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餚二种推行土地改革的最有致手段是借助国外力 量《 象革命 
者一样 ， 外国人与现行社会秩序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当革命者的 
法令使农民的暴动行为合法化时，外国人也通过他们的占领军队 
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新的精英介入和 
新的群众进4从前对他们加以限制的政治领域，所以改革得以实 
现。外国人^不会完全将传统精英从权力宝座上赶走并加以取 
代，而是通过殖民统治或军事占领使其屈从。在殖民主义统治 
下，土地保有的变化常常包括以西式的个人土地完全保有代替传 
统的共有形式。正如前面指出的，这常常有利于将土地所有权集 
中在相对少数的人手中。正如1930年美国对罪律宾的态度一样， 
殖民政府对保持较平等的土地所有权惑兴趣，是裉罕兕的， 

这与军事占领情况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在曰本 
进行的土地改革是现代最有效的土地改革之一。佃农和半佃农 
(即一半土地是租种的 农民） 的百分比从衫,5宄减至 IK ?%， 租 
金、利息和工钱的农业收入部分减少到不足4%;地主虽然可根 
据1938年的价格得到土地补偿 * 但由于战后的通货膨胀，.这无异 
于桩没收。在南朝鲜，美国军政府也进行了一次土地改革 * 将日 
本人占有的土地进行了再分配，随后南朝鲜政府又进行了第二场 
以本国地主沟对象的土地改革。1945年，佃农或半俩农占全部农 
业人 P 的 67. 2。/^到1954年，痺至15.3%。同日本一样，大地主 
阶级巳不复存在，高度的经济平等已遍及农 .村， 第二次#界大战 
后最全面的土地改革®由共产党革 命或美 国军事 占领造 成的* 

台湾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a 这里掌权的是在共产觉占领了大 
陆之后选到这个岛上的国民党 首脑。 改革将租种地从年的占 
全部耕地的41*1%减少到1郎3年16*3%，大大减少了租金，保护 
了価农 s ①农民参与此项计划的实行得到了美国頭坷的麸劻和中 

①参看希德尼，克茱因 （Siiiney Kkin) *第二 次世界 大战培 东亚土 也所有制砍 
革的矣型 JKTk Pattern Land Tenure Reform in Asia After 'Vortd War 
H) t 纽 约， 布克％ 1958 年版，第 2 30、250页；： R 、 P, 多尔， e 日本的土地 改革 * 
(Land Reform in Japan ) f 纽 作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 M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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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农 村复兴 委员会的支持 以及美国财政的帮助 B 

在 某种情 形下， 在现行权力结构 中工作的传统领袖会 进行土 
地改革。其先决条件是传统体系必 须髙度 集权。一般 来说， 一个 
受其官僚队伍中一定成员支持的专制君主会不顾地主贵族的反 
对，强力推行改革。亚历山大二 世解放 农奴、斯托雷平的改革、 
伊朗阿 米尼* 阿桑贾尼的改革 （1961 —1962年） （ 都 是通过传统政 
治制度进行变革的例子，也是“自上改革”的突出范例， 因而， 
这些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动员农民采取行动并积极参与改革以确保 
改革成功。 

其它传统体系不仪缺少动贵下层力置的 能力， 商且还炔少为 
了改革而集中存在于该体系中的有艰权力的能力。在这种环境 
下，改革需要大规模的革命或由现代化军事精英推翻传统 ® 主为 
基础的政权 ^ 这种情况在中东很普遍，如埃及 1 伊拉克、巴基斯 
坦和叙利亚的一部分。埃及的例子恰好说明了农村发展所具有的 
许多共同特征。19世纪以前，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国家或宗教团体 
手中。但穆哈默德 • 阿里所推行的现代化改革却鼓励私人占有 
制，最后集中到大集团手中。其结果之一是，《19世纪末，少数 
大地主与多数农民明显地分化出来 a * ①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1952年，诶及议会和政府被大地主利益集团所控制，最大的地主 
就是国王本人。农民是缄默的，而且由于本国没有资产阶级和独 
立的城市中产阶级，所以就没有其他社会集团可以向地主的统治 
挑战。甚至极端激进的集团也没有给予土地改革间题以压倒—切 
的地位。例如，埃及共产党曾赞同消除大地产，但是“农村问題 
从整体上来说从未在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中占有蒉要地位 ••即 
使在40年代共产党可以合法活动的时期，主要的共产党杂志《新 


①加冇里琐尔 . 迈尔 (Gabriel Bier) f « 现代埃及站主的 历史： 1800— 1950 年 > 
(A History, of Lando^ner$hip In Modern Egypt r 1800—1950) * 伦较，中津大 
: 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3 页。我对埃及的沦述主要是以此书为基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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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 也很少涉及这个问题。同其它政党不同，共产党在埃及乡 
村没有扎下根 ” e 但是,在40年代，其它集团和改革家开始将土 
地问题置于公众意识的最前方„随后，1952年的军人革命被视为 
农村真正农业革命开塒的前奏。“1951年，爆发了许多暴动，农 
民纷纷起 来反对 地主，这在埃及现代史上是第一次” B 这次蕺动 
在程度上也晕第一次，农民采取了土地占领和暴力 手段* ® J 9 S 2 
年7月，军政权上台，9月颁布土地改革法„ 

最后，至少可以认为，通过民主手段取得政权的政党领铀能 
够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措施得到了如印度、菲律宾、委内瑞 
雄、 智利，秘鲁、哥伦比亚、还有其他少数几个国家的民选政府 
睁通过》但是，通过民主过程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个长期的、无益 
的并常常难以实现的任务。多元政治和议#规则经常与有效的土 
地改革不相窨。時剥是，/没有一个强大政党的议会制不能提供手 
段使现代精英有^地取代地主保守派。在现代化中国家，立法机 
关比行政机关更保守，而且民选议会常常为地主势力所控制。 

议会与土地改革之间是不相容的。例如，在 fi 基斯坦，土地 
改苹在议会制下的10年中并无进展，而在阿尤布 •* 汗将军掌握最 
高辑力之后，土地改革方案被迅速采绅并马上得到了实施。.同 
样，在伊朗则由大地主控制着议会。为俾土地改革计划付诸实 
施 v 国会只得被中止，并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通过改革令。呼吁改 
革的总理阿米尼感叹说> a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议会，都是改革 
的障碍 》 w @茼巴基斯坦一样，埃及在传统政杖和其国王以及议 
会被纳赛尔及其军队领袖取代之前，土地改革立法一无迸展^在 
埃塞佛比亚,.1963年政府提出的土迪改革法案就遭到了参议院的 
否决 》, 


$ 加布里埃尔 . 贝尔《现代埃及地主的 历史： 1300—19S0 年》，第 214—3ISK, 
202―~222 页 & 

琿 阿里，阿米尼总乳弓 I 自盥納德 N ，威尔伯的 《 当代伊朗》，绍约 f 普洱格出芘 
社1963年版第126 j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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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拉丁美洲立法机构也是土地改革方案的墓地 6 本世 
纪60年代初期，巴西国会坚决否决了古拉特总统提出的土地改革 
方案，最后于1964年才以法令形式通过。与此同时，在厄瓜多 
尔， 国会对 “阿罗塞门纳总统提出的基本改革，如修改税制和农 
业改革拒绝给予郑重的考虑。” ® 同样，秘鲁国会于60年代初期 
拒绝通过土地改革法，而宁愿放弃来自美国的6000万美元的贷 
款，因为支付这些贷款的附加条件是通过上述立法。 © 在:叙利 
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提出的相对温和的土地改革建议也遒到了 
由地主势力控制的立法机关的否决。 - 

在南朝鲜，在美国军政府控制下的掏时立法议舍在本世纪仙 
年代也未能通过土地改革议案。结果， ■^在 议会未产生令人满意 
的立法的長期争论之后，霍奇将军只好单方面地下达了土地改革 
法令 。” 后来在南朝鲜共和国建立之后，地主占有很大势力的国 
会通过了一项土地改革议案，以加强它与行攻机构抗衡的权力《 
该议案被李承晚总统否决，但隨后总统通过并批准了另一个议 
案。在国会，“地主是 i 个占优势的少数派，他们的共同祠益在 
土地改革和公务员法中得到丁反映 © ■ 

在具有选举竞争的现代化中国家，地主阶级分子控制立法机 
构的倾向，反 映出缺 少有效的政治组织。唐民大部分在农村，因 
此，政权的性质由农村选举过程的性质所决定。在缺少有力:的政 
党，农民协会或其它政治组织的情况下，±要资源 是经济 财富和 
社会地位，所以，传统精英利用他们占有的这些资源，保证他们 
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当然，在某种情况下， i 進举 
程序本身就保证了这一点。在巴西，秘鲁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 


® 埃德温 ，刘氬 <捋军 与总统 > 1第47, 74 — S 4 H 。 

② 塔德‘肖余茨 (Tad Szulc ) , 《革 命之 (Tte Winds of Resolution ), 
纽约，普篇格出歧社 1964 年版 * 第 .182 —:, 

③ 格雷戈里，亨 德森，式的政洽》 ，宋发表的手镐,哈裨夫¥ ，.孱 
㈤ 事 务中心19砧年，第413、423—426、447 ' 




议会席位是依据人 a 比例分配的，但是投票权仅限于那&有文化 
的人 9 因此，少数的上层乡村投票者控制了大部分农村席位。另 
—方面，在某些中东国家，也有几乎相反的情况。保守派、地主 
集团要求将投票权扩大到不识字的农民，因为他们甫信心靠他们 
的经济和玫治影响力去控制投票；并在政治领域中销向他们一 
边， 

如有強大的受玫組的行政领导和强大的政党组织对争取农民 
选禀有共同兴趣，那么民主政府就能够颁布土地改革法 。在 委内瑞 
拉，罗慕洛•贝当古在民主行动党强大钽织和其亲密联盟农协的 
支持下，终于于 I960 年通过了 土炮改 革法。 但即使在这种有利的 
条件下，议会也仍然是主要的反对派，人们只得求助准议会程 

非议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 
磋商、调*、起革了议案，然后提交给立法机关，并强迫政府的 
大多 数人在 不作什么重大变动的情况下通过该议案。 a 开始时， 
委员会是一个由政党和各 派别、 特别是与农业有关的利益集团的 
代表坦成的综合体 B 这样，所有政治派系能够就委员会程秩的最 
后看法达成协议。”①事实上，■立法过程与其说是在不太有利于 
立法祖 关的坏境中，不如说是在较有利于土地改革委员会的环境 
中进行的。这一土地改革议索的通过，在有关土池改革時題上诉 
请农民的政党之间形成了积极的竞争。正如一位委内瑞拉土地 
改革官员所说的* “ 收买选 累就是最好的政治。 没 有比这更好的 
了。同样，哥伦比亚 1的1 年土地改革法也是由非议会委员会 
通过的I - 然而，同委内瑞拉的法律不同的是，该议案经过了许多 
讨论并在立法机关中得到了更多的修正》 

在印度，土地改革立法是国大党和其领袖所作的历史性许诺 
的产物。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即消灭大她主，.被认为是独立过程 


① 约®* 邛肯， 《委内瑞拉土地改革的政治：历史、系统和过程》，哲学博士&文》 
威斯康辛大学，1%6年，第1托_177觅， 

② 引自伊拉兹马斯文章，第725页0 


» 389 * 


的一部分。大地主的头衔是19世纪时英国人创造的，因此它的废 
除可以视为是完全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如外 
国统治考能较容易池取消当地地主一样，当地的统治者也能较容 
费地取消外国地主或那些财产权是根据外国法产生的人（除非外 
国地主不能用外国干涉来恢复这些权利）。但 后来， 印度的土地 
改革进展缓慢。在整个50年代州立法机关的管辖范围内，除了乌 
达尔普拉德什州以外，没有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了有效的土地 
改革法。那些通过的法律也潸洞百出，农民难以依此来保护其权 
利，而地主则可轻而易举地用它逃避义务^ 

在南亚其他主要民主国家，如菲 律宾， 土迪改革遭受了同样 
的或许更遭的命运。胡克党叛乱和马格塞塞精憚的领导，促使菲 
律宾立法机关于 1955 年通过了土地改革法^然而，此法漏洞百 
出。有关其无效用的意见也许在 1962 年联合国报告的委婉评论中 
可以见到* “即使该法律得到完全实施，允许地主保留的大片土 
地仍会使租佃率很髙 6 事实上，有些规定是不合适的，佃卢想与 
地主维持好关系以期在法律之下获得好处《 ”①该项法律的弱点 
使马卡加帕尔总统于 1963 年迫切要求通过另一项法律。 

任何一个要求进行有效土地改革的政治体系，都需要某些精 
英集团与地主寡头决裂并支持土堆改革立法。在一个独栽体系 
中，无论是君主、独裁者或军事集团都必须积极促进土埯改革的 
到来。在一个具有强大政党的民主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党领 
袖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在缺少强大政党对土地改革感兴趣的情况 
下，逋过上述立法一般需要经济上层阶级的分裂和 实业家、商 
人和 * 进步”地主对土地改革的支持》例如， WS3 年菲律 宾土地 
改革法的通过，就是在工业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支持下作出的 。他 
们认为立法是经济发展总规細中的必要组成部分的确，马卡加帕 
尔在阐述其对实施旨在消灭土他租佃的措施的要承时，与 其说是 

①联合国、经济积社会事务部 * * 土地改革的进展：第三份报告 》，联合 1962 

年，第22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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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项措施对社会主义的贡献，而不如说是根据它对经济发展 
的贡献。该议案在立法机关中仍然遇到了很大阻力，但最后还是 
通过了。一位观察家指出，“当新的企业家集团与地主阶级势力 
共掌权力的时候，国会在土地所有权形式变化中的阻力是很弱 
的。” ® 

拉丁美洲也有类似情况。企业家和“进歩农场主和经营者”与 

“半封建”地主之间的差别促进了哥伦出亚1 96 1年土地改革法的 
通过。在秘鲁，类似的分歧促使了 1964 年土地改革议案的通过。 
巴西圣保罗州1961年的土地改革法，部分是“城市新的中层和上 
层阶级对土地政策重大影响的结果》”®在缺少一个不顾跑主阶 
级集团的反对而强行通过土地改革立法的强大政治组织的情况 
下，也许会出现此种情况，即工商业领袖在保证土地改革立法的 
通过中也许会携手合作》 

:穆斯塔法.凯末尔曾说过,“任何事业之初，都需要自上而 
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地迸行许多土地改革学者的意见却相反， 
俾们认为改革的开始只能靠积极的行动，需要农民的参加。然 
而，事实上，就土地改革而畜，住何极端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土 
地改革可能来自政府精英也可能来自农民大众的积极性。撤开革 
命不谈 r 农村骚动和暴动以及能够对政府提出有力的_致要求的 
农民同盟组织，通常都能够加快土地改革 立法。 40年代末和50年 
代初的胡克党暴动为1955年的菲律宾立法提供了可能性。古斯科 
地区农民占有土地和农民组织力置的壮大，有助于秘鲁19 64 年土 
地改革 法的通过。-在委内瑞拉，50年代末农民强占土地为 19昍 年 
去埋改 革法的通过铺平了路 a 在哥伦比亚，1930年通过的土地改 
革法，作为革命政府的主要行动，其主要目的是使巳经占有土地 
的衣民的行为合法化。智利和巴西于1361年分别成立的全国性农 


① 琼 . 格罗斯运尔兹 （Jean Grossholtz) , 《萌律眞政治 》 (Politics in f|ir 
Philipines), 波 rl 顿 , 小布朗出版公 $1^^ 年販，第 7 】豇 u 

② 赫希竞》前^4155—1^6卡罗尔，言 i 引书，第 1 G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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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组织是 对两国 政府中那些对 改革有 兴趣的官员的 鼓舞。 

另一方面，土地改革不仅仅是下面推动的结果 6 在、许多国 
家，貧农和佃农缺少使他们成为一种强大政治力量的技 巧和组 
织。与其说他们喜欢利用政府时力量并试图诱导治领袖运用政 
府的权力为他们谋利，不如说他们更愿意利用政府的软弱弁试图 
将土地据为己甚茧象在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农民和贫农在60 
年代初 期尚无有力的组织，因此在1963年土 地改革 法的通过中扮 
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结果，在许多情况下，精英分子会在农民 
没有宣接的要求，而但可預见其未来要求的倩况下，主动解决土 
地改革 阿癍， 在哥伦比 3 E , 60年代初期，“那些因土地改革法受 
益最多的社会集团——哥伦比亚的小個农，贫农、租個农、小庄 
园主和 長工，在法律的通过中仅起了很小的和间接的作用。”当 
时，也曾发生过某些强占土地的事，但规模都不大 • 在委内瑞 
拉， JJ1 当古总统靠思想管理和政治领导解决了零星的土地强占事 
件。 伊朗根本没有出现农民暴动或其它非法活动。在这种情昶 
下，同哥伧比亚一样，领导入推动改革主要是出于时未来可能出 
现韵大的暴力事件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过去或当前小的暴力事 
件的考虑。一位哥伦比亚立法官员说：“我不是危言耸听，如果 
下一届国会不能通过土地改拿法，革命将是不可进免的0 ” M 釆 
尼总理瞀告伊朗精矣们说* «分掉你们的土地，不然就面临革命 
或死亡 <• ”①_ 

尼尔曾评讼说^ «士地改革不能将农民造就成 新人。 而新人 
则可造就土地改革。.”②在革命没有爆发的情况下，新人最初常 
常来自非农民 阶级。 无论谁率先发起土地改革，其效果都取决于 
农 民组织 最后的积极參与。进行土地改革，不必动员农民》但土 


①赫令 S , 问筘引书第142、 1 S 7 页； 阿米黾总浬语引自杰伊-床 Mi , «组约时 
^ 1如 I 羊第2页 

-j 沃尔持 c . 7S 尔 (Walter C " N 的 le) , * 印度农时的经济突化 ， (Ecoaomfc 
C^angH it. liLiraJ [ndM) , 邱迕大 7 出钗社朽 62 年 KS, 以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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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土地改革只有在能够使 
他扪有 效的组织制度化时才有效，如果土地改革要成为现实，政 
府与农民之间就必须有下述两种组织联系。 

第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玫府必须创立经费充裕的新的 
行政组织，并选择那些有才能的热心于改革事业的专家参与此 
事。在许多土地改革是关鍵 向醱的 国家，农:&部是软弱而冷漠的 
机构，它对现代化和改革不大关心，并经常屈从于农业既得利益 
者。一个能力较低的官僚机构会使改箪 夭折。 例如,'一项调査表 
明，印度几个郡的土地改革±所以失敗有两个原因《 “一是立法 
本身有缺陷，二楚州、郡 S 街道以及除了阿利加尔村之外的政府 
官员都没有为土地改革法通过的问題诈出很大努力” 9 ® 实际 
上，所有有效的土地改革都包含了建立土地改革机构。没有建立 
这些机构的地方，如印度，改革就会奄天:起色》此外 f 还需要经 
常动员大置的官员下农村去推行改革。曰本的土地改革曾有 4 0万 
人收购和移交200万公顷地，并重写400万件地契。台港的改革动 
用了约 330 Oe 个行政人员。在菲律宾和伊朗，军狀曾帮助推行改 
革。 汸 相反， 60年代初期，印度只有约6000个全日工作的工人参 
与了土 地改革 e 

土地改 革的第 二个组 织痛要是农民 自己的 组织。集中 的权力 
能够制订土地改革法，但只有扩大的权力才能将法令变成现实。 
虽然农民的参与在通过立法中不—定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执行法 
令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土地改革法是根据公 
共輿论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许诺而通过的 • 由于映少农民组织参与 
法令的 贯彻，所 以它只是纸上谈兵。有人说，印度“农村 发展失 
败的 原因， 并不在于管理问而在于组织问 题。 虽然管理是公 


① 沃尔夫.拉德金斯基，《对巴卡亚那都土地所有权状況的研究》_新德里， ® 

度政 wm 抜社 M 65 年跖 第顿。 L 

② J * 洛辛 . E 克，*亚拥国家土改的 进程* 栽庆尔持.弗罗利克编： * 土地扮宵 
&工北化和社会稳定：亚洲 经验柘 前录 * I 密 尔丙基 I 马凱待大学出版社 W 61 年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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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能够处理的问题，但农村发展是个政治任务，行政机笑是不 
能承担的„ ” ® 农民联盟，农民联合会，农民合作团体是保证 
土地改革的生命力持续的必要组织。不管其公然宣称的功能如 
何，组织这一事实在农村建立了新的权力中心。托克维尔民主的 
联合科学给农村政治带 来了新 的政治资源，平衝了社会地位，经 
济财富、以及作为地主阶级主要权力来源的先进教育。 

因此，建立农民联合会是一项政治活动，它常常并最有效地 
是由政党来进行，政党对动员农民的支持感兴趣，并通过农民组 
织机制将农民紧密地团结在政党_围。实际上，现代化中国家的 
每一个强大的政党都与一个农民 d 织有着密切的 联系。 这样的组 
织显然对政党领袖有利，但对农民也同样 有利。 

“不管农民获得什么样的权力（一项比较研究曾得出结论 
说),它都会渐渐对国民政府旌加保守的影响，小所有者总是尊重 
私有制但对乡村大众的权力增长贡献最大的，是伴随土地改革 
出现的农民辛迪加组织》这些利益集团的形成可以被充分地证明 
是许多土地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 

简而言之，改革只有在有组织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现实。 农民 
组织意味着政治行动。有效的农民组织需以有效的政党 相依伴 


随。 


©. «经济学 周报* (s 买），1964年2月，较引自韦® * 威尔科克斯， 
«已基斯坦： WS8 的政 变*, * 太平洋亊务* ■ • 第 33 期. U965 年茛> f 第 1S31 
兹马斯，同前引书， S 737 J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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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政党与政治安定 

第一节现代化与政党, 


一、 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共角体 

.... - ' . . 

现代化动员新人担任新角色，把人引入一个更广阔的，更丰 
富多彩的社会，但这个社会缺少大家庭、 乡村、 氏族或.部落一类 
的“自然”共同体。由于这是一个范围较大的社会，•其边界常常 
由地理的和殖民主义的偶然因素所决定，所以，现代化社会也常 
常是一个“多元”社会，包含着多种宗教、科族和不同语言的群 
体。这些公共群体在传统社会也可能存在，但社会的政治参与低 
水平状态減少了这些因素趋向整合所引起的问题。然而只要在这 
些公共群体中社会动员的范 国进一 步扩展 V 那么它们之阀的对抗 
便会加剧。将原始社会的各神力量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政治共 
同体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现代化还将产生传统社会不存在或 
在传统社会政治范围之外的社会和经济集团 r 使它们立足于存在 
并拥有政治意识以及参与政治活动。这些集团或者与政治体系同 
化，或者成为政体革命的温成。因此，在一个现代化社会中政治 
共同体的建立包括公共群体横向”的整合和社会及经济阶层的 
“纵向”同化。 

促使国家一整合和政治同化的普遍原因，是现代化引起的政 
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那些由于参与和制度化水平都较低而 
得以使二者之间稳定平衡的政体，面临的未來前景是不稳定的， 
除非其政浍制度化的发展与政洽参与的 r 大同步进行。由于这种 




前景较为渺茫，因此可以预料这些社会是不安定的》另一方面， 
那些巳经建立了大规模现代政治制度，有能力把握比现在更多的 
政治参与现象的社会，可以预料是安定的。参与超过制度化的社 
会显然是不安定的，而那些二者之间高度平衡的社会则可以说是 
浪安定的。这些政治体系在政治上旣是现代的又是发达的。它们 
拥有各种制度，以无可辩驳的能力将新的社会力量吸收进体系， 
并能提高现代化引起的参与水平， 

一个政治参与低水平的社会来来的安定，在根大程度上取决 
于能正视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扩大这类事实的政治制度的性质。形 
成政治参与扩大的主要制度手段，是政党和政党体系。一个玫党 
组织严密而政治参与水平仍然较低（如印度、乌拉圭、智利 、英 
国 ，美国 和日本> 的社会比一个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彤成较晚的 
社会，其政治参与的扩大很可能较为稳定 。 60年代，马来亚传统 
领导者@将多元种族群体编织成一个单一政党的框架，可以料想 
其安定水平要比泰国高,因为泰国实际上缺少政党，因而使政体 
没有同 fc 新的集团的制度机制。 

60年代，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农民卷入和參与政治体系的水 
平相当诼。但■^以推想，类似墨西哥那样的完整的政党体系处理 
这个问題的鵑力比象乌拉圭那样的非制度化的独裁统治的_力要 
高得多参与水平低又没有政党的专制君主制国家（象60年代的 
沙特阿拉伯、利比亚或埃塞俄比亚）可以料定是不安定的。同 
样，象社瓦利埃统治下的海地，特鲁吉约统洽下的多米尼加共和 
国、或早些时侯迪亚斯统治下的里西哥 • 因块少有效的传统的或 
现代的玫治制_，而面临着极不安定的未来。60年代美国政治体系 
面©的使黑人>数民族同化的问題，与许多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 
的政治体系所面临的问題并没有多大差别。然而 ♦: 美国的政治体 
系和政党在其历史发展中恰恰巳经证明丁这种同化在制度方面的 
能力。尽管缅甸将克怆人，斯里兰卡将泰米尔人 - 伊拉克将库尔 
徳人、苏丹将黑人纳入了它们的政治体系，然而仅 汉因力 这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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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政治精英没有高度发展地和制度彳匕地处理这些问題的程序， 
对他们的成功的吸收是颉成疑问的。 

传统政洽制度高度发展的社会可能因适应这些制度而发塍出 
髙水平的政治参与。在某些时侯，为了组织和构造广泛的参与， 
政党'是必需的，但是这些政党只起次要作用，与其说是填补制度 
的空白不如说是补充制度的力量。然而，许多晚期开始现代化的 
国家，缺少能眵成功地满足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传统政治制度。因 
此，为了 减少由中政备 意识和政治参与犷大而造成的政治芣安定 
的可能性，在现代化过程的初期就需要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亦即 
政党夂 

晚进 入现代 化的圉家存在着—个特别的问题，即它们在同一 
时闻内面临普卉多皁些现代化国家在长期历史时期先后遇到的问 
题。然而，同时性是机会也是挑战。它至少使这些国家的精英能 
够选择他们将 ft 先解决哪些问题。早期现代化国家受历史发腾制 
銬先后遇到的问題，对晚期现代化国家来说，可以任意选择加以 
解决 a 这两种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意味着及早对政治组织邡以重视 
弁尽快建 立现代 政治制度能使现代化过柽较为容易和卒稳 v “你 
们首先專求政治王国，然后便能获得一切。”加纳的政治表敗是 
恩克魯玛本人告诫无效的最终后果。然而，政治王闺不是被发现 
的而是被创造的。 

兵产党国家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之所以比较成功，主荽在子 
给予政洽祖织的有意识行为以优先考虑。苏联在 3 0年代做出使苏 
联社会工 ik 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重大努力之前—新经济玫策的一个 
功能就是改组和加强政党，使党的干部重新振作起来。布尔什维 
克适当地将政治组织的完善放在首位，借此他们可％统治俄国》 
结果,.早在1923年夕 通拉党 控制整个国家生活的基硒巳经莫定 f 
有控制趋个任命的完兽体系，它能够使中央机构在党组织的篋要 
职位上安排信得过和忠诚的被提名者；有严格的党的纪律，它能 
保证被提名者服从中臾，地方党组织和党员服从中央被提名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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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确立了党高于国家政府机关的优越地位。” ® 

本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中央对党的控制的加强，党对工业 
稍文化的控制也随之圹大。到1930年，建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它 
可以解决工业化、集体化、战争和战后生存等问题。19功年以后 
的中国共产党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党对整个中 
国控制 © 扩大和党组织的更新。只是到了50年代，经济发展才成 
为党的首要目标。北朝鲜也没有脱离这种模式* “朝鲜的经济制 

度，尤其是在贸易和农业领域的发展，比起玫治制度的发展要慢 
得多 D 虽然苏维埃式政治形式的采用于1948年巳基本完成，但经 
济的苏维埃化到了 1957年私人经济减少至微不足道时才接近最后 
实现 s ”® 

非共产党一党制国家在现代化方面的成功，也是因为它们首 
先重视政治目标。在土耳其，凯末尔有意识地在进行社会改革和 
经济发展之前，先为土耳其社会奠定了民族基猶然后为其莫定政 
治基础。从1910年革命到1940年时期的墨西哥也是这样，“这是 
墨西哥为了国象的新角色而创造真正的先决条件的 时代。 在这30 
年间，政府对国家迸行了实实在在的控制》它开始塑造并确定了 
国家存在的新的哲学以及实现其目标的新的角色> 它设定了新的 
权力，建造了新的制度,然后才开始采用新的方索和途径，去解 
决旧的借贷、运输、水源、土地租借等问題。 ® 30年代国家力; S 的 
加强和党组织的发展为墨西哥40年代和5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栩三 
番奠定了基拙 a 

同样，在突尼斯，新德斯托政府在1961年转向执行经济扣社 


® 伦纳德 * B . 夏皮罗 (Leonard B - Schapiro), «苏联共产党 * (The Comniu- 
nist Party oi tke Soviet Union), 纽约，拾災出跋社 I960 年転，第 258 页 3 

② 菲利 S * 鲁道夫 min? Rwdo] P h) e 北朗鲜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 (Kortb 
Korea’s Political aud Ecouomic Structtre) ，紐约，太平洋关系学院 1959 年版， 
第 61 页。 

③ R .佛农 （R. Vernon), «墨西母发展的困境》 CTbe Dilemma of Mexico's Db 
relopaient) j 剑桥， 哈 佛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再59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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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规划之前，首先促进了国家整合并发展了政治机构。突尼 
斯西邻也确立了类似的优先目标模式。“如同中国一样，对阿尔 
及利亚来说，经济发展不是最首要的问题，而是排在第三位《首 
要的目标是建立政府，其次是组织国家统治阶级 a 为了达到这两 
个目标，特别是第二个目标，忽视第三个目标也许是有好处 
的” © 在现代化中国家，“建立政府”意昧着建立一个有效的 
官僚机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能够将新集团纳入政治的有 
效的政党制度。 

. 政党组织政治参与，政党制度影响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 ，一 
个政 党或一 个政党制度的稳定与力置取决于其制度化和参与水 
平，低水平的政党制度化与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相融合会产生混私 
的政治和暴乱1但反过来，低水平的参与也会削弱政党和其它政 
治杌构及社会势力 6 只要党的销袖能够在党内组织起参与，他们 
就能扩大政浍参与并从中得到 好处。 具有群众支持的政党比只能 
得到有限支持的政党显然要强大。同样，一个有群众参与的政党 
制虔比一个这样的政治制度要强大，在这个制度中，曰益发展的 
政洽参与导致了政党与其支持者渐渐相脱离，而且会随即将具有 
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转移到一小撮无根基的政客手中。无组织的 
参与会蜕化为大众运动 t 缺少参与的组织则会蜕化为个人小集 
团。强大的政党需 要离水 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 
“动员*与“组织* S 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口号恰洽确定了 
加强政党力量的道路。能够綜合这二者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便可以 
使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访调一致。 

与选举、代议制议会或国会不同，政党和政党制度在政治体 
系中既具有积极的功能又其有消极的功能 s 选举和议会是代议的 
工具 I 政党则是动寅的工具。国会或其他民选委员会可与相对諍 

①輯皮尔 （ Corpierre > ，洲专制主义》较 ^ P ^ eiives ^ # 第143期 （1963 年 
i 月〉， 第17页，引自沃勒斯坦的 <非洲国家一党制的羁落》 t 載拉巴隆 S 拉和韦纳 
编： 《政党与政治发，第20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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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传统社会典存^社会结构中主要集团的力量可以在议会中得 
到体现。民选议会的存在，其本身并不反映一个政治体铷的现代 
性，也不反映其紂现代化的敏感性。选举也是如此。没有政党的 
选举只会导致现状的再现> 选举是给予传统结构和传统领导层以 
普遍合法性伪装的一种保守方法。的确，它们通常以投票率低为 
标志。但存在政党的选举为一个制度框架内的政治动员提供了机 
制。政党引导政治脱离混乱的旁门左道，进入迆举的阳关坦途 a 
参与选举的政党越强大，投票率就越高。没有得到政党支持6的 
个侯选人彼此之间激烈竞争贏得的选民要比—个映少有力反对派 
的强大的政党贏得的选民少得多。共产党国家有 S 9 %的投票率， 
这证明了这些国家政党的力量 * 西欧80%的投票率是这些国家高 
度发展的政党组织所发挥功能的结果 f 美国政党只有 SO % 的投票 
率，这反映了它们的失败，说明其组织是较为松散的。 

", 无政党国家的睑萌性 

传统政体没有政党》现代化中政体需要政党，但常常不愿意 
要它们》在这些社会中，反对政党的势力来自三个不同方面。保 
守主又者反対政党，因为他们视政党是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挑战，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在没有政党的情况下，政治领袖来自政府和 
社会的传统统治集团。政党是一神创新，它本能地对根据世袭、 
社会地位或土地占有为基础的精英的政治权力是一神威胁。对政 
党的保守 态度， 在华盛顿于17 9 4年所作的朁告可说是表露无遗， 
他说自我 创建的公会在不停地播种対'国 窣怀疑 、妒嫉 ，自 然还有 
不满的 种子” ，如 果对此不加以制止，它们就会摧毁国 家政府 。① 

一个君主不可避免地会视政党为—种离心力，它不是对权 
威挑战，就是使其在统 一 a 家和国家现代化方面的的努力 更加复 
杂^试图融合君主统治和政党政府的努力也几乎都付谙东流了。 

①乔治■华盛顿, <致枣伊 rm 年第 1 卷〜信件，纽约， wM'H! 衝社 T 
4明1年版。第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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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必须在博林布鲁克和伯克之间作出选择；对希望将保守权威 
与现代化政策融合起来的个人和团体来说，前者比后者更具吸引 
力。渇望现代化的君主必视他本人为“爱国的国王”》他不采纳 
政党，而象人民的君主一样统治。 v ® 非王室的保守领袖，如萨 
利特、阿大布•汗、佛朗哿，李承晚都有反对政党发展的类似情 
绪，尽管他被迫出于需要不得不与政党妥协。一个袂少政党的国 
家也是—个抉少制度手段的国家，这种制度手段能 f 生持久的变 
革并接受这种变化的影响。它在政治1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方面的 
能力是很有限的&正如杜雒涅所说< “没有政党的政权必然是一 
个保守的政权。”® 

在现代化中国家，保守势力反对政党常常与行玫人员反对政 
党结合在一起。纯保守裉既反対政治现代化的合理化孜反对参 
与。反对政党的行政官员则承认有必要使社会结构和羟济结构合 
理化。但他们不愿承认现代化在扩大人民参与政治方面所具冇的 
意又。他们的模式是一个官僚模式，目标是效率和消灭冲突。他 
们认为，政党无非是将不合理的、迂腐的观点引进大家都赞成的 
目标的有效追求之中。反对致党的行政官员会披上各种外衣，但 
比起军人来说，他 a 要差许多。 

反对政党的第三个来源，是那些接受参与但却不承 iA 有必要 
组织参与的人 o 他们信奉的是民粹式的、卢梭式的言.接民主^ •反 
对政党的保守派相信，现存的社会结构足以将人民与政府联系 
起来。行政反对派认为，官僚结构能满足这些需要。民粹反对派 
否认在人民与其政治领袖之间还有建立调解结构的必要。他们所 
期望的是“无政党的民主” B 哈雅布拉卡什*纳拉杨、纳赛尔， 
海尔，塞拉西都否认政党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保守派视政党为对既存统洽阶级的挑战》行政官员视政党为 

① L •博沐 布鲁克 t < 爱国国王的理 ,英国，汉萨德 和桑斯出版社1 年版， 
第 1 2SQ— 231 页。 

(D 萸里斯雏涅 （ Duvei^O ， z 政党》 (Political Parties ) ■ 纽约，约翰 
•威利山版 ltl9S4 年，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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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理统治的威胁 1 民粹派 m 政党为普遍葸忘表视的 障碍。 所有 
的批评都具有某些共同的主题 8 华盛顿醬吿说，“政党精神对美 
国政府制度具有有害影响”，他的话也许最有说服力，最具雄辩 
性。华盛顿说，“政党总是干扰公共委员会的工作，削弱公共行 
政。它用氅无根据的妒忌和虚假的惊恐使共同体处于不安之中， 
唆使一部分人反对另外一些人，有时还煽动闹事和暴动 8 它还为 
外国势 力和腐化打开了大门，外国势力通过_党热情的途径发现 
了接近政府的方便之道。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附属 
于另一国的政策和意志》” £华盛顿的话扼要地表明了今夭对政 
党的四项主要指责：政党助长了腐化和行政低效率 I 政党使反对 
自己的社会分裂，制造冲突，正如轲尤# •汗所说，《政党分裂 
人民、 迷感人民> ”政党助长政治动乱和政治软弱》玟党使国家 
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和渗遗，正如一个现代化中国家的领导人说 
过的，如果听任政党自由发展， 至少 有一个政党会成为美国中央 
情报局的工具。 

反对政党的论点反映出政治现代化早期阶段政党初创时的环 
境。事实上，与其说这些论点反对 政党， 倒不如说它们反对软弱 
的政党。腐化、分裂、不稳定和易受外界影响，都是软弱玫党的 
特征，而不是强大政党的特征。的确，它们是一般软弱政党制度 
的特征，这些坎弱的政党制度缺少稳定和有效的统治制度 • 政党 
诚然会剌激腐化，但一个强大政党的发展将以制度化的公共利益 
代替分裂的私人利益。在政党发展初期，政党是以宗派面貌出现 
的，这在表面上加剧了冲突和分裂，但当它发展成为一个有实力 
的政党之后，它就成了联系各神社会力貴的纽带，并且打下了短 
越对地主集团的忠诚和认同的基础。 同样* 为了使领导权继承程 
序和吸收新集团进入政治体系的程序规范化，政党力稳定和有秩 
序地变革而不是为动乱提供了基础 B 最后，尽管软弱政党的确会 


盛顿， * 告别演说》，福特出版社 t 箄 1 3 卷，第 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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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外来势力的工具，但强大政党在很大裎度上可提供制度化机 
.制并使政治体系不受外来势力的影响，实际上，人们归咎于党政 
的弊端，是在还不存在政党时或政党还很软弱时，朋党和浓系的 
无组织和分裂政治的特征。治疗它的药方是政治组织，而在现代 
化中国家，政治组织就是指政党组织。 

但是，对玫党的普遍怀疑意味着许多现代(匕中国家存在着阻 
止和镇压政党的现象。在一个高度传统的政治体系中，精英一肢 
都力.图防止政党出现。正如工会和农协一样，政党组织是非法 
的。在这些政治体系中，暇制条件的放宽，偁尔也会导致某种形 
式的政治联盟的产生但在多数情况下，传统统治者和传统精英 
都力图对精英派别内都和议会中或官僚机构中活动的朋党 C 假如 
存在的话）加以限制。因此，直到60年代，埃塞俄比亚、刺比亚、 
沙特阿拉伯、约旦、科威特和其他一些小王国都还没有政党。在 
其他传统体系中，如泰国和伊朗，政党曾很脆弱地存在过，但不 
是被公认为非法 （泰国〉 就是受到严格的限制 C 伊 朗〉。 在所有 
这些体系中，如果现代化继续向前发展，那么组织政治参与的需 
要也会随之增加。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体系表现出当代安定的所 
有特.征，但政府防止政党发展的努力定会使它的不稳定。组织的 
真空维持愈久，就越具爆炸性 

在许多现代化中国家，政府不时地会执行镇压政党的政策， 
有时卜 允许在传统议会中组成政党，或在人民中建党，也许在反 
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发展政党，在此后的阶段，政府就会努力咸 
少体系中政治权力的扩大，対政治参与和与参与联系在一起的政 
治组銀加以限制。在传统体系中，如摩洛哥，在政党有了较大发 
展之后，国王会再次掌权。更常见的是，在政党变得软弱或分裂 
乃至被查禁之后，军人独裁者会掌揽大枚弁试图通过纯粹的行政 
手段来统治。在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党都曾一度是非法的。在 
非洲和亚洲国家独立以后，军人通过政变推翻了文职民族领袖， 
但在这以后，它们一般也都限制政党的存在。对政党的镇压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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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旨在降低政治觉悟和政治活动水乎的努力。例如，在西班 
牙，在内战期间和内战后長枪党被用来作为动炅和组织叛变事业 
的有用工具。但接着，佛朗哥政权希望促进政治消极而不是政治 
参与，结择长枪党的作用大大衰减 a 

在政党遭受镇压的国家，常常存在并非朋党和派系的政党基 
础，这个政党巳深深地在具有自我意识的社会力量中札下了根。 
長期对政党的压制产生了当专制统治的末日来临时能够喷发出爆 
炸力的力量。政洽参与的迅速扩大使到目前力止仍潜优的地下玫 
党走向公开。压制统治的结束来得越出人意料，政治参与的扩大 
就越广泛越多样化。《这一扩大显然会引起右浓分子的反庳，也 
会促使保守独裁集团去重新努力减少政治参与和恢复基础狭窄的 
政治秩序。 


表 7 —t 独立以来发展中画家政变和政变企明 


1 

政治体系类型 j 

国家数目 

1 

有政变的国家 

数目 | 

\百分比 

我产党国家 1 

3 

0 

0 

—党 制国家 




—党占优势的国家 











68 

没有有效政党的国家 


mm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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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党国家是传统社会的自然状況。但当社会开始现代化之 
后，无党国家越来越反对政党》防止和镇压政党，需要有有意识 
的强制性 努力， 还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去提供政党的代替品，去发 
现组织政治参与的某神技术，以减少扩张性和分裂性的后果 9 但 
是，在现 f 化中社会，政府对政党越是仇视，社会不安定的可能 
性就越大 r 无党国家中的军事政变比在其他类型政治体系中的军 
事政变要頻繁得多。一个无党政权是一个保守政权，一个反政党 
政权是一个反动政权 8 现代化的发展增加了无党体系的脆弱性 a 

三、强大政党与政治安定 

—个现枵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 
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 
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自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 
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印度的国大 
党、突尼斯的新纳斯托党、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墨西哥的革 
命制度党、以色列的劳工联盟1人民民主党和人民共和党，坦桑 
尼亚的民族联盟，其中每个政党都曾一度作为现代化中社会有效 
政治组织的模式。本世纪50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政治安定的不 
同，可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组织力量方面的差异来衡置。曰 
内瓦会议之后10年中北越和南越政治安定的差异，可用劳动党和 
大越、越南国民党和甘劳组织力量上的区别来 衡量。 突尼斯和地 
中海东海岸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安定的 不同*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新纳斯托党制度化的广阔范围和高度水平以及复兴党的水平高但 
范围窄的制度化之间的差异所致 B 

一 个政治体系遭受军事千渉的 敏感性 “与政党的力量成反 
比。具有强有力政党的墨西哥和土耳其都找到了减少军事干政的 
途径。政党力量的衰减、领导层的分裂、群众支持的消央.组织 
结构的腐朽、政治领导人的弃党从政、个人主义的膨涨，部预示 
着军人占领总统府时刻的到来„军人政变并不摧毁政党，它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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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证实了党的腐朽而巳。例如，在多米尼加兵和国，胡安_博什 
的党在他当选力总统的选举结束之后开始瓦解。结果，政党“对 
瞀察和军队没有构成什么威胁。许多多米尼加革命党的领导人纷 
纷当了官，主要由他们解决有关改革方案中的重大技水和行政问 
题 & ” ® 同有强大政党的政治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 
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共产主义现代化中国家都缺少强 
大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多数政党太年轻，未能表现出任何真正的 
适应力。主要的例外是某些拉丁美洲的政党和印度的国大党。另 
外，许多政党不仅羽翼未丰，而且仍在其缔造者的领 导下。 —个政 
党制度化的力 S 首先可逋过看它在其缔造者或首先上台执政的具 
有魅力的领导离去后继续存在的能力来衡置。国大党的适应能力 
反映在其领导权从 E 纳吉和 JA 桑转移到郭克雷和提拉克手中，然 
后又转移到甘地和尼赫鲁手中。同样，墨西哥国家革命党的领导 
权从卡列斯到卡徳纳斯的转变使党成功地走上制度化之路，这主 
要由以皂改名为革命制度党为标志，以色列劳联的制度化力量逋 
过它不仅能在本 * 格里昂脱党之后》而且能在他的轵极反对下仍 
继续存在而得到了表现，这显然是党比其领导人强大的例子•与 
本•格里昂相反，波多黎哥的樓尼奥斯 * 马秫自觉地选择了部分 
从人民民主党领袖的地位引退以期促进党的制度化的怍法 t 他曾 
说：“大选是一个起点，我巳开始证明本岛没有我也会发展。人 
民将会习惯一个制度化政党的思想，将学会与桑切斯一起工作， 
正如他们曾和我一起工作一样。”©另一方面，软弱的政党则嵌 
赖其领导。国家独立后不夂，斯里坌卡失去了塞纳纳耶克、巴基 
斯坦失去了真纳和阿里 * 汗、缅甸失去了安山，这些事件直接加 
速了其政党的解体。甘地和巴特尔的死亡对印度国大党没有什么 
影响，这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尼赫鲁 D 

①诶徳溫 • 刘温,。.将军对总统*，第61页。 

©路易斯.穆尼奧斯.马秫 r «纽约財拫 I 1964年 i 2 月27日*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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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政党力 S 的第二个方而是组织的复杂性与深 度， 特别表 
现在政党与社会经济组织如工会和农协的联系上》在突尼斯，摩 
洛哥、委内瑞拉、印度、以色列、墨西哥、牙买加、秘鲁和其他 
少数国家，这种联系大大扩大了主要政党组织的号 S 力和对党的 
支持。这种联系也产生了功能组织与政治组织联系中常见的问 
题，政党与联盟或社团的联合程度从完全的联合到松散的临时性 
联盟都有。自然，如果玫党沦为某一社会力量的代言人，那么它 
就失去了本来的身份，只能成为该社会集团的工具 4 在强大的政 
党中，工会和其它功能集团的领导人都服从政党领袖的领导，而 
且政治决策的领域都审慎地留给了政党领袖。但是，许多现代化 


中国家的政党没有这种支持性的组织联系 a 在多数情况下，它们 
不能发挥对工人和农民的号召力 * 在某些情况下，政党或党的个 
别领袖具有这种号召力，但他们没有发展可以组织群众支持的组 
织结抅和制度结构 a 

政党力董的第三个方面是 t 政治积极分子和权力追求者与政 
党认茼的程度以及他们视政党是实现其他目的 手探的 程度。为了 
争取政治参与者的忠诚，同政党竞争的有传统社会集团、官僚组 
织或其他政党，例 如， 保守政党比较信赖社会结构和家莛背景关 
系，因此很少能发展一个自主的和目的明确的组织》而激迸政党 
却相反，它们反对或攻击现行社会结构。正如菲利浦 • 康弗斯指 
出的，“在多数政洽体系中，越来越强调集团忠诚和内聚力，正 
如在党的范围内从右倾向左倾的转变一样 。”① 

许多现代化中国家独立后，政治领袖从效忠民 族主义 玫党转 
向效忠政府官僚。实 际上， 这代表: r 他们的意识形态巳被殖民主 
义规范所改变，他们的政治巳从民本向行政管理转变。在许多非 
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是独立前唯一重要的现代组织/政党 
大都组织良好。在政治斗争和高级精英致力于政党 （ 怍为政治变 

①菲利谏 .E . 康弗斯，《太众信你系统和迮质*,漱 M - 珂眘抟為《意识形态 
与不满 * ，纽约 • 蔸里出版社1964年 汉_—249如 


， 3$8 


革的主要工具〉的情况下，精英被迫将其主要精力和资滹用于建 
立堅固的、有反应能力的组织，这个组织能够采取有纪律的行动 
响应上面的命令，并能发现和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为政洽目的服 
务。®但是独立之后，许多对组织资源的竞争要求削弱了占支配地 
位的政党的力量。资源的过分分散意味着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全面 
下降 B —位观察家警告说：“过去致力于政党組织重要工作的人 
才，现在却忙于管理一个部或政府的一个机椅……。除非能够马 
上发现在组织和行政方面忠诚的新人才，否则党组织，即政权与 
群众之间的主要纽带就势必越来越弱。 *■©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与 
政党的认同只是一种过渡现象，这秭认同被政府职位的吸引力所 
破坏 a 

在高度发展的政治体系中，政治领袖从一党转到另一党的事 
情是罕見的，社会集团和阶层从一党转向另一党也常常是复杂和 
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在 某些现 代化中政治体 系中， 个人和集团跨 
党的现象是相当常见的。例如，在菲律宾，政治领袖在两大党之 
间转来转去。地方领袖经常加入赢得全国大选的政党，国家领袖 
根据自己的选举前途而转党 a 正如一位领导人 所说* “你知道这 
里的情形与英国和美国不同。我们只有私人利益，没有政党忠 
诚。只要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转党 9 入人都这样倣。〃©政 
党名字的长期不变稍稍掩盖了政治领袖联盟的变化不定。 

四，政党发展的过程 

—个强大的政党体系有两种能力 * 第 — ，通过体系扩大参 
与，控制或转移动乱以及革命性的政治活动 * 第二，缓和并疏导 


①成廉‘ J . 福尔茨，《违立葑国家：短期战略与长期问國》，见卡尔.多伊奇和 
威廉.福尔鈇编：《国家建设》，纽约，艾瑟頓出版社，1963年版， m 2 m . 

©同 上， ®123- J 24 j 5 o 

©弓 1自卡里达 " c . 塞玛厄亚的《独立后菲律宾经济发展的某 ffigc 洽方面》 ， II 士 
学位论文，哈佛大学，1阳 5 年，第 w & 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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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K 被动员的集团参与治活动，使±不破坏体系。 因此， 一个 
强大的政党体系可以为吸收新的集团进入体系提供制度化的组织 
和程序。这种政党制度的发展是现代化中国家实现政洽稳定的先 
决条件》政党发展的过程常常包括四个阶段 * 派系活动期、两极 
分化期、扩张期和制度化期。 

派系活 f 期。在第一个阶段，政洽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水平 
都拫 f 不 A 与集团皆脱离了政治行为的传统樓式，但他们尚未 
有发达的现代政治组织。在大量软弱的、过渡性的联盟和集团 
中，只有少数人卷入了政治，但他们互相竞争^这些集团并不具 
备什么持久性而且也没有什么结构《它们不过是个人雄心在私人 
和家族的竞争与联合中的投影而巳。这些政治集团被称为政党， 
但缺少真正政党应具备的持续性的组织和社会支持。有报道说， 
南朝鲜有 42 个政党，南越有 29 个政党，巴基斯坦有 I 8 个政党，这 
些都是假的。事实上，这些集团都是派系、特别类似于 18 世纪欧 
洲和美国政治中常见的玫治派别、小集团、宗浓和家族集团。在 
&世纪 80 年代美国各州政坛上，“一个派系是怍为选民、政治精 
英或议员的一部分岀现的，这些人是在与另外一部分人的冲突 
中,出于相同的行动或合作而结含的 * 这种合作具有某些一致性 
但持久性却有限。一个朋党是一个派系集团，其关系建立在—个 
家庭、一个有杈势的人或一个由几个人结成的亲密帮滅的基础之 
上。关键人物的死亡或隐退常常导 致派系 的崩溃……》这类政治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和个人关系并且常有突然的万花筒般的变 
化。”①类似的组织模式在20世纪现代化中国家也是常见的=例 
如，在本世纪 50 年代的 E 基斯坦， “ 政党成 了政客 个人政治生涯 
的工具。当他们发现在旧的政党中没有什么发展时，他们便会去 
形.成新的政党^ 一个领袖或几个领袖可以成立一个政党，然后组 
织起一批追随者。有些政党实际上纯粹是议员在设会中组成的临 

ffi 威廉 * N . 钱伯斯 (William N * Chambers) , « 新兴国家的政党 》 (Political 
Parties in a New Nation) _ 纽约 f 4 1 津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6 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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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集团，目的是争取或取消二个部长的职位^ * ffi 同样，泰国的 
政党在存在时“很少或根本没有议会外组织。一般来讲，每个议 
K 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在本省获选。政党的标签无关紧要。政党从 
未代表真正的社会力 S , 而只代表统治阶级上层中的朋党和个 
人。” @ 

在具有立法机关的政治体系中，派系与其说是在选区竞争还 
不如说是在立法机关活动。它们是议会组织而不 g 选举组织，它 
们往往是在侯选人成功地获选后在议会内形成的 r 而不是因希望 
成为选区侯选人而在选区内组成的。侯选人是以个人名义靠着他 
们的社会或经济地位和他们的号召力当 选的。 立法派系或朋党 
成了连结议员与其他政洽活动家的桥梁，而不是政治活动家与群 
众沟通的渠道 。 例如，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朝鲜，侯选人是 
以个人名义当选的，他们在抵达汉城出席全国大会后入了党。政 
党“以派系的形式出现于首都，为某些人提供了通商行政权的可 
选择的梯子 s ”即使在象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虽说殖民政莳鼓 
励政党发展，但许多侯选人在 1951 年选举中却都以无党派人士竞 
选议员，只是在他们找到位子后才参加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民族 
委员会或活动集团。 © 

议会朋党是现 代化初 期经常出现的前政党派系的形式之―。 
在没有立法机关和选举的国家，前政党渾系的主要形式是革命密 
谋集团。与议会朋党一样，这些密谋集团规模较小 、能 力有暇、名目 
繁多，同朋党一样， 它们 起初也与真正的社会力量并无联系，它 


® 基思 ‘ 卡拉辑 (KeLth CaUard) ，基斯坦妁玫洽力谩： 1 叫 7—1959 年 ^ 
(Political Forces in Pakistactj 1947^1959) t 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 ，1959 
年，第 24—2SK* 

@戴维， A. 威尔逊 （David A * Wilson), 《泰国政治 》 (Politics in Thailand) t 
伊撤卡，康内尔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68買* 

⑤亨德森，《南 朝鲜： 旋月的政治》,第 2 83 页： 戴维 ，艾伯 内西，夂发展中社会 
釣教育和 政洽： 南尼日利亚的经验》 * 博士论 文，哈佛 大学， 年，筚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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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中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组成了一系列混乱的和变幻不定的联 
合#，它们都有冗长的名子和宣胄，但它们仍然是派系而已。它 
们相当于那 s 对现行传统秩序进行挑战的秘密军官集团和倶乐 
部。假如说 18 世纪的英国提供了议会派系政治的原型，那么 19 世 
纪的俄国则提供了革命派系政治的原型。虽然两者之间的差别很 
大，- 袒却不是根本的差别。在一种情况下，派系在现行体系内活 
动，在其他情况下，派系在现行体系以外活动。但在上述两种情 
况下，派系所掌握的权力都是很有限的和相当零碎的。 

,与无政党政治一样，派系或前政党政治在本质上也是保守 
的 6 革命派可能谈及 群众; 也的确会努力去争取群众支持，但只 
是条件尚未成熟。象农民革命派者^样，他们想为农民谋取更多 
的利益，但却受到农民集团的泠遇。因此他们只好孤立地躲在地 
窑里，就如同议员派系逗留在议事庁一样。无论是议会派还是革 
命派，其竞争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进行的，花样无穷无尽1 
不断翻新，行为者不断变换伙伴和对手，但参与者的数量却没有 
5** 大 d 

两极分化期。这是政治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荽转折点。政治脱 
离了佘 i 贏合4派系封闭的小圈子，政治参与有了扩大，新的社 
会力置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政治派系与社会力置也联合起来组 
成了政党，此时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但在玫党发展这个 
“爆 发”或 “起飞”之前，派系政治本身的模式应有所改变，以 
便刺激派系领袖扩大政治参与。只要许多集团互相竞争，它们就 
没有什么必要去扩太政治参与。派系之间斗争的取胜法宝是其中 
一个派系对另外一些派系的号召力。在没有出现使政治领域一分 
力二绝对分裂的情况下，每个派別都力图联合昔日的敌人战胜今 
a 的对手，许多集团和许多阵#的存在，促使领导人去设计体系 
内权 力再分配的战略，而不始扩大体系权力的战赂。 

后一项任务的完成取尹于派系的联合与两极分化，换句话 
说，取决于分歧的积累，最终导致一个派系分裂成为两个相当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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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集团；或取决于出现一个最终同样能够导致政治参与者两极 
分化的相当重要的问题。一旦政洽体系内所有的主要活动者与斗 
争双方的任何一方联合起来，那么每一方的领导人就都会在强大 
的压力下去扩大斗争的范围，去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站在自己一 
边。 

那么关键问 题是： 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多种利益的封闭系统 
能转化为一个利益两极分化的扩展系统？显而易见，两极分化的 
最大动机是某些派系企图把现行体系完全 摧毁。 一旦反对派或革 
命派相互之间停止争斗，而把矛头共同指向现行政治体系 * 那么 
在革命者和卫道者之间政治的两极分化就形成了 e 不过在议会浪 
系之间也有可能出现重大的分裂其根源在于对权威的传统来源 
持不同态度：辉格党对托利党，国王的人与民主统治倡导者相 
对。此外，当社会向现代化发展时，对政府的要求随之增加，政 
府面对这些要求采取什么适当的经济政策就成了重要的政治问 
题。将汉密尔顿经济现代化计划引进议会狼系政洽之中是不可能 
的，反而会引起舆论的商极分化和派系的联合。政治体系内派系 
的联合也是体系外出现社会力量并要求进入体系促使的结果。在 
这种情况下，政治的重要问题就是新的社会力量和政治体系的芙 
系问题。 

政治学家大量论述了缓和社会冲突紧张的交叉分裂的.理想模 
式。这个模式的确是政治稳定的条件。第五章我们提到的政治的 
两极分化是革命者的目标。它意味着政治冲突的激化。但在一个 
现代化中国家，冲突的激化可能是创建一个基础较为宽广的政治 
体系的先决条件6倘若通过体系内的现有集团竞争的扩大能眵控 
制这种激化，那么革命就可能是和平的 革命。 一个广泛动员的、 
弁且有相当广泛的人民参与的体系，需要错综交叉的分歧来避免 
被两个巨大的几乎将全民都拉入的群众运动的斗争所扯破。但在 
一个只有少部分人积极参与政治的社会中，舆论的两极分化和分 
歧的积累起着较为积极的作它们可以促进豉治参与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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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政治派系与新生社会力置之间的联系。无论如何，舆论的两 
极分化是派系政治向政党政治转化的先决条件 r 

T 手〒。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唤起广大的人民群众并通过有效 
的组会4尖众结合在一起。只有当发展这种号召力与创造这种组 
织纽带成为达到极度渴望的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手段时，政治领导 
人才会去进行这些活动。这些目标在正常情况下就是获得政权和 
使社会重新秩序化。参与的扩大和政党参与的组织化是政治斗争 
激化的产物。这种斗争一般包括政治领导人推餹现行体系、控制 
现行体系或进入现行体系的努力。 

萑箄命或民族主义模式中，政治活动家的目的是摧毁现有秩 
序或驱除帝国政权。革命或民族主义领导人在力图获得人民支持 
以反对现行政权时会继续扩大他们的政治号召力。同样，他们还力 
图去组织这种支持，结果他们创建了一个政党或一些政党》正如我 
们看到的，所有的革命都包含了政治参与的扩大，成功的革命会 
产生强大的政党去组织这种参与。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持久斗争 
也会产生同样的 结果。 民族主义领导人起初是作为许多浓系在帝 
国行政机黄外围活动的。在这个阶段，他们常常被各种各样的选 
择以及矛盾的目标所困扰：同化、参与、自治、传统权威的恢复、 
完全独立、这一切都是彼此冲突的。但到了一定的时侯，问題会 
逐渐简单化，派系也会联合起来，随后， “统 — ”的民族主义运 
动便会开始发展更广阔的大众号召力。那些不愿诉诸民众的派系 
被那线愿意求助于大众的派系所淘汰。逋过民族主义者的斗争， 
参与扩大了，组织发展了。殖民统治期间政党的这个孵化期需要 
—个 應意苘 民族主义运动进行斗争多年的帝国政权，从而在实际 
上提供作为制度建设成分的时间、斗争和慢慢增长的责任心。但 
一般来讲，瘇民政府会尽可能长久地镇压民族主义运动，而当他 
们认为独立不可避免时，他们就会尽快地让其独立。简言之•国 
家独立可能使政治发展流产。 

在西方典型的政党发展模式中，在政治体系内活动的议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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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结成较广泛的集团，然后动员新的文持者介入政治。从派系政 
治转向政党政治和政党之间竞争的增加，直接关系到政治参与的 
增加。 ® 现行体系内两派领袖扩大体系的这一模式包含了政治演 
进的持续性。新的社会力量进入体系被原来的创始人 所接受 。但只 
有竞争性的斗争，参与的扩大才能长久，建立的组织才能有效。 
强大的一党制总是那些自下而上为权力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运动或 
革命运动的产物 ，相反 ，试图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党制，如纳赛 
尔，则不会成功：因为动员和组织是贏得政权或建立政权的过 
程。掌权的专制领导人一般都没有感到这样做的必要。正因为如 
此，朴正熙将军在南朝鲜成功了，而纳塞尔上校在埃及却失败 
了。从两方面讲，两党制可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党制只能自下而上 
池建立。 

扩大参与和组成政党的竞争性斗争也会因社会力量进入政治 
体系而发展。在这种倩况下，社会力量一般要创建一个最初在政 
治体系之外或边缘活动、然后试图进入体系的政党。西欧的许多 
社会主义政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政党都属这神模式。对现行体系 
的这一挑战，常常促使派系领袖和传统领袖联合起来反对新的威 
胁。下面的粗织剌激了上面的组织，结果往往形成多党制，在这 
种制度中每个大的社会力 a 都有自己的政治工具。法于政治精英 
成员在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方面起的作用不太大，所以与那些已 
被确认的领袖们在扩大#与中互相竞争的过程相比，这个过程更 
眞暴力和冲突。 

制度化期。政治参与扩大的方式显然决定了今后发 m 的政党 
制度 J 良奋佘的革命或民族主义过程最终结果是取代先前的政治 
体系，建立一个显然是一党制或一党居优制的新体系。体系内部 
的过程常常会导致两党制的早期制度化，而进入体系的过程则往 
往会导致多党制的出现。一旦这些模式在政党发展初期建立，它 


® 例如#"钦伯斯所沦述的芙 国经& 引书，第 3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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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会制度化，只有后来出现大危机或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 
政党制度的性质才会改变。 

在一党制中，决定政府和政治领导职能的过程，几乎全部都 
在一个政党的框架中进行。在一党制中，可能也有小党存在，但 
它们太小了，以致不能对大党的所作所力产生任何太的影响。往 
20世纪中期，一党制包括共产党国家、独裁政权，象佛朗哥时期 
的西班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突尼斯、 墨西 哥以及撒哈拉 
沙漢以南的几乎所有非洲国家。 在一 党居优制中，只有一个政党 
有统治的能力，但两个或更多的反对党常常代表特定的社会力 
量，它们很强大，能够影响执政党的政治过锃。总之，占居扰势 
的政党不能垄断 政洽* 在某种程度上，它必须顾及另外一些政治 
活动者集团的反应。这种一党居优制曾在印度、缅甸、马来亚、 
新加坡、南朝鲜、巴基斯坦和一些非洲国家出现过。 

两党制也有多数党与少数党，但它 与一党 居优制不同，因为少 
数党能控制足够的反对派组成一个可选择的政府。在一党居优势 
的政治体系中，占居优势的党想许并没有得到绝对多数选民的支 
持，但其它政治集团的分散使其居于优势地位。在50年代，联邦 
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大选中得到的选票比例总是比国大党在 
印度得到的选票多。但是印度体系是一党居优体系，因为除了国 
大党，没有其它什么可选择的，而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则能眵 
取代基督教民主联盟。两党制中常常有小党存在，它们的存在是 
人们希望它们能在两大党之间达到权力制衡找态的结果 • 但两党 
制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只有两个党有组成政府的 能力。 

最后，在多党制中，没有一个党能眵仅凭自已的力量组成政 
府或髙居于他党 之上。 某些政党比其他政党要大一些，但要组建 
—个政府，则需要多党联合，可以想象，不同形式的联合能够形 
成政府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执政与在野并不是选举的 
结果，而是其领导人态度和抱负变化的结果。多党制与一兗居优 
制的区別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合理的居间模式是一个党比其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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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要大得多，完全能够占居政治中心地位，以致联合政府中必 
须有它。以色列劳工联盟茚意犬利基督教民主党这些年的历史可 
以证明这一点》 


五、政党制度的适应能力 


政治学著作者用了不少时间和笔墨来论述对现代化中国家适 
宜的一党制和竞争性政党制的相对优点》但就政治发展而言，重 
要的不在于政党的数量，而在于政党制的力置和适应能力》政治安 
定的先决条件是政党制度能够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 
量》从这一观点出发，只有当政党的数量影响到它提供政治安定 
所必要的制度化渠道的能力时才是重要的。继而出现的问題便 
是：发展中国家政党数量和政党力貴之间的关系（假使有的话> 
是什么？ 


立足全球进行观察，政党数量与政党力量之间几无关系 B 如 
表7_2所示，用数字表示的各种类型的政党制度中，都可能有强大 

表7—2 政党力1：与政党数置_ 


政党力置 

政 党 

数 

e 

—党制 

一党居优制 

荷党制 

多党制 

1 

共产党国家 

印度 

英国 

低地国家 

强 ! 

突尼斯 


联邦德国 

斯堪地纳维亚国家 


墨西哥 

马柬亚 i 


意大利 


国民党台湾 

南朝鲜 

美国 

i 以色列 


其它非洲国 

i 

索马里 

i 乌拉圭 
牙买加 
斯里兰卡 

1智利、 

| 委内瑞拉 

秘& 


家 

玻利维亚 

菲律宾 

i 阿根廷 

弱 

1 

[ 

哥侩比亚 

巴西 

其它中華洲国家 


■' d{)7 - 


的和软弱的政党存在 u 

此表中粗略拥和印象化的划分在班克斯和特克斯特对政党稳 
定与政党数量关系进行划分的表 7. 3中显然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o 
表中没有将不糨定一党制包括在内，如果我们将 SO 年代被军事政 
变所梏翻的非洲国家包栝在内，那么表中不稳定一党制的阙如大 
概会得到较好的补正。 


表 7-3 -政党薅定与政党数置 


政党斂 a 

1 

! 

稳定 

程 度 


i 稳 定 

较稳定! 

不稳定 

总计 

一党制 

19 

4 

0 

23 

—党居优制 

2 

4 

3 

9 

—党半制 

2 

0 

0 ' 

2 

两党制 

7 

0 

2 

9 

多党制 

u | 

2 

13 

26 

总 计 

41 i 

10 

18 ! 

69 


资料来两， A . S •班克斯 ，（ B ank s ) 与 R . B •特克斯特 ( Te - 
xtor ) «跨政体调査）剑挢， M . I.T 出版社，第 9?— 98 101页， 


然而，尽管表面上看不出政党数量与政党力量之间有什么相 
关联系，但是全部事实并非如此》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现代化的水 
平不同而变化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政党数量多寡无碍于它拥 
宵强壮之势 t 而在低度现代化国家，一党制可强可弱，但多党制 
却毫无例外都是软弱的。例如，按照班克斯和特克斯特的说明， 
11个稳定多党制国家包括以色列和 W 个西欧国家》 2 个相对稳定 
多党制国家是意大利和哥斯达黎加 f 13个不稳定多党制国象包括 
9个拉丁美洲国家、 2 个亚洲国家、以及中东和非洲国家各1个。 
简言之，除了一个尚存疑问的以色列以外，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 
拥有稳定的多党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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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象，一党制比多党制要稳定得多。例如，多党制 
发展中国家比一党制，一党居优制或两党制发展中国家更易遇到 
军人干預政治。的确 ，19 S 5 年和1966年，许多非洲国家发生了军事 
改变。但这并不能改变酸党数量和政党稳定之间反比关系的基本 
局面。正如表 7.4 指出的，到1966 年底， 一党制发展中国家最不 
易被政变推®,而多党制发展中国家却最易被推翻。当然，一党 
制国家并不能保证不遭受军事政变，但多党制国家几乎都逃脱不 
了这一厄运。唯一的例外是尚可存疑的縻洛哥，它于1365年遭受 
了一场王室政变。恢复了君主统治；还有两个高度欧化的国家， 
以色列和智利，在这两个国家中，最近或过去的移民，再加之以历 
史传统，便产生了欧洲大辟较稳定的多党制 模式。 


*7-4 发展中国家成功购政变 

(1945 年或从独立日到1966年止) 


政党数目 

国家数 

发生政变国家数 

百分比 

—党制 

26 

6 

25% 

一党居优制 

18 

6 

33% 

两党制 

16 

7 

44% 

多党制 

20 

17 

85% 


测量政党适应能力的大致方法是组成政党的平均年数。政党 
的平均寿命逾高，可假设政党制度就越制度化，越 稳定。 槪言之， 
多党制中的主要政党的平均寿命比起一党制或两党制中玫党的平 
均寿命要低^但我们可以比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政党制度化 
高水平的形式 a 前者和后者的大致划分可根据识字离来确定，商 
于70%的即为发达国家，低于70%的则为不发达国家。在29个萵 
识字率和高党龄（到1966年时，大部分都起过了汕年党龄）的国 
家中，没有哪一种政党制在数量上显出优势。在高识字率国家，高 
制度化政党制的形式多种多样^相反，在16个拥有高制度化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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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低识字率国家中，有10个国家是一党制或一党居优制,6个 
是两党制，却没有一个是多党制》也许它能再次说明，在现代化 
中 国家， 多党制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安定是不能共存 
的。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是软弱的政党制度 B 

通过各种不同的政党制度的适应模式和在那些体系中政党力 
量的不同形式可对这种状况作出解释。在多党制国家，强大的政 
党比两党制国家中强大政党往往要更团结，组织更 复杂， 但灵活 
性和自主性都不够。在强大的多党制中,社会力置和政党 之间的 
羌系是一財一的。劳工、商人、地主，城市中产阶级、教会等， 
都拥有自己的工具，它们之间具有互相妥协和互相适应的制度化 
方法。只有在高水平的动员和高水平的政治参与之下，这样的强 
大体系才能存在。如果政治参与受到限制，那么社会力量参与政 
治也就受到限制，强大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在 
这种情况下多党制依然存在，•它必然反映出—个精英小圏子中派 
系和 家族的 分歧。多党制中低浅的制度化和狭窄的政党支撑基础 
使多党制十分脆弱。因此，从多党到!无党或从无党到多党，是轻 
而易举的 一步。 就制度上的弱点而论，无党制与多党制不过是半 
斤八两而巳。 


表 7— 5 制度化政党制 

(1966 年，大党的年龄都是30岁或超过30岁） 


识字率 


政 党 

制 : 

类型 


一党制_ 

一党居优制 

两党制 

多党制 

总计 

70 % 以上 

8 

0 

1 9 

12 

29 

70 %以下 

9 

1 

| 6 

mm 

16 

总 计 

17 

1 

! 15 

12 ] 

45 


但不同类型政党适应和扩大政治参与的能力可能隨时间而改 
变。哭键问题是体系吸收新集团的制度化程序达到什么程度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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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上，有证据说明两党制和一党居优制比一党制或多党制 
要产生吏长期的政治安定，因为它们具有较有效的政党竞争。 

一党制的稳定与其说来自其性质不如说来自其起源。它往往 
是鼓舞了广泛动员和制度化的民族主义或革命斗争的结杲。~旦 
斗争胜利，浮现出的强大政党就创建一个一党制，如庇，也就取 
缔了有助于它成功的 条件。 从而，制度的进一步稳定便依赖于其 
过去的遗产。权力斗争越激烈越长久，意识形态的信仰越深刻， 
后来建立的一党制的政治稳定就越巩固。所以，产生于革命的一 
党制比产生于民族主义运动的一党制要稳定，产生于长期民族主 
义运动的一党制比产生于斗争较短和较易的运动的—党制要稳 
定。总之，民族主 义政党 为独立而斗争的时间愈长，独立后享有 
权力的时间就愈久。印度独立时，国大党巳存在62年 （ 突尼斯诞 
生时，新德斯托党巳存在22年,当以色列在世界上奋力拼争时， 
劳工联盟巳存在18年之夂。坦噶尼喀独立时，坦嘻尼喀民族联盟及 
其前身巳有32年的历史。所有这些政党在独立后相当长时间内皆 


能维持其生存。 


相反，许多独立前不久才成立、且又轻晷获得独立的民族主 
乂政党，独立后执掌权力的地位并不牢靣》正如爱默逊指出的， 
许多国家那样轻而易举地获得独立,它们被“骗走了自己的革 
命。”①如果它们的革命被否认，那么它们革命的果实也会被否 
认。几内亚政治安定的前景看来要比许多前法属殖民地的政治要 
稳定得多，因沟几内亚民主党的领导人曾动员其民众在独立前与 
法国斗争，弁在独立后忍受法国的 敌视。 殖民政府对新政府的敌 
视对新政府来讲可能有很大益处。也就是说，对新殖民主义徒有 
其名的迅咒并不能完全补偿上述敌对壮志缺乏所带来的不利。 

显然，在一党制体系中，新集团要进入体系只有先进入政 


①拉普特■爱款逊 (Rupert Emerson, 啡洲国家的建立 h 载多伊奇和稻尔茨 
编的沦 文槊， 第 11 G — 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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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这个意义上，一党制比多党制要简单，因而啜收新的社会 
力量的途径也较少。体系内的政治领袖高度控制了対新集团进入 
体系的动员。他们没有必要力了继续掌权去扩大他们的号召力， 
去把新集团带入 政治。 他们这种限制或控制政治动员的能力使他 
们有能力去提供种族的、宗教的或地区集团的《水平式”整合。 
相反，在一个竞争性政党制中，每个政党都惑到有强大的动力使 
它去拆诸特殊集团，群众动员鼓舞了种族和宗教的对抗情绪，政 
党的竞争加深和加剧了社会原有的分裂》 

但现代化的持续，在一党制的稳定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題。政 
党力置来源于其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一旦权力在手，那么它还 
有什么动机去维持高水平的动员和组织呢？党可以暂时依赖于过 
去的遗产I到了它在参与和组织方面都达到丁高度制度化的水平 
时，它就可以暂时这样做了0但就其真正的性质来看，它却缺少 
可提供作为政治稳定持续基础的斗争的刺激*这个动力可以暂时 
来自玫竞与社会的脱节。政党领袖的意识形恋常常使这种动力用 
于继续重新建设社会。只要传统结构还存在，抵抗组织还没清除， 
那就有发展政党力量和组织的动力。就象20年代和祁年代的苏联 
共产党一样，政党会致力于破坏权力、传统的财富和地位来源， 
代之以他们自己创造和掌握的结构。但如果社会重斩改里成功， 
它也就消 K 了使其存在合法化的社会故人》正如常常发生的那 
样，摘若其意识形态左摇右摆，与它所统治的社会妥协，那么它 
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从长远看，政党与在该政治体系外或在其他体系内的集团 
(帝国势力，传统 寡头〉 所进行的斗争，应该在政治体系内制度 
化。但是赞同一党制的基本理由常常是建立在拒绝差异存在和肯 
定消灭斗争的必要的愿望之上的*因此，一党制的持巧活力取决 
于该政治体系领袖人物所厌恶的现象的 存在。 在政党咸少竞争的 
情况下，一党制可提供的直接的功能性替代物，是政党等级和政 
府科层等级之间的竞争。但这种竞争的前提条件是 I U) M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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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保持分离 * (2) 二者之间要略有权力平衡。再有，二者之间 

的斗争是两神功能上不同而不是功能上一致的制度之间的斗争。 
因此，斗争的槙式和结果更近似于总统制政府中行政部门与立法 
部门之间的斗争，而不象两个政党之间的斗争。 

本世纪20年代，土耳其和 S 西哥建立了一 党制。 墨西哥的一 
党制是社会革命的结果，一开始就动员了广大的乡村居民。而土 
耳其的一党制则不然，它是范围狭窄的民族主义运劫的产物^不 
过， 194 S 年以后，土耳其转力两党制，其结果便是人民参与的范 
围，尤《是乡村农民的参与，在体系内大大扩大了。在1946年以 
前的20年中，墨西哥的一党制比起土耳其的一党制來， K 能反映 
乡村大多数人的需要。但在1946年以后的20年，情况刚好颠倒， 
土耳其的两党制比翟西哥的一党制更能满足乡村大多数人的要 
求。墨西哥的革命热倩不断衰减，然而，与此同时，土耳其争取 
农民选票的竞争则不断 加剧。 

现代化除了使一党制的领袖对圹大和组织体系内的参与的需 
要反应迟钝，还使试图参与该体系的集团得到增加和多样化•倘 
冇政党领袖试图将 新的集 团吸收 迸一党 制的框架内，那么，虽然 
他们的趴伍 r 大了，但其代价是政党团结、纪律和情的削弱。 
如果他们将新的集团排除在党以外，那么他们就能够维持党的凝 
聚力，但其代价却是危及党对政治参与的垄断、激起推翻体系的 
混乱和暴力的政治行为。那些最成功地吸收了其他社会力量的一 
党制经常发展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部门组织，象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的作法。假如他们不能将其他社会力*吸收进政党，那么就会取 
消一党制^(象1946年以后的土耳 其〉， 否则体系的维持就要以增 
加强制 力^不 稳定为代价。 

—党制的力跫来源子反对帝国主义政府、反对传统政权和保 
守社会集团的斗争。它的软弱来自缺少政治体系内的制度化竞 
争。可以假设，由于多党制提供了许多竞争机会，因而它就是强 
大的政党制度 P 我们曾说过，只有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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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许多社会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参与了政洽 s 
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是软弱的政党制度，但政党竞争被假定 
为可产生政党力量《如何解释这个明显的矛盾呢？答案当然是， 
政党的竞争性与政党的数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显然，在一党制 
中，竞争是不可能的，但多党制中的竞争也不如一党居优 制或两 
党制 b 因为后两种政党制中的领袖在动员选民过程中展开积极竞 
争。 在两党制中，一个党胜利，另一个党就央敗，因此，每个党 
在动员和组织选民时的最大动机就是击败对手。在一党居优制 
中，党的领袖也有减少败给其它小党的可能性的动机 a 

另一方面，在多党制中，政党竞争並不普遍。在政党刚从派 
系蜕变而来的软弱的多党制中，大置的集团阻止了任何有效的动 
员要求。在政党较坚固地植根于社会力量的多党制中，每个政党 
都有自己的选民，並尽最大努力去动员选民，但政党之间就争取 
同一集团的竞争远远不如两党制或一党居优制 a 每个政党都拥有 
一批固定的选民，他们一般会支持党，并坚决地与政党认同，基 
本上不受其他政党的影响。因此，将新的社会力置吸收进多党制 
往往需要建立一个新党。整个政党制度能够做到适应，但其党员 
却不能。所以，政党随着社会结构和居民中政治积极分子成分的 
变化而沉浮。每个新的政党成立之初， r 然是进步和改革的先 
驱，因为它代表新出现的社会势力的利益》—旦它在政治体系内 
捞到了一定的地位，它就会随着选民的变化而变化，最后成沟既 
得利益者的代言人。政党制度丝毫不差地反映着社会 * 但该制度 
中的政党基本上不能摆脱所联合的社会势力。如秘鲁的美洲人民 
革命联盟，在30年代，它是改革党，而在60年代，它就成了令人 
奇怪的保守党。秘鲁的社会变了，但政党没有随之变化，仍然代 
表着30年前所代表的利益《结果，就为诉诸于进步中产阶级的新 
的改革党的兴起敞开了大门 a 

人们 常常用民主，负责的政府和多数人的统治来为政党竞争 
辩护。 但也用政治稳窦的价值来辩护。政党同的竞争扩大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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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同时也加强了政党组织。这种政党竞争增加了扩大新的社 
会势力的可能性，这些具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意识的社会势力，将 
会被动员进体系，而不是反对体系。 

在一党居优制中，吸收新的社会势力往往要经过两个阶段。 
新的集团首先通过主要代表沲们利益的小党来表达对政治体系的 
要求。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党选票的增加引起了执玫党的注意， 
迫使它调整政策和作法，将小党领袖和其支持者吸收进自己的模 
架。在一党居优制中，小党领袖不能侈望控制政府，但他们可以 
希望有效地否认玫府或让执政党感到不舒服》因此，执政党的政 
治号召力和活动，主要是抵销当时它面临的最强大对手的号召 
力。如果舆抢倒向左边，执政党就要向左转以咸少左派小党的收 
获。如果舆论转向右边，执政党也要有相应的反应各小党都有 
自己特有的号召对象，所以之间往往并不竞争。每个小党以自己 


的方式同执政党竞争 o 

在印度，各地区的不满起初常常是通过小党或通过非政党运 
动进行表达的，但国大党经常把这些不满的活跃分子吸收到自己 
的结构中。在以色列，大选往往是以劳工联盟与其重要的对手之 
闻的斗争为中轴的，于是劳工联盟修正其战略和号召力以减少对 
手的力量。本世纪50年代时，尼日利亚的地区选举也有类似情况 
出现《例如，1957年，在东区议会选举中》尼日利亚国大党虽然在 
敎育问题上遭到夭主教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但它仍然贏得84议席 
中的64席。但是，独立候选人贏得近 2 0 %的选票，国大党的领导 
人面对这个挑战，把地区议会中的14个议席中的5个绐予夭主教议 
员，虽然选举前天主教议员在这14个议席中只占1席。在一党居优 
制中，新集团首先通过拒力党表达他们的 要求， 随后被吸收到共 
识党内。①倘若它们没被吸收进执政党，他 们仍然 在大党周围以 


® 这些词出自拉基尼，科萨里 Kotharl) 《印度的囯会 * 系统’》， 

洲观赛 P 4期 （1964 年12月） 0 参见艾伯内西 （Abernethy) • 前引书 * 第 482— 489 
页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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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久压力党的姿态活动。一党居优制为特殊集团表达他们的不满 
提供了安全阀，为同时将他们吸收到执政党中提供了强大的动 
力，倘若他们 A 有荇遍号召力的话。 

两党制中政治参与扩大的压力要比在任何其他政党制度中都 
要强大得多。在野党具有动员新的选民进入政治体系去包围其对 
手的明显动机 B 例如，在乌拉圭，红党与白党之间的斗争要部分 
对拉丁美洲20世纪前半叶史无前例的城市工人阶级进入政治体系 
负责。动员这个集团的结果是巴特雷确保了红党后半个 世纪的 统 
治^两党制的问题的确是，参与会迅速扩大以致将严菫的分裂带进 
体系。社会集团被动员但没有被同化 9 正如戴维*唐纳德在谈到 
19世纪中叶美国的情况时所指出的，“过度的民主”和政府中 
人民参与的增加”，会腐蚀政府的权力和其需要仔细理解和处 
理问题”的 能力® 在20世纪现代化中国家，两党制竞争的结果之 
—就是新的集团迅速参与政治，有时还会导致军事政变，以限制 
参与和恢复团结。 

迅速扩大两党制内固有的政洽参与的趋势，使人们竭力去限 
制这种扩大。例如，在哥伦比亚，两党长期有意识地将有限的竞 
争限制在政治精英成员之间 a 3 0年代时，这一模式 通到要 满足人 
民有关改善经济的需要的挑战。40年代末，各地暴力的扩大和军 
事独裁的出现导致了两党制的废除。独裁者罗哈斯 * 皮尼利亚想 
做民主体系没有做到 的事： 促迸社会改革和使新的集团与政治沐 
系认同。一位观察家写道《罗哈斯“拨快了为群众谋社会福利的 
时针。他给予他们地位和重要感，至少他的政府强调了他们的福 
利……在这个意义上，军人独裁者竟对民主作出了寘正的贲 
献。”②但1958年，罗哈斯被推翻，政党领袖间达到了明确限制 

① 戴维.唐纳德 (David Donald) r 《民主的过度公，就职演 i 屯 牛律 ，克拉沿 

顿出版社。 I 960 年版，第 n 页 a _ ■…如 M 

② 弗农.李*弗卢哈蒂 （Vernon Lee FluKarty) , 《迓 万人的妤泊： 千亊 •扣 
哥伦比亚的社会革 i 193(]— 1956年、 (Dance of the Millions： Military RuU and 
tfie Social Revolution in CtJlorabin, 1930— 匹茲堡大学出苡社】 957 邛 H 

第316—317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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毚争的协议 a 总统职位由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担任，内阁和国会 
席位由两党平分。用另一位专家的话说〈他也使用了同样的修 辞〉， 
1958年，在许多方面，政党领袖似乎又将时针拨回到了 1930年， 
拨到雅與式的 民虫， 拨到 ft 由党左興试图嬴得精英以外集团的支 
持之前的状态。” $_这一协议的结果是投票率的明显下降和新的 
运动以及政治力《的崛起，其中包括一个新的罗哈斯政党，並诉 
诸那些因为没有参与竞争而被投政党忽视的人。 

社维涅有一句屡被引用和展被批评 的话： “社会是向着两党 
制自然运动的 D ” © 但事实上，两党制的“自然性〃大槪不是来 
自社会的性质或其运动，而是来自该政治体系的性质。舆论会 
“环绕着两极”而发，但也可能高度分散，现代化中社会和现代 
社会的社会力量会使多党制比两党制更自然。在高度制度化政治 
体系内发展的集团和社会势力之间的主要两极性，楚权力内或靠 
近权力的人和远离权力的人的两极分‘化。这神“自然”的区分是 
由政治体系划分为执政党和在野党造成的。假若政治体系软弱， 
缺少权威，没有高度制度化，那么这一区别并不大，同时导向两 
党制的动力就小。但在政府强大且具有权威性的政治体系中，出 


个政党都从许多势力中寻获支持，因此它不是单一势力的创造 
物。与多党制不同的是，新的社会力量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並 
不需要建 立一个 新党。与一党制不一样，社会势力的同化未必只 
通过一个政治组织才能发生。因此，两党制有特定的存在逻辑， 
但它是政治逻辑而不是社会逻辑，它既建立在政治稳定的需要之 
上，也建立在大众选择和民主自由的吸引之上。 


第二节绿色崛起：政党制度与农村动员 


— 、政党与城乡费距 

在多数现代化中国家，绝大多数人 a 往往是真正的绝大多数 
人口居住在乡村並以务农力生。同样，在多数现代化中国家，城 
市人口的增长要比农村人口的增长快得多，主要原因是大量人口 
从农村涌入 城市。 农村的绝大多数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增长这两个 
条件，造就了现代化中国家政治的特殊模式》在城市与乡村的政 
治态度和政治行力之间产生了差距 e 城市成了反对政治体系的持 
久大本营。玟府的稳定取决于它从农村动员到的支持。 

现代化中国家的政党和政治体系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动员 
农民提供制度化的框架。政党是现代组织，是城市环境中新成长 
起来的人的创造物。政党领袖往往来自具有上层或中产阶级背景 
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对多数现代化中国家，例如拿 - 
50年代的印度来说^党的工作人员的彔用“大部分在城市中进 
其中大部分选自政府雇员、店员、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中的- + 美他 
人员”《但倘若政党首先要成为群众性组织，然后再成为政府稳 
定的基础，那么它就必须把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 

①这伦 ■ 韦纳 (Myron Weiner) * 印度的政党政洽 & {Party Politics in In- 
di^ , 普体斯顿大乎出奴社 1957 年第 230— 23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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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和政党制度是缩小城乡連距的制度化手段。根据赛多 • 
考推特的说法，一个理想的政党应该是“把农民和城市居民熔合 
在一起的焙炉式的政治组织。它应使前者脱离孤立状态，治疗后 
者对农村的蔑视症，达到民族统一并从中汲取力量》这样，就填 
平了城乡之间的鸿沟，不同阶层的人汇成了一股奔向各种政治目 
标的洪流 9 .” ® 实现这个理想有许多障碍。政党是一种现代组 
织，但要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将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城市党的 
领油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政治上往往都无力到农村去求得支 
持。倘若他们要取得成功，就要大大修正或克服他们的现代价值 
观或目标，采取对农村有号召力的传统立场。由于较传统集团的 
政治觉悟提 高了， 所以党的领袖被迫要在现代价值观和玫治价值 
观之间进行 选择。 政治现代性的来源是城市，政治安定的来源则 
是农村。党的任务是将二者合一。党的制度化和党的领袖适应力 
的一大标准是党的领袖情愿$出必要的让步以获得农村的支持。 
强大的党和稳定的政党制度/是那些符合这一标准的政党和制 
度。在现代化中国家，成功的政党诞生于城市，成熟于农村》 

不同的政党制度类型提供不冏的沟通城乡的桥梁。在一党制 
国家，现代化中的精英试图控制农民，只有当他们接受政治精英 
的现代化中的价值观后，才允许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如果农民既 
不积极參与又不能接受价值的现代化，那么一党制中的政治领袖 
就能够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城市的改革和变革上来"凯末尔就 
是这样做的 o ②本世纪20年代时，苏联领导人在对农村的问题上 
.以不同的手法但却出于相同的目的采取了相对禁止和不干涉的政 
策。但 在某一 点上，甚至在一党制 国家， 对安定的需求需要政治 


①赛多_者雅特 (Seydou Kouyate) , «非洲通讯 s (1963 年 S 月），第16页* 
拉普特_愛胺森引自拉巴隆 S 拉和韦纳编：《非洲政党与国家整合》，第 256-297 
Mo 

® 参见弗雷德里克* W, 弗雷 (Frederick W * Frey) , «政治发展、土耳其的 

权力与沟通》，引自卢西安 W ■派伊 （Lucian \Y ► Pye) 出肢的 < 沟通与政洽发 展》 • 

箄313—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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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面对并解丧农村政治参与问题。苏联人试图按城市那样去改 
造农村，摧毁告统生活方式，通过将集体化和共产党的政治机构 
扩大到农村而强逍农民接受现代价值观。但这一努力的政治和经 
济代价是少数其他国家试图槙仿它 D 相反，在土耳其，农民的同 
化包括打破一党垄断，允许现代化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扩大到现 
代精英之外。结果，土耳其将衣民纳入政治体系要比俄国来得容 
易得多。总之，竞争性政党制度并没有加速现代化，但在同化上 
却比垄断政党制度要容易得多。 

在现代化中国家，城市不仅是不稳定的场所，还是反对政府 
的中心。倘若政府耍享有一点点安定，这 a 需要农村的实质性支 
持》如果一个政府没能得到农村•的支持，就没有安定的可能性 
在现代化中民主政治体系的国家，其结果是城市和乡村的投:票类 
型有很大不同。如果有执政党的话，那么对执政党的支持便来自 
农村；对在野党的支持则來自城市。这个模式在各个大陆屡见不 
鲜。印度国大党力量的主要来源是乡村，左派和右派反对党荏城 
■市是强大的。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对农村有号召力，但在加拉加 
斯得到的支持却很少 e 1958年，在大选中，它获得49%的选票， 
只得到加拉加斯选票的11%。1962年，虽然它控制了国民政府的 
行政和立法分支机构，但 K 在首都市议会的 22 席中贏得1席。在 
1963年大选中，民主行动党在农村获得的选票数排在第一位，但 
在加拉加斯则排第四位。 

在南朝鲜的几届玫权中也有同样的城市反对派模式《印年代 
李承晚的自由党通过公平和卑劣的手段控制了农村》但在野的民 
主党受到丁城市的拥护。1956年，民主党候选人当上了副总统， 
这是城 市选举 的结果 u 1幻8年，民主党在全国:5个大城市中， 

有23人当选为国会议员，而自由党只有5人当选。在汉城，在野 
党获得 16席中的15席，在蜇要的大城市大邱和仁川市，自由党没 
人当选。格雷戈里 * 亨德森相出< “在李承晚政杈末日到来之 
前，尽管有逮捕、威胁、经济施 a 和监视，但城市在反对政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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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形成默契。” 不过60年代的朴正熙政府又重复了这个模式， 
在1963年的总统选举中，朴正熙靠着农村的支持勉强获胜 I 城市 
中大多数人坚决反对他。在汉坫，在野党获得国会14个议席中的 
12个^在朴正熙总统任期的第一个4年中，其政权一直被首都强烈 
的有时是暴力的反財所困扰。 

菲律宾独立后的火选也表明了城市反財政府的同样类型^■执 
政党与在野党获得的农村选票往往是平分秋色，但 在野党 往往获 
得城市选票的75%。由于两党都不能在农村建立强大的支持基 
地，因而反对派在城市选票上就占了上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的20年中，执政党在6次总统选举中失利了4次。@同样, 40年 
代宋土耳其的在野党民主党在城市居优势而在农村居劣势。但它 
于1950年与共和人民党各获得农村选票的一半，结果它将共和人 
民党赶下了台。在后来的选举中，民主党在农村具有广泛的号召 
力，这是其支持的主要来源，同时也保证了其后继党——正义党 
在60年代的执政。相反，失去了农村支持的共和人民党却在城市 
得以重整旗鼓。 

巴基斯坦的投票选举也是这个模式。例如，在 1 SS 1 年的彭加比 
选举中，穆斯林联盟在省议会中刚好获得近75%的议席，但在拉 
哈尔市只获得议席的50%。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阿尤布•汗 
获得总选票的63%,真纳小姐得到36%。在全国16个选区中，阿 
尤布得到了 13个选区的票，真纳小姐得到了吉大港、达卡和卡拉 
奇三个市的选票。一位评论家指出：“事实上，尽管选票表明城 
市一 般都站在真纳小姐一边，但阿尤布对农村的牟牢控制是不容 
置疑的。”®在摩洛哥1963年的大选中，在野党独立党和人民力 


© 亨德森，前引书，第30页 0 

©参 石马丁 * 梅多斯 （Martin Meadows ) , «非#宾政党与 1丼1 年选举》，《大 

西徉事务 s 第 3 S 卷 CL 962 年），第270号。 

©沙里失. 奧穆加伊德 CSharif at - Mujahid ) , «巴基斯坦的首次总统选举， 

(^ Pakistan 1 s 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 ) ^ «亚拘观察:& 竞 5 勘 （1965 年 fi 
月〉，第292页 t 基思.卡拉德> 《 巴基莰坦为，纽约 * 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第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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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全国联盟在城市获全胜，而执政党在农村获胜 a 在萨尔瓦多 
1964年大选中，反对派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为圣萨尔瓦多市 
市长和 H 位国会议员，主要是靠着城市的支持。但执政党国家协 
调党争得32个议席，以悬殊的比例在农村获胜在1966年多米尼 
加大选中，博什以60%的多数在圣多明各获胜，但巴拉格尔在首 
都以外地区赢得62%的选票，登上总统宝座。① 

所有上述选举的例子有两个共同点。第 一 ，在农村与城市的 
投票中有明显的差异；政党和候选人在农村强则在城市弱，反之 
亦然 a 第二，在农村强大的政党往往可以控制国民政府，其政府 
的特点是政治上高度稳定。假如没有政党在农村明显的支持基 
础，那么某种形式的不稳定是在所难免的^在某些例子中，城市 
叛乱可能会推翻以农村为基础的政府，但如杲没有减少或消灭反 
对派的话，在农村■强大的政府 一般都 能抵挡住来自城市的连续不 
断的对抗。即使在政党在城市和农村的势力没有什么明显差别的 
地方，城市的反对情绪也会通过其它方式发泄出来。例如，在黎 
巴嫩中心地区 （贝鲁待〉 的许多地方，人们对选举政治都持轾视 
甚至鄙视的态度。农村地区可能更舄接受选举制度的合法性，如 
杲这个制度更适合于传统组织的话……。似乎农村的老百姓比首 
都的居民吏完全地介入了政洽体系，因为首都人的政治潜力太 
多，且形形色色和暧昧不清^ © 

在其他一些选举过程並不具有很大意义的国家中，农村支持 
和城市反对之间的对照虽没有在选举模式中表现出来，但它却是 
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 B 伊朗的状況长期 如此， 反对政权的中心是 
德黑兰，政权的继续存在是由农村的默认决定的。甚至在南越， 

吴廷谈在1961年的总统连任选举中，仅得到西贡选票的 4 S %， 尽 


① 《纽约时报》, 1965年10月25日，第17页 I 1966年11月21日，第12贾。我感谢 
阿伯拉罕 ，洛 溫撒尔 (Abraham Lowenthal ) 先生提供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数字。 

② 迈克尔 * C . _德森 （Michael C . Hudson ) , * 不安定的共和国：黎巴瞰的 
政治现代化》,迅约，拾贝出版社1968年版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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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在 农村获得了绝火部分选票。阿赫默德•本贝拉 (Ahmed 
Ben Bella ) 总统于1965年6月发 问道： “嘟一位非洲总统在首 
都拥有大多数人的支持？”①几星期后发生的-寧件表明他不在他 
们之列。 

城乡差距可由革命者或军事精英来缩小，因为他们有意识地 
诉诸并组织农民。通过民族主义政党反対殖民銃治的斗争或通过 
两个或更多政党为争取农民而进行的竞争，也可产生农村大众的 
同化》 

二、通过民族主义4争进行的乡村动员 

在民族主又模式中，刺激乡村动员的动机是民族主义运动的 
知识分子领导人，在反对殖民政权的斗争中他们试图争取乡村大 
众的支持。这样的例子是很少的，因为只有少数民族主义者能够 
或需要争取乡村支持去实现他们的目标。在其它锎子中，如中国 
和越南，共产党利用了民族主义者的局限性和优柔寡断，並以民 
族主乂和革命的名义将农民招募到它们的旗 帜下- 两个突出的乡 
村动员的例子发生在印度和矣尼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时期* 

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在英国受过教育、完全西化的来自传统上层的知识分子领导人 
的相对小的小圈子扩大到有广大中产阶级和小市民支持的较广泛 
的运动。这一变化的主要领导人当然是甘地，他将民族主义要求 
用传统的语言重新定义为大众的要求。用鲁道夫的话说，“大众 
民族主义是甘地的创造。他改变了20年代前的温和的有选择的民 
族主义，扩大了其基础，改变了其意识形态的内容。”甘地前的 
民族主义者是“新的教育制度的产物，他们是身着西装、会讲英 
语的中上层^其中大部分人采自上层和一些新的行业。”他们的 
价值观也就是 “ 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们的 w 号召对 

①本瓜拉：《会成力箏三世界领导人吗拉塞尔 * 沃伦 * 聚 （RusseH Warren 
Howe ) 引自《新共和国》第152期 （1965 年 6 M 19 日），第11贾；伯纳德 B +福尔，<越 
南的十二次遇举》《新共和国》第154期 U 966 年5月14日）第14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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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城芾而不是农村 ， 是受过教宵的人而不是文盲 。 他们忽视了 
农村，农村也忽视了他 们”。 1920年以后，甘地的领导层大大改 
变了这一模式。旧的西方式的领导“被来自传统文化较深、常常 
来自较低阶层或行业以及来自诚市或乡村背景的领导人所代替。” 
这些人“受西方的数育有限或没有受过西方教育”，他们尊重旧 
的方式，並以怀疑的眼光看持现代性的号召力……。甘地的号召 
力、语言、方式和方法给民族主义输入了新的靖神，一种可以与 
那些仍然浸润在传统文化中的人 士对话 的精神。”印度的民族主 
义变成了 “大众的传銃色彩的运动。”① ' 

突尼斯也有类似的 情景。 从自由到大众民族主义的转变在第 
-一个主要的民族主又组织框架内不能自我适应。相反， 30 年代初 
期，德斯 托党被 新德斯托党所取代，同甘地一样，该党在 突尼斯 
也具有很强的大众号 召力。 新德斯托党的绝造者广泛联系 群众并 
将他们组织起来。同印度一样，领导的新资源被发掘出来，与旧 
德斯托党不同，新德斯托党从小城市和乡村中招收其工作人员和 
支持者。《虽然某些突尼斯世家子弟参加了新德斯托党，但其大 
部分领导人都是平民，其突击卩入是国家农民和突尼斯平民。”② 
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独立前没有将农民起义聚拢到民族 
主义的旗帜下的情形中，独立后掌权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来自 
上层的城市运动 3 —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会将受过教育的城市政治 
精英与内地的传统领袖及他们统治的传统群众分开。在某些方 
面，独立后的统治者与大部分居民疏远，这同他们 以前的 帝国主 
义精芙 没什么 两样。一旦外国帝国主义政权撤 出， 国家就算是独 
立了。 但实际上，国家并没有独立，只是社会中的一些人独立 


(0 劳埃禋 * r - 和苏珊郑 . 拉油 • fl ■道夫 ( S^nne Hoeh^r RMolph )， 《论不 
发这同家的政治稳定：印度之例》，《公北政苡》第^期0959年）， ^155— 157 

② 克萊门待 . 亨利 * 穆尔 (Clemetit E-Ienry Moore) , k 新徳斯托时代 6 栽吉 
尔靳 ■ 米卡乌赞 (Charles Mic^d) W 突圮莰 : 现代化护政治》 (Tunbka ； The Pq^ 
litics of Modc^niKatjon) 纽贫 t 砂雷格出版社 1964 年版 f 第 81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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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独立对社会的不同集 闭有着 不冏的影响，就政治动员的过程 
而言，独立得越早，独立产生的不苘影响就越大》为了防止这种 
W 况出现，杳国主义政府在殖民统治时期刻衆设计了一些政策， 
以减少那些独立时可能接掌帝国主义政权的集团的势力。卢格德 
有一句不朽的名 W : «英国殖民政策的一个基本原 则是， 大 tt 的 
本国居民的利益不应受少数欧洲人或一小撮受过教 W 的欧化的本 
国人的意志所左右，后者与他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可言，他们之 
间的利益更是相去甚远。” £ 然而，当独立来临时，它却是“一 
小撮受过教宵的欧化的本国人”的独立。民族主义和主权的花言 
巧语掩盖不了政权从外来外国寡头手中转到外来本国寡头手中的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精英无法长久 掌权。 他们 
一旦占据权威位置，便不再有动员更多大众支持从事新的目标的 
动机。他们能够掌权，但也易丢权。他们在玫治体系中掌握的小 
小权力意味着它容易被另外一些集团搜取，这些集团能够掌握更 
无情的更有说服力的权力或能够扩大体系的权力、动员新的集团 
进入政治体系如果独立后举行大选，政治体系内西化的民族主 
义精英就会被更大众化和更传统的领袖所击败6如果不举行选 
举，这些精英就会被军人推翻。那些在独立前没有动员大众支持 
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在独立后不能长久统治，除非他们联合一个 
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否则他们会被义愤的军官或被义愤的公民 
所推翻 =■ 

基础狭窄的民族主 X 政权的衰败是非洲独_后政治的普遍特 
征。通过对摩洛哥和突尼斯以及对巴基斯坦和度的比较，我们 
就可以看出独立前对大量农民的动员对以后政治安定的意义》与 
突尼 斯不同 的是，摩洛哥的主要民族主又玫党独立党从未建立起 
新德斯托党在突尼斯所建立的领导 地位。 部分原因是由于在法国 

①洛德 . 卢 格德 （Lord Lugard) , 戟于阿伯内西 （ Abemeth.v 〕 ：《发展中国家 
的政洽与教 y 筇 16 郎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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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洽下，摩洛哥国主比突尼斯国王更有权威性，并在独立运动中 
扮演了主要角色。但1943年由城市知识分子组建的独立党与新徳 
斯托党相比，从来扩大群众基础也是原因之一。在突尼斯，工会 
与新德斯托党密切联系在一起，二者的大部分领导人互相重迭兼 
任 9 在摩洛哥，工会及领导人与独立党保持较远距离，最后与该 
党左翼结盟，后者于1959年与独立党分离，另组成 j 人民力量 
全国联盟》更有意义的是，在新德斯托党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动员 
部落人参加斗争的同时，独立党的力置却仍集中在城市。结果， 
独立后它遇到了挑战 t 首先是来自致力于代表农村和柏柏尔部落 
人利益的新政党一 ■人 民运动党的挑战，其次是国王的挑战，国 
王最强大的支持者在农村。在1963年的选举中，独立党和人民力 
量联盟在城市获全胜，但君主政体的政治工具一宪政保护阼线 
凭借着它对农村的号召力在大选中获得了超过半数的 选票。 

在巴基斯坦，同国大党一样，穆斯林联盟在独立时已是一个 
老资格的组织。它创建于1906年，但在大部分时间中它只是一个 
压力集团。本世纪30年代中期，它巳“行将就木”了 * 而且与国 
大党相比，它是“一个防守性组织，其成员是某些富裕的大地主 
和少数想谋取更多政府职位的不满的知识分子，①国大党在20年 
代对大众情绪的动员对联盟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真纳本人反对 
大众政治参与，但他保证了在1937——1938年对联盟的控制，桩 
迫发展群众组织以便和国大党抗衡。并支持1940年通过的建立独 
立的伊斯兰国家的目标。一个组织对大众舆论的动员产生了对另 
—个竞争组织的抵销动员作用。但对穆斯林联盟的最大支持来自 
回敉徒少的跑区。其中许多地区于 I 94 ?年划归印度。因而 • 穆斯 
林联盟的领导人成了新国家的领导人，但这个新国家却将他们与 
他们的那些最积极和最优秀的有组织的支持者分离开来。 

巴基斯坦独立以后，联盟失去了其支持者和目标。同时也失 

① 卡拉德 CCallard ) , 基斯坦 h 第況页* 



去了《大众特点”，并被西巴基衔坦地主所控制渐渐地，“政 
党变成了一系列小派系，这些小洩系有权或争权，其群众基础也 
曰渐枯竭。在许多国家，政党被组织 fe 来促进其成员的理想和利 
益，然而，巴基斯坦的政治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争斗，每个领导人 
都得到一派追随者的支持> ”①在某种意义上，巴£斯坦的独立 
来得过于容易。由于独立前没有对其来来的公民进行大规模的大 
众动员，独立后其最初的政治领导就更没有这样做的动机了。他 
们有放地否决了可以迫使他们与权力的大众来源接触的全国大 
选，结果，他们首先被文人官僚然后被军事官僚轻 而昜举 地取而 
代之，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在一位鄱视政党政治的军事领袖的领 
导下，举行了竞选，结果是农村的政治结构得到发展，乡村投票 
者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 


三、政党竞争与乡村动员：民主的保守怯 


竞争性政党制度为乡村集团进入政治体系提供了渠道 B 这些 
渠道的性质取决于政党制度的性质，即看它是一党居比制、两党 
制还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吸收新集团的能力依赖于原宋居优势的 
集团（不管是保守的、民族主义的还是军人的）在失去权力时的 
默认程度。对乡村集团的吸收经常需要政党调整经济政策以满足 
农村需要，并许诺在农村进行土改和公共投资 e 在这个意义上， 
政党通过提出经济改革纲领而争取农村选民。但农村集团的希望 
与要求通常来讲是具体的和适度的 * 假如这些要求能眵被合情合 
理炖满足，乡村大众就会重新扮演其通常的保守角色。另外，不 
论农村'对政治体系的经济要求的性质如何，乡村大众的社会和文 
化价直观往祛仍然是高度传统的。因此，在许多殖民地或摆脱殖民 
统治后的社会，政党制度动员乡村■大多数人参与政治对政治产生 


( D 卡拉德 • 《政洽力 S » (Political Forc ««) ,第 2 J — 24页《 塔克.阿赫马 

德 （Mushtaq Ahmad ) , * E 基斯坦政符与政治 》 (GoTernment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 ), 第2版> 卡拉奇， E 基斯坦出阪社，1963年販 t 第136, 142—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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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髙度传统化或保守化的影响。 

传统化的趋势在许多摆脱外国人统治而获得独立的社会得到 
加强。这种趋势在民主国家似乎比在独裁国家更强大。苜先，它 
是由于普选权扩大到大量农村居民的缘故。在早期走向现代化的 
国家，政治权力的扩大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第 
—个阶段（对城市中产阶级选举权的保证）爲有激进的和现代化 
的后果。后来将普选权扩大到农村的作法，常常会给政治平衡带 
来保守的抗衡力置。 

184 S 年，德国自由派人士赞成有财产限制的选举制度，保守 
派则强调男性公民普选权。在英国，迪斯雷利也看到并利用保守派 
的帮助 扩大普选权。间样，在20世纪中叶,“对于拉丁美洲中产 
阶级中较进步的人士来说，要掌握农村投票也是较困难的 。 ”① 
在乡村大众可以投票的 E 西，“普选权主要的社会功能是保持现 
行权力结构。在传统模式之内，普选权増加了表现和强化封逮忠 
诚的机会。同时，它也加强了地主的政治地位并使其合法化，③ 
1931年后，靳里丝卡推行普选权也有类似效果。“事实上，工 
人把半封建的依附成分带入雇佣劳动角色之中。作为租用土地、 
借用或租用耕牛、或家庭危机时的紧急救济、或去看医生或箏师 
的一张便条的交换，农民投其一票在50年代的东土耳其，有 
报道说，“在一些仍然落后的地区，居民几乎都是目不识丁而乂 
极端迷信的人，因为只要当地地主说上一句话，全村就会投执政 
党的票。®仍然保持高度传统的社会中的乡村大众得到了普选 

① 问 塞. 农 Null ) , 《拉 丁美洲 现象： 中产 阶级军事玫变》 ,第 79 1 

② 埃? R 利奧 * 威谏斯 (Fmilio Willems ) ,《巴西 )> ，载于呵诺德罗斯 （ Ar - 
flold M - Rose ) 的《土达社会的制度 a (The Institutions of Advanced Societies ),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053 年販，第 SS 2 页。 

③ W * 芘华德.赖金斯 （ W.Howard Wriggins ) , 《斯里 兰, ： 新国家的 

(《 Oylon : Dilemmas of a New Nations ), 笫 107 — 103 页 j « 吋代> 伧敦， 
i 960 年12月12日*引自乔治甲 E . 柯克 (George E * Kirk ) , «精迭的巾东多 
宗的政洽问题 & 伊拉克、叙利亚、伊玥、土邛其、塞浦路 (Politjcal Problems 
of Selected poly-ethnic Countries in tb,e Middle East , Iraq ，[ ran r Tur ¬ 
key , Cyprus ) 来发表的论文，国际政洽学会第五次世界大会,巴黎，1961年，第13 

页。 


• 428 • 



权 I 加强了传统锆英的权威并使其合法化。 

现代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蔓延到农村之后，农村的投票仍然 
具有保守 效果。 传统集团之间的竞争常常会促进这些集团的现代 
化，例如在尼3利亚，伊博和约鲁巴两个族的领袖在扩大人民教 
育力 m 互相竞争^相反，现代都市集团由于要谋取 传锛乡 村大众 
的支持，它们之间的竞争则促进了这些集团的传统化。在 1921 年 
后的翊甸，“总的模式是，每当遇到政策选择问題时，现代主义 
莕首先就会发生内讧，然后就去寻求较传统分子的支持，后者及 
时地坐收渔翁之利。”印度也是这样，“都市地区是政党产生其 
对农村影响的中心，所以当一个城市精英试图削弱或破坏另一十 
城市 W 英的政治权力时，他们就去动员和指导农民抗议^ ”《为 
了囊响农村，都市精英必须重新提出弁修改其在城布有效的现代 
号召力。传统®团之间和现集团之间的竞争皆有助于缩小现代 
精英和传统群众之间的距离。在前一种竞争情況下，群众至少接 
受精英的某些现代目标》在巵一种竞争情况下，精英至少接受群 
众的某些传统价值 B 

摆脱殖民统治后的国家的选举竞争似乎使政治领袖将注意力 
从城市投票者转向乡村投禁者*使政治号召力和政府政策不那么 
现代性而较传统性 I 以受教育不多的地方和省领导人代替受过高 
等教育的具有宏观政治观点的政治领导人》以国民政府为代价提 
高迪方和省政府的 权力。 这些趋势促进了政治安定 * 但同时也阻 
碍了不是以满足农村利益为目标的现代化改革。总之，改革的先 
决条件是权力集中于一个现代化精英 手中。 民主的效果是将权力 
分散在铃多较传统的精英手中《通过增加农村集团的权力，民主 
制与其说容易促进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政策，例不如说容易促进乡 
村和农业发展的政策。 

在两党制中，这些趋势住往表现为“乡村化”选举，即一个 

①韦納，前引书，第11 一 12页 I 该伊， * 政聆、个往与国家 建设* ( Politics ; 
Par 如 uaiity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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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村力基础的政党将一个以域市为基础的政党赶下台。在多党 
制中，动员乡村投票者进入政治体系相当困难，因为会有一个或 
更多的政党为争取农民的支持而竞争。但这些政党往往缺少其他 
社会集团的支持，并遭到以其他集团为基础的政党的反对> 由于 
动员农民参与政治活动是相当困难的事，因此它们不能成为多数 
党。所以，将乡村群众吸收进政治中（假如确有其事的话）是件 
分散的断断续锲的工作。在多党制到处可见的拉丁美洲 r Her 年 
以前唯一在多党制框架内成功地动员了乡村的例子是委内瑞拉。 
在这个国家中，意识形态、有力的领导1反对戈麦斯和儎雷斯 • 
希门内斯独裁的半革命性斗争，为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与 
民主行动党联合在一起的农民协会提洪了条件。可以想象，智利 
和秘鲁也会有类似事情发生。但多党制存在着两个困难。第一， 
它为政治体系内的每个亚巳确立的力置提供动员农民的动机是不 
够的，第二，一旦进行动员，它所积累的政洽和社会分裂 太多， 
从而阻止了将农民政治运动吸收进政洽体系* 

在一党居优制中，民主制产生的分散和乡村化效果同样彩响 
政党的权力分配。但它在一党居优制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的变 
化中表现得更突出。例如，印度 50 年代经历了国大党内 “ 政斿” 
派和“组织”派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里织”派经常象 
“皮对党那样行动”。其成员批评政府，在报释上发泄不满，试 
图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在政党委员会和政党领袖的选举中激烈 
地竞争。①在这场斗争中，组织派最终取得了胜利，来自地方和 
卅国大党机构并对地方、公社和乡村要求负责》而不是对国家要 
求负责的新的领导人集 S 占据了政府和党的高级职位。 

印度在选举上的竞争加速了民族主 义者、 世界主义者1受过 


①马库斯 • F . 弗兰达 (Marcus F * Franda) , 《印度国大党的组织发展太 
西洋 事务》 第35期 （1962 年秋季），第 2 S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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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育的领导人被较具地方性的、未受过高深教育的地方领导 
人所取代的趋势。在1962年的大选中，“各地选民事实上关心的 
是选出能够在选民与复杂和行动缓慢的政府机抅之间进行斡旋的 
地方人士，而不是那些对公共政策问题侃侃而谈的全国知名人 
士。”①国大党内部的普遍变化或许可以1965年党的高级领导人 
的变化来说明 D 尼赫鲁在哈罗和剑桥受过教育，他既是印度人又 
可说是英国人。相反，夏斯特里就任总理之前，从未出过国。他 
的早逝和另一位尼赫鲁家族成员接任之日，正是地方政治力量强 
大加速国大党垮台之时。 

民主政治的动力同样使农村领袖渐渐占了 上风。 印度1947年 
临时国会的成 员中， 有15%的成员来自农村> 1962年的国会中， 
有40%的议员来自农村。国大党卅一级的领导也有类似变化 a 例 
如，在马德拉斯，“州务大臣的职位从 C •拉加戈巴拉査里转移 
到 k •坎拉齐手中，前者是一位婆罗 n 律师，后者是一位受正规 
教育不多的农民 9 前者懂英文、梵文和地方语言，酋任第 一任印 
度总督和国大党领袖 a 后者是一位机敏的地方政治 领袖，仅会讲 
泰米尔语,坎拉齐绝不是一位知识分子，但被誉为“平民之友”。 
这 可以同 美国历史上杰克逊米敗亚当斯总统相比。” © 同样， ® 
伦•韦纳发现，国大党在乡下“吸收的党员巳从城市中心 转向小 
城镇和大 乡村， 受过髙等教宵的上层阶级的优势也普遍下降 * 随 
之而来的是农民、受过不同水平教育的干部和 中产阶 级的增 
多 。 B ® 伴随这种变化而来的是权力从党的中央领导层转移至州 
务大臣和州级党组织手中。 

印度和斯里兰卡50年代的选举和民主产生的结果是 ： “强化 
而不是损坏了传统领导人的权力 ， w ,并因此“产生了代议制度 


@迈伦.韦纳，《印度第三次大选》，栽《亚洲观察*第2期 （1962 年 S 月） • 
© G * 罗森， * 印度民主和经济变 化*, 加州大学出版社 W 66 年販第72—74页。 

③ M •苇纳，《国大党精英 s ,伯拉明顿，印地安薄大学政府系，1966年，第14—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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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价值观和有计划的经济社会变迁之间的严重冲突。”巴基 
斯坦50年代没有进行选举，因而得以避免这种冲突。©但60年代 
巴基斯坦基本民主化的努力也导致了同样的问题，一位巴基斯坦 
高级官员说《 «指导这个发展规划的人恰恰代表着那些如果发展 
规划成功会丧失其地位、特权和权力的势力和阶级，这是社会发 
展内在矛盾中的一个矛盾。今天，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于西化精 
英、尤其是政府官员手中。社会的民主化必定要减少这种权 
力。，，② 

E , 两党竞争与乡村化选輋 

南亚 三个崮 家洽好说明可能存在民族主义运动和乡村 政治动 
员之间的三种不同关系 8 在印度，民族主义精英在独立前就窳得 
了广大乡村的支持，因而在独立后能够扩大和加强这一支持 。结 
果，精英们得以掌权20年之久。在巴基斯坦，民族主义精英在独 
立前没有动员起乡村大众的支持，独立后，也就不敢接受选桩 
的考验。结果，他们轻而易举地被前帝国主义国家雇佣的官僚所 
取代。在斯里兰卡，民族主义精英也只有较狭窄的基础，在独立 
前不能动员起大众支持。但在19卯年的被称之为“乡村化选举” 
原型的选举中，他们受到民众的考验，并被拉下台。这是现代化 
中国家两党制适应乡村大众动员的典型手段。 

1956年的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于 194 S 年在塞纳纳雅克以及只 
创建一年的统一民族党的领导下获得独立。统一民族党吸收了早 
于1919年成立的斯里兰卡国大党的许多党员》虽然后者在农村和 
都市化地区的下层阶级中缺少组织基础， （ 而印度国大党在这方 
面是很发达的），但具有同样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上层阶级的 
领导。③斯里兰卡的独立基本上可说是印度人筘英国人送的礼 


( DW . 威尔科克斯，1963年11月13日，第1页。 

② M ■ 扎曼， 彡村国际开 发署， 弓 I 自 A ■ K * M . 穆萨的《巴基斯坦的基本 K 主制 
-分折硏究 * ,未 发表的 论文，哈彿太学、 国 际事务中心，1965年，笫26贞 0 

③ 里 金斯， 前引书 ，第106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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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印度人强迫英国人让印度独立，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没有 
什么选择，也 K 好让斯里兰卡独立。斯里兰卡的大部分人没有参 
加过争取独立的斗争。“斯里兰卡没有群众性自由运动，即使在 
高层领导人中自我栖牲的情形也不多见，因而实际上没有英雄和 
烈士。”① 

独立之后，一小撮出身中上层阶级、完全英化的城市精英控 
制了新政府，他们的政治工具就是统一民族党。正如一位观察家 
指出的，其成员“除了肤色以外，与以前的殖民统治者几乎没有 
区别。” ©尽 管斯里兰卡有70%的人在农村，但这一集团绝大多 
数是城市人。他们大部分是基督徒，而斯里兰卡有91%的人是非 
基督徒》64%的入是佛教徒。他们的主要语言是英语■，而全国 
92%的人对英语一窍不逋 8 簡言之，他们来自并代表了不足10% 
的人这种情况对于号召大多数的乡下人、佛教徒，僧伽罗人 
选民是很困难的^ 1951年，统一民族党政治领导人之一的 S •班 
达拉柰克脱党，组成了自己的反对党——斯里兰卡自由党以角逐 
1956年大选。大选之前 》■ .大家普遍认为统一民族党会轻而易举跑 
再次获胜。斯里兰卡自由党《在没有获胜希望的情况下参加了竞 
选 a 金钱、组织、大部分有名望的家族都在统—民族党一边》”③ 
但选举结果却是自由党获全胜，其选举盟友虽然只得到总选票的 
—部分，但却得到议会95席中的51席。统一民族党的议席减至 8 
席，其10个内阁部长中有 8 位失去了部长职位。囯会的构成发生 
了根本性改变。 

在这次选举中，农村中下层阶级和下层僧伽罗人“突然发现 
了自己的政治力量，粉碎了先前被少数富有而西化的精英所垄断 


① D . K ■ 兰内卡 CRaagnakar ) , c 斯里兰卡民族主叉革命》_载《太平汴事 
务》第33期 （1960 年12月）第363页；里金斯，第 Si 页 

② 兰卡内，前引书，箄 3 D 3_364 页。马歌尔，辛格， 《病 3头脚的精英》 <Tbe 
Emerging Elite ) ,剑桥，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出饭社1%4扠， ^>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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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权 o ” © 在斯里兰卡自由党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充斥着象征 
着民粹主义和传统的复兴现象* “大批身着黄色袈裟的和尚（佛 
教徒）列队#加典礼》传统的击鼓声代替了小嗽叭的奏鸣》在典 
礼结束时，成群友善的、好奇的、身穿沙笼的人走上国会的台 
阶，从正要离去的贵宾身边走过，迸入国会大庁。他们一边说： 

”这是我们的政府”，一边观看大厅，并试坐他们刚刚选出的议 
员的座位。”②一位记者记载了 127年以前在美国发生的类似事 
件，当时也有许多农民涌进政府机关，他写到：《这是人民感到 
骄傲的一天，杰斐逊总銃是他们自己的总统。”®这个比较是恰 
当的，虽然班达拉奈克1956年的革命要比1829年的杰斐逊革命更 
彻底。正如里金斯指出的，60年代中期以前在南亚国家的所有选 
举中，“唯有这次导致政权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 
中。这种权力转移是在无流血、无许多腐化或无以暴力威胁选民 
的情 况下完成的。它不是用选举来证实政变，而是无数选民累积 
的选择所引起的真正的领导权的变化。” ® 

斯里兰卡自由党的胜利是建立在大部分斯里竺卡居民的农村 
利益、佛教信仰和僧伽罗人的成见之上时他们攻击统一民族党 
是西化的、信仰基督的 a 和尚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宣称投执 
政党一窠就是投票反对佛祖。在倡导僧伽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 
同时，斯里兰卡自由党 贏得了 中下阶层和“小知识分子” （他们 
怨恨上层人士懂英语> 以及怨恨讲泰米尔语的少数民族（约占人 
口的20%)的绝大多数人，因为这些泰米尔人占居了大部分政府 
职位 a 语言与宗教问題与其它问题交错在一起，给选举联盟的形 

©R - N - 卡尼，《斯里兰卡新的政治危机》 • * 亚洲现察》_第12期<1962年6 
月），第19页；里佥斯，第32 7 页 0 

«人民的 政箝； 斯里兰卡的社耷和政治趋势》 ► «今6世界》,第 W 

朗（19%年7月），第281页 p 

②阿莫斯，肯德尔，引自 A . M •小施莱辛格的《态裴逊时代 a • 狡士顿*小布朗出 
扳社1948年版，第6页， 

©里 全斯，討引书，第326_327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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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城市政治领导人、乡 村中产阶级和农民提 
供了在抵御西方价值观入侵的共同事业中采取一致行动的途径 D 
因为在1956年统一民族党已开始被看作是西方价值观的化身 
在以后的几年中，斯里兰卡自由党正式通过僧伽罗语为官方 
语言，并推行了其他旨在加固其与农村联系的计划。两个严重的 
后果是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 1 S 58 年的种族冲突，1959年又发生班 
达拉奈克被僧伽罗极端分子暗杀的事件。1960年3月大选产生了 
政治对峙，但7月的第二次选举使斯里兰卡自由党再次获胜。其 
支持者仍然来自乡村地区，在这些地区它获得了三分之 二的选 
票。 相反，在 I 960 年第一次选举中，城市中的 1 S 个 议席它 一个也 
沒; 得到， 第二次也仅得到4席。该党一位高级领导人曾在议会中 
恰如其份地说明了该党的态度，他说 “党巳 树立了 一个标 准，— 

个十分简单的标准， 我们永 远站在本国农民的利益—边 . 本国 

的一般老百姓，本国的农民尽可以放心，我们永远不会 背弃他 
们。”② 

但斯里兰卡自由党的政策也得 罪了其 他精英集团，以致1如 2 
年元月发生了一次流产军人政变。这实际上是原先西化的上层楮 
英分子妄图卷土重来的尝试 。•几 乎所有渉嫌者都是基詧徒，其中 
大多数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多数出身富浴显赫的齿家*在最有 
声望的学校受过教育，代表了自由党的平均主义所要铲除的特权 
阶层”》 ©政 变反映了攻村■大众进入政治体系之后产生的紧张情 
况。统一民族党与代表泰米尔少数民族的联邦党合作在 W 65 年大 
选中的胜利同样说明，能够充分适应吸收乡村大众的政治体系 * 
也同样能够适应巳成力反对党的城市精英在新环境下的卷土重 
来。 统一民族党要确保政权，只有改变其号召对象，这样才能与 
自由党竞争* —' 方面，农村■大众巳进入政治体系，另一方面，他 


©里金断，前引书，第挪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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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参与政洽同样引起了体系内风格、语言和政策以及领导的变化。 
一 个竞争的政党制度可成功地用和平或不那么和平的手段应付政 
治参与范围和政治权力分配的根本变化。 

1950年及其后来的土耳其。50年代在斯里兰卡发生的转变几 
乎同时也在土.耳其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方压力和环 
境使伊诺努政府允许共和人民党的1些主要政治家脱党，组成反 
对党。这些辄导 A 在根本上与共和人民党的领导人没有什么分 
岐，但他们似乎更自由开放一些，偏向私人企业、与30年代初战 
争期间发展起来的土耳其商人阶层眹合在一起。在共和人民党长 
期统治最初的两个时期内，即1924年和1930年，反对党曾在短时 
间内获得过进行活动的权利 I 无疑共和人民党领导人认为，这种 
由玫客组成的反对娘在党外要比在党内的威胁小》无论如何，他 
们组成了民主党并参加了 1946年的选举角逐，贏得了国会 I 5 %的 
议席。此后的4年间，先是民主党，后是共和人民党为动员和争 
取城市和农村的选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1950年的选举中•共 
和人民党希望莸得绝对多数票，但却彻底失败。民主党获53%的 
选票和408个议席，共和人民党获扣％的选票，仅得 6 S 个议席。 

民主聳的胜利部分原因是由于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另—部 
分原因是由于它在乡村与共和人民党平分秋色。但这项选举标志 
着农村选民在土耳其政治中成为主要投票集团的第一步。以后数 
年，民主党政府在门德雷斯领导下，努力与农民打成一片。在经 
济方面 t 它修筑乡间公路、添置农业设备、种田补貼和贷款。同 
样，在文化方面，它放松了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推行的严格的世俗 
主义，学校开设宗教课程，政府还筹集资金兴建清真寺。正如一 
位学者斫评论的，门德雷斯“是第一位把农村利益置于城布利益 
之上的、满足农民物质需求的1给予农民以基本的公民意识的国 
家统治者。”①因而在50年代，农民给予民主党的支持上升 *_ 同 

(DD - A . 拉斯 K , 《土耳其 民主制 的蓽二 次尝试*， 《 耶鲁评 论》 第 52 期， 

年頁 季）， 第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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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下降。在1954年大选中，民主党人获得 
的选票增至56,6%。门德雷斯自负地说 * “只要农民跟我们走， 

伊斯坦布尔的书生们怎么想有什么关系？ ① 

在1957年大选中，投票总数降低，民主党得票也不够理想。 
门德雷斯政府转而使用越来越多的专制统治方法 f 城市中产阶级 
的舆论越来越反対该政权 I I 960 年5月，它被军人赶下了台。 

由于格赛尔将军与其同僚想恢复文人统治，所以这次政变带 
来的政治危411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9 但在1961年的文选中， 
旧的投票模式又出现了。尽管各种因素都很有利于共和人民党， 
但它仅得到37%的选票，而新组建的正义党却得到35%的选票， 

该党继承了被宣布为非法的民主党的大部分文持。 4年之后，正 
义党大获全胜，获56%的选票、57%的国会议席。其文持者来自 
各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韦克认为，土耳其的经验充分说 
明了 K 同时进行快速改革和自由多党制政府的困难》士耳其领导 
人经常宣称的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人民将会体谅时世艰难、作出 
自我牺牲的情形从未在土耳其得到过证实》事实是人民有自由选 
择的机会，但从未选出进行快速改革的代表。我们有充分浬由相 
信，这神事在今天也不大可能发生。”② 

选举竞争不仅导致诉诸农民利益集团，而且还导致髙度集权 
的政治体系分权。1947年，力了应付民主党的挑战，共和人民党 
放松了对候选人提名的控制，其邝％的国会议员候选人由地方党 
组织提名。因此，弗雷说 * «在党内，中 臾控制和纪律明显松 

驰。地方势力强大起来，损伤了党执行政治任务的能力，诸如对 
党组织本身的研究工作。 …… 在中央失势的那些执插的党的领导 


® A . n 徳 s 斯，引自欧文‘罗斯的*綱塔图克到格赛尔 * ，《新领抽 * 第《期’ 
(1%畔 12月5日>，第 i 7 M 0 

② W . F * 韦克，《土耳其 I 960— 1961年的革命：军人政洽面面观布番金斯学 
m 1963第 S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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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颐中央的反对去迎合地方利益， 以图东 山再起。” ® 同印度 
和斯里兰卡一样，土耳其主要政治参与者的身份同样趋向于从全 
国性的、西化的，“倾向于走监护式国家发展道路的”官僚精英 
转向“以地方利益和政治利益”为取向的地方精英这种变化 
在40年代末期从一党制转为竞争性政党制度的过渡时期最力明 
显。在国会中 ; ，农民、律师，商人取代了军宫和文官，同样，地方派 
强大起来：在一党统治全盛时期，约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出生于 
他们所代表的选区》在两党竞争10之后，三分之二的议员属于此 
类。 ©政 党竞争不仅带来大众政治参与，而且还促使政治领袖向 
群众靠近。 

斯里兰卡和土耳其在这方面提供了典范，即两党竞争和乡村 
化选举有利于将无数的农村集团吸收进政治之中 a 还可以从其它 
九个国家中举出类似的例子。 

1960年的缅甸。独立以后，緬甸由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控 
制， 它在 1951— 1952年和1956年的大选中皆获全胜。在第一次大 
选时，反对党十分软弱、十分分散 t 在第二次大选时，反对党巳 
较强大,并组成左倾的民族统一阵线。 I 958 年，民族统一阵线分 
裂成两派，政局不稳和暴动四起导致吴努总理于当年10月将政权 
交给奈温将军及其军队》出乎众人之料，军政权只掌权 1 S 个月， 

于1960年春季的大选中将政府交还给文人掌管。角逐送次大选的 
两个主要政党是吴努领导的“纯净”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和由 
另外两个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政客领导的“稳定”反法西斯人 
民自由联盟。当1958年该党分裂时，纯净派巳控制了全缅农民组 
织，稳定派也开始控劁劳工和妇女集团》 


①弗里，收入®伊的《沟逋与 改治发 展》,第325页 ： K • H • 卡_ 特， 耳其 
政 fe 询多党制过渡 * ,普林斯顿大学出肢社 WS 9 年，箄307—308页„ 

© F . 双 . 弗里，引自 R .D . 罗 冥逊的必土耳其第 一共和国*,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3年版，第144■页 

® F . W _ 弗里，《土耳其政洽精英》,第7章，第396—397页* 







i 960 年的选举显然是传统 主义 与改革、的针 _ 相对。奈温的荦 
政府曾完成许多迫切需要的改革，改进了公共机构的效率，恢复 
了法洽与秩序 a 但其雷厉风行的作法曾得罪了缅甸社会中的许多 
人, 军方显然乐 S 稳定派获胜，因而吴努尽量将军方与其选举对 
手扯在一起。政治力量排列的形式与土耳其1961年大选时十分相 
拟。对缅甸人来说，“原先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尽管贪污腐 
化、庸碌无能，但比要求人们作出牺牲的军人改革政府来说，要 
好 —点。 # ① 

与吴努反对令人不快的改革需求一样，他认同于佛教和传统 
价值观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有意识地明显地采取一种非西方的 
生活和行为方式，吴努与其他许多湎旬政治领导人大不相同。竞 
迭活动一开始，他就明确主张将佛教定为国教。与1邪 6 年的斯里 
兰卡一样，僧侣在竞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大多數僧侣支持吴 
努，成为他在缅甸城乡最有力的宣传家。”②结果，吴努及其纯 
净派嬴得压倒性胜利，赢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三分之二的议 
席。与其他乡村化选举不同的是，吴努的支持来自各方面，该党 
在仰光所得选票比在农村要多。 

与本世纪60年代的土耳其军队一样，缅甸军人勉强让较保守 
的玫党执政。吴努在位的两年间所执行的政策“与其说是革命性 
的，不如说是传统主义的”，而且他把实现其立佛教为国教的诺 
言视为最首要的任务。③但 196 2 年，缅甸军人认为民主的传统化 
和分裂性趋势已走过了头，于是再次干預，将文人政府赶下了 
台，并以一种严厉的、专制的和教条主义的军人狂会主义 统治额 
甸。与土耳其军人不同，缅甸军人不愿接受民主制所需要的传统 

诊 _____ 

① R * 巴特韦尔和 F . 梅赫登，《缅甸1%0年大选》，《太平洋事务》 * 第33期 
a %& 年6月），第154页。 

② t > ,E * 床密斯 (D . E * Smith ) r * 缅甸的宗教和 政治》 sad Polices 
in Burma ) p 普钵斯顿大学出版社 1%5 年版.笫 2 乜页。 

⑤ R . 巴特韦尔 （ R . Butwell ) 颂甸的吴努 》 CU N « of Buniui ) ， 斯坦福大学 
出版社1963年第244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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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和改革之间的妥协。 

1951年的塞内加尔。竞争性政党制度在处于独立边缘的国家 


也可促使将权力从狹窄的城市基地转移至广阔的农忖基地 3 在塞 
内加尔，政治权力几十年来都掌握在沿海城市。二次世界大战 
后，主要的政党是法国社会党的一个支部。但在1951年的大选 
中，它遒到了一个新的组织——塞内加尔民主集团的挑战，该组 
织是由 L _森戈霍尔姐织起来的，以刚获得公民权和新的政治意 
识的农村选民为争取对象。“扩大的乡村选区在数量上控制和掌 
握着选举取胜的钥匙……这是新的城乡公民反財‘四个最小行政 
区’ 的旧冇公民的胜利” ® 在选举中，森戈霍尔诉诸了农村和传 
统的，尤其是宗教的号召方式。正如1956年的斯里兰卡和 I 960 年 
的湎甸 一样，宗教领袖和工人在竞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森戈霍 
尔后来说：“这是寺院中的阿旬给予我们的胜利。” @ 

1944年的牙买加。在牙买加，政党竞争为把新的社会集团纳 
入政治体系提供了一条很少暴力，又不破坏有秩序的政治过程的 
途径。在以前的模式中，人民民族党（该党成立于1938年，目的 
是争取独立） a 最初是由“很少的中产阶级如专业人员、公务员 
和教师组成的”，它是现代 e 的、社会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 
1944年在实现普选之后举行了第一次大选。巴斯塔曼特工迆联合 
会（实际上是农业联合会）的领袖 A ■•巴斯塔曼特组建了牙买加 
劳工党并动员农村的工人参加投票。大选揭晓，人民民族党惨 
败，只得到总选襄的24%，劳工党得票 U %，独立党得票加％。 
人民民族党的领袖诺曼，曼利是中产阶级理性知识分子的典型， 
人民民族党的党纲是激进的和意识彤态化的。另一方面，巴斯塔 
曼工业联合会和劳工党强调的是“民生问 题” 和具体的物质利益问 


① ®罗‘ 默西埃，《 塞内 加尔域市中心的政治生活：过渡研究》， 《 PROD 译丛 : n 
第調 （ I 960 年6 月） 第 m 

② 引自 w _ J , 福尔狹的《塞内加尔》 ， 收入 J ,s ■ 科尔旻和 C ■ G . 罗斯伯格的 
«热带非洲的政党与国家 H 合^，加州太学出版社 I 1964屯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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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目标，其“追隨者主要是城市和农业工 
人”， 其領导人巴斯塔曼特集工会头子与群众鼓动家于一身。® 
但是，牙实加劳工党胜利的结果，促进了人民民族党致力于 
群众组织、 发展自 己的工会组织——全国工人工会作为巴斯塔曼 
工业联合会的竞争者 e 竞选也使人民民族党的溫和派在50年代初 
期的党内斗争中战胜极左派。结果，人民民族党于1955年又重新 
掌权，大胜牙买加劳工党数年之后，劳工党又动员其农村的支 
持苕 并重新 上台。牙买加两个政党和两位领袖的竞争促进了对牙 
买加群众参政的动员并通过政党和工会将群众有效地组织了起 
来。 

1965年的莱索托。当巴苏陀兰接近独立时，其最大的党是巴 
苏陀兰鬨大党。其它是按加纳的人民集会党模式组织起来的，其 
支持来知识分子、教师、新教传教士和其它都市集团。该党领 
导都曾出过洋并赞成泛非运动，但他们対本国农村既缺乏认识又 
接触很少。 与牙买加、斯里兰卡和塞内加尔一样，反对党——巴 
苏陀竺民族党在1965年第一次大选前才告成立，这个党的力置在 
攻村。在农村，它得到了下层酋长和罗马天主教 教士的 积极支 
持。在竞选中，它特别注意国计民生问题。大大出乎许多观察家 
的预料，在选举中，它以微弱多数击败对手，获得42%的选票， 
而巴苏陀兰国大党只获得的选票。政党竞争再次导致保守的 
农村政党战胜较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城市党 © 

当然，在长期的、渐进的、有时是猛烈的政洽动员和玫治同 
化过程中，乡村化的选举只是~个转折点。在某些国家，这个过 
程是那样缓慢，以致我们实际上不能选中一个特定的选举作为预 
H 权力从域市精英到农村群众的重要转移 4 例如，菲律宾独立 
后，对农材选民的动员通过系列选举而延长，在这些选举中，现 

① C . P ■ 布雷德利，《牙买加 的群 众党：结构与组织》, 《社会 与经济研究》 ，第 
9期 <丄960年12月），第 37 S _416 K 。 

©盤见 * 纽约时报 》 f 1%5年5月 5 E , 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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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总统几乎都被击败。1953年，麦格塞塞以悬殊票数战胜季里诺 
总统。麦格塞塞竞选期间的号召对象以及总统活动的对象都是农 
村选良。除了他的土改法和其它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措施外，他还 
制定了 开拓与菲律宾农村群众不断进行政治沟通的渠道 …… 他 
是第一个让大部分接触政府和总统的人，证实政治变迁在政府的 
法律结构内是可能的，证实暴力是不必要的和不理智的。” G 但 
其继承人加西亚却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上层 人物。 

1961年，在对农村群众进行动员的第二个阶段，反对党的候 
选人马加帕加尔出人意料地战胜了加西亚《与麦格塞塞一样，马 
加帕加尔出身于下层社会，他将主要号召对象指向农村选民 。在 
4年贵选期间，他的足迹遍及菲律宾的23000个村庄 e 在菲律宾 
的历史上，_个总统候选人第一次成功地向地方和国民党控制的 
农村选区进行挑战 B ®1%5 年，马加帕加尔被 F •马科斯击败， 
马科斯似乎仍在继续乡村动员这个进程和农业改革。因而，在菲 
律宾缺少有效的政党组织以及缺少政党与社会力量之间重要联系 
的状况，导致了不同政党招牌下的不同程度的农民暴动。 

乡村化选举较明显的例子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1, 以城市为基地的中上阶层的现代化中精英被赶 下台。 

2. 对许多政治观察家来说，结果是出人意料的。 

3，获胜的政党取胜的主要原因是动员了新的农村选民参与投 
票。 

4. 获胜党的领袖往往是以往追求现代化的都市精英 的一分 
子、事实上，他脱离了原来的精英，并喊出较大众化和传统化的 
口号。 

5. 除了新党魁之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和代表多数不是来自大 


①格罗斯霍尔特，前引书，第43—44页。 

© 参见梅多斯，前3:书，书中到处可见，但特挪 1^262—2651 27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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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而是来自地方的农村精英。 

6. 获胜党争取农村选民的方法是进行种族和宗教号召，另一 
方面是注重国计民生问题。 

7. 在许多情况下，获胜党大大得益于农村教士的支持。 

8. 关于反財党的胜利，共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认为是国家政治 
进程的转折点。 

9. 一旦上台，新政府的政策往往注意取决于农村支持者并给 
他们以好处。 

10. 新政府的政策也得罪了原先的精英，往柱招致军事政变， 
这些政变在土耳其和缅甸成功了，在斯里兰卡失败了。 

在许多情况但并不是全部情况下，失势的政党竭力适应 
政治参与的变化模式，努力贏得大众支持，在少数例子中（斯里 
兰卡和牙买加），又东山再起。 

通过这个过程，两党制将农衬大众吸收进政治体系，并建造 
了城乡之间的联系桥梁，这对于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来说， 
是至关童要的 a 対当今和过去现代化中社会经验的比较，意味着 
两党制在同化方面比其它政党制度要更成功。 


第三节组织的规则 


社会与经济现代化打乱了旧的权威模式，摧毁了传统的政治 
制度。这并不一定会造成新的权威模式或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 
但它却乾生了扩大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强烈要求。美国强人所 
难地帮通亚、非、拉地区动员民众参与政治。 M 他集 a 也刻意认 
真地努力进行这项工作。列宁1训 5 年说过，“在夺权的斗争中， 
无产阶级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其它武器……唯有通过组织，无产 
阶级才能成为一支无法征肢的力置”。弗雷 196 G 年说 t a 智利的 
民众大多数没有组织，没有蛆织即无权力，没有权力在国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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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没有代裘。^组织是通向权力之路，同时也是政治安 定的基 
础和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许多现代化中国家出现的权力和权成 
的茛空或许 y 由个人魅力型领袖或军事力量来填补。然而，只存 
政治组织才 is 永久地填补它。或者是现有的精英彼此之间通过現 
存政治体系组织群众，或者是持异议的精英组织群众去推翻现仔 
政治体系。在现代化中国家，谁有政治组织，谁就控制了未来^ 


①列宁的《进一步，退 两步* ，引自拉斯托的《一个多 民挂的 世办， SWOHiR - 
V . 丹尼尔斯的《共产主义的文献史 ■» ，纽约，文塔洽出跋公司 I 960 年肢，第二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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